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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主要探讨的是，企业在遭遇某种形式的市场变化和技术变革时，为什么无法继续保持它们的行业领先地位。这里所说的不是普通企业的失败，而是一些领先企业（那些曾让许多管理者艳羡不已且竞相效仿的，因其优秀的创新和执行能力而闻名遐迩的企业）的失败。当然，导致领先企业失败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官僚主义横行、傲慢自大、管理队伍老化、规划不当、投资短视、技能和资源不足，以及单纯的时运不济。但本书讨论的并不是存在上述问题的企业，而是那些管理良好，锐意提高竞争力，认真倾听客户意见，积极投资新技术研发，却仍然丧失了市场主导地位的企业。


  这些看上去无法解释的失败，既发生在那些发展迅速的行业，也发生在发展缓慢的行业；既发生在那些建立在电子技术基础上的行业，也发生在那些建立在化学和机械技术基础上的行业；既发生在制造业，也发生在服务业。同样，例如，西尔斯–罗巴克公司（Sears Roebuck，简称西尔斯公司）就曾在几十年间被认为是世界上管理最为灵活的企业。在它的黄金时期，西尔斯公司的销售额占全美零售总额2%以上的份额。该公司率先进行的多项创新，对当今最受推崇的零售商的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其中就包括供应链管理、店铺品牌、目录零售和信用卡销售。西尔斯公司管理模式的受推崇程度，在以下这段引自《财富》杂志的文字中表现得一览无余：“西尔斯是怎么做到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最吸引人的部分就在于，这其中根本就没有什么诀窍。西尔斯既没有玩太多花招，也没有放空炮。相反，公司里的每一个人似乎都在自然而然地做着正确的事情。而最终的结果就是，西尔斯成为了一个卓越的行业龙头企业。”


  但今天已经没有人会这样评价西尔斯公司了。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西尔斯公司完全忽视了折扣零售和家居中心[1]的出现。在目录零售这种商业模式迅速发展的今天，西尔斯公司已经无缘参与其中。人们已经开始质疑它的零售运营将何以为继。一位评论员曾指出：“西尔斯虽然有17亿美元的重组资金，但它早在1992年就已经亏损了13亿美元。西尔斯的傲慢自大使它对发生在美国市场的基本变化熟视无睹。”另一位评论家则抱怨说：


  
    西尔斯已经成为投资者的心头之痛。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的股价一路下跌，所有有关情况已经好转的承诺都沦为一纸空文。西尔斯陈旧的营销方式（大量销售迎合大众口味的、中间价位的商品和服务）已不再具有竞争力。毫无疑问，持续令人失望的表现，不断重复却从未实现的有关情况好转的预测，都已经降低了西尔斯的管理层在金融界和商业界的公信力。

  


  令人大感意外的是，西尔斯公司受到潮水般赞誉的时期（20世纪60年代中期），恰好是它忽略了折扣零售和家居中心这些新型知名耐用品市场营销模式（正是这些成本更低的营销模式，最终使西尔斯公司丧失了其核心特许经营权）正在悄然崛起的时期。在西尔斯公司被誉为世界上管理最好的企业之一的同时，它却让维萨卡（Visa）和万事达卡（MasterCard）抢占了其长时间——在率先将信用卡用于零售业支付这一方面——建立起来的领先地位。


  在一些行业，这种丧失领先地位的故事一直在重复上演。以计算机行业为例，IBM公司主导了大型计算机市场，但却长时间忽略了在技术上更为简单的微型计算机的崛起。事实上，没有任何一家主要生产大型计算机的制造商，成功地转变为在微型计算机市场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制造商。数字设备公司（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DEC）创建了微型计算机市场，此后其他一些管理上锐意进取的企业，像通用数据公司（Data General）、Prime公司、王安电脑公司（Wang）、惠普公司和利多富公司（Nixdorf）等也纷纷加入其中。但这些企业随后又错过了台式个人电脑市场，从而将开拓个人电脑市场的机会留给了苹果电脑公司以及Commodore公司、Tandy公司和IBM公司的独立个人电脑部门。特别是苹果公司，它独创了用户友好型计算机的标准。但在便携式计算机市场，苹果公司和IBM公司却比行业领先企业落后了整整5年。同样，建立了工程工作站市场的企业，像阿波罗公司（Apollo）、太阳微系统公司（SUN）和硅谷图形公司（Silicon Graphics），都是该行业的新兴企业。


  像零售业一样，许多领先的计算机制造商都曾被誉为世界上管理最好的企业，并被许多记者和企业管理学者树立为所有企业都应学习的典范。以下就是一段对数字设备公司的评价（1986年）：“现在的数字设备公司犹如一架高速行驶的列车，与它竞争无异于螳臂当车。当大多数竞争对手深陷计算机行业衰退的泥沼无力自拔时，这家市值76亿美元的计算机制造商仍在加速前进。”这段文字的作者进而告诫IBM要小心，因为它就站在数字设备公司正高速行驶的轨道上。当时的数字设备公司的确是麦肯锡公司浓墨重彩地加以研究的一家企业［后来这份研究成果浓缩在《追求卓越》（In Search of Excellence）一书当中］。


  但几年后，风云突变，评论家们又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数字设备公司：


  
    数字设备公司是一家需要进行资源重组的企业。作为主打产品的微型计算机产品的销售已经枯竭，进行了两年的重组计划惨淡收场，其预测和生产规划系统完全失灵，削减成本远远无法重塑赢利能力……但真正让人感到遗憾的可能是数字设备公司错失的机遇。它浪费了两年的时间，才仓促采取措施，来应对已经颠覆了整个计算机行业的低利润率个人电脑和工作站的出现。

  


  和西尔斯公司一样，在数字设备公司的案例中，最终导致其失败的决策正是它在广受赞誉、并被称为管理灵活的企业时做出的。在数字设备公司被称为优秀管理企业的典范的同时，它却忽略了台式计算机的出现，并在几年后自食其果。


  西尔斯公司和数字设备公司都是令人瞩目的公司。施乐公司曾长期统治复印机市场，它生产的普通纸复印机被广泛应用于复印量较大的大型复印室。但施乐公司错失了小型台式复印机市场带来的发展和赢利机遇，最终只占据了很小一部分市场份额；尽管小型钢铁厂目前占据了北美钢铁市场40%的份额，这其中包括该地区几乎所有的钢筋、棒材和结构钢市场份额，但截至1995年，不管是在美洲、亚洲，还是欧洲，没有任何一家综合性钢铁企业建立了使用小型钢铁厂技术的工厂。在30家缆索挖掘机制造商中，只有4家成功度过了该行业长达25年的液压挖掘技术过渡期。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遇到破坏性技术变革和市场结构变化时，遭遇失败的领先企业数量非常多。如果只是粗略地进行分析，似乎从中找不到导致它们失败的变革的模式。在某些情况下，新技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席卷整个行业；而在某些情况下，技术过渡期则长达数十年。在一些情况下，新技术非常复杂，研发成本高昂；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具有重大影响的技术只是简单地由领先企业的现有技术扩展而成。但所有失败案例都具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导致企业失败的决策，恰好是在领先企业被广泛誉为世界上最好的企业时做出的。


  有两种方法可用于解决这一悖论。一种解释方法可能是：诸如数字设备公司、IBM公司、苹果公司、西尔斯公司、施乐公司和比塞洛斯–伊利公司（Bucyrus Erie）等企业，它们实际上一直管理不善。这些企业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可能是因为它们运气好，而且幸运地遇上了好时机。它们最终在经济出现危机时遭遇失败，则可能是因为它们的好运气已经到头。也许是吧。但另一种解释是，这些遭遇失败的企业的管理已经做到了极致，但它们在大获成功之后做出决策的方式，却最终埋下了它们日后失败的种子。


  本书所阐述的研究结果证明了后一种观点，即良好的管理正是导致领先企业马失前蹄的主因。准确地说，因为这些企业倾听了客户的意见，积极投资了新技术的研发，以期向客户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因为它们认真研究了市场趋势，并将投资资本系统地分配给了能够带来最佳收益率的创新领域，最终，它们都丧失了其市场领先地位。


  这也从更深层次表明，许多目前得到广泛认可的良好的管理原则，实际上只适用于某些情况。有时，不采纳客户的意见，投资研发利润率较低、性能较差的产品，并且大举进军小型新兴市场（而不是主流市场）反倒是正确之举。本书通过准确构思研究方法，认真分析硬盘行业和其他行业创新成功与失败的案例，从而总结出一系列规律，管理者可以利用这些规律来判断，何时应采用得到广泛认可的良好管理原则，何时适于实施其他原则。


  我把这些规律称为“破坏性创新原则”，它们表明，领先企业之所以遭遇失败，很可能是因为它们的管理者要么忽略了这些原则，要么选择抗拒这些原则。如果管理者能够理解并利用这些破坏性创新原则，那么他们就能卓有成效地管理好哪怕是最困难的创新项目。与生命中许多最富挑战性的行动一样，深刻理解“世界的运行方式”，并顺应这些力量来管理创新活动，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创新者的窘境》一书的宗旨是，在缓慢发展或快速变化的环境下，为制造业和服务业（不管是高科技领域，还是科技含量较低的领域）的众多管理者、顾问和学者提供帮助。有鉴于此，本书所提到的“技术”一词，指的是一个组织将劳动力、资本、原材料和技术，转化为价值更高的产品和服务的过程。所有的企业都拥有技术。像西尔斯公司这样的零售商，采用了一种特定的技术来进行采购、展示、销售，并向客户提供产品，而诸如普来胜公司（PriceCostco）等仓储式折扣零售商则采用一种不同的技术。因此，这一技术概念已从工程和制造业扩展到了包含市场营销、投资和管理流程在内的广泛领域。而创新指的是其中某项技术发生的变化。


  窘境


  为了确立本书所述理念的理论深度、实用范围，以及对未来和过去的适用性，我将本书划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第1章到第4章）构建了一个框架，以解释为什么伟大的管理者做出的合理决策可能会导致企业的失败。这些章节所描绘的情景，真实再现了创新者所面临的窘境：管理层做出的合理和适当的决策，可能会对企业的成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也可能导致企业丧失其市场领先地位；第二部分（第5章至第10章）则旨在解决这一窘境。根据我们对新技术为什么，并且会在什么情况下导致大企业失败的理解，我将在这一部分针对这一窘境，提出管理上的解决方案——企业管理者应如何在集中足够的资源研发可能导致自己失败的破坏性技术的同时，采取有利于企业成熟业务短期发展的正确措施。


  • 构建一个失败理论框架


  在本书的开头，我将深入剖析这一问题，然后再作进一步的探讨，并最终得出一般性的结论。前两章我将详细阐述硬盘行业的历史，正是在这一行业，“优秀企业总是在艰难时受到冲击”的故事总是在重复上演。硬盘行业是研究大企业失败案例的绝佳领域，因为该行业拥有大量的数据，而且用哈佛商学院院长金·克拉克（Kim B. Clark）的话来说，这是一段“快速发展的历史”。在短短几年内，市场、企业和技术便经历了从出现、成熟到衰败的全过程。在6次新结构性技术变革中，硬盘行业的领先企业只在其中的两次变革中，成功地维持了它们在下一代产品中的行业领先地位。硬盘行业这一重复出现的失败模式，让我得以首先确立一个初步框架，来解释为什么行业发展早期最好和最大的企业会遭遇失败，然后我在行业历史随后的发展周期中对这一框架进行检验，以判断它是否经得起推敲，能够继续解释该行业中最近的领先企业为何同样难逃失败的命运。


  随后，第3章和第4章将加深我们对“硬盘行业的领先企业为何总是会遭遇失败”的理解，同时通过分析各个不同性质行业的企业的失败案例，来检验失败理论框架的适用范围。因此，第3章主要探讨发展速度和技术革新密度与硬盘行业存在很大区别的机械挖掘机行业，并发现导致领先硬盘制造商失败的因素，同样可用于解释领先机械挖掘机制造商为何失败。第4章将完成这一理论框架的确立，并将利用这一框架来说明为何全球综合性钢铁企业无法抵御小型钢铁厂的冲击。


  为什么良好的管理可能会导致失败


  失败框架是以此项研究的三个发现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发现是，在我所说的“延续性技术”（Sustaining Technologies）和“破坏性技术”（Disruptive Technologies）之间，存在着重大战略性差异。这些概念与渐进式技术和突破式技术之间的区分（许多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均以此为主要特点）还是存在很大的不同；第二个发现是，技术进步的步伐可能会而且经常会超出市场的实际需求。这意味着，不同技术方法的相关性和竞争性，会随着市场的差异和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改变；第三个发现是，相比某些类型的新兴企业，成熟企业的客户和财务结构更加偏重于投资看上去对他们具有吸引力的项目。


  • 延续性技术与破坏性技术


  大多数新技术都会推动产品性能的改善，我将这些技术称为“延续性技术”。一些延续性技术可能不具有连续性，或者在本质上具有突破性，而其他一些则在本质上属于渐进式技术。所有的延续性技术所具有的共同点就是，它们都是根据主要市场的主流客户一直以来所看重的性能层面，来提高成熟产品的性能。特定行业的大多数技术进步从本质上说都具有延续性。本书所揭示的一项重要发现就是，即使是最具突破性、最复杂的延续性技术，也很少会导致领先企业失败。


  但有时破坏性技术的出现——至少在短期内——会导致产品性能降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本书研究的每一个案例中，都是破坏性技术导致了领先企业失败。


  破坏性技术给市场带来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价值主张。一般来说，破坏性技术产品的性能要低于主流市场的成熟产品，但它们拥有一些边缘客户（通常也是新客户）所看重的其他特性。基于破坏性技术的产品通常价格更低、性能更简单、体积更小，而且通常更便于客户使用。除上文提到的台式个人电脑和折扣零售的例子外，这方面还有许多例子。相对于哈雷–戴维森公司（简称哈雷公司）和宝马公司制造的大马力公路摩托车，本田公司、川崎公司和雅马哈公司在北美和欧洲推出的小型越野摩托车算得上是一种破坏性技术；晶体管相对于真空管是一种破坏性技术；保健机构相对于传统的医疗保险商也是一种破坏性技术。在不远的未来，相对于个人电脑硬件和软件供应商，“互联网工具”可能也会成为一种破坏性技术。


  • 市场需求轨道与技术改善轨道


  对失败框架的第二个元素（即技术进步的步伐要快于市场需求增长的速度）的观察表明，在开发比竞争对手更好的产品，以实现更高的售价和更大的利润率的过程中，供应商通常会“过度满足”市场的需求：他们为客户提供的产品，超出了客户的实际需求或客户最终愿意支付的价格（如图1所示）。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尽管目前破坏性技术产品的性能可能低于市场用户的需求，但这种技术日后可能会发展成为同一市场上完全具备性能竞争力的技术。


  例如，许多曾经需要使用大型计算机来进行数据处理的用户，他们不再需要或不再购买大型计算机。大型计算机的性能已经超出了许多老用户的需求，而且他们发现，他们现在可以使用连接到文件服务器的台式计算机，来完成他们需要做的大部分工作。换句话说，许多计算机用户的需求增长速度，要低于计算机设计人员提供的性能改善速度。同样，在1965年，许多觉得只有在百货商店才能选购到高质量商品的顾客，现在已经非常满足于在塔吉特百货（Target）和沃尔玛选购各种商品。


  
    [image: ]

    图1 延续性技术和破坏性技术变革的影响

  


  • 破坏性技术与合理的投资


  失败框架的最后一个元素（即成熟企业得出的结论——积极投资破坏性技术对它们来说并不是一个合理的财务决策）有三个基础。首先，破坏性产品功能更简单、价格更便宜，这些产品的利润率通常较低，也不会带来更大的利润；其次，破坏性技术通常在新兴市场或不太重要的市场首先进行商业化运作；再次，能给领先企业带来最大利润的客户一般并不需要，而且确实在开始阶段也无法使用基于破坏性技术的产品。一般来说，破坏性技术首先会得到市场上不能给企业带来利润的那部分客户的认可。因此，大多数已经习惯于听取最优质顾客的意见，判断哪些新产品能带来更大利润率的企业，很少能及时投资研发破坏性技术。


  测试失败框架


  本书定义了什么是破坏性技术问题，并阐述了如何管理这一问题，以尝试确立（研究人员所称的）失败框架中各种主张的内部和外部效度。第1章和第2章以硬盘行业为背景建立了失败框架，第4章至第8章的前几页重新提到了硬盘行业，以加深读者对“优秀的管理者为何总是难以成功地应对破坏性技术”这一问题的了解。如此浓墨重彩地关注硬盘这个行业的理由就在于确立失败框架的内部效度。如果一个框架或模型无法有效地解释某一个行业内发生的现象，那它也就无法被成功地用于解释发生在其他行业的其他状况。


  第3章，以及第4章至第9章后半部分的结构设置，是为了探讨失败框架的外部效度，即我们认为失败框架可能带来有用的启示的条件。第3章将使用这一框架来审视，为何生产缆索挖掘机的领先企业会被液压挖掘机制造商淘汰出推土市场；第4章将探讨为什么全球综合性钢铁制造商在面临小型钢铁厂新技术时会纷纷倒下；第5章将利用模型来分析折扣零售商为何能取得成功——相对于传统供应链和百货商店而言；同时还将探讨破坏性技术对电机控制行业和打印机行业的影响；第6章将考察新兴的PDA行业，并分析为什么电机控制行业被破坏性技术所颠覆；第7章详述了在摩托车和逻辑电路行业，使用了破坏性技术的新兴企业是如何颠覆领先企业的市场地位的；第8章则揭示了计算机制造商是如何且为何会沦为破坏性技术的又一个牺牲品；第9章主要聚焦于发生在会计软件行业和胰岛素行业的相同现象；第10章则利用这一框架对有关电动汽车的案例进行了分析，总结出从其他行业研究中得出的经验教训，揭示了如何利用这些经验教训来评估电动汽车行业面临的机遇与威胁，并阐述了怎样利用这些经验教训来推动电动汽车企业取得商业上的成功；第11章概述了本书所取得的发现。


  总而言之，这些章节为理解破坏性技术，破解这些技术是如何导致一些曾经管理最好的企业丧失其行业领先地位这一难题，提供了一个具有坚实理论基础、广泛有效性和实际管理效用的框架。


  利用破坏性创新的原则


  曾经看过我的学术报告（本书第1章至第4章重新提到了其中的某些发现）的学生及同事，对文中近乎宿命的论调深感震惊。如果说面临破坏性技术变革时，正是良好的管理方法加速了成功企业的失败，那么对企业面临的各种问题——如更加良好地规划，更加努力地工作，更多地听取客户的意见，以及以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待问题等——的常规解答将使这一问题更加恶化。同样，良好的执行力、迅捷的市场化步伐、全面的质量管理和过程重构也将丧失其原有的效力。不用说，对于正在培训未来管理者的人员来说，这也是一个让人坐立不安的消息。


  但第5章至第10章表明，尽管在良好管理的标准工具箱中可能找不到针对破坏性技术的解决方案，但实际上也存在一些能够有效应对这一挑战的实用方法。每一个行业的每一家企业都在按照某些规律（即有关组织性质的法则）办事，这些规律明确规定了哪些是企业可以做的，哪些是企业不可以做的。当面临破坏性技术变革的管理者被这些力量压垮时，他们将无力拯救他们的企业。


  同样，那些心怀飞翔梦想，在手臂上缚上羽翼，然后奋力挥动翅膀从高处一跃而下的古人，无一例外地遭遇了失败。他们尽管拥有梦想，也为之付出了努力，但他们的行为却与自然界的强大法则背道而驰。没有人强大到能够抵御这股力量。只有在人们逐渐了解了决定世界如何运行的相关自然法则和原理（重力学说、伯努利原理，以及关于举、拖和阻力的概念）之后，飞行才可能变成现实。当人们认识到这些法则和原理的力量（而不是抗拒这些法则和原理），或者利用这些法则和原理来设计飞行系统时，他们终于能够飞到之前无法想象的高度和距离。


  第5章至第10章的目标是提出破坏性技术的五大法则或原理。与载人飞行一样，这些法则是如此强大，忽视这些法则的存在，或抗拒这些法则的管理者，将无力引领他们的企业安然应对破坏性技术所带来的行业巨变。但这些章节也表明，如果管理者能够理解并利用好这些法则——而不是违背它们，实际上也能在面临破坏性技术变革时取得巨大的成功。我特别希望管理者是带着“了解”的目的来阅读这些章节，而不仅仅是为了寻找问题的答案。我坚信，这些伟大的管理者（他们也是笔者撰写本书时针对的目标人群），完全有能力凭借自己的力量，找到最适于应对他们所面临情况的解决方案。但他们必须首先明白，是什么导致了这些情况的发生，有哪些力量会影响到他们的解决方案的可行性。以下几段文字简要介绍了这些原则，以及管理者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利用或适应这些原则。


  • 原则一：企业的资源分布取决于客户和投资者


  硬盘行业的历史表明，成熟企业总是能在一轮又一轮的延续性技术（它们的客户所要求的技术）浪潮中保持领先地位，但往往在面临更为简单的破坏性技术时遭遇失败。这一事实也证明了“资源依赖理论”的正确性。第5章概述了这一理论，即尽管管理者可能认为是他们在控制企业内部的资源流向，但最终真正决定资源流向的实际上是客户和投资者，因为投资模式无法达到客户和投资者的要求的企业将难以为继。表现最好的企业实际上是那些最深谙此道的企业，也就是那些建立了成熟的系统来摒弃得不到客户认可的理念的企业。因此，这些企业发现，在客户产生相关需求之前，它们很难投入足够的资源来发展破坏性技术——不被它们的主流客户所接受的低利润率机会。但到客户产生相关需求时，一切为时已晚。


  第5章为面临破坏性技术的管理人员，提供了一种尊重或利用这一原则的方法。主流成熟企业基本只在一种情况下（极少有例外情况发生）能够在破坏性技术变革中及时、成功地确立市场地位：企业管理者设立一个独立的机构，专门面向破坏性技术独立开展新业务。这种机构不受主流成熟企业客户的力量所制约，能够自由地接触不同类型的客户群体，即那些认可破坏性技术产品的顾客。换言之，当企业管理者按照资源依赖理论的规律管理企业，而不是选择忽视或违背这些规律，那么这些企业就可能在破坏性技术变革中获得成功。


  对管理者来说，这项原则的意义就在于，当面临破坏性技术的威胁时，主流成熟企业的人员和流程，并不能自由地分配所需的关键性财务和人力资源，来开拓小型新兴市场，成本结构主要针对高端市场竞争的企业，也很难在低端市场获取利润。设立一个独立的机构，并按照破坏性技术利润率较低的特点，建立一个能够实现赢利的成本结构，这是成熟企业利用这一原则的唯一可行方式。


  • 原则二：小市场并不能解决大企业的增长需求


  破坏性技术通常会推动新市场的产生。大量证据表明，相对于后来进入市场的企业，最早进入这些新兴市场的企业拥有显著的“先行”优势。但随着这些“先行”企业取得成功并逐渐发展壮大，它们进入更新的小型市场的难度也变得越来越大，而这些小市场注定将在未来发展为大市场。


  成功的企业为了维持它们的股价，以及为了给员工创造扩大其职责范围的内部机遇，它们需要进一步发展壮大。一个市值为4 000万美元的企业只需要获得800万美元的收入，就能在随后一年实现20%的增长率，但一个市值为40亿美元的企业就需要获得8亿美元的新增销售收入，才能达到20%的增长率，然而，没有哪个新市场具有如此大的规模。因此，当一个企业发展得越大、越成功，新兴市场所发挥的企业增长引擎的作用就会越弱。


  许多大企业都采取了一种等待战略，也就是等到新市场的规模发展得足够大时再进入市场。但第6章提供的证据表明，这通常不是一个成功的战略。


  那些大型企业之所以能够在由破坏性技术创建的新市场中，成功地抢占有利的市场地位，就是因为，它们将推进破坏性技术商业化进程的职责，交给了与目标市场的规模恰好匹配的小型机构。小型机构通常能够更好地利用小型新兴市场上出现的发展机遇。大量证据表明，对大型企业的管理者来说，即使理性思维告诉他们，这些小型市场有朝一日可能会发展壮大，但正式和非正式的资源分配流程，使得大型企业很难将足够的物质和人力资源集中到小型市场的开发上。


  • 原则三：无法对并不存在的市场进行分析


  翔实的市场研究数据和良好的规划，以及之后的按计划执行流程，构成了良好管理模式的基本特征。在进行延续性技术创新时遵循这些方法将使企业受用无穷；这也是成熟企业能够引领硬盘行业历史上每一次延续性技术创新的主因。这些合理的方法能够行之有效地应对延续性技术变革，因为企业需要面对的市场规模和增长率一般都是已知的，技术进步的轨道有迹可循，而且主要客户的需求通常都非常清晰明了。由于绝大多数技术创新在本质上都属于延续性创新，因此大多数管理人员都知道如何依据切实可行的分析和规划，来管理此类创新活动。


  但在应对能够催生新市场的破坏性技术时，市场研究人员和企业规划者却一直苦于找不到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实际上，硬盘行业、摩托车行业和微处理器行业的历史经验（第7章将对此进行评述）告诉我们，当我们看到专家对新兴市场未来发展规模的预测时，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他们的预测是错误的。


  许多实例表明，在延续性创新中保持领先地位（预先了解哪些信息是已知的，哪些计划是可行的），这并不会对市场竞争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在延续性创新中，技术的跟随者能够表现得和技术领先者一样出色。但就是在面对破坏性创新时（我们会发现我们对这一市场几乎一无所知），先进入市场的企业可以建立起巨大的先发优势。这就是创新者的窘境。


  对于那些在进入市场之前，需要得到市场规模和财务收益率的量化数据，才能做出投资决策的企业来说，它们通常会在面对破坏性技术时变得束手无策，或是犯下严重的错误。它们要求获得市场数据，并根据财务预测做出判断，但不论是市场数据还是收入或成本等财务预测，实际上都不存在。利用管理延续性技术时发展的规划和市场营销手段，来应对完全不同于延续性技术的破坏性技术，无异于古人手缚羽毛挥动翅膀的飞行痴梦。


  第7章探讨了一种制订战略和规划的不一样的方法。这种方法承认这样一项法则，即正确的市场和开发这一市场的正确战略是无法预知的。这项法则被称为“基于发现的规划”，它建议管理者假定预测是错误的，而不是正确的，而且他们选择采取的战略也可能是错误的。基于这种假设来进行投资和管理将迫使管理者制订计划，学习他们需要了解的内容，而这正是成功应对破坏性技术的一种更加有效的方式。


  • 原则四：机构的能力决定了它的局限性


  当管理者在处理创新问题时，他们会本能地选派有能力的员工来从事这项工作。一旦他们找到了合适的人选，绝大多数管理者也就会认定，他们选派的人员即将入主的机构，也将具备成功完成这项任务的能力。这样的想法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机构所具备的能力，独立于机构内部工作人员而存在。一个机构的能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它的流程，也就是人们将劳动力、资源、原材料、信息、现金和技术投入转化为更高价值的产出的方法；另一方面体现在机构的价值观层面，这些价值观正是机构管理人员和普通员工在做出优先决策时所遵循的原则。人的可塑性很强，经过培训后可以成功地从事不同的职业。例如，一名IBM公司的员工可以非常从容地改变他或她的工作方式，来适应小型创业型企业的工作环境。但流程和价值观则相对固定，例如，能够有效管理微型计算机设计的流程，就不适用于台式个人电脑设计的管理。同样，推动员工优先发展高利润率产品项目的价值标准，就不会促使他们将低利润率产品的开发置于优先发展的位置。同样的流程和价值观，在某种环境下构成某个机构的能力，但在另一种环境下则决定了这个机构的局限性。


  第8章将提出一个框架，帮助管理者准确地了解，他或她所在机构的能力和局限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基于对硬盘和计算机行业的研究结果，本书提供了一些实用工具。在当前机构的流程和价值观阻碍了它成功解决所面临的新问题时，管理者可以利用这些工具来发展新的能力。


  • 原则五：技术供应可能并不等同于市场需求


  尽管破坏性技术最初只能应用于远离主流市场的小型市场，但它们具备破坏性的原因是，它们日后将逐渐进入主流市场，而且其性能将足以与主流市场的成熟产品一争高下。如图I.1所示（见第ⅩⅤ页），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产品技术进步的步伐，超过了主流客户要求或者能够消化的性能改善幅度。因此在目前，主要特色和相关功能几乎与市场需求完全匹配的产品，通常会遵循一个既定的性能改善轨道，假以时日，这些产品的性能将超出主流市场的实际需求。而当前性能表现严重滞后于主流市场客户预期的产品，则可能在日后变得极具竞争力。


  第9章表明，当这种情况发生时，硬盘、会计软件和糖尿病治疗等多元化市场的竞争基础（即客户在选择产品时所依据的标准）也在发生变化。当两种或两种以上竞争性产品的性能改善幅度超出了市场需求时，客户将不再能够根据产品的性能来更好地做出购买选择。选择产品的基础通常是从功能性演变至可靠性，然后再发展到便捷性，最后发展到价格。


  许多商学院的学生已经以不同的方式描绘了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但第9章中指出了一个现象，产品性能过度满足市场需求，是推动产品生命周期发生转变的主要机制。


  许多企业为了保持领先地位，会努力开发具有更大竞争力的产品，但这些企业没有意识到，随着它们竞相参与更高性能、更高利润率市场的竞争，它们追逐高端市场、提高产品性能的速度，已经超出了老顾客的实际需求。在此过程中，这些企业创造了一个低价产品的竞争真空，采用了破坏性技术的竞争对手正好可以乘虚而入。只有那些认真分析了主流客户如何使用自己旗下产品及其发展趋势的企业才能认识到，它们所在市场的竞争基础即将发生改变。


  发现破坏性威胁和机遇的经验教训


  在读到这部分时，一些熟悉这些理念的管理者和研究人员会感到十分焦虑，因为已经有非常明显的证据表明，即使是最好的管理者，他们在主流市场遭到破坏性技术侵蚀时，也会遭遇惨痛的失败。最紧迫的是，他们希望知道他们所在的企业是否也成了破坏性技术冲击的目标，以及如何才能帮助他们的企业及时、有效地抵御这样的冲击。其他希望从中寻找到创业机遇的人员，则希望了解他们怎样才能判断出，哪些是潜在的破坏性技术，以及如何基于这些技术创立新企业和新市场。


  第10章将以一种非常规的方式来解答这些问题。这一章将针对一个引起巨大争议，但广为人知的技术创新问题（电动汽车）进行案例研究，而不是仅仅提供一份问题或分析清单。想象一下自己是这个问题的主角，作为一家主要汽车制造企业中负责电动汽车开发的项目经理，面对加利福尼亚州空气资源管理委员会要求开始在加州销售电动汽车的指令，我正大伤脑筋。我需要考虑电动汽车实际上是否是一种破坏性技术，然后提出管理这个项目，制订实施战略，以及确保项目获得成功的建议。根据所有案例研究的宗旨，本章的目的不是为了解答我认为怎样才能正确应对创新的挑战，而是提出一种在许多其他环境中也应行之有效的、管理破坏性技术变革问题的思维方式和方法。


  第10章深入剖析了创新者的窘境，即“好”企业在大举投资能给企业带来最大利润的客户所希望获得的产品和服务时，通常也同时埋下了导致日后失败的种子。目前，还没有哪家汽车企业受到来自电动汽车技术的威胁，也没有哪家企业考虑大举进军这一领域。汽车行业的发展暂时是健康的。汽油引擎的可靠性和汽车的性价比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客户已经可以以极低的价格享受极高的性能和质量。的确，除政府指令外，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成熟汽车制造商将会大力发展电动汽车。


  但电动汽车的确是一种破坏性技术，而且是未来一个潜在的威胁，创新者的使命，是在不影响能够带来利润和增长的现有客户需求的情况下，确保这一创新（目前还不具实际意义的破坏性技术）在企业内部得到足够的重视。正如第10章所明确指出的那样，只有在认识到新市场的存在，并按照新的价值定义认真开发新市场，或只有将创建新业务的职责交给规模与利益恰好与目标市场客户的独特需求基本一致的专门机构时，这一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破坏性创新正发生在哪些领域


  自《创新者的窘境》第一版出版以来，我生命中最让我感到欣慰的事情就是，有很多来自各行各业，甚至是我从未想到过的行业的读者打电话告诉我，他们所在的行业正在发生一些变化，这与我在书中所阐述的历史案例类似，而且这些力量正在颠覆他们所在的行业。其中一些变化已经在下面的表格中有所阐述。不出意料的是，互联网已逐渐发展为一种基础性技术，并将使颠覆许多行业成为可能。


  列在表格中右栏的每一种创新（以新技术或新商业模式的形式出现）目前都在颠覆列在左栏的主流秩序。那么当前的行业领先企业（目前正在使用列于左栏的成熟技术）是否能成功地抵御这些冲击呢？我希望未来可以不同于以往。如果管理者承认这些破坏性技术的存在，并且尊重或利用本书所阐述的各项基本原则来解决这些问题，我认为未来必将会有所不同。


  
  表1 成熟技术与破坏性技术
[image: p027]


  
    [1] 家居中心（Home Centers），一种以销售家居用品、技术或服务为主的，采取自选等自助服务方式销售的零售业态，如家居建材商店、家电杂货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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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章

  大企业为什么会失败？从硬盘行业获得的启示


  
    在商业史上，还没有哪个行业会像硬盘行业那样，经历如此广泛、快速、残酷的技术变革和市场结构的转变，以及全球范围纵向整合方面的变化。

  


  当我试图探寻为何顶级企业也会遭遇破产这一问题的答案时，我的一位朋友给出了一些睿智的建议。他说：“那些研究遗传学的人会尽量避免研究人类，因为人类需要30年左右才能繁衍出下一代，遗传学者因而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了解任何变化的前因后果。相反，他们研究果蝇，因为果蝇朝生暮死，在一天的时间内便完成了从受孕、出生到成熟和死亡的全过程。如果你希望了解某些商业现象，那就应该去研究硬盘行业。这一行业的企业是商业界最接近果蝇的类型。”


  的确，在商业史上，还没有哪个行业会像硬盘行业那样，经历如此广泛、快速、残酷的技术变革和市场结构的转变，以及全球范围纵向整合方面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的速度和复杂性对企业管理者来说可能是一个噩梦，但正如我的朋友所说的那样，这为商业研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几乎没有哪个行业可以像硬盘行业那样，为研究人员提供如此难得的机遇——可以发展理论，阐述不同类型的变化如何导致某些类型的企业走向成功或失败，或是在所研究的行业重复其变化周期时验证那些理论。


  本章简要介绍了硬盘行业的复杂历史。[1]一些读者可能会对历史本身感兴趣，但了解历史的价值在于，在其纷繁复杂的外表之下，存在着一些极其简单和一致的因素，而正是这些因素在不断决定着这个行业顶级企业的成与败。简单地说，这些顶级企业之所以能获得成功，是因为它们认真听取了客户的建议，并积极投资于能够满足客户下一代需求的技术、产品和生产能力。但矛盾的是，这些顶级企业之所以在后来遭遇失败，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它们认真听取了客户的建议，并积极投资于能够满足客户下一代需求的技术、产品和生产能力。这也成为创新者面临的一大困境：盲目地遵循“好的管理者应与客户保持密切联系”的箴言，有时可能会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硬盘行业的历史为理解“与客户保持密切联系”何时有裨无害、何时有害无裨提供了一个框架。这一框架的实用性，只能通过详尽地研究该行业的历史来加以验证。有些具体细节将在本章阐述，有些则将在本书的其他章节有所涉及，希望已经了解了自己所在行业诸多细节的读者，能够从中找到会对自身及竞争对手的命运产生影响的相似模式。


  硬盘的工作原理


  硬盘能够读、写计算机使用的信息。硬盘包括一个读写磁头（读写磁头安装于能在旋转盘表面上来回转动的传动臂底部，其工作原理类似于留声机的唱针和唱臂）；其表面涂有磁性材料的铝质或玻璃磁盘；它至少含有两个电机，包括一个驱动磁盘旋转的旋转电机和一个将磁头移动至磁盘上方恰当位置的驱动电机；另有多个控制运行及其与计算机接口的电子电路。有关标准硬盘的结构如图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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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 标准硬盘的主要元件

  


  读写磁头是一种小型电磁体，其磁极会随着通过电磁体的电流方向的改变而改变。由于异性相吸，当磁头的磁极变为正极时，磁头下方磁盘区域的磁极将变成负极，反之亦然。当磁盘转到磁头下方时，通过快速改变流过磁头电磁体的电流的方向，在磁盘表面的同心磁道上将产生一系列正、负极磁畴。硬盘能将磁盘上的正、负极磁畴转化为二进制数码系统（1和0）来将信息“写”在磁盘上。硬盘还能用完全相反的方式从磁盘上读取信息：磁盘表面磁通磁场的变化将引发通过磁头的微电流的变化。


  最早的硬盘的出现


  IBM公司圣何塞研究实验室的一个研究团队，在1952年至1956年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个硬盘。这个硬盘被命名为RAMAC，其大小相当于一个超大电冰箱，包含50个24英寸的磁盘，能够储存5MB的信息（见图1.2）。决定当今主流硬盘设计的大多数基本构造理念和元件技术，也是由IBM公司成功研发，其中包括可移动磁盘（1961年推出）、软盘（1971年）和温切斯特磁盘（1973年）。所有这些研发成果，对于该行业其他企业的工程师如何定义硬盘及其作用，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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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 第一个硬盘（由IBM公司研制）


    资料来源：图片使用经IBM授权

  


  随着IBM公司开始生产硬盘来满足其自身的需求，一个独立的硬盘产业开始出现，并面向两个不同的市场提供服务。一些企业在20世纪60年代开发了插接兼容机市场（PCM），以折扣价向IBM公司的顾客直接销售IBM公司硬盘的增强版仿制品。尽管IBM公司在计算机领域的大多数竞争对手［例如数据控制公司（Control Data）、宝来公司（Burroughs）和Univac公司），都将它们自主研发的硬盘垂直融入了各自的生产流程，但在20世纪70年代，一些规模更小的非综合性计算机制造商（例如利多富公司、王安公司和Prime公司）的出现，仍催生了一个硬盘原始设备市场（OEM）。到1976年，这些企业总共生产了价值约10亿美元的硬盘，其中专业生产占据了50%的份额，PCM和OEM各占据了约25%的份额。


  接下来的十几年，硬盘行业迅速发展，市场动荡，技术引领的性能改善情况令人眼花缭乱。到1995年，该行业生产的硬盘的价值提高到约180亿美元。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PCM市场已日渐势微，而OEM的产出则约占据了全球总产量的3/4。在1976年主导硬盘行业的有17家企业［这17家企业全都是规模相对较大的多元化企业，例如Diablo公司、Ampex公司、梅莫雷克斯公司（Memorex）、EMM公司和数据控制公司］，到1995年，除IBM公司外，另外16家企业的硬盘业务均已失败或被收购。在这期间，又有129家企业进入这一领域，其中有109家也已破产。除IBM公司、富士通公司、日立公司和NEC公司外，所有存活到1996年的制造商，都是在1976年之后进入该行业的新兴企业。


  一些分析人士将（创造了这一产业的）这些综合性企业的高淘汰率，归结于硬盘行业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速度。的确，变革的速度之快令人咋舌。硬盘工程师能在1平方英寸的磁盘表面写入的信息量，以平均每年35%的速度递增，具体而言，是从1967年的50kb上升至1973年的1.7Mb、1981年的12Mb、1995年的1 100Mb。硬盘的外观大小则以类似的速度在缩小，可生产的最小的20MB的硬盘体积从1978年的800立方英寸缩小到1993年的1.4立方英寸，年递减幅度达35%。


  图1.3表明了硬盘行业经验曲线的斜率（将该行业历史上创造的磁盘存储能力的太字节累计数量，与每兆字节存储的币值稳定价格联系起来）为53%，这意味着累计太字节数每增加一倍，每兆字节成本将降至之前水平的53%。这一斜率远远高于市场上其他微电子产品70%的斜率。每兆字节价格的每季度降幅已连续20余年达到约5%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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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3 硬盘价格经验曲线


    资料来源：《磁盘/趋势报告》各期公布的数据

  


  技术变革的影响


  对于为什么领先企业很难始终保持它们在硬盘行业的领先地位这一问题，我的研究让我总结出“科技泥流假设”（technology mudslide hypothesis），意思是说，企业在面对永无止境的科技变革时，就像在泥流上求生，它必须永远保持在泥流之上移动，稍一停顿下来，就会遭遇灭顶之灾。


  为了验证这一假设，我收集一个数据库并进行了分析。这个数据库中包含了1975年至1994年间，全球硬盘行业的各个企业每年推出的各种硬盘的技术和性能规格。[2]有了这个数据库，我就可以了解到底是哪些企业在引领每一轮新技术浪潮，追踪新技术是怎样逐步传播到整个行业，找到哪些企业处于领先地位，哪些企业被甩在了后面，衡量每次技术变革对硬盘的容量、速度和其他性能指标的影响。通过认真回顾硬盘行业每次技术变革的历史，我们就可以找出，到底是哪些变革在推动新兴企业走向成功，或导致成熟领先企业走向失败。


  我曾以为，参考之前的学者对技术变革的研究成果，会让我得出我所期望的结论，但这项研究结果却大大出乎我的预料，我竟得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结论。事实上，这项研究表明，不管是技术变革的速度或者难度，都不是导致领先企业失败的根本原因，“科技泥流假设”是错误的。


  大多数产品的制造商已经在发展过程中，确立了某种固定的性能改善轨道。例如，从1979年的8MHz的8088处理器到1994年的133MHz奔腾芯片，英特尔公司每年都将微处理器的运行速度提高约20%。礼来公司（Eli Lilly and Company）将它生产的胰岛素的纯度从1925年的50 000 ppm杂质（ppm意为“百万分之……”）减少到1980年的10ppm杂质，年改善幅度达14%。当企业确立了一种可量化的改善方法轨道时，判断一种新技术是否可能提高某种产品的性能（相对于之前的产品），便成为一个非常明确的问题。


  但在其他情况下，技术变革的影响会出现非常大的差异。例如，笔记本电脑是否优于大型计算机？这是一个非常含糊的问题，因为笔记本电脑确立了一种全新的性能改善模式，而且笔记本电脑对性能的限定和评估方式，与大型计算机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笔记本电脑一般具有完全不同的用途。


  对硬盘行业历史上历次技术变革的研究结果表明，这一行业存在两种类型的技术变革，这两种变革对行业领先企业的影响也各不相同。第一种技术延续了硬盘行业对产品性能的改善幅度（总容量和磁录密度是最常见的两种指标），而且性能改善的难度可划为一个从渐进到突破的范围。在研发和采用这些技术方面，硬盘行业的主流企业总是处于领先地位。与之相比，第二种创新则破坏或重新定义了性能改善模式——这常常导致行业领先企业走向失败。[3]


  本章的剩余部分将列举有关延续性技术和破坏性技术的典型例子，总结这些技术在硬盘行业的发展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以此来阐述两种技术之间的差别。阐述的重点在于对比成熟企业与新兴企业在发展和适应新技术方面的差别，并说明成熟企业为何在这些过程中会领先或落后于新兴企业。为了找出这些典型事例，我们将研究硬盘行业的每一项新技术。在分析哪些企业在各个变化发展阶段会处于领先或落后地位的过程中，我将成熟企业定义为那些在新技术出现前已经在硬盘行业声名鹊起，并在对上一代技术（指所研究的新技术出现之前的主导技术）的研发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企业；我对新兴企业的定义是——那些在发生新技术变革时进入硬盘市场的新兴企业。因此，在硬盘行业的发展史中，任何一家企业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期（例如在8英寸硬盘出现时）都可以被定义为新兴企业。但如果所研究的技术是在企业进入硬盘行业后才开始出现，那么这家企业就可被认定是成熟企业。


  延续性技术变革


  在硬盘行业的发展史中，大多数技术变革都是一个沿着既定的轨道，去延续或强化产品性能的改善过程。图1.4比较了采用了各代磁头和磁盘技术的硬盘的平均磁录密度，并将比较结果绘制成图表以利于进行说明。第1条曲线描绘的是使用传统颗粒氧化磁盘技术和铁氧体磁头技术的硬盘的磁录密度；第2条曲线描绘的是使用了新技术薄膜磁头和磁盘的硬盘的平均磁录密度；第3条曲线描绘的是最新的磁盘技术（磁阻磁头）可实现的磁录密度提高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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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4 新读写磁头技术对延续磁录密度改善轨道的影响


    资料来源：《磁盘/趋势报告》各期公布的数据

  


  这些新技术超越原技术的性能的方式，类似于一系列相互交叉的S形曲线。出现这种S形曲线走势的原因，通常在于现有技术方法的渐进式改善，而过渡到下一条技术曲线的跳跃式发展，则表明行业采用了一种突破式新技术。在图1.4描绘的情况中，渐进式的技术改善（例如更加精细地研磨铁氧体磁头，制作更加精确的尺寸，在磁盘表面使用更小、分布更均匀的氧化颗粒）推动磁录密度从1976年的每平方英寸1Mb提高到1989年的每平方英寸20Mb。正如S形曲线所预测的那样，铁氧技术可实现的磁录密度的改善幅度，在这一阶段（1976年至1989年）的末期开始变得平缓，这表明该项技术已经成熟。薄膜磁头和磁盘技术对硬盘行业的影响，就是延续了硬盘性能一直以来的改善速度。薄膜磁头在20世纪90年代初还未发展成熟，而此时便已出现了更加先进的磁阻技术，它的出现延续了甚至是加快了硬盘性能的改善速度。


  图1.5揭示了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延续性技术变革——产品结构创新。由于产品结构创新的出现，14英寸温切斯特硬盘取代了在1962年至1978年普遍采用的可移动磁盘组设计。正如薄膜磁盘取代铁氧体磁盘一样，温切斯特技术延续了长久以来的磁盘性能改善速度。硬盘行业的其他大多数技术创新［例如，嵌入式伺服系统、运行长度限制记录码（RLL）和部分响应最大似然技术（PRML）、每分钟转数更高的电机和嵌入式接口］的性能改善曲线也大致相同。其中一些技术创新是较为直观的技术改善，其他则是突破式的技术飞跃。但所有的技术创新都会给硬盘行业带来相同的影响：它们帮助制造商延续了客户所希望看到的性能改善幅度。[4]


  在硬盘行业的几乎每一次延续性技术变革中，成熟企业都在技术的研发和商业化运作中处于领先地位。新磁盘和磁头技术的出现便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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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5 温切斯特结构对14英寸硬盘磁录密度的延续性影响


    资料来源：《磁盘/趋势报告》各期公布的数据

  


  20世纪70年代，一些制造商意识到，铁氧体磁盘上能够容纳的信息量已接近极限。为此，硬盘制造商开始研究薄膜磁盘技术，希望能够在铝金属上应用磁性金属的超薄薄膜，以延续磁盘磁录密度一直以来的改善幅度。薄膜涂层的应用随后在集成电路行业得到了高度发展，但在磁盘上的应用仍面临巨大的挑战。专家预计，薄膜磁盘技术的先驱企业［如IBM公司、数据控制公司、数字设备公司、存储技术公司（Storage Technology）和Ampex公司］在这项技术上均花费了超过8年的时间和50余万美元的资金。在1984年表现较为活跃的制造商当中，大约有2/3在1984年至1986年间推出了带薄膜磁盘的硬盘。这其中，绝大多数企业都是成熟的行业主导企业。只有很少一部分新兴企业试图在它们的初始产品中使用薄膜磁盘技术，而且它们之中的大多数都在进入硬盘行业后不久便倒闭。


  这一模式在薄膜磁头出现时表现得尤为明显。早在1965年，铁氧体磁头制造商就预见到这项技术的改善空间已越来越小；到1981年，许多制造商认为，该项技术的精确度即将到达极限，研究人员开始转向薄膜技术。这种技术首先将金属薄膜溅射到记录磁头上，然后用光刻技术来蚀刻电磁体，其工艺水平要远远好于铁氧技术。事实再次证明，技术突破总是举步维艰。宝来公司（1976年）、IBM公司（1979年）和其他成熟企业成为首批成功地将薄膜磁头应用到硬盘的企业。在1982年至1986年这段时期，约有60家公司进入了硬盘行业，其中只有4家公司（这4家公司全都在商业上遭遇了失败）尝试在其初始产品中使用薄膜磁头，并以此作为产品的一个性能优势。其他所有新兴企业［甚至是旗帜鲜明地以性能为导向的公司，例如迈拓公司和康诺外部设备有限公司（Conner Peripherals，简称康诺公司）］都认为，在采用薄膜技术之前最好还是先使用常规的铁氧体磁头，然后再发展薄膜技术。


  就像薄膜磁盘一样，薄膜磁头的推广也需要长期的投资，而且也只有成熟大型企业才能负担得起这笔费用。IBM公司和它的竞争对手都花费了超过1亿美元来开发薄膜磁头。下一代磁阻磁头技术的研发再次重复了这一模式：硬盘行业规模最大的企业（IBM公司、希捷公司和昆腾公司）引领了这一次技术变革。


  成熟企业不仅是研发风险大、复杂度高，且售价昂贵的组件技术（例如薄膜磁头和磁盘）的主要创新力量，而且它们还引领了硬盘行业发展史上几乎每一次延续性创新。即使是在相对简单的创新（例如运行长度限制记录码，它的出现使硬盘从双倍密度磁盘过渡到三倍密度磁盘）之中，成熟企业也是成功的创新先驱，而新兴企业则是这些技术的追随者。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延续既定改善轨道的结构性创新——例如14英寸和2.5英寸温切斯特硬盘。在这方面，成熟企业总是领先于新兴企业。


  当新的延续性技术开始涌现时，成熟企业和新兴企业都会根据这些新技术来开发产品。图1.6总结了这段时期的技术领先模式，而且从图形走势看，这一模式具有惊人的连续性。不管技术创新的性质是渐进式还是突破式，其成本高昂或是低廉，发生在软件还是硬件、组件还是结构上，其目的都是为了提高或破坏某一方面的性能，这一模式是一致的。在面临延续性技术变革（目的是为了更多、更好地满足当前客户的需求）时，前一项技术的领先企业通常会继续引领硬盘行业的这一新发展趋势，并且通常会首先采用新技术。很明显，硬盘行业的领先企业并不是因为变得保守、傲慢，或害怕承担风险，或是因为无法适应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而遭遇失败。可见我的“科技泥流假设”并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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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6 成熟企业在延续性技术变革中的领先地位


    资料来源：《磁盘/趋势报告》各期公布的数据

  


  在破坏性技术创新来临时遭遇失败


  发生在硬盘行业的大多数技术创新都是上文所述的延续性创新。相反，只有其他少数几种技术创新被称为破坏性创新，正是这些技术创新颠覆了硬盘行业的领先企业。


  最重要的破坏性技术是缩小了硬盘大小的结构性创新——这些技术使得硬盘的直径从14英寸先后缩小到8英寸、5.25英寸、3.5英寸、2.5英寸，然后又从2.5英寸缩小到1.8英寸。表1.1说明了这些技术是如何产生破坏性作用的。根据1981年的数据，表1.1比较了5.25英寸硬盘（当时上市不到一年的新型硬盘）和标准8英寸硬盘（当时是微型计算机制造商使用的标配硬盘）的属性。在成熟微型计算机制造商较为看重的各项性能指标（例如容量、每兆字节成本和存取时间）方面，8英寸产品都占据了绝对优势，5.25英寸硬盘在当时并不能解决微型计算机制造商提出的各项需求。另一方面，5.25英寸硬盘体积小、重量轻的特点，正好符合当时（1980年至1982年间）刚刚出现的台式个人电脑市场的要求。它当时的售价约为2 000美元，因此可以较为经济地组装到台式计算机上。


  一般来说，破坏性创新并不涉及特别复杂的技术变革，其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将成品元件组装在一起，但相比之前的产品，产品结构通常会变得更加简单。[5]破坏性创新并不能为主流市场的客户提供更好的产品，因此这种创新首先发生在主流市场的可能性很小。相反，破坏性创新提供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产品组合，只有远离主流市场或对主流市场没有太大意义的新兴市场，客户才会重视这些产品组合的属性。


  
    表1.1 破坏性技术变革：5.25英寸温切斯特硬盘（1981年）
[image: p044]

    资料来源：《磁盘/趋势报告》各期公布的数据

  


  图1.7中的轨线图显示了这种简单但却具有破坏性的技术，是如何颠覆一些锐意进取、管理灵活的硬盘企业的。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市场上销售的几乎全部都是带有可移动磁盘的14英寸硬盘。随后出现的14英寸温切斯特结构延续了磁录密度的改善轨道。几乎所有这些硬盘（可移动磁盘和温切斯特硬盘）都被出售给了大型计算机制造商，而且正是主导磁盘组市场的企业，引领硬盘行业发展到温切斯特技术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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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7 刚性磁盘所要求的容量和所能提供的容量之间的交汇轨线


    资料来源：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刚性磁盘驱动业：一段商业和技术的动荡史》，《商业史评论》67（4）（1993年冬）：559。经授权后重新印刷

  


  轨线图表明，在1974年，中等价位的标配大型计算机的硬盘容量大约是130MB。在接下来的15年间，硬盘容量每年的增长率为15%——这代表了新型大型计算机的一般用户所要求的硬盘容量。与此同时，每年新上市的普通14英寸硬盘的容量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年均增长率达到22%），并且从大型计算机市场进入了大型科学研究市场和超级计算机市场。[6]


  1978年至1980年间，几家新兴企业［舒加特联合公司（Shugart Associates）、Micropolis公司、Priam公司和昆腾公司］开发了尺寸更小的10MB、20MB、30MB和40MB容量的8英寸硬盘。大型计算机制造商对这些硬盘并不感兴趣，因为它们要求硬盘产品具有300MB至400MB的容量。因此，这些生产8英寸硬盘的新兴企业，将具有“市场破坏性”的硬盘销往一个全新的应用领域——微型计算机[7]市场。它们的客户（王安公司、数字设备公司、通用数据公司、Prime公司和惠普公司）并不生产大型计算机，而且这些客户使用的软件也与大型计算机存在很大的不同。这些公司当时都没有找到为它们的小型终端计算机配备合适硬盘的方法，因为14英寸型号的产品太大也太贵了。尽管最初8英寸硬盘单位容量的成本高于14英寸硬盘，但这些新客户愿意为对它们所看重的其他属性（特别是更小的尺寸）支付更高的价格。而体积小这个属性对于大型计算机用户来说几乎没有任何价值。


  在微型计算机开始大规模使用8英寸硬盘后，中等价位微型计算机的硬盘容量开始以每年约25%的速度增长——这一增长轨线是由微型计算机用户学习使用这种型号的机器的方式决定的。但与此同时，8英寸硬盘制造商发现，通过积极开展延续性创新，它们能够以每年超过40%的速度增加其产品的容量，这一速度几乎是原来的微型计算机市场所预期的增长速度的两倍。因此，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8英寸硬盘制造商已经能够满足低端大型计算机的容量要求。随着单位容积的高速增长，8英寸硬盘的每兆字节成本逐渐降至14英寸硬盘以下，而且其他优势也开始突显出来，例如，8英寸硬盘同比例机械振动对磁盘上方磁头绝对位置的影响，要远远小于14英寸硬盘。因此在3年至4年的时间内，8英寸硬盘开始蚕食更高端的市场，并取代了大型计算机低端市场上的14英寸硬盘。


  随着8英寸硬盘产品逐步侵入大型计算机市场，14英寸硬盘的知名制造商开始陨落。在这些成熟企业中，有2/3从未推出过8英寸硬盘产品，另有1/3落后新兴8英寸硬盘制造商大约两年，才推出自己的8英寸硬盘产品。最终，14英寸硬盘制造商全部被淘汰出硬盘行业。[8]


  14英寸硬盘制造商并不是由于技术方面的原因而被8英寸硬盘的新兴企业所取代的。8英寸硬盘使用的零部件一般是标准的现成组件，而且当14英寸硬盘制造商终于计划推出8英寸硬盘产品时，这些新兴企业的产品在容量、磁录密度、存取时间和每兆字节价格等方面都具备了很强的竞争力。1981年，成熟企业推出的8英寸硬盘产品，在性能上几乎与新兴企业同年推出的同型号产品一样。此外，成熟企业与新兴企业在关键性能的改进速度（1979年至1983年的调查结果）方面也具有惊人的相似性。[9]


  • 受制于客户


  为什么领先的硬盘制造商不能及时推出8英寸硬盘呢？很明显，它们完全具备生产这种硬盘的技术能力，而它们之所以遭遇失败，是因为迟迟没有做出进入8英寸硬盘这一新兴市场的战略决策，从而贻误了良机。我们采访了与这些企业有密切往来的市场营销和工程部门的管理人员，结果表明，这些领先的成熟14英寸硬盘制造商实际上受制于它们的客户——大型计算机制造商。当时大型计算机制造商并不需要8英寸硬盘，它们明确表示，它们需要的是单位容量存储成本更低且容量更大的硬盘。14英寸硬盘制造商听取了这些大客户的意见，并对这些意见做出了回应。而且，这些大客户以一种对硬盘制造商，或是对计算机的客户来说并不明显的方式，继续引导这些企业沿着14英寸硬盘平台以每年22%的容量增长轨道向前发展，而最终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10]


  图1.7描绘了后来出现的各个计算机产品类别所要求的性能改善轨线（这些性能改善轨线各不相同），并将其与产品组件技术的变革，与系统设计的改善使每种结构的硬盘所能达到的容量进行了对比。实线从A、B、C、D和E点发散开，主要衡量每种产品类别中等价位的计算机所能达到的硬盘容量；而从相同位置发散开的虚线，则主要衡量每年上市的所有硬盘（包括每一种结构的硬盘）的平均容量。下文将简要介绍这些转变过程。


  • 5.25英寸硬盘的出现


  1980年，希捷公司推出了5.25英寸硬盘，但它5MB和10MB的容量并没有引起微型计算机制造商的兴趣，因为它们当时要求供应商提供40MB和60MB容量的硬盘。希捷公司以及其他在1980年至1983年进入5.25英寸硬盘市场的企业（例如Miniscribe公司、Computer Memories公司和International Memories公司），不得不为它们的产品探寻新的应用领域，并主要转向了台式个人电脑制造商。到1990年，在台式计算机中使用硬盘，这已成为磁记录技术的一个重要应用模式。然而在这一市场刚刚出现的1980年，到底有多少人能够买得起并在他们的台式计算机上使用硬盘，一切还都是个未知数。早期的5.25英寸硬盘制造商会向任何有购买意愿的人出售它们的硬盘。经过不断的尝试，它们终于找到了台式计算机这一应用领域（甚至可以说是它们创造了这一个应用领域）。


  在台式个人电脑中使用硬盘的做法得到确立后，中等价位电脑的硬盘容量（即普通个人电脑用户所要求的容量）每年以大约25%的速度增加。技术改进的速度再次达到了新市场所要求的增长速度的近两倍，1980年至1990年，新型5.25英寸硬盘的容量以每年大约50%的速度增长。与8英寸硬盘替代14英寸硬盘的情形一样，率先生产5.25英寸硬盘的企业也是新兴企业；成熟企业生产5.25英寸硬盘的时间比新兴企业平均落后了两年。到了1985年，只有一半的8英寸硬盘制造商推出了5.25英寸型号的产品，而剩下的另一半则从未进入这一市场。


  5.25英寸硬盘用户市场曾出现过两个发展高潮。第一个高潮发生在硬盘找到新的应用领域（台式计算机）之后，在此次浪潮中，诸如体积大小等在成熟应用领域相对不太重要的产品属性得到了高度重视；第二个高潮发生在5.25英寸硬盘替代成熟微型计算机和大型计算机市场上体积更大的硬盘之后，此时，经过快速增长，5.25英寸硬盘的容量增长轨线终于与这些市场所要求的容量增长轨线（增长更为缓慢）发生了交汇。在4个主流（8英寸）硬盘制造商（舒加特联合公司、Micropolis公司、Priam公司和昆腾公司）中，只有Micropolis公司硕果仅存，成为5.25英寸硬盘市场上的一家主要制造商，而这也是管理层在历经艰苦卓绝的努力后才得以实现的（有关详情见第5章）。


  • 模式的重复：3.5英寸硬盘的出现


  3.5英寸硬盘是在1984年，由苏格兰新兴企业Rodime公司首先研制成功的，但在康诺公司（5.25英寸硬盘制造商希捷公司和Miniscribe公司的一家分拆公司）于1987年开始推出这一产品之前，这种结构的产品的销量可谓微不足道。康诺公司已经开发出一种体积较小、重量较轻的硬盘，而且这种硬盘比5.25英寸型号的产品更加耐用。它用电子元件来处理那些之前由机械部件来操控的功能，用微码来取代那些之前由电子元件来实现的功能。康诺公司第一年实现的1.13亿美元的收入[11]，几乎全部来自康柏公司（康柏公司曾以3 000万美元的投资，帮助康诺公司开拓这项业务）。它生产的硬盘主要面向一个全新的应用领域——便携式和膝上型计算机，以及小型台式计算机。在这一应用领域，客户愿意以更低的容量和更高的每兆字节成本，来换取更轻的重量、更好的耐用性和更低的能耗等属性。


  希捷公司的工程师并没有对3.5英寸硬盘的出现充耳不闻。实际上，早在1985年年初，也就是在Rodime公司推出世界上第一个3.5英寸硬盘之后不到一年，或是康诺公司开始推出3.5英寸硬盘产品前两年，希捷公司的销售人员就向他们的客户展示了尚在研制中的3.5英寸硬盘样机，以征求客户的意见。开发新型硬盘的提议来自于希捷公司的工程部门，而反对该项计划的声音主要来自于市场营销部门和管理团队。他们认为市场需要容量更高、单位容量成本更低的硬盘，而3.5英寸硬盘的单位容量成本永远不可能低于5.25英寸硬盘。


  希捷公司的销售人员面向他们在台式计算机市场上的现有客户（例如IBM公司等计算机制造商和大型台式计算机系统的增值分销商），测试了3.5英寸硬盘样机。不出所料，这些客户并没有对小型硬盘表现出太大的兴趣，因为它们正在为它们的下一代计算机寻找40MB和60MB容量的硬盘，而3.5英寸硬盘只能提供20MB的容量，而且成本还更高。[12]


  由于客户的反应较为冷淡，希捷公司的项目经理降低了对3.5英寸硬盘的销售预期，而公司的管理层则干脆取消了这一项目计划。他们这么做的理由是什么呢？因为5.25英寸硬盘产品的市场规模更大，而且相比开发新型3.5英寸硬盘产品，开发新一代5.25英寸硬盘产品能给公司带来更大的销售收入。


  回想起来，希捷公司的管理层对市场（至少是对公司所在的市场）的解读似乎非常精确。由于已经确立了自己一套成熟的应用领域和产品结构（例如IBM公司的XT和AT级电脑），这些用户并没有看到3.5英寸硬盘的价值，即更好的耐用性，或是更小的尺寸、更轻的重量和更低的能耗。


  希捷公司最终推出3.5英寸硬盘是在1988年年初，也就是3.5英寸硬盘的性能轨线（如图1.7所示）与台式计算机所要求的容量轨线交汇的那一年。截至当时，硬盘行业已经累计生产了价值7.5亿美元的3.5英寸硬盘。有意思的是，据硬盘行业的观察者表示，截至1991年，希捷公司的3.5英寸硬盘产品几乎没有一件是销售给便携式/膝上型/笔记本电脑制造商的。换句话说，希捷公司的主要客户仍然是台式计算机制造商，而且它的许多3.5英寸硬盘都配有框架，可以安装在原来为5.25英寸硬盘设计的计算机上。


  在解释成熟企业为什么会延迟推出新技术时，经常被提到的一个解释是：担心现有产品的销售受到影响。但如希捷–康诺公司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如果新技术推动了新市场应用领域的出现，那么新技术的推出也许并不一定会侵蚀现有产品的销售。但是当成熟企业等到新技术在新的商业应用领域逐渐发展成熟之后，为了抵御自己的主要市场所受到的冲击，才推出相关技术产品时，那它们对市场侵蚀的担心就将发展为一个自我应验的预言。


  虽然我们一直在分析希捷公司对开发3.5英寸硬盘的反应，但它的表现并非只是个例。到1988年，在那些凭借为台式个人电脑市场生产5.25英寸硬盘，从而扬名立万的硬盘制造商中，仅有35%推出了3.5英寸硬盘。与更早之前的产品结构转变类似，开发具有竞争力的3.5英寸硬盘产品所面临的障碍，似乎并非来自于工程技术部门。正如硬盘从14英寸到8英寸的转变过程，成熟主流企业在硬盘产品从8英寸到5.25英寸，以及从5.25英寸到3.5英寸的转变过程中所推出的新结构硬盘，在性能上并不逊色于新兴企业推出的同类产品。相反，5.25英寸硬盘制造商似乎被它们的客户给误导了，尤其是IBM公司和它的直接竞争对手，以及代销商。它们似乎和希捷公司一样，对便携式计算机和新型硬盘结构带来的潜在利益和各种可能性熟视无睹。


  • Prairietek公司、康诺公司和2.5英寸硬盘


  1989年，位于科罗拉多州朗蒙特市的一家新兴企业Prairietek公司宣布推出2.5英寸硬盘，一时间成为行业的焦点，并几乎赢得了这个新兴市场全部的3 000万美元销售额。康诺公司于1990年年初宣布推出自己的2.5英寸硬盘产品，并在1990年年底占据了2.5英寸硬盘市场95%的份额。Prairietek公司于1991年年底宣布破产，当时其他3.5英寸硬盘制造商［如昆腾公司、西部数据公司（Western Digital）、希捷公司和迈拓公司］都推出了它们自己的2.5英寸硬盘产品。


  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是不是那些主流领先企业终于接受了历史的教训？事实并非如此。尽管2.5英寸硬盘的容量比3.5英寸硬盘要小得多（如图1.7所示），但小型硬盘所面对的便携式计算机市场更重视其他特性，例如重量轻、耐用性好、能耗低、体积小等。从这些方面看，2.5英寸硬盘的性能要好于3.5英寸硬盘，更重要的是，这是一种延续性技术。事实上，那些购买康诺公司3.5英寸硬盘的计算机制造商（例如东芝公司、Zenith公司和夏普公司等膝上型电脑制造商）正是笔记本电脑的领先制造商，而且这些公司正好需要体积更小的2.5英寸硬盘。因此康诺公司及其在3.5英寸硬盘市场上的竞争对手，紧跟它们的客户的脚步，几乎同时完成了向2.5英寸硬盘的过渡。


  然而在1992年，具有明显破坏性特征的1.8英寸硬盘横空出世。尽管本书将在之后的章节中详细谈到当时的情况，但在这里需提到一点：到1995年，在销售额为1.3亿美元的1.8英寸硬盘市场中，新兴企业占据了98%的份额。此外，在1.8英寸硬盘刚刚出现时，应用这种硬盘的最大的市场并非计算机市场，而是便携式心脏监护装置市场。


  表1.8简要介绍了新兴企业引领破坏性技术变革的模式。这表明，在8英寸硬盘推出两年后，2/3的8英寸硬盘制造商为新兴企业。在第一个5.25英寸硬盘推出两年后，在生产这种具有破坏性的硬盘的企业中，有80%是新兴企业。


  
    [image: ]

    图1.8 新兴企业对破坏性技术的主导地位


    资料来源：《磁盘/趋势报告》各期公布的数据

  


  小结


  在硬盘行业的创新史中，曾经出现过多种创新模式。第1种模式是技术上较为简单直接的破坏性创新。这种模式一般会以一种独特的结构重新组合现有的技术，并使这些产品在磁性数据存储和检索领域方面的应用成为可能（在破坏性创新出现之前，这在技术和成本管理上都不具可行性）。


  第2种创新模式是，硬盘产业开发先进技术的目的，总是为了延续产品性能改善的固有轨道，以实现更好的性能和更高的利润率（位于轨线图右上方区域）。这其中，有许多都是具有突破性的复杂新技术，但它们并不具有破坏性。领先硬盘供应商的客户引领着这些企业实现上述目标。因此，延续性技术并不会导致企业失败。


  第3种创新模式表明，尽管成熟企业在引领延续性创新方面（包括从最简单到最具突破性的延续性创新）拥有技术上的优势，但在开发和应用破坏性技术方面，引领行业潮流的却总是行业新兴企业。


  本书在开篇时便提出了一个疑问，为什么那些被认为是锐意进取、积极创新、认真听取客户意见的企业，会对极具战略意义的技术创新置若罔闻，或是贻误良机呢？根据以上对硬盘行业的分析结果，这一问题可以以更加尖锐的方式提出。实际上，成熟企业在应对各种类型的延续性创新时，可以做到锐意进取、积极创新、认真听取客户意见，但它们看似无法成功解决的问题，是在轨线图上的下行视野和向下游市场流动的问题。为新产品找到新的应用领域和新的市场，似乎是这些企业在刚刚进入市场时所普遍具备，但在时过境迁后又明显丧失了的一种能力。这些领先企业似乎被它们的客户牵绊住了手脚，从而在破坏性技术出现时，给了具有攻击性的新兴企业颠覆它们领先地位的可乘之机。[13]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为什么这种情况还在发生？这将是下一章所要探讨的主题。


  附录1.1 对生成图1.7时所使用的数据和方法的说明


  图1.7中描绘的轨线可以按以下方式来计算。有关计算机硬盘容量的数据来源于《数据资源》（Data Sources）。这是一份按年出版的刊物，里面列举了每家计算机制造商生产的所有计算机型号的技术规格。例如，在某些特定的计算机型号拥有不同的特征和配置的情况下，制造商会向《数据资源》提供一份“标准的”系统配置，包括明确的随机存储器（RAM）容量、外部设备（包括硬盘）的性能规格、定价和出厂年份。在某些特定型号的计算机连续数年在市场上销售的情况下，标准配置中所提供的硬盘容量通常也会增加。《数据资源》一般使用大型计算机、微型/中型计算机、台式个人电脑、便携式和膝上型计算机，以及笔记本电脑来划分不同类别的计算机。截至1993年，1.8英寸硬盘还没有在手提电脑市场得到应用，因此有关这个潜在市场的数据并不存在。


  在图1.7中，对于每年在市场上销售的计算机的所有型号，都是按照每种计算机类别中特定中等价位计算机的型号所提供的价格、硬盘容量来进行排序的。为便于简化说明，整个时间序列中的最佳拟合线在图1.7中用实线表示，并以此来说明标准配置机器的基本趋势。当然，在这些直线周围实际上还存在一个很大的区间。边际性能——最昂贵的计算机所提供的最高容量——要远远高于图中所显示的标准值。


  图1.7中的虚线表示的是所有硬盘（指每年上市的每种特定结构的硬盘）未加权平均容量的最佳拟合线，这项数据来自于《磁盘/趋势报告》。为了简化说明，这里只标出了这条平均线。在每年上市的计算机中存在一个很大的容量区间，因此每一年推出的边际或最大容量的硬盘容量会明显高于图中所显示的平均值。换句话说，必须明确区分可供购买的所有产品和标准配置产品。因此，区间高端和区间低端一般会在图1.7所显示的中值和均值数据附近，并与图中所显示的直线平行。


  因为市场上还存在比中等价位系统的容量更高的硬盘，因此正如我在文中所述，图1.7中的实线轨迹代表了每个市场所“要求”的容量。换句话说，每台机器的容量并不是受技术能力的限制，而是代表了计算机用户根据当时市场上的主导成本所选择的硬盘容量。


  
    [1] 有关硬盘行业更加详尽的历史，可以参考克莱顿·克里斯坦森的《刚性磁盘驱动业：一段商业和技术的动荡史》，《商业史评论》（67）（1993年冬）：531–588。这段历史仅关注刚性磁盘或硬盘（将资料储存在刚性金属盘上的产品）制造商。从历史上看，生产软盘（可移动的聚酯薄膜磁盘，上面涂有一层氧化铁，可用于储存资料）的企业不同于那些生产硬盘的企业。

  


  
    [2] 这一分析所使用的大部分数据来源于《磁盘/趋势报告》。这是一份极具权威性的市场研究年度刊物，其内容包括从硬盘制造商那里得到的更加详细的产品规格表。我要感谢《磁盘/趋势公司》的编辑和工作人员对本项目的长期大力支持。

  


  
    [3] 该项研究建立在一些早期学者对技术变革的研究成果之上，但又有别于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发现。有关其中的详情将在第2章进行更加详尽的探讨。

  


  
    [4] 图1.1和图1.2中描绘的技术变革范例介绍了有关“非连续性”这一个不规范术语的两种释义。图1.4中所描绘的磁头和磁盘技术变革代表了成熟技术轨线的正向非连续性，而图1.7中所描绘的破坏性技术轨线则代表了反向非连续性。正如下文将谈到的那样，成熟企业在面临正向非连续性时似乎总是能够引领行业潮流，但在面对反向非连续性时却往往丧失其行业龙头地位。

  


  
    [5] 这一趋势发生在多个行业。理查德·罗森布鲁姆（Richard S.Rosenbloom）和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均表示，领先企业被技术上更加简单的破坏性创新所颠覆的情况发生在多个行业，其影响范围之广远远大于本书的涵盖范围。

  


  
    [6] 对生成图1.7时所使用的数据和程序的简要介绍见附件1.1。

  


  
    [7] 在1978年，微型计算机算不上是一种新产品，但对于使用温切斯特技术的硬盘来说却是一个全新的应用领域。

  


  
    [8] 这一论断只适用于在OEM市场上打拼的独立硬盘制造商。一些垂直型的综合性计算机制造商，例如IBM，则因为具备一个受到约束的内部市场而安然度过了这些技术创新阶段。但即使是IBM也需要通过建立多个独立的“创业型”硬盘机构来应对各个时期出现的不同的硬盘新兴市场。例如，它设在圣何塞的机构便专注于高端（主要是大型计算机）应用领域。而设在明尼苏达州罗彻斯特市的另一个独立机构则专攻中端计算机和工作站。IBM还在日本藤泽创建了一个不同的机构，来为台式个人电脑市场生产硬盘。

  


  
    [9] 这一发现与瑞贝卡·亨德森（Rebecca M. Henderson）的研究结果全然不同。亨德森发现，成熟制造商生产的新型结构的光刻机的性能要低于新兴企业的产品。造成这一差异的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亨德森所研究的照相平版印刷光刻机产业中的新兴企业成功地从其他市场引入了先进的技术和经验，并将这些技术和经验应用到新产品的开发中。而在此处研究的案例中，没有哪家新兴企业引入了这样先进的技术。实际上，它们大多数是合成型的创业企业，企业的管理人员和工程师都是从知名硬盘制造企业离职的员工。

  


  
    [10] 这一发现与约瑟夫·L·鲍尔（Joseph L.Bower）所观察到的现象基本一致，他认为客户明确提出的需求能对资源的分配流程产生巨大的影响，是资源分配的一个重要动力源。

  


  
    [11] 在收获1.13亿美元收入的同时，康诺外部设备公司也创造了一项纪录，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年收入最高的制造业企业。

  


  
    [12] 这一发现与罗伯特·伯格尔曼的发现是一致的。他认为，创业家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如何才能找到一个正确的“贝塔测试场所”，以便让客户参与产品的开发和改进过程。

  


  
    [13] 我认为这一观点——攻击型企业在破坏性创新，而不是在延续性创新中具有优势——证明了福斯特关于攻击型企业的优势的论断，而不是与之相冲突。福斯特用于阐述他的理论的历史事例似乎都是破坏性创新。

  


  第2章

  价值网络和创新推动力


  
    价值网络的概念（即一种大环境，企业正是在这个大环境下确定客户的需求，并对此采取应对措施，解决问题，征求客户的意见，应对竞争对手，并争取利润最大化）是这一综合理论的核心。在价值网络内，每一家企业的竞争策略，决定了它对新技术的经济价值的理解。

  


  从对创新问题最早的研究开始，学者、顾问和管理者就一直在试图解答，为什么成熟企业总是在面临技术变革时遭遇失败。大多数解释都考虑到了管理、组织和文化上对技术变革的应对情况，或者是着重考量成熟企业应对突破式新技术的能力；应对突破式技术要求成熟企业具备与之前发展的成熟技术截然不同的技术能力。这两种方法都能有效地解释为什么有些企业会在发生技术变革时遭遇失败，下文将就此进行简要的解读。但本章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提出第3种理论，即根据价值网络（value network）理论来说明为什么优秀的企业也会遭遇失败。相比其他两种理论，价值网络理论似乎更能有效地解释我们在硬盘行业所观察到的现象。


  从组织和管理上解释企业遭遇失败的原因


  对优秀企业为什么会遭遇失败的一个解释就是，组织上的障碍可能是导致这一问题发生的根源。尽管对这一解释的分析仅浅止于官僚主义、傲慢自大，或是“风险规避”的企业文化等简单的理由，但在这方面仍存在一些极具真知灼见的研究。例如亨德森和克拉克就总结说，企业的组织结构通常能够推动组件层面的创新，因为大多数产品研发机构都是由多个负责产品元件研究的小组组成的。只要产品的基本结构不需要做出改变，这种体系的运作就非常有效。但同时他们表示，在需要对结构性技术做出改变时，这种结构体系将阻碍那些需要人员和团队以全新的方式进行交流和工作的创新。


  这一观念具有极大的表面效度。在特雷西·基德（Tracy Kidder）赢得普利策奖的《新机器的灵魂》（The Soul of a New Machine）一书中描述了这样一个事件，通用数据公司的工程师正在研发下一代微型计算机，并寄希望于能通过这一新产品一举超越数字设备公司，从而占领市场。在通用数据公司的研发团队中，有一名工作人员的朋友，其所在的公司刚刚购买了一台数字设备公司最新开发的电脑。一天晚上，这位朋友允许他们进入他的办公室，来参观数字设备公司的这款电脑。当通用数据公司的项目负责人汤姆·韦斯特（同时也是之前在数字设备公司工作了很长时间的一名员工）拆开这台微型电脑的外壳并检查它的内部结构时，他竟然看见了“数字设备公司产品设计的组织结构图”。


  由于企业可以通过建立组织结构和确立团队合作的方式，来推动优势产品的设计，结果可能会最终发生逆转：组织结构及其团队合作方式可能会反过来影响到企业能否设计出新产品。


  能力和突破式技术可能是一种解释


  在评估导致优秀企业失败的原因时，有时需要区别要求截然不同的技术能力的创新——即所谓的突破式创新（radical changes），与那些以成熟技术能力为基础的创新——即所谓的渐进式创新（incremental innovations）。[1]这一概念表明，技术变革相对于企业能力的规模和深度，将更能决定哪些企业能够安然渡过某次技术变革浪潮。支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发现，成熟企业一般善于改善业已成熟的技术，而新兴企业似乎更善于利用突破性新技术，原因通常是它们将已经研发和采用过的技术从一个行业引入另一个行业。


  例如，克拉克认为，企业一般是凭借经验或等级来构建某种产品（例如汽车）的技术能力[2]。对于应该解决和应该避免的技术问题，企业的历史选择决定了它所积累的技能和知识的类型。当应对产品或流程执行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需要企业具备与其积累的经验大相径庭的知识时，这家企业很有可能会遭遇挫折。塔什曼（Tushman）、安德森（Anderson），以及他们的助手所做的研究，验证了克拉克的假设。他们发现，当技术变革破坏了企业以前培养的能力价值时，企业将会遭遇失败；而当新技术提升了企业一直在发展的能力价值时，它们则会取得成功。


  毫无疑问，这些学者所确定的因素，将影响到面临新技术挑战的企业的命运。但硬盘行业表现出了一系列不能用其中任何一种理论来解释的异常现象。该行业的领先企业会率先开发出各种延续性技术，包括那些导致之前发展的能力失去效用，以及使之前对技能和资产的巨额投资废弃的结构和组件创新。尽管如此，这些企业在面对技术相对简单但具有市场破坏性的变革（例如8英寸硬盘的出现）时仍纷纷遭遇失败。


  对于什么构成了领先企业的突破性创新这一问题，硬盘行业的历史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涉及的技术的性质（即组件与结构，渐进与突破）、风险的大小和需要承担风险的时限，与我们所观察到的领先和追随模式并不存在很密切的关联。相反，如果企业的客户需要某种创新，领先企业会利用各种资源和手段来开发和实施这一创新；反过来说，如果企业的客户不想要或不需要某种创新，这些企业会发现它们根本不可能将——哪怕是在技术上很简单的——创新转化为商业用途。


  价值网络和对导致失败的各种因素的新看法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新兴企业和成熟企业的成功和失败呢？下文将参照硬盘行业的历史，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总结企业的成败与技术变革和市场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价值网络的概念（即一种大环境，企业正是在这个大环境下确定客户的需求，并对此采取应对措施，解决问题，征求客户的意见，应对竞争对手，并争取利润最大化）是这一综合理论的核心。[3]在价值网络内，每一家企业的竞争策略，特别是过去它对市场的选择，决定了它对新技术的经济价值的理解。这些理解反过来又反映了不同企业希望通过进行延续性创新和破坏性创新而获得的回报。[4]在成熟企业中，预期回报反过来将推动资源流向延续性创新，而不是流向破坏性创新。这种资源分配模式也解释了为什么成熟企业在延续性创新中总能保持领先地位，而在破坏性创新中却总是表现不佳这样一个问题。


  • 价值网络反映了产品结构


  企业是价值网络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因为它们的产品通常会作为一个组成部分，以某种方式被分级装入或使用在其他产品中，并最终从属于终端应用系统。以20世纪80年代大型机构普遍采用的管理信息系统（MIS）为例（如图2.1所示），管理信息系统的结构综合了各种不同的组成成分，包括大型计算机、外围设备（例如行式打印机、纸带和硬盘等）、软件、机房等。在下一个层次，大型计算机本身也构成了一个结构性系统，由中央处理器、多芯片封装和电路板、随机存储器（RAM）电路、终端、控制器和硬盘等部件组成。再往下细分，硬盘也是一个系统，其组成部分包括电机、启动器、轴承、磁盘、磁头和控制器。以此类推，磁盘本身也可看作是一个由铝制转盘、磁性材料、黏合剂、磨料、润滑油和涂层等组成的系统。


  
    [image: ]

    图2.1 产品结构的嵌套式或细分系统


    资料来源：《研究政策》再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理查德·罗森布鲁姆，《说明攻击型企业的优势：技术范式、组织动态和价值网络》，第233页至257页，1995年，获爱思唯尔出版社的授权——（荷兰阿姆斯特丹萨拉·伯格哈特斯特拉特街25号，邮编：1055 KV）

  


  虽然构成这一应用系统的产品和服务完全可以统一由一家大型综合性企业（例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或IBM公司）来生产，但其中大多数产品和服务都是通过贸易活动从各个制造商处获得的，在更加成熟的市场中更是如此。这意味着，虽然图2.1描述的是产品体系的嵌套式结构，但也表明，这里存在一个有关制造商和市场的嵌套式网络。通过这一网络，每个层次的组件在生产出来后，将被出售给系统中下一个更高层次的集成商。


  例如，设计并组装硬盘的企业（例如昆腾公司和迈拓公司）向专门生产读写头的企业购买读写头，同时向其他企业购买磁盘，并向另外一些企业购买旋转电机、驱动电机和集成电路板。在下一个更高一级的层次，设计并组装计算机的企业，可能会向不同的企业购买它们所需要的集成电路、终端、硬盘、集成电路封装和电源。这种嵌套式商业体系就是一个价值网络。


  图2.2描绘了计算应用领域中的3种价值网络：从上往下看，它们是企业管理信息系统（MIS）应用系统价值网络、便携式个人电脑产品价值网络和计算机辅助设计（CAD）价值网络。绘制这样一张图表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说明应如何界定价值网络的范围，如何区分不同的价值网络概念，而且这些概念描述并不代表完整的价值网络结构。


  • 价值的衡量标准


  在不同的价值网络中，衡量价值的方法也不尽相同。[5]事实上，每一个价值网络都会按照重要性的高低，对不同的产品性能属性进行排序。从某种程度上说，价值网络的界定就是由这种独特的排序方式所决定的。如图2.2所示，结构框（即中间列）的右侧所列举的实例表明，每一种价值网络对重要产品属性的排序方式都存在很大的差异，甚至对同一产品的排序也是如此。在最高一级的价值网络中，硬盘的性能是根据其容量、速度和可靠性来衡量的；而在便携式计算机价值网络中，重要的性能属性则是耐用性、较低的能耗和较小的体积。由此可知，每一个价值网络对于产品价值的定义都不相同，因此在同一行业内会存在许多平行的价值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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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2 三种价值网络范例


    资料来源：《研究政策》再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理查德·罗森布鲁姆，《说明攻击型企业的优势：技术范式、组织动态和价值网络》，第233页至257页，1995年，获爱思唯尔出版社的授权——（荷兰阿姆斯特丹萨拉·伯格哈特斯特拉特街25号，邮编：1055 KV）

  


  尽管不同应用系统中的许多成分可能会相同（例如，图2.2中的每一个价值网络都包括读写磁头、硬盘、随机存储器电路、软件等），但其中所使用的组成成分的性质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一般来说，一组相互竞争的企业（各自拥有自己的价值链）与网络图中的每一个方框都有关联，而为每个网络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企业通常也不尽相同（如图2.2所示，结构框中间列左侧所列出的企业就存在很大的不同）。


  随着企业在某个特定的网络内逐渐积累了经验，它们可能会形成符合该价值网络独特要求的能力、组织结构和文化。不同的价值网络在产量、实现批量生产的速率、产品开发周期的长短，以及对目标客户及其需求的预测等方面可能存在很大的差异。


  参照有关1976年至1989年间出售的数千种硬盘型号的价格、特性和性能特色等数据后，我们可利用一种被称为“特征回归分析”的方法，来判断市场对各种属性的反响如何，以及这些特性的价值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的。从本质上说，特征回归分析法是用市场对这一产品每一种特色所赋予的所谓的“影子价格”（有一些是正值，其他的则是负值）之和，来表示这种产品的总价的。图2.3列举了这一分析法的一些结果，并以此来说明，不同的价值网络是如何为某种特定的性能属性确定截然不同的价值的。在1988年，大型计算机的容量每增加1MB，大型计算机价值网络内的客户平均愿意为此多支付1.65美元；但在微型计算机、台式计算机和便携式计算机价值网络内，每增加1MB容量，其影子价格分别降至1.50美元、1.45美元和1.17美元。与之相反，同样是在1988年，便携式计算机和台式计算机的体积每减少1立方英寸，该价值网络内的客户都愿意为此支付更高的价格，而其他价值网络内的客户认为这一属性毫无价值。


  • 成本结构和价值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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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3 不同价值网络评估属性价值的差异

  


  价值网络的定义并不局限于物理产品的属性。例如，大型计算机价值网络内的竞争就包含一个特定的成本结构（如图2.2所示）。研究、设计和开发成本非常大。由于有较低的产品销量和客户定制的产品配置等因素，生产制造的间接成本相对于直接成本显得非常高。直接向终端用户销售产品，需要高昂的销售人力成本，而且为复杂机器提供支持的现场维修网络也会持续产生相当高的成本。企业必须承担所有这些费用，才能为价值网络内的客户提供他们所要求的产品和服务。因此，大型计算机的制造商和向他们出售14英寸硬盘的制造商，一直需要将毛利率保持在50%至60%之间才能涵盖各种开支，维系它们参与竞争的价值网络所固有的营业成本结构。


  但便携式计算机价值网络内的竞争，则涉及一种截然不同的成本结构。便携式计算机制造商在组件技术研究方面的花费很少，它们更倾向于向经销商采购经过验证的组件技术来生产计算机。生产过程包括在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组装数百万种标准产品，大多数销售都是通过全国性的零售链或者通过邮购来完成。其结果就是，身处这一价值网络中的企业，只要毛利率达到15%至20%就能实现赢利。由此可见，不同的价值网络是由客户通过一些特定的排序所界定的，同样，它也是由在特定成本结构基础上提供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的要求所界定的。


  图2.4描绘了每个价值网络所特有的成本结构。14英寸硬盘制造商通常能够实现的毛利率水平约为60%，与大型计算机制造商所要求的56%的毛利率水平大致相当。同样，8英寸硬盘制造商所实现的利润率与微型计算机企业大致相当（约为40%）；而在台式计算机价值网络中，利润率一般为25%，这通常也是计算机制造商及其硬盘供应商所能达到的利润率水平。


  每个价值网络成本结构的特点，都会影响企业对具有获利潜力的创新项目的判断。从本质上说，在企业价值网络内受到重视，或发生在基本毛利率较高的价值网络内的创新，将被视为是有利可图的创新。另一方面，那些因为属性方面的原因，只有在毛利率更低的价值网络内才能显示出其价值的技术，则不会被认为是有利可图的创新，而且也不太可能获得各种资源或引起管理者的兴趣。（我们将在第4章详细探讨，每一个价值网络所特有的成本结构对成熟企业灵活性和最终命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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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4 不同的价值网络所特有的成本结构


    资料来源：各公司年报公布的数据，以及作者对每个价值网络内几家具有代表性的公司的高层的专访

  


  总而言之，技术机遇的吸引力和制造商在利用这一机遇时将会遇到的困难程度，是由该企业在相关价值网络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其他诸多因素决定的。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成熟企业在延续性创新中所表现出的强势和在破坏性创新中所表现出的弱势，以及新兴企业与之正好完全相反的表现，均不是由成熟企业和新兴企业之间技术或组织能力的差异所导致的，真正的原因还是它们处在行业不同的价值网络中。


  技术S形曲线和价值网络


  技术S形曲线是技术战略理论的中心环节。它所体现的是，只要是限定在一段特定的时期内，或是由于一些工程方面的努力，产品的性能改善幅度就可能会随着技术的成熟而发生变化。这一理论假定，在技术发展的早期阶段，性能提高的速度将相对比较慢。随着人们对技术的理解逐渐加深，控制力逐渐加强，应用范围更加广泛，技术改进的速度将会不断加快。但在成熟阶段，这项技术将逐渐接近渐近线上的自然或物理极限，其结果就是——人们需要更长的时间或是更大的工程投入才能实现技术上的改进。图2.5描述的正是因此产生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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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5 常规技术S形曲线


    资料来源：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探索技术S形曲线的极限：第一部分：组件技术》，《生产和经营管理》1，第4期（1992年秋）：340页。获准后再版

  


  许多学者声称，战略性技术管理的本质就是，判断当前的技术S形曲线何时将通过拐点，同时确认并发展任何自下游兴起，并将最终取代现有方法的新技术。因此，正如图2.5中的虚线曲线所示，企业面临的挑战，是在新、旧S形曲线的交汇处能否成功地实现技术转换。无法预见来自下游的新技术威胁并及时采用这些新技术，这经常被认为是导致成熟企业失败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让新兴企业得以建立优势的根源。


  S形曲线和价值网络的概念是如何联系到一起的呢？如图2.5所示，相互交汇的S形曲线的典型框架，是对单个价值网络内的延续性技术变革的概念化表述，其中纵轴描绘的是产品性能（或属性的排序）的单个指标。需要注意的是，它与图1.4（衡量的是新磁录技术对硬盘磁录密度的延续性影响）有些相似。对每一项技术的渐进式改良，都会推动产品性能沿着每条单独的曲线不断得到改善，而发展到新磁头技术则意味着一个更具突破性的跳跃。回顾硬盘行业的技术创新史，新兴企业从未在延续性创新进程中引领行业发展，或占据良好的市场地位。每次都是前一项技术的领先企业预见到了当前技术最终将失去发展潜力（S形曲线最终将变平缓），并在发现、开发和应用大体延续了历史发展速度的新技术方面走在了行业的最前端。这些企业经常冒着巨大的财务风险，提前10年或是更长时间便开始致力于新技术的研发，并且为此耗费了大量的资金和技术资源。尽管面临这些挑战，但在硬盘行业，成熟企业的管理者仍凭借长期以来培养的超凡智慧，始终沿着图2.5中所示的虚线方向稳定前进。


  但破坏性创新并不能用图2.5中的曲线来表示，因为从定义上说，破坏性创新的纵轴所描绘的性能属性，与成熟价值网络内的相关性能属性肯定是不同的。由于破坏性技术在侵入成熟价值网络之前，首先在新兴价值网络开始其商业化运作，因此需要用图2.6所描绘的S形框架来进行解释。破坏性技术的出现和发展都是在一个内部价值网络内，沿着自己独特的既定轨道来进行。当它们发展到一定水平，并且足以满足另一个价值网络所要求的性能水平和特性时，破坏性技术就能以极快的速度侵入这个价值网络，并淘汰掉原有的成熟技术，以及使用这项技术的成熟企业。


  图2.5和2.6清楚地说明了最终导致领先企业失败的创新者的窘境。在硬盘行业（以及将在本书随后几章探讨的其他行业），诸如加大对研发的投资，延长投资和规划的期限，技术扫描、预测和规划，以及建立研究联盟和合资企业等研究方案，都与延续性创新所带来的挑战有关（图2.5描述的是这种创新的理想模式）。确实，这一证据表明，许多最好的成熟企业已经采用过这些补救措施，并且如果处理得当，这些措施能够有效地应对延续性技术。但是这些解决方案均无法应对图2.6中所描述的情况，因为它代表了一种从性质上来看截然不同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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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6 破坏性技术S形曲线


    资料来源：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探索技术S形曲线的极限：第一部分：组件技术》，《生产和经营管理》1，第4期（1992年秋）：361页。获准后再版

  


  管理决策过程和破坏性技术变革


  企业所属的价值网络内的竞争，在很多情况下决定了企业的赢利方式。价值网络决定了企业必须提供何种产品和服务以解决客户的问题，以及企业为解决这些问题所需支付的成本。价值网络内的竞争和客户需求，在很多情况下决定了企业的成本结构、企业保持竞争力所需的规模，以及必须实现的基本增长率。因为，对价值网络外的企业有重大意义的管理决策，可能对价值网络内的企业毫无意义，反之亦然。


  在第1章中，我们发现，成熟企业成功实施延续性创新的模式，与它们面对破坏性创新时失败的模式存在惊人的相似性。这些模式之所以具有相似性，是因为导致相应结果的管理决策合乎情理。优秀的管理者只做对企业有意义的事情，而什么是有意义的事情，则由企业所处的价值网络来决定。


  接下来，我将把这一决策模式划分为6个步骤进行简要的阐述。为了总结出这一模式，我采访了80多名硬盘行业领先企业（包括成熟主流企业和新兴企业）的管理人员。在破坏性技术出现时，这些管理人员在企业决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采访过程中，我力图从尽可能多的角度，来准确地推测影响这些企业技术开发和商业化应用（不管这些技术是否与企业当时所属的价值网络有关）的决策流程的各种因素。我发现，面临破坏性技术变革时，成熟企业完全有能力开发出所需要的新技术，在要求管理层做出决定之前，新型硬盘的样机通常已经研发成功。但当形势发展到要在相互竞争的产品和技术开发提案之间分配有限的资源时（例如在图2.6左图和右图所代表的两种价值网络之间分配资源），破坏性技术项目通常会遭受冷遇，并开始停滞不前。为了解决对企业最具影响力的客户的需求，这种延续性技术项目（在图2.5中所描述的发生在价值网络内的新技术浪潮）几乎总是能从市场规模较小、客户需求尚不明确的破坏性技术项目那里抢占更多的资源。


  在接下来的几页中，我将简要介绍这种决策模式的主要特点。鉴于希捷公司（硬盘行业最具影响力的5.25英寸硬盘制造商之一）成功将具有市场破坏性的3.5英寸硬盘推向市场的过程极具代表性，我将详尽地介绍希捷公司的经验，并以此来说明这种决策模式的每一个步骤。


  • 步骤1：破坏性技术首先由成熟企业研制成功


  虽然新兴企业在破坏性技术的商业化应用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这类技术往往是由成熟企业的工程师，利用从非正规渠道（bootlegged resources）获得的资源首先研制成功的。由于很少由企业高层发起，这些结构性创新设计所采用的部件几乎都是现成的。例如，希捷公司的工程师早在1985年便研制出了3.5英寸硬盘的样机，成为该行业第二个成功研制出3.5英寸硬盘产品的企业。在向企业高层正式提出项目审批提案前，这些工程师已经制造出大约80个样机模型。同样的情况此前也出现在数据控制公司和Memorex公司，后者是主要的14英寸硬盘制造商。当时，这两家公司的工程师已经在公司内部成功设计出了8英寸硬盘，比市场第一款8英寸硬盘出现的时间早了将近两年。


  • 步骤2：市场营销人员随后收集公司主要客户的反馈


  接着，工程师开始向市场营销人员展示他们制作的样机，并向他们询问是否存在一个需要这种体积更小、价格更低（而且性能较差）的硬盘的市场。市场营销部门随后按照其测试新型硬盘对市场的吸引力的惯常做法，开始向现有产品的主要客户展示这些样机，并要求他们进行评估。[6]尽管3.5英寸硬盘的容量大大低于主流台式计算机市场所需要的容量，但希捷公司的营销人员仍主要针对IBM的个人电脑部门，及其他XT和AT级台式个人电脑制造商来测试新型3.5英寸硬盘。


  IBM公司并没有对希捷公司这款具有市场破坏性的3.5英寸硬盘表现出任何兴趣，这一结果并不令人感到意外。IBM公司的工程师和市场营销人员想要的是40MB和60MB的硬盘，而且他们已经在计算机产品的设计中，为5.25英寸硬盘预留了一个安装槽；他们需要的是能沿着既定的性能发展轨道进一步提高其产品性能的新型硬盘。看到客户的兴趣不大，希捷公司的市场营销人员得出了悲观的销售预测。此外，由于产品的结构更加简单、性能更低，预期利润率也低于性能更高的产品，因此希捷公司的财务分析师也与市场营销人员一道加入了反对破坏性创新项目的阵营。面对这样的反馈，希捷公司的高层管理者决定将开发3.5英寸硬盘的计划束之高阁，而此时正是3.5英寸硬盘开始在便携式计算机市场攻城拔寨的时候。


  这是一个在权衡各种提案后做出的艰难决定，因为这些提案都在争夺同一种资源，来开发市场营销人员认为对于维持企业在当前客户群体中的竞争力、实现积极的增长和利润目标有着至关重要作用的新产品。希捷公司的一名前任经理曾表示：“我们需要一个可能成为下一个ST412（这是一种在台式计算机市场取得巨大成功的产品，其年销售额达到3亿美元，但该产品已接近生命周期的末期）的新型号。我们对于3.5英寸硬盘的销售预期还不到5 000万美元，因为便携式计算机市场才刚刚出现，而且3.5英寸硬盘产品并不符合公司的赢利要求。”


  希捷公司的管理者明确做出了不开发这项破坏性技术的决定。在其他案例中，管理者确实同意利用企业的各种资源来开发具有市场破坏性的产品，但在做出如何实际分配时间和资金的日常决策过程中，工程师和营销人员会以确保企业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剥夺了及时启动破坏性创新项目所必需的各种资源。


  当数据控制公司（领先的14英寸制造商）的工程师们正式受命开发该公司第一批8英寸硬盘时，客户已经开始寻找容量达到300MB的硬盘，而数据控制公司的第一代8英寸硬盘所能提供的容量还不到60MB。8英寸硬盘项目并没有得到太多的重视，负责这一项目开发的工程师不断被抽调去解决14英寸硬盘所出现的问题，因为14英寸硬盘是为更重要的客户群而设计的。类似的问题在昆腾公司和Micropolis公司开发5.25英寸硬盘产品的过程中也曾出现过，并导致产品被延迟推出。


  • 步骤3：成熟企业加快对延续性技术的开发步伐


  为了满足当前客户的需求，市场营销经理会全力支持一些延续性技术项目，比如使用更好的磁头，或开发新型记录码。这些项目不仅可以满足客户的需要，并且可以在大型市场获得维持增长所必需的销售额和利润率。尽管这通常意味着研发费用的增加，但相对于对破坏性技术的投资，这种延续性投资的风险似乎要小得多，因为客户是现成的，客户需求也是已知的。


  例如，希捷公司在1985年至1986年做出的搁置3.5英寸硬盘开发的决定，似乎非常合理。希捷公司对低端市场的看法（根据硬盘轨线图）使它更倾向于做出“1987年3.5英寸硬盘的总体市场规模较小”的预测。低端市场的毛利润尚不确定，但生产主管认为，3.5英寸硬盘的单位容量成本要比5.25英寸硬盘高很多。希捷公司对高端市场的观点则截然不同。它认为，容量为60MB至100MB的5.25英寸硬盘的销售额，预计将在1987年达到5 000万美元。面向60MB至100MB市场的企业可赚取35%至40%的毛利率，而希捷公司在其销售额很大的20MB硬盘上实现的利润率在25%至30%之间。因此，在希捷公司通过开发ST251系列硬盘来提高市场定位的竞争性提案获得积极评价时，对它来说，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开发3.5英寸硬盘就显得毫无意义了。


  希捷公司在搁置了3.5英寸硬盘项目后，开始以极快的速度推出新型5.25英寸硬盘产品。在1985年至1987年，希捷公司每年推出的新型号产品的数量，分别是上一年市场同型号产品总数的57%、78%、115%。在同一时期，希捷公司还把复杂、先进的新组件技术，例如薄膜磁盘、音圈电机[7]、运行长度限制码（RLL）和嵌入式小型计算机系统接口（SCSI）界面，运用到新型号产品中。显然，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在竞争中击败其他成熟企业，而其他成熟企业也在进行类似的改善活动，而不是对新兴企业从低端市场发起的攻击作好防备。


  • 步骤4：新企业已经出现，破坏性技术市场在反复尝试中逐渐成形


  为了开发破坏性产品结构，新企业纷纷成立，这其中通常还包括在成熟企业中郁郁不得志的工程师所创立的新企业。领先的3.5英寸硬盘制造商康诺公司，就是由对希捷公司和Miniscribe公司（最大的两家5.25英寸硬盘制造商）不满的前雇员创建的。8英寸硬盘制造商Micropolis公司的创始人来自14英寸硬盘制造商Pertec公司，而舒加特公司和昆腾公司的创始人则来自Memorex公司。[8]


  但这些新成立的创业企业同它们的前任雇主一样，难以吸引成熟计算机制造商采用它们的破坏性结构产品，因此，它们不得不去寻找新客户。在这个充满变数的探索过程中，最终出现的应用领域是微型计算机、台式个人电脑和便携式计算机。现在回想起来，这些领域很明显就是它们所要寻找的硬盘市场，但在当时，这些市场最终的规模和意义仍然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Micropolis公司是在小型台式计算机和文字处理器市场出现之前成立的，而这些市场正是日后Micropolis公司产品的主要应用领域。希捷公司是在IBM公司推出个人电脑之前两年创建的，那时个人电脑还只是电脑爱好者手中的一种简单玩具。康诺公司在康柏公司判断出便携式计算机市场的潜在规模之前已经开张营业。这些公司的创始人是在没有明确的市场营销战略的情况下推出其产品的——实际上就是单纯地卖给任何愿意购买其产品的人。在不断的反复尝试中，这些产品的主要市场应用领域终于出现了。


  • 步骤5：新兴企业向高端市场转移


  一旦创业企业在新兴市场打下运营基础，它们便认识到，通过不断改进新的组件技术[9]，它们能够以更快的速度（相比新兴市场所要求的改进速度）来提高其硬盘产品的容量。它们以每年50%的速率提高产品性能，并立即将它们的目标瞄准了性能等级更高的大型成熟计算机市场。


  成熟企业对低端市场和新兴企业对高端市场的看法并不对称。成熟企业在审视新出现的、结构更简单的硬盘市场时，会认为这些市场的利润率和市场规模都不具有吸引力；与之相反，新兴企业则认为，更加高端的高性能市场的潜在销售额和利润率极具吸引力。成熟市场的客户最终接受了他们曾经拒绝过的新产品，因为一旦对容量和速度的需求得到了满足，新型硬盘更小的体积和更简单的结构，就会在售价、速度和可靠性等方面压倒上一代产品。因此，在台式个人电脑市场起家的希捷公司很快便进入并占领了小型计算机、工程工作站和大型计算机的硬盘市场。但随后，希捷公司又被3.5英寸硬盘的先锋制造商康诺公司和昆腾公司淘汰出台式个人电脑的硬盘市场。


  • 步骤6：成熟企业在维护客户基础方面棋慢一招


  当更小型号的产品开始侵入主流市场时，曾经主导这些市场的硬盘厂商匆忙找出它们在步骤3中束之高阁的样机，并将这些产品推向市场，以期维护自己的市场份额和客户基础。当然，到了这个时候，这种新型结构已经失去了破坏性特征，在性能上已经完全可以与成熟市场上体积更大的硬盘进行竞争。虽然一些成熟企业还能够亡羊补牢，通过立即推出新结构产品来维护自己的市场地位，但它们发现，新兴企业已经在制造成本和设计经验上建立了不可逾越的优势，因此这些成熟企业最终被淘汰出硬盘市场。从价值网络的下方发起攻击的新兴企业，也带来了一种可以以较低的毛利率实现赢利的成本结构。因此攻击型企业能够以较低的产品价格实现赢利，而处于防守地位的成熟企业则要经受一场残酷的价格战。


  对于那些确实成功地推出了新型结构产品的成熟企业来说，幸存下来已属不易，没有一家成熟企业在新兴市场获得过很大的市场份额；新型硬盘完全抢占了老产品在当前市场中所占的份额。因此，截至1991年，希捷公司生产的3.5英寸硬盘没有一台是卖给便携式/膝上型计算机制造商的，其客户仍是台式计算机制造商，而且许多3.5英寸硬盘仍然配有框架，这样仍然可以安装在原本匹配5.25英寸硬盘的XT和AT级电脑中。


  14英寸硬盘的领先企业数据控制公司在微型计算机市场所占的份额甚至从未超过1%。它在8英寸硬盘市场兴起将近3年后才推出自己的8英寸硬盘产品，而且它生产的硬盘几乎全部出售给了其现有大型计算机客户。Miniscribe公司、昆腾公司和Micropolis公司都有在市场遭到蚕食的相同经历，因为它们都在推出采用了破坏性技术的硬盘方面棋慢一招。这些公司无法在新市场中占据很大的市场份额，而且即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保住它们原有的一部分业务。


  “密切关注你的客户”这句流行口号似乎并不总是一个经得起推敲的建议。[10]相反，人们可能会认为，是客户引导了其供应商的延续性创新进程，但这句话在破坏性技术变革中并没有发挥引领作用——或者甚至是明显误导了供应商。[11]


  闪存和价值网络


  当前，随着闪存的出现，价值网络框架的预测能力也在经受考验。闪存是一种将数据存储在硅存储芯片上的固态半导体技术。不同于传统的动态随机存储（DRAM）技术，闪存的芯片甚至在断电的情况下还能保存数据。闪存是一种破坏性技术，闪存芯片的耗电量不到相同容量的硬盘的5%。而且，由于没有移动部件，闪存的耐用性要比硬盘存储器好得多。当然闪存芯片也存在一些不足，闪存的单位容量成本是硬盘存储器的5倍至50倍（具体成本取决于存储量），而且闪存芯片在数据写入方面的耐用性不足，它们只能重写10万次左右，而硬盘可以重写数百万次。


  闪存最初是应用在与计算机相差甚远的价值网络内。闪存被用于诸如便携式电话、心脏监护装置、调制解调器和工业用机器人等器械上，每一个器械内都安装有独立包装的闪存芯片。相对于这些市场的使用要求，硬盘的体积过大、过于脆弱，且耗电过多。到1994年，独立包装的闪存芯片在这些应用领域［用行业术语说，这叫“座式闪存”（socket flash）］的使用，为该行业带来了13亿美元的收入，而在1987年该行业的收入还是零。


  20世纪90年代初，闪存制造商生产出了一种新的产品，叫闪存卡。这是一种信用卡大小的装置，上面安装了多个相互连接的闪存芯片，由控制器电路统一进行操控。闪存卡上的芯片由应用于硬盘的同一种控制电路来控制，这种控制电路即SCSI（嵌入式小型计算机系统接口，这一简写法由苹果公司率先提出），这意味着，从理论上说，闪存卡可以像硬盘一样用于大容量存储。闪存卡市场的规模从1993年的4 500万美元发展到1994年的8 000万美元，而且有分析人士预计，到1996年，其市场规模将扩大到2.3亿美元。


  闪存卡是否将侵入硬盘制造商的核心市场，并取代磁存储器呢？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等待硬盘制造商的将是什么命运？它们是否能够抓住这一轮的新技术浪潮，并继续保持市场领先地位？或者将因此被淘汰出局呢？


  • 能力观点


  克拉克关于技术等级的理论重点关注的是，企业过去在解决产品和程序技术问题的过程中所积累的对技能和技术的理解。在评估闪存对硬盘制造商的威胁时，一些人研究了克拉克提出的框架或塔什曼和安德森的相关发现，他们关注的焦点在于，硬盘制造商一直以来是如何发展它们在集成电路设计，以及集成电路装置（包含多个集成电路）设计和控制方面的专业技能的。根据这些框架，我们预计，如果硬盘制造商在这些领域的专业技能有限，它们将在开发闪存产品的过程中遭遇重大挫折；如果这些制造商拥有丰富的经验和专业技能，它们就能取得成功。


  在这方面，闪存涉及与硬盘制造商的核心能力（磁学和机械学）截然不同的电子元件技术。但昆腾公司、希捷公司和西部数据公司等都将越来越智能化的控制电路和高速缓冲存储器，安装到它们生产的硬盘中，并从中积累了非常丰富的、有关客户定制集成电路设计方面的专业知识。与ASIC（专用集成电路）行业大多数企业的做法一样，这些公司的控制器芯片是由独立的第三方制造商制造的，这些控制器芯片制造商都拥有相当强的绝对无尘室半导体加工能力。


  当前每一家领先的硬盘制造商的发展都是沿同一轨迹设计硬盘，向独立供应商采购元件，在自己的厂房或是由合同商进行装配，然后再销售产品。闪存卡行业也是一样。闪存卡制造商会设计闪存卡，然后采购闪存芯片元件；它们会设计并制造一个接口电路（例如嵌入式小型计算机系统接口）来控制磁动器与计算机设备之间的相互作用；它们在公司内部进行装配，或通过合同商装配产品，然后再将产品销售出去。


  换言之，闪存的诞生，实际上是建立在许多硬盘制造商已经开发出来的重要组件基础之上的。因此，根据能力观点，我们认为，在将闪存存储技术推向市场的过程中，硬盘的制造商可能不会遭遇惨败。更具体地说，这一观点预计，那些拥有最丰富的集成电路设计经验的企业（如昆腾公司、希捷公司和西部数据公司），将按部就班地将闪存产品推向市场，而其他一直将电子元件电路设计业务外包出去的企业，则可能会面临更大的挑战。


  到目前为止，情况的确如此。希捷公司通过收购Sundisk公司25%的股权，于1993年进入闪存市场。希捷公司和SunDisk公司合作设计芯片和闪存卡，芯片由三菱公司负责生产，闪存卡由一家叫做安南（Anam）的韩国制造商负责装配，希捷公司自己负责闪存卡的销售。昆腾公司则与另一个合作伙伴超捷公司（Silicon Storage Technology）一起进入闪存市场，超捷公司负责芯片设计，然后由合同商负责芯片的生产和装配。


  • 组织结构框架


  闪存技术就是亨德森和克拉克所说的突破性技术。相对于硬盘，闪存的产品结构和基本技术理念都很新颖。组织结构框架预计，除非成熟企业设立了在组织结构上完全独立的机构来设计闪存产品，否则它们将遭受重创。希捷和昆腾也的确是依靠独立机构的力量，才开发出了具有竞争力的产品。


  • 技术S形曲线


  技术S形曲线经常被用于预测新兴技术是否可能取代成熟技术。引发走势变化的是成熟技术曲线的斜率。如果曲线经过了拐点，它的二阶导数为负（技术的改善幅度正在下降），那么新技术可能会出现，并取代成熟技术。图2.7表明，磁盘记录的S形曲线仍然没有达到它的拐点：截至1995年，磁录密度不但一直在改善，而且改善的幅度越来越大。


  因此，我们能够根据S形曲线框架，来预计成熟硬盘企业是否具备设计闪存卡的能力，以及当闪存存储器在磁存储器的S形曲线达到拐点，其密度的改善幅度开始下降之前，它是否能对磁存储器带来威胁。


  • 价值网络框架带来的启示


  价值网络框架认为，上述框架都不是市场成功的准确预报器。具体来说，即使成熟企业不具备开发一项新技术所必需的技术能力，但如果它们的客户有这方面的需求，它们也能够利用各种资源来开发或收购这些新技术。价值网络表明，技术S形曲线只能有效地预测延续性技术。破坏性技术一般与成熟技术呈平行发展态势，两者的发展轨道并不相交。因此，在被用于评估破坏性技术时，S形曲线框架提出了错误的问题。而最重要的是，破坏性技术是否会从下方开始，沿着既定的轨道不断得到改善，并最终与市场需求相交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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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7 新硬盘磁录密度的改善（密度单位：MBPSI）


    资料来源：《磁盘/趋势报告》各期公布的数据

  


  价值网络框架认为，像希捷公司和昆腾公司这样的企业，即便它们具备开发闪存产品的技术能力，但是它们是否会投入资源和管理人才，来构建它们在这项技术市场上的优势地位，这仍将取决于闪存最初在这些企业价值网络（具体指能够实现赢利的价值网络）内的价值和地位。


  截至1996年，闪存存储器还只能够用于与传统硬盘制造商不同的价值网络内。这在图2.8中得到了印证。图2.8描绘了1992年至1995年每年推出的闪存卡的平均容量，并将其与2.5英寸和1.8英寸硬盘的容量，以及笔记本电脑市场所需求的容量进行对比。即使耐用性好、能耗低，闪存卡的容量仍不足以使它成为笔记本电脑市场上的主要大容量存储设备。而且，即便能够满足便携式计算机市场的低端需求（1995年约为350MB），闪存卡的售价也过高，大多数闪存单位容量的成本可比硬盘存储器高出50倍。[12]闪存的低能耗和耐用性显然没有任何价值，而且在台式计算机市场也无法享受溢价。换句话说，目前在昆腾和希捷等公司能够实现赢利的市场，闪存还没有一展身手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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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8 硬盘存储容量与闪存卡存储容量的对比


    资料来源：《磁盘/趋势报告》各期公布的数据

  


  因此，由于当前闪存卡的应用市场与昆腾公司和希捷公司的主要市场截然不同（主要是掌上电脑、电子书写板、现金出纳机、电子照相机等），价值网络框架预计，像昆腾和希捷这样的公司不太可能在闪存存储器市场取得领先地位。这并不是因为这项技术太过复杂，也不是因为它们的组织结构妨碍了技术的有效开发，而是因为，它们将把更多的资源用于争夺和维护在当前能够实现赢利的主流硬盘价值网络内的大量业务。


  确实，闪存卡领先生产企业的一位市场总监注意到：“我们发现，随着硬盘制造商将硬盘发展到千兆字节阶段，它们的成本在低容量市场已不再具有竞争力。因此，硬盘制造商将退出10MB至40MB的硬盘市场，从而为闪存进入这一市场创造了一个空间。”


  硬盘制造商创建闪存卡业务的努力实际上遭遇了失败。到1995年，昆腾公司和希捷公司都没能在闪存卡市场获得哪怕是1%的市场份额。两家公司后来都总结说，闪存卡带来的发展机遇并没有那么大。它们于同年双双退出了闪存卡市场。希捷公司保留了它在Sundisk公司（后来更名为SanDisk）的少数股权，但正如我们即将探讨的那样，这一战略也并非应对破坏性技术的有效方式。


  价值网络体系对创新的意义


  价值网络详细说明并界定了价值网络内的企业能做与不能做的事情及其范围。本章最后针对技术变革的性质和成熟企业所面临的问题，从价值网络的角度总结出了5项建议。


  
    1.企业参与竞争的环境或价值网络，对于它利用和集中必要资源的能力、克服新技术冲击和组织障碍的能力具有深远的影响。价值网络的界限是由对产品性能的特殊定义所决定的——在广义上的行业范围内，不同的应用体系对各种性能属性的重要性排序也各不相同。价值网络还是由价值网络内特定的成本结构决定的，而且这种成本结构具有满足价值网络内的客户需求的内在属性。


    2.决定创新能否取得商业化成功的一项关键因素是，创新能在何种程度上满足价值网络内已知参与者的已知需求。成熟企业可能会在主要解决其所属价值网络的内部需求的各类创新（包括结构创新和组件创新）中引领行业浪潮，不管技术创新的内在特点是什么，也不管是否会遇到困难。这些都是较为直接的创新，它们的价值和应用领域都非常清晰。相反，成熟企业可能会在那些只解决新兴价值网络内的客户需求的技术开发中（即使是对本质上较为简单的技术的开发）处于落后位置。破坏性创新非常复杂，因为根据成熟企业所使用的标准，破坏性创新的价值和应用领域并不确定。


    3.倘若成熟企业决定忽略无法解决当前客户需求的技术，当两条本来井水不犯河水的轨线最终交汇时，这个决定将给它们造成致命的打击。第一条轨线决定了特定价值网络内各个时期所要求的性能，而第二条轨线则主要描绘了在特定的技术范式内技术人员所能够提供的性能。与任何特定价值网络内下游客户应用系统所要求的性能改善轨线相比，技术所能提供的性能改善轨线可能具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斜率。当这两条轨线的斜率相近时，我们认为这项技术相对来说，将更多地被限制在它最初的价值网络内。但当斜率发生变化时，起初只在新兴的或商业上较为边缘的价值网络内具有性能竞争力的新技术，可能会借此进入其他价值网络，从而为新价值网络内的新兴企业冲击成熟企业创造机遇。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技术的进步，已经缩小了不同价值网络内相关性能属性排序的差距。例如，在台式计算机价值网络中的硬盘的体积和重量属性，就比在大型和小型计算机价值网络内要重要得多。当5.25英寸硬盘领域的技术进步，使得制造商能够满足大型和小型计算机价值网络（主要注重总体容量和高速度），以及台式计算机价值网络内的首要属性时，不同价值网络之间的界限，就不再成为5.25英寸硬盘制造商进入其他价值网络的障碍。


    4.在那些颠覆或重新定义了已有技术轨线的发展水平、速度和方向的创新中——从本质上说通常是没有涉及太多新技术的新产品结构创新——新兴企业相对于成熟企业，更具有冲击者的优势，因为这些技术在成熟价值网络内不会创造任何价值。成熟企业能够引领这些技术的商业化进程的唯一方式，就是进入这些技术能够创造价值的价值网络。正如理查德·泰德罗（Richard Tedlow）在他讲述美国零售史（超市和折扣零售在破坏性技术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专著中所提到的那样：“成熟企业面临的最大障碍就是它们缺乏这么做的意愿。”


    5.在这些案例中，尽管“冲击者的优势”与破坏性技术变革有关，但冲击者的优势的本质在于，相对于成熟企业，新兴企业能够轻易地做出判断，灵活地制订战略计划来冲击成熟价值网络，并发展新兴市场应用领域或新的价值网络。因此，这一问题的核心可能还是，相对于新兴企业，成功的成熟企业在改变战略和成本结构方面（而非技术）具备多大的灵活性。

  


  这些观点为分析技术创新提供了新思路。除新技术和创新机构所具有的必备能力外，面临破坏性技术创新的企业必须分析创新对其相关价值网络的影响。关键问题是，那些在创新活动中尚未明确的性能属性，在新兴企业已经建立的价值网络中是否能得到重视；为了实现创新的价值，企业是否必须进入其他价值网络，或建立新的价值网络；市场和技术轨线是否可能最终交汇，从而使无法解决客户当前需求的技术，最终能够解决他们在未来的需求。


  这些因素并不仅仅适用于需要应对最先进技术的企业，例如本章提到的快速发展的、复杂的、先进的电子、机械和磁技术行业。第3章将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行业背景下分析这些因素，这个行业就是挖掘机设备行业。


  
    [1] 一些学者试图推算出突破式技术进步与渐进式技术进步之间的比例。例如，在对炼油程序的一系列改善过程进行经验型研究后，约翰·伊诺斯发现，新技术带来的经济效益有一半来源于新技术投入商业化运行后实现的流程改善。我对硬盘行业的研究显示了同样的结果。磁录密度（每平方英寸磁盘表面的兆字节数）的提高有一半可归因于新的元件技术，一半可归因于现有元件和系统设计的持续改善和提高。

  


  
    [2] 克拉克认为，早期的汽车工程师选择了汽油，而不是蒸汽或是电动引擎，从而为后来的汽车工程师确定了技术变革的方向，也就是说他们因此不会再去追求电力或蒸汽推进技术的改进。克拉克因此认为，当今企业所掌握的设计技能和技术知识，都源自于前辈工程师们对应解决或放弃什么问题所做出的累积性选择。克拉克指出，那些要求企业根据现有累积知识体系或通过扩展现有累积知识体系来进行的技术改善活动，对行业成熟企业更加有利。相反，当技术变革要求企业具备一个完全不同的知识体系时，相比那些已经积累了不同等级的知识结构体系（很可能是关于另一行业的知识）的企业，成熟企业将处于劣势。

  


  
    [3] 价值网络的概念是以吉奥瓦尼·多西（Giovanni Dosi）的“技术范式”理论（technological paradigm）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多西对什么是技术范式的描述是：“建立在某些自然科学和材料技术原理基础之上的，对某些技术问题的解决方法。”新的范式说明，之前的范式所确定的技术改善轨道已发生断裂。这些新范式将重新定义技术进步的本来意义，并为技术人员指明（为确保正常的技术发展）所需解决的新一类问题。多西所探讨的问题——如何选择和保留新技术——与企业（作为这些变革的受益人）为什么会成功或失败这一问题密切相关。

  


  
    [4] 如本书中所述，价值网络的概念绝大部分源自于本人与理查德·罗森布鲁姆教授共同发展的理念。对于罗森布鲁姆教授对这些观点的形成所做出的贡献，我深表感谢。

  


  
    [5] 在这一点上，价值网络的概念与多西的技术范式理论之间有异曲同工之妙。价值网络的范围和界限，是由主要的技术范式和价值网络更高层次所呈现的相应的技术轨线来决定的。正如多西所阐述的那样，价值可定义为主要技术范式在价值网络终端应用系统内所具有的一种功能。

  


  
    [6] 他们的做法与罗伯特·伯格尔曼的观点一致：即企业创业家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如何才能找到合适的“贝塔测试点”，以使产品的开发和改善能与客户的需求有机结合起来。一般来说，首先与客户进行接触的是推销企业成熟产品的销售人员。这有助于企业开发针对成熟市场的新产品，但却无法判断哪些是新兴技术的新型应用领域。瑞贝卡·亨德森教授也向我说明，这种总是将新技术应用到主流客户的做法，反映了企业的市场营销能力相当有限——尽管许多学者倾向于将这一问题看作是一种技术能力，但企业在为新兴技术找到新市场方面的局限性可能会成为制约企业创新的最大障碍。

  


  
    [7] 音圈电机比希捷此前使用的步进电机要贵得多。尽管这并不是市场上的新产品，但对于希捷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尝试。

  


  
    [8] 北美几乎所有硬盘制造商的创始人最后都与IBM公司的圣何塞分公司（主要负责开发和生产磁录产品）存在某种联系。

  


  
    [9] 一般来说，这些组件技术都是由较大的成熟企业（正是这些企业主导了当时更高端的成熟市场）研制的。这是因为新组件技术通常（但并不总是）会对技术发展轨道产生延续性影响。而这些高端成熟企业通常最热衷于进行延续性创新。

  


  
    [10] 埃里克·冯·希佩尔的研究经常会被引用为倾听客户意见的价值的证据，希佩尔的研究表明，客户率先提出了绝大部分新产品理念。对未来的研究来说，很重要的一个途径就是重新查阅冯·希佩尔提供的有关价值网络框架理论的各项数据。根据价值网络框架理论，在希佩尔的研究中所提到的客户引导供应商的情况指的应该是延续性创新。我们认为，引领破坏性创新的应该另有其他来源。

  


  
    [11] 亨德森在她对照相平版印刷对准器设备制造商的研究中，也发现了被客户误导的类似的潜在危险。

  


  
    [12] 许多产业观察家指出，硬盘的生产似乎存在一个最低成本（大约为每台120美元），即使是最好的制造商也无法将成本降至120美元以下。这是设计、生产和装配各种必备部件的基本成本。硬盘制造商依靠不断在这个120美元的基本框架内增加容量来降低每兆字节成本。这一最低成本对硬盘和闪存卡之间的竞争可能会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这意味着，在低容量应用领域，随着闪存卡价格的下降，闪存卡将逐渐能在成本上与硬盘存储器进行竞争。硬盘相对于闪存卡存在每兆字节成本优势的领域将不断接近高端市场，这与体积更大的硬盘结构不断向高端市场转移的态势非常相似。专家预计，实际上，到1997年，40MB闪存卡的价格将与40MB硬盘的价格基本持平。

  


  第3章

  挖掘机行业的破坏性技术变革


  
    虽然在硬盘行业，破坏性技术从开始出现到侵入成熟市场只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但在挖掘机行业，液压挖掘机却花费了20年的时间才成燎原之势。尽管如此，事实证明，在挖掘机行业，破坏性技术的侵蚀力量正像在硬盘行业一样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且这股力量难以抗拒。

  


  挖掘机和在此之前的蒸汽铲土机，是主要销售给承建商的大型重要设备。尽管很少有观察家认为这是一个快速发展、技术上日新月异的行业，但挖掘机行业仍然与硬盘行业存在一些共同点：在挖掘机行业发展史中，领先企业也在设备组件和结构上成功地采用了一系列延续性创新——不管是渐进式创新还是突破性创新，但几乎所有的机械铲土机制造商都被一项破坏性技术（液压技术）所淘汰，而领先企业的客户和他们的经济结构，导致他们在这项技术还只是“星星之火”时忽略了它的存在。虽然在硬盘行业，破坏性技术从开始出现到侵入成熟市场，只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但在挖掘机行业，液压挖掘机却花费了20年的时间才成燎原之势。尽管如此，事实证明，在挖掘机行业，破坏性技术的侵蚀力量正像在硬盘行业一样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且这股力量难以抗拒。


  延续性技术变革中的领先企业


  从威廉·史密斯·奥蒂斯于1837年发明蒸汽铲土机开始，至20世纪20年代早期，挖掘设备一直使用蒸汽动力。一个中央锅炉通过管道将蒸汽输送到位于机器各处的小型蒸汽发动机中，从而使其获得所需的动力。通过一个由滑轮、滚筒和缆索组成的系统，这些发动机可以操纵正铲式铲斗（如图3.1所示）。蒸汽铲土机最初被安装在铁轨上，用于铁路和运河建设中的挖土作业。美国挖掘机制造商主要集中在俄亥俄州的东北部和密尔沃基附近。


  
    [image: ]

    图3.1 Osgood General公司制造的缆控机械铲土机


    资料来源：小赫伯特·尼科尔斯所著的《翻动地球：挖掘工作手册》（Moving the Earth: The Workbook of Excavation）（康涅狄格州格林尼治：North Castle公司，1995）一书中所使用的是Osgood General公司的图片

  


  20世纪20年代早期，全美大约有超过32家蒸汽铲土机制造商。当时由于汽油动力发动机取代了蒸汽动力发动机，挖掘机行业面临着一场技术剧变。[1]这场向汽油动力的转变，正好可划归为亨德森和克拉克所称的突破性技术转变类别。关键组件（发动机）的基本技术原理从蒸汽转变为内燃，而且产品的基本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原来蒸汽铲土机使用气压来发动一组蒸汽发动机，并以此来拉伸控制铲斗的缆索，而汽油铲土机则使用一个单独的发动机，以及一个由传动装置、离合器、滚筒和制动器组成的完全不同的系统来转动和伸展缆索。尽管此次技术变革具有突破性质，但汽油发动机只对机械挖掘机行业产生了延续性影响。汽油发动机动力非常强大，可以使承建商更快、更安全地进行挖掘，而且成本也比蒸汽铲土机要低（最大的蒸汽铲土机除外）。


  汽油发动机技术的领先创新者也是该行业的主导企业，例如比塞洛斯–伊利公司（Bucyrus）、Thew公司、Marion公司等。在35家规模最大的蒸汽铲土机制造商中，有23家成功完成了向汽油动力的过渡。[2]如图3.2所示，在20世纪20年代，的确有几家新兴企业成为汽油技术的领先者，但主导此次转变的仍是成熟企业。


  大约从1928年开始，汽油动力铲土机的成熟制造商开始了另一次重大的（但不那么具有突破性）延续性技术转变，即过渡到由柴油发动机和电动机提供动力的铲土机。进一步的转变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是引入了弧形吊杆设计。这种设计也使得铲土机可以伸展得更长，使用更大的铲斗，并能更好更灵活地实现向下伸展。成熟企业仍然积极采用，并成功完成了上述每一次创新。


  实际上，挖掘承建商本身也率先尝试过许多其他重要的延续性创新。它们首先是在施工现场对自己的机器作了一些修改，使之更好地运行，然后会把这些新改进的部分应用到它们的产品中，并将改进后的产品推向更广泛的市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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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2 汽油动力缆索铲土机制造商，1920年至1934年


    资料来源：数据来源于历史建筑设备协会和各年的《托马斯名录》（Thomas Register）

  


  破坏性液压技术的影响


  接下来这次重大技术变革，则导致挖掘机行业内的企业纷纷破产。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尽管挖掘机最主要的动力来源仍然是柴油发动机，但在此期间出现了一种伸展和提拉铲斗的新型机械系统——液压控制系统，它取代了缆控系统。在20世纪50年代，引领挖掘机行业的大约有30家成熟缆控设备制造商，而其中只有4家［英斯利公司（Insley）、凯林公司（Koehring）、小巨人（Little Giant）和林克贝特公司（Link Belt）］成功地在20世纪70年代，转变为具有可持续竞争力的液压挖掘机制造商；另有几家制造商退出了柴油挖掘机市场，转而开始为露天采矿和挖掘作业制造巨型缆控拉铲挖掘机，并因此存活下来；[4]其他大多数企业都以破产告终。此时统治挖掘设备产业的公司，都是生产新一代液压挖掘机的新兴企业，如J.I.Case公司、约翰–迪尔公司（John Deere）、Drott、福特公司、杰西博公司（J.C.Bamford）、波克兰公司（Poclain）、国际收割机公司（International Harvester）、卡特彼勒公司（Caterpillar）、O & K公司、德马格公司（Demag）、利勃海尔公司（Leibherr）、小松公司（Komatsu）、日立公司。[5]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


  • 机械挖掘机市场所要求的性能


  挖掘机是各种挖掘设备中的一种。一些设备（如推土机、装载机、平地机和铲运机）的最终用途是推土、平地和抬举土方，而挖掘机[6]的用途一直是挖洞和挖沟，它主要应用于3个市场：第1个（也是最大的市场）是一般挖掘市场，这个市场主要由负责挖洞（例如地下室施工）或土木工程项目（例如运河建设）的承建商组成组成；第2个市场是负责挖掘较长沟渠的下水道和管道的承建商；第3个市场是露天采掘或采矿市场。在这些市场中，承建商一般会根据机械挖掘机的半径或延展距离，以及每次能够铲起的土方（立方码）来评估其功能。[7]


  1945年，下水道和管道承建商使用的是平均铲斗容量约为1立方码的机器（用来挖掘相对狭窄的沟渠），普通挖掘承建商使用的挖掘机的平均每铲容量为2.5立方码，而采矿承建商使用的挖掘机的容量约为每铲5立方码。这些市场的平均铲斗容量每年以4%左右的速度增长。在更广泛的应用系统中，这一增长率会受到许多其他因素的制约。例如，怎样把大型机器运送到工地或搬运出工地，类似的物流问题就是阻碍承建商要求更高增长率的一个因素。


  • 液压挖掘机的出现和改善轨道


  第一台液压挖掘机由英国的杰西博公司于1947年首先研发成功。20世纪40年代末，几家美国公司也同时推出了类似的产品，其中包括堪萨斯州托皮卡市的亨利公司（Henry Company）和密歇根州洛伊尔欧克的谢尔曼产品公司（Sherman Products，Inc.,）。液压挖掘机所使用的方法被称为“液压驱动功率输出轴”，它的英文首字母缩写HOPTO也在20世纪40年代末，成了液压挖掘业第3家新兴企业的名称。[8]这些被安装在工业用或农用牵引车的背面的机器被称为反铲挖掘机（buckhoes），在执行挖掘作业时，反铲挖掘机将铲斗伸出，将其插入土中[9]，在土方下方旋转或闭合铲斗，然后将铲斗从洞中拉出来。受可用液压泵密封的动力和强度的限制，这些早期液压机器的容量只有0.25立方码（如图3.3所示）。它们的工作半径也只有6英尺左右。同时，最好的缆索挖掘机能够在履带基座上旋转完整的360度，而最灵活的反铲挖掘机也只能旋转180度。


  由于容量太小、工作半径太短，早期的液压挖掘机对采矿、普通挖掘或下水道承建商来说基本没有使用价值，这是因为下水道承建商要求机器具有1立方码至4立方码容量的铲斗。因此，新兴企业不得不为它们的产品开发一个新的应用领域。它们开始将自己生产的挖掘机，当作小型工业用和农用牵引车的附加装置，卖给福特公司、J.I.Case公司、约翰–迪尔、国际收割机公司和麦赛–福格森公司（Massey Ferguson）等牵引车制造商。小型民用建筑承建商购买这些装置来挖掘一些狭窄沟渠，包括街道水管和下水道线路，以及在建房屋地基之间的沟渠。这些非常小规模的作业，不值得耗费时间和金钱采用大型且不精确的缆控和履带式挖掘机来施工，因此这种沟渠一直都是使用手工来进行挖掘。而安装在机动牵引车上的液压反铲挖掘机，只需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就能为一栋房屋完成这些工作，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结束后的房地产繁荣期，这种挖掘机深受建筑承建商欢迎（尤其是大型土地开发项目中小型部分的承建商）。这些早期的反铲挖掘机通常是作为牵引车的一部分来销售，而且采用的是一种主要面向小客户的经销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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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3 液压技术对机械挖掘机市场的破坏性影响


    资料来源：数据来源于历史建筑设备协会

  


  总之，无论是在规模、需求，还是在产品购买渠道上，液压挖掘机的早期用户与缆索挖掘机制造商的主流客户都存在明显的不同。液压挖掘机的早期用户形成了一个新的机械挖掘价值网络。有意思的是，与小型硬盘的性能衡量指标不同于大型硬盘的性能衡量指标的情况一样（重量、耐用性和低能耗对比容量和速度），第一代反铲挖掘机的性能评估指标也不同于缆控设备的性能评估指标。液压反铲挖掘机的早期产品文献最为强调的重要指标，就是铲斗的宽度（承建商需要挖掘狭窄而且较浅的沟渠）、牵引车的速度和可操纵性。图3.4［选自谢尔曼产品公司生产的“山猫”（Bobcat）牌液压反铲挖掘机的早期产品手册］便证明了这一点。谢尔曼公司将这种机器称作挖掘机，表示它能被运用于狭窄的区域内，并且宣称它还能在草皮上使用，而且对草皮几乎不会带来任何损坏。山猫液压反铲挖掘机被安装在福特公司生产的牵引车上（福特后来收购了谢尔曼的山猫生产线）。当然，这些独特的属性，对那些以大型土地开发项目为主的承建商来说就显得无关紧要。这些在性能属性排序上的差异决定了该行业价值网络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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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4 谢尔曼产品公司生产的液压反铲挖掘机


    资料来源：谢尔曼产品公司20世纪50年代初的产品手册，洛伊尔欧克，密歇根州

  


  图3.3中的实线描绘的是液压工程师在新挖掘机结构设计中，所能实现的铲斗体积改进幅度。最大可用铲斗体积到1955年已达到3/8立方码，到1960年则达到0.5立方码，到1965年达到2立方码。到1974年，最大的液压挖掘机已经可以举起10立方码的土方。改进的轨道明显快于任何挖掘机市场所要求的改善速度，这从而将破坏性液压技术从原有市场推进到规模更大的主流挖掘机市场。1954年，另一家新兴企业德国德马格公司，推出了一种可以在基座上完整旋转360度的履带式挖掘机样机，从而给普通承建商市场对液压挖掘机的使用打上了一针强心剂。


  成熟挖掘机制造商为应对液压技术采取的措施


  与希捷公司成为开发出3.5英寸硬盘样机的首批企业一样，领先缆索挖掘机制造商比塞洛斯–伊利公司，也清醒地意识到了液压挖掘技术的出现。到1950年（第一台反铲挖掘机出现的两年后），比塞洛斯–伊利公司收购了一家刚刚成立的液压反铲挖掘机公司——密尔沃基液压公司。与希捷公司在推广3.5英寸硬盘上遇到的问题一样，比塞洛斯–伊利公司在推广它的反铲挖掘机时也遭遇了同样的问题：该公司最重要的主流客户完全用不上这种机器。


  比塞洛斯–伊利公司采取了应对措施，在1951年推出一种名叫“Hydrohoe”的新产品。这种新产品没有使用3个液压缸，而是只用了两个，一个用来将铲斗插入土中，一个用来将铲斗拉向驾驶室；它使用了一种缆控机械装置来抬升铲斗。Hydrohoe因此可以说是两种技术的混合产品，让人联想到早期配备了船帆的跨洋蒸汽船。[10]但没有证据表明Hydrohoe的混合型设计根源在于设计工程师无力摆脱某种缆控工程范式的束缚。相反，由于液压技术当时所处的发展阶段，对于比塞洛斯–伊利公司现有客户对Hydrohoe的铲斗容量和工作半径的需求，营销人员做出了判断，认为钢索式起落机械装置是当时唯一一种的可行方式。


  图3.5选自早期Hydrohoe的产品宣传手册。需要注意的是，它与谢尔曼公司的市场营销策略不同，比塞洛斯–伊利公司对Hydrohoe的定义是“拖铲挖土机”，图中的背景是一片开阔的空地，该公司宣称这种挖掘机能“满载土方，狭路相过”——所有这些宣传策略都是为了吸引普通挖掘承建商。比塞洛斯–伊利公司没有在认可液压技术当前属性的价值网络内推广这项破坏性技术，反而力图改变这项技术，使之符合自己的价值网络。尽管做出了这种尝试，但Hydrohoe的容量和工作半径仍然十分有限，它在比塞洛斯–伊利公司的主流客户中的销量也不尽如人意。比塞洛斯–伊利公司坚持在市场上销售Hydrohoe产品10余年。在此期间，比塞洛斯–伊利公司会定期提高Hydrohoe产品的性能，以更好地迎合客户的需求，但这一产品始终没有取得商业上的成功。最终，比塞洛斯–伊利公司决定重新开始生产客户需要的缆索挖掘机。


  
    [image: ]

    图3.5 比塞洛斯–伊利公司生产的Hydrohoe


    资料来源：比塞洛斯–伊利公司宣传册，南密尔沃基，威斯康辛州，1951年

  


  比塞洛斯–伊利公司是1948年至1961年间，唯一推出了液压挖掘机的缆索挖掘机制造商，其他所有制造商均继续致力于为它们的现有客户提供良好的服务，并因此获利丰厚。[11]实际上，最大的缆索挖掘机制造商——比塞洛斯–伊利公司和西北工程公司（Northwest Engineering）所获的利润，在1966年之前连年创历史新高，而此时也正是破坏性液压技术的发展轨线最终与下水道和管道领域的客户需求相交汇的时期。挖掘机行业是典型的正面临破坏性技术冲击的行业，在破坏性技术实际已进入它们的主流市场时，技术成熟的领先企业仍能拥有强劲的财务表现。


  1947年至1965年间，有23家企业依靠液压产品进入机械挖掘市场。图3.6比较了活跃的新兴企业的总数量，和生产液压挖掘机的成熟企业的总数量（减去了已退出的企业数量），结果表明，新兴企业完全主导了液压挖掘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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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6 液压挖掘机制造商，1948年至1965年


    资料来源：数据来源于历史建筑设备协会

  


  20世纪60年代，一些实力较强的缆索挖掘机制造商，推出了采用了液压技术的挖掘机，但几乎所有的产品都与比塞洛斯–伊利公司的Hydroboe一样，属于混合型挖掘机。这些产品一般采用一个液压缸来旋转或闭合铲斗，并使用缆索伸展铲斗、提拉吊杆。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这种类型的挖掘机时，液压技术对成熟制造商的产品产生了持续性影响，并且产品在主流价值网络内的性能也因此得以提高。工程师们找到的一些在缆索挖掘机上使用液压技术的方法非常有独创性，但所有这些创新努力所针对的都是现有客户。


  在此期间，挖掘机制造商所采取的战略，揭示了面临破坏性技术变革的企业做出的一项重要选择。一般来说，成功的新兴企业认为，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液压技术，已经具备在特定的新市场投入使用的条件，所以这种技术能创造出价值；而成熟企业则通常从另一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它们认为市场需求是特定的。因此，成熟企业力图了解或改进这种技术，并最终希望将其纳入它们熟悉的延续性改善轨道，以便向它们的现有客户推广这项新技术。成熟企业努力以它们的客户作为创新投资的标杆。之后的几个章节也表明，在大多数破坏性创新案例中都可以看到这种战略选择——成熟企业致力于在成熟市场引入破坏性技术，而成功的新兴企业则发现了一个看重这种技术的新市场。


  液压技术最终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它已经可以满足主流挖掘承建商的需求。但这一进步是由新兴企业实现的，它们首先发现了可以应用这种技术的早期市场，并在这个市场上积累了设计和制造经验，然后利用这个商业平台来冲击它们上方的价值网络。成熟企业输掉了这场竞争，只有4家缆索挖掘机企业（英斯利公司、凯林公司、小巨人公司和林克贝特公司）姗姗来迟但也算成功地推出了自己的液压挖掘机生产线，从而维持了它们的市场地位，因而它们在普通挖掘承建商市场仍占有一席之地。[12]


  但除了上述企业外，主流挖掘市场上其他大型缆控机器的领先制造商，则从未推出过能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液压挖掘机。尽管一些企业也在铲斗铰接机械装置上部分采用了液压技术，但它们缺乏专业的设计能力和批量生产成本优势，因此也无法对抗液压技术对主流市场的侵蚀。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所有这些企业都被新兴企业淘汰出了下水道、管道和普通挖掘市场，而大多数新兴企业则最初已在小型承建商市场锤炼了它们的技术能力。[13]


  对比上述从变革中获利的策略，我们从中可以发现其他许多行业（特别是硬盘、钢铁、计算机和电动汽车）内的新兴企业和成熟企业，在受到破坏性技术影响时所采取的各种方法的主要特点。


  在缆索和液压之间做出选择


  在轨线图3.3中，当液压技术足以满足下水道和管道承建商对铲斗的需求时（针对吊臂工作半径也可描绘出一个类似的轨线图），挖掘行业的竞争格局发生了变化，主流挖掘承建商改变了它们购买设备时所依据的标准。即使是在今天，缆索挖掘机的工作半径和拉举力量，仍然要远高于液压挖掘机，它们的技术发展轨道与液压挖掘机大致平行。但一旦缆控和液压控制系统都能达到主流市场的要求，挖掘承建商将不再根据哪种机器的工作半径更长，哪种铲斗的容量更大，来选择它们所需要的设备。两种机器的性能都足够好，缆控系统在这方面的优势已不再能够转化为竞争优势。


  但承建商发现，液压挖掘机发生故障的概率要远远低于缆索挖掘机。特别是那些在拉举重型铲斗时，遭遇过因缆索突然折断而导致人员生命受到威胁的企业，一旦液压机器能够帮助它们完成这些工作，它们便很快用上了安全性更高的液压技术。因此，一旦两种技术都能很好地满足基本的性能要求，可靠性便成为市场选择产品的基本标准。下水道和管道承建商很快便在20世纪60年代初采用了液压设备，在20世纪60年代末，普通挖掘承建商也紧随其后采用了液压设备。


  液压技术的崛起所产生的结果和影响


  生产缆索挖掘机的企业内部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很明显，现在我们可以说，这些企业应该投资液压设备，使内部负责生产液压产品的部门融入需要这种产品的价值网络。但在竞争的白热化阶段，破坏性技术管理所面临的窘境是，这些企业内部并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它们的客户并不需要液压技术，而且确实也不会使用液压技术。市场上至少有20家缆索挖掘机制造商对客户资源虎视眈眈，每一家都会竭尽所能地采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来抢走其他制造商的客户。如果这些企业无视它们的客户对下一代产品的需求，现有的业务就会面临风险。而且，考虑到20世纪50年代反铲挖掘机刚刚出现，市场规模还非常小，开发更大、更好、更快的缆索挖掘机来抢占当前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这显然要比冒险开发液压反铲挖掘机更有可能实现利润增长。因此，正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那样，这些企业并不是因为自身无法开发这项技术而导致失败的；事实是，它们当中最好的企业一发现这种技术能够帮助它们的客户，便立即采用了这项技术。它们也不是因为管理层碌碌无为或傲慢自大而导致失败的；这些企业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对它们来说，液压技术并无用武之地，等到星星之火已呈燎原之势时，一切为时已晚。


  我们发现，不管是面临延续性技术创新时取得成功的企业，还是面临破坏性技术变革时遭遇失败的企业，它们竟然都是良好的管理决策自然或合理发展的结果。实际上，这也是破坏性技术会使创新者陷入窘境的原因。更努力地工作，更聪明地管理，更积极地投资，更认真地听取客户的建议，这些都是应对新型延续性技术所带来的问题的解决之道。但这些经营原则在应对破坏性技术时却完全失效，而且在很多情况下甚至还会造成反效果。


  
    [1] 这部分用于计算图形的信息和数据由历史建筑设备协会的两位国家主管小迪米特莱·托特和基思·哈多克提供。该协会的档案室收藏有大量有关挖掘设备行业的信息，托特和哈多克也非常乐于与我分享他们的知识和他们所了解到的信息。他们对本章的初稿提出了很多实用的建议，对此我深表感激。

  


  
    [2] 有意思的是，这样高的成功率只适用于行业最大的25家企业。在7家较小的蒸汽铲土机制造商中，只有一家成功渡过了此次向汽油内燃技术转变的延续性技术变革而生存下来。除了这些企业的产品宣传册外，几乎找不到任何有关这些企业的信息。但我认为，大中型企业安然渡过此次转变，而小企业纷纷破产的事实表明，资源在此次转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个结论也补充说明了第二章总结出的理论性观点。一些延续性技术的开发和实施成本明显过高，或者过于依赖于专利或稀缺性专业技术，因此一些企业根本无法成功地完成这样的转变。我很感激理查德·罗森布鲁姆教授与我分享了他对此问题的观点。

  


  
    [3] 其中一个范例就是由一家芝加哥地区承建商Page公司开发的第一台拉铲挖掘机。Page公司的主要业务领域是芝加哥的运河体系，该公司于1903年发明了拉铲挖掘机来更高效地完成挖土工作。Page公司的拉铲挖掘机后来与比塞洛斯–伊利公司和Marion公司生产的蒸汽铲土机一起，被广泛应用于巴拿马运河的挖掘作业。这一发现（即客户是延续性创新的一个重要来源）与埃里克·冯·希佩尔的研究发现相符。

  


  
    [4] 面对液压技术的冲击，以这种方式逃过一劫的企业在一个特殊的高端市场找到了避风港。例如，比塞洛斯–伊利公司和Marion公司便成为了巨型露天铲土机（主要用于露天矿）的主要制造商。Marion公司6360型号的露天铲土机是当时最大的正铲铲土机，能够举起180立方码的铲斗。Harnischfeger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动采掘铲土机制造商，而Unit公司则通过生产用于海上钻探平台的台架起重机找到了市场定位。有一段时间，Northwest公司通过生产用于海洋航路挖掘的拉铲挖掘机幸存下来。P&H和Lorain公司则生产巨型起重机和拉铲挖掘机（所有这些都是缆控设备）。

  


  
    [5] 随着液压挖掘机的成熟，这些公司之后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1996年，世界上销量最大的挖掘机公司——德马格公司和O&K公司的总部都在德国。

  


  
    [6] 从技术上说，用铲斗在机器前方挖土的挖掘机叫动力铲土机。这是1837年至20世纪初的最主要的设计，而且在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市场部门。背对驾驶室推土的挖掘机叫反铲挖掘机。随着液压挖掘机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最重要的设计类型，这两类机器都被统称为挖掘机。

  


  
    [7] 衡量挖掘性能的真实标准是每分钟可以推动的立方码土方。但这项衡量标准过于依赖操作员的技术和正在挖掘的土壤的类型，因此承建商将铲斗的体积视为更重要、更准确的指标。

  


  
    [8] 紧跟着这些英美先驱企业的步伐，欧洲大陆的制造商也纷纷推出了自己的液压挖掘机。这些企业都是挖掘机行业的新兴企业，其中包括法国的波克兰公司和意大利的布鲁内利兄弟公司（Bruneri Brothers）。

  


  
    [9] 将铲斗插入土中的能力是液压挖掘机的一个主要优势。所有面向操作员推土的缆索挖掘机都必须依赖重力来将重型铲斗的斗齿插入土中。

  


  
    [10] 早期混合型海洋运输船的制造商使用的是蒸汽动力，但仍配备了风帆。它们做出这种设计的理由也与比塞洛斯–伊利的工程师相同：蒸汽动力显然还没有赢得跨洋市场足够的信任，因此蒸汽动力厂商必须采用传统的技术来增加船只的可靠性。

  


  
    [11] 其中一个例外是凯林公司于1957年推出的一种特殊产品Skooper，它综合了缆控和液压技术，能将墙体的面层前的土方铲走，但并不把铲斗掘进土方进行挖掘。

  


  
    [12] 很难对比塞洛斯–伊利公司进行归类。该公司在20世纪50年代推出了一种大型液压挖掘机，但随后从市场上撤出该产品。20世纪60年代，它收购了Hy–Dynamic公司的Dynahoe液压装载反铲挖掘机生产线，并将其作为一种实用机器出售给它的普通挖掘客户，但后来再次从市场撤出该产品。

  


  
    [13] 卡特彼勒公司是一家很晚才进入液压挖掘设备行业的新兴企业，它在1972年才推出了自己的第一种型号的挖掘机。该款挖掘机延展了它原有的推土机、刮土机和平地机生产线。卡特彼勒公司在缆控设计占行业主导地位的时期从未进入挖掘机市场。

  


  第4章

  回不去的低端市场


  
    为什么领先企业总是能够很快进入高端市场，而进入低端市场却如此艰难？正如我们即将分析的那样，理性的管理者很少能找到充分的理由进入规模小、需求不明确，而且利润率更低的低端市场。

  


  硬盘行业和挖掘机行业的历史清楚地表明，价值网络的界限并不能完全束缚价值网络内的企业，价值网络内总是存在一股力量，推动企业向上发展，进入区别于先前的新价值网络。价值网络的这种异常强大的影响力，体现在阻碍企业向低端市场移动，进入由破坏性技术催生的新市场。在本章中，我们将探讨的问题是：为什么领先企业总是能够很快进入高端市场，而进入低端市场却如此艰难？正如我们即将分析的那样，理性的管理者很少能找到充分的理由进入规模小、需求不明确，而且利润率更低的低端市场。实际上，高端市场价值网络良好的增长前景和更高的赢利能力，看上去总是要比当前价值网络更有吸引力，因此我们经常看到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在追求更高端客户的过程中，放弃了它们的现有客户（或者在现有客户市场的竞争力逐渐下降）。在优秀企业，凝聚人力物力的总是那些计划提高产品性能，迈向高端市场，并且能给企业带来更高利润率的提案。


  的确，通过进入高端市场价值网络提高财务绩效的吸引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人们感觉到硬盘行业和挖掘机行业发展轨线图的右上角，似乎存在一块巨大的磁石。本章将通过硬盘行业的历史经验，来分析这种我们称之为“东北角牵引力”（northeastern pull）的力量，然后将通过探讨发生在小型钢铁厂和综合性钢铁制造商竞争过程中的同样的现象，来总结这一框架。


  硬盘行业的“东北角大迁移”


  图4.1描绘了希捷公司向高端市场移动的具体细节，该公司所采取的战略正是大多数硬盘制造商都会采取的典型策略。大家知道，最开始是希捷公司创造硬盘产品，进而主导了台式计算机的价值网络。图中的竖线描绘了希捷每年的产品（包括希捷公司产品线上容量最低的硬盘至容量最高的硬盘）相对于市场需求容量所处的市场地位。在图中显示每年容量跨度的竖线上，黑色方块衡量的就是希捷公司每年推出的硬盘的容量中值。


  1983年至1985年间，希捷公司将产品线的重心，放在台式计算机部门所要求的平均容量上。1987年至1989年间，具有市场破坏性的3.5英寸硬盘从价值网络的下方侵入了台式计算机市场。希捷公司为应对此次冲击所采取的措施，不是与破坏性技术正面交锋，而是向高端市场“撤退”。希捷公司继续根据台式个人计算机市场所要求的容量，生产各种型号的产品，但到1993年，它的工作重点已明显转向中端计算机市场，例如文件服务器和工程工作站。


  破坏性技术的确对这些企业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因为率先将各代破坏性硬盘推向市场的企业，并不满足于固守在最初的价值网络内。相反，它们会利用每一代新产品全力进军高端市场，直到所生产的硬盘具备的容量足以吸引更高价值网络内的客户。正是这种不断向上的流动性，使得破坏性技术严重威胁到了成熟企业的地位，同时又让新兴企业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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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1 希捷公司的产品向高端市场的迁移过程


    资料来源：《磁盘/趋势报告》各期公布的数据

  


  价值网络和典型的成本结构


  那么导致这种非对称流动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正如我们之前已经探讨过的那样，这种流动是由资源分配过程推动的，资源分配过程总是推动资源流向能够带来更高利润率和进入更大规模市场的新产品提案。而轨线图右上部分的利润率和市场规模（例如图1.7和图3.3）几乎总是要好于右下部分。在产品市场图上，硬盘制造商之所以会向右上角迁移，正是因为其资源分配过程将它们引向了那里。


  正如我们在第2章所看到的那样，每个价值网络的一个基本特征都是，价值网络内的企业如果想要优先为客户提供他们所要求的产品和服务，就必须创建一种特定的成本结构。因此，随着硬盘制造商在它们的价值网络内逐渐发展壮大、走向成功，这些制造商也形成了各自非常特别的经济特征：根据客户的需求和竞争对手的挑战来调整它们在研究、开发、销售、市场营销和行政管理方面的人力和资金投入。在每个价值网络内，毛利率都会不断发生变化，只有较好的硬盘制造商才能够在去掉各种成本后仍能赚钱。


  这也促使这些企业建立了一种非常特别的提高赢利能力的模式。一般来说，企业会发现很难在保持它们在主流市场的地位的同时，通过降低成本来提高赢利能力：企业所承担的研究、开发、市场营销和行政管理成本，对于保持其在主流业务方面的竞争力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进入高端市场，生产能够获得更高毛利率的产品，这通常是增加利润的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进入低端市场则与上述目标背道而驰。


  图4.2表明，这种方法正是提高利润率的一种明显方式。左边的3根柱状图表明了1981年台式计算机、微型计算机和大型计算机价值网络的规模；并说明了在每个价值网络内，硬盘制造商所能获得的基本利润率。高端市场的毛利率明显更高，也使制造商对这些业务的投入（这些业务一般都需要更大的成本）获得了回报。


  这些价值网络在市场规模和成本结构特点方面的差异，导致了企业在竞争过程中发生严重失衡。例如，为微型计算机市场生产8英寸硬盘的企业，其成本结构就要求企业的毛利率达到40%。大举进军低端市场将意味着企业必须面对具有不同成本结构的竞争对手——这些企业已经调整了自己的成本结构，只要其毛利率达到25%就能赢利。另一方面，进入高端市场使它们能够采用一种相对更低的成本结构，进入一个通常能使供应商获得60%的毛利率的市场。哪种方法更具吸引力呢？同样的失衡问题也在1986年困扰着5.25英寸硬盘制造商，因为它们需要做出决策——是分配资源在便携式计算机市场中兴起的3.5英寸硬盘，从而建立领先地位，还是进入更高端的微型计算机和大型计算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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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2 成熟硬盘制造商面对高端市场和低端市场的看法


    资料来源：《磁盘/趋势报告》各期公布的数据、企业年报和通过个人采访得到的数据


    注：柱状图上方的百分比代表了每个价值网络内企业的一般毛利率。

  


  投入研发资源来推出利润率更高、性能更高的产品，这不但能确保更高的收益率，还能让企业减少投入。随着企业的管理者不断做出决策——应该给哪些新产品开发提案提供资金，应该搁置哪些提案。针对具有更高利润率的更高端市场，来开发更高性能产品的提案总是能立刻得到所需要的资源。换句话说，理性的资源分配流程，就是推动企业跨越硬盘行业价值网络的界限不断向上流动，同时限制企业向下流动的根本原因。


  第2章总结的特征回归分析法表明，更高端的市场总是愿意为增大部分的容量支付更高的价格。同样是1MB的容量，如果可以卖得更贵，为什么要卖得便宜呢？因此，硬盘生产企业向右上角方向的迁移是非常合理的。


  一些学者在其他行业也发现，有证据表明，随着企业蜕去破坏性的特征并在更高一级的市场追求更大的利润时，它们也逐渐形成了参与更高市场竞争所需的成本结构。[1]而这也加大了它们向下流动的难度。


  资源分配和向上迁移


  我们可以通过比较描述资源如何分配的两种不同模型，进一步理解各个价值网络中的这种非对称性流动。第1个模型将资源分配描述为一种理性的、自上而下的决策制订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高层管理者将权衡不同的创新投资提案，并将资金投入那些他们认为与企业战略相符，并能从中获得最高投资收益率的项目；不符合这些条件的提案都将被摒弃。


  第2种资源分配模型首先由约瑟夫·鲍尔提出，他描述的资源分配决策方式完全不同。鲍尔提到，大多数创新提议都是由企业中低层人员而非高层管理者提出。随着这些理念从企业底层逐级向上呈递，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开始在筛选这些项目的过程中，发挥关键性但却是隐形的作用。这些管理者不可能改进并支持他们经手的每个理念，他们需要根据企业的财务状况及其所处的竞争和战略环境，来判断哪些项目是最出色的，最有可能获得成功，并且最有可能获得批准。


  在大多数企业，如果管理人员在大获成功的项目中扮演了关键的支持者角色，他们的职业地位将获得很大的提升；反之，如果他们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或者很不幸地支持了最终以失败告终的项目，他们的职业地位可能将因此与成功渐行渐远。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失败都要由中层管理者承担责任。例如，由于技术尚不成熟而导致的失败，通常并不会被认定为失败，因为企业可以从中总结出很多经验，再者，技术研发通常被认为具有不可预测性，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但由于错误地判断了市场方向而导致失败，这将对管理人员的职业前景产生极为严重的负面影响。这些失败可能会给企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和极为恶劣的影响，因为它们通常发生在企业已全面投资产品设计、生产、工程建设、市场营销和流通环节之后。因此，中层管理者为了维护他们自身和企业的利益，一般都会选择支持那些市场需求看来最有保障的项目。然后，他们会根据企业高层管理者的要求，对他们选中的项目提案进行润色，以期项目获得批准。同样，尽管高层管理者可能认为是他们最终做出了资源分配决策，但实际上许多至关重要的资源分配决策，早在高层管理者做出之前便已经由中层管理者做出：中层管理者已经对他们将支持哪些项目，将把哪些项目提案提交给高层管理者，以及将放弃哪些项目提案做出了决定。


  我们通过以下的假设情景，设想一下一家成功的企业在其最初的价值网络内的下行和上行移动，将会对企业产生什么影响。如就在同一周，机构内两名来自不同部门的员工（一名来自市场营销部门，另一位来自工程部门），向比他们高两级的同一位经理提交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新产品提案。来自市场营销部门的员工首先接受经理的审核，他提出了开发一种容量更大、速度更快的产品的提案。这位经理以这样一种方式开始了质询：


  
    “谁会购买这种产品呢？”


    “工作站行业的所有部门都有这种需求，它们每年都会采购超过6亿美元的硬盘，而且我们从未进入过这一领域，因为我们的容量指标还达不到那么高的要求。我认为这种产品可能帮助我们争取到部分客户。”


    “你曾经就这个想法与一些潜在的客户交流过吗？”


    “交流过，我上星期在加利福尼亚和一些客户谈过，他们都表示想尽快拿到样机。我们还有9个月的设计时间。他们一直在与现有供应商（竞争对手X公司）商讨这方面的事宜，但我们刚从X公司那里挖来的一名员工说，X公司在满足产品规格要求方面遇到了许多麻烦。我想我们真的有希望做成这件事。”


    “但是技术部门的人也这样认为吗？”


    “他们说时间比较紧张，但你知道，他们总是这么说。”


    “如果我们取得了成功，你认为我们的利润率能达到多少？”


    “这就是让我比较兴奋的一点。如果我们能在我们现有的工厂生产这种产品，按照X公司以往拿到的每单位容量价格，我想我们的利润率可能会接近35%。”

  


  而来自工程部门的员工的想法是推出一种价格更低、体积更小、速度更慢、容量更低的破坏性硬盘产品，比较一下同一位经理与这名员工的谈话。


  
    “谁会购买这种产品呢？”


    “我不太确定，但我们一定能在某个地方打开这个市场。人们总是想购买更小、更便宜的产品。我想我们也许可以在传真机、打印机上使用这种产品。”


    “你曾经就这个想法与一些潜在的客户交流过吗？”


    “交流过，我上次在展销会上向我们的一位客户大概谈了一下我的想法。他说他对此很感兴趣，但不知道这种产品的真正用途在哪儿。现在，人们通常需要270MB的容量才能运行所有的软件，但我们还没有办法达到那么大的容量，至少在最近一段时间内还做不到。他的反应并没有出乎我的意料，真的。”


    “那些传真机制造商觉得怎么样呢？”


    “他们说不知道。他们也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想法，但是他们已经制订了详尽的产品规划，而且当中没有人使用硬盘。”


    “你认为我们能在这个项目上赚钱吗？”


    “嗯，我想我们可以。但是，当然，这取决于我们如何给它定价。”

  


  在这两个提案的项目之间，这名管理人员将支持哪一个呢？在争夺资源的博弈中，以现有客户的明确需求为目标，或者以竞争对于目前还无法满足的现有客户的需求为目标的项目，总是能压倒为尚不存在的市场开发产品的提案。这实际上是因为最好的资源分配体系原本的初衷，就是摒弃那些不太可能找到大规模、高利润和具有包容性的市场的提案。事实上，任何没有针对客户的需求建立资源分配体系的企业都将以失败告终。[2]


  这一非对称问题中最让人困惑的是——最理想的增长和赢利捷径是向上流动，最致命的冲击却来自于低端市场——更加努力地工作，更加聪明地管理，更具前瞻性地规划等“良好的”管理因素均无法解决这一问题。资源分配流程涉及许多名人员就如何分配他们的时间和企业的资金做出的许多个决策，有些决策非常微小，有些决策清楚详尽。但是即便高层管理者做出了开发破坏性技术的决策，当这项技术不符合企业或企业内的工作人员获得成功的模式，企业内的工作人员可能仍旧会对此视而不见，或者最多不太情愿地稍作配合。在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内，员工并不是只会不假思索地执行管理层指令的好好先生，他们也接受过相关培训，知道怎样做才有利于企业，有利于他们在企业内的发展前途。他们会主动为客户提供服务，乐于帮助企业实现预算销量和赢利。管理者很难要求有能力的员工持续、积极地从事一些他们认为没有意义的工作。从硬盘企业的一个历史案例，我们也可以看到员工这种行为方式的影响有多大。


  案例：1.8英寸硬盘


  硬盘企业的管理者非常乐于帮助我开展本书所阐述的研究，随着研究结果在1992年逐渐出炉，我开始将已出版的论文寄给他们，与他们分享我总结的观点。当时1.8英寸硬盘是该行业刚刚出现的破坏性技术，我特别想知道我在图1.7中概述的框架，是否会对他们提出相关对策产生影响。当然，对于局外人来说，结论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家伙到底要吃多少次亏才能醒悟过来？他们当然必须做点什么。”实际上，他们的确有所醒悟。截至1993年，每一家领先硬盘制造商都开发出了1.8英寸型号的产品样机，待市场成熟便会正式量产。


  1994年8月，我拜访了最大的一家硬盘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并向他询问他领导的企业目前对1.8英寸硬盘采取了哪些措施。这个问题显然是触及了这位执行官的痛处。他指了指他办公室的架子上摆放的1.8英寸硬盘样品说：“你看到了吗？那已经是我们研发出的第4代1.8英寸硬盘——每一代的容量都要大于上一代产品。但它们根本就卖不出去。我们希望在市场出现时能够做好准备，但这个市场真的还没有出现。”


  我试着提醒他，《磁盘/趋势报告》的研究认为，1993年1.8英寸硬盘的市场规模是4 000万美元，预计1994年其销售额将达到8 000万美元，而1995年其销售额将达到1.4亿美元。


  他回答说：“我知道他们是这么想的，但他们的预测是错误的，目前市场还不存在。我们18个月前就已经将这种硬盘列在我们的产品目录上了。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已经可以生产这种型号的产品，但没有人需要它，市场还没有形成，我们太超前了。”我没有其他证据能够反驳这名管理者的观点，而且他也是我见过的最睿智的管理者之一。随后，我们的谈话转向了其他话题。


  大约1个月后，我在哈佛大学MBA项目的科技和运营管理课程上，就本田汽车新引擎的研发问题，引导学生进行案例讨论。班上的一名学生曾经任职于本田的研究和开发部门，所以我请他用几分钟时间向同学们介绍一下那里的运行情况。实际情况是，他曾经研发过汽车仪表盘和导航系统。我忍不住打断他的谈话，并向他提出一个问题，“你们是怎样存储所有的地图数据的？”


  这名学生回答说：“我们找到了一种体积很小的1.8英寸硬盘，然后将数据存储在里面。这是一种非常小巧的硬盘，而且它里面几乎是整体固件，移动组件非常少，真的非常耐用。”


  “你们是从哪里买来这种装置的呢？”我紧接着问。


  “这个比较有意思，”他回答说，“从大的硬盘公司那里根本买不到这种装置。我们是从科罗拉多州的一家仍在创业期的小公司那里买来的，公司名字记不得了。”


  此后，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我拜访的这家企业的管理者会如此顽固地坚持，1.8英寸硬盘根本就没有市场（即使的确存在这么一个市场），为什么我的学生会说大的硬盘制造商根本不销售这种硬盘（即便事实上这些大企业一直在做着各种尝试）。答案就在价值网络的右上–右下角的问题上——好的企业内许多受过良好培训的决策者，如何发挥他们在资源分配方面的作用——他们将把资金和人力资源分配到那些他们认为将给企业带来最大增长空间和利润率的项目上。即便一家企业首席执行官已下定决心，要让企业及早把握下一轮破坏性技术浪潮，并引导企业成功地设计出经济型新产品；但这家企业的员工却不认为一个规模仅为8 000万美元的低端市场，能够解决一家收入达数十亿美元企业的增长和利润问题——特别是企业的竞争对手将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抢占为他们带来这数十亿美元收入的客户资源（收入数据并非真实的数据）。于是，销售人员根本不会耗费精力为汽车制造商提供1.8英寸硬盘的样机，因为这不能帮他们完成1994年的销售指标，而且他们的客户资源和专业技能也都仅限于计算机行业。


  一个企业要完成推出新产品这样一个浩大的工程，其后勤、人力和推动力都必须跟上新产品推进的进程。因此，成熟企业并不仅仅受到客户需求的制约，还受到它们参与竞争的价值网络所固有的财务结构和企业文化的制约——这个制约因素能够湮没任何及时投资下一轮破坏性技术浪潮的理性的声音。


  价值网络和市场可预见性


  当企业的客户也在转向高端市场时，这对推动企业自身进入高端市场的影响尤其巨大。在这种情况下，中间部件（例如硬盘）的制造商可能感觉不到自己正在向坐标图右上方向迁移，因为它们周围的竞争对手和客户也在进行同样的移动。


  根据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8英寸硬盘的领先制造商（Priam公司、昆腾公司和舒加特公司）会如此轻易地错过5.25英寸硬盘带来的发展机遇。在它们的核心客户（例如数字设备公司、Prime公司、通用数据公司、Wang公司和利多富公司）中，没有一家成功地推出了台式计算机。相反，每一家公司都在不断地提高市场层次，追求更高性能的市场定位，以期在大型计算机市场抢占市场份额。同样，在14英寸硬盘制造商的客户［例如Univac公司、宝来公司（Burroughs）、NCR公司、ICL公司、西门子公司、阿姆达尔公司（Amdahl）等大型计算机制造商］中，没有一家做出进入小型计算机这一低端市场的大胆尝试，因而它们纷纷错失了成为小型计算机市场主导企业的机遇。


  有3个因素——高端市场的利润率、企业许多客户同时向高端市场移动的现象，以及削减成本进入低端市场并获取利润的难度——一起对企业向下流动构成了巨大障碍。因此，在对新产品开发展开的内部辩论中，建议采用破坏性技术的提案，总是会输给建议进入高端市场的提案。实际上，发展一种系统性方法，来淘汰可能会降低利润率的新产品开发计划，是任何管理良好的企业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这一向高端市场移动的理性模式，产生了一个重要的战略影响——使得低端价值网络形成一个竞争真空，吸引技术和成本结构与这个价值网络更加匹配的新兴企业参与竞争。这种低端市场竞争出现巨大真空的情况就曾发生在钢铁行业。当时采用了破坏性小型钢铁厂流程技术的企业利用这一真空，顺利进入低端钢铁市场，并以此为据点，开始不断地向高端市场发起猛烈的冲击。


  综合性钢铁企业的“东北角”移动


  小型钢铁厂的炼钢技术首先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具备商业上的可行性。广泛采用可用和熟悉的技术和设备后，小型钢铁厂已经具备在电弧炉熔解废钢，连续将其锻造成被称为钢坯的中间产品，然后将钢坯轧制为钢条、钢筋、钢梁或钢板等产品。这些炼钢厂之所以被称为小型钢铁厂，是因为它们是将废钢生产为具有成本竞争优势的钢水，而综合性钢铁厂（综合性钢铁厂的得名，则是因为它将铁矿石、煤炭和石灰石转化为最终的钢铁制品的综合性过程）则是使用鼓风炉和碱性氧气转炉，将铁矿石生产为具有成本竞争优势的钢水，而且它们的生产规模不及综合性钢铁厂的1/10。综合性钢铁厂和小型钢铁厂使用的几乎是同一种连铸和轧制操作流程。规模是它们之间唯一的区别，综合性钢铁厂的铸造和轧制操作要求大型鼓风炉达到的产出规模要远远高于小型钢铁厂。


  北美的小型钢铁厂是世界上最有效率、成本最低的钢铁制造商。1995年，最高效的小型钢铁厂每生产一吨钢铁只需0.6个工时，而最高效的综合性钢铁厂则需要2.3个工时。在参与竞争的产品类别中，一般的小型钢铁厂也能生产出同等质量的产品，而且按完全成本计算，它们比一般综合性钢铁厂的成本大约低15%。1995年，建造一家具有成本竞争力的小型钢铁厂的成本约为4亿美元，建造一家具有成本竞争力的综合性钢铁厂的成本则约为60亿美元。[3]按每吨炼钢产能的资本成本计算，综合性钢铁厂的建造成本要比小型钢铁厂高4倍。[4]结果，小型钢铁厂占北美市场的份额已从1965年的零上升至1975年的19%、1985年的32%和1995年的40%。专家预计，到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小型钢铁厂将占据所有钢铁产量的半壁江山。小型钢铁厂实际主导了北美的钢筋、钢条和结构钢梁市场。


  但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家主要的综合性钢铁企业建造了使用小型钢铁厂技术的钢铁厂。为什么会没有一家综合性钢铁企业去做这么重要的一件事呢？商业媒体（尤其是在美国）提到最多的一个解释就是，综合性钢铁企业的管理者思想保守、墨守成规、规避风险，而且能力不足。下面一段文字就是媒体对他们的控诉：


  
    美国钢铁公司（U.S.Steel Corp.）关闭了它旗下的15家工厂，并宣称这些工厂已“没有竞争力”。3年后，伯利恒钢铁公司（Bethlehem Steel Corp.）关闭了它设在宾夕法尼亚州约翰斯敦和纽约州拉克万纳的大多数工厂……主要钢铁联合企业所采取的这些措施表明，它们的现任最高管理者终于公开承认，公司的管理层没有履行好他们的职责。这同时也说明，数十年来，这些企业为了追求短期效益已耗尽了它们的利润空间。


    如果美国钢铁产业的工时产量与它在每个问题上巧言令色的能力一样出众的话，这个行业早就可以傲视群雄了。

  


  当然，这些尖锐的批评的确有一些道理。但管理能力的不足，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北美综合性钢铁厂在面对小型钢铁厂的冲击时，会丧失它们的大部分阵地。在被大多数专家看作世界上管理最好、最成功的综合性钢铁制造商［包括日本的新日本制铁公司（Nippon）、川崎制铁公司（Kawasaki）和日本钢管公司（NKK），欧洲的英国钢铁公司（British Steel）和霍戈文公司（Hoogovens），韩国的浦项制铁公司（Pohang Steel）］中，没有一家曾投资开发小型钢铁厂技术，即便是事实已经证明这是世界上成本最低的钢铁制造技术。


  与此同时，综合性钢铁厂的管理团队在过去10年中，已积极采取措施来提高钢铁厂的生产效率。例如，USX公司就通过大规模削减工人数量——将员工数量从1980年的9.3万人削减到1991年的不到2.3万人，并投资2亿多美元实现厂房和设备的现代化，成功地将炼钢流程的效率从生产每吨钢需要超过9个工时，提高到1991年的不到3个工时。但所有这些积极的管理方法所针对的都是炼钢的常规方式。这种情况是怎样发生的呢？


  小型钢铁厂炼钢技术是一种破坏性技术。当这种技术首先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时，小型钢铁厂生产出的钢铁质量很差，因为它使用的原料是废钢。而且，产品的性能也会随着冶金组成和废钢杂质的变化而产生差异。因此，小型钢铁厂唯一能找到的一个市场可能就是钢筋（螺纹钢）市场了——它在质量、成本和利润率等方面均处于市场最底端。对成熟企业而言，这是最没吸引力的一块市场。这个市场不仅利润率很低，而且客户的忠诚度也是最低的：他们经常随意更换供应商，哪家供应商的售价低他们就与哪家做生意。综合性钢铁制造商几乎是迫不及待地摆脱螺纹钢业务。


  但小型钢铁厂却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看待螺纹钢市场，其成本结构与综合性钢铁厂截然不同：折旧率极低，没有研究和开发成本，销售开支很低（大多为电话费），并且其一般管理开支也是最低的。它们可以通过电话销售它们有能力生产的所有钢铁产品，而且还能从中赢利。


  一旦在螺纹钢市场站稳了脚跟，那些最野心勃勃的小型钢铁厂，特别是纽柯公司（Nucor）和查帕拉尔公司（Chaparral），便会以与综合性钢铁厂完全不同的视野来看待整个钢铁市场。小型钢铁厂占据的螺纹钢低端市场对综合性钢铁厂完全不具有吸引力，而小型钢铁厂对高端市场的看法却是，获取更大利润、更大销售额的机遇就在它们的上方。在利益的刺激下，小型钢铁厂会努力提高产品的冶金质量和强度，并加大对设备的投资以生产出更多的产品。


  正如图4.3中的轨线图所表明的那样，小型钢铁厂接下来立即对位于它们上方的大型钢条、棒材和角钢市场发起了冲击。到1980年，小型钢铁厂已经占据了螺纹钢市场90%的市场份额，以及钢条、棒材和角钢市场30%的份额。在小型钢铁厂发动进攻时，钢条、棒材和角钢是综合性钢铁厂生产线上利润率最低的产品。因此，综合性钢铁制造商再次几乎迫不及待地摆脱了这项业务，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个市场已经完全是小型钢铁厂的天下了。


  
    [image: ]

    图4.3 破坏性小型钢铁厂钢铁技术的发展轨迹

  


  一旦小型钢铁厂在钢条、棒材和角钢市场上的地位得以确立，它们便继续向更高端的市场进攻，这一次它们的目标是结构性钢梁市场。纽柯公司在阿肯色州建立了一家新的小型钢铁厂来生产结构性钢梁；而查帕拉尔公司则在其位于得克萨斯州的第一家工厂附近新建了一家小型钢铁铁厂，来冲击结构性钢梁市场。结果，综合性钢铁厂也被淘汰出这个市场。1992年，USX公司关闭了它在南芝加哥的结构钢小型钢铁厂，使得伯利恒公司成为北美市场上硕果仅存的一家综合性结构钢制造商。1995年，伯利恒公司关闭了旗下最后一家结构性钢梁工厂，将这块市场拱手让给了小型钢铁厂。


  这段历史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随着综合性钢铁制造商将钢条和钢梁业务“割让”给小型钢铁厂，其利润率反而大幅上升。这些企业不但削减了成本，还放弃了利润率较低的产品，并专注于为金属罐、汽车和器械制造商生产高质量的轧钢，因为这些客户需要表面无瑕疵、冶金品质高的钢铁，并愿意为此支付溢价。的确，综合性钢铁厂在20世纪80年代的绝大部分投资，都是为了提高它们为这3个市场上要求最高的客户提供最高质量产品，并从中赢利的能力。板材市场对综合性钢铁制造商来说是个具有吸引力的避风港，部分原因是因为在这个市场它们不必面对小型钢铁厂的竞争。建造一家最先进的、具有成本竞争力的板材轧制工厂的成本约为20亿美元，这样的资本支出，即便是对规模最大的小型钢铁厂来说也是难以承受的。


  针对高端市场的战略也取悦了综合性钢铁厂的投资者，例如，伯利恒公司的市场价值就从1986年的1.75亿美元，飙升至1989年的24亿美元。这说明这段时期，伯利恒在研发、厂房和设备上投入的13亿美元获得了非常丰厚的回报。商业媒体对综合性钢铁厂这些积极、大胆、定位准确的投资大加赞赏。


  
    沃尔特·威廉姆斯（伯利恒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创造了奇迹。在过去3年，他发动了一场高度个性化的战役，以提高伯利恒基本钢铁业务的质量和生产率。蜕变后的伯利恒公司已经赶超了它在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从总体上看其生产成本已经低于它在日本的竞争对手，而且它们在产品质量上的差距也在快速缩小。客户们也注意到了这一变化。金汤宝公司（Campbell Soup）的板材采购主管就表示：“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另一位分析师也观察到了类似的现象。


  
    尽管几乎没有人关注，但一个奇迹正在发生：美国钢铁公司华丽转身，完美回归。加里钢铁厂（Gary Works，美国钢铁公司旗下一家钢铁公司）重新开始赢利……它以每年300万吨的速度源源不断地生产出钢水，这也创造了一项北美纪录。加里钢铁厂的业务范围几乎全部集中在价值更高的扁钢上，而不是所有型号和尺寸的钢材。

  


  几乎所有人都会认同，这些显著的复苏现象就是良好管理的成果。但这种类型的良好管理将把这些企业带往何方呢？


  小型钢铁厂薄板坯连铸连轧技术


  在综合性钢铁制造商忙于重振企业时，市场上涌现出了更多破坏性新技术。1987年，施勒曼–西马克公司（Schloemann–Siemag AG）（一家为钢铁行业提供设备的德国供应商）宣布，公司开发出一种称为“薄板连轧”的技术。这种技术无须冷却，就可以连续不断将钢水转变为可直接送往轧钢厂的长薄板。相对于综合性钢铁厂所采用的，将厚钢锭或钢板重新加热并轧制成板材的传统做法，这种将白热化、已经很薄的薄板坯轧制成最终厚度的卷钢的方法要简单得多。更重要的是，具有成本竞争优势的薄板坯连铸连轧钢铁厂的建造费用不到2.5亿美元，这仅为传统板材钢铁厂建造成本的1/10，对于小型钢铁厂来说也是一笔相对可控的投资。有了这样规模的投资，小型钢铁厂使用一个电弧炉就可以非常轻松地提供所需要的钢水量。而且，薄板坯连铸连轧技术至少将制造板材的总成本降低了20%。


  由于发展潜力巨大，钢铁行业的每一家主要制造商都认真评估了薄板坯连铸连轧技术。一些综合性钢铁企业（例如USX公司）花费巨大的精力来评估安装薄板坯设施的可行性。但最终还是小型钢铁制造商纽柯公司——而不是综合性钢铁企业——做出了使用薄板坯连铸连轧技术的大胆决定。原因是什么呢？


  最开始，薄板坯连铸连轧技术并不能提供综合性钢铁厂的主流客户（金属罐、汽车和器械制造商）所要求的那种平滑、完美无缺的表面，唯一能应用的市场是建造涵洞、管道和活动房屋时使用的建筑面板和波纹钢。相比表面缺陷，这些目标用户对价格的敏感性更高。薄板坯连铸连轧是一种破坏性技术。有实力和永不满足的大型综合性钢铁厂竞争对手，会竭尽所能地争夺市场上最大的一块肥肉——大型的汽车、器械和金属罐公司。对它们来说，对薄板坯连铸连轧技术进行资本投资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项技术针对的是它们的业务链中利润最低、价格竞争最激烈和最具商品特性的一端。的确，在经过1987年至1988年两年的深思熟虑后（关于是否要投资薄板坯连铸连轧技术，当时预计的投资金额约为1.5亿美元），伯利恒公司和USX公司的管理层均投票决定放弃这项计划，转而投资2.5亿美元来开发传统的厚板坯连铸连轧机，以留住它们的主流客户，保护并提高其主流业务的赢利能力。


  不出意料的是，纽柯公司以另一种方式来看待这个问题。由于在板材业务上没有受到能给企业带来最大利润的客户需求的羁绊，同时受益于一个在产业底端形成的成本结构，纽柯公司于1989年在印第安纳州的克劳福兹维尔建立了世界上第1家薄板坯连铸连轧钢铁厂，并于1992年在阿肯色州的希克曼建立了第2家连铸连轧钢铁厂。1995年，两家工厂的产能均提升了80%。分析师预计，到1996年，纽柯公司已经占据了庞大的北美板材市场7%的份额，但这尚不足以引发综合性钢铁厂的担忧，因为纽柯公司的成功，仅限于综合性钢铁厂的产品线上利润最低，且已经商品化的一端。当然，为了让这两家钢铁厂能够生产出更高质量的产品，以争夺更高利润率的业务，纽柯公司已经大幅提高了它所生产的板材的表面品质。


  因此，在钢铁行业中，综合性钢铁企业不断向利润率更大的东北角移动的进程，就是一部积极投资、合理决策、密切关注主流客户需求，赢取创纪录利润的历史。与硬盘和机械挖掘机领先供应商一样，综合性钢铁企业也同样面临着创新者的窘境：良好的管理决策正是导致它们从行业龙头地位落马的根本原因。


  
    [1] 哈佛商学院教授马尔科姆·P·麦克奈尔曾对一种进入更高端市场，然后增加成本以支持这一级别的业务的流程有过描述，与硬盘行业的经验惊人地相似。他在讲述零售业的历史时提到，一波又一波的零售商是怎样凭借着破坏性技术进入零售领域的，只不过他并没有使用破坏性技术这个名词。


    这一进程有时候很慢，有时候很快，但从不原地踏步。周期通常以一个大胆创新理念的出现为开端。有些人想到了一个全新的理念，他们可能是约翰·沃纳梅克、乔治·哈特福德（A&P），弗兰克·伍尔沃思、W·T·格兰特、伍德将军（西尔斯），迈克尔·卡伦，也可能是尤金·法考夫。这些创新都提出了一种全新的零售业企业理念。最开始，他们不受欢迎，屡遭奚落和挖苦，还被斥责为“离经叛道”。银行家和投资者对他们满腹狐疑。但他们凭借他们的创新中“与生俱来”的低运营成本使低价成为可能，并以价格优势成功吸引了公众的目光。随着企业的发展，他们扩大了交易额，提高了商品质量，改善了外观和门店的位置，赢得了更大的尊重……


    在增长过程中，这些机构很快赢得了客户和投资者的尊重，但与此同时，它们的资本投资和经营成本也随之水涨船高。然后，这些机构进入了成熟期……进入成熟期后，机构很快便会遭遇过度投资……并最终成为攻击标靶。那这些机构容易受到什么冲击呢？易受下一位提出一个有潜质的理念、开创低成本业务、成功借助老牌机构自己撑起的保护伞的创新者的冲击。换言之，参与高端市场竞争所需的成本限制了机构向下流动的能力，并推动机构继续向更高端的市场迁移。

  


  
    [2] 句中对“体系”（systematic）一词的使用非常重要，因为大多数资源分配体系都以一种非常系统的方式运作——不管这个体系是正式还是非正式的。本书之后的几个章节将阐述，构成管理人员成功应对破坏性技术能力的关键要素是他们持续独立干预和作出资源分配决策的能力。设计分配体系的目的就是为了淘汰采用破坏性技术的提案。

  


  
    [3] 由于全球许多市场对钢铁的需求增长缓慢，20世纪90年代新建的大型综合性钢铁厂的数量非常少。这段时期正在兴建的综合性钢铁厂都位于高速增长、发展很快的发展中国家，例如韩国、墨西哥和巴西。

  


  
    [4] 麻省理工学院材料工程系的托马斯·伊加教授进行了上述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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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言


  在这3个截然不同的行业中，众多实力雄厚的企业纷纷遭遇重挫或失败。在探究导致这些领先企业为何频遭重挫或失败的原因时，作者通过本书前几个章节所概述过的研究，对其他研究人员做出的多个常规解释提出了质疑。领先企业的工程师并没有深陷某种特定的技术范式无力自拔，也没有忽视“非此创造”的创新。导致成熟企业失败的原因也不能完全归因于企业在新技术领域没有发展足够的专业能力，或是在“科技的泥流”中无力维持其行业领先地位。当然，这些问题的确影响到了一些企业。但一般来说，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只要成熟企业需要利用新技术来满足客户的需求，它们就有能力集中和运用技术资源、资本、供应商和人力资源来有效地开发客户所要求的技术，并从中建立起竞争优势。这种情况不但适用于渐进式和突破性技术进步，而且同样适用于那些耗时数月，或是持续十余年的项目；对于日新月异的硬盘行业、发展较为迟缓的机械挖掘机行业，以及流程密集型钢铁行业，情况也是如此。


  在此次对导致优秀企业失败的原因的探究中，最重要的一个发现可能就是，管理不善并非导致优秀企业失败的根本原因。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并不是说良好的管理或粗放的管理就不是能够影响企业成败的关键因素。但作为一种一般性的解释，本书提到的企业管理者都深刻了解了客户的未来需求，知道应该运用哪些技术能够更好地解决这些需求，并能很好地投资开发和利用这些技术。只是在遭遇破坏性技术时，他们才惨遭失败。因此，一定有什么原因，导致优秀的管理者在面对破坏性技术变革时总是做出错误的决策。


  良好的管理本身就是导致这一问题发生的根本原因。管理者只是遵循了本该遵循的游戏规则。对成熟企业的成功起到了关键作用的决策和资源分配程序——认真倾听客户的意见，全面追踪竞争对手的动态，投资资源来设计和生产能带来更大利润的高性能和高质量产品——正是导致它们摒弃了破坏性技术的过程。这些都是在破坏性技术变革发生时导致大企业遭遇重挫或失败的原因。


  成功的企业希望集中资源来开展能够满足客户需求的活动，因为这些活动能带来更高的利润，在技术上更具可行性，而且能帮助它们保持在重要市场上的竞争力。这些企业也建立了一整套流程来帮助它们实现这些目标，但希望这套流程同样能够成功地培育出破坏性技术（集中资源来实施客户并不认同，利润率更低，性能表现低于现有技术，而且目标市场仅局限在小型市场的提案），无异于古人手缚羽翼、挥动臂膀的飞行痴梦。这些期望违背了成功的企业运作方式和性能评估机制的基本趋势。


  本书的第二部分详尽地分析了在面临破坏性技术变革时，一些企业的成功案例和更多企业的失败案例。在“引言”中，我们曾经提到，人类最终学会了如何飞行，是因为飞行者终于理解并懂得了怎样利用或遵循一些基本的自然法则。与人类学习飞行的过程类似，这些案例研究表明，那些获得了成功的企业管理者，一般都采取了与那些以失败告终的管理者完全不同的管理方法。实际上，这些成功企业的管理者由始至终都认识到，而且也遵循了五大基本的企业管理原则；而在与破坏性技术的竞争中铩羽而归的企业则选择忽略或抗拒这些原则。这五大原则就是：


  
    1. 资源依赖性：在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客户有效地控制了资源分配模式。


    2. 小市场并不能解决大企业的增长需求。


    3. 破坏性技术的最终用户或应用领域是无法预知的。失败是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


    4. 一个机构的能力独立于机构内部工作人员的能力而存在。一个机构的能力体现在其流程和价值观中，而且正是构成当前业务模式核心能力的流程和价值观，决定了它们无力应对市场的破坏性变化。


    5. 技术供应可能并不等同于市场需求。导致破坏性技术在成熟市场不具吸引力的特性，往往就是构成破坏性技术在新兴市场上的最大价值的特性。

  


  那么成功的企业是如何利用这些原则来建立它们的竞争优势的呢？


  
    1. 它们在某个机构内设立项目来开发和推广破坏性技术，这个机构所拥有的客户群正好需要这种技术。当管理者为破坏性创新找到“适宜的”客户时，客户的需求就能提高企业的赢利能力，这样创新也能得到所需要的资源。


    2. 它们在小型机构内设立项目来开发破坏性技术，而且这些机构的规模足够小，很容易满足于小机遇和小收益。


    3. 它们在为破坏性技术寻找市场的过程中，会利用一些节省成本的方式来降低失败。它们的市场通常都会在不断的尝试、学习和再尝试过程中得以成形。


    4. 它们会利用主流机构的一些资源来应对破坏性变革，但它们会对主流机构的流程和价值观避而远之。在价值观与成本结构主要针对当前破坏性变革的机构中，它们建立了一套不同的企业运作方式。


    5. 它们在开展破坏性技术的商业化运作时发现，或者说是发展了重视这种破坏性产品的属性的新市场，而不是寻求技术突破，使破坏性产品能够作为一种延续性技术参与主流市场的竞争。

  


  第二部分的第5章至第9章更加详细地阐述了管理者是如何应对和运用这几项原则的。每一章的开始部分都将探讨，在破坏性技术刚刚出现时，利用或忽视这些原则的做法，是如何影响硬盘企业的命运的。[1]然后，每一章都将进而分析一个有着截然不同特点的行业，以揭示同样的原则，是如何导致企业在面临破坏性技术变革时，遭遇成败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命运。


  这些研究得出的一个共同结论就是：尽管破坏性技术能够改变基本特征完全不同的各个行业的发展趋势，但在遭遇破坏性技术时，在这些行业中导致企业成败的因素都是一致的。


  第10章以一个困扰了许多管理者的技术应用案例（电动汽车）为例，阐述了应如何利用这些原则。最后，第11章回顾了本书的主要观点。


  
    [1] 当我们理解了决定世界运作方式的物理和心理法则，然后学会了尊重或遵循这些法则时，我们就能够最有效地激发我们的潜能。这个观点当然不是本书的首创。有这样一个小笑话，斯坦福大学的罗伯特·伯格尔曼教授（本书大量引用了他的著作）有一次在授课时不小心把钢笔掉在了地上。他蹲下去捡笔时嘴里还喃喃自语：“我讨厌重力。”然后，他走回黑板准备重新回到原来的思路上来，这时他又接着说：“但你们知道吗？重力可不管你喜不喜欢！它永远会产生向下的吸引力，而且我也可能因此而跌倒。”


    在一个更高层面上，在我们的行动中尽量遵守更加强大的自然、社会和心理法则以实现生命的意义是许多著作，尤其是中国的道家经典《道德经》的一个中心主题。

  


  第5章

  把开发破坏性技术的职责赋予存在客户需求的机构


  
    在面对客户明确说“不”的破坏性技术时，管理者又该何去何从呢？一种选择是说服企业内的每一个人，企业无论如何都应该开发这种技术，因为它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另一种选择就是创建一个独立的机构，使这个机构直接面向确实需要这种技术的新兴客户群体。哪一种选择更加有效呢？

  


  大多数管理者都认为是他们在掌控他们领导下的机构，是他们在制订重要决策，而且在他们做出某些关键性决策后应立即将之付诸实施。在之前的章节中，我们已经谈到过这一问题，本章将对此进行进一步的阐述：在实际操作中，真正对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有决定权的是企业的客户。正如我们在硬盘行业中所看到的那样，只要企业能够明确地知道它们的客户需要的最终产品是什么，企业就愿意为技术上存在风险的项目投入巨额研发资金。但如果现有客户不需要它们的产品，企业就无法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实施更为简单的破坏性项目。


  这一发现也为少数企业管理学者提出的一个备受争议的理论（资源依赖理论）提供了支持。这些学者认为，企业的行动自由仅限于满足企业以外的实体（主要是客户和投资者）的需求，因为这些实体为企业提供了它们赖以生存的资源。资源依赖理论直接来源于生物进化论，理论的创立者认为，只有当一个机构的员工和系统满足客户和投资者的需求，给他们提供所需要的产品、服务和利益，这个机构才得以生存和发展。做不到这一点的机构将无法获得它们赖以生存的收入，并将最终被淘汰。[1]因此，通过这一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机制，在行业中脱颖而出的企业，通常将是那些人员和流程配置最能迎合客户需求的企业。当资源依赖理论的支持者提出，企业管理者无力改变由客户主导企业发展进程这个局面的结论时，围绕这一理论的争议便不绝于耳。即便管理者拥有一个大胆的设想，希望带领他们的企业朝着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但那些已经很好地适应了企业竞争环境的，以客户为导向的人员和流程，将在企业内部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阻挠管理者想要改变企业发展方向的种种努力。因此，由于他们提供了企业赖以生存的资源，真正决定企业未来发展方向的是客户，而非管理者；真正主导企业发展进程的是机构以外的力量，而非机构内部的管理者。资源依赖理论的支持者的结论是，在人员和流程配置均为“适者生存的产物”的企业内，管理者实际上只是扮演一个象征性的角色。


  对于我们这些有过企业管理、管理咨询经验，或曾经培训过未来管理人才的人员来说，这可谓是一个非常令人不安的理论。我们参与了企业发展战略的管理、修改、制订和实施，以加快企业增长步伐、提高利润，但资源依赖理论颠覆了我们存在的理由。尽管如此，本书所提到的各个发现却给资源依赖理论提供了强大的支持——特别是表明了这样的理念：成功企业以客户为导向的资源分配和决策流程，在决定投资方向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要远远高于管理者的决策。


  很明显，客户在决定企业投资方向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那么，在面对客户明确说“不”的破坏性技术时，管理者又该何去何从呢？一种选择是说服企业内的每一个人，告诉他们，尽管得不到手握企业资金来源的客户的认可，尽管这种产品的赢利能力要低于高端市场的同类产品，但企业无论如何都应该开发这种技术，因为它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另一种选择就是创建一个独立的机构，使这个机构直接面向确实需要这种技术的新兴客户群体。哪一种选择更加有效呢？


  选择第一种方法的管理者实际上是选择了与机构内一股强大的趋势——实际控制企业投资模式的是客户，而不是管理者——进行对抗。与之相比，选择了第二种方法的管理者则顺应了这一趋势，选择利用而不是对抗这股力量。本章列举的案例有力地证明了通过第二种方法取得成功的概率，要远远高于第一种方法。


  创新和资源分配


  客户控制企业投资的机制正是资源分配流程，也就是决定哪些提案能得到人员和资金支持，哪些提案将被否决的流程。资源分配和创新是同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只有那些得到了足够资金、人员支持和管理层关注的新产品开发项目才有获得成功的机会；那些在资源支持方面处处捉襟见肘的项目必将无果而终。因此，一家企业的创新模式能够真实地反映企业内的资源分配模式。


  良好的资源分配流程的设计初衷就是淘汰得不到客户认可的提案。在这些决策流程运行良好时，如果客户表示不需要哪种产品，这一产品提案也就得不到所需的研发资金；如果客户的确有需求，资金也就会水到渠成地到位。这就是大企业的经营之道。它们必须投资于客户需要的产品或服务，而且它们越精于此道，就会变得越成功。


  正如我们在第4章所探讨的那样，资源分配并不是一个简单地自上而下地决策，然后实施决策的过程。一般来说，在需要高层管理者做出是否给某个项目提供资金的决定之前，机构内许多更低级别的管理人员已经决定了要整合哪些类型的项目提案，哪些提案应提交给高层管理者审批，哪些提案不值得提交给高层管理者。高层管理者通常只是看到了一个经过层层筛选的创新想法的集合。


  而且，即便是在高层管理者同意给某个项目提供资金之后，这个项目也不是就“一锤定音”了。许多重要的资源分配决定是在项目获得批准后（确切地说，是在推出产品之后）由中层管理人员做出的。这些中层管理人员将决定，哪些项目和产品将优先获得有限的人力、设备和销售资源。正如管理学者切斯特·巴纳德（Chester Barnard）所提到的那样：


  
    从具体决策的相对重要性来看，需要优先考虑的是企业高层做出的决策。但从决策的总体重要性来看，具有重大意义的不是企业高层的决定，而是机构内非高层员工做出的决定。[2]

  


  那么，企业非高层员工是如何做出他们的资源分配决策的呢？他们基于自己对企业可以从哪些客户群体和产品上获得最大利润的理解，来决定他们将向高层管理者提交哪些项目提案，以及重点开发或实施哪些项目。与之密切相关的是他们对这些决定（即他们将支持哪些项目提案）将如何影响自身在企业内的职业发展前途的看法，而这一看法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客户需要什么，企业为获得更大利润应该销售什么类型的产品的理解。当他们提出的创新计划给企业创造了极高的利润时，他们的个人职业发展也将得到一个质的飞跃。因此，正是通过这些追求企业利润和个人发展的机制，客户才能在大多数企业的资源分配流程和创新模式中发挥如此重大的影响。


  开发破坏性硬盘技术的成功案例


  然而，摆脱这一客户控制体系的影响并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硬盘行业的发展史上，有3个案例揭示了企业管理者如何才能在破坏性技术变革中抢占有利的市场地位。在其中两个案例中，管理者利用了资源依赖理论所述的力量——而不是选择与之对抗，他们成立了一家独立的公司来负责破坏性技术的商业化运作。而在第3个案例中，管理者选择与这些力量针锋相对，并成功地实施了破坏性项目，但也为此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


  • 昆腾公司和Plus开发公司


  正如我们之前所介绍的，在20世纪80年代初，昆腾公司是小型计算机市场的一家8英寸硬盘领先制造商，但该公司完全错失了5.25英寸硬盘的商机，它是在5.25英寸硬盘上市4年后才推出了自己的第一款5.25英寸硬盘产品。随着5.25英寸硬盘的新兴企业开始从价值网络的下方侵蚀微型计算机市场，昆腾公司的销售额开始每况愈下（前几章已经阐述过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所有原因）。


  1984年，昆腾公司的几名员工敏锐地察觉到一个3.5英寸超薄硬盘市场正在出现，这种硬盘可插入IBM公司XT和AT级台式计算机的扩展槽内，它的潜在客户是个人计算机用户，而非作为昆腾公司主要收入来源的微型计算机原始设备制造商。这几名员工决定离开昆腾公司，创立一家新公司来实现他们的理念。


  但昆腾公司的高管并没有轻易地放走他们，反而决定成立一家分公司——Plus开发公司（Plus Development Corporation），给予它资金上的支持，并持有该公司80%的股份，同时决定以不同的方式来运作这家公司。Plus开发公司是一家完全自负盈亏的机构，自主招聘管理人员，并按照独立企业的标准设置所有的职能能力。Plus开发公司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自主设计并营销自主品牌的硬盘产品，但将生产流程外包给了日本的松下寿电子工业株式会社（MKE）。


  随着昆腾的8英寸硬盘产品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销售开始下滑，Plus开发公司不断增长的“硬卡”（Hardcard）销售收入，及时填补了8英寸硬盘产品的营收缺口。到1987年，昆腾公司8英寸和5.25英寸硬盘的销售额已基本为零。于是，昆腾公司收购了Plus开发公司剩余的20%股份，完全关闭了原来的公司，并将原公司的高管安排在昆腾公司最重要的职位上。接着，就在3.5英寸硬盘的容量开始吸引台式计算机市场的需求时（如图1.7中的硬盘轨线图所示），昆腾公司重新改装了Plus的3.5英寸硬盘，以吸引苹果公司等原始台式计算机制造商。就这样，昆腾公司成功地转型为一家3.5英寸硬盘制造商，并大量采用了延续性组件技术创新以进军更高端的工程工作站市场，后来还成功地完成了从3.5英寸硬盘过渡到2.5英寸硬盘的延续性结构性创新。到1994年，新昆腾公司已经成为世界上硬盘销量最大的一家制造商。[3]


  • 俄克拉荷马的Control Data公司


  Control Data公司也曾经经历过同样的自我重组过程。该公司在1965年至1982年曾经是14英寸硬盘的主要制造商，其产品主要销往原始设备制造商市场，所占的市场份额在55%至62%之间。但当8英寸硬盘在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时，该公司用了3年的时间才做出反应。Control Data公司从未在8英寸硬盘市场获得过很大的市场份额，而它最终推出8英寸硬盘的目的几乎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保住它的主流客户——大型计算机制造商。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就在于资源和管理的重心：在公司主要的明尼阿波利斯工厂，负责8英寸硬盘项目的工程师和市场营销人员总是被抽调到14英寸硬盘项目组，以解决公司在向主流客户推出下一代14英寸硬盘产品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


  在希捷公司于1980年率先推出具有开创性意义的5.25英寸硬盘产品的两年后，Control Data公司才推出自己的第一款5.25英寸硬盘产品。但这次，该公司将负责开发5.25英寸硬盘产品的机构设在了俄克拉荷马市。用Control Data公司的一名管理人员的话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新机构“不会偏离Control Data公司明尼阿波利斯总部的工程文化，同时使5.25英寸硬盘产品项目团队远离公司的主流客户”。尽管Control Data公司已经错过了进入这一市场的最佳时机，而且再也没能恢复到以前的主导地位，但该公司进军5.25英寸硬盘市场的努力仍然取得了成功，当时它获得了高容量5.25英寸硬盘产品市场20%的份额，并实现了赢利。


  • Micropolis公司：管理层强力主导的转变


  成立于1978年的Micropolis公司是早期8英寸硬盘市场的一家领先企业，也是仅有的另一家成功过渡到破坏性平台的硬盘制造商。但它并没有采取昆腾和Control Data公司曾经使用过的分拆战略，而是选择由母公司内部强制主导破坏性变革。但即便是这一个例外，也验证了上文提到的原理，即客户对企业能否成功进行投资具有极为重大的影响。


  Micropolis公司在1982年开始重组，当时公司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斯图尔特·梅本（Stuart Mabon）敏锐地感觉到，市场需求和技术供应模式即将发生改变（如图1.7所示），于是他决定公司应该首先转型为一家5.25英寸硬盘制造商。尽管梅本最初希望分配足够的资源来集中开发下一代8英寸硬盘（这样Micropolis公司就能同时驾驭两个市场[4]，但他仍然将公司内最优秀的工程师安排到5.25英寸硬盘产品项目组。后来，梅本回忆说：“我在18个月的时间内耗尽了我全部的时间和精力，才确保5.25英寸硬盘产品项目能获得足够的资源，因为公司自身的机制是要将资源分配给客户需要的产品——8英寸硬盘上。”


  
    [image: ]

    图5.1 Micropolis公司的技术转变和市场地位


    资料来源：《磁盘/趋势报告》各期公布的数据

  


  到1984年，Micropolis公司已逐渐失去了在小型计算机市场上的竞争力，并撤回了剩余的8英寸硬盘产品。但在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后，Micropolis公司的5.25英寸硬盘项目终于取得了成功。图5.1说明了为什么会发生这场博弈。为了完成此次转变，Micropolis公司采取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技术轨道。它远离了它的每一位重要客户，并用新产品的销售收入（销售对象是与之前完全不同的台式计算机制造商）来弥补老产品收入上的损失。梅本回忆说，那段时期是他这辈子最劳心劳力的一段的时间。


  Micropolis公司最终在1993年推出了3.5英寸硬盘产品，当时工程师已经有能力将3.5英寸硬盘的容量扩展到1GB以上。有了这样的容量，Micropolis公司就可以将其生产的3.5英寸硬盘出售给它的现有客户了。


  破坏性技术和资源依赖理论


  前几章谈到过希捷公司早年在销售3.5英寸硬盘时遭遇困境；比塞洛斯–伊利公司因只将早期Hydrohoe产品的目标客户锁定在主流客户上而惨遭失败。这些实例揭示了资源依赖理论是如何作用于破坏性技术的。在这两个例子中，希捷公司和比塞洛斯–伊利公司都是各自行业中首先开发出破坏性产品的企业。尽管高层管理者做出了开发破坏性新产品的决策，但开发这种产品并借此打入相关价值网络所需的推动力和机构资源，却并没有流向这些产品开发项目——除非企业发现客户已真正需要这种产品。


  那么，我们是否就应该接受资源依赖理论的支持者提出的结论，认为管理者只是无所作为的个人呢？答案是，不应该。在引言中，我曾经再现了古人如何学习飞行的情景，并指出，只要他们还是继续违背自然界的基本法则，他们所有的飞行尝试都将以失败告终。但当人们开始了解重力、伯努利原理和有关举、拖和阻力的概念等法则，并根据或利用这些法则来设计飞行器时，人类的飞行梦想才成功得以实现。以此类推，这也正是昆腾公司和Control Data公司得以成功的原因。通过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价值网络内成立独立的机构——在这个价值网络内，这些独立机构必须为它们的产品找到适合的客户才能求得生存，而这些管理者成功地运用了资源依赖理论的强大力量。Micropolis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选择抗拒这些力量，但他也为他的成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且这种成功几乎不可复制。


  破坏性技术还给除硬盘、机械挖掘机和钢铁行业之外的许多行业带来了致命的影响。接下来，我将简要介绍破坏性技术对其他3个行业（计算机、零售和打印机行业）的影响，并以此来说明，为什么在这些行业的破坏性技术变革中成功确立优势地位的企业，只能是那些利用了而不是违背了资源依赖理论原理的企业（例如昆腾公司和Control Data公司）。


  DEC公司、IBM公司和个人行业


  很自然的是，计算机行业和硬盘行业有着相似的历史，因为后者所在的价值网络从属于前者。实际上，如果硬盘行业轨线图中的横纵轴和交汇轨线（如图1.7所示）用计算机相关术语来表示的话，它也能很好地解释计算机行业的领先企业为什么也会遭遇失败。计算机行业的龙头企业IBM公司生产的大型计算机，主要销售给大型机构的集中核算和数据处理部门。对IBM公司及其竞争对手来说，微型计算机的出现代表了一种破坏性技术。它们的客户不需要这种产品；新产品的利润率更低，而不是更高；而且最初其市场规模非常小。因此，大型计算机制造商在接下来几年忽略了微型计算机的存在，从而任由DEC公司、通用数据公司、Prime公司、王安公司和利多富公司等新兴企业创造和主导微型计算机市场。IBM最终推出了自己的微型计算机产品，但从总体上说这仍算是一项防御性措施，因为当时微型计算机的各项功能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其性能已具备竞争力，可以满足IBM公司一些客户的计算需求。


  同样，没有一家微型计算机制造商最终发展为台式个人电脑市场的主要制造商，因为对它们来说，台式计算机是一种破坏性技术。个人电脑市场是由另外一些新兴企业创造的，这其中包括苹果公司、Commodore公司、Tandy公司和IBM公司。微型计算机企业曾经盛极一时，并且备受投资者、商业媒体和良好管理原则的实践者的推崇。但到20世纪80年代末，台式计算机的技术轨线终于与那些之前一直购买微型计算机的客户所要求的性能轨线交汇，台式计算机制造商开始从价值网络的下方，向微型计算机制造商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微型计算机企业也开始由盛转衰。许多微型计算机企业最终倒闭，幸存下来的也无一能在台式个人电脑价值网络找回往日的荣光。


  在便携式计算机出现后，历史再度重演，只是创造和主宰这一破坏性市场的换成了东芝公司、夏普公司和Zenith公司等新兴企业。而领先的台式计算机制造商（苹果公司和IBM公司），在便携式计算机的性能轨线与它们的客户对计算机需求的轨线交汇之前，并没有推出自己的便携式计算机产品。


  在破坏性技术变革中遭受最大挫折的可能要算是数字设备公司。仅仅在数年内，数字设备公司就从天堂坠入地狱，因为独立的工作站和联网式台式计算机几乎在一夜之间，解决了大多数客户对微型计算机的需求。


  数字设备公司当然不是因为缺乏进取精神而遭到失败的。从1983年至1995年，数字设备公司曾针对客户的需求四度推出个人电脑产品（从技术上说，这些产品要比该公司生产的微型计算机简单得多），但又四度退出个人电脑市场。在这4次尝试中，数字设备公司均未能在这个它认为有利可图的价值网络内站稳脚跟。为什么？因为它的4次尝试全部都在母公司内进行。[5]就目前提到过的所有原因来看，即便发展个人电脑业务的提案得到了管理层的支持，但那些负责日常资源分配流程的公司员工，他们一直认为不应该为主流客户并不需要的低利润率产品投入那么多资金、时间和精力。而能带来更高利润率的高性能产品开发提案（例如数字设备公司的超高速阿尔法微处理器和它对大型计算机的风险投资）则能获得所需的资源。


  在试图通过公司主流机构进军台式个人电脑业务的过程中，数字设备公司被迫在两个不同的价值网络所固有的不同的成本结构中寻找平衡。数字设备公司根本无法拨出足够的营业成本，来确立它在低端个人电脑市场上的竞争力，因为公司需要这部分成本来维持它在更高端产品市场上的竞争力。


  但IBM公司在进入个人电脑市场后的头5年取得了成功。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他领先大型计算机和微型计算机制造商则未能抓住破坏性台式计算机的发展潮流。IBM公司的成功秘诀是什么呢？IBM公司在远离纽约州总部的佛罗里达州成立了一家独立的机构。这个独立的机构有权向任何供应商采购组件，可以通过自己的渠道销售产品，它还建立了一个与个人电脑市场对技术和竞争力的需求相符的成本结构。如此，这个机构就可以按照个人电脑市场所特有的成功法则来实现最终的目标。实际上，一些人认为，IBM公司后来做出的决定——大力加强个人电脑部门与主体机构之间的联系——正是导致IBM公司难以维系它在个人电脑行业的赢利能力和市场份额的一个重要因素。两种成本结构和两种赢利模式似乎很难在一个公司内实现和平共处。


  一个单个的机构似乎无法在保持它在主流市场的竞争力的同时，全方位地开发破坏性技术。这让一些胸怀宏图大志的管理者深感不快，而且，实际上，大多管理者都会尝试Micropolis公司和数字设备公司曾经选择过的道路——在开发破坏性技术的同时，力图保持它们在主流市场的竞争力。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条道路基本上是一条死胡同；它们在其中一个市场上的地位终将被削弱，除非企业成立两个彼此独立的机构（从属于相应的价值网络）来吸引不同的目标客户。


  克雷斯吉公司、伍尔沃思公司和折扣零售业


  几乎没有几个行业会像零售业那样，强烈地感受到破坏性技术带来的影响。正是在破坏性技术变革中，折扣零售商从传统百货店和杂货店（variety store）手中夺过了对零售市场的主导权。折扣零售模式相对于传统经营模式可以称得上是一种破坏性技术，因为折扣零售商所提供的服务质量和选择范围，颠覆了高质量零售的传统标准。而且，相比百货店为参与它们所在的价值网络内的竞争并获利而发展的成本结构，折扣零售的成本结构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


  第一家折扣零售店是柯维特斯（Korvette’s）。20世纪50年代中期，柯维特斯在纽约成立了多家经销店。柯维特斯和它的效仿者主要经营非常低端的零售产品，并能以比百货店低20%至40%的价格销售全国知名的标准耐用品品牌。它们主打能够“自我销售”的产品，因为客户已经知道产品的使用方法。依靠全国知名品牌形象来保证产品的价值和质量，这些折扣零售商也就不再需要雇用有经验的销售人员；他们的目标客户是那些对主流零售商没有太大吸引力的客户群体，即“孩子还很小的蓝领工人的年轻妻子”。这与百货店一直奉行的高端模式——用于定义高质量零售，并提高利润——背道而驰。


  折扣零售商与那些传统零售商一样，不愿接受更低的利润率，但它们找到了另一种获取利润的方式。用最简单的话说，零售商通过在所销售商品上实现的毛利率，或是在商品成本基础上的加价，来抵消经营成本。传统百货店一般会在商品成本基础上加价40%，一年周转库存4次。这样，它们就能从它们的库存投资中赚取40%的利润，即一年可以实现4次40%的利润，从而使库存投资的总回报率达到160%；杂货店也采取了类似的赢利模式，只是其利润率不如百货店；折扣零售商的库存投资回报率与百货店相近，但采取了一种不同的赢利模式：低毛利率，高库存周转率。表5.1简要描述了这3种情况。


  
    表5.1 不同的赢利模式
[image: p156]

    *计算方法为毛利率×周转率，换句话说，就是每年通过历次库存周转获得的利润率总额。


    资料来源：每个类别中的多家企业历年公布的企业年报

  


  折扣零售业的历史生动再现了小型钢铁厂的钢铁制造历史。与小型钢铁厂一样，折扣零售商利用它们的成本结构优势进入高端市场，并以惊人的速度抢占了传统零售商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它们首先在低端品牌耐用品市场（例如硬件、小型装置、行李箱）站稳了脚跟，然后逐渐向坐标图东北角方向移动，进入了诸如家具和服装等高端市场。图5.2再现了折扣零售商惊人的发展速度，仅仅6年的时间，它们的零售收入占同类别商品销售总收入的份额就从1960年的10%，上升至1966年的近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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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2 折扣零售商所占市场份额的增速，1960年至1966年


    资料来源：《折扣零售商》（Discount Merchandiser）各期公布的数据

  


  与硬盘和挖掘机市场一样，没有几家领先的传统零售商［特别是克雷斯吉公司（Kresge）、伍尔沃思公司（Woolworth）和代顿–哈德森公司（Dayton Hudson）］认识到了破坏性技术变革的到来，因此它们也没有及早投资这种技术。其他主要的零售连锁店［包括西尔斯公司、蒙哥马利–沃德公司（Montgomery Ward）、彭尼公司（Penney）、梅西百货公司（Macy）］也都没有采取重大举措来发展折扣零售业务。克雷斯吉公司（旗下拥有凯马特连锁店）和代顿–哈德森公司（旗下拥有塔吉特连锁店）成功地渡过了这场变革。[6]两家公司都专门创建了独立于其传统业务部门的折扣零售机构，它们承认并利用了资源依赖理论原理；与它们相反，伍尔沃思公司通过伍尔科连锁店（Woolco）进军折扣零售业的努力却以失败告终，因为公司管理者试图从伍尔沃思零售店公司的内部来发展这项业务。详细比较克雷斯吉公司和伍尔沃思公司所采取的方法后，我们发现，两家公司在启动折扣零售业务时的情况非常相似，这也进一步揭示，成立独立的机构来发展破坏性技术，这似乎是取得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


  1957年，全球第二大杂货连锁店克雷斯吉公司开始探索折扣零售模式，当时的折扣零售模式还处在萌芽阶段。到1961年，克雷斯吉公司及其竞争对手伍尔沃思公司（当时全球最大的杂货店零售商）都公布了开展折扣业务的计划。两家公司在1962年先后建立了折扣店（伍尔沃思公司成立了伍尔科连锁店，克雷斯吉公司成立了凯马特连锁店），时间间隔不超过3个月。但伍尔科连锁店和凯马特连锁店之后的表现却大相径庭，10年后，凯马特连锁店的销售额达到了近35亿美元，而伍尔科连锁店的销售额则萎缩至9亿美元，并且出现了亏损。


  为了更好地发展折扣零售，克雷斯吉公司决定完全退出杂货店业务。1959年，公司雇用了一名新首席执行官哈里·卡宁汉姆，他唯一的使命就是将克雷斯吉公司转变为折扣零售龙头企业。为此，卡宁汉姆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管理团队，到1961年，从运营副总裁、区域经理到区域经理助理，或区域业务经理的所有职位都是由新任命的人员来担任。1961年，卡宁汉姆终止了所有新建杂货店项目，并开始对克雷斯吉公司现有杂货店实施每年关闭大约10%店面的计划，从而表明了克雷斯吉公司将工作重心全部转移到折扣零售业务上来的决心。


  另一方面，伍尔沃思公司则希望在投资破坏性折扣零售业务的同时，继续支持对核心杂货店业务的技术、能力和设施进行延续性改善的计划。负责提高伍尔沃思杂货店绩效的管理人员，还肩负了建立“全美最大的折扣连锁店”的重任。首席执行官罗伯特·柯克伍德宣称，发展伍尔科折扣店与公司发展和扩张传统杂货店业务的计划并不冲突，而且任何现有的零售店都不会转变为折扣店模式。事实是，当折扣零售在20世纪60年代进入疯狂扩张阶段时，伍尔沃思公司仍按照它在20世纪50年代制订的计划，按部就班地开设新的杂货店。


  不幸的是（但可以预见到），事实证明，伍尔沃思公司根本无法在同一个机构内，同时延续两种不同的文化和赢利模式，而这偏偏又是要同时在杂货店和折扣零售领域取得成功所必备的条件。到1967年，伍尔沃思公司已经将伍尔科连锁店宣传广告上所有有关“折扣”的字眼抹掉，取而代之的是“促销百货店”。尽管伍尔沃思公司最初为伍尔科连锁店配备了独立的管理人员，但到1971年，一支更加理性、更具成本意识的管理团队重新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一项本意是为伍尔科和伍尔沃思各部门增加每平方英尺销售额的计划中，两家子公司按地区合并了它们的经营业务。公司管理者表示，此次合并——涉及地区一级的采购办公室、物流分派中心和管理人员——将有助于两家子公司打造更好的商品和更高效的门店。伍尔科将受益于伍尔沃思的采购资源、物流分派中心的相应经验，以及在发展专卖店方面的其他专业经验。而作为回报，伍尔沃思则能从伍尔科那里学习到寻找、设计、推广和经营超过10万平方英尺的大型门店方面的知识。

  


  那么，此次以节省开支为目的的合并行动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这再次证明，两种赢利模式无法在同一家机构和平共处。合并发生后不到1年，伍尔科便提高了对商品的加价幅度，最终使其毛利率达到了折扣行业的最高水平——33%。在此过程中，它的库存周转率却从原来的7次下降到4次。这种与伍尔沃思公司的传统一脉相承的赢利模式（利润率为35%，库存周转率为4次，库存投资回报率为140%）最终还是主导了伍尔科的经营活动（见图5.3）。因此，伍尔科无论是从名义上说，还是从实际情况上看，它都已不再是一家折扣零售店。不出意料的是，伍尔沃思公司进军折扣零售领域的努力终究是失败了，它于1982年关闭了旗下最后一家伍尔科门店。


  伍尔沃思公司发展破坏性折扣零售业务的组织战略，与数字设备公司开发个人电脑业务的战略如出一辙。两家公司都在母公司内部成立新机构，并要求新机构按照主流机构的规则来赢利，而它们均未建立在主流价值网络内获得成功所必需的成本结构和赢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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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3 伍尔科与伍尔沃思公司的业务整合对伍尔科的赢利模式的影响


    资料来源：伍尔沃思公司历年年报上的数据，以及《折扣零售商》各期公布的数据

  


  自杀以求生存：惠普公司的激光喷射打印机和喷墨打印机


  惠普公司开发个人电脑打印机业务的经验表明，企业通过成立一个独立的分支机构来发展破坏性技术的举措，可能最终会挤垮其内部的另一个业务部门。


  相比惠普公司在喷墨技术出现时所采取的管理措施，该公司在生产个人电脑打印机方面所取得的成功甚至更加令人称道。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惠普公司便成功地将激光喷射打印技术发展为一项庞大的业务。激光喷射是对点阵打印技术（上一代占主导地位的个人电脑打印技术）的一次非连续性改善，惠普公司在这项技术上建立了绝对的市场领先地位。


  当另一种将数字信号转变为纸上图像的技术（喷墨技术）刚刚出现时，关于到底是激光喷射还是喷墨打印将成为个人打印的主导设计的辩论便不绝于耳。专家们对此各执一词，不断向惠普公司灌输哪项技术将最终成为全球台式计算机首选打印机的建议。


  尽管在当时的大辩论中没有人提到过这个观点，但喷墨打印其实是一项破坏性技术。它的打印速度要慢于激光喷射打印，解决方案也不如激光喷射，而且每打印一张纸的成本也更高。但喷墨打印机的体积更小，因此售价可能会远远低于激光喷射打印机。由于售价更低，每台喷墨打印机所能实现的毛利率也会低于激光喷射打印机。因此，相对于后者，喷墨打印机是一种典型的破坏性产品。


  惠普公司当时既没有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其中一项技术上，也没有试图从当前打印机部门（位于爱达荷州的博伊西）的内部来推广具有破坏性的喷墨打印技术，它反而在华盛顿州的温哥华市成立了一个完全独立的部门，来负责喷墨打印机的开发。然后，惠普公司让这两项业务形成相互竞争关系，两个业务部门都按照各自的方式运营。如图5.4所示，其激光喷射打印机部门大举进军高端市场，所实施的战略也让人联想到14英寸硬盘企业、大型计算机厂商和综合性钢铁厂曾经采取过的战略。惠普公司的激光喷射打印机能以非凡的解决方案实现高速打印；能够处理数百种字体和复杂的图形；能够实现双面打印；而且还通过联网同时为多名用户提供服务。与此同时，激光喷射打印机的体积也在不断增大。


  喷墨打印机的性能没有激光喷射打印机出色，而且可能永远都无法超越激光喷射打印机，但最关键的问题是喷墨打印机是否能达到个人台式电脑市场对打印机的要求。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喷墨打印机的解决方案和速度尽管仍不如激光喷射打印机，但已明显能够满足许多学生、教授和其他台式计算机的非联网用户的需求。


  随后，惠普公司的喷墨打印机业务逐渐吸引了许多之前一直使用激光喷射打印机的用户。最终，对性能要求最高的最高端市场（这一市场正是激光喷射打印机部门目前的发展方向）的用户数量可能会逐渐萎缩。惠普公司的一项业务可能最终会挤垮另一项业务。但如果惠普公司没有针对喷墨打印机业务设立一个独立的机构，喷墨技术可能已经在主流激光喷射打印机业务的挤压下淡出人们的视野，并为其他积极参与喷墨打印机市场竞争的企业（例如佳能）制造了机会，使它们最终严重威胁惠普公司的打印机业务。由于继续保留了激光喷射打印机业务，惠普公司得以像IBM公司的大型计算机部门和综合性钢铁企业一样，在退出高端市场的同时还能赚个盆满钵满。[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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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4 喷墨和激光喷射打印机的速度改善轨线


    资料来源：惠普公司历年来的产品手册

  


  
    [1] 这意味着，不论是在正常情况下，还是在受到破坏性技术冲击情况下的企业管理，对服务对象（主要为哪部分客户群体提供服务）的选择都将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2] 切斯特·巴纳德，《管理者的职能》（The Functions of the Executive）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商学院出版社，1938年，190–191页。

  


  
    [3] 昆腾公司分拆硬卡业务的举措和它后来进行的战略重组构成了战略变化流程的一个范例，同时在本质上也是一个“物竞天择”的自然选择过程——在争夺企业资源的内部竞争中，次优的战略性提案总是会输给最优的提案。

  


  
    [4] Micropolis公司未能在成熟技术和新型5.25英寸硬盘技术上同时保持竞争力的事实，与詹姆斯·厄特贝克叙述的技术发展史是一致的。厄特贝克发现，试图开发破坏性新技术的企业几乎都希望能够同时保持它们在原有技术上的领先地位，而这些尝试几乎全部以失败告终。

  


  
    [5] 20世纪90年代，数字设备公司成立了一个个人电脑部门，试图大举发展个人电脑业务。但与昆腾和数据控制公司成立分公司的做法不同，这个部门并没有独立于数字设备公司的主流业务部门。尽管数字设备公司也为它的个人电脑部门设定了一些特殊的性能指标，但从实质上说，这些指标仍然没有脱离公司在毛利率和收入增长率方面的企业标准。

  


  
    [6] 在本书成稿时，凯马特百货已经日薄西山，在发展战略和营业业绩的博弈中完败于沃尔玛。尽管如此，在之前的20年间，凯马特一直是一家非常成功的零售商，它为克雷斯吉的股东创造了巨大的价值。凯马特当前在竞争中遭遇的困境与克雷斯吉最初应对折扣零售的破坏性威胁的战略无关。

  


  
    [7] 商业史学家理查德·泰德罗指出，A&P公司的高管在决定是否要采用具有破坏性的超市零售模式时也曾遇到同样的困境：


    超市创业家与A&P公司进行竞争的法宝不是要在后者已经做到极致的方面还要做得比它更好，而是要做它根本不愿去做的事。在这段历史中，最大的一个创业失败案例来自于克罗格公司（Kroger）。克罗格公司当时是市场上第二大零售商。当时它的一名员工发现了一个如何成为行业第一的方法（后来这名员工离开克罗格创建了世界上第一家超市），但克罗格公司的高管对此置若罔闻。也许是因为缺乏想象力，也许是出于与A&P公司的高管一样的原因，克罗格公司的管理层选择大量投资公司的常规业务。如果A&P公司的高管决定掀起超市革命，他们将建立起自己的物流分配体系。这也就是他们在面对超市的冲击时几乎是束手无策，无法及时采取应对措施的原因。最后A&P公司已经没有什么选择余地了，它要么选择自己来瓦解，要么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来颠覆自己的经营系统。

  


  第6章

  如何使机构与市场的规模相匹配


  
    增长导向型大型企业还必须面对小市场无法解决大机构的短期增长需求这一难题。所有由破坏性技术催生的市场在最开始时的规模都很小，领先企业在这些市场上接到的第一笔订单也都是小订单，培育了这些新兴市场的企业所建立的成本结构也必须能使企业以很小的规模实现赢利。

  


  在对破坏性技术进行商业化推广时，身处破坏性技术变革中的管理者必须成为领先者，而不是追随者。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让与目标市场的规模相匹配的商业机构来负责开发破坏性技术项目。做出这些结论的依据是此项研究的两个关键发现：相比延续性技术，在应对破坏性技术的过程中，领先地位对企业而言显得更加重要；而且，小型新兴市场并不能解决大型企业的短期增长和赢利要求。


  硬盘行业的经验表明，对企业来说，相比进入竞争激烈的成熟市场，创造新市场的风险要低很多，而其回报率却要高出很多。但随着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并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功，它们想要尽早地进入新兴市场的难度却越来越大。由于成长型企业每年需要大幅提高收入水平，才能维持它们所期望的增长率，因此，作为一种增长手段，这些企业越来越不可能通过小型市场来获取其所希望的这部分新收入。正如我们即将指出的那样，应对这一困境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设立规模足够小，并足以满足小型市场发展机遇的机构，由其来负责破坏性技术的商业推广项目，并将之确立为一种常规机制——即便是主体企业仍处在增长时期。


  领先企业是否真的时刻做好了准备


  创新管理中的一个关键性战略决策就是，成为技术变革的领先者是否非常重要，而追随者的角色是否也可以接受。有关先发优势的论述已经很多，而对于等待策略（即在领先企业已经解决了创新的主要风险后再进入市场）也有等量的描述。有一句管理上的老话这样说：“你总是能判断出哪些是领先企业，它们就是那些时刻准备着的企业。”与大多数有关管理理论的争议一样，这两种策略（成为领先者，或甘当追随者）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正确。对硬盘行业的一些研究发现给了我们一些启示，让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引领变革何时事关重大，紧跟潮流何时更加有效。


  • 引领延续性技术变革可能并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硬盘行业一项具有分水岭意义的技术就是薄膜读写头，它的出现改变了硬盘制造商提高硬盘磁录密度的速度。我们在第1章已经提到，尽管薄膜技术与之前的技术截然不同，而且它具有性能破坏性的特点，但鉴于1亿美元的研发费用和5年至10年的研发周期，引领这项技术的企业都只能是领先的成熟硬盘制造商。


  由于技术的研发存在风险，并且可能对硬盘行业造成重要影响，20世纪70年代末，商业媒体开始猜测哪家硬盘企业将引领薄膜磁头技术浪潮。传统的铁氧体磁头技术可能还有多大的发展空间？是否会有硬盘制造商因为没有及时理会或是不理会新型磁头技术，而被淘汰出硬盘市场？但事实证明，无论企业在这项创新中是处于领先还是追随地位，它们的竞争状况都不会发生本质性的改变（如图6.1和6.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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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1 技术转变时期，领先硬盘制造商采用的薄膜技术相对于铁氧技术的性能所能达到的磁录密度


    资料来源：《磁盘/趋势报告》各期公布的数据

  


  图6.1显示了每家领先企业推出首款使用了薄膜磁头技术的产品的时间，纵轴则显示了硬盘的磁录密度，每条线的底端表示的是每家公司在推出使用了薄膜磁头的产品前，所能实现的最大磁录密度，每条线的顶端代表了每家公司推出的首款使用薄膜磁头的产品所达到的最大磁录密度。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何时是推出该项新技术的重要时机，这些企业之间的看法存在着很大的差异。IBM公司是业内的龙头企业，它是在新技术的磁录密度达到每平方英寸3MB之后，才推出带薄膜磁头的新产品的。梅莫雷克斯公司和存储技术公司在这场技术变革中，扮演了相同的领先者的角色。另一方面，富士公司和日立公司则在继续完善传统的铁氧体磁头技术（相比IBM公司首先推出这项技术的时候，富士公司和日立公司已将铁氧体磁头的性能提高了近10倍），并选择在开发薄膜技术的过程中扮演追随者，而不是领先者的角色。


  在这场技术变革中，领先地位到底给这些企业带来了什么好处呢（如果确有好处的话）？没有证据表明领先者在与追随者的竞争中占据了明显的优势，也没有任何一家开发薄膜技术的领先企业因此抢占了更大的市场份额。此外，领先企业似乎也没能发展任何形式的学习优势，使它们可以利用在早期建立的领先优势，来实现比追随者更高的磁录密度。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见图6.2。图中横轴显示了各家企业采用薄膜磁头的先后顺序，IBM公司是第1家采用薄膜技术的企业，梅莫雷克斯公司是第2家，富士公司是第15家。纵轴显示的则是各个企业在1989年推出的最先进型号的磁录密度排名。相对于较晚采用薄膜磁头的企业，假如较早采用这项技术的企业能在技术应用经验上占据一定的优势的话，我们应该会看到图中的数据点逐渐从左侧高位向右侧低位倾斜。但图6.2表明，在对薄膜磁头的应用上，处于领先或追随地位与之后的技术优势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1]。


  硬盘行业史中的其他延续性技术也都呈现出类似的发展趋势。没有证据表明，开发和应用延续性技术的领先者能够在与追随者的竞争中建立明显的优势。这并不是说，在产品性能或产品成本的竞争中总是处于落后地位的企业就能够发展壮大。我之所以宣称“没有证据表明，在延续性技术创新中处于领先地位，能够在与采取追随战略的企业的竞争中建立明显和长期的竞争优势”，是因为可以采取很多种方法来提高像硬盘这样的复杂产品的性能。开发和采用新的组件技术（例如薄膜和磁阻磁头）只是提高性能的其中一种方式，但在等待新方法变得更易于理解、更加可靠的同时，还可以采取无数种其他途径来扩展传统技术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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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2 采用薄膜技术与1989年最高性能型号达到的磁录密度之间的关系


    资料来源：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探索技术S形曲线的极限：第一部分：组件技术》，《生产和经营管理》1，第4期（1992年秋）：347页。获准后再版

  


  • 在破坏性技术中处于领先地位能创造巨大的价值


  上文已经论述过，从历史上看，在延续性技术中处于领先地位并不会给领先的硬盘企业带来什么优势。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大量证据表明引领破坏性技术非常重要。对于那些在新一代硬盘（指具有市场破坏性的硬盘）出现后的两年内进入由它生成的新价值网络的企业来说，获得成功的概率是那些在两年后进入的企业的6倍。


  在1976年至1993年间，有83家企业进入了美国硬盘行业。其中35家企业的业务较为多样，除硬盘外它们还生产其他计算机外部设备，或其他磁录产品，这其中就包括梅莫雷克斯公司、Ampex公司、3M公司和施乐公司。有48家企业是独立的创业型企业，其中多数企业的资金来源于风险投资，而且创始人此前一般都有在行业内其他企业工作的经历。这些数据将所有曾经设计过，或者据了解曾经宣称设计过硬盘的企业全部统计在内——不管这些企业是否实际销售过任何硬盘产品。在对企业进行抽样统计时这些数据也没有偏向于或忽略某些类型的企业。


  这些企业所采取的市场进入策略可以用表6.1中的横、纵轴来表示。纵轴显示的是企业采取的技术策略：位于图表底部的企业只在它们的初始产品中使用经过市场检验的技术，而位于顶部的企业则会使用一种或多种新型组件技术。[2]横轴描绘的则是各个企业采取的市场战略，位于左侧的企业已经进入了成熟的价值网络，而位于右侧的企业已经进入新兴价值网络。[3]另一种阐述该图表特点的方法是，指出那些在进入市场时积极开发和应用延续性技术的企业位于顶部左、右两个方框内，而在进入时创建了新价值网络的企业则位于右边的上、下两个方框内。右边方框内的企业包括所有试图建立新价值网络——即便是那些没能在重大市场确立的价值网络（例如移动硬盘）——的企业。


  
    表6.1 在1976~1994年里，至少有一年实现了1亿美元年收入的硬盘驱动器企业
[image: p171]

    资料来源：《磁盘/ 趋势报告》各期公布的数据

  


  每个四分之一区显示了采取各种策略进入市场的企业的数量。“成功”列显示的是至少有1年的收入成功达到1亿美元的企业数量，即使这家企业后来宣布破产，也被计算在内；“失败”列显示的是收入从未超过1亿美元，而且之后退出硬盘行业的企业数量；“无定论”列显示了尚无定论的企业数量，因为虽然这些企业在1994年还在继续经营，但它们的销售收入从未达到1亿美元；“合计”列则显示了每个类别中的企业总数量。[4]“成功率”列显示了销售收入超过1亿美元的企业占所有企业的比重。最后，图表下方的数列综合统计了位于它上方的两个四分之一区中的数据。


  根据图表下方的数据，在51家进入成熟市场的企业中，只有3家（6%）曾经达到过1亿美元的收入水平。与之相反，在引领破坏性技术创新的企业（指进入刚刚形成不到两年的市场的企业）中，有37%的企业的收入水平超过了1亿美元（如表6.1的右侧所示）。不管这家企业是创业型还是多样化企业，其成功率都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重要的似乎不是企业的组织形式，而是企业是否能率先推出具有市场破坏性的产品，并为这些产品创造能够打开销路的市场。[5]


  在进入市场时试图引领延续性组件技术的企业（位于图表的上半部分）中，只有13%取得了成功；而在处于追随者地位的企业中，却有20%获得了成功。很显然，位于右下角的这个四分之一区，为企业走向成功提供了最为肥沃的土壤。


  每个四分之一区位于最右侧的累计销售额数据列，揭示了执行各种策略的所有企业累计实现的总收入，图表下方的数列概述了这些数据。结果令人大感意外。从1976年至1994年，率先推出破坏性产品的企业总计实现了620亿美元的收入。[6]那些等到市场成熟以后再进入市场的企业总共只实现了33亿美元的收入。这的确是创新者面临的一个窘境。通过进入小型新兴市场来寻求发展的企业所实现的收入，是那些为了相同目标进入大型市场的企业的20倍。每家企业所实现收入的差异甚至更加令人惊讶：较晚进入破坏性技术市场的企业（位于图表的左半边）之中，平均每家企业创造的销售收入为6 450万美元；而平均每家引领破坏性技术的企业创造的收入为19亿美元。位于图表左侧的企业似乎做出了一个错误选择——用市场风险（即由破坏性技术创造的新兴市场可能中途“夭折”的风险）换取了竞争风险（即进入竞争错综复杂的市场的风险）。[7]


  企业规模和破坏性技术变革中的领先地位


  尽管有证据表明，率先进行破坏性创新可以给企业带来诸多好处，但如本书前4章所述，成熟企业通常无法在这种类型的创新中占得先机。成熟企业会受制于客户，而理性、运行良好的资源分配流程又妨碍了它们对破坏性技术进行商业化推广。在成熟企业力图维持企业增长率的过程中，另外一个会对它们造成严重影响的因素就是，企业发展得越大、越成功，就越难以找到理由在市场发展的早期进入新兴市场，而上述证据表明，此时进入市场对于企业今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好的管理者需要不断推动企业向前发展，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增长率会对企业的股价产生重大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企业的股价代表了一些市场预测的企业未来赢利流的贴现现值，然后股价的水平（不管是上涨还是下跌）会受到预期赢利增长率变化的影响。[8]换句话说，如果一家公司的当前股价是基于市场预测的20%的增长率计算得出，而在市场对该公司增长率的预测之后下调至15%，那么该公司的股价可能会下跌，即使它的收入和赢利仍将以较快的速度实现增长。走势强劲并且不断上涨的股价，定然能使企业以更优惠的条件获得资本；心满意足的投资者可以说是企业非常宝贵的财富。


  不断上涨的股价，使得优先认股权计划成为向有价值的员工发放奖励的一种较为节省成本的方式。当股价停滞或下跌时，优先认股权也就失去了它的价值。此外，企业的发展也为表现较好的员工获得更大的职业发展空间提供了机遇。企业在停止增长时，将开始流失它们最重要的人才资源，因为那些最有发展前途的未来企业领导将因此认为，企业已无法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发展机遇。


  最后，有大量证据表明，相比增长陷入停滞的企业，增长型企业的新产品和流程技术开发项目更容易获得投资。


  不幸的是，逐渐发展壮大的成功企业发现，维持企业增长率的难度变得越来越大。算法很简单：一家市值4亿美元的企业如果需要达到20%的增长率才能实现赢利，维持股价和企业的活力，那它就需要在第1年增加8 000万美元的收入，在第2年增加9 600万美元的收入，以此类推；而一家市值40亿美元的企业要实现20%的增长率，就需要在第1年增加8亿美元的收入，在第2年增加9.6亿美元的收入，以此类推。


  对于面临破坏性技术的大企业来说，这个问题尤为棘手。破坏性技术会催生新的市场，而没有任何一个新兴市场的规模能达到8亿美元。但对新兴企业来说，正是在新兴市场规模较小，也就是在它对希望大幅提高收入水平的大型企业最不具吸引力的时候，进入这一市场的战略决策才具有如此至关重要的作用。


  那么在面临破坏性技术变革时，大型成功企业的管理者应如何应对市场规模与企业增长率这些现实问题呢？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过程中，我发现了3种应对之策：


  
    1. 试图改变新兴市场的增长率，使这个市场变得规模足够大，发展足够迅猛，能对大型企业的利润和收入增长轨道产生足够的影响；


    2. 等到市场已经出现，并且市场定位变得更加清晰，然后在市场“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再进入；


    3. 将对破坏性技术进行商业化推广的职责交给规模足够小的机构，而且这些机构的表现从一开始就会受到破坏性业务的收入、利润和少量订单的重大影响。

  


  正如下列案例研究所示，前两种方法存在很多的问题。第3种方法也有一些缺陷，但显然有更多证据表明这种方法更加行之有效。


  案例研究：推动新兴市场的增长率


  苹果公司较早进入手提电脑或PDA市场的经历，有助于我们理解大企业在小市场面临的诸多困难。


  苹果公司于1976年推出了苹果一号（Apple I），它最多只能算是一种功能有限的初级产品，苹果公司在从市场撤下Apple I之前总共只卖出了200台（售价为666美元）电脑。但Apple I并没有给苹果公司带来严重的财务危机，因为苹果公司在研发上的成本并不算高，而且不论是苹果公司还是它的客户，都从中学到了更多关于如何使用台式个人电脑的经验。苹果公司在总结开发Apple I的经验教训后，于1977年推出了苹果二号（Apple II）电脑，并大获成功。苹果公司在Apple II上市后的头两年就卖出了43 000台电脑，Apple II的成功也一举奠定了苹果公司在个人电脑行业的领先地位。借助Apple II大获成功的东风，苹果公司于1980年成功上市。


  在推出Apple II电脑10年后，苹果公司已成长为一家市值达50亿美元的企业。像所有的成功大企业一样，苹果公司也发现，为了保持其股票价值和企业活力，它每年都需要大幅提高收入水平。20世纪90年代初，新兴的PDA市场逐渐显现出了增长潜力。从很多方面来看，此次机遇都与1978年Apple II的上市给计算机行业带来的变化（推动了个人电脑行业的形成）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对于苹果公司来说，这可谓是一个天赐良机，因为苹果公司独特的设计优势主要表现在它的用户友好型产品中，而用户友好型和便捷性正好构成了PDA的理念基础。


  那么苹果公司是如何利用这一机遇的呢？答案是主动出击。苹果投资了数百万美元来开发PDA产品，并将它命名为“牛顿”（Newton）。苹果公司通过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市场研究确定了牛顿产品的特色；还利用了各种类型的跟踪调研小组和调查，来判断客户希望产品具有什么样的特色。PDA具有计算机破坏性技术的许多特点。苹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约翰·斯卡利认识到了可能会发生的问题，因此他将牛顿产品的研发列为他个人的首选项目，并开始大规模地推广这种产品，以确保这个项目获得所需的技术和资金资源。


  苹果公司在1993年和1994年（也就是在新产品上市后的头两年）卖出了14万台牛顿PDA。当然，当时大多数观察家认为牛顿PDA是个失败的产品。从技术上说，它的手写识别能力令人失望，而它的无线通信技术又大大增加了它的成本。但最糟糕的是，虽然斯卡利公开表示牛顿PDA是延续公司增长趋势的关键性产品，但牛顿PDA第一年的销售额只占苹果公司总收入的约1%。尽管付出了所有这些努力，牛顿PDA产品仍未给苹果公司带来所期望的新增长空间。


  但牛顿PDA是否真是一个失败的项目呢？牛顿PDA进入手提电脑市场的时机，与Apple II进入台式计算机市场的时机类似。它是一种创造市场型的破坏性产品，针对的目标用户尚不明确，他们的需求无论是对他们自己还是对苹果公司来说都是一个未知数。以这个标准来看，牛顿PDA的销售量应该好于苹果公司管理层的预期，它在上市后头两年内的销量是Apple II的3倍多。在1979年，对于当时规模尚小的苹果公司来说，4 3000台的销量就已经可以看作是争取上市资格的一次重大胜利。但到了1994年，对于已经发展为行业巨头的苹果公司来说，牛顿PDA 14万台的销量却只能被视为失败。


  正如我在第7章即将谈到的那样，破坏性技术经常导致一些之前不可能发生的情况最终发生。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破坏性技术刚刚出现时，不管是制造商还是客户都不知道如何使用这些产品，或者是为什么要使用这些产品，因此也不知道哪些具体的产品特色最后会受到重视，哪些不会受到重视。构建这样的市场就是一个客户和制造商共同发现的过程，而这需要时间。例如，在苹果公司开发台式计算机的过程中，Apple I以失败告终，首款Apple II的销量较为平淡，Apple II+则获得了成功。Apple III由于质量问题被市场抛弃，而Lisa电脑也遭遇了失败。前两代Macintosh电脑同样举步维艰，直到推出第三代Macintosh电脑，苹果公司及其客户才最终找到了成功的秘诀：便捷、用户友好型计算机使用标准——计算机行业的其他企业最终都采用了这一标准。


  但在开发牛顿PDA产品时，苹果公司过于急切地希望缩短确定最终产品和市场相互匹配的流程。它假定客户了解自己需要什么，而且会花费大量的金钱寻找他们自己想要的东西。（在下一章，我将谈到这个假设是错误的。）然后，为了给客户提供他们认为客户想要的东西，苹果公司不得不在一个新兴产业中承担延续性技术领先者这样一个不确定的角色，花费巨资来开发当时最先进的移动数据通信和手写识别技术，而且到最后，它还投入了大量资金来向客户推销自己设计的产品。


  由于新兴市场的规模较小，因此参与新兴市场竞争的机构必须能以较小的规模实现赢利。这一点至关重要，原因是，被认为具有赢利能力并且获得了成功的组织和项目，能够继续从它们的母公司和资本市场吸引资金和人力资源，而被认定为失败的提案则很难再获得资金和人员的青睐。不幸的是，由于苹果公司为加速PDA市场的形成在牛顿PDA产品上投入了巨额资金，公司已很难再获得具有吸引力的回报率。因此，市场普遍认为牛顿PDA是一个失败的产品。


  就像大多数商业失败案例一样，事后人们找出了苹果公司在牛顿PDA项目上所犯下的各种错误。但我们认为，导致苹果公司在这个项目上遭遇失败的根本原因并不是管理不当。公司高管的行为揭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小市场并不能满足大机构的短期增长需求。


  案例研究：等到市场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再进入


  许多大企业应对破坏性技术陷阱的第2种方式是，等到新兴市场“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再进入，有时这种策略的确行之有效，IBM公司选择在1981年进入台式个人电脑市场便是其中一个成功范例。但这是一个颇具迷惑性的逻辑，而且最终可能引火烧身，因为创造了新市场的企业通常也培养出了与这些市场的要求密切吻合的能力，而且这些能力是后来进入市场的企业难以成功复制的。下面我将用硬盘行业的两个案例来阐述这一问题。


  在于1978年进入微型计算机领域之后，Priam公司便逐渐发展为8英寸硬盘市场的领先制造商，并逐步具备了每两年向市场推出一款新型硬盘产品的能力。Priam公司这一推出新产品的频率与它的客户（微型计算机制造商）一致，后者也是以两年为一个周期来向市场推出新产品的。


  希捷公司在1980年向新兴台式计算机市场推出了它的第一款5.25英寸硬盘。相比Priam公司销往微型计算机市场的硬盘的性能，5.25英寸硬盘的速度较慢，并且具有市场破坏性。但到1983年，希捷和其他率先应用破坏性5.25英寸技术的公司，已经在台式计算机市场形成了每年推出一款新产品的能力。由于希捷和Priam公司在每一代新产品上实现的改善幅度非常相近，具备每年推出一代新产品能力的希捷公司，很快便弥补了它与Priam公司之间存在的性能差距。


  Priam公司在1982年推出了它的第一款5.25英寸硬盘。但它在此之后推出5.25英寸硬盘产品的周期还是两年，这还是它在微型计算机市场上发展的，每两年推出一款新产品的能力——而不是参与台式计算机市场竞争所需要的，每年推出一款新产品的能力。因此，Priam公司从来没有从台式计算机制造商那里得到过一份大订单，因为它的新产品自始至终都无法达到台式计算机制造商的设计要求。而希捷公司则由于采取了更多更具远见的措施（相比Priam公司），成功地弥补了它们之间的性能缺口。Priam公司于1990年关门歇业。


  第2个实例发生在下一代破坏性产品上。希捷公司在1984年成为业内第2家成功开发出3.5英寸硬盘的企业。分析人士当时猜测希捷公司最快可能会在1985年推出3.5英寸硬盘；而希捷公司也确实在1985年秋季的世界计算机分销商展览会上展示了10MB产品的样机。但到1986年年底，希捷公司还未推出3.5英寸硬盘，对此，希捷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艾伦·舒加特解释说：“截至目前，这个市场还不够大。”1987年，当3.5英寸硬盘市场的销售额已达到16亿美元，并已“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希捷公司最终推出了自己的3.5英寸硬盘产品。但到1991年，尽管希捷公司已经销售了大量的3.5英寸硬盘，但它对便携式计算机制造商的销售量却几乎为零，它所有型号的产品全部销往台式计算机市场，从而以防御性的姿态逐渐蚕食了它的5.25英寸硬盘的销量。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


  造成这种现象的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康诺公司从根本上改变了硬盘制造商进入便携式计算机市场的游戏规则——康诺公司率先将3.5英寸硬盘销往便携式计算机市场，并保持了它在这一市场上的领先地位。正如一名康诺公司的高管所描述的那样：


  
    从OEM硬盘产业诞生时开始，产品研发一直是经以下3个步骤依次展开：首先是设计硬盘产品；然后是生产硬盘产品；再后来是销售硬盘产品。我们改变了这3个步骤的顺序：我们首先销售硬盘；然后我们设计硬盘；最后我们再生产硬盘。[9]

  


  换句话说，康诺公司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硬盘销售模式——为便携式计算机市场上的主要客户提供客户定制服务，并且相应地完善了适宜于这种模式的市场营销、工程管理和制造流程。康诺公司的另一名高管表示：“希捷公司从未弄清楚应该怎样在便携式计算机市场销售硬盘产品。它们从未发现其中的窍门。”[10]


  案例研究：让小机构去利用小机遇


  每一种创新过程都是艰难的。但当项目实施机构内的大多数人员都在不断地询问为什么要开展这个项目时，实行创新项目的难度又将被无限扩大。只有那些能够解决重要客户的需求，能对机构的赢利和增长需求产生有利影响，而且参与其中能够提高有能力的员工的职业发展前景的项目，才能得到机构内工作人员的理解和支持。当项目不具备这些特点时，管理者就需要花费巨大的时间和精力来解释为什么该项目需要这些资源，因此他们也无法有效地管理这一项目。在这种情况下，最优秀的员工一般都不希望与这种项目发生关联。而且，当情况恶化时，被认为无关紧要的项目将首先被取消或推迟。


  因此，当管理层能确保，参与其中的人员都认为项目的实施将对机构未来的发展，以及赢利的实现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时，该项目获得成功的概率也将大大增加。在这些情况下，当不可避免地发生低于预期的状况、不可预知的困难和工作进度的延迟时，机构也更有可能找到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大企业基本上不会将在小型新兴市场开发破坏性技术的项目，视为企业成功与否的关键。对大企业而言，与其不断地试图说服和提醒每个人，小型破坏性技术可能会在未来某个时候发展成一项关键性技术，或者至少发展为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技术，不如让规模足够小、足以为尚处于萌芽阶段的破坏性技术所带来的机遇而欢欣鼓舞的机构，来负责项目的实施。具体方法可以是建立一个独立的分拆机构，也可以是收购一家与破坏性市场规模相匹配的小企业。指望那些希望在大企业一展宏图的员工全力支持（包括利用他们所掌握的资源，并付出巨大的时间和精力）规模较小、市场定位不明确的破坏性项目，无异于古人手缚羽翼、挥动翅膀的飞行痴梦。


  商业界有很多使用这种方法取得成功的范例。例如，Control Data公司本来已经完全错过了8英寸硬盘带来的发展机遇，但它在俄克拉荷马市专门成立了一个团队来开发5.25英寸硬盘。除需要远离主流客户的影响这一因素外，Control Data公司还明确希望创立一家规模与市场发展机遇相匹配的机构。公司的一名经理回忆说：“我们需要一个能为5万美元的订单而欢呼雀跃的机构。在明尼阿波利斯（该部门通过在大型计算机市场销售14英寸硬盘，而为公司贡献了近10亿美元的收入），你至少需要拿到100万美元的订单才能引起别人的注意。”事实证明，该公司在俄克拉荷马市的项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另外一种使机构规模与市场规模相匹配的方式就是，收购一家专门用来发展破坏性技术的小型企业，这也就是艾伦–布拉德利公司（Allen Bradley Company）从生产机械电机控制器成功过渡到生产具有市场破坏性的电子电机控制器时所采取的战略。


  在数十年的时间里，位于密尔沃基的艾伦–布拉德利公司都是电机控制行业无可争议的龙头企业，它主要生产复杂的重型开关（这种开关能够控制大型电机，并在电压超负荷和电流猛增时起到保护电机的作用）。艾伦–布拉德利公司的主要客户是机床和起重机制造商，以及负责为工业用和商业用采暖、通风与空调（HVAC）系统安装风扇和泵的生产商。电机控制器是一种机电设备，其运行原理与家用电灯开关类似，只是规模要大很多。在较为复杂的机床和HVAC系统中，电机及其控制器通常通过机电继电器开关被连接在一起，按特定的顺序并在特定的条件下打开和关闭电机。鉴于它们所控制的设备的价值和设备发生故障后带来的高昂成本，控制器需要结实、耐用，能开闭几百万次，并能防震、防尘（这是由控制器的工作环境所决定的）。


  1968年，一家创业企业莫迪康公司（Modicon）开始销售电子可编程电机控制器。从机电控制器主流用户的角度看，这是一种破坏性技术。德州仪器公司（TI）紧跟莫迪康公司推出了自己的电子控制器。由于早期的电子控制器无法像艾伦–布拉德利生产的控制器那样，在恶劣环境下也具有很强的耐用性，莫迪康公司和德州仪器公司均未能打开主流机床制造商和HVAC承建商市场。由于该类产品的性能指标是由主流制造商确立的，而且电子产品的性能不如传统控制器，因此几乎没有几家主流客户需要用到电子控制器提供的可编程功能。


  因此莫迪康公司和德州仪器公司被迫为它们的可编程电机控制器开发一个新的市场——工厂自动化市场。这个新兴市场所针对的客户不是制造商，而是刚刚开始尝试组装自动化生产设备零件的设备用户，例如福特和通用汽车。


  在5家领先的机电电机控制器制造商［艾伦–布拉德利公司、Square D公司、卡特拉–汉莫公司（Cutler Hammer）、通用电气公司和西屋电气公司（Westinghouse）］中，只有艾伦–布拉德利公司在可编程电机控制器改善了耐用性，并开始侵入核心电机控制器市场时，保住了自身在市场上的优势地位。艾伦–布拉德利公司仅落后莫迪康公司两年进入电子控制器市场，却在短短数年内便确立了它的市场领先地位，甚至还保持了在传统机电产品中的优势地位。随后，艾伦–布拉德利公司将自己转变为工厂自动化电子控制器的主要供应商。而其他4家企业很晚才推出自己的电子控制器产品，而且之后要么退出了控制器市场，要么其市场地位每况愈下。从技术能力角度来看，这结果令人颇感意外，因为当时通用电气公司和西屋电气公司在微电子技术方面的专业能力，要远远高于没有任何微电子技术系统化应用经验的艾伦–布拉德利公司。


  那么艾伦–布拉德利公司采取了什么与众不同的措施呢？在1969年，也就是在莫迪康公司进入电子控制器市场的1年后，艾伦–布拉德利公司的管理层收购了信息仪器公司（Information Instruments, Inc.,）（一家位于密歇根州安娜堡的刚刚起步的可编程控制器制造商）25%的股份。第2年，该公司又收购了邦克–拉莫公司（Bunker–Ramo）新成立的一个负责可编程电子控制器及其新兴市场的部门。艾伦–布拉德利公司将收购后的企业合并为一个部门，其运转流程完全独立于位于密尔沃基的主流机电产品业务部门。后来，随着企业内部不同部门的相互竞争，电子产品蚕食了机电控制器业务。与之相反，其他4家企业都由主流机电部门来负责管理其电子控制器业务，而机电产品的客户起初并不需要或不想使用电子控制器产品。因此，这4家企业都未能在新技术领域抢占足够的市场份额。


  强生公司采取了一种类似于艾伦–布拉德利公司的策略，从而极为成功地应对了破坏性技术（例如内窥镜外科设备和可抛式隐形眼镜）带来的挑战。尽管强生公司的总收入超过了200亿美元，但该公司旗下汇聚了160家独立运作的企业，这其中既有像麦克尼尔公司（MacNeil）和杨森制药公司这样的大型企业，也包括年收入不到2 000万美元的小公司。强生公司的战略是通过专门收购规模非常小的企业，来开发采用了破坏性技术的产品。


  小结


  追求增长和竞争优势的管理者不必在业务的各个方面都争当领先者。实际上，有大量证据表明，在延续性变革中，专注于扩展传统技术的性能，并选择在新的延续性技术出现时充当追随者的企业，也能继续保持其领先地位和竞争优势。但在破坏性技术变革中，情况则大不相同。在破坏性技术刚刚出现时，率先进入这些新兴市场的企业将赢得巨大的回报，并建立起明显的先发优势。引领破坏性技术商业化潮流的硬盘制造商所实现的增长率，就要远远高于在破坏性技术变革中处于追随者地位的企业。


  尽管有证据表明，率先进行破坏性技术的商业化推广至关重要，但成功的大型创新企业却在争取领先地位的过程中，陷入了一个千回百转的迷局。除了要应对当前客户的影响（这部分内容已在第1章进行了探讨）外，增长导向型大型企业还必须面对小市场无法解决大机构的短期增长需求这一难题。所有由破坏性技术催生的市场在最开始时的规模都很小，领先企业在这些市场上接到的第一笔订单也都是小订单，培育了这些新兴市场的企业所建立的成本结构也必须能使企业以很小的规模实现赢利。所有这些因素都要求企业采取措施，将商业开发破坏性创新项目的职责交由小型机构，因为这些小机构会把这些项目视为通往增长与成功的必经之路，而不是企业主流业务之外一个可有可无的鸡肋。


  当然这种提法并不新鲜；许多管理学学者也认为，小型化和独立性在创新中反而具备某些优势。我们希望第5章和第6章能为读者提供更多的启示，以便读者更深层次地了解在哪些情况下适宜采取这一策略。


  
    [1] 但我认为，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引领延续性技术也是至关重要的。在一次私人谈话中，金·克拉克教授指出这些情况通常发生在“刀锋”行业，即竞争基础简单、单一，且几乎不允许犯错的行业。照相平版印刷光刻机（PLA）行业就是这样一个刀锋行业。在这个案例中，面临延续性技术变革的光刻机制造商一旦在技术上处于落后位置，就将遭遇失败，因为PLA行业竞争的基础非常直接（虽然产品本身非常复杂）：产品必须在硅片上实现最窄的线宽，否则就没有人愿意购买这种产品。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是，PLA的客户——集成电路制造商必须使用速度最快、性能最高的PLA设备，否则就无法在集成电路市场保持竞争力。刀锋的存在是因为产品的功能就是竞争唯一的基础，PLA制造商要么从这一面迅速找到通往成功的阶梯，要么从另一面坠入失败的深渊。显然，这样的刀锋情况使得引领延续性技术变得非常重要。


    但在其他大多数延续性创新情况中，领先地位并不是那么关键。这种更加普遍的情况就是理查德·罗森布鲁姆的研究主题（他的研究课题是国家现金出纳机公司从机电到电子技术的转变）。在这个案例中，国家现金出纳机公司（NCR）很晚才开发和推出自己的电子现金出纳机产品。由于采用新技术的时间太晚，有一整年（20世纪80年代早期）它的新型现金出纳机的销售额实际上几乎降到了零。尽管如此，由于NCR具有很强的现场服务能力，它通过提供安装服务为研发和推广电子现金出纳机争取了一年时间。然后，NCR利用品牌优势和现场销售服务迅速重新夺回了它的市场份额。


    虽然现金出纳机的结构要比PLA简单，但我认为，现金出纳机市场非常复杂，其中存在多种竞争基础，因此也存在多种生存方式。一般来说，市场越复杂，引领延续性技术创新就越不重要。领先地位只有在应对刀锋市场的竞争或破坏性技术时才能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对于金·克拉克和罗伯特·海耶斯在此问题上所作的贡献，我深表感激。

  


  
    [2] 为了便于分析，如果某项技术出现的时间不到两年（从全球某家企业在其生产和出售的某种产品中首次使用该项技术的时间开始算起），或者即便这项技术已经出现两年，但只有不到20%的硬盘制造商曾在它们的某种产品中使用过这项技术，那么这项技术将被划分为“新型或未经检验的”技术。

  


  
    [3] 在这一分析中，新兴市场或价值网络指的是首个硬盘产品首次应用到相关级别的计算机中的时间不到（含）两年的市场或价值网络；成熟市场或价值网络指的是距离首个硬盘产品首次使用的时间超过两年的市场或价值网络。

  


  
    [4] 在硬盘行业，通过收购进入市场的情况非常罕见。施乐公司就是通过收购Diablo公司、世纪数据公司（Century Data）和舒加特联合公司实施了这一战略。但这些公司在收购完成后的表现非常糟糕，此后极少有其他企业再效仿施乐。除施乐公司外，唯一一个通过收购进入硬盘行业的实例是西部数据公司（一家控制器制造商）对Tandon公司的收购。在施乐公司和西部数据公司的案例中，它们收购的企业所采取的市场进入策略显示在了表6.1中。同样，在表6.1中，Plus开发公司被划分为一家独立的创业型企业。

  


  
    [5] 图表中统计的数据可能有利于风险资本投资者对投资方案的风险级别做出一般性判断。表中的数据表明，计划对延续性技术进行商业性开发的创业型企业获得成功的概率要远远低于计划利用经过检验的技术来破坏成熟行业（破坏成熟行业的途径就是创造出性能更简单、质量更可靠和使用更便捷的产品）的创业型企业。行业成熟企业总是能够主动地调动各种资源来追赶各种延续性技术突破，但在实施破坏性技术提案时却总是遭遇巨大的阻力。

  


  
    [6] 不是所有的小型新兴市场最后都能发展为大型市场。例如，可移动磁盘模块市场在10余年的时间里一直只是一个小市场，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开始发展到一定的规模。文中的这一结论——在新兴市场获得成功的概率更高，针对的是总体情况，而非所有情况。

  


  
    [7] 风险投资人经常提到这个概念，即企业不应冒险在两个市场对两种技术同时进行创新。

  


  
    [8] 金融分析师用来预测股价的最简单公式就是P=D/（C–G），其中P=每股股价，D=每股股息，C=企业的资本成本，G=预计的长期增长率。

  


  
    [9] 源自1991年11月19日与康诺外部设备公司董事会副主席威廉·施罗德的一次私人访谈。

  


  
    [10] 源自1992年4月27日与康诺外部设备公司联合创始人兼副总裁约翰·斯夸尔斯的一次私人访谈。

  


  第7章

  发现新的市场


  
    尚不存在的市场是无法分析的，因此，管理者为应对破坏性技术变革而采取的战略和计划应该是有关学习和发现的计划，而不是事关执行的计划。

  


  你无法对尚不存在的市场进行分析——供应商和客户应一同来探索这些未知市场。在开发破坏性技术时，破坏性技术的市场应用领域不仅是未知的，还是不可知的。因此，管理者为应对破坏性技术变革而采取的战略和计划应该是有关学习和发现的计划，而不是事关执行的计划。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自认为通晓市场未来的管理者，其所采取的规划和投资策略，与那些承认发展中市场充满不确定性的管理者所采取的策略，存在很大的区别。


  大多数管理者都是在延续性技术环境下形成了自己的创新理念的，因为成熟企业开发的大多数技术在本质上都属于延续性技术。根据定义，延续性创新针对的是能基本掌握客户需求的已知市场。在这种环境下，有计划地研究评估、开发和营销创新产品的方法不仅是可行的，而且还是取得成功的关键。


  但是这意味着，在成功的企业中，最优秀的管理人员所具备的创新管理经验并不涉及破坏性技术。例如，大多数市场营销人员在大学里和工作岗位上被反复灌输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要倾听客户的意见，但几乎没有营销人员接受过关于如何发现尚不存在的市场的理论或实践培训。这种不平衡的营销经验所带来的问题就是，如果在应对破坏性技术时，将“延续性创新学校”学到的分析和决策流程付诸实践，则可能会给企业带来毁灭性的影响。这些流程需要在市场尚不存在时就提供较为准确的量化信息，在收入或成本都是个未知数时就对财务收益率进行精确的预测，在尚无法制订详细的计划和预算时就根据空中楼阁般的计划和预算来进行管理。应用不恰当的市场营销、投资和管理流程，可能会使好的企业丧失创造新市场（首先使用破坏性技术的市场）的能力。


  在本章，我们将看到，硬盘行业的专家能够非常准确地预测延续性技术市场，但在洞察破坏性创新催生的市场的出现，预测这个新市场的规模方面却存在很大的困难。摩托车和微处理器行业的历史进一步表明，在破坏性技术催生的新兴市场中，其应用领域还存在不确定性，即使是那些现在看来很明显的应用领域也是如此。


  对延续性技术和破坏性技术市场的预测


  从硬盘产品最早出现时开始，人们就可以了解到有关硬盘行业市场的海量信息，这就是硬盘行业的研究能给人带来很多启示的主要原因。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山景城的磁盘/趋势公司每年都会发布一份《磁盘/趋势报告》，里面列举了全球所有企业从1975年至今，每年上市的每一种硬盘产品的型号。这份报告显示了每种型号的硬盘首次上市的时间，列明了硬盘的性能规格，并详细说明了其所采用的组件技术。此外，全球每一家制造商都会向磁盘/趋势公司提供它们销售的产品的型号，包括有关客户购买的硬盘类型方面的信息。《磁盘/趋势报告》的编辑会整理这些数据，以得出各个狭义上的市场部门的规模，并公布市场主要竞争企业所占的市场份额列表（会注意防止泄露各公司的专有数据）。硬盘行业的制造商发现这份报告具有极高的价值，因此，所有的制造商都继续向磁盘/趋势公司分享它们的专有数据。


  每一版《磁盘/趋势报告》都会公布过去一年每个市场部门的实际设备销售量和销售额（计价单位为美元），并会对每一类产品未来4年的销售进行展望。鉴于该报告在数据来源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可获得20年内的行业数据），读者可通过不断演变的行业历史来检测《磁盘/趋势报告》过去所作预测的准确性。总体来说，这份报告对成熟市场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非常准确，但似乎总是无法准确地预测破坏性硬盘技术催生的新市场的规模。


  
    [image: ]

    图7.1 首款新型硬盘上市后的前4年：延续性技术与破坏性技术的比较


    资料来源：《磁盘/趋势报告》各期公布的数据

  


  图7.1显示了每一种新型硬盘上市后，《磁盘/趋势报告》对它们头4年的销售总量的预测，并将这一预测与这4年实际实现的销售总量进行比较。根据这一比较，我们可以大致得出以上结论。为了便于比较，表示预测销售量的柱状图的高度将转化为较为普遍的百位数值，而表示实际销售量的柱状图则用相对于预测数据的百分比来表示。在《磁盘/趋势报告》预测的5种新型硬盘中，14英寸温切斯特硬盘和2.5英寸硬盘属于延续性创新，因为这些产品与上一代硬盘一样是销往同一个价值网络。其他3种硬盘（5.25英寸、3.5英寸和1.8英寸硬盘）都属于推动了新价值网络产生的破坏性创新。（《磁盘/趋势报告》没有单独发布对8英寸硬盘的预测。）


  需要注意的是，《磁盘/趋势报告》对延续性的2.5英寸硬盘和14英寸温切斯特硬盘的预测，与行业实际销售数据的误差分别在8%和7%以内；但对5.25英寸、3.5英寸和1.8英寸硬盘的预测，却与实际数据分别相差了265%、35%（实际上是个非常接近的值）和550%。需要特别指出的是，1.8英寸硬盘（《磁盘/趋势报告》对这种型号硬盘的预测与实际数据相差甚远）是第一代主要应用领域非计算机市场的硬盘产品。


  《磁盘/趋势报告》的工作人员采用预测延续性结构的方法来预测破坏性技术：采访主要客户和行业专家，进行趋势分析，建立经济模型等。这种方法能够准确地预测延续性技术，但在运用到尚不存在的市场或应用领域时，却遭遇了重大的失败。


  为惠普公司的1.3英寸Kittyhawk硬盘寻找市场


  延续性和破坏性技术在可预见性上的差异，对惠普公司具有革命性和突破性的1.3英寸Kittyhawk硬盘市场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91年，惠普公司位于爱达荷州博伊西的磁盘存储部（DMD）为母公司（当时市值200亿美元）创造了约6亿美元的收入。那一年，DMD的团队开发出了一种1.3英寸、20MB的硬盘，并将这种微型硬盘的代码命名为Kittyhawk。对惠普公司来说，这确实是一个突破性项目。之前DMD制造的最小的硬盘是3.5英寸的，而且DMD几乎是行业内最后一个推出3.5英寸硬盘的公司。1.3英寸的Kittyhawk硬盘是惠普公司取得的一次重大飞跃，而且最重要的是，这是惠普公司首次尝试引领破坏性技术。


  为了让这个项目能在一个拥有雄心勃勃的增长计划的机构内得以安身立命，惠普公司的高管要求Kittyhawk的收入必须在3年内达到1.5亿美元。但幸运的是，一个巨大的微型硬盘市场正在前方等待着Kittyhawk项目的支持者去发掘，这就是便携式掌上电脑或PDA市场。在进行了相关市场预测后，Kittyhawk项目的发起人认为，他们可以达到公司为其设定的收入目标。他们咨询了一家市场研究公司，这家公司进一步证实了惠普公司的想法，即Kittyhawk的市场潜力巨大。


  惠普公司的营销人员与计算机行业主要企业（例如，摩托罗拉、ATT、IBM、苹果、微软、英特尔、NCR），以及一些不太知名的创业公司的高管建立了非常良好的关系。所有这些高管都对PDA市场的开发投入了巨额资金。其中许多产品的设计都能看到Kittyhawk的影子，而Kittyhawk的设计也反映了这些客户（经过充分市场调研后得出）的需求。


  Kittyhawk团队总结说，开发一种能够满足这些客户需求的硬盘将是一件虽然很难，但技术上可行的任务。他们花费了12个月的时间来开发这种微型硬盘，结果令人欣喜（如图7.2所示）。第1种型号产品的容量为20MB；第2种型号产品于1年后推出，容量为40MB。为了满足目标市场对PDA和电子笔记本耐用性的要求，Kittyhawk安装了一种碰撞传感器，功能相当于汽车使用的气囊碰撞传感器，这样机器即使从3英尺高的地方落在水泥地面上也不会损失数据。惠普公司最初对Kittyhawk的定价是每件250美元。


  
    [image: ]

    图7.2 惠普的Kittyhawk硬盘


    资料来源：惠普公司。经核准后使用

  


  尽管Kittyhawk的技术开发是按计划进行的，但公司对应用领域的开发却不尽然。PDA市场未能发展到很大的规模，因为苹果公司的牛顿PDA及其他竞争产品的销售都低于预期。这一结果令许多计算机行业的专家感到意外，而惠普公司的营销人员正是在向这些专家征求意见时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在市场开发的前两年，Kittyhawk只实现了预计销售量的一小部分。创业型企业和风险投资家可能会对这个销售量感到满意，但对于惠普公司的管理层来说，这个销售量远远低于预期，而且根本无法满足DMD对于增长和扩大市场份额的需求。更加令人意外的是，对Kittyhawk的销售量贡献最大的应用领域根本不在计算机行业，而在于日语便携式文字处理器、迷你现金出纳机、电子摄影机和工业用扫描器上，而这些应用领域均未出现在Kittyhawk的原始市场营销计划中。


  更加令人失望的是，就在Kittyhawk上市两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时，一些大型游戏机系统制造商询问惠普公司的市场营销人员，惠普公司是否能够以更低的价格生产另一种型号的Kittyhawk，如果可以的话，它们计划购买大量的Kittyhawk硬盘。在过去两年，这些企业一直在关注Kittyhawk产品，它们表示，它们花了很长时间才弄清楚这么小的存储设备的用途。


  从很大程度上说，惠普公司设计的Kittyhawk硬盘是对移动计算机技术的一次延续性创新。在移动计算机应用领域看重的许多指标上（即体积小、重量轻、能耗低、耐用性好），Kittyhawk都相当于对之前的2.5英寸硬盘和1.8英寸硬盘作了非持续性的延续性改进。只有容量（惠普在这方面走了极端）是Kittyhawk的一大缺陷。但Kittyhawk产品最终接到的大量咨询和订单都属于真正的破坏性产品，有些产品的定价为每件50美元，而且功能有限。对于这些应用领域，10MB是最为理想的容量。


  不幸的是，由于惠普公司对Kittyhawk硬盘的定位是成本高昂的PDA市场，而不是将其作为真正的破坏性产品而设计，因此，它无法接受家用游戏机制造商提出的价格。由于已经投入了大量资金以达到原来为PDA应用领域设定的目标，惠普公司的管理层已经失去了耐心，而且也没有资金来重新设计一种更为简单的、一般化的1.3英寸硬盘，来满足最终浮出水面的新应用领域的需求。最后，惠普公司在1994年年底从市场撤回了Kittyhawk产品。


  惠普公司的项目经理后来承认，他们在管理Kittyhawk提案时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就是想当然地认为他们对市场的预测是正确的，而不是假定预测是错误的。他们按照对PDA市场的销量预测大举投资生产能力建设，并在对PDA市场进行详尽的调查后，融入了他们认为将对提高市场接受度起着关键作用的设计特点（例如碰撞传感器）。这样的规划和投资是在延续性技术变革中取得成功的关键，但惠普公司的项目经理在反思后认为，这种策略对于像Kittyhawk这样的破坏性产品并不适用。如果有机会重新再来，他们会先假定，无论是他们自己或是其他任何人，谁都无法确定客户想要什么，或者产品销量能达到多少。这种策略将推动他们采取更具探索性、更加灵活的产品设计和生产能力投资方法；如果再有一次机会，他们会在市场上摸着石头过河，预留足够的资源，以备在必要时根据他们已经了解到的情况重新调整项目的发展方向。


  当然，惠普公司的硬盘生产部门并不是唯一一个想当然地认为自己了解破坏性技术市场的制造商。这种情况在大型企业中非常普遍（如以下案例所述）。


  本田公司对北美摩托车行业的冲击


  本田公司成功地冲击并主导北美和欧洲摩托车市场的经验，这经常被引用为清晰的战略思维与积极、统一的战略执行完美结合的范例。本田公司主动采取了一种基于经验曲线的生产战略——降低价格，增加产量，大幅削减成本，进一步降低价格，进一步削减成本，并在摩托车市场建立了不可动摇的基本产量的低成本制造优势。然后，该公司凭借这一优势开始逐渐向高端市场转移，并最终将几乎所有的知名摩托车制造商淘汰出摩托车市场，即便是硕果仅存的哈雷公司和宝马公司也在与本田公司的竞争中元气大伤。丰田公司将生产上的优势与合理的产品设计、极具创意的广告和一个便捷、覆盖范围极广的分销和零售网（主要针对业余自行车运动爱好者，这也是本田公司的核心客户基础）结合起来。从这个角度来看，本田公司的历史就是一部所有管理者都曾梦想过的，有关战略决策和经营业绩的成功史。但时任业务经理的本田公司员工，却对我们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版本的本田公司成功史。


  在日本战后重建，国家一贫如洗的年代，本田公司成长为一家生产小型、耐用型摩托车的供应商。这种产品的主要客户是拥堵的城市地区的经销商和零售商，他们利用这种摩托车来向当地客户运送一些体积较小的货物。本田公司在为这种摩托车设计小型、高效发动机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在日本市场的年销售量从最初（1949年）的1 200辆上升至1959年的285 000辆。


  本田公司的高管希望利用公司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将摩托车出口到北美，但北美市场并不需要在日本大受欢迎的“超级幼兽”（Supercub）送货车。本田公司的研究表明，在美国，摩托车主要作为长途交通工具使用。因此客户对摩托车的体积、功率和速度等产品属性的要求特别高。为此，本田公司的工程师专门为北美市场设计了一种快速、大功率的摩托车。1959年，本田公司派遣了3名员工来到洛杉矶，开始在北美市场推销这种大功率摩托车。为了节省生活成本，三人合租了一间公寓，而且每人都带了一辆“超级幼兽”摩托车，以节省市内的交通费用。


  最开始的市场营销活动开展得很不顺利。除成本外，本田公司的产品无法为潜在的客户提供任何性能优势，而且大多数摩托车经销商都拒绝接受未经市场检验的产品。最后，他们终于成功地说服了一些经销商，并卖出了几百辆摩托车，但却带来了灾难性的结果。事实证明，本田公司的发动机设计并不适用于需要长时间高速行驶的公路摩托车，长时间高速行驶后，这种发动机会裂开，导致漏油，而且离合器也会严重磨损，在日本与洛杉矶之间空运包换摩托车的费用几乎拖垮了整个公司。


  在一个周末，本田公司负责北美业务的主管川崎喜八郎决定骑着他的“超级幼兽”摩托车到洛杉矶东部的山林兜风，以疏解烦闷的心情。在泥路上骑行了一段后，他感觉神清气爽。几周后，他再次来到野外放松心情，后来还邀请他的两位同事和他一起骑着“超级幼兽”到野外放松。周围的邻居和其他人看到他们骑着摩托车在山林中兜风，开始向他们询问在哪儿能买到这种可爱的小摩托车，三人立刻提出帮他们从日本特别订购“超级幼兽”产品。这种摩托车后来被广泛地称为越野轻型摩托车，之后的几年，三人继续骑着“超级幼兽”在山林中舒缓心情。有一次，一名西尔斯公司的采购员希望能够为公司的户外动力设备部门订购“超级幼兽”，但本田公司忽视了此次机遇，并希望继续专注于销售大型、大功率的越野摩托车，而这个战略仍然没有取得成功。


  最后，越来越多的人都希望拥有自己的小型本田“超级幼兽”与他们的朋友一起在野外飙车，这与本田公司美国团队最初预计的市场截然不同。也许在北美存在一个尚未开发的越野娱乐用摩托车市场，而本田的小型50cc“超级幼兽”恰好符合这个市场的要求。经过一番唇枪舌剑的内部辩论后，洛杉矶团队最终说服了在日本的高级管理层。这样，尽管公司的大型摩托车战略注定将以失败告终，但本田公司意外地发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好机遇，并由此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市场领域。


  小型摩托车战略一经正式采纳，洛杉矶团队便发现，在说服经销商销售“超级幼兽”上所面临的挑战，要远远大于说服他们购买大型摩托车。当时市场上没有一家零售商在销售这种类型的产品。最后，他们终于说服了几家体育用品经销商来销售这种类型的摩托车。随着他们成功地打开“超级幼兽”的销路，本田公司极富创新性的经销战略也呼之欲出。


  当时本田公司没有资金进行周密的广告宣传。但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LCA）的一名学生与朋友在野外飙车时，突然想到了一句广告宣传语——“本田好生活”（“You meet the nicest people on a Honda”），并把这句广告语用在了他的广告课程论文里。受到老师的鼓舞，这名学生将这个理念卖给了一家广告机构，然后这家广告机构说服本田公司采用了这条广告语，这为本田公司赢得了一项广告大奖。当然，这些偶然事件的背后，是真正世界级的设计工艺和制造执行系统，正是有了这个坚实的后盾，本田公司才能不断地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量，并得以降低售价。


  本田公司的50cc摩托车对北美市场来说是一种破坏性技术。本田公司的客户在做出购买决定时所依据的产品属性排序，决定了本田公司所建立的价值网络完全有别于哈雷公司、宝马公司和其他传统摩托车制造商参与竞争的成熟价值网络。


  从生产低成本、耐用型摩托车起步，本田公司开始将目光转向高端市场（采用的战略让人联想到本书前几章提到的硬盘、钢铁、挖掘机和零售业新兴企业对高端市场的冲击），并于1970年至1988年，推出了一系列发动机功率更加强大的摩托车。


  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20世纪70年代初，哈雷试图与本田进行正面竞争，它收购了意大利摩托车制造商Aeromecchania公司的小发动机（150cc至300cc）摩托车生产线，以扩展其低端市场。哈雷公司试图通过它的北美经销商网络来销售这种摩托车。尽管本田公司对于小发动机摩托车的生产能力要明显高于哈雷公司，但导致哈雷公司未能在小型摩托车价值网络建立起优势地位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哈雷公司的经销商网络所施加的阻力。经销商在高端摩托车销售上获得的利润率要高得多，而且许多经销商认为，小型摩托车会影响哈雷公司在其核心客户心目中的地位。


  第2章曾经提到过这样一个发现，即在一个特定的价值网络内，硬盘企业和其计算机制造商客户各自发展了非常相似的经济模式或成本结构，从而决定了它们判定哪些业务最有利可图的方式。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了同一种现象。在价值网络内，哈雷公司的经销商的经济模式导致它们经常会与哈雷公司一起看好同一种业务。它们共存于同一个价值网络，因而不管是哈雷公司还是其经销商都很难从底部退出这一价值网络。20世纪70年代初，哈雷公司决定放弃小型摩托车生产线，并重新把业务重心转移到高端的摩托车市场——这一战略让人联想到希捷公司在硬盘市场上的重新定位，以及缆索挖掘机企业和综合性钢铁厂向高端市场的战略性撤退。


  有意思的是，与推测北美摩托车市场究竟在哪儿时一样，本田公司对这个市场潜在规模的预测同样与实际相差甚远。在1959年刚刚进入北美市场时，本田公司最初的预想是在这个年销售量为55万辆、年增长率为5%的市场抢占10%的市场份额。1975年，这个市场的年增长率已达16%，年销售量达到500万辆，而且这500万辆摩托车的应用领域大都不在本田公司的预测范围之内。


  英特尔公司是如何发现微处理器市场的


  英特尔公司成立于1969年，当时公司的创始人开创性地开发出MOS技术，来生产世界上第一个动态随机存储器（DRAM）集成电路。到1995年，英特尔公司已经发展为全世界利润最高的大型企业之一。英特尔公司的成功具有传奇性，因为从1978年至1986年，英特尔公司在日本半导体制造商的猛烈冲击下，逐渐丧失了最初在DRAM市场建立起来的领先优势，但此时，它却从一家二线DRAM企业成功地转型为全球最大的微处理器制造商。英特尔公司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当时，英特尔公司按照与一家日本计算器制造商签订的合同开发计划，开发了原始微处理器。当这个项目结束时，英特尔公司的工程团队劝说公司高管从这家计算器制造商那里买下微处理器的专利权（按照与英特尔公司签订的合同条款，这家日本制造商拥有专利权）。英特尔公司当时并没有为这种新型微处理器制订明确的市场开发战略，只是将芯片卖给任何能用到这种产品的人。


  虽然今天微处理器无疑是一种主流产品，但它在刚刚出现时还是一种破坏性技术。相对于大型计算机复杂的逻辑电路（这在20世纪60年代相当于计算机的中央处理器），微处理器的功能非常有限。但微处理器的体积小、结构简单，而且能以较低的价格实现逻辑和计算操作，而这在以前是不可能实现的。


  20世纪70年代，随着DRAM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英特尔公司的DRAM收入的利润率开始下滑，而它的微处理器产品的利润率则由于竞争压力相对较小而持续强劲增长。英特尔公司产能分配体系的运作模式是，按照每种产品类型实现的毛利率大小来按比例分配产能。因此，这个体系悄无声息地开始将投资资本和生产能力从DRAM业务转移到微处理器业务上来——在这一过程中，管理层的决策并没有发挥明显的作用。实际上，即使是在公司的资源分配流程逐渐将资源从该项业务上撤出时，英特尔公司的管理层仍为DRAM产品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英特尔公司自动运行的资源分配流程，推动企业战略发生实质性改变，并给英特尔公司带来了好运。由于当时人们对微处理器市场几乎一无所知，明确的分析并不能证明冒险进入微处理器市场就是正确的策略。例如，英特尔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和董事会主席戈登·摩尔就回忆说，IBM公司选择英特尔8088微处理器作为新型个人电脑的“大脑”，这在英特尔公司内部被视为是一个“设计上的小胜利”。即便是在IBM公司的个人电脑取得巨大的成功后，英特尔公司内部在预测下一代286芯片的潜在应用领域时，也没有将个人电脑列入预测的50种销售额最大的应用领域清单中。


  现在回想起来，将微处理器应用到个人电脑上，实在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但在激烈的竞争中，即便是像英特尔公司这样敏锐的管理层也无法预知，在微处理器可能出现的多种应用领域中，究竟哪种会成为最重要、而且能够实现最大销售额和利润的应用领域。


  成熟企业面临的不可预见性和向下游市场移动的难度


  对于在合理规划破坏性技术市场方面可能遭遇的困难，一些管理者的反应是更加努力地工作，更加合理地规划。尽管这种方法对延续性创新较为有效，但却与破坏性技术的特性背道而驰。在所有有关破坏性技术的不确定因素中，管理者总是可以遵循这样一条法则，即专家的预测总是错误的。要准确地预测破坏性产品的用途，或者是破坏性产品市场的规模，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从中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推论，由于破坏性技术市场具有不可预测性，企业在最初进入这些市场时所采取的战略通常都是错误的。


  这一陈述与表6.1中的发现［进入新兴市场价值网络的企业（37%）与进入当前价值网络的企业（6%）取得成功的事后概率之间存在极大的差异］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相互吻合？如果市场不能预先进行预测，那么计划开发这些市场的企业如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功呢？事实是，当我把表6.1中的矩阵图展示给列席的管理者时，他们都特别惊讶于取得成功的数量和概率方面的差异。但有一点表现得非常明显，那就是管理者都不认为这些结果适用于他们自己的情况。这些发现违背了人们对创造新市场的直观感受——创造新市场是一种真正有风险的行为。[1]


  • 失败的理念与失败的业务之间的比较


  本章的案例研究为解决这一难题提出了一个方案。在理念的失败和企业的失败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差异。在英特尔公司内部盛行的许多关于破坏性微处理器应用领域的理念都是错误的；幸运的是，在正确的市场方向还不可知时，英特尔公司并没有集中所有的资源，来固执地坚持错误的市场营销计划。作为一家企业，英特尔公司在寻找主要的微处理器市场的过程中，有很多次从一开始便犯下了错误，但最后都得以安然度过。同样，本田公司关于如何进入北美摩托车市场的理念也是错误的，但它并没有倾其所有来实施大型摩托车战略，从而能够在市场真正出现后大举投资正确的战略。惠普公司的Kittyhawk团队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由于坚信自己已经找到了正确的战略，惠普公司的管理者斥巨资进行产品设计和生产能力的开发，但它们预想的市场应用领域从未出现。当微型硬盘的终极应用领域终于开始浮出水面时，Kittyhawk团队已经没有资源来抓住这次机遇了。


  实际上，研究已经表明，绝大多数成功的新兴企业都在开始实施最初的计划，并了解到哪些计划行之有效、哪些只是纸上谈兵时，放弃了最初的商业战略。成功企业与失败企业的主要差别通常并不在于它们最初的战略有多么完美。在初始阶段分析什么是正确的战略，其实并不是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更重要的是保留足够的资源（或是与值得信赖的支持者或投资者建立良好的关系），这样，新业务项目便能在第2次或第3次尝试中找到正确的方向。那些在能够调转航向，转而采用可行的战略之前便用尽了资源或信用度的项目，就是失败的项目。


  • 失败的理念与失败的管理者之间的比较


  在大多数企业里，管理者个人没有资本进行反复尝试，以寻求正确的战略。不管是对还是错，大多数机构的管理者都认为他们不能失败。如果他们负责的项目因从一开始就步入歧途的市场营销市场计划而以失败告终，这将成为他们职业发展道路上的一个污点，并将阻碍他们在机构内晋升。由于失败是为破坏性技术寻找新市场的必经之路，管理者不能或者不愿拿他们的个人职业生涯来做赌注的事实，也构成了一股强大的阻力，妨碍了成熟企业进入由这些技术创造的价值网络。正如约瑟夫·鲍尔在他的一项经典研究（关于一家主要化工企业的资源分配流程）中所观察到的那样：“来自市场的压力使犯错的概率和成本都有所降低。”


  鲍尔观察到的现象与本书关于硬盘行业的发现基本一致。在能够确认创新需求时（例如对延续性技术的需求），硬盘行业的知名领先企业就能够长期投入巨额风险资金，来开发市场或客户所要求的任何技术。当无法确定创新需求时（例如对破坏性技术的需求），成熟企业甚至无法开展技术上较为简单的项目，来对这种创新进行商业化推广。这也就是65%的进入硬盘行业的企业都试图进入成熟市场而非新兴市场的原因。发现新兴市场的过程必将是一个与失败为伍的过程，大多数决策者都发现，他们很难下定决心去支持一个可能会因为没有市场而最终失败的项目。


  • 学习计划与实施计划的比较


  由于失败是探寻破坏性技术最初的市场应用领域的必经之路，管理者需要采取一种截然不同的方法（相比在延续性技术创新中使用的方法）。总体而言，对于延续性技术来说，计划必须在采取行动之前制订，预测应该是准确的，客户的意见应该是非常可靠的。在延续性技术创新中，认真规划、积极实施是通往成功的阳光大道。


  但在破坏性技术变革中，管理者必须在制订详尽计划前采取行动。由于对市场需求或市场规模知之甚少，计划必须服务于一个非常不同的目的，它们必须是学习计划，而不是实施计划。在开展破坏性业务时，管理者需要时刻铭记市场应用领域是不可知的，如此就能判断出哪些是寻找新市场的最重要的信息，并能对信息的重要性进行排序。项目和业务计划应反映出这些优先顺序，这样，在需要投入大量资本、时间和资金时，就能拼凑出关键的信息片断，或解决重要的不确定因素。


  以发现为导向的规划要求管理者提出一些假设，并根据这些假设来制订业务计划或设定业务目标。这种类型的规划能够很好地应对破坏性技术。例如，惠普公司在开发Kittyhawk硬盘时就与它的生产合作伙伴西铁城公司，一同投入了大量资金来建设和安装一个高度自动化的生产线。两家公司之所以会做出这样大手笔的投资，是因为它们假设惠普公司PDA产品的目标客户对Kittyhawk硬盘的销量预测是正确的。如果惠普公司的管理者假设没有人知道PDA产品的销售量到底能达到多少，它们可能会建立小型的生产能力模块，而不是一个单一的高产量生产线。这样，在关键性的事件证明它们的假设正确或错误时，它们就能够保持生产量，或者增加或降低生产量。


  同样，制订Kittyhawk产品的开发计划所依据的基础是，这种微型硬盘的主要应用领域是对耐用性要求较高的PDA产品这一假设。根据这一假设，Kittyhawk团队采用了高端组件和复杂的产品结构，从而大幅提高了产品售价，使之无法满足新兴低端市场的、对价格敏感的电子游戏机制造商对价格的要求。以发现为导向的规划将迫使项目团队在投入巨额资金导致事情无法挽回前，对市场假设进行测试——对Kittyhawk团队来说，可能就是创造一种模块化设计，这样，随着市场逐渐验证了假设的有效性，他们就可以重新配置产品，或去掉产品的某些特色，以应对不同的市场和价格需求。


  鉴于它们吸引管理层所重点关注的领域，目标管理和例外管理等基本原理经常阻碍了管理层对新市场的发现。一般来说，在性能未能达到计划的要求时，这些体系会鼓励管理层填补计划实现的性能与实际实现的性能之间的缺口。也就是说，这些体系专注于出乎意料的失败。但本田公司在北美摩托车市场的经历表明，破坏性技术市场经常会伴随着始料未及的成功而出现，而这方面的许多规划体系并没有引起高级管理层的关注。[2]这样的发现经常伴随着观察人们如何使用产品，而不是听取人们表示他们将如何使用产品而出现。


  我将这种发现破坏性技术新兴市场的方法命名为“不可知营销”。根据这种方法进行市场营销，必须遵循这样一个明确的假设，即：没有人——不论是我们，还是我们的客户——能够在真正使用之前了解破坏性产品是否能够投入使用，怎样使用，或者使用量有多大。一些面临这种不确定性的管理者更倾向于在其他公司切实找到相关市场之后再行进入。但考虑到破坏性技术的领先者能够建立起巨大的先发优势，面临破坏性技术创新的管理者应走出实验室和跟踪调研小组调研，利用以发现为导向的方法进入市场，直接了解有关新客户和新应用领域的知识。


  
    [1] 关于管理者如何定义和看待风险的研究给这一难题的解决提供了很多启示。例如，阿莫斯·特沃斯基和丹尼尔·卡尼曼就曾表示，人们通常会把他们不了解的事物的风险性放大（不管它们的内在风险到底有多大），并将他们确实了解的事物的风险性缩小（同样不管它们的内在风险到底有多大）。因此，管理者可能认为，创造新市场是有风险的行为（即使有证据表明情况并非如此），因为他们并不了解尚不存在的市场；同样，他们可能认为投资延续性技术（即使是那些固有风险较高的投资）是安全的，因为他们了解市场的需求。

  


  
    [2] 在第9章，我将阐述软件制造商Intuit公司是如何发现Quicken软件的新功能的。当时，Intuit公司发现，许多购买Quicken个人财务管理软件的顾客是小型企业，它们购买这种软件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给公司记账。Intuit公司没有预料到这一应用领域，但随后调整了产品功能，使软件更加符合小型企业的需求，并推出了Quickbooks软件。在推出Quickbooks软件后的两年内，Intuit公司便抢占了小企业会计软件市场超过70%的市场份额。

  


  第8章

  如何评估机构的能力与缺陷


  
    要想持续获得成功，优秀的管理者就需要掌握足够的技巧。这种技巧不仅仅表现在挑选、培训、激励员工，使能者胜任，还表现在要善于为需要完成的任务选择、创建并筹备适合的机构，使能者适得其所。

  


  当管理者安排人员开展重大创新项目时，总是出于本能地将任务的要求与候选人的能力进行匹配。在评估员工是否能胜任某项工作时，管理者将考量他们是否具备必要的知识、判断力、技能、洞察力以及精力，同时还会审视员工的价值观——即员工在行动中进行取舍时所遵循的标准。事实上，衡量管理者的能力的标准就是，他是否能够根据不同的任务安排合适的人员，并对其加以培训，使员工能更好地完成所承担的工作。


  不幸的是，有些管理者并不会审慎地考量他们所在的机构是否具备成功完成任务的能力。他们通常认为，只要项目的每位参与者都具备足够的个人能力，能够很好地完成任务，那么他们所在的机构也具备同样的能力。但情况却往往正好相反。我们可以挑选两组具备相同个人能力的员工，将他们安排在两个不同的机构中，他们的工作表现很可能会截然不同。这是因为机构本身也具有独立于机构内部人员或其他资源的能力。要想持续获得成功，优秀的管理者就需要掌握足够的技巧。这种技巧不仅仅表现在挑选、培训、激励员工，使能者胜任，还表现在要善于为需要完成的任务选择、创建并筹备适合的机构，使能者适得其所。


  本章的目标是阐述第5章、第6章和第7章所提到的经验主义观察背后所隐含的理论——尤其是那些有关“成功应对破坏性技术的企业，往往都是那些为破坏性机遇专门创立了规模相当的独立机构的企业”的发现。最近10多年里一直广受关注的理念就是，机构也拥有自己的“核心能力”。[1]然而，在具体实践中，大多数管理者都发现这个概念非常模糊，各式各样的创新提案都会引用某些假定的“能力”，导致人们对“能力”一词的解读较为混乱。本章将为管理者建立一个框架，使其在面临必要的变革时，能够了解自己所领导的机构是否有能力应对眼前的变局。通过这个框架，我们将为“核心能力”这一概念进行更为准确的定义。


  机构能力框架


  机构的能力往往受到3个因素的影响：资源、流程以及价值观。当被问及自己的机构可能成功实施哪一种类型的创新时，管理者可以分别就以上3个因素进行分析解答，进而充分了解其机构所具备的能力。[2]


  • 资源


  资源是影响机构能力的3个因素中最为直观的一个，这其中包括人员、设备、技术、产品设计、品牌、信息、现金以及与供应商、分销商和客户的关系等。资源通常都表现为事物或资产的形态——它们可以被使用或闲置，被购买或出售，可贬值也可升值。与“流程”与“价值观”相比，资源更易于在不同机构间实现转移。毋庸置疑，获取大量的优质资源有助于提高机构应对变革时的胜算。


  在评估机构是否有能力成功实施变革时，管理者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确认资源配备情况，但对资源配备分析而得出的数据并不足以代表一个机构的真正实力。事实上，我们可以试着为两个不同的机构配备相同的资源，最后这两个机构可能会利用这些资源创造出截然不同的成果，这是因为，将机构能力转化为增值产品和服务的过程，是由该机构的流程和价值观来决定的。


  • 流程


  在员工将资源投入（人员、设备、技术、产品设计、品牌、信息、能源以及现金）转化为产品或更大价值的服务的过程中，机构也随之创造了价值。在实现这些转化的过程中，人们所采取的互动、协调、沟通和决策的模式就是流程。[3]流程不仅包括制造过程，还包括实现产品开发、采购、市场研究、预算、规划、员工发展和补偿，以及资源分配的过程。


  不同流程的差异不仅在于目的性，还在于其可预见性。有些流程是“正式”的，也就是说有明确的定义、清晰的记录，并能促使人们自觉地遵循。另外一些流程则是“非正式”的，因为这些是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形成的习惯性工作程序或方式，人们遵守这些程序只是因为“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方式”。还有另外一些工作方法和互动方式长久以来被证明非常有效，以至于人们会不自觉地遵守这些方式——它们也构成了机构文化的一部分。无论流程是正式的、非正式的，或是根植于文化，都决定着机构如何将上述投入转变为更有价值的东西。


  流程的定义或演变实际上都是为了解决特定的任务。这就意味着，当管理者在执行任务时，如果使用了专为该任务设定的流程，那么他通常能有效地完成使命。但是，如果把看上去同等有效的相似流程应用于不同任务时，这个流程就可能显得缓慢、死板且效率低下。换句话说，如果某个流程定义了完成某项特定任务的能力，那就等于同时也定义了无法完成其他任务的能力。[4]优秀的管理者之所以要努力引起其所在机构的关注，就是要使流程与相应的任务能够水到渠成地迅速匹配起来。[5]


  从本质上看，管理者面临的其中一个困境就是，流程的建立是为了让员工持续不断地重复完成任务。要保持这种连续性，就意味着不要去改变流程——如果一定要改变，也必须在严格的程序控制下进行。这就意味着机构用以创造价值的机制从本质上说是排斥变化的。


  评估机构的能力或缺陷的一些最关键流程，往往并不是那些显而易见的增值流程（如物流、开发、制造和客服等），而是那些能够左右投资决策的辅助流程或后台流程。正如我们在第7章所看到的那样，那些导致优秀企业无法对变革做出反应的流程，往往涉及市场研究的常规操作方式是如何进行，分析结果如何在财务预测上得到体现，计划和预算如何制订，以及数据如何计算等。这些典型的固定流程正是许多机构在应对变革时能力最为欠缺的地方。


  • 价值观


  影响机构能力的第3个因素就是企业的价值观。企业的价值观就是在确定决策优先级别时所遵循的标准。有些企业的价值观是以道德为基础。例如，强生公司在做出决策时所遵循的价值观是确保患者的健康，而指导美国铝业公司做出决策的价值观则是厂房的安全性。但在资源–流程–价值观（RPV，Resource-Procedure-Value）框架中，价值观有更广泛的意义。一个机构的价值观指的是员工做出优先决策时所依据的标准——他们以此来判断一份订单是否有吸引力，某个客户是否比另外一个客户更重要，某个新产品理念是否具有吸引力等。各级员工做出的决策都会体现一定的优先级别。在高管层面，这些决定往往表现为是否投资新产品、服务和流程；对销售人员来说，这则体现在每天现场决定将哪些产品推荐给客户，哪些产品不作重点推介。


  一个企业变得越大越复杂，就越需要高级管理人员来培训各级员工，使他们学会遵照企业的战略方向和业务模式，来自主确定决策的优先级别。事实上，良好管理的一个关键衡量标准就在于，管理者是否在机构内部普及了这种清晰、统一的价值观。[6]


  但也正是这种清晰、统一、广为员工所接受的价值观界定了这个机构所无法参与的业务范围。一家企业的价值观势必会反映出它的成本结构和业务模式，因为这些因素决定了员工必须遵循什么样的规则才能使企业实现赢利。例如，假如一家企业的管理成本结构决定了这家企业必须实现40%的毛利率，那么从中将演化出一种强大的价值观，或者说是决策规则，鼓励中层管理人员扼杀掉那些无法实现40%毛利率的业务构想。这就意味着，这样的机构无法成功地实施针对低端市场的商业化项目。而与此同时，另一家机构的价值观（由完全不同的成本结构所决定）则可能推动同一类项目的成功。


  成功企业的价值观至少会在两个方面以可预见的方式进行演变。其一，这与可接受的毛利率有关。当企业为产品和服务添加新的特色和功能，以便在能够实现溢价的市场吸引更优质的客户时，管理费用也随之大幅增长。结果是，在某些阶段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毛利率，在后续阶段可能会丧失其吸引力。在市场迁移的过程中，企业价值观也会不断发生转变。例如，丰田公司凭借珂罗娜车型打入北美市场——该产品定位于低端市场。当入门级产品市场开始充斥着来自尼桑、本田以及马自达公司的类似产品时，来自同样低成本竞争对手的竞争使毛利率大幅下滑。为了提高毛利率，丰田公司随之为更高级别的市场开发了更为复杂的产品。为应对这些市场竞争压力，卡罗拉、凯美瑞、普瑞维亚、亚洲龙以及雷克萨斯系列轿车应运而生，通过转战高端市场，丰田公司因此维持了较高的毛利率。在这个过程中，丰田公司不得不增加了运营成本来设计、制造和支持这一级别的轿车。成本结构发生改变之后，低端市场的利润变得形同鸡肋，丰田公司于是逐渐降低了对低端市场的关注程度。


  我们在第4章中曾详述过纽柯钢铁公司的历史。作为小型钢铁厂中的佼佼者，纽柯公司一路上攻，不断侵蚀综合性钢铁厂所占据的高端市场。在这一过程中，该公司同样经历了价值观的转变。随着对其产品类型的定位不断上调——从螺纹钢到角钢，到结构钢梁，最后到板材，其管理重心也在不断转移，最终该公司决定放弃其早期赖以生存的螺纹钢产品。


  可对价值观的转变进行预测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这家企业需要发展到多大规模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一家企业的股价反映了其预计赢利流的贴现现值，绝大多数管理者所承受的压力不仅仅是来自于要维持增长趋势，还来自于要保持增长的速度。一家市值4 000万美元的企业要想保持25%的增长率，就必须新增1 000万美元的新业务收入。而对一家市值400亿美元的企业来说，要想保持25%的增长率，新业务收入就必须达到100亿美元。这两家企业为完成各自的增长目标所需把握的市场机遇的规模是截然不同的。正如我们在第6章所指出的那样，使小企业欢欣鼓舞的市场机遇，对大企业来说可能就形同鸡肋。成功所带来的效应实则是苦乐参半，当企业不断发展壮大时，它们也基本丧失了进入小型新兴市场的能力。这种能力的缺失并不是由于企业内部的资源发生改变而造成的——一般说来，这类企业往往坐拥庞大资源。问题的关键在于其价值观发生了改变。


  为了节省开支，企业高管和华尔街的金融家们积极促成大企业的合并。但他们也需要考虑这一行为对合并后的企业价值体系所产生的影响。虽然合并后的机构可能有能力向创新活动投入更多的资源，但是它们的商业机构却可能丧失对（除特大机遇以外的）其他所有机遇的兴趣。巨大的规模反倒实实在在地成为了创新管理的绊脚石。从很多方面来看，惠普公司就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才决定将自己拆分成两家公司。


  流程与价值观的关系，以及如何成功应对延续性技术与破坏性技术


  对我来说，RPV框架（资源、流程、价值观框架）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工具，有助于了解我在研究各个企业应对延续性技术与破坏性技术的不同历史表现中的有关发现。让我们回忆一下在硬盘行业发展史中出现（经过我们的确认）的116项新技术。这当中有111项是延续性技术，它们所带来的影响就是提升了硬盘的性能，其中有一部分属于渐进式改善，而其他的（例如磁阻磁头）技术则代表了产品性能的非连续性跳跃式提升。在这111项延续性技术中，引领新技术的开发和推广潮流的企业都是原有技术领域的领头羊。成熟企业在开发和应用延续性技术方面可以说是战无不胜，成功率达到了100%。


  这116项新技术中的另外5项属于破坏性创新——在每一个案例中，相比主流市场使用的硬盘，这些破坏性硬盘的尺寸更小、速度更慢、容量更低。这些破坏性产品都没有涉及任何新技术，但当这些破坏性创新产品进入市场后，没有一家行业领先企业能够继续稳坐鳌头——它们的“击球成功率”为零。


  为什么在延续性创新与破坏性创新的对抗中，会出现如此明显的落差呢？答案就在机构能力的RPV框架中。行业领先企业不断地开发和推出延续性创新技术。月复一月，年复一年，这些企业为了在市场竞争中领先一步，不断推出改进后的新产品。最后，这些领先企业的技术潜力评估和客户需求调查流程，都越来越偏向于延续性技术。按照本章的说法，这些机构培养了企业开展此类活动的能力，而且这种能力已经根植于企业的流程中。对延续性技术的投资也符合领先企业的价值观，因为向高端客户提供更好的产品本来就可以实现更高的利润率。


  从另一个方面看，破坏性创新的产生总是间歇性的，以至于没有哪家企业能专门为其制定出一套程序化的流程。此外，由于破坏性产品往往单价较低，不受最优质客户的青睐，相应的利润率也就比较低，从而与领先企业的价值观背道而驰。领先的硬盘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包括人力、资金以及技术资源）能够保证它们在延续性技术和破坏性技术创新上双管齐下，但这些企业的流程和价值观却决定了它们无法成功地进行破坏性技术创新。


  事实上，具有市场破坏性的小企业更有能力抢占新兴成长市场，面对它们的冲击，大企业经常只能将这一市场拱手相让。虽然创业型企业缺少资源，但这并不重要，这些创业型企业的价值观就是为小市场量身打造的，小企业的成本结构能够包容更低的利润率。它们的市场研究和资源分配流程允许管理者凭直觉行事，而不是必须根据用PowerPoint呈现的严谨的研究和分析结果来做出决策。所有这些优势叠加起来，可能会带来绝好的机遇，但也有可能预示着灾难的来临——结果如何，将取决于你的看法。


  然而，对于面临变革或创新需求的管理者来说，他们所要做的不止是根据任务需求正确分配资源，还要确保获得这些资源的机构有能力获得成功——而在进行评估时，管理者必须仔细分析机构的流程和价值观是否和任务相匹配。


  能力的转移


  在机构的初创阶段，大多数工作的开展得益于它的员工资源。几个关键人员的加入或离开，都可能对其成功与否产生深远的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机构的能力轨迹逐渐转向其流程和价值观。在员工们通力合作成功解决重复出现的任务的过程中，流程开始被确定下来。而随着商业模式的形成，将成为发展重点的业务类型逐渐明确，价值观也将得以建立。事实上，很多刚创立不久的企业最开始都能凭借热门产品成功上市，其股价一路飙升，但最后却以惨败收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们最初的成功是建立在资源（一起创业的工程师们）基础之上，但它们未能建立起能够帮助其不断推出热门产品的流程。


  其中一个昙花一现的例子就是Avid科技公司——一家电视数据编辑系统制造商。Avid公司的技术使得视频编辑不再是一项沉闷的工作。这项技术深受广大客户的喜爱，在其明星产品的支持下，Avid公司的股价从1993年上市时的每股16美元，飙升至1995年年中的每股49美元。但当Avid公司面对日趋饱和的市场、逐渐增加的库存和应收账款，以及日益激烈的竞争时，便渐渐暴露出了产品单一这个缺陷。虽然它的产品受到客户的热捧，但Avid公司缺乏有效的流程来不断推陈出新，也无法控制产品的质量、交付以及售后服务，最终公司的业务一落千丈，股票也惨遭抛售。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极为成功的企业，例如麦肯锡公司。麦肯锡公司建立了强有力的流程和价值观，因此，其员工无论被分配到哪个项目团队，都能工作得井然有序。每年都有上千名MBA毕业生加入这家公司，每年也有同等数量的员工离职。但是麦肯锡公司仍然能够年复一年地高质量完成工作，这是因为它的核心能力根植于流程和价值观中，而不是仅仅依赖它的资源。但我发现麦肯锡公司的这些能力同样也构成了它的缺陷。麦肯锡公司严格的分析和数据驱动型流程有助于它在成熟、相对稳定的市场为其客户创造价值，但在日新月异的科技市场面对飞速成长的公司时，它就不那么容易建立起强大的客户基础了。


  在企业流程和价值观的形成阶段，创始人的行为和态度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创始人往往强烈要求员工按照既定的方式通力合作，以制定决策，并把事情做好。创始人同样会将他们对机构优先发展计划的观点强加给员工。当然如果创始人的方法有缺陷，企业可能会遭遇失败。但如果这些方法行之有效，员工将会一起亲身体验到，创始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制定决策的标准到底有多有效。这样随着他们成功地运用这些方法来共同解决常规任务，流程便被确定下来。同样，如果该企业根据创始人的标准来决定资源使用的优先次序，并成功实现了经济效益，那么该企业的价值观便会开始凝聚。


  随着成功企业日趋成熟，员工逐渐认为，他们已经接受的优先次序，他们用于开展工作的方式，以及制订决策的方法，就是正确的工作方法。一旦企业成员开始根据假设，而不是主观判断，来选择工作方式和决策标准，那么这些流程和价值观就将构成企业的文化。[7]随着企业的规模从几人发展到几百人、几千人，要让所有员工在需要做什么和如何做的问题上达成一致，以保证他们持续不断地开展正确的工作，即使是对最优秀的管理者来说，这都是个严峻的挑战。在这些情况下，企业文化就成为一个强大的管理工具，能够促使员工自主行动，并确保他们保持行动的统一。


  因此，决定机构能力和缺陷的最为有力的因素，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生变动——从资源变为可预见的、有意识的流程和价值观，然后再转化为文化。只要机构一直面临同类型的问题，而且机构发展这些流程和价值观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那么管理这家机构就会相对较为简单。但是，由于这些因素也决定了该机构在哪些方面会受到限制，因此当机构面临的问题发生变化时，这些流程和价值观就会成为机构成功应对这些问题的阻力。当机构的能力主要体现在人员身上时，通过改革来解决新问题会相对简单，但当能力开始根植于流程和价值观，尤其是当能力已成为机构文化的一部分时，改变可能会变得异常困难。


  • 案例：数字设备公司是否有能力在个人电脑市场取得成功


  数字设备公司是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一家非常成功的微型计算机制造商。我们可能要忍不住断言：当个人电脑市场在20世纪80年代初逐渐形成时，数字设备公司的“核心能力”就是制造计算机。但如果情况真是这样，数字设备公司又是因何折戟沉沙的呢？


  很明显，数字设备公司绝对具备在个人电脑市场获得成功所需的资源。数字设备公司的工程师们一直就在设计比个人电脑更为复杂的计算机。数字设备公司拥有充裕的资金、强大的品牌和尖端的技术，但数字设备公司是否拥有能在个人电脑业务上取得成功的流程呢？答案是没有。微型计算机的设计和制造流程，涉及在机构内部完成对很多关键计算机组件的设计，并将这些组件组装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配置，光是新产品模型的设计周期就长达2年至3年。数字设备公司的制造流程，使得大多数组件必须进行批量生产和装配，然后产品将直接被销往各大公司的工程部门。这些流程极为适合微型计算机业务的运作。


  然而，个人电脑业务则完全不同。个人电脑业务的流程要求将最具成本效应的组件，外包给全球最好的组件供应商。新型计算机产品采用了模块化组件，其设计周期也缩短到只有6个月至12个月。计算机通过大规模装配生产线生产出来后，由零售商卖给客户和企业用户。这些流程是在个人电脑市场的竞争中取得成功的必备条件，但数字设备公司并没有建立这一流程。换句话说，虽然数字设备公司的员工完全具备设计、制造和销售个人电脑，并实现赢利的能力，但是他们所在的机构却缺乏这种能力，因为机构的流程设计和演化是为了很好地完成其他任务。而使得数字设备公司在一项业务上大获成功的那个流程，恰恰就是使它在其他业务领域无所作为的根本原因。


  那么数字设备公司的价值观是什么呢？对于在微型计算机领域取得成功所需要的管理成本，数字设备公司已经为此建立了一套主导价值观：“如果毛利率达到50%以上，这就是一单好生意；如果毛利率低于40%，就没必要再去做了。”管理层必须确保所有的员工优先完成符合这一标准的项目，否则公司就赚不到钱。由于个人电脑的利润率较低，“不符合”数字设备公司的价值观，因此在资源分配流程中，符合该公司标准的高性能微型计算机业务便比个人电脑早一步获得了资源。在数字设备公司内部，任何想要进入个人电脑业务领域的尝试，都必须定位在个人电脑市场利润率最高的一级——因为只有在这些级别的市场上所获得的收益率，才能为公司的价值观所接受。但由于第4章所提及的模式——低成本商业模式的竞争者都有向高端市场转移的强烈倾向，数字设备公司的价值观使得该公司最后丧失了追求成功策略的能力。


  正如我们在第5章所看到的那样，数字设备公司可以通过“另建”一个机构，针对个人电脑市场的市场规则，量身打造合适的流程和价值观。但是位于马萨诸塞州梅德纳的公司总部所具备的超凡能力，使得公司在微型计算机业务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同时也使得公司无法在个人电脑领域再立新功。


  创造新能力应对变革


  如果认为某位员工无法完成指定的任务，那么管理者就会另觅人手，或者认真培训该员工，使其有能力完成任务。培训通常都是有效的，因为一个人通常有能力掌握多种技能。


  尽管时下流行的“变革管理”和“重建计划”产生了许多理念，但流程并不像资源那样“灵活”或者是“可培训的”，价值观更是如此。使得企业擅长外包组件的流程，不可能同时帮助企业建立在内部开发和生产组件方面的能力。导致企业优先开发高利润率产品的价值观，不可能同时推动企业去重点开发低利润率产品。这就是为什么目标专注的企业往往强于目标不够专注的企业：它们的流程和价值观与需要完成的任务紧密匹配。


  正是基于这些原因，如果管理者确定机构的能力不适于执行新的任务，那他们就可以选择采取以下的3种方法来创造新的能力：


  
    • 收购另一家流程和价值观与新任务极为匹配的公司；


    • 试图改变当前机构的流程和价值观；


    • 成立一个独立的机构，在这个机构内针对新问题开发出一套新的流程和价值观。

  


  • 通过收购来壮大能力


  管理者往往觉得，和自主开发能力相比，收购一事不论从竞争力和财务角度来看都更具可行性。对于整合已收购公司的问题，RPV模型可以是应对这一挑战的有效方式。收购方的管理者首先应该自问：“实际上是什么东西构成了这种让我急于斥资购买的价值观？我是因为它的资源（人员、产品、技术、市场定位等）才觉得这个价格合理吗？或者因为其价值很大一部分在于其流程和价值观？是否正是这独特的工作和决策方式，使该公司能够理解和满足客户，并能及时开发、制造并推出新产品和服务？”


  如果被收购公司的流程和价值观是其获得成功的真正驱动力，那么收购方的管理者千万不能试图将其合并到母公司中。合并会使被许多被收购公司的原有流程和价值观化为乌有，因为它的管理人员必须采用收购方的经营方式，他们的创新建议也要按照收购公司的决策标准来进行评估。如果它的流程和价值观正是其过去取得成功的原因，那么保持被收购公司的独立性，由母公司向它的流程和价值观提供资源，则是更好的策略。这一策略实质上真正构成了企业对新能力的收购。


  另一方面，如果公司的资源是收购的主要目的，那么将其并入母公司自然无可厚非——即将被收购公司的人员、产品、技术和客户群完全并入母公司的流程中，从而补充母公司的现有能力。


  例如，我们可以通过RPV模型，来更好地了解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戴姆勒–克莱斯勒并购危机。与竞争对手相比，克莱斯勒公司的特色资源少之又少。该公司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90年代取得成功，是因为它的流程——尤其是快速、极具创意的产品设计流程，以及对子系统供应商的业务整合流程。完成收购后的戴姆勒公司，如何才能最充分地利用原克莱斯勒公司的这些能力呢？华尔街开始不断向管理层施压，要求这两家公司合并，以削减成本。但两家公司一旦合并，克莱斯勒公司的许多关键流程就将受到损害，而这些流程才是当初收购克莱斯勒公司的价值所在。


  这一情景让人不禁回想起1984年IBM公司对罗尔姆（Rolm）公司的收购。罗尔姆公司资源库里所拥有的东西，IBM公司也都有。罗尔姆公司能够取得成功的真正原因，就是它开发PBX产品和为PBX产品寻找新市场的流程。1987年，IBM公司决定将罗尔姆公司全面整合到自己的企业结构当中，并试图将罗尔姆公司的资源（其产品和客户群）纳入为大型计算机业务量身打造的流程中来。这一尝试使罗尔姆公司的业务一落千丈。对于一家只热衷于18%的经营利润率的计算机企业来说，要想让它的高管改变价值观，开始对经营利润率低于10%的产品产生兴趣，并优先考虑此类产品的开发计划，无异于痴人说梦。IBM公司对罗尔姆公司的整合决定实际上破坏了这桩收购交易的价值来源。截至本章成稿时（2000年2月），曾经屈服于投资委员会的游说（以满足其有效降低成本的要求）的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如今也同样站在了悬崖边上。


  看来财务分析师一般对资源的价值有着良好的直觉，但对于流程的价值的直觉却不尽然。


  相形之下，思科公司（Cisco Systems）的收购流程就运转得很好，因为思科公司的管理者总是从正确的角度来看待资源、流程和价值观。从1993年至1997年，思科公司收购的主要是成立不到两年的小公司，这些早期机构的市场价值主要是体现在它们的资源上——特别是工程师和产品等资源。思科公司有着界限明确、详尽周密的流程。通过这个流程，思科公司能将这些资源完全融入到母公司的流程和体系中，而且它还精心发展了一套方法，能够使被收购公司的工程师与母公司的员工和谐共处。在相互融合的过程中，思科公司还舍弃了随着收购出现的所有不成熟的流程和价值观，因为这些流程和价值观并不是思科公司收购的目的。有几次思科公司收购了更大、更成熟的机构（特别是在1996年收购的StrataCom公司），但思科公司并没有将它们合并入母公司。相反，思科公司保持了StrataCom公司的独立性，并向其注入了大量的资源，以帮助它更快速地成长。[8]


  强生公司至少利用了3次收购机会，在一波非常重要的破坏性技术浪潮中成功确立其市场地位。强生公司的可抛型隐形眼镜、内窥镜手术以及血糖仪业务都是从小企业收购而来的。强生公司保持了这些企业的独立性，并对其注入资源，最后它们都发展成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业务。朗讯科技公司（Lucent Technologies）和北电集团公司（Nortel）也采取了相似的策略，它们成功地把握了基于分组交换技术的路由器，从而颠覆了传统的电路交换设备。但它们的收购行动晚了一步。在分别收购恒升通信公司（Ascend Communications）和海湾网络公司（Bay Networks）时，朗讯科技公司和北电集团公司都付出了极为高昂的代价，因为这两家公司已经与规模更大的思科公司一道创建了新的市场应用领域——数据网络，而且即将取得语音网络的重大突破。


  • 在内部创造新能力


  不幸的是，那些尝试在成熟机构部门内部开发新能力的企业也鲜有胜绩。用加大资源投入力度的方法来改变现有机构的能力是一种非常直接的做法。企业可以雇用新型人才，购买新技术，募集资金，可以收购产品线、品牌和信息。但这些资源几乎总是被生搬硬套到一成不变的流程中，因而，结果也不会发生什么改变。例如，从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丰田公司通过在研发、生产和供应链等流程上的创新（并没有大举投资诸如先进的制造技术或信息处理技术等资源）颠覆了全球汽车行业。通用汽车公司则投入了近600亿美元来改善资源——使用电脑自动化设备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尽管通用汽车公司使用了如此先进的技术资源，但由于它仍然沿用了陈旧的流程，公司的绩效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观，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机构的流程和价值观才是企业最基本的能力。流程和价值观决定了企业将如何整合资源（企业可以购买和出售、使用和放弃许多资源）以创造价值。


  改变流程的难度非常大，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确定机构的界限通常是为了促进当前流程的运作，这些界限能够防止打破机构界限的新流程的建立。当新的挑战要求不同的人员或团队以不同于他们习惯的方式进行协作时——也就是利用不同于以往的时机来应对不同的挑战，管理者就需要从现有机构中抽调出相关人员，并围绕新团队划定一个新的界限。新团队的界限有助于促使新的合作模式产生，并将最终促使新的流程产生——即能够将投入转化为产出的新能力。史蒂文·威尔莱特教授和金·克拉克教授称这种机构结构为重量级团队。[9]


  很难去发展新流程能力的第二个原因就在于，有时候管理者并不想放弃现有的流程——原有的工作方法能很好地解决它们在设计之初所针对的问题。就像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那样，资源很灵活，可以应用到各种环境中；流程和价值观从本质上来说却是固定的，其存在的价值就在于让人们以固定的方式反复完成同一项任务。流程就意味着“不可改变”。


  当破坏性变化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时，管理者需要在主流机构受到影响之前，发展出相应的能力来应对变革。换句话说，他们需要在可能导致原有机构（这个机构的流程只能应用于现有的业务模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的危机真正到来之前，成立一个新的机构来应对新挑战。


  由于流程的本质都是针对具体的任务，因此我们不可能用同一个流程来开展两种截然不同的工作。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在第7章中所提到的例子。适宜于向现有成熟市场推出新产品的市场研究和计划流程，根本无法引导企业进入不确定的新兴市场。而对于企业尝试凭直觉进入新兴市场时建立的那些流程，一旦被应用到成熟的现有业务领域则与自杀无异。如果企业需要同时开展这两类业务，那就需要建立两套完全不同的流程。而在同一个机构内应用两套从本质上完全不同且相互对立的流程，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下文所示，这就是管理者需要创建不同团队的原因。在不同的团队里，管理者可以定义和重新定义应对各种新问题的不同流程。


  • 通过分支机构创造新能力


  创造新能力的第3种机制——在分拆机构中培育新能力，是当下管理者们在不断寻找针对互联网的应对之策时比较常用的一种方式。在创造新能力以应对变革的过程中，创建分支机构何时才是一个关键性的步骤？需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管理分支机构？当一家企业主流机构的价值观致使其无法将资源集中投入到创新项目时，就需要成立独立的机构来完成这一使命。我们不能指望大型机构毫无顾忌地投入关键的财务和人力资源，只为了在小型新兴市场建立起巨大的领先优势。如果一家企业的成本结构是专为高端市场的竞争而量身打造，那么这家企业也很难在低端市场实现赢利。当破坏性技术的威胁要求企业采用不同的成本结构才能实现赢利、保持竞争力，或者在当前新市场的规模无法满足主流机构对成长的需求时，那么此时——也只能是此时——成立分支机构就该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了。


  分支机构需要享有多大程度的独立性呢？最基本的要求是，分支机构的项目不能被迫去和主流机构的项目争夺资源。机构的价值观是制订优先决策所依据的标准，因此和企业的主流价值观不一致的项目往往最不可能受到重视。独立机构是否在形式上实现了独立其实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它是否独立于常规资源分配流程而存在。


  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中，我们还从来没有发现，有哪一家企业能够在没有首席执行官参与的情况下，成功应对颠覆其主流价值观的变革，其原因正是在于流程和价值观的力量，尤其是常规资源分配流程的运行逻辑。只有首席执行官能保证新机构顺利得到所需要的资源，并不受干扰地创建适合应对新挑战的流程和价值观。如果首席执行官仅仅把成立分支机构视为一种摆脱破坏性创新威胁的工具，那么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等待他们的将是失败的命运。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这一法则有失效的时候。


  图8.1所示的框架旨在帮助管理者利用当前的流程和价值观中所蕴含的能力（如果可能的话），并在当前机构不具备相关能力时另行创造新能力。图中的左轴衡量了机构的现有流程（即当前机构使用的互动、沟通、协调和决策模式）将在多大程度上确保新任务的有效完成。如果答案为“是”（朝向图的下端），那么项目经理就可以利用机构现有的流程和组织结构来争取成功。如果是处在图中右轴上的相应位置，机构就可以有效地利用职能团队或轻量级团队等结构，来发展现有能力（见克拉克和威尔莱特的描述）。[10]在这类团队中，项目经理的职责就是推动和协调大都在职能性机构中开展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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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1 使创新的要求与机构的能力相匹配


    注：左轴和底轴反映的是管理者需要就当前状况提出的问题。右侧的说明反映的是对左轴情况的合理应对之策。顶部的说明反映的是对管理者如何回答底轴提出的问题的合理应对之策。

  


  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主流业务的运作和决策方式对新团队的工作起到的不是促进作用，而是阻碍作用的话——因为在新团队里，不同的人员需要在不同的任务上按照不同于以往的进度开展合作——那就需要建立一个重量级团队结构了。重量级团队是创建新流程的一种工具——人们通过新的方式共同合作，而这也构成了新的能力。在这些团队里，成员所代表的不仅仅是团队的利益和技能，他们还需要承担起总经理的角色，从最有利于项目的角度出发，来做出决策，进行取舍。他们通常为实现特定的使命而集结在一起。


  图8.1中的横轴要求管理者评估机构的价值观是否会允许其向新业务注入所需的资源，以推动新业务项目取得成功。如果答案是“匹配度低，具有破坏性”的话，主流机构的价值观将给予该项目以较低的优先级别。因此，创建独立机构来进行破坏性技术的开发和商业化推广，将是成功的必经之路。如果答案是“匹配度高，具有延续性”的话，管理者将发现，主流机构将会优先满足他/她对人力和资源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管理者就没有理由再去成立专门机构或分支机构了。


  图8.1中的A部分表示管理者面对的是一次技术性突破，但该项创新仍属于延续性技术变革——这符合机构的价值观。但这也表明，机构需要去解决不同类型的问题，因而需要在团队和个人之间建立新型互动和合作关系。管理者需要建立一支重量级开发团队来应对新任务，不过这个项目可以在母公司内部进行。这就是克莱斯勒、礼来以及美敦力（Medtronic）公司能够以超乎想象的速度缩短产品开发周期的原因。[11]IBM公司硬盘部门的管理者也曾经使用重量级团队这种组织机制，来学习如何更加有效地在其产品设计中整合各种组件，以期将所使用组件的性能提高50%。微软公司开发和启动互联网浏览器的项目位于框架图A区的角落。这代表了一种非同凡响、难度极高的管理成就，要求不同的微软员工以不同于以往的新模式，在公司内部实现协同合作。但这对微软公司来说属于一种延续性技术，客户需要这种产品，而这种产品也强化了公司的整体商业模式。因此，公司不需要另成立一个完全不同的机构来实施这一项目。


  B区表示的是，当项目符合企业的流程和价值观时，一个轻量级开发团队便足以取得成功。在这样的团队中，管理者需要在主流机构内部实现跨部门合作（即跨越职能部门的界限进行合作）。


  C区表示的是，处于该区域的管理者面对的是与机构现有流程与价值观并不匹配的破坏性技术变革。要确保这类项目的成功，管理者需要创建自主经营的机构，并专门成立重量级开发团队来应对这一挑战。除第5章、第6章和第7章提到的实例外，很多企业在应对由互联网带来的经销渠道冲突问题时，都应该以这种方式来进行管理。例如，康柏公司于1999年开始通过互联网向客户直接销售电脑，以便更有效地与戴尔公司进行竞争。在数周之内，零售商的强烈抗议便迫使康柏公司不得不放弃这一策略，因为这种营销模式完全颠覆了康柏公司及其零售商的价值观或赢利模式。解决这一冲突的唯一办法就是成立一家独立的分公司，并通过这家分公司来启动直销业务。为了缓解这种对立情绪，康柏公司甚至可以重新注册一个品牌。


  有人曾经指出，沃尔玛公司通过在硅谷创建一家独立的机构来管理它的在线零售业务，这实则是个鲁莽之举，因为这家分支机构无法利用沃尔玛公司卓越的物流管理流程和基础设施。但根据图8.1的规律，我认为这是个明智的举措。事实上，在线零售业务的物流流程与传统运营模式存在很大的不同。传统运营模式是通过卡车货运来运送货物；在线零售商则是从库存中取出客户订购的货品，再用小包裹将货品投递到各个地点。这项业务不仅颠覆了沃尔玛公司的价值观，还需要创建专门的物流流程。因此，这项业务的确应该由分支机构来独立开展。


  对于D区所代表的项目，它们的产品或服务虽然与主流机构类似，但需要通过一个完全不同的、管理成本较低的业务模式来进行销售。沃尔玛公司旗下的山姆会员店就可归于此类。事实上，这些项目可以采用与母公司类似的物流管理流程，但其预算、管理以及损益责任则完全不同。


  企业成立职能型和轻量级团队是拓展现有能力的有效途径，而组建重量级团队则是创造新能力的有力工具。同样，分支机构也是打造新型价值观的工具。不幸的是，大多数企业都采用了一样的组织策略——无视项目的规模和性质，统统以轻量级团队来实施项目。在少数几家接受了“重量级团队行为准则”的企业中，也有不少企业试图将旗下所有的开发团队都配置成重量级团队。理想的状况是，每一家企业都应根据不同项目对流程和价值观的具体要求，来量身打造团队结构和机构定位。


  从很多方面来说，破坏性技术模型是一种相对理论，因为一项技术对这家企业来说可能属于破坏性技术，但对另一家企业则可能具有延续性影响。例如，戴尔公司以电话销售电脑起家。对戴尔公司来说，开始通过互联网销售和接受订单属于延续性创新。互联网销售只是沿着已有的结构模式给戴尔公司带来更大的利润。然而，对于康柏、惠普和IBM来说，通过互联网直接对客户进行营销将会给企业带来强烈的破坏性影响。在股票经纪领域中，情况也是如此，对于Ameritrade公司和嘉信理财公司（Charles Schwab）这种通过电话处理大部分订单的折扣券商来说，在线证券交易不过是使它们更加有效地降低了成本，而且这种创新技术甚至强化了它们原有的服务能力。而对于靠佣金维生的全服务券商企业，如美林证券公司（Merrill Lynch）来说，在线交易代表了一种巨大的破坏性威胁。


  小结


  当机构遭遇变革时，管理者首先必须确定，他们是否具备成功所需的资源。然后，他们需要再问一个不同的问题：机构是否具备成功所需的流程和价值观？对于大多数管理者来说，他们出于本能都不会询问第2个问题，因为他们的工作流程和员工在决策时所依赖的价值观，一直以来都运转得非常良好。但我所希望的是，这个框架能进一步推动管理者深入思考，机构所具备的能力是否也决定了它将在哪方面无所作为。只要花一点时间思考这个问题的确切回答是什么，管理者就能从中受益良多。机构惯有的工作流程是否适合于解决这一新问题？机构的价值观是会将这一新提议置于优先发展的位置，还是会将其搁置？


  如果对以上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也没有关系。解决问题的关键步骤就是理解问题。在上述问题上抱有一相情愿的想法，将会使负责开发和实施创新项目的团队遭遇重重困难，陷入相互猜忌的泥沼，并最终以失败收场。对于成熟企业来说，创新之所以总是看起来困难重重，其原因就在于它们聘用了能力很强的人，并将设计初衷与他们肩负的使命不相匹配的流程和价值观强加给他们。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应对变革的能力已成为事关企业成败的关键一环，确保能者适得其所亦是企业肩负的一项重要责任。


  
    [1] 请参阅C.K.普拉哈拉德以及盖瑞·哈默尔的《企业核心能力》，《哈佛商业评论》，1990年版。

  


  
    [2] 许多这类理念都是在与哈佛商学院的博士生进行极具启发性的精彩讨论中形成的（在1993至1999年间举行的哈佛商学院商业政策专题讨论会）。我想感谢所有这些学生，尤其是邓·苏尔、汤姆·易森曼、野田智吉、迈克尔·雷诺、迈克尔·罗伯托、狄波拉·苏尔、克拉克·吉尔伯特以及迈克尔·奥佛多夫，感谢他们对这些理念的贡献。

  


  
    [3] 我们见过的最具逻辑性、最完整的有关流程的见解来自于戴维·加尔文的《机构和管理的流程》，《斯隆管理评论》，1998年夏季刊。我们使用的“流程”这个术语包含了加尔文所定义的所有流程类型。

  


  
    [4] 请参阅多萝西·莱昂纳德–巴顿的《核心能力与核心僵化：新产品研发管理中的矛盾》，发表于《战略管理期刊》，1992年第十三期，111–125页。本人认为，莱昂纳德教授在这方面的著作为后来的许多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

  


  
    [5] 请参阅维克汉姆·斯金纳的《聚焦工厂》，发表于1974年的《哈佛商业评论》。

  


  
    [6] 请参阅托马斯·皮特斯和罗伯特·沃特曼合著的《追求卓越》

  


  
    [7] 请参阅埃德加·沙因的《机构文化和领导力》（旧金山：Jossey-Bass出版社，1988年）。本文有关机构文化发展的描述主要来源于沙因的研究。

  


  
    [8] 请参阅尼克·汤普斯特的《思科系统公司：后并购时代的制造整合》。这是一份由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和哈佛商学院在1998年联合出版的教学案例。

  


  
    [9] 请参阅斯蒂文·威尔莱特和金·克拉克合著的《革命性产品研发》（纽约：The Free Press，1992年）。

  


  
    [10] 请参阅吉姆·克拉克和斯蒂文·威尔莱特的《组织和领导重量级开发团队》，《加利福尼亚管理评论》，1992年春季刊，第34期，9–28页。这篇文章描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我们强烈推荐对这些问题有兴趣的管理人员认真研读这篇文章。他们对重量级团队的定义是，为实现特定使命而共处一地的团队成员。每名团队成员的职责不是去代表他们所在的团队职能部门，而是要承担起总经理的角色——即他们要为整个项目的成功负责，要积极参与其他职能部门的团队成员的决策过程，并与他们通力合作。在合作开展项目的过程中，他们会找到新的互动、协作及决策方式，并最终形成新的流程或新的能力，而这些新流程或新能力将推动新企业日后不断取得成功。随着新业务的成长或新产品的成熟，这些工作方法也将逐渐实现制度化。

  


  
    [11] 请参阅杰夫·戴尔的《克莱斯勒是如何创造出美国的经连会的》，发表于《哈佛商业评论》，1996年7–8月刊，42–56页；克莱顿·克里斯坦森的《我们的节奏！美敦力公司的心脏起搏器业务》，发表于哈佛商学院，案例号：698–004；以及斯蒂文·威尔莱特的《礼来公司：易维特项目》，哈佛商学院，案例号：699–016。

  


  第9章

  产品性能、市场需求和生命周期


  
    当产生性能过度供给现象时，破坏性技术的机遇也呼之欲出，然后开始从价值网络的下方冲击成熟市场。当性能过度供给给破坏性技术带来威胁或机遇，这还会导致产品市场的竞争基础发生根本性变化。

  


  本书的图表表明，技术和市场轨线的交汇，有助于解释领先企业是怎样从行业领先地位上陨落的。在本书探讨的每一个行业中，技术人员都有能力，使性能改善的速度超过市场要求或能够消化的性能改善速度。从历史上看，当产生性能过度供给现象时，破坏性技术的机遇也呼之欲出，然后开始从价值网络的下方冲击成熟市场。


  当性能过度供给给破坏性技术带来威胁或机遇，这还会导致产品市场的竞争基础发生根本性变化。客户选择产品或服务时所遵循的各种标准的排序将发生变化，从而标志着产品生命周期从一个阶段（管理学理论学家对此给出了不同的定义）过渡到另一个阶段。换句话说，企业提供的性能轨线和市场要求的性能轨线的交汇，是引发产品生命周期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的根本原因。有鉴于此，轨线图（例如本书所描绘的那些轨线图）能够有效地说明，行业的竞争态势和竞争基础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怎样的改变。


  和前几章一样，本章的讨论也以对硬盘行业的分析开篇，阐述当行业提供的性能超出市场的需求时，行业将会发生什么变化。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会计软件和糖尿病护理产品市场，这表明，这一模式与产品生命周期所处的阶段之间存在明显的联系。


  性能过度供给和竞争基础的变化


  图9.1（截自图1.7的一部分）描述了性能过度供给的现象。该图表明，到1988年，普通3.5英寸硬盘的容量终于达到了主流台式个人电脑市场所要求的容量水平，而那时普通5.25英寸硬盘的容量，已经比主流台式计算机市场所要求的容量超出了近300%。也就在当时，自台式计算机市场出现以来，计算机制造商首次有了另一个购买选择，因为5.25英寸硬盘和3.5英寸硬盘都能为客户提供足够的容量。


  
    [image: ]

    图9.1 市场要求的容量轨线与硬盘提供的容量轨线开始交汇


    资料来源：《磁盘/趋势报告》各期公布的数据

  


  结果又是什么呢？台式个人电脑制造商纷纷开始使用3.5英寸硬盘。图9.2用替代曲线的形式说明了这一点——图中的纵轴衡量的是售出的新、旧技术产品所占的比重。在1985年，这项指标是.007，表明不到1%（.0069）的台式计算机制造商开始使用3.5英寸硬盘。到1987年，这一比率已经增长至0.20，意味着在计算机市场出售的所有硬盘中，有16.7%为3.5英寸硬盘。到1989年，这项指标是1.5，也就是说，仅仅在3.5英寸硬盘产品出现4年后，3.5英寸硬盘就已经从市场雷达荧幕上一个模糊的光点发展到占据了硬盘销售量的半壁江山（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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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2 30MB至100MB 8英寸、5.25英寸、3.5英寸硬盘的替代曲线


    资料来源：《磁盘/趋势报告》各期公布的数据

  


  为什么3.5英寸硬盘能够如此迅速地抢占台式个人电脑市场呢？一种标准的经济学观点猜测，可能是3.5英寸硬盘结构代表了一种更具成本效益的结构。如果两种产品之间不再具有明显的差异（都能提供足够的容量），价格竞争将会加剧。但这显然不是当前的情况。的确，计算机制造商如果要使用3.5英寸硬盘的话，平均需要为每兆字节容量支付20%的溢价，但它们仍然对这种产品趋之若鹜。而且，计算机制造商在自身的产品市场面临激烈的价格竞争时，仍然倾向于使用更为昂贵的硬盘。这究竟是为什么？


  性能过度供给引发了竞争基础的变化。一旦对容量的需求得到满足，其他属性（这些属性的性能尚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的价值便开始显现，硬盘制造商也会开始针对这些属性来将它们的产品与其他产品区别开。从理论上说，这意味着图8.1等图表的纵轴所衡量的最重要的属性发生了变化，而产品性能的新轨线（相对于市场需求）已经成形。


  具体而言，1986年至1988年间在台式个人电脑市场，相对于其他特征，硬盘的体积成为一项越来越重要的属性。体积更小的3.5英寸硬盘，使得计算机制造商能够减小计算机的尺寸，或者计算机在桌面所占的空间。例如，在IBM公司，较大的XT/AT电脑则让位于体积要小得多的新一代PS1/PS2计算机。


  有一段时间，小型硬盘的产量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台式计算机制造商会继续支付高溢价来购买3.5英寸硬盘。实际上，使用第4章提到的特征回归分析法，1986年，硬盘产品每减少1立方英寸体积的影子价格是4.72美元。但是，一旦计算机制造商在新一代台式计算机的配置中采用了体积更小的硬盘，它们对体积甚至还要更小的硬盘的需求也将达到饱和。因此，到1989年，市场给予体积更小的硬盘的影子价格为：每减少1立方英寸，溢价降至0.06美元。


  一般来说，一旦某项特定属性达到了所要求的性能水平，客户便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愿意为该项属性的持续改善支付溢价，这表明客户对这项属性的需求已经得到满足。因此，性能过渡供给导致竞争基础发生转变，而客户用来选择产品的标准也转移到市场需求尚未得到满足的属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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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3 硬盘行业的竞争基础所发生的变化

  


  图9.3总结了台式个人电脑市场似乎已经发生了的情况，图中纵轴所衡量的属性不断发生变化。容量属性方面发生的性能过度供给引发了纵轴的第一次重新定义，即从容量过度至体积。当这一项新属性的性能足以满足市场需求时，纵轴对性能定义再次发生了改变，以反映市场对可靠性的需求。因此，相比其他竞争产品，能够提供超强抗震性和有竞争力的平均故障间隔时间（MTBF）的产品，一度享有很高的溢价。但当平均故障间隔时间的值接近100万小时的时候[1]，市场给予平均故障间隔时间每减少100小时的影子价格接近为零，这表明产品在这项属性上的性能出现过度供给。之后和当时的阶段是激烈的价格竞争，在某些情况下，毛利率会降至12%以下。


  产品何时演变为商品


  硬盘的商品化流程是由市场需求轨线与技术供应轨线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决定的。大约到了1988年，5.25英寸硬盘已经演变成了台式计算机市场上的一种以价格为导向的商品，而当时3.5英寸硬盘仍然享有溢价。此外，即便是作为台式计算机领域的一种商品，5.25英寸硬盘当时在更高端市场的定价相对于8英寸硬盘仍存在较高的溢价。正如第4章所述，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成熟企业总是会采取积极的高端战略。


  当不断改变的竞争基础（如上所述）终于变动完毕时，也就是说，当不止一种产品能够完全满足市场对每种属性或性能方面的需求时，产品也就演变成了特定市场部门中的一种商品。顾问、经理和研究人员经常能听到在价格谈判中铩羽而归（遭到客户杀价）的销售人员满腹牢骚地抱怨说：“这些人还以为我们的产品只是一种商品呢。难道他们看不出我们的产品要比其他产品要好上许多倍吗？”性能过度供给框架可能有助于他们理解这些销售人员的抱怨。实际上，这可能是因为在竞争对手向市场提供的产品中，产品相互之间仍然存在差异。但是，当产品特色和功能已经超出市场需求时，差异化也就失去了意义。


  性能过度供给和产品竞争的演变


  市场营销文献提供了很多有关产品生命周期和（特定类别的）产品特征长期以来的演变方式的描述。本书的发现表明，对于其中很多的演变模式来说，性能过度供给，是推动产品生命周期由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过渡的一项重要因素。


  例如，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的温德米尔联合公司（Windermere Associates）就创造了一种被称为“购买等级”的产品演变模式。这一模式将产品演变划分为以下4个阶段：功能性、可靠性、便捷性和价格。起初，当没有产品能够满足市场对功能性的要求时，竞争的基础或选择产品的标准一般就是产品的功能性。有时市场（例如在硬盘市场）可能会同时围绕几个不同的功能层面展开竞争。但一旦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产品能够很好地满足市场对功能性的需求，客户将不再根据功能性来选择产品，转而更倾向于根据可靠性来选择产品和供货商。只要市场对可靠性的需求超出供货商所能提供的可靠性，客户就将基于这个特性来选择产品——而且销售最可靠产品的最可靠供货商可能将因此享受溢价。


  但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供货商经过不懈努力，具备了提供超出市场需求的可靠性时，竞争的基础将转向便捷性。客户更喜欢那些使用最方便的产品和最容易打交道的供货商。而且，只要市场对便捷性的需求超出了供货商所能提供的便捷性，客户就将基于这项特性来选择产品，而为客户提供便捷产品和服务的供货商将因此享受溢价。最后，当多家供货商都能提供一系列能够完全满足市场需求的便捷产品和服务时，竞争的基础也随之转向价格。推动购买等级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转变的因素，就是性能过度供给。


  杰弗里·摩尔（Geoffrey Moore）在他所著的《跨越鸿沟》（Crossing the Chasm）一书中，介绍了另外一种有关行业演变的实用概念。这一概念有着类似的基本逻辑，但是它从用户而不是产品的角度来阐述产品演变的不同阶段。摩尔表示，产品最初的用户是创新者和行业内的早期适用者——即只根据产品的功能性来选择产品的客户。在这一阶段，性能最好的产品能够享受较高的溢价。摩尔发现，在主流市场对功能性的需求得到满足后，市场会大幅扩展，然后供货商开始解决早期绝大多数客户（按照摩尔的说法）对可靠性的需求。第3轮增长发生在产品和供货商的可靠性问题得到解决，创新和竞争的基础转向便捷性的时候，因此，在这一阶段晚期，绝大多数客户开始加入其中。摩尔提出的基本模式是，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市场对某种特定性能层面的需求将得到满足。


  竞争基础的这一演变模式——从功能性到可靠性和便捷性，最后到价格，曾经发生在目前已讨论过的许多市场中。实际上，破坏性技术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它预示了竞争基础即将发生改变。


  破坏性技术的其他普遍特征


  破坏性技术的其他两项重要特征，可能会对产品生命周期和竞争态势产生长期影响：首先，破坏性产品在主流市场几乎没有价值的属性，通常成为它们在新兴市场最大的卖点；其次，相比成熟产品，破坏性产品一般更简单、更便宜，也更可靠、更便捷。管理者必须了解这些特性，以有效地制订用来设计、制造和销售破坏性产品的战略。即便破坏性技术特定的市场应用领域是无法预知的，管理者仍然可以利用以下两条规律。


  1.破坏性技术的劣势正是其优势


  破坏性技术和行业竞争基础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在性能过度供给、产品生产周期和破坏性技术出现的相互作用下，破坏性技术在主流市场几乎没有价值的属性恰好构成了它们在新市场的价值。


  一般来说，成功地进行了破坏性创新的企业最初会想当然地认为，破坏性技术的特征和能力都是合理的，而且企业会努力为这项新技术寻找或创造一个看重或能接受这些属性的新市场。因此，康诺公司在便携式计算机领域为小型硬盘创造了一个市场。在这个市场，小型化是一个很重要的属性；杰西博公司和J. I. 凯斯公司在民用建筑承建商当中为挖掘机创造了一个市场——在这个市场，小型铲斗和牵引车的机动性实际创造了价值；纽柯公司为它的薄板连轧板材找到了一个不计较表面瑕疵的市场。


  与之相反，被这些破坏性技术拖垮的企业则认为，成熟市场的需求才是正道，而且它们并不打算在这些技术足以满足主流市场的需求之前进行市场推广活动。因此，希捷公司的市场营销人员将刚刚研发出来的3.5英寸硬盘送到IBM公司进行评估，而不是询问哪个市场最终会需要一种体积更小、容量更低的硬盘。当比塞洛斯–伊利公司在1951年收购Hydrohoe液压挖掘机生产线时，公司的管理者并没有问“哪个市场实际上会需要一种只能挖掘窄沟的步行式挖掘机”这个问题。相反，他们认为，市场需要铲斗体积更大、工作半径更长的挖掘机；他们为Hydrohoe装配了缆索、滑轮、离合器和绞车，并计划将Hydrohoe卖给普通挖掘承建商。当美国钢铁公司在评估薄板连轧技术时，他们并没有问对表面外观要求较低的低价板材市场在哪儿。而且，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市场需要质量最高的表面抛光技术，因而投入了更多资金来开发传统的连铸机。他们实际是用开发延续性技术的思维来发展破坏性技术。


  在本书研究的案例中，面临破坏性技术创新的成熟企业，通常将技术性挑战看作是它们面临的首要发展挑战，即改善破坏性技术，使其足以满足已知市场的需求。与之相比，在对破坏性技术的商业开发中做得最成功的企业，是那些将市场营销挑战（构建或发现一个新市场，其中的产品竞争主要围绕着产品的破坏性属性展开）视为它们面临的主要发展挑战的企业。[2]


  面临破坏性技术变革的管理者应该遵守这一原则，这一点至关重要。如果历史可以提供任何指导，相比从一开始就积极发展破坏性技术特性的企业，那些只在实验室里研究破坏性技术，等到符合主流市场的需求之后才对其进行改善的企业，将无法复制前者的成功。相对于将破坏性技术看作是一种实验室挑战（指技术挑战），而非市场营销挑战的企业，积极发展破坏性技术的企业通过建立商业基础，然后进军高端市场，最终将更加有效地解决主流市场的需求。


  2. 相比成熟技术，破坏性技术通常更简单、更便宜，也更可靠、更便捷


  当出现性能过度供给，而且破坏性技术开始冲击主流市场的薄弱环节时，破坏性技术通常都能取得成功。因为根据购买等级的原理，破坏性技术满足了市场对功能性的需求，而且它相比主流产品更简单、更便宜，也更可靠、更便捷。例如，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液压挖掘技术是如何冲击主流下水道和普通挖掘市场的（如第3章所述）。一旦液压挖掘机的铲斗具备了处理2立方码至4立方码土方的能力（超过了主流市场对性能的要求），承建商便很快地开始采用这些产品——即使缆索挖掘机每铲能够推动更多的土方。由于两种技术所提供的铲斗容量均超出了他们的要求，承建商将更倾向于选择更加可靠的技术——液压技术。


  由于成熟企业特别倾向于开发高性能、高利润的产品和市场，它们发现自己经常在首款破坏性产品中加入了过多的特色和功能，而且要想防止这一趋势的发生可谓是困难重重。惠普公司设计Kittyhawk硬盘的经历便是一个明证。由于无法设计一种真正简单、价廉的产品，Kittyhawk项目的参与者将这种硬盘的容量发展到了这项技术的极限，并在产品中加入了一定的抗震和低能耗功能，使其具备了作为一种延续性产品的竞争力。当市场真正的大规模应用领域，即价格低廉、结构简单、功能单一的10MB硬盘开始出现时，惠普公司的产品并不具备足够的破坏性，来抓住这一轮变革所带来的机遇。苹果公司在开发牛顿PDA产品时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即没有在一开始就瞄准简单性和可靠性。


  发生在会计软件市场的性能过度供给


  Intuit公司是一家财务管理软件制造商，主要因其大获成功的个人财务软件包Quicken而声名远播。Quicken软件使用简单、便捷，从而主导了个人财务软件市场。Quicken的绝大多数用户无须阅读使用说明手册，只需要购买软件，在电脑上启动程序，然后就可以开始使用软件了。对此，Quicken的开发者深感骄傲。Quicken软件的开发者观察用户如何使用产品，而不是询问用户或“专家”需要什么来提高软件使用的便捷性，并继续将产品设计得更简单、更便捷。通过观察用户在使用产品的过程中可能会在哪些地方碰到困难或感到迷惑，开发者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不断地使产品变得更简单、更方便的努力上，以期为客户提供包含足够的功能，而不是超强功能的产品。


  不太为人所知的一个事实是，Intuit公司占据了北美小型企业会计软件市场70%的份额。[3]作为一家较晚进入这一市场的新兴企业，Intuit公司是通过推出Quickbooks软件实现这一目标的。Quickbooks产品的开发源于3个简单的启示。第1个启示是，之前市场上可用的小型企业会计软件包是在注册会计师的密切指导下开发出来的，因此它要求使用者具备基本的会计知识（借贷、资产和负债等知识），而且每项会计分录都需要记录两次（因此为每次交易提供了审计追踪）；第2个启示是，大多数现有的软件包都面面俱到地提供了一系列复杂的报告和分析数据，而且软件每升级一次，数据就会变得更加复杂和专业，因为软件开发者希望提供更多的功能，并以此将他们的产品与其他产品区别开；第3个启示是，85%的美国企业规模都很小，而且雇不起会计师，因此，它们的账目都是由业主或家人来记录。这些人员不需要，也不理解主流会计软件提供的大多数条目和报告。他们不知道审计追踪是什么，更不用说如何使用这一功能。


  Intuit公司的创始人斯科特·库克推测，这些小企业大多是由业主自己来经营。他们在经营企业时更多是依靠自己的直觉和对所从事业务的第一手知识，而不是包含在会计报告中的信息。换句话说，库克认为，小型企业会计软件的制造商过度满足了这一市场所要求的功能，因此为破坏性软件技术（即提供足够而不是超强的功能，并且使用更加简单、便捷）的兴起创造了机遇。Intuit公司具有市场破坏性的Quickbooks软件，将产品竞争的基础从功能性转变为便捷性，并在产品推出两年后占据了70%的市场份额。[4]实际上，到1995年，Quickbooks在Intuit公司的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已经超过了Quicken。


  可以预见的是，在面对Intuit公司的冲击时，成熟小型企业会计软件制造商的反应就是，继续推出功能更强大的软件包，以进一步向高端市场转移。这些软件主要针对特定的市场部门，目标客户是更高端市场上对信息系统的要求更高的高端用户。在三大主要的小型企业会计软件供应商中（每一家在1992年占据的市场份额约为30%），一家已经破产，一家的业务正在萎缩，第3家推出了一种经过简化的产品来应对Quickbooks的冲击，但它只在市场占据了很小一部分份额。


  发生在胰岛素产品生命周期中的性能过度供给


  另一个由性能过度供给和破坏性技术引发竞争基础发生变化，并导致行业格局发生变化的案例，就是全球胰岛素行业。1922年，4名来自多伦多的研究人员首次成功地从动物胰脏中提取出了胰岛素，将其成功地注射到糖尿病病人体内，并取得了极佳的疗效。由于胰岛素是从已经碾碎了的牛和猪的胰脏中提取的，提高胰岛素的纯度（以ppm，即每百万容量中含有污染物的量来衡量）就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性能改善模式。得益于全球领先胰岛素制造商礼来公司的不断投资和不懈努力，胰岛素中所含的污染物的量，从1925年的50 000 ppm下降到1950年的10 000 ppm，再下降至1980年的10 ppm。


  尽管纯度得到极大的改善，但动物胰岛素仍与人类胰岛素存在细微的差别，这也导致少数糖尿病病人的免疫系统对动物胰岛素产生了免疫力。因此，礼来公司于1978年与基因泰克公司（Genentech）签订协议，合作开发能产生胰岛素蛋白的基因重组细菌。这种胰岛素蛋白的结构与人类胰岛素蛋白相同，而且纯度能够达到100%。这一项目在技术上取得了成功。20世纪80年代初，在投入了近10亿美元的资金后，礼来公司的优泌林胰岛素终于问世。优泌林的售价比动物萃取胰岛素高出25%，因为它的结构与人类胰岛素相同，而且纯度达到100%。优泌林是生物科技行业推出的第一种作用于人体的商业规模产品。


  但市场对这一技术奇迹的反应却不那么热烈。礼来公司发现它很难让优泌林胰岛素与动物胰岛素保持一定的价差，优泌林的销售量增长率也出人意料地低。礼来公司的一名研究员指出：“现在回想起来，市场对猪胰岛素并没有任何的不满意。实际上，猪胰岛素还非常受市场的欢迎。”[5]礼来公司花费了巨额资金，投入了巨大的公司资源，到头来却过度满足了市场对产品纯度的需求。而优泌林则成为又一个市场并没有给予溢价的差异化产品，因为它所提供的性能超出了市场的需求。


  与此同时，一家来自丹麦的规模更小的胰岛素制造商——诺和公司（Novo），正在全力研发一种胰岛素注射笔——一种更为便捷的注射胰岛素的解决方案。一般来说，糖尿病病人都会携带一种独立的注射器，他们将注射器的针头插入装有胰岛素的玻璃药水瓶，拔出注射器的柱塞将胰岛素抽入注射器（抽入的胰岛素应比实际用量稍高一些），针头朝上握住注射器轻弹几次，以挤出附着在针筒壁上的气泡。他们一般还需要对第2种慢效类型的胰岛素重复这一操作。只有在将柱塞推入一些以便挤出注射器内剩余的气泡后（这项操作将不可避免地挤出一些胰岛素），他们才能给自己注射胰岛素。这一过程通常要持续1分钟至2分钟。


  与之相比，诺和笔（一种胰岛素注射笔）内有一支笔芯，笔芯内含有好几周用量的胰岛素——通常是快速作用和慢效类型胰岛素的混合液。糖尿病病人在使用诺和笔时，只需找到一个小剂量选择环，选择他们需要注射的胰岛素的剂量，然后将诺和笔的针头插入皮下，并按下注射键。完成整个过程只需不到10秒钟。与礼来公司苦苦维持优泌林所享有的溢价不同，诺和笔很轻易地延续了每单位胰岛素30%的溢价。到20世纪80年代，受诺和笔和预混合胰岛素笔芯取得成功的推动，诺和公司在全球胰岛素市场上所占的份额大幅上升，并且实现了赢利。礼来公司和诺和公司的经验进一步证明，性能超出市场需求的产品将被迫接受与商品层级相同的价格，而重新定义了竞争基础的破坏性产品则可以获得溢价。


  我曾在哈佛商学院向企业管理人员和MBA学生讲授有关礼来公司的案例。这段授课时间是我教学生涯中最有意思的一次经历。在每堂课上，绝大多数学生都会抨击礼来公司竟然遗漏了如此明显的信息，即只有很少一部分糖尿病病人才会对猪胰岛素产生免疫力；而且，纯度达到10 ppm的猪胰岛素和纯度达到100%的优泌林之间的差别并不明显。当然，他们宣称，组织几个简单的跟踪调研小组，询问病人和医生是否需要纯度更高的胰岛素将给予礼来公司足够的信息指导。


  但是，在每一次讨论中，思维更缜密的学生很快就提出，现在看起来非常明显的趋势，在竞争达到白热化时，也许并不会表现得那么明显，这个观点一举扭转了整个课堂的观点（这种情况总是一再发生）。例如，在礼来公司的市场营销人员咨询的所有医生中，哪些医生的意见将得到最大程度的重视？答案是主攻糖尿病治疗，同时也是胰岛素制药行业主流客户的内分泌学家。而哪些病人最有可能听取这些专家的治疗方案呢？答案是那些病情最罕见、最严重，对猪胰岛素的免疫力最强的糖尿病病人。因此，当礼来公司的市场营销人员询问他们应该做些什么来改善下一代胰岛素产品时，这些主流客户可能会向他们提供什么建议呢？主流客户的权力和影响，的确是导致企业的产品开发过度满足主流市场需求的一个主要原因。


  而且，思维缜密的学生发现，大多数营销经理甚至不会去问纯度为100%的人工胰岛素是否可能超出市场需求这个问题。对于一家建立了根深蒂固的文化体系的成功企业来说，50多年来，“更高的纯度”就是更好的产品的终极定义。推出更高纯度的胰岛素一直都是礼来公司维持竞争优势的主要模式。更高的纯度一直是企业销售人员在向医生推销自己的产品时屡试不爽的法宝。在这家公司的发展史上，什么能导致它基于企业文化做出的假设突然发生变化，并促使它的管理人员开始询问之前从来不需要回答的问题呢？[6]


  控制产品竞争的演变


  图9.4简要描述了性能过度供给的模型。这个模型描绘了一个多级市场，其中市场要求的性能改善轨线较技术人员所能提供的改善轨线更浅一些。因此，每一级市场的发展都会经历一个演变周期，其中周期的不同发展阶段是以产品选择的基础发生转变为标志的。尽管有关产品生命周期的其他解释也会产生类似的结果，但图9.4使用了温德米尔联合公司首创的购买等级理论。根据这一理论，竞争首先集中在功能性上，然后是可靠性、便捷性，最后是价格。在本章提到的每一个案例中，预示着竞争基础将发生改变、即将进入产品生命周期的下一个阶段的产品都是破坏性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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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4 管理竞争基础发生的转变

  


  图9.4显示了可供面临性能过度供给的企业选择的战略性方法，以及之后破坏性技术改变行业竞争性质的可能性。第1种一般性选择（即图中的战略1，也是本书探讨的各行业最常用的战略）就是将延续性技术的轨线提升到市场的更高级别，从而在更简单、更便捷，或是更便宜的破坏性方法出现时，最终选择放弃更低端的客户。


  第2种选择，也就是图9.4中的战略2，就是在一个特定的市场级别，时刻与客户的需求保持步调一致，从而紧跟每一轮竞争基础的变革浪潮。从历史经验来看，这一点似乎难以做到（所有的原因已在前面的章节中进行了阐述）。例如，在个人电脑行业，随着台式计算机的功能性足以满足较低级别市场的需求，诸如戴尔公司和捷威2000公司等新兴企业开始进入这一市场，并提出了以购买和使用的便捷性为中心内容的价值主张。面对新兴企业的冲击，康柏公司的应对之举：是积极实施第2种方法，即根据更低级别市场的需求生产出功能适度的低价计算机系列产品，以竭力抑制企业进入高端市场的趋势。


  应对这些变化态势的第3种战略选择，就是利用市场营销计划来加深市场轨线的坡度，使客户的需求能够跟上技术人员所能提供的性能改善速度。由于发生这些变化趋势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技术轨线的坡度要大于市场轨线的坡度，因此，当两条轨线平行时，性能过度供给，以及产品生命周期从一个阶段的情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的情况便不会发生，或者至少会延迟发生。


  一些计算机行业的分析人士认为，微软公司、英特尔公司和硬盘企业非常有效地执行了最后一种战略。微软公司利用其行业主导地位，成功地研制并营销了需要占用巨大硬盘内存，且需要速度更快的微处理器来运行的软件包。微软公司最终提高了客户要求的功能改善轨线的坡度，并使之与微软公司技术人员提供的功能改善坡度平行。图9.5描绘了这一战略的影响，说明了硬盘行业近期发生的事件（本图将图1.7中描绘的硬盘发展轨线图更新到1996年）。需要注意的是，中等价位的台式和笔记本电脑部门所要求的容量轨线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上扬，并最终与3.5英寸和2.5英寸硬盘制造商开辟的容量改善轨线平行。有鉴于此，这些市场在近几年并没有发生性能过度供给的情况。2.5英寸硬盘仍然被困在笔记本电脑市场，因为台式计算机市场所要求的容量增速实在太快。因为同样的原因，3.5英寸硬盘在台式计算机市场上的地位仍然非常稳固，而1.8英寸硬盘也没能在笔记本电脑市场得到广泛应用。在这种情况下，产品定位最接近市场高端的企业（例如希捷公司和IBM公司）获利最为丰厚，因为在没有出现技术过度供给的情况下，产品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转变在高端市场受到了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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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5 性能需求轨线已发生改变，破坏性技术的影响被延迟


    资料来源：有关该项数据的更早版本见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所著的《刚性磁盘驱动业：一段商业和技术的动荡史》，《商业史评论》67（4）（1993年冬）：559

  


  微软、英特尔和希捷公司成功地创造了市场需求，并使市场需求轨线与其技术人员所能提供的功能轨线始终保持平行，但目前还不清楚它们的成功还能持续多久。例如，微软公司于1987年推出的1.2版Excel电子表格软件需要1.2MB的硬盘存储容量，1995年发布的5.0版则需要32MB的硬盘存储容量。一些行业观察家认为，如果微软公司的研发团队注意观察一般用户是如何使用Excel软件的话，他们就会发现Excel所提供的功能已经大大超出了主流市场的需求。如果情况确实如此，这将为破坏性技术——从互联网上选择小型应用程序，然后在简单的互联网工具而不是功能齐全的计算机上使用这些小程序——从价值网络的下方冲击这一市场创造一个机遇。


  正确的战略和错误的战略


  在图9.4描述的3种战略中，哪一个是最佳战略呢？本项研究发现，有明显的证据表明没有所谓的最佳战略，着力采取任何一种战略都有可能取得成功。惠普公司在发展激光喷射打印机业务时采取的是第1种战略，并实现了巨大的利润。在这个案例中，第1种战略也是一种安全的战略，因为惠普公司正在用具有破坏性的喷墨打印技术来冲击自己的市场领先地位。康柏公司，以及英特尔公司、微软公司和硬盘制造商的三位一体组合至少从现在来看都分别成功地实施了第2种和第3种战略。


  这些成功的战略实施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出于本能，他们都深刻理解了客户的需求曲线和技术人员的供给曲线。到目前为止，理解这些曲线是他们获得成功的关键。但能够长期做到这一点的企业屈指可数。大多数运行良好的企业都会不自觉地向坐标图的东北角方向移动，从而导致自己身陷竞争基础发生改变的漩涡，并招致破坏性技术从价值网络下方发起的攻击。


  
    [1] 根据硬盘行业的传统，平均故障间隔时间为100万小时意味着，如果100万台电脑同时打开，并同时运行1小时，其中一台电脑的硬盘将在第1个小时发生故障。

  


  
    [2] 便携式收音机的出现同样适用于这一行为模式。在20世纪50年代初，索尼公司的董事长盛田昭夫来到纽约，并住进了市内一家便宜的旅馆。他此行的目的是就购买美国电报电话公司（AT&T）拥有的晶体管技术专利与该公司进行谈判（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的工程师于1947年发明了这项技术）。盛田昭夫发现美国电报电话公司不太愿意进行谈判，因此不得不多次拜访该公司，请求其将这项专利卖给索尼公司。盛田昭夫的诚意最终打动了对方。在会议结束，专利转让文件也签署完毕之后，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的官员询问盛田昭夫，索尼公司打算如何使用这项专利。盛田回答说，“我们打算生产小型收音机。”这名官员不解地问：“为什么会有人想要小型收音机呢？”盛田的回答是：“那我们走着瞧。”几个月后，索尼公司在美国市场推出了第一款便携式晶体管收音机。按照主流市场衡量收音机性能的主要指标，这些早期晶体管收音机的质量实在太差，不但保真度很低，而且静电干扰也比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真空管台式收音机大很多。但盛田并没有选择继续在实验室里研发晶体管收音机，直到它的性能足以参与主要市场的竞争（这是大多数领先电子企业在开发晶体管技术时所采取的战略），而是主动去寻找看重晶体管技术业已存在的属性的市场——便携式个人收音机市场。不出意料的是，没有一家领先的台式收音机制造商最后发展为便携式收音机的主要制造商，而且它们之后都被淘汰出收音机市场（这个故事是由谢尔顿·韦林格博士——索尼公司已退休的生产和技术副董事长转述给笔者的）

  


  
    [3] 这条信息是由Intuit公司的创始人董事长斯科特·库克和Quickbooks的市场营销经理杰伊·奥康纳提供给作者的。

  


  
    [4] 库克表示，在设计简单、便捷的会计软件包的过程中，Intuit公司的软件开发人员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即便是计算机通常不会在加减运算中犯错，市场上的每一种会计软件包仍然继续使用复式薄记会计系统——最早由威尼斯商人发明，目的是为了查找记账过程中发生的运算错误。Intuit公司可以通过省略不需要的产品功能来极大地简化它的产品。

  


  
    [5] 在这一案例中，虽然礼来公司的优泌林胰岛素无法实现溢价，但企业的投资还是获得了回报。优泌林使得礼来公司免遭胰脏供应短缺（由红色肉类消费下降所导致）可能带来的影响，并且使礼来公司在生物工程制药的批量生产方面获得了非常宝贵的经验，并且以此建立了资产基础。

  


  
    [6] 一旦这样的少数派观点在课堂上提出，许多学生很快就会发现，那些被普遍认为是世界上管理最好而且也最成功的企业，可能过度满足了主流市场的需求。例如，英特尔公司就总是在性能表现图的纵轴上衡量它生产的微处理器的速度。英特尔公司总是假设市场需求速度更快的微处理器，而且公司赢利达数十亿美元的事实也明确证实了它的假设。当然，一些尖端客户要求指令处理速度达200MHz、400MHz和800MHz的芯片。但主流市场的需求如何呢？英特尔新型微处理器的速度和成本是否可能会在不远的将来过度满足市场需求呢？如果技术过度供给可能发生，那么英特尔公司的上万名员工怎样才能预测这一切将在何时发生，并接受情况已经发生改变的事实，以完全改变它们的产品开发模式呢？发现技术过度供给已经不易，对此采取一些应对措施更是难上加难。

  


  第10章

  管理破坏性技术变革：案例研究


  
    在一个熟悉但充满挑战的环境下，管理者怎样才能通过提出一系列问题（一旦提出了这些问题，可能会引出一个合理且实用的答案）来发展他们看待类似问题的思维方式。

  


  随着本书进入接近尾声的第10章，读者应该对优秀企业失败的原因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能力不足、官僚作风、傲慢自大、管理队伍老化、规划不合理和投资短视，显然是导致许多企业最终失败的主要原因。但我们已经知道，即使是最优秀的管理者也会受到某些法则的制约，而且这些法则会加大破坏性创新的难度。当优秀的管理者不能理解，或者试图抗拒这些法则的力量时，他们领导下的企业距离失败也就为期不远了。


  本章将利用本书中前几章提到的力量和原则来阐述管理者怎样才能成功地应对破坏性技术变革。为了便于说明，我采用一种案例研究模式，以第一人称来表明我——假设我是一名在一家汽车生产主流企业工作的员工——可能会怎样去管理一项创新项目：开发和推广当前最让人头疼的电动汽车。我撰写本章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提供应对这一特定挑战的任何所谓的正确答案，也不是为了预测电动汽车是否可能成功，或者如何才能取得商业上的成功。相反，我的目的就是为了表明，在一个熟悉但充满挑战的环境下，管理者怎样才能通过提出一系列问题（一旦提出了这些问题，可能会引出一个合理且实用的答案）来发展他们看待类似问题的思维方式。


  我们怎样才能判断出某项技术是否具有破坏性


  20世纪初，电动汽车在“何种设计能成为汽车的主流设计形式”的竞争中，输给了汽油动力汽车，自那以后，电动汽车就一直徘徊在传统汽车市场的边缘。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决策者发现，电动汽车具备减少城市空气污染的特性，对电动汽车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迅速升温。加利福尼亚州空气资源管理委员会（CARB）强制性规定，从1998年开始，在加州的汽车制造商都要确保电动汽车的销售量至少达到在加州总汽车销量的2%，否则其将被取消在加州销售汽车的资格。受政策影响，电动汽车在20世纪90年代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1]


  假设我的职责是管理一家汽车生产企业的电动汽车项目，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提出一系列问题：我们认为电动汽车在市场上获得成功的概率有多大？也就是说，除了加州的强制性法令外，电动汽车是否能对汽油动力汽车制造商构成真正的破坏性威胁？这是否是企业实现赢利增长的一个机遇？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需要绘制一张市场所要求的性能改善轨线，并将其与技术能够提供的性能改善轨线进行比较；换句话说，我需要为电动汽车绘制一张与图1.7或图9.5类似的轨线图。据我所了解，这些图表是用来判断破坏性技术的最佳方法。


  绘制本图的第1步就是确定主流市场的需求，并将其与电动汽车当前所具备的能力进行比较。为了评估市场需求，我应该认真观察客户实际上是如何使用产品的，而不仅仅是听他们描述是如何使用产品的。相比组织访谈或跟踪调研小组来收集信息，观察客户实际如何使用产品能够提供更多更可靠的信息。因此，观察结果表明，汽车客户目前需要大约125英里至150英里的续驶里程（即在再次加油之前汽车能够行驶的距离）；大多数电动汽车只能提供50英里至80英里的续驶里程。同样，汽车驾驶者似乎需要能在10秒之内时速从0提升至60英里的汽车（在高速路入口坡道行驶时，一辆汽车只有达到这个加速度才能安全地并入高速行驶的车流）；大多数电动汽车则需要将近20秒才能将时速从0加速至60英里。最后，主流市场的购车者希望能够拥有很多种选择，但电动汽车制造商最初能够实现的产量会很小（这也是由这项业务的特性决定的），因此无法像汽油动力车制造商那样，为客户提供那么多的选择。[2]根据几乎所有对功能性的定义（在我计划描绘的图表中，功能性构成了图中的纵轴），电动汽车所能提供的功能都逊色于汽油动力汽车。


  但这一信息并不足以说明电动汽车具有破坏性产品的特性，只有在我们发现其性能改善曲线在日后有可能会与主流市场的需求相交汇时，我们才能说电动汽车是一种破坏性产品。为了评估这种可能性，我们需要绘制轨线，并将市场要求的性能改善轨线，与电动汽车技术可能提供的性能改善轨线进行比较。如果这两条轨线是平行的，那么电动汽车就不太可能成为主流市场上的一分子；但如果电动汽车技术的发展速度快于市场要求的性能改善速度，那么这种技术就真的会给市场带来破坏性威胁。


  图10.1表明，市场要求的性能改善轨线（不管是按所要求的加速时间、续驶里程，还是最高行驶速度来衡量）相对较为平缓。这是因为交通法规对动力更加强大的汽车的使用施加了限制，而且人口、经济和地理等因素也将普通驾驶者行驶英里数的增幅限制在每年不到1%。与此同时，电动汽车性能的改善速度则要更快——每年在2%至4%之间。这表明，如果技术的发展势头得以延续，电动汽车的市场地位可能确实能得到提升，也就是说虽然电动汽车目前还无法参与主流市场的竞争，但日后还是有可能在主流市场占据一席之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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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1 电动汽车


    资料来源：W·艾尔顿·琼斯基金会的高级能源研究员保罗·米勒，以及多篇有关电动汽车的文章提供的数据

  


  换句话说，作为一名汽车企业的主管，我之所以对电动汽车的未来感到担忧，并不是因为投资环保型技术符合政策上的需要，而是因为电动汽车具有破坏性技术的特性。电动汽车无法进入主流市场，这种汽车的属性与汽油动力汽车价值网络所关注的属性大相径庭，而且电动汽车技术的发展速度高于市场需求轨线的发展速度。


  但由于电动汽车不是延续性创新，主流汽车制造商很自然地会怀疑市场是否需要这种产品——破坏性创新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福特电动汽车项目的主管就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漫步者电动汽车的销量大概能达到3万辆，车中配备的铅酸电瓶能使汽车续驶50英里……1998年版电动汽车的销售形势将会很严峻，即将推出的产品将无法达到客户对续驶里程、成本或实用性的期望。”[4]确实，考虑到电动汽车当前在这些参数方面的表现，在主流汽车市场销售电动汽车的难度，相当于1980年在大型计算机市场销售5.25英寸硬盘的难度。


  在评估这些轨线时，我会尝试不断地提出正确的问题：电动汽车的性能改善轨线能否最终与市场要求的轨线交汇（主要体现在客户使用汽车的方式上）？行业专家在比较两种技术的性能轨线后可能会坚持认为，电动汽车的性能将永远无法达到汽油动力汽车所达到的高度。他们的观点可能是正确的，但回想一下硬盘行业专家的经历，他们只是对错误的问题提出了正确的答案。我还注意到，许多专家断言，如果电瓶技术无法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电动汽车市场将永远无法形成足够的规模。这样的观点可谓是不胜枚举，但我并不会就此退缩。理由是什么呢？如果电动汽车被看作是成熟市场价值网络中的一种延续性技术，那这些专家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因为专家在预测破坏性技术的性质和市场规模时总是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因此我强烈质疑这些专家的疑虑是否合理，虽然我对自己的结论也不是很确定。


  电动汽车的市场到底在哪儿


  在确定电动汽车是一种潜在的破坏性技术后，我的下一项挑战就是制订市场营销战略，领导我的企业进入一个可以率先使用电动汽车的、正统的、没有补贴性质的市场。在制订这些市场营销战略时，我将运用在本书前几章阐述过的三大发现。


  首先，我承认，电动汽车在初始阶段并不能应用于主流应用领域，因为它不能满足市场对性能的基本要求，参与我的项目的每一个人也都了解这一点。尽管对于市场到底在哪儿，我们尚无头绪，但我们所能确定的一件事就是，这个市场绝非当前的成熟汽车市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认为，鉴于资源依赖理论和“小市场无法解决大企业的增长或赢利需求”的原则，大多数汽车制造商都将非常短视地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主流市场上。因此，在寻找潜在客户的过程中，我不会去效仿其他汽车制造商，因为我认为，他们的直觉和能力都用在了错误的目标上。[5]


  而我的任务是尽快找到一个能使用电动汽车的市场，因为率先进入破坏性技术市场的企业明显要比后来进入这一市场的企业更占优势。这样的企业在抢占破坏性技术市场，并在这一市场建立起一个能实现赢利的业务基础后，将全力投资相关的延续性创新，并能非常成功地面向主流市场逐级提高破坏性技术的市场定位；而迟迟不进入破坏性技术市场（例如等待实验室的研发人员开发出具有突破性的电瓶技术）是管理者遭遇阻力最小的一条道路。但事实证明，这一战略很难成为破坏性创新取得成功的一条可行的道路。


  正如历史不断向我们展示的那样，使得破坏性技术在主流市场不具竞争力的属性，实际上正是新兴价值网络所注重的属性。在硬盘行业，5.25英寸硬盘体积小的特点，使得这种型号的产品无法在大型计算机上使用，但这一特点正好符合台式计算机的要求。尽管早期液压挖掘机较小的铲斗容量和较短的工作半径，使其无法满足普通挖掘的基本需求，但它们所具备的精确挖掘狭长沟渠的能力，却大受民用建筑承建商的欢迎。尽管听起来有些奇怪，但我将引导我的市场营销人员，去寻找那些潜在的购车需求尚未得到开发的购车者，也就是那些需要加速时间相对较慢，续驶里程不超过100英里的汽车的购买者。


  我在制订市场营销策略时所要遵循的第2项原则就是，没有人能通过市场研究了解到电动汽车的早期市场到底在哪儿。我可能会聘用顾问，但我唯一能确定的一件事就是，他们的发现将是错误的。客户自己也无法告诉我们他们是否需要电动汽车，或者他们可能会如何使用电动汽车，因为在客户发现他们将如何使用电动汽车的同时，我们也将发现这种产品的使用方式——就像本田公司的“超级幼兽”摩托车打开了一个不曾预料到的新型应用领域。市场唯一有价值的信息就是，通过真正进入市场，通过测试和探索，通过反复尝试，通过向真正愿意掏腰包的实际客户销售实际的产品，我们能够从中得到些什么。顺便提一句，政府强制性指令可能会影响市场的打开，而不是解决发现市场的问题。因此，我将强迫我的机构凭借自己的能力和智慧来求得生存，而不是依赖于变化不定的补贴，或是加利福尼亚州的法规（并不是按照经济规律来制定）来发展我的业务。


  第3项原则是，我的创业计划必须是一个学习的计划，而不是一个实施预先制定的战略的计划。尽管我们将竭尽所能地在首次尝试中就利用正确的产品和战略来开发正确的市场，但在实现业务计划最初设定的目标的过程中，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更好的业务发展方向。因此，我必须为错误做好准备，并尽快了解什么才是正确的发展道路。我不能像苹果公司在牛顿PDA项目或是惠普公司在Kittyhawk项目中所做的那样，将我所有的资源，或是我的机构所有的信誉孤注一掷地投入到首次尝试中。我们需要保存实力，以备在第2次或第3次尝试中找到正确的市场。


  这3项原则便构成了我的市场营销战略的基石。


  • 潜在的市场：一些推测


  电动汽车的价值网络将首先在哪里出现呢？尽管我们不可能对此进行准确的预测，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一价值网络将出现在电动汽车能将其劣势转化为优势的地方。我的一名学生建议说，中学生的父母可能会成为电动汽车的一个潜在的巨大的客户群体，因为他们会为孩子购买汽车往返于学校、朋友家和学校活动的地点。考虑到孩子们的基本交通需求，这些父母可能会认为，对于青少年使用者来说，电动汽车简单的产品结构、较慢的加速时间和有限的行驶里程均是非常理想的属性——特别是如果汽车的外形符合青少年的审美习惯。倘若采用了正确的市场营销方法，谁知道最终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早期本田公司的市场营销人员就是骑着本田摩托车遇到了他们未来的客户。


  另一个可能发展为电动汽车早期市场的应用领域，可能是南亚一些城市的出租车或小包裹送货车。电动汽车非常适合南亚城市的情况，因为这些城市还在不断发展，它们日益拥堵、嘈杂，且污染状况十分严重。曼谷每天的交通拥堵状况都非常严重，汽车的时速永远达不到30英里，而电动汽车被堵在路上时并不会消耗电瓶的电力。而且，这种小型汽车便于操作和停车的特性，也将进一步提高它对客户的吸引力。


  不管这些或其他类似的市场理念最终是否可行，它们至少都符合破坏性技术出现和发展的规律。


  • 今天的汽车企业应如何销售电动汽车


  上文提到的发现和定义电动汽车最初的市场的战略，与今天的主流汽车制造商正在采用的市场营销方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主流汽车制造商都试图在主流市场销售电动汽车，而这种方法正是成熟企业在应对破坏性技术时一再重复犯下的错误。1995年，克莱斯勒公司的销售总经理威廉·格劳布在谈到该公司1998年的新车上市计划时，曾发表了以下言论。[6]


  
    克莱斯勒公司计划在1998年及时推出一款全新的小型电动货车。在认真研究专门建设一个汽车平台和对现有平台进行修改这两种方案后，现在看来，对我们来说，选择利用电动平台生产小型货车显然是最佳的选择。我们的经验表明，车队可能将是销售电动汽车的最好机遇……我们面临的问题不在于创造具有吸引力的一揽子计划——新型小型货车就是一个有吸引力的计划。真正的问题是这种汽车并不具备足够的能量存储能力。[7]

  


  为了在主流市场销售电动汽车，克莱斯勒公司必须为新型小型电动货车配备重达1 600磅的电瓶，这当然会增加电动货车的加速时间，缩短行驶里程，并增加制动距离，而且这3项指标均低于任何一种汽油动力汽车。鉴于克莱斯勒公司对电动汽车的市场定位，行业分析人士很自然地会按照主流价值网络最看重的指标，来比较小型电动货车与小型汽油动力货车。克莱斯勒公司小型电动货车的预期成本是10万美元，而汽油动力货车的成本是2.2万美元，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会考虑购买该公司的电动汽车产品。


  因此，尽管政府法令要求他们必须这么做，但对能否在加利福尼亚州卖出任何一辆小型电动货车，克莱斯勒公司的市场营销人员仍感到忧心忡忡。例如，威廉·格劳布就继续谈到了以下现象（接上文）：


  
    市场之所以能够获得发展，就是因为客户希望拥有优质的产品。没有哪位销售人员能在主流市场上推销边缘产品，并且抱有建立可持续的客户基础的希望。销售人员不能强迫客户购买他们不想要的产品，政府法令并不能作用于以客户为导向的自由市场经济。要在市场上为电动汽车找到一个应用领域，电动汽车就必须发展为能与今天的汽油动力汽车相媲美的高品质产品。

  


  考虑到市场营销人员看待这一挑战的方式，克莱斯勒公司的结论无疑是正确的。[8]在破坏性技术发展的初期，主流客户从来都不会选择使用破坏性产品。


  我们应采取什么样的产品技术和经销策略


  • 破坏性创新的产品开发


  指导我们的工程师设计我们的第一款电动汽车，这将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因为这里牵扯到一个经典的有关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没有市场就无法获得足够的或是可靠的客户信息；没有能够满足客户需求的产品就不会有市场。在这样一种真空状态下，我们怎样才能设计好产品呢？幸运的是，本书阐述的原则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有用的启示。


  最具指导价值的是第9章的内容，因为这一章指出，竞争的基础会随着产品生产周期的变化而发生改变，而变化周期本身则是受到性能过度供给这一现象（即技术所能提供的性能超出了市场的实际需求）的推动。一直以来，性能过度供给为更简单、更便宜、也更便捷，且几乎总是具有破坏性的技术进入市场打开了一扇门。


  性能过度供给现象似乎确实发生在了汽车行业。汽车车身和发动机的尺寸、时速从0提升至60英里所需的时间，以及客户应对过多选择的能力都面临许多实际的限制。因此，我们几乎可以断定，产品竞争和客户选择的基础将从这些功能性指标转向其他属性，例如可靠性和便捷性。这一趋势也在过去30年间，成功进入北美市场的大多数新兴企业身上得到了验证；这些新兴企业之所以能获得成功，并不是因为它们推出了具有超强功能的产品，而是因为它们参与竞争的基础是可靠性和便捷性。


  例如，丰田公司就是凭借功能简洁、性能可靠的珂罗娜车型，成功进入北美市场，并在低端市场占据了一席之地。然后，面对高端市场恒久不变的吸引力，丰田推出了诸如凯美瑞、普瑞维亚和雷克萨斯等特色更加鲜明和功能性更强的车型，从而在低端市场创造了一个竞争真空，通用土星公司和韩国现代公司等新兴企业正是利用这一真空成功进入北美市场。通用土星公司的战略就是为客户的购车和用车体验提供可靠、便捷的一条龙服务。但根据该公司最近发布的报告，通用土星公司很快也将转战高端市场，从而为更新的新兴企业进入低端市场提供更简单、更便捷的交通服务，创造了一个新的竞争真空。


  因此，在电动汽车发展的第1阶段，成功的设计理念很可能是那些以简单性和便捷性为主要特征，并且能在新兴价值网络（在这个价值网络中，电动汽车的这些属性成为重要的价值指标）发展壮大的设计。相比之前的产品，本书探讨过的每一种破坏性技术的体积都要更小，且结构更为简单，使用更为方便。每一种破坏性技术最初的应用领域都是更加注重简单性和便捷性的新型价值网络。这种情况曾发生在体积更小、结构更简单的硬盘产品上；曾发生在台式和便捷式计算机上；曾发生在液压反铲挖掘机上；曾发生在小型钢铁厂上（相对于综合性钢铁厂）；也曾发生在胰岛素注射笔上（相对于注射器）。[9]


  以这些特性作为指导原则，我将能指导我的设计工程师按照以下3个标准来进行电动汽车的设计。


  首先，这种汽车必须具有简单、可靠和便捷的特性。例如，这可能意味着，我们一个长期的技术目标就是，利用较为普遍的供电服务，来寻找一种给电瓶快速充电的方法。


  其次，由于没有人知道产品的最终市场在哪儿，或者市场最终将如何使用这种产品，因此，我们必须设计出一个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迅速对产品的特色、功能和外形进行变更的产品平台。例如，假设电动汽车最初的客户是青少年学生的父母，他们购车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的孩子开车往返于学校、朋友家和学校活动地点，那么第一款车型的特色和外观就应该定位于青少年。尽管我们可能会首先以这个市场为目标，但事实很有可能证明我们最初的想法是错误的。因此，我们应该尽快推出第1款车型，并将这种车型小规模地投放市场——一旦得到市场的反馈，我们仍然拥有足够的预算来开发正确的车型。[10]


  再次，我们必须确定一个较低的定价点。采用了破坏性技术的产品的标价通常应该低于主流市场上使用的产品，但它们的使用成本则通常要更高一些。体积小的硬盘之所以能够应用于台式计算机并不是因为它们的尺寸更小，而是因为它们的单价较低，符合个人电脑制造商对总体价格点的要求。体积更小的硬盘的单位容量价格通常要高于体积更大的硬盘。同样，在挖掘机市场，早期液压挖掘机的价格要低于成熟的缆索挖掘机，但每小时挖掘每立方码土方的总成本则要高得多。相应地，即使每英里行驶成本要更高一些，但我们的电动汽车的标价必须低于汽油动力汽车的普遍价格。从历史数据来看，客户一直在为便捷性支付更高的溢价。


  • 破坏性创新的技术战略


  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我们的技术规划并不能要求这一项目在技术上取得任何突破，这一点至关重要。从历史上看，破坏性技术一直不涉及新技术；相反，构成破坏性技术的各个组件所采用的都是经过验证的技术，破坏性技术只是将这些组件组合成一种全新的产品结构，并且为客户提供了一些他们之前从未体验过的新属性。


  目前参与电动汽车开发的主流汽车制造商都认为，电瓶技术的突破是将电动汽车推向市场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福特公司的约翰·R·华莱士就曾这样说过：


  
    当前的困境就是，今天的电瓶并不能满足这些消费需求。任何熟悉当前的电瓶技术的人员都会告诉你，电动汽车还没有为它的黄金时期做好准备。预计将在1998年上市的所有的电瓶都无法达到客户要求的100英里的续驶里程。对于续驶里程和成本问题，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改善电瓶技术。为了确保电动汽车能够取得商业上的成功，我们应集中资源来开发电瓶技术。汽车行业的努力（例如美国先进电瓶联盟开展的研发活动）再加上所有电动汽车的利害相关人（例如公用事业、电瓶企业、环保主义者、监管机构和改变看法的人士）的通力合作，将是确保电动汽车实现市场化的最为有效的方式。[11]

  


  克莱斯勒公司的威廉·格劳布也持类似的观点：“即将投入使用的先进铅酸电瓶给电动汽车提供的能量，还不及两加仑汽油的燃料存储容量，这就像是每天开着‘燃油不足’指示灯还在闪烁的汽车离开家门。换句话说，电瓶技术还没有做好准备。”[12]


  当然，这些企业之所以将电瓶技术的突破，视为电动汽车通往商业化成功道路上的一个重大瓶颈，是因为这些企业的管理者将他们的注意力和对产品的定位，都放在了主流市场。对克莱斯勒公司来说，这就意味着小型电动货车；对福特公司来说，这就是电动漫步者汽车。考虑到这一市场定位，它们要求本质上属于破坏性技术的电动汽车产生延续性技术的影响；它们要求电瓶技术取得突破，因为它们选择将电动汽车视为是一种延续性技术。如果企业的管理者选择利用或遵守破坏性技术的基本原理，并创造一个能将电动汽车的劣势转化为优势的市场，那么他们领导下的企业可能就不会对电瓶技术的突破提出要求。


  那么电瓶技术的进步最终将由哪些企业来创造呢？回顾历史，我们就能得出以下结论：最终成功地实现电瓶技术突破，并将电动汽车的续驶里程提高到150英里（如果最终能够开发出具备这样功能的电动汽车的话）的企业，将是那些率先利用经检验技术创造了一个新价值网络，然后通过发展所需要的延续性技术，将产品推向更具吸引力的高端市场的企业。我们的发现是，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通常都具有向上移动的倾向，却很难实现向下流动。这表明，最有动力实现电瓶技术突破的实际上是破坏性创新者。他们在试图进入规模更大、利润更丰厚的主流市场之前，已经为电动汽车构建了一个低端市场。


  • 破坏性创新的经销战略


  破坏性产品将会重新定义主要经销渠道，这几乎已成为一个定律，因为经销商所遵从的经济学原理（他们获取利润的方式）与制造商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主流价值网络决定的。索尼公司破坏性地推出了便捷、可靠的便携式晶体管收音机和电视机，从而将主流零售渠道从销售支持和现场服务网络成本高昂的家电和百货店（销售真空管家电的必要条件）转变为销量导向型、低成本折扣零售商。本田公司具有市场破坏性的摩托车，遭到了主流摩托车经销商的拒绝，该公司却在体育用品零售商中创建了一个新的销售渠道。实际上，我们认为，哈雷公司的小型摩托车计划遭遇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经销商拒绝销售这种摩托车：哈雷公司收购的意大利品牌（小型摩托车）的形象和经济价值，并不符合经销商网络对市场的定位。


  实际上，破坏性技术和新的经销渠道之所以经常步调一致，还是出于经济方面的原因。正如第4章提到的克雷斯吉公司和伍尔沃思公司的发展史所表明的那样，零售商和经销商的赢利模式通常非常明确。一些零售商和经销商主要销售利润率较高的高价产品，这样即便销售量较低仍能实现赢利；其他零售商和经销商则主要销售利润率非常低，只能勉强抵消营业成本的产品，但它们能通过较高的产品销售量来实现赢利；还有一些零售商和经销商则通过为已经售出的产品提供售后服务来获取利润。由于破坏性技术并不符合成熟企业提高赢利的经营模式，因此它也不符合成熟企业的经销商的营销模式。


  因此，我为我的电动汽车项目设置了一个基本的战略前提，即我需要为电动汽车寻找或创造新的经销网络。除非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我的想法是错误的，否则我敢保证汽油动力汽车的主流经销商都不会像我们这样，将具有市场破坏性的电动汽车视为取得成功的关键要素。


  什么样的机构最适合进行破坏性创新


  在将电动汽车看作是一种潜在的破坏性技术，为寻找潜在的市场设定一个较为现实的方向，并为产品的设计、技术和经销网络确定战略参数之后，作为项目经理，我将把我下一步的工作重心转移到机构建设上来。创造一个有利于项目发展的机构环境至关重要，因为不管高层管理者是否公开表示支持这一项目，成熟企业内合理的资源分配流程总是会使破坏性技术无法得到赖以生存的资源。


  • 设立一个独立的分支机构


  正如我们在第5章对资源依赖理论的探讨中所看到的那样，成功地在破坏性技术变革中建立了市场优势地位的成熟企业，一般都是那些从母公司分离出一个独立、自主经营的机构的企业。昆腾公司、数据控制公司、IBM公司的个人电脑部门、艾伦–布拉德利公司和惠普公司全都取得了成功，因为这些企业都设立了符合破坏性技术商业化运作模式的独立机构。也就是说，这些企业在新兴价值网络内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机构。


  作为项目经理，我因此将极力敦促公司管理层成立一个独立的机构——不管是像通用土星公司或IBM公司个人电脑部门那样的自主经营的业务部门，还是由母公司持有大部分股份的独立公司，来对电动汽车技术进行商业化开发。在一个独立的机构中，我最好的员工能集中精力开发电动汽车，而不必不断分神去帮助当前客户（作为我们当前收入的主要来源）解决他们面临的棘手问题。另一方面，来自我们自己的客户的需求也将有助于我们集中开发自己的项目，并为项目的发展提供动力和支持。


  一个独立的机构不但能使资源依赖理论为我所用——而不是阻碍项目的进程，而且还能更好地利用“小市场无法解决大企业的增长或赢利需求”这一原则。在未来很多年内，电动汽车市场的规模将会很小，因此它不太可能为主流汽车制造商损益表上的收入或收益做出太大的贡献。由于预计这些企业的高层管理者不会优先关注，或将资源优先提供给电动汽车项目，因此，公司内最优秀的管理人员和工程师，也就不太可能会愿意加入我们的项目，因为他们会不可避免地将我们的项目视为一个对公司财务无足轻重的项目。为了确保他们在公司内的发展前途，他们会很自然地更倾向于参与主要项目，而不是边缘项目。


  在这项新业务开展的早期，订单数量可能只是寥寥数百，而不是数以万计。如果我们非常幸运地获得了一些收益的话，也几乎可以肯定，收益会比较小。在一个独立的小型机构，这些较小的收益就能够激发员工的能量与热情。而在主流机构，这样的小收益只会引发对是否应开展这项业务的质疑。我希望我所在机构的客户能够回答这一问题——即我们是否应开展这项业务。作为项目经理，我不希望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不断地向主流机构的效率分析师解释这项业务存在的意义上。


  创新的过程总是充满各种困难和不确定性。有鉴于此，我总是希望能够确保在我管理下的项目能够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且项目的每一位参与者都认为机构必须走这条道路，才能实现更高的增长率和更大的利润。如果大家普遍认为我的项目就是在沿着这样一条道路发展，那么在发生不可避免的问题时，我确信机构将与我一道采取一切必要的举措来解决问题，并取得成功；另一方面，如果公司内的关键性人物认为我的项目对机构的增长和赢利无足轻重，或者（甚至更糟）认为会对公司的赢利产生不利的影响，那么，即使这项技术很简单，这个项目也不会取得成功。


  我可以采取两种方式来应对这一挑战，我可以努力说服机构内的每一个人，使他们完全确信破坏性技术是可以实现赢利的；或者我可以另行创建一个规模足够小、成本结构较为合理的机构，而且机构内的每一个人都认为我的项目是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两种方法都在管理上面临挑战，但后一种方法显然要容易处理得多。


  在小型独立机构，我可能更容易培养对待失败的正确态度。我首次进入市场的尝试可能不会取得成功，因此，我需要灵活变通地看待失败，但只允许小范围的失败，这样我们就能在信誉不受损的情况下重新起步。这里仍然存在两种方式来培养对待失败的正确态度：一种是改变主流机构的价值观和文化，另一种是创造一种新的机构价值观和文化。一般来说，要求主流机构更加容忍风险和失败所面临的问题是，我们在投资延续性创新时，我们通常无须面对市场营销上的失败（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主流机构通常会直接参与市场营销活动，以期在主要由已知的客户（他们的需求是可以通过调研得出的）构成的现有市场中，推广延续性技术创新。在首次尝试中遭遇失败并不是这些流程的一个内在属性，延续性创新的风险可以通过认真地规划和协同实施来加以避免。


  最后，我并不希望我领导的机构拥有太多的财富和资产。尽管我不希望我的员工感受到来自母公司的压力——即要为母公司创造巨额利润（因为这将迫使我们徒劳地寻找一个能即刻产生较大利润的大市场），但我希望他们时刻处于另一种压力之下——即要找到某种方式、某些客户群体，来尽快使我们这个小机构实现现金净流入。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动力，来推动我们通过反复尝试加快对新市场的培育进程。


  当然，不容置疑地要求成立一家独立的分公司，这也会带来一个危险，那就是一些管理者可能会矫枉过正，不分青红皂白地实施这一补救措施，将专案工作小组和分公司看作一个万能的解决方案——一种包治百病的超级特效阿司匹林。现实情况是，成立分公司这一举动，只有在面临破坏性技术创新时才是一个适宜的步骤。有大量证据表明，大型主流机构在开发和实施延续性创新方面能够表现得极富创造力。[13]


  换句话说，创新到底具有多大的市场破坏性，将非常清楚地表明，主流机构的创新项目可能在何时取得成功，或可能在何时遭遇失败。


  电动汽车不仅是唯一一项破坏性技术，而且还涉及大量的结构性重置——不仅是产品本身需要进行重新配置，而且整个价值链都需要进行重新配置。从采购到经销，与跟踪调研小组的互动也要与之前的互动形式区别开来。因此，我需要在一个独立于母公司之外的机构内，将我的项目当作一个重量级项目来进行管理。这个机构的组织结构不能确保我们的电动汽车项目取得成功，但这个结构至少能确保我的团队在一个尊重，而不是违背破坏性创新原理的环境下开展工作。


  
    [1] 由于机动车制造商的反对，加州政府于1996年将实施这项法令的时间推迟到2002年。机动车制造商表示，考虑到它们设计的电动车的性能和成本，市场对电动汽车的需求几乎为零。

  


  
    [2] 这条信息来自于Dohring公司在1994年10月开展的一项调查。1995年6月28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埃尔蒙特市举行的加利福尼亚州空气资源管理委员会（CARB）有关电动汽车消费市场化的研讨会上，丰田汽车销售公司引用了这一信息。

  


  
    [3] 根据图10.1的图形走势，如果延续过去的性能改善速度，具有破坏性的电动汽车技术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具备参与主流市场竞争的能力。当然，这并不是说未来就一定能够延续过去实现的历史性能改善速度，技术人员很有可能会遇到不可跨越的技术障碍。但我们所能确定的是，推动破坏性技术人员找到能够跨越这些障碍的方法的动力与阻碍成熟汽车制造商转战低端市场的阻力几乎一样大。但如果当前的性能改善速度得以延续，我们预计，到2015年，电动汽车的续驶里程将最终与主流市场要求的平均续驶里程交汇；到2020年，电动汽车的加速时间将与主流市场的需求交汇。很明显，正如下文所提到的那样，电动汽车的创新者需要主动出击，寻找重视它当前所能提供的技术属性的市场，而不是坐等电动汽车技术发展到足以满足主流市场的需求。

  


  
    [4] 这一声明是福特汽车公司的电动汽车项目主管约翰·R·华莱士在于1995年6月28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埃尔蒙特市举行的加利福尼亚州空气资源管理委员会有关电动汽车消费市场化的研讨会上发表的。

  


  
    [5] 不管创新的本质是延续性还是破坏性，值得注意的是，好的企业都会本能地不断尝试将创新的目标转向当前的客户基础。在本书中，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已多次发生，例如，在挖掘机行业，比塞洛斯–伊利公司推出了采用了的液压挖掘技术的Hydrohoe挖掘机，并试图利用这一新产品来服务于主流挖掘承建商；在摩托车行业，哈雷公司试图通过自己的经销商网络推广它的低端品牌的摩托车；在本章重点论述的电动汽车领域，克莱斯勒在小型货车中配备了多块电瓶。查尔斯·福格森和查尔斯·莫里斯在他们合著的《计算机战争》（Computer Wars）一书中讲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IBM公司是如何对它的精简指令系统计算机（RISC）微处理器技术进行商业化推广的。RISC是由IBM公司发明的，这种技术的发明人用RISC芯片来组装计算机，并使计算机的运行速度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IBM公司随后付出了大量的时间、金钱和人力，试图将RISC芯片运用到主流的微型计算机产品中。但这要求设计者对RISC芯片的设计做出许多让步，因此这项方案并未取得成功。IBM公司RISC团队的几名核心成员心灰意冷地离开了IBM公司，并随后在MIPS公司（RISC芯片制造商）和惠普公司的RISC芯片业务的创建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MIPS公司和惠普公司的RISC芯片业务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就是因为相关人员接受了这种产品本来的属性，并且发现了一个重视这些属性的市场——工程工作站。IBM公司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力图改变这项技术的属性，以使其适应已经建立的市场的需求。有意思的是，IBM公司在推出自己的工程工作站后，终于成功地构建了RISC结构芯片业务。

  


  
    [6] 加利福尼亚州空气资源管理委员会颁布法令，要求到1998年，所有在加州销售汽油动力汽车的企业都必须确保电动汽车的销量占到它们在加州汽车总销量的2%，否则将丧失在加州销售汽车的资格。格劳布的讲话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做出的。如上所述，加州政府已经在1996年宣布将这一规定的实施时间延迟到2002年。

  


  
    [7] 这段讲话是在1995年6月28日，由加利福尼亚州空气资源管理委员会（CARB）在加利福尼亚州埃尔蒙特市举行的、有关电动汽车消费市场化的研讨会上，由克莱斯勒公司的区域销售部销售总经理威廉·格劳布做出的。

  


  
    [8] 需要指出的重要一点就是，克莱斯勒公司公布的有关小型电动货车的这些统计数据，是由该公司在市场上推广这种破坏性技术的方式决定的；这些数据并不是电动汽车本身具备的属性。电动汽车设计本来的用途是各种轻型应用领域。例如，通用汽车公司设计的一款电动汽车的续驶里程就达到了100英里。

  


  
    [9] 其他许多行业的发展史中也曾出现过这种体积更小、结构更简单、使用更便捷的破坏性技术，但因为篇幅的关系，本书并没有提及。这其中就包括台式复印机、外科缝合器、便携式晶体管收音机和电视机、螺旋扫描录像机、微波炉、气泡喷墨打印机。后来，不论是在它们最初的市场还是在主流市场上，这些破坏性技术都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且这其中的每一种技术最初都是以简单性和便捷性作为主要的价值主张。

  


  
    [10] 本章随后将谈到这一理念，即需要时间、实验和反复的尝试才能实现一个能够占主导地位的产品设计，而这是破坏性技术发展的一个十分普遍的模式。

  


  
    [11] 这段讲话是在1995年6月28日，由加利福尼亚州空气资源管理委员会（CARB）在加利福尼亚州埃尔蒙特市举行的、有关电动汽车消费市场化的研讨会上，由克莱斯勒公司的区域销售部销售总经理威廉·格劳布做出的。

  


  
    [12] 格劳布在加利福尼亚州空气资源管理委员会（CARB）研讨会上的发言。

  


  
    [13] 除了对硬盘行业进行研究后取得的发现外（第1章和第2章对此进行了总结），成熟企业还能够集中必要的资源来引领特别复杂、风险性极高的延续性技术创新。有证据表明，其他行业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第11章

  创新者的窘境：概要


  
    在单纯追求利润和增长率的过程中，一些优秀企业的优秀管理者因为使用了最佳管理技巧而导致了企业的失败。但企业并不应该仅因为这些管理技巧无力应对破坏性技术所带来的威胁，而放弃这些曾使它们在主流市场大放异彩的能力、组织结构和决策流程。

  


  本书所阐述的这项研究最让人称道的一个结果就是，它发现管理得更好，工作得更努力，同时不要犯那么多愚蠢的错误，这对于创新者的窘境而言其实并不是解药。这一发现之所以令人称道，是因为我从未遇到过比我认识的这些管理者更加聪明，更努力，或做出更多正确决策的人。如果说找到比他们更优秀的人才，就是应对破坏性技术问题的解决之道，那么这个窘境实际上是一盘无解的棋局。


  我们已从本书了解到，在单纯追求利润和增长率的过程中，一些优秀企业的优秀管理者因为使用了最佳管理技巧而导致了企业的失败。但企业并不应该仅因为这些管理技巧无力应对破坏性技术所带来的威胁，而放弃这些曾使它们在主流市场大放异彩的能力、组织结构和决策流程。企业面对的绝大多数创新挑战在本质上都属于延续性创新，而应对此类创新挑战正是企业培育这些能力的初衷。企业的管理者仅仅需要认识到，这些能力、文化和方法只是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才具有价值。


  我已经发现，生命中许多最具价值的洞见通常都十分简单。回想起来，本书的许多发现也都适用于这一模式，起初，这些洞见似乎都有些不合常理，但随着理解的深入，最后我发现这些洞见简单而睿智。在这里，我将梳理这些洞见，希望能给那些可能身陷创新者的窘境的读者以启发。


  第一，市场要求的或者能够消化的发展速度，可能会与技术能够达到的发展速度存在差异。这就意味着，今天似乎对客户来说不太有实用价值的产品（即破坏性技术）日后可能足以满足他们的需求。认识到这种可能性，我们就不能指望客户会引导我们发展他们当前并不需要的创新。因此，尽管密切关注我们的客户是应对延续性创新的一个重要管理范式，但它可能会在我们应对破坏性创新时给我们提供具有误导性的数据。轨线图有助于我们分析各种状况，并了解企业面临的形势。


  第二，创新管理反映了资源分配流程。能够获得所需要的资金和人员的创新计划可能会取得成功；而那些不管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实际操作中都得不到重视的创新计划，则无法获得足够的资源，因而获得成功的概率也很低。难以进行创新管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管理资源分配流程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做出资源分配决策的似乎是企业的管理者，但这些决策的实施则掌握在中层管理者或普通员工的手中，而员工的智慧和直觉则是在企业的主流价值网络中形成的，他们知道企业应该做些什么来提高赢利能力。维持一家成功的企业需要员工继续发展并利用他们的智慧和直觉。但这意味着，在从财务数据上看更具吸引力的其他选择消失或被放弃之前，管理者将发现他们很难集中各种资源来发展破坏性技术。


  第三，正如每个创新问题都有资源分配方面的原因一样，市场与技术的匹配是这个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成功企业在延续性技术的市场化推动方面均可谓是身经百战，因而有充足的能力为客户提供更多他们想要的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在处理延续性技术时，这是一种能使企业收之东隅的宝贵能力；但在应对破坏性技术时，却往往使得企业失之桑榆。如果一家企业像大多数成熟企业一样试图强行改变破坏性技术，使之符合当前主流客户的需求——正如我们在硬盘、挖掘机和电动汽车行业所看到的那样，那它几乎注定将以失败告终。从历史上看，更成功的方法是为破坏性技术找到一个看重其当前特性的新市场。破坏性技术应被看作是一种市场营销挑战，而不是技术性挑战。


  第四，尽管不太愿意承认，但大多数机构所具备的能力要比大多数管理者预想的还要细化，还要依赖于具体的环境，因为能力，都是在价值网络内形成的。因此，机构有能力将某些新技术应用到某些市场，但没有能力以其他方式来完成这项使命；机构有能力容忍某些方面的失败，但没有能力容忍其他类型的失败；它们有能力在毛利率处在某个水平时实现赢利，但没有能力在毛利率处于另一个水平时赚取利润；它们可能有能力在销量和订单数量处在某个特定区间时实现赢利，但没有能力凭借不同的销量或客户规模来赚取利润。它们的产品开发周期和可调节的生产斜坡的坡度，通常都是由所在的价值网络确定的。


  所有这些能力——不管是机构的能力，还是个人的能力，都是由过去处理的问题的类型来确定和改进的，这些能力的性质也是由这些机构和个人一直以来参与竞争的价值网络的特性所决定的。而破坏性技术催生的新市场通常要求在这些方面具备截然不同的能力。


  第五，在许多情况下，当面对破坏性技术时，进行具有决定性的重大投资并没有可供借鉴的参考信息。信息只能是通过对市场和产品进行快速、低成本和灵活的创造性尝试才能逐渐累积起来。事实极有可能证明，任何有关产品属性或破坏性技术的市场应用领域的特定想法其实并不可行。因此，失败和不断地学习是探索破坏性技术成功之道的必经之路。那些不应也不能容忍延续性创新失败的机构，将发现自己也很难承受破坏性创新上的失败。


  尽管破坏性技术理念失败的概率很高，但从总体上说，为破坏性技术创造新市场并不一定是一项不可完成的任务。倘若不在第一个理念上就孤注一掷，并在策略上为尝试、失败、迅速学习和再次尝试预留了空间，管理者还是有可能成功地加深对目标客户、市场以及技术的理解，将破坏性创新推向市场。


  第六，采取一成不变的技术战略（或者永远争当领先者，或者一直甘做追随者）是不明智的。根据要应对的是破坏性技术还是延续性技术，企业需要采取截然不同的战略。破坏性创新具有显著的先发优势，因而领先地位至关重要，但延续性创新通常没有这方面的优势。有大量证据表明，那些采取了渐进式战略（即通过不断的渐进式改善来提高传统技术的性能）的企业，几乎表现得与那些采取了突破式战略（即力争取得行业领先的重大技术突破）的企业一样好。


  第七，也是最后一点，本书概述的研究表明，市场准入和市场流动经常会遭遇非常强大的壁垒，而且这种壁垒与经济学家之前定义和关注的壁垒类型存在很大的不同。经济学家曾经详细探讨过进入和流动壁垒及其运作方式。但几乎所有的表述都具有一个特性，那就是都涉及诸如资产或资源等难以获取或复制的事物。[1]也许，在为破坏性技术创建新兴市场的过程中，小型新兴企业所能获得的最有力的保障就是，它们正在做一些成熟企业认为不值得去做的事情。尽管在技术、品牌、生产能力、管理经验、经销网络，以及单纯的现金数量等方面都具有优势，但人才济济的成熟企业的确在应对不符合其赢利模式的问题时举步维艰。由于破坏性技术在投资最佳时期大都没有引起成熟企业太多的关注，因此成熟企业的传统管理智慧便构成了创业家和投资者可以依赖的进入和流动壁垒，而且这一壁垒分布广泛，且具有强大的阻力。


  但成熟企业还是有能力跨越这些壁垒。面对延续性技术和破坏性技术相互对立的需求所造成的窘境，创新者仍可以找到“飞龙再生”的法宝。首先，管理者必须理解这些冲突的本质是什么；其次，他们需要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下，每家机构的市场定位、经济结构、发展能力和价值都能与它们的客户所具备的能力紧密地联系起来，这样客户就可以帮助——而不是阻碍——延续性创新者和破坏性创新者履行他们截然不同的使命。我希望本书能在这方面给你带来一些启示和帮助。


  
    [1] 这里所说的“事物”指的是壁垒，例如专利技术，效率低下、成本高昂的大规模生产厂房，最具实力的经销商率先对主要市场的抢占，对关键原材料或特殊人力资源的独家控制，知名品牌的公信力和声誉，积累的生产经验和/或超大规模经济的存在等。

  


  阅读指南

  [image: t1]


  《创新者的窘境》：阅读分类指南


  本篇指南总结概要和提出问题的目的，是为了启发和鼓励读者对《创新者的窘境》一书进行思考与讨论，进而反思本书的发现是如何在今天的许多行业内得到体现，以及这些发现对未来发展具有什么意义。


  本书的主题


  在《创新者的窘境》一书中，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教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管理良好的企业会遭遇失败？他的结论是，这些管理良好的企业之所以经常遭遇失败，是因为推动它们发展为行业龙头企业的管理方法，同时也严重阻碍了它们发展破坏性技术，而这些破坏性技术则最终吞噬了它们的市场。


  管理良好的企业都善于发展延续性技术，也就是说善于以客户所认可的方式来提高产品的性能。这是因为，他们的管理方法都基于以下几点：


  
    听取客户的意见；


    大力投资客户表示希望得到进一步改善的技术；


    争取更高的利润率；


    以更大的市场——而不是更小的市场——为目标。

  


  但破坏性技术与延续性技术存在显著的差别，破坏性技术改变了市场的价值主张。就主流客户所关心的产品属性来说，当破坏性技术刚开始出现时，它几乎总是提供更低的产品性能。例如，在硬盘行业中，破坏性技术所提供的容量总是低于原有的技术所提供的容量。但破坏性技术拥有某些边缘客户（通常也是新客户）所看重的其他属性，例如，这类产品一般价格更低、体积更小、结构更简单，而且经常是更加便于使用。因此，破坏性技术打开了新市场。此外，由于积累了相关经验并得到了足够的投资，破坏性技术的开发者总是能够提高其产品的性能，并最终能够占领原来的市场。这是因为，它们不但能够在原有属性的基础上提供完善的性能，还能增加一些新性能。


  《创新者的窘境》一书阐述了破坏性技术取代原有技术的过程，以及管理良好的企业内部所蕴含的强大力量是如何阻碍它们开发破坏性技术的。克里斯坦森教授构建了一个包含四项破坏性技术原则的框架，并以此来解释为什么在开发成熟技术时最为有效的管理方法，反而会阻碍对破坏性技术的开发。最后，他提出，管理者可利用这些原则，使他们所在的企业能够更加有效地开发代表未来市场发展趋势的新技术。


  破坏性技术原则


  1.企业的资源分布取决于客户和投资者


  为了生存，企业必须向客户和投资者提供产品、服务，以及他们所要求的利润，因此，绩效最好的企业都建立了扼杀没有得到客户认可的理念的成熟体系。正因为如此，这些企业发现，它们很难投入足够的资源来开发破坏性技术（即它们的客户并不想要的低利润率机遇），直到它们发现其最终得到客户的认可时，一切已为时已晚。


  2.小市场并不能解决大企业的增长需求


  为了维持股价，并为员工创造内部晋升机遇，成功的企业需要不断地发展。这并不一定要提高增长率，但必须维持它们的发展速度。随着企业日益发展壮大，需要实现越来越多的新增收入来维持之前的增长率。因此，这些企业在试图进入更新、更小，但日后注定将发展壮大的市场时，会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为了保持增长率，这些企业必须专注于大市场。


  3.无法对并不存在的市场进行分析


  翔实的市场研究数据和良好的规划，以及之后的按计划执行的流程，构成了良好管理的基本特征。但对于那些在进入市场之前，需要得到已经量化的市场规模和财务收益数据才能做出投资决策的企业来说，它们通常会在面对破坏性技术时变得束手无策，因为它们要求获得数据的市场实际并不存在。


  4.技术供给可能并不等同于市场需求


  尽管最初只能应用于小型市场，但破坏性技术最终将在主流市场占据一席之地。这是因为技术进步的步伐经常超出主流客户所要求的，或者能够消化的性能改善幅度。因此，当前主流市场上的产品最终将过度满足主流市场对产品功能性的实际需求。虽然破坏性技术当前的性能表现相对滞后于主流市场的客户的预期，但它们可能会在日后变得极具竞争力。一旦出现两种或两种以上产品能够满足市场对性能的需求，客户将参照其他标准来选择商品。这些标准会逐渐偏向于可靠性、便捷性和价格，而所有这些都是新兴技术通常占有优势的领域。


  管理者在应对破坏性技术时通常会犯的一个大错误就是——试图违背或忽视破坏性技术原则。克里斯坦森教授表示，在面对破坏性技术创新时，采用能够成功应对延续性技术变革的传统管理方法，这将导致企业遭遇失败。他说，通往成功的更加有效的途径通常是去理解适用于破坏性技术的自然法则，并利用这些法则来创造新市场，开发新产品。只有了解并遵守破坏性技术的发展规律，管理人员才能成功地抓住破坏性技术所带来的机遇。


  具体而言，他建议面临破坏性技术的管理人员：


  
    ①将发展破坏性技术的职责交给确实存在客户需求的机构，以便确保资源能够流向这些机构；


    ②设立一个能够欣然接受较小收益的独立的小型机构；


    ③为失败做好准备。不要在第一次就用尽所有的资源，因为你不可能在第一次尝试中就抓住正确的市场方向。在对破坏性技术进行商业化开发时，将最初的种种努力看作是学习机会，在获得相关数据后做出调整；


    ④不要寄希望于技术突破。尽早开始行动，为破坏性技术的当前属性寻找市场，你将在当前主流市场以外的地方找到它的市场。而且，你还将发现，对主流市场不具吸引力的破坏性技术属性正是建立新兴市场时所依赖的属性。

  


  需要讨论的问题


  （1）破坏性技术的特点是：


  更简单、价格更便宜，而且性能更低。


  利润率通常更低，也不会实现更高的利润。


  领先企业中能带来最大利润的客户通常不会使用，也不接受。


  首先在新兴市场或是不重要的市场投入商业化运作。


  《创新者的窘境》一书探讨了发生在硬盘、挖掘机、钢铁和汽车行业的破坏性创新。回顾历史，你能找到一些最终取代了原有产品和产业的破坏性技术吗？你能想到目前正在出现的其他一些，甚至是可能会威胁到你所在行业的破坏性技术吗？


  （2）所有的市场都存在这样一个趋势，即企业都希望生产出价格更高、更复杂的产品来进入更高端的市场。为什么企业很难进入产品更加简单、价格更加便宜的市场呢？你能想到有哪些企业因为提升了市场定位而遭遇破产的命运吗？它们要做些什么才能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呢？


  （3）企业进入更高端市场的这一趋势可能会给成熟企业带来致命的影响，但同时也可能是新兴市场最终发展为主流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除本书所提到的案例外，你能想到有哪些企业因为提升了市场定位而获得了成功吗？


  （4）在将破坏性技术投入商业化运行的过程中，为什么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开始投资时假设你的预期是错误的？除本书提到的摩托车、挖掘机和硬盘等实例外，你还能想到其他实例来证明这一点吗（即在对产品进行市场营销的过程中，最终出现的大市场往往与企业最开始开展营销的应用领域完全不同）？


  （5）破坏性技术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在主流客户最看重的属性方面，破坏性技术最初的表现不如成熟技术。因此，要想成功地对破坏性技术进行商业化推广的企业必须寻找不同的客户群体，也就是最看重新技术的属性的客户。根据新技术出现时被主流市场忽略的技术属性或特性，你能想到当前正在兴起的一些市场吗？哪些原来的主流产品或企业将受到威胁？


  （6）当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产品达到了对这类产品功能性的最低要求时，客户将开始寻找其他决定性因素。根据本书援引的温德米尔联合公司的一项研究，演变的过程通常是从功能性发展到可靠性，然后再发展到便捷性，最后发展到价格。当前有哪些市场已经沿着这一发展轨道完成了一步，或者多步演变步骤？


  （7）大多数人都认为，是企业高管做出了有关企业发展方向和资源投资方式的重要决策，但真正的权力实际掌握在企业内部那些有权决定向高层提交哪些提案的中层管理人员手中。是哪些企业因素导致中层员工忽略或扼杀破坏性技术？管理良好的企业是否应该改变这些方法和政策？


  （8）是哪些个人职业发展方面的考虑导致大企业有抱负的员工忽略或扼杀破坏性技术？管理良好的企业是否应该改变导致员工滋生这种思维方式的政策？


  （9）本书的发现表明未来企业应如何构建组织结构？根据职能来创建组织结构的大型企业是否应像一些管理理论学家当前所提出的那样，将组织结构重新设计为紧密联系的团队？或者，在承认不同的技术和不同的市场拥有不同的需求后，是否应该尽量建立特殊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方法来应对不同的情况？这种方法是否真的切实可行？


  （10）本书第4章曾经引用了一位硬盘企业的首席执行官所说的一句话。在解释为什么他的公司未能将已经研发成功的1.8英寸硬盘投入商业化运作时，他说：“我们已经领先于市场。”但在当时，他的公司并没有发现，一个新兴1.8英寸硬盘市场正在新用户当中出现。克里斯坦森教授认为，“破坏性技术应被看作是一个市场营销挑战，而不是一个技术挑战。”你是否认为所有的技术都能找到一个特定的市场？如果你不这么认为，那么作为一名管理人员，你将如何做出搁置某些技术、大力发展某些技术的决定？


  （11）同样，克里斯坦森教授提出，企业不应坐等新技术突破（将提高这项技术的性能）的出现。相反，企业需要主动出击，寻找那些发现了这些技术属性的价值（其他人则认为这些属性是种缺陷）的客户。作为一名管理人员，你将怎样决定某项技术或理念何时需要进一步开发，何时是将其大量投入市场的时机？


  （12）《创新者的窘境》一书的关键主题就是，推动企业成为主流市场领先企业的管理方法，同时也是导致它们错过破坏性技术所带来的发展机遇的管理方法。换言之，管理良好的企业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它们管理良好。你是否认为“良好的管理”的定义正在发生改变？今后，倾听客户的意见，大力投资得到客户认可的产品的生产，认真进行市场分析是否将变成“不当的管理”？什么样的体系可以综合两者的精华？


  致谢

  [image: t1]


  尽管本书只列出了一位作者的名字，但实际上还有许多具有远见卓识的同事无私地为本书提炼了许多观点。首先，我要感谢吉姆·克拉克教授、约瑟夫·鲍尔教授、杰伊·莱特教授和约翰·麦克阿瑟教授在1989年顶住压力，允许当时已人到中年的我参加哈佛商学院的博士生课程，并给予经济资助。除上述导师外，理查德·罗森布鲁姆教授、霍华德·史蒂文森教授、多萝西·莱昂纳德教授、理查德·沃尔顿教授、鲍勃·海耶斯教授、史蒂夫·惠尔赖特教授和肯特·鲍恩教授，也在我的整个博士生课题研究过程中为我提供了许多帮助，使我能够保持敏锐的头脑，高标准地提取实证，并将我的研究课题与前人在这方面已做出的优秀研究成果联系起来。实际上，他们根本没有义务花费宝贵的时间来指导我的研究，正是他们的教诲让我认识到了学术研究的真谛，找到了通往真知的道路，对此我将永远心怀感激。


  我同样还要感谢许多硬盘企业的领导和员工。他们为我提供了许多数据和记录，正是有了他们的帮助，我才能够理解是什么推动了这一行业的这些发展趋势。我还要特别感谢《磁盘/趋势报告》的编辑詹姆斯·波特。他允许我翻阅他规模庞大的数据文件，使我能够完整、准确地了解硬盘行业到底发生了什么。没有他的帮助，我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在他们的帮助下，我终于构建出硬盘行业的发展和变化模式，而这一模式也构成了本书的理论基础。我希望这一模式能够成为帮助他们了解过去的一项实用工具，并能为他们未来的某些决策提供些许指导。


  在我于哈佛商学院任职期间，其他同事也帮助我进一步发展了本书的理念。我还要感谢我的学生。我和他们一起讨论，并发展了我在本书中提到的许多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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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莱顿·克里斯坦森于1997年在其《创新者的窘境》一书中强调了“颠覆”一词，引起了管理学界的广泛关注。[1]自此之后，许多企业领导不再为创新和技术变革这些新生力量而感到沾沾自喜，而是感到惊惧。克里斯坦森所传达的信息很简单：管理得当并不意味着稳妥。事实上，这可能会使你走向失败。


  作为极为关注颠覆事件的教授，我想知道它除了使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有危机意识之外，是否还会使人们的认识出现偏差，使许多人觉得颠覆无处不在，且将自己冒险决策的失败归咎于颠覆。换句话说，矫枉过正了吗？挑战自我的信念是很重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没有信念。


  “颠覆”一词最初用来解释大公司失败的原因。如今，这一术语已经被用滥了，任何人、任何事情似乎都有可能带来颠覆。此外，每个人都会起到颠覆作用。尽管大多数人都持上述看法，但这些看法或存在疑点，或显然不正确。是时候再关注一下这一术语最初的用法了。


  基于上述原因，我心生忧虑，于是写下本书。除了克里斯坦森以外，管理学界没有像商界那样对这一领域予以关注，并进行研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毕竟，我和我的同事对颠覆还是有所关注的。我们当然不会夸大颠覆的作用，不是吗？但是出于某种原因，管理学界一般从克里斯坦森的论述中择其所好。[2]我们没有对其论点提出批评，因为我们当中很少有人花时间仔细研读其作品，大多数人只是看看标题而已。此外，他的许多观点事实上在他之前就已经有人提过，由于他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些观点的人，所以我们对其观点并不那么热衷。


  在教学中对颠覆持相对温和的态度是出于一个简单的目的。这一理念引起了我的共鸣，虽有违常理，但颇具吸引力。成功的公司恰恰由于决策“正确”，最终遭遇颠覆。谁不喜欢这样的看法？新技术到来，市场领袖行事正确且恰当（例如，征询客户是否想要新技术，当客户说“不”时，也能聆听），最后却坐失良机。又有谁不喜欢听到这样令人警醒的故事呢？我们希望学生对常规的策略、工具持慎重态度。不过，颠覆会使他们慎重起来。


  的确，颠覆使他们还有其他一些人心生恐惧。克里斯坦森的书在1999年开始畅销。[3]当时，《福布斯》上有人撰文谈到克里斯坦森劝说英特尔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安迪·格鲁夫开发手提电脑的低功耗芯片的情况。[4]格鲁夫称这一提议“吓人”，这些言辞随后被印在了克里斯坦森的书的封面上，用来装点那本书。我并不是研究理论的历史学家，但是禁不住从理论上推断，随着网络的兴盛，尤其是“9·11”之后，管理人员对恐惧的信息的接受能力提升了。


  就颠覆而言，印刷媒体和高等教育的运营模式面临巨大的变革。受克里斯坦森影响的人会为其辩护，并且提醒我们：史蒂夫·乔布斯虽然不屑于读书，但读过克里斯坦森的书。网景通信公司的创始人马克·安德里森对颠覆是坏事的看法深表愤慨，并将颠覆作为指导原则。他在推特上写道：“反对颠覆就是反对让客户做出选择，反对使更多的人受益，反对减少不平等现象。克里斯坦森所说的颠覆越多，出现得越快，越好！”[5]辩论非常激烈，但没有真正形成决定性意见。


  这一切使我确信是时候解决这一问题了，于是化焦虑为动力写下本书。我们还需要听取学术和其他方面的看法，帮助我们理解颠覆这一现象。颠覆这一概念，已经被用滥了，有失去其应用价值的危险。[6]本书旨在还原颠覆这一概念的本来面目，重新聚焦于克里斯坦森最初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大公司沿用其成功模式，却最终陷入困境？我们应该提出何种建议，助其走出困境？已经有人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经过20年混乱的演化，是时候总结归纳一下了。


  本书旨在帮助管理人员理解颠覆这一现象，并提出应对之策。本书不仅会介绍克里斯坦森提出的应对策略，还会介绍许多其他策略。本书会对颠覆的起源以及应对方法做一个全面介绍。本书要传达的信息如下：有证据表明，颠覆可以应对，但是太过简单的方法（比如，自我颠覆的方法，即在被别人颠覆之前，颠覆自己的企业），很少被使用。相反，在克里斯坦森时代之前，行之有效的产品开发方法在颠覆的世界中仍占有一席之地。本书会消除混乱和困惑，给管理人员重新定位的机会，在某种程度上掌控企业未来的命运。我想变巨大的恐惧为谨慎的希望。本书并不想埋葬颠覆，而是想还原其本来面目，保持其权威地位。


  我得承认，多年来，我所进行的许多交流与本书有关。特别要感谢阿贾伊·阿格拉瓦尔、皮埃尔·阿祖雷、尚恩·格林斯坦、丽贝卡·亨德森、徐重威、罗杰·马丁、马特·马克斯、斯科特·斯特恩，他们使我在这一领域的思维得以拓展。我还要感谢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就最后一稿提出了重要的建议。此外，特别感谢蒂姆·苏立文、大卫·钱皮恩和我的代理人特德·温斯坦，他们促使我仔细考虑如何将这些理念传达给真正的管理人员。感谢几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书评人，是他们鼓励我写得再大胆直白一些。本书编辑爱米丽·泰伯所提出的建议和深刻的见解，使我受益良多。最后，我想感谢吴洁，是她不知疲倦地协助我进行研究，无数次地审阅书稿。


  
    [1] Clayton Christensen, The Innovator’s Dilemma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7).

  


  
    [2] This is only true in the main, and especially in the term’s translation into popular parlance. As I will discuss, some academics — including Erwin Daneels,David McKendrick, Richard Doner, Stephan Haggard, Andy King, and Chris Tucci — did, in fact, challenge Christensen in academic journals.

  


  
    [3] Toni Mack, “Danger: Stealth Attack,” Forbes, January 25, 1999, accessed July 5, 2015, http://www.forbes.com/forbes/1999/0125/6302088a.html.

  


  
    [4] Christensen is often at pains to explain that he did not persuade Grove of this but instead conveyed his theory to him and that Grove did the rest.

  


  
    [5] Marc Andreessen (@pmarca), “15/To be AGAINST disruption is to be AGAINST consumer choice, AGAINST more people bring served, and AGAINST shrinking inequality,” December 2, 2014, 9:10 a.m., tweet; Marc Andreessen (@pmarca), “16/If we want to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and more equal place--the more Christensen-style disruption, and the faster, the better!,”December 2, 2014, 9:11 a.m., tweet.

  


  
    [6] Interestingly, for a word that is now used with abandon, disruption is itself relatively new to the world of management scholarship. For instance, it did not appear in Christensen’s 1992 Harvard doctoral thesis (Clayton M. uence of Market Environment on the Processes of Technology Development in the Rigid Disk Drive Industry,” PhD/DBA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1992) and was only introduced in his 1995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article (with Joseph Bower) in the context of “disruptive technology.” (Joseph L. Bower and Clayton M. Christensen,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Catching the Wav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73, no. 1[January 1995]: 43–53.) Prior to that article, the term was on the fringe of management vocabulary, and was more likely to have been used to describe a weapon in Star Trek , by teachers describing rambunctious schoolchildren, or by travelers lamenting delays at airports.

  


  
    第1章

    引言

  


  1985年，在Windows 1.0操作系统问世之初，微软首席执行官比尔·盖茨就看到了数字百科全书的商机。借助新的媒介——CD（只读光盘），数字百科全书很可能会成为一款“必备”应用软件，就像安装在苹果个人计算机上的微软文字处理软件一样得到普遍应用。微软的一名主管Min Yee负责为新产品获取优质内容，于是他造访了大英百科全书出版公司，该公司无疑是百科全书市场的巨擘。也许Min Yee踏入该行业的时机不对，他遭到了大英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的断然拒绝。如果有机会，他一定会告诉大英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将他拒之门外，给大英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带来的损失远大于微软的损失。然而，该公司看到的仅仅是微软的提议对其传统品牌带来的不利之处，而非益处。


  大英百科全书这一品牌是靠良好的营销策略建立起来的。销售人员挨家挨户地推销，通常会选择中产阶级家庭，劝说这些家庭花费500到2000美元买下百科全书，而他们家里的书，没有一本是超过100美元的。正如微软所指出的那样，“广受欢迎的内容产品，无论什么种类、什么介质，其单一用户价格点都不能与《大英百科全书》相提并论”。[1] 的确，每年他们都会卖出成千上万套百科全书。这样的书怎么会卖不出去呢？它可是同类书中最权威的，约有50万个条目是由相关领域的专家撰写的，其中包括10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


  该书的营销定位不是卖书，而是“卖梦想”。乔希·戈尔茨坦于20世纪70年代大学毕业后就开始做《大英百科全书》的推销员，再次回想起那段经历，乔希意识到他卖的不是书上的文字，而是对客户做出的多种承诺。如果他选择到合适的家庭，就会告诉他们，借助百科全书，可以接触世界上最好的知识，孩子也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有时客户会选择高价的精装版，甚至不需要乔希卖力推销。他说：


  
    有时，我出于内疚，会劝客户再斟酌一下，选择平装版。因为正如我向他们保证的那样，书的内容完全一样，买平装版会省下500美元，但是他们却毫不犹豫地把合同签了。[2]

  


  对有的客户来说，《大英百科全书》销售人员的到来，意义远不止于此。迈克尔·米尔顿说：


  
    然而，正是这个姓名不详的人，巧妙地（我个人非常感激他）劝说我的姑姑伊娃，在一份为期三年的计划书上签了名。计划承诺让一个家中只有5英亩[3]贫瘠农场的南方穷孩子，足不出户游览世界各地。我从未见过比《大英百科全书》更棒的书，也没有比那更棒的旅行了。[4]

  


  几十年后，米尔顿仍记得销售人员的营销策略、展示的样书、彩色的图片和那句推销语：“购买《大英百科全书》，您不仅得到了一套书，对孩子的教育也投了资。”米尔顿的姑姑伊娃就给他买了一套书，于是他就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


  事实证明，米尔顿不是唯一读百科全书的人，但是像他这样认真读的人极少。虽然如此营销，但是大英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知道这些书主要是用来展示的。买下这些书，放在客厅的书架上，表明这个家庭对孩子的教育很关注。这些象征性的东西渐渐蒙上灰尘，一年也就被翻看一两次。[5]


  鉴于这种情况，将《大英百科全书》作为一个颠覆的案例，放在本书的开篇部分，也许比较合适：成功的公司，为什么继续沿用其成功模式，会以失败告终？《大英百科全书》的事例看起来很简单。1985年，在拒绝了微软之后，大英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又沿用原有模式销售了几十年。与此同时，微软从芬克&瓦格纳尔斯百科全书公司（Fund Wagnalls，其推出的百科全书被戏称为“穷人的大英百科全书”）获得了所需要的内容，并推出了《英卡塔百科全书》，一上市就卖出了几百万张CD，使《大英百科全书》的销售黄金期黯然失色。大获成功之后，《英卡塔百科全书》也遭遇了同样失败的命运，这是由于维基百科异军突起，而维基百科并非商业化运作。《大英百科全书》已是明日黄花，从2012年开始不再印刷纸质版，同时也解雇了那些销售人员。[6]


  然而，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逸闻趣事。当拂去历史尘埃，对其一探究竟时，即使最简单的陈述看起来也非比寻常。其一，大英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管理层拒绝微软理所应当。1985年，微软刚刚起步，不像10年后那样享誉全球。其二，当时家用电脑的保有量也很低（约8.2%）。[7]其三，CD不像实体书能在书架上展示。没有象征性的东西证明家长在乎孩子的未来，当然没人愿意购买了。


  从大英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管理层的角度来看，拒绝微软的提议并没有错。今天，我们将《大英百科全书》视为一个平台，除了客户，它还需要推销员和词条贡献者。虽然今天很多人嘲笑维基百科的编辑干活不挣钱，但为《大英百科全书》撰写词条的专家也是这种情况。除了因编纂《大英百科全书》获得的声望外，他们几乎别无他获。这些专家在为电子版撰写词条时，会不会也有同样的感受，还不是很清楚。更重要的是，价格低廉的CD根本不能采用《大英百科全书》的销售方式进行销售。销售人员赚取佣金，但也需要知道公司是否值得信赖。如果大英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开始在商店出售数字电脑产品，就会轻易地将长久建立的动力和信任机制打破。确实，虽然拒绝了微软，但是《大英百科全书》的销量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持续增长，于1990年达到顶峰。


  早在1983年，销售人员就被告知不要理会数字产品，他们说仅是《大英百科全书》的索引就得用100~200张软盘，电脑主机的远程访问会不堪重负；还说屏幕太小，不能显示全部文字，无法搜索条目。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末，大英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就开始积极尝试数字媒体了。它于1989年推出了《康普顿百科全书》的“新媒体”版（附有帕特里克·斯图尔特的配音），这是第一部放在只读光盘里的百科全书。《商业周刊》称其为创举，但是895美元的售价依然昂贵。[8]因此这一百科全书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大英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后来放弃了这一产品，于1983年将“新媒体”出售给了《芝加哥论坛报》。


  20世纪90年代初，大英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又进行了多次尝试，但主要集中在加利福尼亚州拉霍亚市的先进技术部门——横跨半个州才能到达芝加哥总部。1993年，它注册了EB.com，当时还没有浏览器。到浏览器出现时，《大英百科全书》网络版已于1994年投入使用。这并不是炫耀数字化的成绩，而是对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1990年，《大英百科全书》的销量达到顶峰。三年之后，微软推出了《英卡塔百科全书》，售价不到100美元。大英百科全书出版公司也推出了其著名的《大英百科全书》CD版来应对，但售价高达1200美元（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价格跌至200美元）。[9]《大英百科全书》的数字产品确实成功了，但要挽回因激烈竞争造成的损失，可谓杯水车薪。


  事实上，《大英百科全书》不是在与《英卡塔百科全书》竞争，而是在与电脑竞争。[10]回想一下，大英百科全书的营销定位是教育投资，父母能引导孩子走上新的道路。走上这条路的花费大概是1000美元，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再添点儿钱就可以买一台电脑，实现同样的梦想，而且电脑里还装有价格相对便宜的百科全书，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微软。之后，随着网络的兴起，你甚至都不用在电脑里装《英卡塔百科全书》。《大英百科全书》的销售人员可以向客户解释为什么他们的百科全书是最棒的，却没有把握确定它能与电脑抗衡。


  现在看看，大英百科全书出版公司能够采取什么措施来预防这种颠覆呢？之前我就说过，大英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确实看到了变化的趋势，也专门成立了一个独立的部门去应对这种变化。问题是这个独立部门超前于当时的时代。它没有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过，解决方法很可能使公司同时进行多项投资，实现教育梦想。不妨设想一下，大英百科全书牌的电脑在大约1990年问世，里面预装了百科全书。实现梦想只需坐在电脑桌旁，而不是站在书架旁。再想想，上门推销的销售人员如何将梦想卖给别人。推销员不再是胳膊底下夹书就可以了，而是要拿着重重的电脑和小型显示器（当时还没有手提电脑），然后毫无差错地在客户家里安装好。此外，还需要重新培训销售人员。这样看来，这种解决方法之所以没有实行，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大英百科全书这一案例中，所有的颠覆因素都展现出来了。这一案例表明卓越而有远见的经理也许会做出合理的选择，尽可能规避新技术浪潮。即使他们想赶上新技术浪潮，协调必要的组织变革也是一大挑战。这可能会使企业领导心生恐惧，觉得也只能如此了。


  大英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的案例将颠覆产生及应对的机制一一展现出来。在消费者看来，好像与《大英百科全书》竞争的数字产品，最初质量较低，但是最终能够挑战《大英百科全书》。大英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已经尝试过数字产品，而且有办法掌控其带来的冲击，却不能在公司一直以来主宰的教育梦想市场有所作为。用数字化的形式来销售梦想可能会使大英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的架构发生变化，换句话说，可能会使其变成一家完全不同的公司。其实，在梦想销售方面是否没有公司能与之相匹敌，还有待考证，电脑和网络却使得许多家庭以另外一种方式实现了梦想。


  
集装箱带来的革命


  大英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向我们展示了一家成功的公司如何由于颠覆事件失去其主打业务，而其他一些公司则看到了来自新竞争者潜在的颠覆作用，并采取行动规避。美国美森轮船有限公司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该公司从1882年开始在夏威夷和美洲大陆之间用帆船运输糖。成功过渡到蒸汽动力船之后，该公司于20世纪早期成为该线路客货运输公司的领头羊。[11]对我们更具指导意义的是，该公司是如何应对船运集装箱化，并生存下来的。


  使用集装箱是一场革命。1956年以前，船运主要采用腓尼基人使用的方法：在装运港，货物以劳动密集型方式装船；到达目的港后，再以同样的方式卸船。在港口，船时很长，货物必须重新装到陆地运输工具上才能送到客户手里，因此人工费连年攀升。集装箱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而且改变是巨大的：不仅仅是使用集装箱的问题，船还必须重新设计，集装箱必须放在船的上面而不是下面，这样便于货物装卸。港口也需要重新设计，便于大型起重机移动集装箱和将集装箱装载到卡车或火车上。最后，整个物流、信息流和压缩空间都必须重新设计。[12]


  这种变革要求公司将以前的一切清零，从头开始。因此，带来变革的往往是新公司，而不是知名的大公司，集装箱的变革也不例外。马尔科姆·麦克莱恩，美国货运业的巨头，于20世纪50年代，义无反顾地卖掉了其公司，进入集装箱运输行业。[13]他将58个集装箱装在一艘改造后的邮轮，即“理想X号”上，从纽瓦克市运到了休斯敦市，向世人展示了此种运输方式。经过多年的奋斗、投资、与工会阻挠抗争，以及与港口的商谈、越战中政府的支持和一场标准战，到20世纪70年代，集装箱运输已经取得主导地位，麦克莱恩因其缔造的全球航运帝国而攀上船运业的巅峰。


  与这部惊心动魄的创业史相比，美森轮船公司的举措就不那么引人注目了。据经济史学家马克·利维森的记录来看，美森在20世纪50年代由一个缺乏活力的夏威夷集团公司转变为注重物流的船运大公司。在这一变革过程中，美森也开始研发以改善其经营活动。麦克莱恩采用的就是如今我们所说的“开创”模式（迅速行动，开发最小可行性产品，积极争取客户），而美森的研究则进行得很慢，但非常认真，把重心放在如何使用新科技、新方法来优化现有模式上。它不想证明集装箱运输行之有效，它想找到最佳体系以降低客户的船运成本。


  美森的研究负责人福斯特·韦尔登密切关注公司如何运营才能从集装箱运输中获益这一问题。因此，当他看到运达夏威夷的货物要比运出夏威夷的货物多时，就明白集装箱可能空着返回美洲大陆，必须厉行节约。为此，美森像其他大公司一样，使用各种不同性能的船，有将货物装在甲板上的，也有装到甲板下的舱室中的。此外，由于不急不慌，美森避免了一些麦克莱恩犯过的错误。例如，公司看到为了更有效地装卸货物，应该使用岸边集装箱起重机而非船用起重机。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其航线仅限于大的港口之间。起重机是为新体系专门设计制造的。最后，为了使新体系运行良好，韦尔登与其研究部门使用计算机进行了首次模拟，以确定物流，并且运用数据确定了最佳航线。


  美森将其研究融入主体运营，同时不断地探索和尝试新科技，改善现有服务。后来，当使用集装箱运输的公司与传统船运公司在价格和业绩上竞争的时候，美森已经建立一整套体系，能够站稳脚跟，开发太平洋航线。这充分说明美森虽然在新技术的使用上落后于其他公司，但它能够学习新技术，为客户着想，选择最优体系，从中获益。


  
窘境：新与旧


  大英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和美森轮船公司在面对新技术带来的颠覆时，都做得非常成功。在这两个案例中，新技术使行业发生了彻底改变。然而，大英百科全书出版公司被颠覆，难以为继，美森却能够继续保持发展势头。为何它们的命运大不相同？揭示其中原因即为本书宗旨。


  尽管很难拿百科全书和远洋运输相比较，但大英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和美森公司这两个案例有相似之处。正如上文所述，两家公司面对的都是改变行业的新科技。更为重要的是，两家公司的高层都意识到新技术的潜力，很早就开始寻求在市场上超越其他公司，并制定了相应的对策。然而，在应对新科技时，两家公司采取了全然不同的对策。了解它们做出的不同抉择及其中蕴含的意义，是揭秘应对颠覆之法的关键所在。


  大英百科全书和美森所面对的就是所谓的“创新者的窘境”，只不过形式略有不同而已。“创新者的窘境”这一术语是由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在1997年出版的同名图书中首先提出和使用的。这种窘境在克里斯坦森之前和与他同一时期，就有人在不同的管理学文献中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提到过。在应对颠覆时，一家大公司所面临的窘境（通常以新科技或创新的形式出现）是，似乎良好的管理方式不仅不能成功应对颠覆，事实上还会阻碍人们寻求应对之法。当大英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探索数字科技时，其主打业务蒸蒸日上，使用数字科技势必需要改变公司的整体架构。因此，该公司采取了分离策略，专门成立了一个独立部门，用于新科技的探索。美森在采用集装箱运输时，也面临同样的组织变革问题，但它没有专门成立一个单位研究新技术，而是从一开始就采用了一种新的组织结构，使研究部门与业务部门紧密协作。因此，整家公司都需面对变革这一问题，采用集装箱的变革过程较为缓慢。


  组建独立部门与组织机构紧密协作，这两种应对颠覆的方法是本书的核心所在。的确，这些年，组建独立部门这一途径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因为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提议在对手颠覆公司之前自己先颠覆公司时，曾建议采取这一方法。然而，紧密协作的方法源于另一种分析颠覆的策略。这一策略主要由丽贝卡·亨德森提出，与克里斯坦森的方法在同一时期出现。1990年前后，克里斯坦森和亨德森还是哈佛大学的博士生，如今都已经是哈佛商学院的教授。他们为何会持如此截然不同的观点，稍后我们会讲到。


  要想知道最终会有什么收获，我们得看到应对颠覆的独立途径有其内在的缺陷，会影响其效果。从理论上讲也是这样的，因为每个独立部门最终都要与公司主体部门相融合，从而引发冲突，而这正是成立独立部门想要避免的。从历史记录来看，情况也的确如此，很少有公司在成立独立部门之后可以成功地避免颠覆。


  在我看来，通过组织机构紧密协作的方法应对颠覆，效果要好一些，但会使公司陷入新的窘境。为了避免被颠覆，使用协作之法，也需要付出代价。以此种方法应对彻底的技术变革，往往行动迟缓，而且无论在什么时间段都不能最有效地运营。因此，当颠覆浪潮不断袭来时，这些公司能坚持得久一些，防护得好一些，它们往往不会在市场居于领先或主导地位。所以，这些公司必须面对的主要窘境是：整家公司是紧密协作，以便可持续发展，还是采取其他组织架构，以获取较为短暂但颇为有利的市场地位。


  
全书梗概


  让我们来看看围绕颠覆这一核心窘境，以及其应对策略的一些情况。“颠覆”这个词现在已经被过度简化和过度使用，人们倾向于认为这个词无所不适。例如，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最初的兴趣在于：经营良好的公司之所以失败，恰恰是因为它们经营良好。但是自此之后，“颠覆”一词进入主流社会，出现在各个角落：既应用于经营良好的公司，也应用于经营不好的公司；既应用于能满足客户需求的公司，也应用于不能满足客户需求的公司；既以其原来的形式出现，也以其经过多年演变而有所改变的形式出现。当然，这个词不仅应用于商业领域，还广泛地应用于保健、教育等领域。


  出于这一原因，第2章首先将颠覆定义为一种现象。也就是说，我想让它回归本源：当成功的公司因继续沿用助其成功的经营方法而失败时，颠覆现象就会出现。换句话说，颠覆不能用于经营不善、不思进取、存在欺诈行为的公司，或由于现在受竞争壁垒保护而行事有所不同的公司。的确，由于上述情况，公司会破产，但那不是我们所说的“颠覆”的意思。


  我还使用了一些术语，将“颠覆”限定为一种现象。特别是就其最简单的那个层面来说，当新产品或新科技进入市场，成功公司步履维艰时，我所说的“颠覆事件”就会发生。在第2章中，我将引用百视达公司这一案例考量颠覆这一概念，以及有关它的看法是如何演化的。百视达是一家全球闻名的录像带/光盘租赁实体连锁企业，兴盛了20年（20世纪90年代前后），最终于2010年退出商界。我要告诉大家的是，百视达将重点放在实体零售业务上，因而没有开发其他网络产品，并不是因为该公司对网络产品一无所知，也不是因为它没有做相关实验，而是因为它受到了已有策略的限制。尽管许多人将网飞公司进入市场看作颠覆事件，但如果网飞公司不存在，能否避免颠覆事件尚未可知。这说明要找到颠覆事件的真正源头并非易事。


  第3章详细探讨了颠覆理论。一直以来，人们喜欢采用一种理论来解释颠覆是如何发生的，即颠覆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新企业带来了低端的新产品创新，而这一创新使得有盲点的现有公司走向失败。这就是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提出的理论。基于这一理论，他还提出了如下这一著名预测：公司越关注传统客户的需求，越可能被颠覆。的确，我喜欢将之称为需求方颠覆理论，因为还有另一种理论，即供给方颠覆理论。按照供给方颠覆理论，现有公司很难采用新的创新，因为创新涉及整个产品体系的变革（也就是说，各个部分的衔接），而不是部分本身。因此，当一家公司能够基于先前的组织架构成功地将注意力放在创新的利用上时，会尽其最大努力吸收新的组织架构的知识。这一点在大英百科全书出版公司这一案例中可以看到。该公司的产品基于挨家挨户销售教育梦想，而计算机带来了实现梦想的全新方法。


  应对颠覆的关键在于明白当颠覆出现时往往伴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虽然人们在事后反思时常常觉得有些颠覆事件表现得很明显，但是，当那些事件真正发生时，人们很难看出来。许多公司预见到颠覆，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应对，却发现颠覆根本不足为惧。当然，还有一些公司没能预见到颠覆事件的发生，等到发现时为时已晚。第4章讨论颠覆是否可以预测，公司什么时候才会自发地花时间对其进行甄别。例如，有些公司之所以不会受颠覆事件影响，是因为它们拥有关键的互补性资产。这些资产的价值不仅不会缩水，还有可能因颠覆事件而增加。排版行业的一个权威研究可以佐证这一点。该行业经历了四次科技革新的浪潮，这些革新也可能颠覆当时的公司，但是一些公司因拥有专有字体，能够踏浪前行。


  由于颠覆是不确定的，一家公司有两次机会应对颠覆：之前（先期采取行动）和之后（后期做出反应）。第5章探讨公司应对颠覆事件的方法。虽然成功应对颠覆的记录没有引起那些提出颠覆理论的人太大的注意，但一直以来是经济学创新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那些研究表明，大公司没能成功应对颠覆事件是有原因的：为了减缓市场地位被他人取代的态势和自身竞争力不再减弱。然而，经济学家还注意到，大幅增加对推动颠覆事件发生的新科技的投资，或者收购投资新科技的新公司，可以在事件发生后遏制颠覆的发生。的确，这对于经营多年的公司来说，费用太高，但是这常常意味着两种不同的结果：磕磕绊绊前进和一败涂地。


  第6章和第7章主要探讨先期应对颠覆的方法（在颠覆事件出现并且对公司业务造成损害之前）。第6章主要探讨自我颠覆之法。这一方法由克里斯坦森提出，是先期预防需求方颠覆不良后果的方法，即公司成立一个新的部门，担负与新公司相竞争的责任，以此来控制颠覆。这和大英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的先进技术团队的作用类似。这一章重点介绍几个重要案例，其中包括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应对个人计算机市场的方法。这些案例表明，建立新的独立部门似乎很有效，但公司在应对颠覆带来的窘境时，常常不能将之转变为可持续的成功模式，因此在管理时冲突频发，公司无法有效化解冲突。


  第7章主要讲的是一家公司如何才能不遭遇颠覆，不必先期或后期采取行动应对颠覆。受亨德森应对供给方颠覆建议的启发，我分析了紧密协作这一策略。虽然整体来看这一策略效率不高，竞争力也不太强，但能使公司继续引导和同化重要的架构知识的变革，这类似于美森使用的虽不同但能够相互协调的策略，能够整合货物运输、装卸的新旧方法。如果一家公司想要经受住一波又一波的颠覆，那么维持和发展架构知识的组织结构必须保持不变。整合和不断协调各产品研发团队已经证明是成功公司规避威胁的有效办法，但人们没有意识到整合与协调的方法和许多公司为缓解颠覆威胁而奉行的独立、自我颠覆的原则截然相反。也就是说，如果你的问题是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另外成立一个独立部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第8章返回头又探讨了一下颠覆研究方面最为著名的行业——硬盘驱动器行业的情况。这是《创新者的窘境》一书重点研究的行业。许多学者和克里斯坦森对这一行业的研究一直没有中断，直到今天仍在进行，所使用的资料也与以往相同。我发现，虽然当硬盘驱动器供应商为个人计算机提供服务，而非为微电脑提供服务时，引发了一起颠覆事件，但是预计会带来颠覆的事件常常没有带来颠覆。事实上，人们可以看到这一行业应对颠覆的过程（包括公司的集约投资和新公司的收购），以及为预防颠覆不良后果而采取的先期应对策略（包括独立性和协作性）的案例。


  颠覆是作为陷成功企业于窘境的一种现象而提出的。企业是应把重点放在优质客户上，还是应瞄准大有前景的小众市场？是应组织产品研发团队迅速创新，还是应花时间使各个团队紧密协作？这些窘境极为重要，就现有公司当前面临的威胁而言，这些窘境也是可以应对的。如何应对这些窘境也许是真正摆在现有公司面前的新窘境。应对颠覆，确保企业可持续发展，将赌注押在独立部门上，指望该部门在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还远远不够。本书认为，你应该将颠覆的应对融入公司的主体结构。你所面对的窘境是将赌注押在可持续发展上，就会对公司短期的竞争力和效益产生不良影响。其实，并非所有的公司都会采取相同的策略。然而，一旦你体验过颠覆（不管是思想文化史上、现实中，还是前人应对的方式上），就会明白面前有两条路。究竟走哪条路，完全由你自己定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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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章

    颠覆带来的新机会

  


  “颠覆”一词已经用滥，几乎失去意义。然而，在企业管理方面，该词的应用却并非如此。克里斯坦森在其书中使用“颠覆”一词，有其特定的含义。我认为这个含义才是“颠覆”的本义。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将附加在该词上的多余含义剔除，特别是将每家公司的失败都归因于颠覆的想法。同时，我们需要坚守该词的本义：虽然公司在各个时期所做出的选择基本正确，但仍有可能被颠覆。


  在重新定义“颠覆”一词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近年的案例——百视达公司，人们通常认为这是颠覆的一个典型案例（我也这样认为）。然后再追溯一下“颠覆”一词的起源，一直追溯到克里斯坦森使用该词之前。为了写本书，我将该词定义为：当使公司走上成功之路的策略现在成为毁掉公司未来的罪魁祸首时，公司面临的状况。


  当公司继续沿用助其成功的方法会毁掉公司的未来时，公司面临的就是“颠覆”。因此，我们可以将颠覆视为一种合理现象，有助于我们将颠覆与公司面临的其他状况相区分。


  
从巨头到灾难


  颠覆在现代的典型案例，非百视达公司莫属。2004年，百视达在美国的录像带/DVD（数字视频光盘）租赁市场居于主导地位，拥有9000家实体店。百视达只用了20年的时间就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然而到2010年申请破产时，其店铺数量缩减到辉煌时期的1/3。[1]从成功到失败也就几年时间。


  百视达是在家庭影像变革的浪潮中壮大起来的，这一浪潮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80年代强劲席卷全美。当时，盒式磁带录像机成为每家每户的日常用品，视频图书馆应运而生，人们可以租借录像带和DVD，价钱根据电影是否热播而定。百视达对这一全球零售品牌投入了大量资金，使其在20世纪90年代在视频图书市场居于主导地位，该公司常常借此优势与录像带和DVD供应商洽谈业务。


  说起百视达的失败，人们一句话就概括了，始于一场科技变革——DVD。20世纪90年代末，一家新创公司——网飞进入视频租赁市场。当时，新的DVD标准刚刚颁布。在这之前，如果想租一部电影，就得到一家实体店，选一张DVD（或一盒录像带），看完后还得再到同一家店归还。网飞则使用邮寄的方式。DVD比录像带轻，而且便宜，邮寄的话，成本比较低。关键是初期的运营模式只适合一些客户的需求，因为客户得提前几天确定要看的DVD。而且不能保证客户看到想看的电影，虽然后来有所改善，但可能会使客户周六晚上过得很不愉快。网飞的创始人里德·黑斯廷斯首先提出不按时归还DVD的人要付一定的延时费，初期，网飞的确是这样做的。2000年，网飞改变了运营模式，开展订租业务，客户想什么时候归还DVD就什么时候归还。事实上，客户只需每月付一定的租金，想租多少DVD都可以。[2]客户很喜欢这种新模式，百视达和实体影像租赁业开始消亡。


  相比“新公司的产品比现有产品更受欢迎”的故事，为什么这一有关颠覆的故事更受关注呢？这是因为百视达完全可以模仿网飞公司的做法。[3]现在看来，百视达可以逃脱这一厄运。的确，2000年，百视达决定放弃购买网飞公司的机会。当时，只需花5000万美元就能买下网飞公司（2014年，网飞市值为260亿美元）。2002年，百视达公司的股东担心网飞公司的成长会影响自己的公司，但公司领导对股东说网飞公司的运营模式从金融角度上来说是不可取的，而且只服务于小众市场。2004年，百视达进入鼎盛时期，采取了双保险策略，也开始提供DVD邮寄服务。此外，还可以在实体店进行交换。不过，网飞在DVD租赁市场一直处于领先地位，预订总数始终居高不下。


  后面我们还会探讨百视达公司的情况。该公司的情况突显出公司因受到颠覆（并非其他原因）而破产的几个关键问题。第一，颠覆常常和新科技相关联。在百视达公司这一案例中，DVD，还有后来互联网上的流媒体改变了录像带搜寻和传送的经济架构。我们称之为颠覆事件。第二，现有公司通常也能够把握相同的新机会。当然，情况并不总是这样（例如，一家新公司可能拥有一项有关新机遇的严格保密的专利，或者可能需要完全不同的专业技术，而现有公司不具备）。第三，未能利用的机遇再也回不来了。百视达将新业务转给网飞之后，其余的业务毫无价值可言。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新公司进入市场并不总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现有公司可能仍有一定的价值，这些价值决定公司是否会被颠覆。


  
创新的鼓励


  超级英雄常常都有一个“起源故事”。通常是关于英雄成长为超级英雄（通常具有特殊才能）的故事，也可能是关于他们向善的情感源泉的故事。故事中还常常有一个家庭成员或一位良师，在英雄成长的道路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说颠覆的故事中也有这样一个人物，那必定是约瑟夫·熊彼特。他了解颠覆，他甚至还穿着斗篷。[4]


  虽然熊彼特是哈佛大学经济学系的教授，但他和待在象牙塔里的教授完全不同。他生于19世纪80年代，成长于奥地利的贵族之家，他在许多国家都担任过职务，包括埃及和日本，后来还担任过奥地利的财政部长。他曾宣称其人生的目标是做一个了不起的爱人、旗手和经济学家，但他只做到了其中的两项。[5]当经济大萧条出现时，他成为一名导师，步入哈佛大学的讲堂，他很激动地说整个经济体系正在“大清洗”。我只想说这样的言论放到现代的互联网上肯定会令说话的人苦不堪言。


  尽管他有些古怪，但在其学术生涯中，熊彼特非常担心资本主义最终会比前辈卡尔·马克思所描述的要枯燥得多。熊彼特的早期著作将资本主义的运行看作：如果只留下普通工人和纯粹的资本拥有者，社会会进入一种稳定状态，既没有增长，也没有利润之类的东西。[6]当时的经济学家与现在的一样，往往认为像机器这样的生产资料赚的是其应赚的钱，但是熊彼特认为人们只拥有机器，却什么也不干根本无法谋生。那些收益会被其他机器拥有者抢走，为获得机器操作工人的竞争也会抢占一部分收益。唯一能够创造利润的人是那些提出创意并将之带入市场的人，即企业家。


  在熊彼特描述的世界中，企业家是一群特殊的英雄，现在许多人也持同样的看法。尽管他们能够使经济体系焕发生机，不断成长，但他们所得的回报却转瞬即逝。简而言之，创意一旦公之于众，许多人就会将其据为己有，直至再无利润可攫取。因此，企业开创者不断寻求一时的报酬，在这一过程中使体系处于不断运转之中。后来，熊彼特的确预言那些才智卓绝的人会意识到这一点，使创新常规化，在公司不景气时，将体系中有趣的部分剔除。


  在其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熊彼特引入了“创造性破坏”这一概念，它与颠覆一脉相承的关系一目了然。“创造性破坏”是一个很奇妙的、反直觉的词，许多父母看到这个词，会联想到玩耍的孩子就是通过破坏（物质上的）而了解这个世界的。但是，对熊彼特来说，“创造性破坏”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体系通过毁坏已有的事物为创新留出空间。


  像马克思一样，熊彼特发现经济上发生的事情用“进化”而非“平衡”来描述更为贴切。事实上，他将从农业到工业的变革，视为“一部进化史”。


  国内外市场的开拓，组织的发展（从手工作坊、工厂到诸如美国钢铁公司这样的企业），这些都展现出工业革命相同的过程（如果我可以用“进化”这一生物学名词），工业革命使经济结构由内向外不断变革，不断毁旧创新。这一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是资本主义的根本特点，是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根本，也是资本主义企业必须经历的。[7]


  不像本书，熊彼特并没有解释为什么成功的公司会失败。相反，他的目的是挑战许多经济学家的认知，当然还有政治家的认知，向他们表明少数垄断或独家垄断的大企业并不像许多人想的那么恐怖。虽然他认为这些公司似乎在任何时候其前景都不容乐观（一旦认识到这些公司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短暂的），但经济学家可以关注经济体系从长远来看是否运行良好这一问题。


  熊彼特书中的观点与当代经济学家的观点比较接近。企业家所带来的高物价和高利润在市场上占据垄断地位，但这并不是不良状况或者出现了问题。实际上，它们是对那些将创新观念首先引入市场的人的奖励，也是对其他人创新的鼓励。如果经济体系本身如熊彼特描述的那样运行，市场领导者会不断更迭，当然有些公司会几十年都居于领先地位。如果体系不那样运行，市场领导者会历经多次创新浪潮而岿然不动，有些事情就会出现差错。然而，以下这个观点即诞生于此：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成功不会维持很久，没有一个人一出生就能够得到终身年金的优厚待遇。


  
S形曲线


  虽然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风暴”明确了其主要过程，但没有将其与科技变革明确联系在一起。企业家将理念引入市场，但作为这些理念的创始人，人们对他们却知之甚少。熊彼特还看到某些时候会有一系列的经济活动，他认为这些经济活动会引发经济周期的变化，重大的科技变革促使经济周期不断地延伸和重叠，于是繁荣与萧条交替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显然对许多经济学家来说，一些公司能够在行业中保持其地位几十年不变，似乎能够很好地应对新科技和创新。例如，一旦网飞公司在DVD预订业务中处于主导地位，就能够很轻易地将消费者转到录像带业务再转到互联网业务上。[8]但是，正如百视达的案例所示，还有其他类型的创新是公司应对不了的。百视达这一案例很有趣，因为颠覆性创新不仅仅是由DVD（百视达采用的一项新技术）引发的，事实上涉及的范围很广，关系到消费者获取DVD的方式，也就是另一种商业运营模式。熊彼特之后的一代研究人员想弄清楚：什么样的科技变革会给现有公司带来麻烦，什么样的科技变革不会带来麻烦。


  自然首先要看“技术中断”。意大利学者乔瓦尼·多西认为存在“技术范式”，这与托马斯·库恩的“科学范式”类似，在“一切变革”中所起的作用也相似。[9]例如，当蒸汽船被证明比帆船快时，帆船制造商便靠边站了。多西认为那些企业将注意力放在旧的科技道路上（它们必须如此），因此不能客观评估新的科技道路。


  麦肯锡公司的董事理查德·福斯特在其1986年出版的书中使这一观点得以强调和进一步发展，使其以企业创新战略为基础。[10]他注意到许多科学技术在改进上所投入的努力（不管是劳动力还是资本）与绩效提高比率之间的关系呈S形曲线。S形曲线对于读过克里斯坦森著作的人来说可能并不陌生，但在此我还是想简单地介绍一下。


  曲线的形状告诉我们：如果是新科技，即使微小的绩效提升，也需付出很大的努力。然而，有时候关系曲线会迅速上提，投入的努力虽小，但绩效提升很快（见图2–1）。可悲的是，当曲线最终下拉，达到一个相对平稳的技术绩效极限时，这一过程也就结束了。尽管这一关系已经记录在案，但常常很难预测什么时候绩效会迅速提升。詹姆斯·厄特巴克和比尔·阿伯内西之前就确定了主导设计所起的作用，他们解释说直到一系列关键技术特征成为真正的标准之后，新公司才会有机会迅速提升。[11]这一理念为一批研究技术改进的学者所关注，但这一现象却广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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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1 S形曲线

  


  对福斯特来说，S形曲线和技术中断的理念向现有公司的管理人员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通常，新技术道路（代表新的S形曲线）最初的绩效比现有技术道路的要低（见图2–2）。换句话说，现有公司往往会很理性地决定继续关注现有的S形曲线，而非新的S形曲线。福斯特认为新公司不愿意受现有技术阻挠，比较愿意探索新的技术道路。如果它们能够这样一直使曲线向上提升，并以此控制这项新技术，那么最终新公司会战胜现有公司。也就是说，如果它们努力探索新技术，就能够占据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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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2 新、旧S形曲线

  


  
克里斯坦森最初的定义


  多条S形曲线的理念是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最初著作的研究起点，对可能给现有公司带来危险的创新进行了新的分类。克里斯坦森对福斯特的理念立刻进行了浓缩和拓展。他对福斯特的理念的浓缩体现在将其从先前许多关于技术中断的理论中分离出来，特别是克里斯坦森认为并非所有的技术中断都会使现有公司产品的绩效下降。事实上，一些现有公司似乎进行了彻底的技术革新，并将之顺利融入已有的产品。换句话说，技术中断和转移到新的S形曲线并不总是和福斯特强调的绩效下滑相关联。相反，绩效可能会提升。


  克里斯坦森还大大拓展了可能给现有公司带来危险的创新范围。克里斯坦森最初的著作关注的是给现有公司带来挑战的技术革新，后来他看到创新就其最广泛的意义来说（不仅包括技术，还包括新市场和新商业模式）会给现有公司带来困难。的确，严格地讲，他的分类到后来演变为：颠覆是否意味着彻底的技术中断，尚未可知。


  克里斯坦森发现一种特定的技术对现有公司构成了挑战，他对这种技术的定义颇具启发意义：


  
    它有两大特点：第一，它显示出不同的绩效属性——至少在开始的时候，这些属性不为现有客户所重视；第二，当现有客户真正重视这些绩效属性时，这些绩效属性就会快速提升，新科技随后就可以进入那些已有市场。[12]

  


  克里斯坦森将符合以上两个标准的科技称为“颠覆性科技”，将其他的科技称为“延续性科技”。也就是说，延续性科技可以提高现有产品的绩效。


  这就是颠覆性科技观点的演变过程。熊彼特认为在基于企业家的竞争中，现有公司很容易失败。福斯特认为现有公司很难转到新的S形曲线上，因为这会使公司在一段时间内不能满足现有客户的需求，而新公司就像新物种一样，会同时在新曲线上获得优势。之后，克里斯坦森发现了科技的一些属性（这之后是其他创新属性），他称之为“颠覆性”，因为他强调的绩效差距或绩效的迅速提高可能只与某些技术相关，而与其他技术无关。


  在《创新者的解答》一书中，克里斯坦森和迈克尔·雷纳区分了两种颠覆性创新的来源——低端和新市场。[13]在低端颠覆中，新公司的产品能够获得现有公司外围客户的青睐，这常常是因为那些客户一直以来都在购买价格远远高于价值的产品。当引进颠覆性创新的公司能够获得一直以来没有使用现有公司产品的客户青睐时，新市场颠覆就会发生。然而，这两大来源事实上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在新公司进入市场之前，总有一些客户购买现有公司的产品，但是购买量有限，且无法满足自己的需求，对那家公司最不满意。也有一些人对现有公司的产品极为不满，根本不会购买其产品。新公司在大多数情况下为这两类客户服务，因此新公司的影响力极为相似——它可以先进入低端市场，占据一席之地，然后随着科技革新，获得现有公司主流客户的青睐。出于这一原因和本书的宗旨，我不再区分这两种颠覆性创新，而将注意力放在颠覆性创新和延续性创新之间较大的差异上。不过，我应该说明一点：如果你是一位企业家，想携颠覆性创新进入市场，最好考虑一下现有公司不能满足哪些客户的需求和对哪些客户的服务很差劲。不管是哪一方面，都是现有公司的薄弱之处。


  克里斯坦森引用的颠覆性科技的主要案例，是新一代硬盘驱动器。驱动器的体积虽然变小了，但是初期却以牺牲性能为代价，几年后才弥合绩效差距。DVD租赁业务的颠覆性创新则较难被人们观察到。对DVD租赁业来说，绩效主要取决于产品的空间和产品定位，而非纯粹的科技。网飞公司牺牲了DVD租赁业务“冲动”的本性，即百视达公司赖以生存的根本，不与遍布大街小巷的实体店竞争，而是为那些喜欢提前规划和害怕不能按时归还DVD的客户提供周到的服务。起初，这只是影视录像租赁市场的小众细分市场，当时，大多数客户喜欢像以前一样直接到附近的实体店租DVD。


  最后，我们得确定一下网飞公司是怎么赶超的。直到视频点播的浪潮袭来时，网飞公司才实现赶超。就冲动性观赏而言，邮寄DVD并不能满足这样的需求。当视频流主导录像传送时，百视达公司已经陷入困境。网飞像许多网上零售商一样能够借助多样化战胜实体店。相较于百视达公司的实体店，网飞公司能够为客户提供更多种类的影视作品，可观看的影视作品的数量是百视达公司的许多倍。有趣的是，当网飞公司真正主导视频流时，却常常拿不到最受欢迎的新片。[14]到我写本书的时候，视频流市场或影视租赁市场已经花落别处，网飞公司的结局如何，且看下文。


  这表明，虽然克里斯坦森关于颠覆性创新的两个标准叙述起来很容易，但是很难准确界定在某一给定的情况下是否符合这两个标准。下文我们将会看到，和百视达公司这一案例的情况一样，这一问题的确给颠覆性理论带来一些困难，令人不快。


  
亨德森与众不同的视角


  有关“颠覆”这一概念的起源，还有一个故事。当克里斯坦森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其同学丽贝卡·亨德森也对这一现象很感兴趣，进行了一项研究，这项研究对管理学界的学者产生了很大影响。事实上，亨德森是哈佛商学院中荣获大学教授职称的两位教授中的一位（另一位是迈克尔·波特），因此，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她在管理学界的影响是很深远的。也许因为她从未写过畅销的管理学著作，所以她从未以学术界领袖的形象示人。然而，她的书会带给你许多真知灼见，而这些真知灼见应当在现有公司管理人员的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甚至中心地位。


  亨德森特别关注现有公司在应对新公司时所面临的困难。对亨德森来说，并不是这些公司在关键时刻没有应对（这是克里斯坦森关注的焦点），而是有些科技或创新它们应对不了。她和同事金·克拉克将这种创新称为“结构创新”。


  我将在下一章详细介绍亨德森与众不同的颠覆理论。现在，我们还是来看一看她对创新的分类，以便了解这些创新是如何给现有公司带来困难的，即从“设计角度”考虑一下新产品是如何诞生的。


  产品设计包括组成部分，以及将各个部分组织在一起的方法（产品结构）。研发新产品，实际上就是在某些维度上提升产品。通常，新产品所包含的创新可以提高现有产品特定部分的绩效。事实上，这是一种组织连续性产品研发的有效方式，因为研究团队的任务可能就是改进某些部分，使其或多或少不受负责其他部分研究的团队影响，然后将各个团队的研究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新产品。亨德森和克拉克指出，一台电扇是由扇叶、电机、防护罩、控制系统、基座组成的。以上每项都是电扇的组成部分，但是如何通过设计使各个部分共同协作，则指的是电扇的结构。


  对亨德森来说，许多公司之所以成功，恰恰是由于在产品改进上超过了对手。最快捷的方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最高效的方式，就是公司围绕各个部分的创新进行组织。如果一项新科技改变了产品的结构会怎样？也就是说，各个部分的联系方式改变了，情况会如何呢？鉴于成功的公司是围绕各部分的创新而组织的，思考如何识别和应对新结构也是一项挑战。简单地讲，在基于固定结构的环境中，你如何才能识别新结构？


  像克里斯坦森一样，亨德森看到，只要科技上的跃进仅对特定部分产生影响，现有公司就能够应对科技上的跃进，对涉及新结构的跃进，就成了问题。网飞公司的创新似乎涉及新结构。百视达公司在存货管理上和商店的运作上略胜一筹，能够保证客户在实体店中有良好的体验。然而，网飞公司开辟了一种新的物流途径，能够快速将DVD直接送到客户手中。这一新途径包括分拣和运送DVD到邮局，以及整理归还的DVD的机器设备，最后还有基于预订的新商业模式。


  对百视达公司来说，其商业模式就是只要保证实体店正常运营，就算取得了成功。因此，其整个组织，包括经营这些商店的激励机制旨在保证客户进店消费，使商店有钱可赚。要将一个不同的体系移植到这一组织中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一体系不但会挑战商店的经济结构（稍后会谈到），而且会挑战维持商店运营的激励机制。这恰恰是将新结构引入市场，新公司要比现有公司容易一些的原因。


  目前，有两种创新会导致颠覆，它们的共同点是最终证明颠覆性创新的发展趋势比现有科技的发展趋势更有利。这并不意味着创新在各个绩效维度都比现有科技好，而是这一发展趋势使公司能够为客户提供相对于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的生产成本而言，极具价值的产品。两种创新存在差异：在克里斯坦森看来，创新对客户有颠覆作用，因为对现有公司的客户来说，最初创新的绩效很低，后来迅速提升；在亨德森看来，创新是结构颠覆，因为最初很难提高各部门的绩效，后来了解了新的结构之后绩效得以迅速提升。


  在本书中，我将克里斯坦森所说的客户颠覆性创新看作颠覆性创新，而将亨德森所说的结构颠覆性创新称作结构性创新。换句话说，我们将保留原作者所用的名称。


  就此来看，网飞公司带给行业的既有颠覆性创新，也有结构性创新。百视达公司要应对的话，必须确信当前客户需要网飞公司提供的服务，以及整个企业必须重组以应对威胁。我只想说在百视达公司必须做出抉择的关键时刻，每个人都不清楚这两个条件是否已经具备。的确，颠覆性创新和结构性创新最重要的共同特征可能是在首次引进这两种创新时，不能肯定提升的趋势是否会消失。简而言之，它们可能会提供新的S形曲线，但未必意味着新曲线就比原曲线好。


  
创新的预测


  明确了颠覆是成功公司遭遇失败的现象，我们还应当注意科技或创新的某些方面至少在理论上既可以解释过去的颠覆（按照这一定义），也可以让我们思考未来其在预测和管理方面的意义。颠覆始于某个特定事件，而这一事件通过某种机制最终会使公司走向失败。我将这一引发颠覆的事件称为颠覆事件。将颠覆事件与公司的成败联系起来十分重要，因此，在结束对颠覆的介绍之前，我必须分析一下公司的成功与失败。


  先来看失败。公司失败的原因多种多样。在一些情况下，公司失败是由于管理层能力不足。例如，安然公司曾在美国排名前十，在2001年突然破产之前，它一直被世界各地的商学院看作创新精神的典范。[15]然而，其失败源于做假账之类的欺诈行为，而非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公司失败还可能由于企业在关键领域存在管理问题。加拿大电信行业巨头北电网络有限公司的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该公司于2009年因经济大萧条破产。100多年来，北电网络有限公司经历了电信行业的几个创新浪潮，最终成为全球尖端网络设备供应商。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泡沫标志着其衰败的开始。由于不断曝出金融违规行为丑闻，其首席执行官如走马灯般不断更换，公司虽然坐拥大量的科学技术资产和知识产权（它们成为公司倒闭后众多公司竞购的对象），但也回天乏力。[16]


  安然公司和北电网络有限公司与百视达公司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极为成功，用克莱顿·克里斯坦森的话来说就是“伟大的公司”。使一个公司伟大的，是我们见了才知道的东西，它们是伟大公司的标志：赢利能力强，市场份额大，股价高，增长快，商标知名度高，员工有雄心壮志。即使有这样的标志，我们还得问自己：时间跨度有多大？一家公司可能增长很快，利润也很高，在市场居于领先地位，但这一领先地位可能维持不了多久，也许只有5年。或许领先地位可以维持较长时间，比如几十年。再或者介于这二者之间，比如15年。哪一种才算持续性成功呢？这很难说。[17]然而，对许多人来说，安然、北电、百视达就是成功的先例。


  例如，安然和北电与百视达对比，前两者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们不再做成就其伟大的事情[18]，而百视达依靠的是为出租的影视资料提供统一的品牌，积极开拓业务。其所使用的方式，经阿尔弗雷德·钱德勒确认，是20世纪美国许多大公司都使用的基本战略。百视达走向衰败并不是因为其不再做诸如降低成本和关注客户需求之类的事情。


  这意味着，一家公司为了颠覆必须先取得成功。我们认为，成功必须公正、开放。更为关键的是，当颠覆发生时，肯定会有一些因素（不管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削弱成功的基础，更准确地讲，这些因素为成功设置了一个有效期。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知道被颠覆的公司会变成什么样子，也了解了不同种类的创新（颠覆性创新和结构性创新）有可能是触发事件。虽然我们可以调查一个行业及其内部发生的种种创新，将这些创新归类，然后将之与现有公司的成功或失败相联系，但是只有当我们了解了联系的机制时，颠覆理论才是完整的，仅有联系是不够的。


  下一章将深入探讨这些机制。此处，为了确立我对“颠覆”的定义，先来看一看过去人们对颠覆的看法。


  正如上文所述，对于重视科技中断的多西来说，当现有公司看到旧的科技之路必然走向失败，新的科技之路才是未来的趋势时，会面临许多问题。他认为现有公司是围绕旧科技之路运营的，要转到新科技之路，不管是成本问题、文化问题，还是在管理上缺乏远见的问题，都很难解决。同样，对福斯特来说，现有公司的盲点就摆在那儿，因为在开始的时候，新S形曲线产品的绩效不如旧S形曲线的产品，而且即使努力提升，也收效甚微。要想在新S形曲线上取得成功，非勇于担当不可。现有公司可能不愿意这么做，因为它们现有的业务很成功，很有活力。相反，新公司没有这样的羁绊，能够采取措施走上新科技之路。


  对克里斯坦森来说，机制全然不同。虽然先前的方法表明现有公司只不过是没有看到新科技的潜力，但是克里斯坦森对那些看到了新科技之路或者创新的公司进行了研究，发现那些公司用最好的商业工具来衡量机会，其中包括询问客户是否看重创新带来的新绩效属性。遗憾的是，工具告诉它们，不要理会创新。


  对克里斯坦森来说，客户起关键作用。正如上文所述，颠覆性创新就定义而言，在现有客户重视的多个维度都表现不佳，只在其他一些维度表现良好。其他一些维度的属性，客户受宣传影响不会重视，或者直到最后一刻才重视（据说亨利·福特曾讲过，如果他问客户想要什么，他们只会说“一匹快马”）。对克里斯坦森来说，现有公司对客户越关注，越有可能摒弃创新。


  相反，对那些没有客户的新公司来说，新的道路也许是唯一的道路。也许新公司能定位小众客户，它们对新的绩效属性非常重视，愿意放弃旧的绩效属性。或者它们能够为那些现有公司无法满足的客户提供服务，也许是因为创新“低端”，实施起来成本较低，或者它们涉足的是“潜在的低收益”市场。事实上，创新与众不同，在某些方面“较差”恰恰是新公司的机遇所在。[19]


  在百视达的案例中，情况就是如此。百视达之所以属于颠覆案例，是因为公司面对的障碍并非来自竞争对手网飞公司。网飞的经营模式消除了百视达与客户交易时存在的弊端。第一，因未按时归还所收取的费用，虽为所有客户所憎恶，但是百视达关键的，也许是最重要的收益来源。网飞旨在提供一种商业模式，对忘了归还DVD的客户减轻惩罚。第二，百视达可能认为客户乐意在店内搜寻喜欢的影片，但他们搜寻起来太耗费时间，还常常找不到喜欢的影片。百视达还得花钱开设足够大的实体店，存放热门影片。而在网上，网飞公司不需要考虑这一问题。第三，网飞能做百视达做不了的事：提供种类更为丰富的DVD。显然，百视达公司的普通客户习惯于周末一头扎进音像店，而且很少超期归还（也许还会顺便买些零食）。或许他们从网飞公司得不到这样的服务，但是有些人能够得到，而且随着网飞的发展，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


  事实上，当网飞进入市场时，行动十分迟缓，对百视达的影响不大。百视达也没有对其进入这一行业做出回应，而这成为颠覆的典型案例。绝大多数百视达的客户满足于现有的习惯和做法，而网飞的许多客户没有享受过实体店服务，也许是因为不方便，也或许是因为实体店没有其感兴趣的影片。百视达的客户却习以为常，没有体验过预订邮寄服务。克里斯坦森提出以下这个问题也许有些道理：当你处在百视达的境况中，会采取与之不同的行动吗？


  现有公司不愿意采用创新的第一个原因是它会造成损害。百视达的确提供了一种邮寄服务，试图带动实体店的业务（例如，可以在实体店换DVD），但是公司内部有人担心百视达作为市场引领者正在使网飞的方法普及化，会加快客户接受邮寄租赁方式。


  第二，基于这一点，百视达也很成功，因为它优化了实体店DVD运送的物流和激励机制。其中包括保证给予许多员工适当的奖励，从而使客户得到愉悦的体验。邮寄和存货方面的不确定因素会瓦解上述一切努力。例如，实体店内的DVD交换很有价值，但是相较于一直以来采用的经营方式，百视达如何把这些转化为对商店管理者和员工的激励？简单来说，获得内部定价权会对整个商业模式的改变提出挑战。这时，结构因素会起很大的作用。


  第三，现有公司真正担心的是创新并不可行。就科技变革来说，也许评价其是否可行，是否持久，要容易一些。但对其他创新，特别是商业模式方面的创新来说，是否在经济上可行，是否可持续发展，还不是很清楚。也许，邮寄DVD的成本太高（例如，损坏和运费增加），也许客户在新鲜感消失后就会厌倦预订模式。不管是网飞，还是百视达都不能确定这一点。对百视达来说，仅仅为了最终不一定成功的创新，更不用说颠覆性创新，将一种新产品融入其业务，成本未免太高了。也许，对现有公司来说，最好持观望态度。[20]


  为什么观望态度并不总是可行呢？要明确颠覆性创新和伟大公司的失败之间的关系，必须搞清楚为什么伟大的公司明白创新的各项指标都不错（包括传统客户重视的指标），却不能在第一时间进行创新。网飞成长得太快了，百视达无法赶超。关键是，百视达想要保留的业务再也没有多大价值了。以下是克里斯坦森的看法：


  
    这是百视达的错误吗？遵循金融和经济学基础课程中所教授的原则有问题吗？也就是说，在评估备选投资时，我们应该忽略沉没成本和固定成本，而要基于该投资带来的边际成本和收益做出决策。不过，这种想法有些冒险。这样的分析几乎总是表明相较于全部成本来说，边际成本较低，边际利润较高。[21]

  


  克里斯坦森的意思是说，百视达的视野不够开阔：百视达估错了现有业务价值损失的程度。克里斯坦森接着说：由于错误的见解，“公司过分看重为取得成功所做出的投资，而非指导公司获取未来需要的能力”。在我看来，百视达的问题并非因为它忽视了沉没成本和固定成本，而是它没有忽视它们。百视达关心的是转向网络会对现有商店的业绩造成什么影响。克里斯坦森说最终导致现有公司失败的是弃新守旧的看法。由此来看，他和多西与福斯特提出的机制没有多大差异。颠覆理论上的差异在于创新种类的不同，这种创新使弃新守旧的看法成为现有公司走向覆灭的推手。


  其实，在百视达的案例中，还有最后一道障碍使其没有认识到在应对网飞时，是实体店限制了其手脚。网飞成功靠的是“很快被淘汰”的科技——DVD，虽然百视达也卖爆米花（或黄油玉米），但DVD是其主要业务。正是流式网络传输这项新技术将人们长期以来的梦想——按需服务的视频节目——带到了千家万户。2007年，网飞引入流式传输服务，作为对DVD预订业务的补充。YouTube在同年也推出了类似的项目。不久Hulu（美国的一家视频网站）和美国的有线电视公司相继进入按需视频服务行业。


  百视达有自己的按需视频服务业务。在21世纪的头10年，百视达实际上尝试了几种服务。其中之一就是客户花100美元购买一个连接在电视机上的盒子（现在被证明这是一种稳定的模式）。[22]早在2000年，百视达就推出了自己的网上按需电影租赁业务。[23]然而，在美国4个州进行的尝试都没有成功。不知是缺乏内容，技术运营能力不好，还是客户没有做好准备，但问题很可能是宽带普及率不高，再加上5美元的费用比邮寄贵得多。此外，百视达也许需要其伙伴开发这项服务所需的技术，但选错了合作伙伴。是哪家公司资助百视达走上这条新技术之路？安然公司。现在看来，安然也许不是最可靠的合作伙伴。[24]


  我们对颠覆这一现象已然有了真切的认识。被颠覆的成功公司并非自高自大或经营不善，相反，它们依旧在助其成功的道路上前行。但恰恰是因为它们这么做了，才被颠覆。这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将在下一章进行探讨。


  表面来看，百视达是被其颠覆者网飞公司打败的，但是请考虑一下以下这个“反事实”的问题：如果网飞公司不存在，百视达的情况会有所不同吗？


  有一种情况十分类似。将按需媒体产品带入市场的几种服务中，网飞只提供一种。唯一的不同是，网飞的基础客户习惯于每月付费租赁DVD。美国的有线电视公司也是这样，现在它们占据了很大一块按需视频服务市场。如果没有网飞公司，其他公司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将百视达颠覆，因为虽然它尝试了几种新科技，但是依然将业务重点放在实体店上。


  也许百视达在早些时候可以收购网飞公司，但是这同样会延迟对其实体零售业的影响，而且可以减少一个竞争者，但结果是否和我们刚才设想的网飞公司不存在的情况有所不同，还不清楚。百视达总觉得收购价不合适，所以收购事宜一直未能进行。


  百视达最终被收购了。2011年，迪什网络公司（一家大型的卫星广播服务提供商）以3.2亿美元收购了百视达公司，这一价格还不如网飞公司崭露头角时，百视达公司一年超期费用的收益。[25]百视达事实上作为“迪什的百视达按需视频服务”这一品牌存在着。从广播行业的巨头到品牌，百视达这一案例揭示出有关颠覆的许多细微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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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章

    颠覆性创新的来源

  


  极具影响力的重大科技进步究竟发生在历史上的什么时间，我们很难确切指出。但有一个时间我们能够确切指出，那就是2007年1月9日，这一天苹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史蒂夫·乔布斯在年度MacWorld大会上向世人展示了首款iPhone手机。尽管6个月后才发售，但是iPhone手机还是吸引了每个人的眼球，不管是技术精英，还是主流媒体。[1] iPhone手机改变了手机行业，人们甚至忘记了近些年现有公司所取得的瞩目成就。此外，随着行业的变革，手机行业中的许多巨头——诺基亚、索尼、爱立信、摩托罗拉和黑莓都纷纷走向失败。[2]


  有趣的是，这大概发生在克里斯坦森出版关于颠覆的重要著作10年之后，而且苹果手机的发售引发了一场关于这是否是颠覆理论在发挥作用的争论。iPhone手机使许多成功公司走向失败，但在这一案例中，有一些互相矛盾的细微差异。特别是，苹果公司事实上进入的是高端手机市场，而非低端手机市场。人们通常认为颠覆会发生在低端商品市场。


  此处，我只想说这场争论并非因为人们没有意识到颠覆的所有来源。要想正确了解iPhone手机和颠覆现象，我们需要研究一下某一特定类型的科技可能会使现有公司失败的理论机制。我将基于颠覆性创新和结构性创新归纳出两种颠覆来源。首先，是需求方机制。克里斯坦森在其著作中提出，该机制表明某种创新会使现有公司应接不暇，使客户需要的产品发生改变，最终使现有公司遭遇失败。其次，是供给方机制，亨德森在其著作中提到过这个机制。该机制表明，就某些创新而言，成功公司也许无法进行必要的组织变革，与新公司竞争。


  我想把自2007年以来在手机行业变革中获胜的iPhone案例作为锚定点进行讨论。我要专门评定一下iPhone是否真的是颠覆性创新，探讨一下其既符合需求方理论，又符合供给方理论的奥妙之处，将iPhone的颠覆结果全部展现在大家面前。


  
iPhone是一种颠覆性创新吗


  要了解iPhone是不是颠覆性创新的案例，首先要评定一下它是否符合标准。颠覆性创新最初在大多数客户看重的属性上绩效较差，之后属性绩效迅速提升，从而成为市场领头羊。这一定义给评估带来一定的挑战，因为事后才有可能确定创新是否能够取得有意义的进展。这说明了为什么许多人即使看到iPhone发售，也很难对其做出正确评估。例如，2007年，克里斯坦森像许多人一样，没有将iPhone看作颠覆性创新，并预言苹果公司不会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竞争者：


  
    iPhone相对于诺基亚来说是一项延续性科技。换句话说，苹果公司在连续的曲线上跳跃前进（通过生产较好的手机）。但是理论上预测，苹果公司不会凭借iPhone取得成功。其创新激起行业内现有的公司极大的斗志，要将其打败：这并不真正具有颠覆性。历史清楚地表明，成功的可能性很小。[3]

  


  然而，克里斯坦森认为对消费者来说iPhone是较好的产品。现有公司对iPhone的看法却大为不同。诺基亚副总裁佩卡·波赫亚卡利奥说：“它与雅虎在音乐、互联网、电子邮件方面有交易，和谷歌也有业务联系，但只是2G手机，而非3G手机，这让我很吃惊。”[4]移动研究公司（RIM）的创始人迈克·拉扎里迪斯说：“要想在苹果iPhone的触屏上输入文字的确是一个挑战。你看不到自己输入的内容。”[5]拉扎里迪斯和波赫亚卡利奥从客观上来讲是对的。首款iPhone作为手机，甚至作为基于传统设计的网络通信工具（iPhone甚至没有本行业标准的键盘），的确不太好。2007年，的确有许多评论家说苹果公司没有机会在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6]这表明在评估一项新的创新是不是颠覆性创新时还存在挑战。iPhone一开始在手机用户看重的键盘方面表现不佳，之后，苹果公司迅速提升了键盘方面的表现。事后来看，这一案例应归到严格定义的客户颠覆性创新。然而，该行业现有公司似乎都没有看到其潜力。例如，黑莓的高层几年来一直认为苹果公司不足为惧，因为客户想要物理触感式键盘。[7]


  
关注客户需求


  事后对iPhone进行的评估表明，iPhone具有颠覆性创新的特点。现在，让我们详细探讨一下能够将颠覆事件与成功公司的颠覆联系在一起的两大类机制的第一类。克里斯坦森在谈到现有公司面临的危险时曾提到过需求方理论。该理论称现有公司未能对新公司的创新做出应对，并不是因为它们没有意识到危机，而是因为经过常规理性分析，它们认为客户（在市场中占大多数）不想购买新公司生产的产品。当最终证明这样的估计不正确或缺乏远见时，麻烦就来了。事实上，麻烦要多得多，因为现有公司会遭遇突袭，而且根据克里斯坦森所说，它们常常没有办法恢复领先地位。


  这也是克里斯坦森在第一本书中提出的最令人难忘的理论，因此值得引用。当谈到许多公司曾经辉煌一时，最终却陷入困境时，克里斯坦森写道：


  
    良好的管理是它们失去行业领先地位的最大原因。恰恰由于这些公司听取客户意见，大力投资新科技，以便为客户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种类。而且由于它们仔细研究过市场走势，有计划地把投资分配给那些有望带来最大回报的创新，因此失去了领先地位。[8]

  


  英特尔的首席执行官安迪·格鲁夫说那本书很“吓人”，也就不足为怪了。管理人员因关注客户会遭遇颠覆的突袭。这句话的含义不仅使读者，也使克里斯坦森陷入思索。克里斯坦森解释说：“目前，许多广为接受的优秀管理战略只在某些情况下适用。特别要注意的是，有时候不听取客户的意见是正确的，投资开发低性能、低利润的产品是正确的，积极追求小众市场而非重要市场是正确的。”换句话说，这一理论的含义就是看起来不合理的管理决策可能是英明的。鉴于这样的含义（随后的章节中我还要探讨），有必要更深入地探讨一下需求方理论产生的条件。


  利益的关键点在于当一家公司知道新技术具有一些优良特性，对小众市场的消费者有吸引力时，必须决定是否采用这项新技术。在《创新者的窘境》一书中，克里斯坦森说，如果在那一刻，公司依赖现有的决策流程（过去使其走上成功之路的方法），就会失败，而且失败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逆的。当涉及将客户想要的产品转变为组织内部切实可行的方案时，情况尤其如此。事实上，他发现一旦在做决策时使用常规的方法，组织就会沿着一条固定的道路运行，这条道路承载着客户的偏好。虽然许多人会为公司提供资源（尤其是投资者），但是克里斯坦森认为公司现在的客户是主要问题。[9]组织的所有程序、常规都是为了服务他们而存在的，因此就像对待入侵病毒一样，组织会拒绝一切有害于这些客户的提议，这没有什么可惊奇的。看看这和我之前定义的颠覆性理论多么相符：正是使组织成功的东西（关注顾客的需求），阻碍组织当面临相关新科技和其他创新时，做出正确的决策。


  想想RIM（黑莓手机在当时很有名）对iPhone的反应也许会有所帮助。RIM的创始人迈克·拉扎里迪斯在乔布斯发布iPhone的几天后立刻召开了“全员大会”。[10]他让整个组织决定如何应对iPhone。他们最终总结道：虽然苹果新的操作系统质量上乘，设计良好，但是RIM的硬件基础更好。


  一直以来，拉扎里迪斯对苹果公司精妙的设计很推崇，但是他说：“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在一片玻璃上打字。每一台手提电脑，事实上，每一部手机都有触觉键盘。我认为我们的设计很有优势。”他认为良好的硬件会胜出。[11]


  正如之前所看到的，对外，RIM树立了一个毫不在意的形象，但在公司内部，工程师团队开始分析怎样才能生产出具有竞争力的产品。答案是，如果不在体积（稍大一些）、电池寿命上做出让步，不对RIM内部普遍的看法（网络不能解决带宽问题）做出让步，要继续做目前正在做的事情会很困难。的确，黑莓在可靠的连接装置的制造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主要是因为它使用自己专门的网络解决方案，以便节约带宽。公司领导层给出的答案则是客户不愿意接受iPhone带来的变化。因此RIM继续沿用原有技术，没有花费多年的时间进行研究，改进其操作系统。[12]


  事后来看，这些抉择很有意思，以下这点尤为重要，必须注意：在随后的两年中，RIM的世界观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事实上，黑莓手机的销量增加了，因为消费者对比了苹果的售价后，觉得黑莓手机比较划算。当消费者将现有的“非智能手机”换成智能手机时，出现了水涨船高的情况。2009年，RIM被《财富》杂志称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公司，政府和企业作为核心消费群体依然是其坚实的后盾。自2001年起，其基础订户一直在增长。


  我们真真切切地看到了颠覆这一理念引人注目的原因：成功公司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们在做使其成功的事情。如果说iPhone的面世对RIM来说是颠覆事件，那么真正的颠覆两年多后才发生。在此期间，另一种假设（iPhone不会取得成功）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我们将在随后的章节中讨论管理层的应对情况，此处有必要强调一点：一件事情究竟会不会成为颠覆事件，总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这里还有另一种可能性，据我所知还没有人探索过，即iPhone的面世对RIM、诺基亚、索尼爱立信和摩托罗拉来说并非颠覆事件。苹果公司并不是一个标准的颠覆者。相反，iPhone的价位属于手机的高端市场，其售价几乎比所有的竞争者都高。[13]事实上，苹果要求其消费者牺牲手机的某些属性，为能够拥有这样一部新潮的手机多花钱。此外，这些手机在市场上属于较为昂贵的消费品。这并不是说苹果没有引起竞争，但是仅此一点不足以使那些手机退出市场。正如我们从RIM的这一案例中看到的，iPhone面世之初的确使消费者意识到黑莓的价值，不仅价格便宜，而且质量可靠。


  这表明克里斯坦森提出的需求方理论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价格的影响。[14] 2002年，当达特茅斯学院的罗恩·安德纳教授试图使用经济学理论的正式语言来阐述克里斯坦森的案例时，发现了这一因素。[15]安德纳开始时试图将一个产品看作多重特性的集合，而不仅仅是单一产品本身。这一方法是几十年前由凯文·兰开斯特提出的，它使经济学家明白了产品设计和需求之间的关系。对安德纳来说，他猜想现有公司的某一产品，突出属性A（电池寿命长）而非属性B（屏幕大）。他想知道在何种情况下突出产品新属性的公司会在市场上赢得青睐。假设最终喜欢电池寿命长的消费者不在乎屏幕的大小，或者喜欢大屏幕的消费者不在乎电池寿命的长短，那么现有公司和新公司就能共存于市场。但是，如果有一些消费者在这两个方面更愿意做出让步，情况又会怎样呢？在这种情况下，旧产品（长期致力于电池寿命的延长）就消费者价值而言，收益将会递减。相反，新产品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妥协的消费者来说，新公司便有了优势。


  虽然这听起来像是现有公司面临的潜在困难，但安德纳发现还有一个障碍。即使这些消费者愿意做出让步，倾向于新公司，在抉择时他们也更关心价格。因此，如果新公司（苹果公司）的产品价格较高，现有公司（RIM）就能够守卫其领地不受侵犯，虽会引起更多的竞争，但不会走向灭亡。如果新公司的产品价格较低，情况就不同了，现有公司会岌岌可危。因为现有公司已经达到创造非价格价值的极限（通过延长电池寿命），最终不可避免地会丧失其领地。


  这表明需求方颠覆理论还有一个核心因素，克里斯坦森发现了这一因素，但没有做出解释。按照这一理论，若发生颠覆事件，新产品必定来自低端市场，只对小众消费者有吸引力，这些消费者愿意牺牲其他产品所具有的一些属性。恰恰是由于颠覆者由低端市场进入，其低价最终可以从现有公司那里争取到客户。再加上安德纳的S形曲线关系图（和绩效本身无关，但是和绩效特征水平的价值相关），颠覆性创新会使现有成功公司走向失败的理论也就完善了。


  因此，如果苹果公司及其高价位的iPhone不是真正的颠覆者，那么现有手机生产商是什么情况呢？事实上，有一个低端的颠覆者进入市场，即谷歌的安卓手机。2007年，iPhone一面世，谷歌立刻就看到了自己面对的是什么。


  
    克里斯·德萨尔沃本能地对iPhone迅速做出反应。他说：“作为一个消费者，我很惊羡，也想立刻拥有一部iPhone，但是作为谷歌的工程师，我想我们得从头开始……我们所拥有的突然看起来如此像20世纪90年代的产品。你一眼就能看出来。”[16]

  


  首款安卓手机和iPhone及其他手机比起来还有很多不足，但是非常便宜，定位在低端市场。再加上谷歌出于其他原因（例如，增加广告收益）大力扩增平台，而且其操作系统确实是开源的，价格因此又降了一些。[17]


  但是仍有一点令人感到困惑：鉴于谷歌和其他手机制造商合作开发安卓手机，为什么凭借安卓系统领先的制造商不是行业内现有的公司，而是三星、HTC（宏达）和LG（乐金，起初是摩托罗拉）？它们当时是智能手机行业中的新公司，甚至相对于iPhone来说，它们是这个行业的后动者（late mover）。因此，初期错过了iPhone这艘船，现有公司的确还有许多机会回归市场。然而，在安卓获得青睐之后，RIM的市场份额和销量开始缩减，一直到公司倒闭。RIM的品牌受创，人们认为已经落后了，投资者的耐心也越来越小。RIM似乎遭遇突袭，但还不至于陷入困境。[18]


  根据需求方颠覆理论，如果新科技起初绩效很低，但是很快就提高了，那么现有公司就会走向失败。如果公司没有失败，就有悖这一理论了。然而，我们看到创新必须引入低端市场才与需求方颠覆理论一致，因此，我们不会把iPhone看作针对现有手机制造商的颠覆事件。但我们还有些疑惑。按照需求方颠覆理论，新科技会使现有公司破产，因为它们没有时间东山再起。然而，在iPhone这一案例中，那些公司有时间，因为基于安卓系统的低端智能手机在iPhone之后进入市场，进而占领市场，不断壮大。此外，这些手机制造商生产出不同种类的产品，其中包括不同种类的智能手机。为什么这些手机不如新公司的手机那么成功呢？


  
主导设计


  在从需求方颠覆理论转到供给方颠覆理论的关键时刻，我们不妨再来看一看技术变革和管理理论中一个由来已久的概念：主导设计。这一概念于20世纪70年代由詹姆斯·厄特巴克和比尔·阿伯内西提出，我在讲解努力和绩效之间的曲线关系时提到过这一概念。主导设计经常出现在曲线陡升部分的中间，此处行业中近似于标准的做法出现了，为此创新者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设计工作方式的改进上，而非尝试根本不同的设计。例如，在福特的T型车出现之前，汽车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在速度、造型和标准化的零部件之间建立了适当的平衡，于是T型车能够在生产线上高效组装。同样，先前的创新使道格拉斯飞机制造公司的DC–3型客机脱颖而出。这一机型不大、不快，也达不到最大行程，却能在这三者之间达到一个有效的经济平衡。所有的客机设计25年来一直围绕这一设计进行，直到喷气式飞机出现，使生产成本大幅下降为止。[19]


  我之所以在此处提到主导设计这一概念，是因为这一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发生在手机行业中的颠覆事件。虽然在iPhone出现之前，有一些手机设计的标准元素，但在用户界面设计方面有很大不同。iPhone开创了智能手机的设计，后来在多个维度成为行业遵循的标准。砖形造型，全触摸屏，极小的按键，这样的硬件设计与之前的许多设计形成了鲜明对照。虽然现在常见的应用软件图标在iPhone出现之前就已出现在其他手机上（比如掌中宝和黑莓手机），但正是图标和如下观念相结合才改变了这一行业：手机的通话功能只是众多应用软件的功能之一，而非人们购买手机的主要原因。之后绝大多数的手机制造商都沿用这一用户界面和电话接打方式。唯一的例外也许是Windows Phone手机操作系统，这一系统不用图标作为用户进入的起点。[20]


  用户界面也为应用程序设计者提供了一个相互合作的标准。在苹果界面出现之前，应用程序设计者不得不为多项功能进行设计（例如，按钮和键盘的可用性），这些功能随手机的不同而不同。从2008年开始，设计者不再进行这种尝试，因为按钮消失了。相反，苹果公司提供的工具强化了标准图标和手势图标，以确保用户熟悉用户界面，这使设计师受到限制，但是降低了“教用户”使用应用程序的成本。总而言之，大约5年之后，通过几个平台，百万余个新的应用程序横空出世。


  我们可以将手机的主导设计视为颠覆事件，而它不是某一特定的产品或创新。当然，以下问题还有待考证：为什么现有手机制造商不能像苹果、三星、LG和HTC那样利用这一设计，特别是在客户已经广泛采用主导设计之后。因此，我觉得需求方颠覆理论似乎无法解释诺基亚、黑莓和其他一些手机制造商的情况。


  
组织架构调整促进创新


  我们现在先暂且放下客户不谈，来看看现有公司的组织架构。从组织架构来说，许多公司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们有自己的方法、程序和能力，能够继续有步骤地进行产品或方法创新。经济学家认为这些公司有待“优化”，也就是说，以最佳方式将公司组织起来以适应当前的环境或可预测的环境。在此基础上，似乎颠覆不可能发生，因为这些公司对于任何潜在的颠覆事件都能极好地应对。然而，优化的过程很艰难，而且特别难调整。阿门·阿尔奇安和米尔顿·弗里德曼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建议：即使公司发现很难适应变革，也要表现得如同能够将利益最大化一样，只要竞争会将那些没有赚取如此多利润的公司淘汰出局，促进那些能够赚取如此多利润的公司的发展，就可以这么做。[21]


  成功的公司在某种程度上常常拥有把控市场的能力，如果公司在调整过程中发生的次优化不大，这一能力可使其避免被人取代的后果；如果次优化大的话，则不能避免。许多研究管理的学者对现有公司未能快速调整的原因和如何积极调整非常感兴趣。


  正是由于这一研究传统，供给方颠覆理论诞生了。[22]我们就从iPhone这一案例开始，探讨一下供给方颠覆理论。关于iPhone的困惑，并非现有公司不了解它的潜力（苹果一开始就做出了公开申明），或者能与iPhone匹敌的手机，除了苹果公司，其他公司造不出来（其实，三星和HTC已经造了出来）。几年之后，苹果公司也没在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在全球触屏智能手机市场上所占的份额也不是最大的。关键问题是：为什么颠覆者是手机市场上的新公司，而非主导市场的现有公司呢？为什么现有公司不能直接采用新技术呢？


  也许人们倾向于认为现有公司行动迟缓，视野不够开阔（不管是目前还是未来），或者在决策时过于关注公司利益，但这些只是公司在面临即将降临的灾难性命运时懈怠的原因，而非一蹶不振的原因。现有公司之所以不作为，是因为帮助这些公司成就伟业的东西使其在需要变革时处于僵化状态。


  这一理论的一个分支将注意力放在了信息渠道和交流结构上。1974年，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不久，肯尼斯·阿罗写了一本颇具影响力的书《组织的极限》。[23]他认为组织是由具有获取信息和交流信息能力的个体构成的。由于组织需要不断地处理信息——将一些人掌握的信息传达给那些需要它们做出决策的人，于是它们研发了流程、规则和步骤以节约沟通成本。阿罗将这些称为组织“代码”。代码就像语言一样，效率很高，可以创造并且优化，用于应对眼前的情况——这就是拥有适当代码的组织可以在复杂的环境中应对自如的原因，也是很难做出改变的原因。一般组织鼓励人们接受代码，这意味着如果要改变交流方式，必须与多人配合。阿罗认为这种配合非常困难，只有大范围改变，交流才能进行下去。[24]


  虽然代码理论得到了人们的认可，但就纯粹的理论意义来看，这一理论对公司能够容忍多大的变革持消极看法。不过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供给方颠覆理论的视角。一些代码很好地服务于组织，但可能有使用期限。正是丽贝卡·亨德森和金·克拉克将这一点与公司应对创新的方式联系起来。据他们所说，必须考虑组织内部的两种知识：部分知识（component knowledge）和结构知识（architectural knowledge）。


  制造一种产品，特别是高科技产品，人们需要专业知识，并经过专业培训。没有人能够仅凭一己之力设计并制造出一架大型客机，但是一个团队就可以。要想制造一种产品，团队成员之间必须互相配合，拥有部分知识，而且能够共同拓展部分知识，即一个人或几个人就能创造知识。就手机而言，公司会有不同的团队研发电池、显示屏、外壳、无线天线、微处理器和存储器。所有类似的手机都有这些组成部分。一段时间之后，成功公司就能生产出低成本高质量的手机。有一点很关键，只有将这些部分组合到一起，取得这样的进步，成功公司才能保持竞争优势。因此，毫不奇怪，它们的代码——团队之间相互对话的方式——常常被优化以达到这一目标：团队将注意力放在它们所熟悉的专业上，将团队之间交流的需求降到最低点。


  其实，团队绝不会完全独立运作。在某一层次，必须获得如下知识：各部分之间互相联系的方式，以及一个组成部分的变革会对其他部分造成的影响。也就是说，在组织内部需要了解描述各部分之间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结构知识。


  部分知识的获取方式和扩充方式似乎很透明，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显而易见的（类似于熊彼特的哀叹：创新方式也可能变得十分常见），结构知识的形式则很难被准确描述出来。按照最佳理论，一个组织在其演化过程中的未限定阶段会尝试不同的方式，将各部分组合在一起，生产新产品。在某一时刻主导设计会出现，不仅使各部分之间处于平衡状态，而且就某一部分对其他部分的影响设立应遵循的标准。这样公司可以围绕结构知识进行组织。在某种意义上，结构知识就铭刻在公司结构上或嵌在公司结构中。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能够快速进行持续不断的创新，无须依赖任何一个个体。因此，结构知识在公司是无法用语言清楚地表述出来的，是默会的，就像在常规会议上出席者的座位安排无须说明。


  我们已经看到供给方颠覆理论的各个组成部分。成功公司掌控着一系列的结构知识，公司的决策者可以将其视为已有知识，从而组织公司扩充部分知识。这极为有效，能够使公司平稳运行，但同时也存在着毁灭的担忧。如果结构知识过时了怎么办？


  从这一点我们可以切实了解亨德森和克拉克的研究方法。在199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他们明确地将现有公司的成败与是否需要进行结构创新和部分创新联系在一起。这一特别的分类方法使我们能够从今天所谓的“设计视角”来看待新产品是如何构想出来的。


  不同手机是各个部分组合在一起的，组合方法也不同。许多人已经注意到iPhone并没有使用全新的部件。虽然很难将款式较旧的手机与iPhone归为一类，说它们能够给消费者带来相同层次的体验，但我认为它们基本上是一样的。iPhone依然有屏幕，尽管按键移到了屏幕上，但用户界面是熟悉的。显然，还增加了音乐播放功能和电子邮件接收功能。可以说苹果公司的iPhone代表的是结构创新。苹果公司想出了一种将各个部分组合在一起的新方式。


  亨德森和克拉克提出的理论认为现有公司在提供部分创新方面表现得很好，但是可能无法采用结构创新。为什么呢？正如之前所述，原因在于深深镌刻于公司之上的知识。


  
    结构创新使现有公司面临的挑战更为微妙。公司所掌握的大多数知识是有用的，需要应用到新产品上，但是公司所掌握的另一类知识不仅没用，实际上还会阻碍公司的发展。甄别哪些知识有用、哪些没用，获取新知识并且当需要时加以应用，对一家成功公司来说也许很困难。因为知识，特别是结构知识的综合方式与管理方式不同。[25]

  


  按照亨德森–克拉克理论，结构知识根本看不见。因此，外人不知道从哪里着手生产出具有类似结构的产品。


  为什么新公司在开发具有新结构的产品方面比现有公司做得好呢？其中一个原因是现有公司的代码是专门针对先前的结构研发的，不能轻易改变。至于iPhone，情况有些类似。几年内现有公司有了自己的触屏手机，能够安装应用程序，但是每家公司产品的售价都很高，在质量上似乎还落后于iPhone。它们认为自己能够基于现有部分（特别是操作系统）与iPhone相抗衡，却未能在市场上赢得青睐。现有公司没有看到iPhone代表的是结构变革，而非部分变革。


  即使公司识别出创新为结构创新，而非部分创新，也还得解决如何复制新结构的问题。例如，安卓手机就质量而言可能还未完全复制出iPhone带给人们的体验。更为重要的是，学习如何开发具有新结构的产品需要一种全新的学习模式。现有公司自然会认为它们的一些旧知识（包括结构知识和部分知识）是相关的，这使得公司在采取与旧知识无关的变革之前犹豫不决。[26]


  关于公司是如何应对结构创新的叙述使企业管理人员产生了悲观的看法：


  
    结构创新所带来的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将低合金高强度（HSLA）钢应用到汽车车身的制造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使用这种新材料制造车身，板壁越来越薄，越来越轻，却增添了一系列现有渠道和策略中没有的互动。一家汽车制造商的车身工程团队，使用传统的方法为发动机部分设计了一个机盖。然而，机盖在测试时会随着发动机的振动而振荡。进一步研究发现，虽然没人知道为什么，但是设计机盖的传统方法显然只适用于传统材料。融入已有的问题解决策略和交流渠道的知识足以使设计师使用已有材料进行有效的设计，但是新材料会带来新的互动关系，而且要求工程师构建相关的新知识。[27]

  


  这意味着应对结构创新的前景暗淡，但是也使我们明白为什么现有手机制造商在研制具有新结构的新产品时困难重重——新产品还未生产出来就丧失掉很大份额的市场。


  供给方颠覆理论使我们明白了为什么iPhone的面世和后来安卓手机的问世是颠覆事件，最终导致许多知名的手机制造商走向失败，而新公司茁壮成长。iPhone使典型的结构创新向前迈了一大步。过去，现有生产商将注意力放在助其成功的部分创新上，无法应对重心的转移，特别是硬件和软件的结合是一个新难题。例如，迈克·拉扎里迪斯，这位黑莓手机背后的技术天才一直以来致力于使硬件在能量和网络应用上持久、高效。他之所以这样做，是想让手机做好一件事：短信和电子邮件的接收和发送。[28]然而，这一设想和将手机开发为移动电脑的观念相左。为此，软件才是关键所在——从操作系统到应用软件生态系统，都是围绕这一观念开发的。


  为了应对iPhone，现有公司不得不像谷歌那样重新组织结构创新。现有组织不会以那样的方式看待创新。相反，每个团队毫无疑问都依据部分优势对比了iPhone和之后的安卓手机，发现前者没有什么重大进步，可以堂而皇之地告诉领导，他们可以轻易制造出同样的组成部分。的确如此，但是，他们模仿不出这些部分组合在一起的方式——在整个组织中进行彻底变革，根本模仿不出来。在这一快速发展的行业中，根本没有时间进行组织变革。


  
管理问题的预测


  在本章，我们对需求方颠覆理论和供给方颠覆理论有了一个总体认识。当以客户为中心的公司继续关注客户，没有意识到新公司虽然在开始时服务于未得到满足的客户，但其技术发展趋势最终会对这些公司构成极大的竞争威胁时，需求方颠覆就会出现。当公司极为关注已有结构组成部分的提升，无法应对新公司创造出的最终更有前途的新结构时，供给方颠覆就会出现。当然，这两种颠覆理论并非互相排斥（不管这两种理论有没有特例支撑，在随后的章节中将会探讨），但是意识到这两种理论有可能涉及不同的管理问题，还是颇具启发意义的。


  现有公司可以用两种方式来应对颠覆。


  第一，当颠覆事件发生时，要将其识别出来并有所行动。然而，需求方和供给方颠覆理论都表明这种反应使管理常常毫无效果。就需求方理论而言，这还涉及艰难的调整，即不再把重心放在满足当前的客户，等提高了之后，再把这些客户争取回来。就供给方理论而言，调整也许是不可能的，因为结构知识无法融入一个与旧知识紧密融合在一起的组织。尽管两种理论似乎都意味着管理决策可能会被淹没在颠覆事件中，但是要想对此进行有效探索，我们需要考虑一下其他形式的反应式管理，看一看就需求方和供给方颠覆事件而言效果如何。


  第二，主动管理。管理人员在颠覆事件发生之前，就行动起来确保组织能够应对。此处，需求方和供给方颠覆理论提供了截然不同的应对策略。需求方的主动管理之策要求组织成立一个自治部门，可以独立运营，以便为小众客户服务，不受服务于主要客户的部门所关注的利润的限制。相反，供给方的主动管理之策要求创立一个更为协调、灵活的组织，以便减少对部分知识的关注，接受并增长新的结构知识。关于应对颠覆的主动管理，有两种不同的理论，组织总会面临二者择一的窘境。随着我们对需求方和供给方颠覆理论的实例与优点的考证，如何在二者之间取得平衡这一问题也就越来越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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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章

    数字技术行业的创新

  


  科技史充斥着这样的事例：权威人士在一项新科技于其后院出现时，却未能看到其潜力。例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的律师不肯为贝尔实验室（AT&T所属的研究机构）研发的激光申请专利，因为激光在电话上没有明显的用途。[1]几十年后，激光成为连接整个世界的光纤科技体系的核心。还有一个类似的案例，20世纪90年代中期，贝尔实验室隶属于一个团队，即动态图像专家组（MPEG），研发出一种音频压缩格式，可以大大压缩数字音乐文档的大小，即MP3格式。当时的音乐发行商并不喜欢这一标准，因为这一格式下音乐质量不如常见的光盘好。事实上，当纳普斯特（Napster）和其他网站上的MP3音乐共享服务商出现时，音乐发行商奋起抵制MP3格式，而非采用这一格式。[2]然而，听众觉得MP3音乐很便捷，越来越喜欢。现在，几乎所有在网上售卖的音乐都被压缩成MP3格式（例如，在亚马逊上）或者类似的格式（例如，在iTunes上售卖的MP4）。


  诸如此类的故事最终渗透到有关颠覆，特别是需求方颠覆的知识中。在每一种情况下，研发的新科技不是在关键行业用途不明显，就是在一个似乎很关键的维度表现得不如现有科技。在每种情况下，新科技最终都主导了整个行业。有趣的是，在这两个案例中都没有出现颠覆的后果：到激光这项技术的价值在通信行业变得显而易见时，它已经成为一项绩效良好的技术，行业中现有公司准备采用这项技术。同样，压缩音乐的质量从未胜过非压缩的音乐，但是它能在网上传播，从而开拓了一种新的传播形式。对现有公司和新公司来说，这改变了行业标准。这两项技术比先前的技术并没有多大的优越性，相反，这两项技术在刚发明时，它们较高的价值没有得到广泛认可。现有公司花了一段时间才了解了这两项技术，并加以应用。因此，激光和MP3的出现并没有成为颠覆事件，也未对大多数公司造成颠覆性影响。[3]


  颠覆知识的普及和网络的拓展，也许并非巧合。数字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许多行业的经济状况，常常会减臃去赘。当一项新的数字技术改变了现有服务，特别是极大地改变了自身的基础服务时，人们不免会想到，行业内现有公司将会被颠覆。


  
高等教育行业的挑战


  当我写作本书的时候，我所在的行业——教育行业成为发表“颠覆宣言”的对象。这始于2011年，当时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彼得·诺维格和塞巴斯蒂安·特龙决定编写一本教程——《人工智能入门》，在网上发行，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能免费获取。[4] 16万人登录网站阅读了这本实验性教程，2.3万人读完了教程。[5]此外，优秀的学生都来自斯坦福之外的大学，而且在一些情况下，由于他们表现突出，还找到了工作。看到这一前景，特龙立即辞掉了在斯坦福大学的工作，开办了网上教育机构优达学城。他打算提供大量的网上公开课程，这一模式后来被称为慕课。


  这一案例与开设辅导课和连续测试的可汗学院推动的K–12教育创新，使许多从事高等教育的人担忧自己是否已经穷途末路了。在这一行业中，数字科技能够减臃去赘这一点毋庸置疑。高等教育正遭受着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所说的“成本病”的侵害。[6]行业中熟练工工资的增长并不是由于对其生产的产品的需求增加了，而是由于经济体中其他地方因生产力的提高而对工人的需求增加了，这时“成本病”就会爆发。高校曾经致力于减少其熟练工的成本：教授授课的班人数越来越多，学生人数较少的辅导课则由助教或研究生来上。此外，高等教育机构雇用越来越多的人筹集超过学费部分的资金，金额超过了学费，主要通过如下方法：向校友募捐，在校园举办体育赛事，申请研究经费。这使得行业内部标准提高：管理层次提高，成本增加，为了筹集到有限的资金，各机构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例如，通过使用新设施，物色高端人才，举办校友活动）。总而言之，高等教育行业的这一模式使学费比率的增长速度比其他行业的价格增长速度还要快，学费膨胀率大大超过了通货膨胀率。[7]


  如果数字技术能够解决这一问题，情况会如何呢？如果数字技术能够使高校安排好稀缺资源——那些知名教授，并且消除从学费和捐赠中获取收益的负担，情况又会如何呢？越是优秀的大学行动越快（至少在大学本科期间是这样的），仅仅几年之内就能通过Coursera和iTunes U这样的平台推出自己的慕课，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还联手创建了自己的平台（EdX）。


  同时，许多校内人士担忧最终是否会有良好的结果。例如，麻省理工学院的战略学教授迈克尔·库斯玛诺担心提供免费课程，顶尖大学会挤走其他大学，从而损害自身品牌，因为“免费”就等于质量低。[8]在我看来，从免费再返回到收费这条道路可以说是一个挑战，但是完全不理会像慕课这样的行业创新似乎不太合理，因为现有的组织已经尝试过免费传送课程。价格和策略上的反转都有可能发生，这一点行业先锋优达学城已经证实了。优达学城运营了几个月之后就不再实施之前的网上教育课程“免费”传送模式了。[9]


  尽管新闻上多有报道，而且有几千万美元投入到这些新实验上，但是慕课的确降低了高等教育的成本。[10]这并不是说其中一些创新最终证明不是根本性的创新，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学生接受教育的方式，而是到目前为止，这样的前景并未减少对传统教育的需求，人们对其中的原因有种种猜想。我的许多同事认为网上教育根本不如传统的课堂教育，坐在教室里听课，的确能够提高课程完成率。[11]


  但是回头想想，我们分配教育资源的方式有些奇怪。我们付出如此多的努力，生产本地特有的产品，美国纽约大学的克莱·舍基称之为“手工”模式，现在已经被推到了极限：


  
    当你试图准确解释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时，就会觉得这种做法有点怪异。你在大学里教书，只能让学生读你写的书，会如何呢？在学校里你只能要求学生读你同事在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又会怎么样呢？荒谬！不可想象！

  


  
    每一所大学都给学生提供了大量的阅读材料，但课程视频极少。虽然我们要求学生阅读能够找到的最好著作，不管是谁写的，在哪里出版的，但只要求他们听本校教授讲得最好的课。有时候，你所在学校的教授讲得最好的课在全世界也是最好的，但绝大多数时候不是。唯一使这一体系不太奇怪的事情是我们从未找到发行课程视频的好方法。[12]

  


  现在，人们可能会说这种“自产”模式（已经重复几千次）是一种确保课程内容最新、最前沿的方式。但是这种说法，甚至在我写下它的时候都觉得很无力，因为正如舍基所说，慕课已经表明我们集中进行的教育，许多部分可以分开进行。


  慕课对高等教育的挑战在于它看起来像是颠覆事件（其质量不如大学提供的集中教育，但是它在某种程度上会有所改进，从而成为竞争威胁）。它们也传达出如下之意：新的教育模式会涉及结构创新，教育的各个组成部分可能都相同，但是各个组成部分组合在一起的方式可能就截然不同了。此时此刻，就拿我自己来说吧，就预测不出最终的结果。这恰恰是现有组织和其他组织在预测颠覆时所面临的挑战。


  本章将深入探讨预测这一问题。即使我们知道颠覆事件从理论上来看是什么样子的（不管是需求方还是供给方的颠覆事件），但是要在事前鉴别出颠覆事件，并且将其与非颠覆事件发现区分开来却并不容易。如果现有组织打算通过颠覆来解决其方式问题（这是下一章要讲的内容），预测一下颠覆的来源会有所助益。如果新组织将创新引入市场，想要取代现有组织，它们可能想要评估一下其成功的概率。毕竟颠覆理论的另一方面是：只有颠覆了现有公司，新公司才有机会。正如我下面要讲的，即使机会明显摆在面前，这种颠覆对引起颠覆的企业家来说是否有利还不是很清楚。


  
如何辨别一项技术的颠覆性


  如果颠覆事件可以预测，那么它们就不是真正的颠覆事件。这听起来有些自相矛盾，毕竟，如果现有公司确切知道某件事情可能会使其失败，就会采取相应的行动。这表明颠覆事件的不确定性是这一现象固有的一个方面。当然，需求方和供给方颠覆理论都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但是它们真的能预测颠覆吗？


  让我们先来看看需求方颠覆理论吧。按照这一理论，从行业中现有公司的角度来看，颠覆性创新不能满足现有客户的需求和愿望（基于关键的度量），但是它们的确吸引了未得到服务的客户和对服务不满的客户。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创新起初往往看起来像低端产品，或者服务于不引人注目的新市场的产品，然而借助它们，公司最终会在现有客户看重的几个维度上迅速提高。因此，基于需求方颠覆理论，我们将相较于现有技术迅速提升的创新看作颠覆事件。


  此处有这样一个问题：许多新公司开发的新产品，以一小众市场为目标，不为现有公司当前的客户提供服务。但只有少数产品进入下一步，迅速提升竞争力，比现有产品有更大的价值，对竞争对手构成极大的威胁。简单来讲，事实上，你无法用一项绝大多数客户都不喜欢的技术颠覆整个行业。只有技术大幅提高，有足够多的客户开始青睐新技术，现有公司才会陷入困境——面临被颠覆的处境，根据需求方理论，此时已无力回天。


  这一矛盾是需求方颠覆理论的一部分。要辨别一项技术是否具有潜在的颠覆作用很容易，因为它只需满足第一步：只在一方面表现良好，但不符合现有市场的“标准”特征。然而，你的预测也只能做到这一步，因为第二步只有到了事件结束时才能确定。如果很明显第二步会发生，那么新公司和现有公司就都能预见了。在这种情况下，具有潜在颠覆作用的技术最终根本不会颠覆现有公司。现有公司和新公司具有相同的机会脱颖而出：的确，现有公司已经有客户，因而机会更多一些。因此，需求方颠覆理论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就是我们一开始不知道第二步是否会发生。


  这正是造成克里斯坦森的《创新者的窘境》一书中“窘境”的元凶。对现有公司来说，在现有技术运行良好的时候，将赌注押在未经证实的新技术上，代价太大。现有公司可能会对一切看起来像颠覆创新的事件采取相应行动，但这意味着将资源用在许多新产品上，最终结果可能与投入相去甚远。高等教育机构对慕课这一潜在威胁的应对就是一个例证。那些机构认为网上课程不如现有的教育传播方式和体验，但是由于害怕遭受颠覆的厄运，它们投入了几百万美元自己制作慕课。虽然现阶段还不能说这样的投资是否被浪费了，但问题是，它们是潜在的营销工具，而非真正的教育工具。也许人们有充足的理由尝试网上学习，但是应注意到慕课不如传统课堂教育，只是出于恐惧而非看到有机遇进行投资表明这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产品设计方法。


  这一点很重要，我想在此处强调一下：正是由于不能确定事件是否真的具有颠覆性，现有公司才面临窘境。那些公司曾经做出了一系列抉择，从而取得成功。按照需求方颠覆理论来看，这些抉择是以客户为导向的。按照供给方颠覆理论，这些抉择使致力于提升组成部分功能的团队更加独立。之所以会出现窘境，是因为面临颠覆的威胁，必须舍弃之前的抉择：如果最终证明潜在的威胁不具有颠覆性，那就是不明智的，反之，就是明智的。有两种主张，相关行动的价值视特定主张的正确性而定。当特定创新出现，但不能确定是否具有颠覆性时，窘境就切实存在。一旦不确定性消除，窘境也就不复存在了。这也就是说只有单一主张，或者严格地讲只有一种主张。在某一时刻，你明白了什么才是正确的行动，但就是在那一刻，你也许再也没有机会采取正确行动了。


  下一章，我们将看看在得知事件具有颠覆性时，是否还有机会做出抉择，采取行动。在那一刻，看到不确定性是多层面的，会有所助益。不仅要知道创新是否会使绩效有所提升，还要知道提升的基础是什么。


  成功公司能够识别出最终可能会成为颠覆性创新的所有产品，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我们要予以注意。这对高等教育来说当然是一个问题。所有的慕课模式竟然到了如此地步——将现有的教师，所谓的“稀缺资源”置于中心地位。最为成功的慕课是哈佛大学的迈克尔·桑德尔被过量预订的“公正”课，桑德尔在哈佛大学最古老也是最大的演讲大厅授课，使用了多台摄像机和专业的剪辑技术，以使观众有身临其境的感觉。[13]人们认为在线教育市场的赢家就是使最好的课堂教育人才走向世界，甚至连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本人也出现在凤凰城大学出品的类似的收费课程中。[14]


  如果上述看法是错误的，会怎样呢？如果线下明星教授不是线上教育的明星教授，情况又会怎么样呢？事实上，我们也隐约知道情况的确如此。虽然他们没有在学术殿堂中出现过，但是格雷老师快嘴科普系列视频、维哈特视频课程，以及亨利·赖克和布拉迪·哈伦制作的视频，为网上数百万观众带来了对数学、物理、政治机构和历史的多姿多彩的讲解。比如，格雷的视频的点击量常常超过400万。[15]这些视频并非好莱坞级别的制作，只不过经过认真研究和撰写，以PPT（演示文稿）为主要解说工具。这些人没有研究背景，只有少数人过去当过老师。然而，他们当中每个人都能够深入钻研吸收学术知识，认真给学生讲解。另外，许多学者在其专业上颇有造诣，但他们是否擅长通过网络媒体讲解专业知识，还不清楚。


  当然，想出一个好的模块，不会带来颠覆。但是，作为一名大学教师，我可以这样说，难道我不能这么说吗？我认为不管一家成功公司在多大的范围内寻找颠覆事件，也不能将所有颠覆事件都找出来。而且成功公司资源有限，关注的事件也有限。此外，正如教育行业的案例提醒的那样，我们需要想想供给方颠覆。一所高校就其最根本的形式而言是一件产品，其各个组成部分通过试错法生产出来并予以改进，改变极少的是各部分的组合方式。网上学习和学习技术的整合可能代表着不同的体验构建方式。到目前为止，网上教育还没有像传统教育（例如，讲课、布置作业、考试，这样单一的模式是如何通过一些完全不同的经济体制扩展到全世界的，着实令人惊叹）那样拥有自己的主导设计。此外，公司尝试一种新的结构也是极不可能的，因为公司需要在整个组织中实施重大变革。鉴于不确定性，预测一个具有颠覆作用的新结构似乎毫无意义，因为无法付诸行动。因此，根据供给方和需求方颠覆理论得出的结论是预测颠覆事件，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也极具挑战性。


  
摄影行业的挑战


  在摄影行业有两个颠覆的典型案例：宝丽莱和柯达。宝丽莱于2001年宣布破产，柯达于2012年宣布破产。在这两个案例中，罪魁祸首都是数字技术及其给摄影行业带来的变革。[16]两家公司都看到了变革的到来，都大力投资于新技术。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对公司来说很明确，但也没有使公司免于失败。


  在瞬时摄影（照片拍摄、洗印瞬间完成，可以直接从相机中取走）行业，宝丽莱属于龙头企业。早在1981年，宝丽莱就看到了数字技术对其业务的威胁，开始大力研发新技术。直到1989年，宝丽莱将42%的研发预算投入数字成像技术。根据玛丽·特里普萨斯和乔瓦尼·加维蒂的研究来看，宝丽莱没有设计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适当的产品，以便利用这些技术。[17]宝丽莱认为自己的辅助业务是照相机，主要靠胶卷赚钱。因此，在其创新中总是涉及胶卷这一元素。管理层对竞争导向的改变也很紧张。


  
    正如一位高层管理人员所说：“我们不仅与柯达公司、富士公司等抗衡，还要与30家消费电子产品公司——索尼、东芝、日立、英特尔等抗衡。我们得有一个独特的创意，既与我们的核心能力相符，也与我们进入市场的方式一致。”另外，人们还担心宝丽莱同时经营两种极为不同业务的能力。另一位高层管理人员说：“我们既是低微的生产商，又是创新者，这可能吗？一家公司能同时坚持两种不同的经营理念吗？”[18]

  


  如果照相机被看作能独立使用的装置，宝丽莱最终求索的道路将大不相同。虽然宝丽莱在1992年就造出了数字照相机的样机，但一直到1996年才投入生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其数字图像传感器的分辨率当时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所以在数字照相业上宝丽莱的定位很准，但是等到它推出自己的产品时，已经有40位竞争对手，它很难脱颖而出。


  从以上叙述来看，宝丽莱虽然清楚地预测出技术的走向，但是在围绕基本上是全新的结构进行重组时遇到了典型的亨德森–克拉克式困难。当颠覆属于供给方时，似乎即使具有良好的预见能力，也起不到多大作用。相反，柯达的情况似乎属于需求方颠覆。1975年，柯达是美国主要的胶卷和照相机制造商。[19]事实上，就是在那个时候，它研制出第一部数字照相机。从那时起，数字技术成为柯达一直以来关注的焦点。的确，在20世纪90年代，它与多家信息技术公司合作，生产数字照相机，例如，在1994年与苹果推出的Quick Take消费者数字照相机。在20世纪后期，柯达依旧能预测市场：在2000年之前，消费者数字照相机的问题事实上是怎么看照片，因为很难将照片传输到电脑上。柯达解决了这一问题，研发出停靠栏，可以让个人计算机轻松分享相机里的图片，使柯达在2005年之前成为美国市场的领头羊。[20]


  的确，如果说有公司曾经抵制了需求方颠覆，那一定是柯达公司。柯达甚至是首先向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咨询的少数几家公司中的一个。《创新者的窘境》一书一出版，柯达公司的管理人员就开始阅读了，并且利用书中的信息指导柯达产品策略的制定。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柯达在玩具店推出了一款照相机，反击任天堂。任天堂曾在100万台游戏小子（Game Boys）的游戏机的游戏中加入了照相机。[21]据说任天堂的照相机很糟糕，却足以使柯达担心被颠覆。


  柯达预测出了市场走向，并对颠覆性创新进行了实质性投资。虽然颠覆性创新起初在多个方面都不怎么样，但是后来迅速提升，不到10年时间就占领了市场。尽管如此，柯达最终败于照相机与手机的结合，而这最终被证明是主要的消费趋势。虽然柯达的领导层意识到了数字技术的转变，但是没有意识到有必要将手机这一元素加入其一系列的技术革新。其技术创新能力的一个很好的证明便是：当柯达于2012年申请破产保护时，其最有价值的资产就是数字技术专利，最后以将近5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它后期的竞争对手。


  最后，柯达这一案例说明了解颠覆这一现象根本不能使公司免于失败。公司为什么会失败，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当然不是因为其决定不采取相应措施，事实上，柯达对数字技术的投资不亚于那些专门的数字技术公司，可能是由于其手脚为历史所束缚。例如，柯达投巨资于能够结合其强势技术与新技术的混合型产品，比如照片光盘，可以将胶卷带到照相馆，再将数字产品带回家。问题是，你还是得付费买胶卷和冲洗照片，而走全数字途径，恰好能够避开这一问题。柯达在研发上的投资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却只看到其股价不升反跌。[22]


  Brian Wu、Zhixi Wan和丹·利文索尔对柯达公司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对柯达受历史局限这一观点进行了阐释。[23]他们认为柯达的主要资产是“一面棱镜”，当柯达认为其折射的光是其主要资产时，柯达就成了色盲。如果最终柯达在市场上重新获得领先地位，那么在数字技术上的巨额投资才算有所回报。正如最后结果所示，柯达的优势是胶卷，数字摄影意味着投资一家全新公司，而且这一公司在市场上并非处于领先地位，只是一位竞争对手。现在回想起来，也许最好也最有利的策略就是优雅退出。这使我们感到疑惑：能够预测颠覆（其实是可能的）对于面临被颠覆的成功公司来说有价值吗？


  
颠覆性发生的多个层面


  我们看到预测颠覆很困难，因为颠覆事件往往是多层面的，即使你正确预测到一些层面，其他层面（包括事件是否由颠覆性创新或结构性创新驱动）也会使公司失败。现在人们对颠覆谈论较多的一个问题是：一些行业和公司比其他行业或公司准备得充分。即使我们不能预测特定的颠覆事件（因为这些事件在事后才能确定），也有理由认为一些行业要比其他行业“准备得充分”吗？


  在常见的谈论中，准备好应对颠覆的行业往往是那些明显效率不高的行业。就教育行业而言，的确如此，在保健、航空旅行，当然还有出租车行业，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在后一个案例中，有一个管理方面的起因——出租车运营执照的数量有限，消除了该行业的竞争压力。但是当科技革新使得从管理的灰色区域进入该行业成为可能时，一些像优步和来福（Lyft）这样的创新公司闯入该行业，在市场上占据了一席之地。[24]


  的确，科技革新本身常常暴露出其低效，而低效就意味着颠覆即将到来。在自动驾驶方面取得的进步表明道路交通（包括轿车和卡车）可能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但是该项技术潜在的应用价值还很难被人们看到。虽然谷歌已经展示了无人驾驶汽车在正常行车的市区行驶的可能性，但是人们在有其他车辆行驶的情况下，不会将自身安全寄希望于自动驾驶汽车。相反，在车辆少的地方（街区或者城际高速公路），自动驾驶汽车也许能够找到其颠覆性的小众市场。也许这只是我们思维上的一场变革，共享汽车而非拥有汽车会使自动驾驶汽车成为技术前进的明确道路。显然汽车制造商不会无视这一切的可能性，因为变革似乎是可能的，然而即使评估已观察到的低效之处（相对于现有技术的可能性），确定颠覆是不可避免的，也不可能就时间或性质获得较多的信息。


  最后，我想简单地说一下人们在公开讨论中常常提及的潜在颠覆的一个标志：某一特定行业或公司之所以会被颠覆，是因为它能够获取高额利润。这当然是高等教育被看作颠覆对象的原因之一。然而，银行业、保险业、有线电视和许多其他由少数或某个垄断企业主导的行业都能获取高额利润。这些行业和公司不可能全部被颠覆，因为它们没有做出和过去相同的抉择，那些抉择曾使它们走向成功。这样的行业现在可能有效率低下的地方，或者未能满足某些客户的需求，但是那些公司获得了高额利润，也没有遭遇颠覆。相反，它们利用机会与那些先前就存在的公司竞争，以便在市场中确立地位。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它们能够获得市场优势，免于参加之后的竞争。这意味着它们不必做曾使其成功的事情，依然能够成功。过去它们可能竞争过，但是事实上它们竞争的是未来一段安逸的日子。当然，这样的公司易受变革影响，可能会失败，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新的竞争必须得到政府的帮助，政府可以直接调控，也可以实施反垄断法。这虽然不会排除新的竞争，但是这种保护方式或“隔绝”竞争的方式使现有公司的适应能力得到增强。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排版行业。排版可以追溯到15世纪约翰·谷登堡发明活字印刷的时候。现在，将键盘作为主要输入工具的方法于1886年开始使用，当时奥特玛·默根特勒发明了莱诺铸排机。[25]这一方法使用热金属，即将液态金属注入模具造字。1949年之前，这是唯一的排版方式。凸版印刷慢得多，价格也很高。当时，默根特勒铸排公司和另外两家公司（英特泰普和蒙纳公司）主导着整个行业。说这一行业经历了巨大的技术革新，似乎有些保守了。然而直到今天，默根特勒依然是行业中的翘楚。这是为什么呢？


  玛丽·特里普萨斯后来对摄影行业的颠覆进行了研究，她在麻省理工学院所写的博士学位论文也解答了这个问题。她的答案是：字体。1949年，热金属让位于使用疝气闪光灯照相制版法，十多年后出现阴极射线管的数字化方法，最后，1976年出现激光照排法。在每种情况下，新科技使先前的能力成为累赘之物，现有公司竭尽全力为下一代生产出领先的机器。这是与结构知识再创造相关的一个典型问题。然而在每种情况下，都不是颠覆性创新。新公司的产品在技术上超过了现有公司的技术，但是只有在从热金属向照排制版法过渡时，那些新公司才会大举进入市场。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家现有公司（英特泰普）事实上是第一家进入市场的公司。


  新公司面临的问题是它们失去了一样东西，即大卫·蒂斯所说的关键互补性资产。[26]没有这一资产，新公司无法和现有公司竞争。排版公司的主要客户是报纸和出版商，每家公司的产品都有自己的界面外观，而界面外观主要取决于所选择的字体。事实证明，绝大多数字体是专用的，为现有的热金属排版商所拥有。默根特勒是引领者，在19世纪末，默根特勒投入大量的资金研发新字体，到20世纪初已建立拥有100种字体的字体库，仅10年之后就增加了10倍。拥有500种字体，是一家排版公司存活的最低要求，以默根特勒的发展速度，一家新公司5年不间断地研发，才能与之竞争。[27]其实，使用什么机器排版无关紧要。如果客户想要赫维提卡体（默根特勒研发的字体，一直以来都很有名），就必须从默根特勒公司购买。默根特勒公司除了拥有商标外，没有特定的知识产权，但仍足以使其拥有一定优势。机器的主导技术多年后可能会改变，但是字体不会消亡。这意味着现有公司可以花时间采用新技术并相应地对组织进行重组，因为其客户不会轻易改变所选字体。


  以上的经验又一次使我们在确定哪些行业已准备好应对颠覆时有些犹豫不定。即使从标准和方法上来看，肯定会发生颠覆，其他因素也会保护现有公司使其免于遭受颠覆的厄运。人们怀疑这就是现代教科书行业（一本书的零售价可以达到100～200美元，甚至更高）没有遭遇到普通图书销售所经历的重大变革的原因。简而言之，客户（教育者和其学生）在围绕某些教科书熟悉课程和组织课程上已经有所投入，这就使得新公司很难取而代之。同样，TI–84图形计算器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现在价格仍为100多美元（售价0.99美元的应用软件具有同样的功能），而且能售出上百万台。[28]为什么呢？因为在了解如何在课堂和考试中使用这种计算器上，教师已经有所投入，而且生产商——美国德州仪器公司了解这一情况。有时，公司在继续做曾使其成功的事情时会拥有市场势力，因为有特定因素（例如关键互补资产）使其难以被取代。至少，市场势力能给公司喘息机会，让这些公司拿出应对之策，免遭颠覆的厄运。


  
不确定性的恐惧和机会


  如果预测能够转化成重要行动，就会有所助益。本章阐明了在预测颠覆时成效不太理想的两个原因。首先，颠覆思想有多种来源。比方说即使你确信数字技术会改变整个行业，但行业究竟会如何改变也不是很清楚。其次，某一特定颠覆事件实际上就关键互补资产的占有而言，可能不会从根本上瓦解企业的竞争优势。


  高等教育机构当前的抉择涉及这些不确定因素。许多投资旨在使高等教育掌握数字技术，抢先在对其构成竞争威胁的领域占据一席之地，但不知道这些事实上会成为颠覆事件的源泉。例如，慕课可能并不是数字技术从根本上改变教育方式的方法。此外，就如何整合教育资源使其长期协调一致、发挥作用而言，慕课也许不会改变高等教育机构所拥有的一些关键互补资产。


  其实，不确定性给人们带来恐惧的同时，也带来了机会。机会源于能够考虑应对潜在颠覆的管理策略。在应对新疾病时，我们有两大方法：治疗和预防。治疗的优势在于解决问题后，你能应对不确定因素，这样就无须给错误和无效的方面分配资源了。另一种方法就是尽量不让疾病影响你。在这种不确定情况下，就像事先投保，希望它能使你不受任何事物影响。大多数人在谈论颠覆时事实上一直将注意力放在后一种方法上。这一方法使管理人员害怕颠覆，想要找到机会，享受安逸。第6章和第7章将会讨论这些问题。在这之前，我想探索一下事后应对颠覆的策略，显然这绝非坦途。不管管理人员选择事前还是事后应对颠覆，费心伤神地预测颠覆事件可能遵循的确切走向可以暂且放一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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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章

    收购和转移投资的行动

  


  颠覆之所以引起媒体的广泛热议，其中一个原因也许就是许多人认为媒体行业本身正面临颠覆。对报纸行业来说尤其如此。报纸行业就其功能而言已经过渡到了数字化阶段，但是就商业模式而言，还没有。人们对报纸行业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广泛且深入的调查，发现数字化和克雷格列表之类的网站所推出的服务使它们失去了分类广告业务（该业务从前如同印钞票一般，最后其价值还不如印刷的纸张）。报纸现在面临着大量的竞争，竞争源于博客、独立新闻发布单位、国家级和世界级新闻机构，当然还有社交媒体。最关键的是，广告收益随着读者转向网络也减少了。在美国，现在报纸广告的总收益（非分类广告）大约是2000年预计的40%。[1]难怪15年后，报界人士哀叹：“难道我们不是已经被颠覆，正在苟延残喘？”[2]不管是不是真的被颠覆（如本书定义的那样），很难说互联网对报纸行业没有起到颠覆作用（就“颠覆”一词的本意而言）。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企业如何利用颠覆这一现象应对其所面临的问题，我们刚好有所领悟。2014年3月，一份名为《创新》的内部报告（很精美）在网上发布。[3]这是《纽约时报》的一个团队的劳动成果，旨在总括《纽约时报》所面临的挑战，使员工准备好为迎接这些挑战而进行一系列的组织变革。主要的挑战就摆在眼前：“我们一直以来都很关注自己工作的范围和影响力，但是破译数字时代的密码，我们却做得很不够。”《纽约时报》的读者人数减少了，纸质版的订阅人数为125万，数字版的订阅人数为76万。[4]就行业标准来看，这些数字很正常，但是已不能像过去那样足以支撑《纽约时报》的新闻工作。简单来说，《纽约时报》上每一条新闻是否仍“适合刊印”还不清楚。


  关于这份报告，有两点很有趣。第一点是《纽约时报》所面临问题的诊断。简而言之，公司声称自己正面临着需求方颠覆。第二点是为解决问题，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应对方法。这些方法是本章的重点所在：如果面临颠覆，可以采取哪些行动来应对其带来的影响？我会仔细考虑报告推荐的方法，不过我们还是先来评估一下它的诊断是否准确。


  报告中有一章名为“颠覆：竞争格局概览”，概述了克莱顿·克里斯坦森的需求方颠覆理论。它意识到颠覆性创新是由行业中的新公司带来的，以低于现有产品的价格出售产品，以未得到满足的客户或市场为目标，使能技术使其得以发展，最初在市场上不如现有的成功公司。报告中提及的新公司是数字技术领先的新闻发布单位，例如《赫芬顿邮报》和BuzzFeed，人们认为它们质量低（我们得说这取决于你是如何看待客户的），价格低（例如，读者可以免费阅读），不以传统的时报读者为目标（至少初期是这样的）。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传播使其能够吸引读者。报告注意到那些新闻发布单位正在向上游发展，它们与《纽约时报》之间的质量差距越来越小。换句话说，它们现在对《纽约时报》构成了竞争威胁。


  《纽约时报》担心虽然它可以吃老本，认为客户与那些发布单位不同，但仍有可能步柯达的后尘。[5]因此，它想要实行内部变革，使其能够与新公司正面交手，争取那些新公司设法吸引的客户。有趣的是，诸如此类的想法的确使《纽约时报》公司行动起来，模仿新的数字公司，但是其过去仍旧对其有很大的牵制。


  
    我们采访过的几百人中，没有一个人建议在助《纽约时报》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新闻机构的新闻价值观和诚信上做文章。但是我们必须快速进化，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保持住这一地位。[6]

  


  报告没有完全抓住“进化”的真正含义，像我这样一个外行读者认为《纽约时报》是既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也就情有可原了。既想保留使企业伟大的事物，又想进行新的竞争变革，这二者之间的张力是应对颠覆的核心所在。


  
成功公司的阻力


  成功公司应该如何应对具有潜在颠覆作用的新公司？事实上，有两大阻力使成功公司不能及时应对：不确定性和应对成本。首先，我们来看看不确定性。正如上一章所述，新公司的产品的确有可能构不成竞争威胁。从需求方和供给方来看，产品的质量可能永远不会达到威胁现有公司的程度，或者无法不间断地供货，赚取利润。不管是哪一种，成功公司无须采取行动，就能消除威胁。


  其次，任何应对竞争的策略代价都很高。原因很简单：如果应对的行动对成功公司有利，当时新公司没有搞创新，那么成功公司早就付诸行动了。如果只是由于新公司使成功公司意识到要考虑创新问题，那么应对必然有成本（相对于无以应对的时候）。出于这一原因，我们应该期待成功公司不愿意应对预期的竞争，甚至一些实际存在的竞争。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成功公司迎战新公司最初总会牺牲一些现有业务的利润。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有得必有失。在操作层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得失的权衡。如果《纽约时报》能够只引进数字产品，并且不会对传统的印刷业务造成影响，那么决策很容易就能做出，而且不管竞争压力有多大，都会做出。问题是数字产品会蚕食现有印刷版业务的销售额。直到你意识到印刷版业务要受规模经济的制约时，才觉得这听起来不像一个好的折中。特别是，不再订阅纸质报纸的客户对报纸收益来说是一笔净损失。随着来自数字领域的压力增大，《纽约时报》的管理人员意识到在将来某一时刻印刷业务可能无法继续下去。因此，尽管公司试图紧跟最新的新闻发布技术，但是采用数字产品不可避免地加快了其印刷版业务的衰退。


  现有公司在引进新产品或创新时会面临窘境，因为新产品或创新会蚕食其目前有利可图的业务。这一看法一直是50年来创新经济分析的核心所在。“替代效应”理论是由诺贝尔奖得主肯尼斯·阿罗在其1962年出版的颇具影响力的书中提出的。[7]要了解这一理论，需要考虑一下采用创新对现有公司意味着什么。如果现有公司采用了创新，新产品就会取代现有产品，客户会从现有产品转到新产品上。因此，早期采用创新的价值在于公司从新产品上得来的收益与从旧产品上获得的收益的差额。相反，新公司没有现有产品，也就没有“负担”，它采用新创新的净利润不会因现有利润而减少。因此，当谈到采用新技术的动力时，新公司的动力比现有公司的要大，因为现有公司还有另外的考虑——现有利润的蚕食。换句话说，现有公司还需减弱加速现有产品衰落的动力，而新公司没有这样的顾虑。


  这表明现有公司总的来说会减少创新动力，“与自己竞争”的机会也相应减少了。事实上，这只适用于一些种类的创新。例如，虽然微软在20世纪90年代可能已经减少了为非个人计算机的产品生产操作系统的动力（因为每销售一台其他电脑，就会减少Windows操作系统的销售额），但是Windows的升级或者诸如网页浏览器、媒体播放器之类的辅助创新就并非如此了。在这种情况下，微软受到激励，要对Windows操作系统进行改进，以增加销售额和扩大市场。这一案例说明并非所有的创新都能使现有公司出现紧张局面。


  
胜任力和替代效应


  我们应该将蚕食和替代看作只与公司所售产品和所获利润相关吗？迈克尔·塔什曼和菲利普·安德森两位学者认为事实远非如此。他们看到公司的现有利润并不只取决于产品，而是（也许最重要的是）取决于其胜任力。胜任力包括技能、能力和公司占有的知识，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软”实力或无形实力。在1986年发表的研究论文中，塔什曼和安德森将主要技术变革分为胜任力强化性和胜任力毁坏性两种。[8]有时，胜任力毁坏性创新能创造出新的产品类型（像静电复印机或汽车）；在其他情况下，就会涉及生产方法的创新。例如，在玻璃的生产过程中，浮法玻璃生产法可以达到连续研磨抛光的效果，而且质量更好，成本更低。客户最终看到的产品没有什么不同，但是生产技术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塔什曼和安德森对公司是否失败不怎么感兴趣，但是对创新的来源感兴趣：是来自现有公司，还是来自新公司。他们对美国20世纪的客机生产、水泥生产、微型计算机进行了研究，研究结论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他们的预测：当谈到重大的科技中断时，能够强化现有公司胜任力的创新一开始就会被现有公司采用，而那些毁坏现有公司胜任力的创新一开始就会被新公司采用。


  分析一家公司的胜任力和广义的替代效应理论自然契合。能够强化现有公司胜任力的创新更容易被采用，而且能够使现有公司从现有产品中获得更大的价值。相反，就创新引入市场的成本而言，那些毁坏现有公司胜任力的创新，会使现有公司和新公司有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因为所有公司都得获取新的胜任力，但是按照替代效应理论，这样做的动力会减少。


  从这一点来看，替代效应（也叫作塔什曼–安德森变量）是颠覆理论中重要的一部分。当市场上的新产品有机会时，颠覆事件就会出现。需求方理论关注的是现有公司在增加新产品时付出的成本：融合的成本，解决品牌混乱、重心缺失问题的成本。供给方理论关注的是现有公司的重组成本，即创造迎接新机遇所需要知识的成本。总的来说，所有这些因素可能会减少现有公司获得的利润。再加上，现有公司的客户至少短期来看，不会青睐创新产品，致使销售额迅速下降。这意味着现有公司没有什么动力去付出采用创新技术的成本。


  替代效应也可以看作未来的问题。现有公司可能今天会采用颠覆性创新，以便创新在产品的各个维度提升时，能够掌控创新。但是即使这样做，今天的利润也不会变（可能因为现有公司找到了管理“公司内的独立公司”的方法），现有公司创新的动力仍旧不大，因为这会加速现有产品老化。创新提高的速度越快，现有公司失去产品利润的速度就越快，因此现有公司没有什么动力在新技术上进行投资。


  因此，替代效应是颠覆理论的关键部分。[9]除了对现有利润的影响外，现有公司还必须考虑所面临的市场势力的强度（或者缺乏竞争的情况）。替代效应与市场势力的关系有些微妙。霍姆斯、莱文、施密茨认为现有公司采用新技术还需负担转换成本。[10]转换成本意味着采用新技术的边际成本会增加，销售额会相应减少，对公司造成直接影响。显然，一家公司当前销售的利润越高（用来替代市场势力），转换成本就越高。因此，现有市场势力增强（不只是大的市场份额），采用新创新的动力就会减少。即使新公司的创新会造成颠覆，现有公司也不愿意去应对，原因不外乎替代效应和不确定性。


  
追加投资


  iPhone是手机行业的新秀。现有手机制造商低估了iPhone对消费者和电信运营商的魅力，当看到苹果公司的iPod销售得如此好时，这些公司不得不采取行动。2007年，苹果公司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签订了一份独家协议，美国电信运营商威瑞森公司曾拒绝签署这一协议。[11]对iPhone的新设计做出如此应对之后，威瑞森公司不惜一切想要生产一种与iPhone相匹敌的产品。威瑞森公司曾与多家公司洽谈，加拿大RIM公司首先接受了这一挑战。[12]


  现有公司应对颠覆事件的策略之一就是提高自身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这是自然竞争的结果，也是基于颠覆性技术进入市场会如此有效的原因之一。恰恰由于新公司起初只对小众客户有吸引力，所以才能在现有公司的“视野之内”遇不到反击。有了iPhone，苹果公司很难在现有公司的“视野”下发展。史蒂夫·乔布斯意识到：智能手机的智能化程度并不高，没有完全接入互联网，没有音乐播放器，键盘占了手机屏幕的一半。他明确指出黑莓手机的问题，并声称苹果的新手机会在一年之内占领1%的市场份额（相当于销售1000万部手机），换句话说，苹果手机将直面挑战。


  虽然RIM公开否定了iPhone，但还是对苹果公司做出了回应。当RIM创始人迈克·拉扎里迪斯打开iPhone，看到手机内部装有Mac OS系统时，他明白移动计算的发展前景十分可观。[13] iPhone推出仅几个月，拉扎里迪斯就向威瑞森公司和英国沃达丰电信公司推出了一款新手机。黑莓风暴手机内核与黑莓手机相同，但是拥有苹果手机那样的大触屏，拉扎里迪斯听到乔布斯对其物理键盘的批评后进行了反驳。因为黑莓键盘使用了预测工具，能够确保用户在狭小的空间也能流畅打字，所以提出触屏键盘的设想并不是一件难事。而且拉扎里迪斯认为用户在使用键盘时，希望其有触感，苹果公司没有提供这一体验，但是用黑莓风暴打字时，屏幕会做出回应，发出响声，电信运营商很喜欢这一款新手机。


  一年多以后，这款手机终于打入市场。此时，苹果公司已经推出了第二代iPhone。黑莓手机这一次在全世界推出，并且具有3G功能。花费1亿美元，实施了营销闪电攻势之后，黑莓风暴手机迅速火爆起来，上市两个月就售出100万台。[14]但是有一个问题，为了成就这一业绩，RIM对风暴系统的研发太过仓促。虽然黑莓手机以经久耐用和性能良好而闻名，但黑莓风暴却并非如此。拉扎里迪斯曾经告诉他的工程师要修正苹果手机所有的错误，但没有成功，反而在这个过程中失去黑莓手机自身的长处。[15]


  社会上的评论很尖刻。戴维·伯格曾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形容：“打字的速度慢不说，还错误百出。气得你直想把头往墙上撞，好在威瑞森公司30天内可退货。”[16]客户的确退货了。威瑞森公司称，事实上，黑莓公司售出的百万台黑莓风暴手机都需要更换。[17]威瑞森公司损失了5亿美元，它想让RIM支付这笔钱，而RIM不肯让步，只赔偿了一小部分损失。这无疑损害了两家公司的关系，此后电信运营商陆续接受了安卓系统，更为严重的是，这使得RIM对苹果公司真正的反击推迟了两年。


  如果新产品进入市场不会造成颠覆性后果（例如，不会导致现有公司破产），那么在公司现有优势产品上追加投资就是有效的反击。因为在确保新公司也在内的情况下，这可以使企业利用现有资源（对RIM来说，就是电邮系统和人性化的设置），但如果新产品具有破坏性，问题就来了。在这种情况下，现有公司可以尝试应对，但如果不像人们期待的那样奏效（在这一案例中，尽管电信运营商和消费者起初热情高涨，但还是对这种改变猝不及防），就会使企业很快陷入困境。这就是为什么对于大企业来说，颠覆事件如此难以应对。


  
观望和转移投资


  有时，当现有公司的生存受到威胁时，往往会在其长项上追加投资，希望能抵挡“威胁”。RIM对黑莓风暴就是这么做的，保存黑莓一直以来的优势，解决唯一的缺陷——屏幕小。我们可以用“转移投资”形容那些由于企业重心改变，快速投资新领域而面临威胁的境况。颠覆理论表明，追加投资可能是一种错误的选择。“替代效应”证明“转移投资”很难实现。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在认识到颠覆事件的本质和实际状况后，转移投资的收益就会快速增长。


  这不难理解，试想如果一个现有公司确信新公司的创新会对其构成竞争威胁，此时，要想继续维持其已有的做法，免于竞争，是不可能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替代已经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就引进新产品的动力而言，现有公司和新公司实际上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这就是《纽约时报》现在的处境，《纽约时报》估测如果不采用新公司正在使用的新技术（如数字技术、社交媒体等），新公司就会将纸质版报纸的客户吸引走。因此，《纽约时报》的回应就是复制新公司数字新闻的生产和传播方式。《纽约时报》的报告也提到了这一点：关注读者的发掘（比如从纸质到社交媒体的转变），把新技术引入新闻编辑室，将技术更多地融入关注读者体验的业务，在新闻编辑中组织一个智囊团队，建立联系，进行数字试验，最终使《纽约时报》成为一个数字第一的企业。以上每一项都是一笔投资，使《纽约时报》的产品与传统产品相异，更接近新公司的产品。


  在整个投资中，《纽约时报》也意识到其优势恰恰在于其客户群依旧忠诚。也就是说，《纽约时报》看到这样一个机会：既采用数字技术工具，又留住传统的消费群体。出于这个原因，报告并没有质疑“《纽约时报》应该提供传统客户群看重的高质量新闻”这一看法。从这个角度来看，《纽约时报》的投资情况与新公司的并不相同。1981年，经济学家理查德·吉尔伯特和戴维·纽伯里解释道，当现有公司可以通过投资的方式阻断创新公司进入市场，保住其市场垄断地位时，维护垄断地位的动力就远大于与新公司竞争的动力。[18]只要现有公司能够维持其垄断利润，新公司至多寄希望于通过与现有公司竞争赚取利润，而且垄断利润远大于竞争利润。显而易见，无论何时，垄断都远胜于竞争。[19]所以，如果《纽约时报》认为它能够保住传统客户群，无须竞争，就会将投资转移到新技术上，以保住其垄断利润。[20]


  是什么原因促使现有公司从受限于“替代效应”到主动转移投资呢？对于《纽约时报》来说，故步自封再也不能阻挡新公司参与竞争。一开始，或许由于缺少移动连接设备，数字创新不足以对传统报纸构成威胁，但现在《纽约时报》已无法延缓竞争。其未来不再仅仅由其自身行动决定，还要由那些新公司的行动决定。因此，转移投资，保护其利润最高的现有业务免于竞争，就十分必要了。其实，采取行动就是最好的防御。


  尽管目前尚不清楚《纽约时报》是否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功，但通过了解其他行业的历史，我们可以了解转移投资是不是成功的应对之策。超威半导体公司在微处理器上的创新速度和进步远大于英特尔公司，但英特尔公司抵挡住了超威半导体公司的攻势。付出的代价很大，英特尔公司的研发成本是超威半导体的数倍之多，而且在保护销售渠道时，引起了反垄断调查机构的不满。[21]严格地讲，英特尔公司的品牌条件和销售渠道在应对微处理器配置上仍然发挥着有效作用。这些有利条件可能会减少，就在我写作本书之际，英特尔公司正面临来自更小芯片组（想想平板电脑和手机）的挑战，因为这种芯片不需要与计算机适配。


  
微软、“浏览器大战”和转移投资


  也许转移投资更为直接的例子，源于最近由丽贝卡·亨德森与蒂姆·布雷斯纳汉、沙恩·格林斯坦所进行的有趣研究，他们认为微软面临的挑战源于网景浏览器的出现（第一个真正的网页浏览器），以及随之而来的个人网络。网景公司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其威胁到微软的Windows操作系统，这对微软而言是一个挑战。诚然，这一挑战不会立即到来，对于客户来说也不明显。然而，对于微软的领导层而言，这的的确确是一个挑战，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微软利用自己的武器——IE浏览器，向网景公司发动了“浏览器大战”。[22]微软为此在内部设立了一个资源充足的独立部门，与（当时）极其成功的Windows部门相分离。Windows有自己的互联网途径，通过微软门户网站MSN可以掌控用户在互联网上的体验，也可以控制直接面向客户的服务（类似的途径，美国在线公司一直在使用）。换句话说，微软希望为消费者提供一些应用软件服务，以弥补现有的Windows/MSN生态系统的不足。


  为什么微软还未来得及做出回应，网景公司就赢得了关注？这一问题的答案还不是很清楚。人们猜测网景公司没有受到微软的关注，是典型的需求方颠覆事件，但微软一直在监控互联网的发展，所以它知道所发生的事情。其实，微软最初的反应更像是一个典型的替代效应案例。1994年，微软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比尔·盖茨仍在推出专有服务，这是让客户使用互联网的唯一盈利方式。到1995年，网景公司业务腾飞，也推出了模仿微软Windows操作系统的应用界面，危险就摆在大家面前：网景公司可能拥有Windows关键性的补充技术，这不在微软的掌控之下。


  微软彻底改变了方针。盖茨用了8页纸列出了微软面临的威胁，把网景公司作为“避免整合成本”规则的一个例外。[23]微软投入大量资源解决这一问题，推出了IE浏览器的一系列版本，试图抢占网景公司的市场份额。但是依然存在着挑战，因为网景公司正在开发一种开放系统途径（可以通过计算机平台使用浏览器），然而微软传统上并没有开展过这样的竞争。微软的组织能力不足以应对这次挑战，对现有组织部门进行重组又需要时间。出于这些原因，微软不得不投资设立一个全新的部门。这不是一个小部门，有4500人为其工作。虽然盖茨仍然负责其战略方向，但这一部门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治的，完全专注于追赶网景公司。到1998年，微软实现了这一目标，但并不是这一部门完全独立实现的。新部门使用了组织中其他部门的大量资源，尤其是市场营销和个人计算机分销渠道部门的资源。这并非没有成本，因为微软要想让设备制造商安装其浏览器，必须做出一些让步。此外，微软不得不做出战略抉择，让这个新的IE浏览器部门来弥补微软门户网站的诸多不足之处。


  在浏览器上的投资使微软能够击败网景公司，也许很长一段时间在市场上都能占据主导地位。[24]当微软取得这一地位时，就不再认为传统业务处于危险之中，这使我们颇受启发。它能够更好地掌控自己的命运。这意味着助微软在浏览器大战中获胜的互联网部门的独立成为一个问题，也就不足为怪了。两个部门的关系极为紧张，IE浏览器部门希望浏览器可被所有的Windows用户使用，甚至是传统用户，而Windows部门希望IE浏览器的新功能仅供购买Windows最新版本的用户使用。当微软试图与美国在线公司洽谈为所有美国在线公司的用户提供IE浏览器的事宜时，也暴露出了这一问题。反过来，美国在线公司希望获得IE浏览器的用户。对于微软的门户网站而言，这无疑是一个竞争性的冲突。


  正如亨德森、布雷斯纳汉和格林斯坦所讲，出现的冲突最终以一种极为传统的方式得以解决：Windows部门接管了IE浏览器部门。虽然这很可能使公司超高的利润率维持许多年，但就长远来看，很难看出这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当然，在过去10年间，就传统业务的经营和新机会的把握而言，微软面临着连续不断的问题。虽然不再像以前那么辉煌，但不同于那些失败的手机制造商，微软在许多领域依旧很强大，包括其传统优势。从这个角度来看，激烈的“浏览器大战”重新定位是否值得，还有待考证。


  微软的案例说明，在同一旗下推出新产品时，公司会面临“范围不经济”。原因很简单：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产品将会依赖共享资源，绝不是真正的独立。为此，内部出现争端，而且一旦新部门完成其最初使命，就很难找到让新部门继续保持独立的理由。


  微软的案例表明可以通过转移投资来应对颠覆。这的确需要配置和消耗大量的资源，而且比公司在颠覆事件出现之前和新公司壮大之前，应对挑战所需的资源还要多得多。这也表明了错过颠覆事件未必会失败。相反，如果公司有良好的胜任力，管理人员就可以借此做出具有竞争力的回应。我将在第7章探讨一下究竟什么是“良好的”能力。


  
观望与收购


  面对潜在的颠覆事件，观望可能会使现有公司了解事件，甚至重新评估事件是否真的具有颠覆性，从而采取相应的行动。与竞争对手相匹敌是转移投资的全部意义所在。另一条途径则是通过收购竞争对手来避免竞争。此外，收购是应对颠覆的一个特别有效的手段，因为收购使公司无须花钱开发新产品，与许多可能具有颠覆作用的新公司相竞争，也无须将新公司的产品和技术融入公司的主要业务。但是，为了确定新公司是否真的具有颠覆作用和打败现有公司的潜力，现有公司等待的时间越长，收购新公司的成本就会越高。事实上，在某种情况下，正如网飞和百视达那样，等待的时间太长，已经无法收购了。


  现有公司通过收购可以部分化解颠覆性威胁，甚至完全化解。这并不意味着必须丢弃创新，相反，现有公司有时间进行调整，控制创新应用的方式以及与公司其他产品相融合的方式。换句话说，现有公司能够应对替代效应。因此，我们将会看到这样一种模式：现有公司在那里观望，以确定新公司是否具有潜在威胁，然后以某种方式与其合作。


  在我与合著者马特·马克斯以及徐重威进行的研究中，查阅了语音自动识别（ASR）行业50多年的创业策略，以确定什么样的模式与颠覆性创新相关。[25]使计算机能够识别人类语言是人类长期以来的目标，近年来，这一技术已经应用在我们的移动设备上（例如，苹果语音助手Siri、谷歌、微软小娜），但是，先前用在较为一般的场合，包括呼叫中心，这是最引人注目常常也是最令人沮丧的应用。这一行业既有现有公司，又有许多将创新引入行业的新公司。事实证明，成百上千的公司将创新引入市场，虽然缓慢，却在不断提高语音识别技术。每一次，新技术的前景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26]


  我们关注的不是现有公司的表现，而是从新公司的角度来观察颠覆性。我们的假设是，如果创新是持续性的，而不是颠覆性的，那么新公司将更有可能与现有公司合作（例如，授权、结盟或者收购）。事实上，如果新公司拥有的是一项持续性技术而非颠覆性技术，数据显示60%的新公司最初更愿意与现有公司合作。


  这似乎与需求方颠覆理论一致，会对现有公司造成持续性损害。然而我们还要看看新公司是否会坚持其策略，是否会转向其他选择。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就是Siri语音识别的“个人助手”，在2010年被苹果公司收购前，它以独立应用软件形式推出。


  这些模式已然成为行业历史的一部分。早些年一家不太有名的初创公司——Vlingo使用的颠覆性创新，以不受语法限制的语音识别为基础，将语音识别融入手机应用软件。[27]这项技术不像当时已有的技术那样，用户只能使用一些可识别的短语，而是能够随意说话。当然，它没有以前的技术那么准确，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准确度不断提高。该技术使手机用户可以口授短信，而非简单地给某人打电话。Vlingo公司的长远目标是将它的技术应用到手机上，并达成一项授权协议。然而，因为其在传统度量上表现不佳，该公司需要通过手机应用软件走向市场，以证明消费者将会接受这些条件。这一策略奏效了，Vlingo公司之后获得了授权协议。[28]


  事实上，Vlingo与手机供应商从竞争最后转为了合作，它不是唯一改变策略的公司。我们发现（控制其他因素），拥有颠覆性技术的新公司开始时与现有公司相竞争，后来转而与现有公司合作，它们这样做的概率是拥有持续性技术的新公司的4倍。[29]这表明现有公司可以先观望，然后与最有前途的新公司合作，以应对颠覆，尤其是需求方颠覆。从直观上来看是这样的，正是因为这些技术最终证明能够在传统度量上表现更佳，才会对现有公司构成威胁。对现有公司来说，只要合作没有障碍，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此外，当这些技术最终被证实是颠覆性技术时，虽然合作的成本较高，但是可以节约下来应对成本或者收购新公司的成本。当然，那些新公司最终不会带来成功的颠覆性创新。


  
加大对行业变化的掌控力度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介绍了待观望——转移投资和待观望——收购两种应对颠覆的选择，但是没有对需求方和供给方颠覆进行有效区分。这是因为，在许多情况下，颠覆性创新包含结构性元素，反之亦然。尽管如此，仍有必要指出，用这里提及的管理方法应对需求方颠覆可能比应对供给方颠覆更有效。


  请记住在行动之前持观望态度是很重要的，这样就有时间确定颠覆性创新是否会对现有公司构成竞争威胁。在这之前，替代效应表明对于市场领导者而言，减缓而不是加快采用创新的速度才是最佳选择。就需求方颠覆而言，威胁产生于以下情况：拥有颠覆性创新的新公司开始打入现有公司的主要产品市场，并且抢走其主要客户。具体来讲，就是那些此前说对颠覆性创新不感兴趣的客户。在这种情况下，现有公司可以采用颠覆性创新，主要通过以下方式：投资或收购，加大对行业变化的掌控力度。特别是，它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使其在未来具有影响力和竞争力。鉴于短期内与现有产品所发生的冲突，现有公司在思考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上，会面临冲突。如果面对的是纯粹的需求方颠覆事件，现有公司可以采用新创新。


  相反，供给方颠覆理论使我们质疑先待观望再行动是否能够应对这种颠覆，因为应对这种颠覆需要吸收新的结构知识。现有公司面临的困难不是此类知识的获取，而是将不同的做事方式融合到已有自身方法的组织中。转移投资和收购无法使现有公司奇迹般地获得结构知识，现有公司必须加大投资，研究将新知识融入组织的方法。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现有公司很难确定一家新公司能够接受的合作价格。等到经过观望确定现有公司想要收购新公司时，新公司可能已经居于谈判的主导地位。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新公司都能获得稳固的市场地位，无须现有公司帮助。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对于现有公司而言，观望策略的成本很高，也解释了为什么不能保证收购成功。


  尽管如此，公司可以积极获取融合新科技的能力，做好应对融合挑战的准备，即面对需求方颠覆时采取转移投资和收购的策略。这是我们在第8章要讨论的内容。


  
优雅地放弃


  我们已经了解了柯达公司是如何预测到数字摄影行业的诸多创新，以及因这些创新而破产的情况。在许多方面，柯达采取的是投资新技术的策略，包括大力投资那些将现有优势与新技术结合的混合产品。考虑到其业务模式需要大量的结构变革以及变革对胜任力的破坏，人们揣测，也许柯达最好、最有利的策略是优雅地退出。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面对技术变革，如何才能知道何时放弃？毕竟，我说过有办法应对颠覆，事情最终会怎么样还存在不确定因素。没有简单的答案，但至少有一个例外，我发现了一家能够说“不”的公司。


  2009年，我买了一台菲利普公司（Flip）出产的高清摄像机。大约在同一时间，思科以大约6亿美元收购了菲利普公司。思科想要做什么一直不明确。当时，它与YouTube有大额交易，互联网连接和数字视频制作的结合看起来能够起到协同增效的作用。思科仅用一年的时间就改变了想法，并在2010年4月宣布关闭菲利普公司。[30]思科的举动令人吃惊，甚至令人愤怒。菲利普公司有500名员工，每年有4亿美元的收益，并且比上一年增长了15%。[31]


  但即使是那些反对关闭普利普公司的人也明白问题所在。例如，思科收购仅仅过去几个月后，我在eBay（易贝）网站上将自己的摄像机卖给一位想让学生制作电影的小学老师，价格仅为购入时的一半：我从不把它带在身上，即便拿起摄像机，快速拍下孩子们的活动，也很复杂。我的新玩具iPhone4可以很容易地实现这些功能，并且我总是随身携带它。这样的事对产品类别来说，就像是悬在达摩克利斯头顶上的剑。菲利普产品的爱好者们似乎被激怒了，因为思科不打算再尽力使菲利普公司继续赢利。


  与柯达相比，思科决定放弃菲利普公司颇有远见。与其为了保住菲利普公司而投入大量资金，并且鼓动客户为摄像机进行网络投资，为什么不现在就放弃呢？菲利普公司的竞争对手依然在坚持做便携式摄像机，但时间证明思科做出了正确的选择。[32]


  
管理人员面对颠覆的选择


  本章已经表明，当面对明确的颠覆事件时，管理人员有多种选择。但是关于这些选择，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它们创造了金融经济学所说的选择价值。当新技术出现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是否具有颠覆性，以及会以何种方式颠覆，会逐渐明了。因此，等待有助于公司获取信息，做出更好的决定。换句话说，抉择之前对备选方案要持开放态度。


  然而，时机的把握也是一个问题。假设新公司基于一项新的创新进入市场，现有公司可能会与新公司正面交锋。具体而言，这样做会对供给方构成挑战，对需求方颠覆来说，前提是在决定迎接竞争时没有任何限制。就无法满足公司的老客户而言，这可能需要付出代价。按照这种假设，当现有公司面临应该如何迎接竞争的问题时，是应积极迅速地迎接，还是谨慎缓慢地迎接呢？积极迅速地回应，优点在于可以对新公司予以反击，使新公司的计划甚至生存能力出现问题。这样现有公司能够保持其市场领先地位。


  这种方式的缺点，也可以说是第二种方式的优点，是快速反击加快了不可避免的事件的发生。如果不可避免的事件即将发生，也就无关紧要了，但是如果在多年后才发生呢？想想互联网花费了多少时间开发对现有公司的报纸业务构成真正挑战的新媒体网站：至少10年。根据一些记录来看，时间更长。事实上，新闻数字化是20世纪80年代根据计算机激增而预测出来的。即使今天，虽然《纽约时报》感受到了竞争压力，但其传统业务仍可保留多年。因此，如果《纽约时报》迅速采取行动，会变得更像持有数字技术的新公司，最终会很快失去其传统客户，失去稳定的利润流。


  这就是《纽约时报》应对颠覆策略中存在明显问题的地方，《创新》报告中所提的建议几乎都谈到了要在组织内部进行变革。《纽约时报》已经拥有与其竞争对手类似的数字产品。问题是这些产品没有获得非传统客户群，甚至现有客户群的青睐。这可能是因为转移投资不适当，落入替代效应的陷阱，也可能因为新闻聚合网站BuzzFeed、《赫芬顿邮报》以及其他一些小组织的内部结构不同。没有传统的组织，也没有做新闻的固定程序，这些网站的团队是以不同的方式组织起来的。也许几乎没有集中化的编辑监管，但肯定是把更多的新技术下放到了内容创新者的手中。如果是这样，那么《纽约时报》将会发现从目前的组织中发展出一个新组织是非常困难的。


  关键是《纽约时报》以此为契机，进行了彻底变革。时机把握得是否恰当，我对此没有什么特别的洞察力。然而，我对新闻媒体领域因互联网发生的重大变革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在我看来，颠覆的实际情况以及应对之策，还不是很清楚。《纽约时报》认为颠覆源于不同的产品，但也可能源于和产品没有多大关系的广告市场的变革。此时采取行动，无异于在赌未来。而且，《纽约时报》采用了前所未有的方式。我们会在下一章对此进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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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章

    克里斯坦森：自我颠覆理论

  


  2010年1月，史蒂夫·乔布斯又一次取得了成功：他宣告了iPad的诞生。这一发明使平板电脑向前迈了一步。[1]自从平板电脑在电影《星际旅行：下一代》中出现过之后，无数观众都对这样的电脑装置已经习以为常。[2]一家初创企业GO和微软斥巨资开发平板电脑，但是苹果公司却决定将智能手机的主导设计用到平板电脑上。这一次争论的焦点是这款平板电脑是否会抢占苹果公司自己的电脑市场。[3]苹果公司根本不介意，但是RIM公司非常担心，随着iPad的出现，苹果公司很有可能会影响RIM蒸蒸日上的业务。


  由于对黑莓风暴失败心有余悸，RIM决定这次要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迈克·拉扎里迪斯翻开《创新者的窘境》，决定采纳书中所提的建议。[4]他没有让生产黑莓新手机的工程部负责这项工作，而是组建了一个独立团队，研发了平板电脑PlayBook，用于应对苹果的iPad。他意识到要想推出这个新产品必须从头开始，包括开发一个新的软件系统，该软件系统不能以黑莓手机现在使用的Java系统为基础，因为Java已经过时了。他尤其需要一个能够以触屏的方式操控网络浏览器的操作系统。“我们采纳《创新者的窘境》中的建议，尽最大的努力重塑公司。一切都得改变。”[5]


  PlayBook是按照自我颠覆的设想研发的：要想经受住颠覆性创新的洗礼，成功公司需要建立独立的业务单元，专门应对颠覆性创新。[6]我们事后都不清楚iPad是否对RIM真的具有颠覆作用，但是RIM的领导早就看到了这种可能性。他们认为如果将iPad用于公司内部的互动，那就向公司采用iPhone迈了一小步。RIM的领导者采纳了克里斯坦森的建议，公司的主打业务应面向现有客户，因此需要建立一个独立的部门，无须考虑主打业务。换句话说，RIM认定公司必须颠覆自身。


  克里斯坦森认为自我颠覆就是通过建立独立的业务部门这一仅有的方法应对需求方颠覆。在前一章，我们看到转移投资或收购新公司也会使公司免遭颠覆，但这样做的代价很高。在这两种情况下，都需要就诸如如何分配资源、应对颠覆的威胁等问题，做出艰难抉择。当然，有些公司也许有能力轻松应对，例如，微软在其发展历程中曾经多次整合资源，应对竞争威胁，而收购是语音识别行业一直以来就有的特征。[7]但是在其他情况下，这些能力就难以见到。


  特别是在颠覆性创新出现之前，克里斯坦森认为成立独立的部门可以避免因颠覆而暴露出来的冲突和窘境，同时使公司可以像新公司那样毫无顾虑地创新，提出新的想法。“仅仅通过建立具有新的成本结构的新业务部门，公司就能创造出新的优化标准或者价值观。”[8]思路是这样的，如同新公司一样，这些部门在决策时，无须考虑对资源、商业模式或者主要业务部门利润的影响，就能做出决定。


  
    自主意味着什么？我们的研究表明地理上和核心业务的分离不是自主的重要维度。当然所有制结构也不是。为什么一个具有颠覆作用的企业不能完全归其母公司所有？这没有理由可讲。自主的关键维度与方法和价值有关。即使是制作和出售最初的产品，具有颠覆作用的企业需要有开创新方法、建立独特的成本结构、实现盈利的自由。[9]

  


  这里有一个解决方法，属于首席执行官的权力范围：占据资源并将其储存下来以应对颠覆的威胁。这并不需要建立独立的部门，或者使新部门远离总部。


  有人将自我颠覆视为先期抵制颠覆，特别是需求方颠覆的一种方式，本章对这一理念进行了探讨。供给方颠覆理论的支持者不赞成建立独立部门来应对颠覆，恰恰是由于新结构知识要求将组织中各部门、各团队组织起来，创建新的联系。基于这样的原因，我们在此主要探讨一下自我颠覆这一应对需求方颠覆的方式，下一章再来讨论对供给方颠覆的先期应对策略。


  同样应该强调的是自我颠覆不包括长期的创新部门（以自主为核心的另一种管理工具）。谷歌创立了一个独立的部门，叫作谷歌X（谷歌的一个秘密实验室），该部门致力于“疯狂畅想”。[10]这些畅想包括谷歌眼镜、无人驾驶汽车，还有最近的无人机、气球驱动无线网络、用数据延长人类寿命等。这些项目所面对的问题不同于旨在颠覆现有公司的项目，这些项目没有颠覆性威胁，但是要求有一个长期的决策体系，不能使用常用的内部决策方法。因此，谷歌将这些项目集中起来，以便以后可以探索更具冒险性的项目。


  
应对颠覆的权衡


  当提出建立独立部门这一应对颠覆的方案时，克里斯坦森受到了美国昆腾公司（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一个硬盘驱动器生产商）案例的启发。该公司是一个生产8英寸[11]硬盘驱动器（用在小型计算机上）的大型生产商，但是在5.25英寸硬盘驱动器（用在个人计算机上）的生产上没有达到同等地位。[12]在1984年首次取得成功后，昆腾公司的一些工程师看到了3.5英寸驱动器的发展潜力：市场不断扩大，个人计算机用户增多。昆腾公司资助了一家新公司（Plus Corporation），该公司是一个独立实体，昆腾拥有80%的控股权。根据克里斯坦森的描述，Plus公司作为一家独立的公司十分成功，开创了3.5英寸硬盘驱动器市场，一直到1989年，它都在引领这一市场。在此之前，由于8英寸硬盘驱动器的销量在减少，昆腾公司收购了Plus余下20%的股份，接手Plus的管理和组织。从那时起，昆腾公司一直是该行业的生产巨头，直到其硬盘业务在2001年被迈拓公司收购。克里斯坦森从昆腾公司的经历中看到一条应对颠覆的途径。显然，昆腾公司在专注于将驱动器卖给小型计算机制造商（这与大型计算机截然不同，而大型计算机是其最初的市场）时已经遭到了颠覆，但是通过建立独立实体，发展其他客户，昆腾公司又以一种新的形式复兴了，避免了失败。在从小型电脑到个人计算机转变的过程中，克里斯坦森本人也不确定是否可以将昆腾公司视为同一家公司。[13]然而，对于昆腾公司的股东来说，管理人员将资产分配给新的独立公司，似乎很有先见之明。


  昆腾公司通过建立独立分公司应对颠覆的做法，在商业上确实有很长的历史，美国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建立了一个独立部门（洛克希德高级研发项目部），旨在加快喷气发动机的研发。[14]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它以快速秘密而著称，研发了各种各样航空方面的创新，包括著名的U–2侦察机。因为它的存在（例如，它的“气味”）和秘密，该部门后来被称为“臭鼬工厂”。有一部以“臭鼬工厂”为原型的戏剧，在20世纪40年代以连环漫画《莱尔·艾布纳》（Li’ l Abner）的形式刊载。就我们的目的而言，“臭鼬工厂”是公司建立和拥有的独立部门，任务很明确，就是探索新技术，不带任何其他目的、想法，也不受公司文化的限制。


  从理论上来讲，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臭鼬工厂”先期应对颠覆的理念这么吸引人。当潜在的颠覆性技术出现时，由于资源依赖和不确定性，成功公司将会理性回避，不会把资源投到新技术上。要想开发新技术，需要有与新公司一样的开发流程，没有挑战和摩擦。因此，大公司有望通过建立独立部门，在其内部创建一家新公司。


  然而，“臭鼬工厂”的工作执行起来极具挑战性。正如克里斯坦森强调的那样，这样的一个部门的确必须独立——一家类似于Plus的独立公司。


  
    需要独立到何种程度？主要要求是项目不能被迫与主流组织的项目在资源方面相竞争。因为价值就是确定孰先孰后的标准，与公司主流价值不一致的项目自然会被放在最后，组织在形式上的独立远没有脱离正常资源配置渠道来得重要。[15]

  


  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克里斯坦森认为，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必须保证分配给自主部门的资源和资金不受其他压力影响，这就要求他们必须做出积极防御。此外，因为他们的公司是面临创新者窘境最成功的大公司，这就需他们要有实力和领悟力，其实，许多首席执行官并不具备这些能力。


  昆腾电脑公司的经历表明这是一种纯粹的自我颠覆，即建立独立部门，以应对颠覆事件，准备好一旦主流业务被颠覆，就肩负起执掌公司的重任。无疑，我们需要搞清楚这种纯粹的自我颠覆对一家大公司是否真的是一件好事。毕竟，不管颠覆是来自一个自主部门，还是来自一个新企业，公司在主要业务上享有的资产、资源和胜任力，都将遭到毁坏。不管是对大公司投资，还是对新公司投资，股东都能得到同样的回报。就这一点而言，自我颠覆看起来像是授权给一家独立公司，负责多样化的组合管理工作。


  实际上，这样的授权可能有效：如果现有公司的资源对研发颠覆性创新有用处，那么现有公司的管理人员在确定和有效分配这些资源给新部门时，可能会有一定优势。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合理假设，但是我必须指出这与颠覆的主要问题不一致，现有公司的管理人员和组织在应对颠覆威胁的资源分配中处于劣势。有些企业领导者也许能打破这一悖论。作为一条投资策略，这似乎并不是一个人人都可以依据的重要原则。


  相反，自我颠覆的原因无疑就是给予现有公司选择策略、制订具体规划以应对颠覆的权力。我们在讨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微软及其独立的IE浏览器部门时注意到，一个独立部门可以研发创新，同时由于它属于现有公司，可以通过新旧资产协调管理的方式与现有公司融合。至少新旧技术之间的竞争所造成的损失会减少，但在新环境中可能有机会保留旧业务中有价值的部分。然而，要想达到以上目的，公司不必成立独立部门。正如我们在第5章所述，一家大公司可以通过兼并的方式将新公司作为其独立部门。这样做可以在达到目标的过程中减少摩擦，但要在与独立部门或自主部门有关的投机性投资和大公司在收购新公司时可能产生的费用之间进行权衡。


  
IBM的窘境


  独立的作用就是将初创企业的活力这一优势引入现有公司。这真的会发生吗？的确，如果主打业务不复存在，那么不管独立部门做的是何种业务，都会成为该公司的主打业务。然而，假如主打业务的主要竞争威胁来自自主部门，情况又会怎样呢？在许多方面，这是自我颠覆的要旨所在——先于其他公司毁掉自己的业务。不同于新公司，自主部门存在责权问题：自主部门隶属于现有公司，现有公司凭借其所有权和控制权，总能驾驭该部门。因此如果自主部门的目的是解决创新者的窘境，即公司不能不顾客户的喜好，支持颠覆性创新，那么自我颠覆者的窘境便是面临与创新者同样的窘境。现有公司必须决定是否继续颠覆自己，面临的权衡也与创新者的窘境中的相同。


  对这一重新阐释的窘境，IBM公司对个人计算机的回应可以很好地诠释。IBM公司是第一个为企业提供平台的大型计算机公司。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IBM公司凭借其大型计算机主导着企业用计算机市场，最著名的就是360系统。它提供了一个垂直一体化的解决方案，将销售和支持深入公司内部，以及兼顾组件标准化发展的系统设计。[16]但是，即便是1964年引入的360系统，也出现了内部争议。“对公司来说，这要冒损失几百万美元的风险，遭到所有计算机产品线管理人员的反对。”[17]这一举措要求IBM公司采用新的组织形式，将销售和支持推上至关重要的地位，使IBM公司成为一家以客户为导向的公司。然而，结果是，在与新的小型计算机结构竞争时，RIM公司失败了，并将小型计算机市场拱手让给了其他公司。


  在谈及个人计算机时，小型计算机给我们的教训弥足珍贵。苹果公司是该市场早期的引领者：20世纪70年代后期，IBM公司发现自己的客户为了使用石灰粉（Visicalc）电子表格应用程序和文字处理器，都购买了第二代苹果电脑。这一次，IBM做好了准备。它已经意识到要监控新的组织结构：根据布雷斯纳汉、格林斯坦和亨德森的考证，公司在博卡拉顿有一组人负责监控小系统的研发。显然，比尔·洛伊代表小组在向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所做的那次报告中，说服了公司对个人计算机投巨资。[18]他们认为个人计算机是颠覆事件，最终证明这一评估是正确的。


  当时，这一观点并不引人注目。实际上，IBM公司毫无竞争压力地进入了该市场。在进入之后，IBM成立了一个独立部门，确保能够应对需求方颠覆。其目标就是确保个人计算机的标准不受其他公司（例如苹果公司）控制，推进企业进一步发展。与IBM公司的垂直一体化和专用方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个人计算机部门使用的是开放系统的方法。对于IBM公司来说，这意味着依靠公司外在组成部分确保其新的体系结构是最好的，而不是使用常规的内部融合法。开放意味着必须透明，也就是说不需要使用IBM公司传统的咨询最佳客户的方式。[19]鉴于以上所述，IBM公司能够维持下去的唯一方法是将资源分配给独立的业务部门。博卡拉顿那个小组得到了高级管理层的主动保护，不会受到公司压力的影响，这些压力可能会对他们所做的事情构成挑战。


  正如布雷斯纳汉、格林斯坦和亨德森所述，实际上个人计算机部门是否遵循其他部门一贯遵循的准则、惯例和程序并不重要。例如，


  
    博卡拉顿（坚守着其目标“像新公司那样行动”）也不依靠IBM公司本身的分销网络，而是通过第三方零售商——西尔斯百货和电脑天地（全美最大的连锁店）进行分销。这将IBM个人计算机引入一种分销模式，这一模式适合于个人终端用户，而非与IBM公司一线销售人员密切相关的企业计算机部门。[20]

  


  很难想象当时会做出一个与公司以销售驱动为核心的文化相背离的决定。实际上，个人计算机部门很早就感受到了历史的重负。当它试图让第三方研发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时，由于IBM公司在其他领域对专有资产的保护，它与潜在的供应商之间就出现了信任危机。这使得个人计算机部门无法寻求到最佳供应商，从而被迫考虑非传统的选择，例如微软。


  结果，个人计算机部门在一开始就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几十年中，IBM公司的个人计算机部门变成成功的代名词。然而，在许多方面这一成功却如昙花一现，转瞬即逝。利用IBM公司开放的标准，克隆个人计算机的厂商强势来袭，很快在技术能力上超越了IBM公司。[21]专有标准也最终出现——包括之后的Windows和086微处理器的体系结构——但它们并未被IBM公司控制。为何一家公司看似做了所有正确的事情，却在最后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


  答案是，纯粹独立只不过是空中楼阁。许多成功的大公司都有可分享的资源，但对这些资源的竞争往往会引发冲突。对于IBM公司的个人计算机部门来说，主要的问题是声誉。个人计算机是一个新行业，只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验和学习，一些项目没有成功（例如，以家庭用户为目标的PCjr结局悲惨）在所难免，来自这些公司起步时期失误的负面报道影响的不只是IBM公司的个人计算机部门。IBM公司“可靠性高的声誉”属于共享资源，因此必须经营好，销售渠道也是一样。当个人计算机开始对企业产生影响时，它的独立销售渠道与RIM公司的销售部门也发生了冲突。这些冲突渗透到了该组织的许多方面。


  
    到1984年，个人计算机部门的收益超过了40亿美元。如果是独立运营的公司，将会成为世界上第三大计算机公司。由于这笔收益的很大一部分不负担销售佣金，所以引发了一些问题。销售部门和西尔斯百货都可以销售个人计算机，IBM公司内的部门则以折扣价购入个人计算机。销售部门包揽了大客户，但是西尔斯百货却包揽了小公司和个人买家。因此，IBM公司的内部部门和外部公司发生了销售竞争。为此，IBM制定了一套复杂的规则，决定了谁可以销售产品，谁可以赊账（和得到佣金）等。[22]

  


  因此，除了诸如替代效应之类的问题外，利用独立部门争取相同的客户，很难协调。个人计算机部门持“销售就是销售”的理念，而对于大型机部门来说，销售只是关系的一部分：部门间的经营理念截然不同。随后，在个人计算机部门成立5年后，IBM公司将其并入公司，这个部门继而失去了早先在该市场的全部优势。公平地讲，IBM公司走得还不够远。公司的确面临着协调个人计算机部门与和其他部门关系的问题。布雷斯纳汉、格林斯坦和亨德森认为，这些问题很棘手。


  
    IBM公司的例子说明，组织范围不经济是导致失调的关键因素。最终公司不可能在同一组织机构内处理个人计算机业务和现有的大系统业务。在使用IBM公司的声誉和公司客户关系等基础性战略资产时，冲突便发生了。这些冲突是根本性的……个人计算机业务的开放系统需要又快又“足够好”的新产品与个人计算机市场的竞争和创新相协调，而现存的专用大系统业务则需要可预测的产品升级，大系统与小系统要具有兼容性和高度的可靠性。这种冲突无法解决。[23]

  


  在我看来，IBM公司在个人计算机上失败的根源在于其选择了成立独立部门的方法。就是这一预防颠覆的策略削弱了公司自我颠覆的能力，无法应对需求方的变革。换句话说，创新者的窘境没有被IBM公司解决，而仅仅是被推迟了。最终，虽然IBM公司首先推出了个人计算机业务，但该市场中可持续的业务却让与了他人。


  
英特尔公司的变革


  大型的微处理器生产商英特尔公司起家于电脑的另一配件，该公司1968年开始生产内存芯片并大获成功。英特尔公司首先掌握了将金属掺入硅中的技术，成本极低，但芯片上的电路数量增加了。这一设计占据了主导地位，也带来了激烈的竞争。因此，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英特尔公司的利润率开始下滑，进而引发了公司的内部冲突。负责研发的科学家仍然想进行更大、更多的革命性变革，而负责制造的工程师则想让生产过程更有保障。


  罗伯特·伯格曼记录了英特尔公司日益紧张的态势。[24]该公司的技术专家研发了新的内存芯片，而对于营销部门来说，它只能应用于小众市场。英特尔公司的市场地位开始下降。但在此期间，英特尔赢得了为计算器制造商供应新芯片的订单。技术专家特德·霍夫发现芯片可以发展成为新的体系结构——微处理器（一种具备复杂功能的新型微芯片）。他向上层管理人员保证，开发这种微处理器可以增加存储芯片的销量。这使得在实现逻辑设计结构方面，特别是关于复杂性而非芯片密度的理解上，一种新能力诞生了。因此，微处理器使英特尔公司从方法创新转向了产品创新。


  伯格曼认为英特尔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并未意识到公司发生的这一根本变化。公司策略仍然把存储芯片看作公司的核心技术，而不知道个人计算机在将来会变得多么重要。以下是安迪·格鲁夫（当时英特尔的首席运营官）所说的话：


  
    不要问管理人员他们的策略是什么！看看他们做了什么！因为人们会假装，……事实上，我们在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DRAM）市场上无足轻重，仅有2%~3%的市场份额。我们与DRAM的业务失之交臂！然而，许多人仍然认为英特尔“不言而喻”是一家存储器公司。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让人们明白这些“不言而喻”的事实并非事实……我记得去看戈登·摩尔的时候，我问他如果我们被取代了，新的管理部门会做什么。答案很明确：退出DRAM市场。因此，我向戈登建议：“我们返回头，自己做。”[25]

  


  这一切令中层管理人员很沮丧，幸运的是，他们一看到机遇就会抓住。因此，这些微处理器的负责人依然能够快速行动，开拓市场，即使他们不得不为了主要的资金来源与存储器业务进行激烈的竞争。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高管层最终意识到了这场变革的性质，公司做出了退出存储器市场的重大决定。


  英特尔的经历是公司应对颠覆性变革的情况。幸运的是，中层管理人员有足够的自主权能够抓住机遇，利用机遇，并且使其发展成为公司关注的主要焦点。虽然没有规划，但所产生的影响与自我颠覆的理想状态类似。其实，这也突出了来自自我颠覆者窘境的挑战。英特尔公司花了好几年时间才意识到，自己的业务已经变了，并且能够利用这场变革，于此后几十年在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但关于自我颠覆者的窘境问题在于同样的选择很容易导致不同的结果。


  
RIM的机会


  让我们再来看一下RIM公司的经历。iPhone发售4年之后，RIM公司仍然在发展壮大，2011年公司收益增加了33%，超过前一年，这是北美以外市场销售拉动的结果。[26]在世界上其他地方，节省带宽仍然是黑莓的一个关键特征，甚至之前的旧机型对许多用户来说仍然是一个经济实惠的选择。拉动销售增长的不是黑莓用户使用的电子邮件，而是一款应用软件——黑莓信使（BBM）。2011年，该应用软件的用户达到5000万，这是迄今为止第一个垄断手机应用市场的应用软件。[27]


  黑莓信使与英特尔微处理器业务诞生的方式一样，都是在公司内部诞生的。2003年，一个三人小组——克里斯·沃莫尔德、加里·克拉森和克雷格·邓克——研究如何将流行的即时通信服务（如雅虎、美国在线和MSN）装到手机上。这一创想的目的是为实时文字通信提供方便。其重要特征是给用户一种了解信息是否已发送和读取的方式。即时通信服务的用户很喜欢这种了解信息发送情况的方式。


  对于将来会很成功的事情，RIM公司的管理层多年来不屑一顾。“回想RIM公司，黑莓信使的三人组花费那么多的时间，追求他们职责之外的东西，并不是每个人都对此感兴趣。”[28]“克拉森的上司如果在公司里看到沃莫尔德肯定会赶走他，并指责他让克拉森分心。克拉森的上司还会给克拉森一个差评——浪费时间创造黑莓信使。”[29]


  这是自我颠覆者窘境的又一次仿照。公司资源有限，因此即使员工看到了机会，管理层也会反对。然而三人小组坚持了下来，发布了黑莓信使，即刻引起了轰动。


  在没有iPhone和安卓系统的世界里，黑莓信使可以帮助黑莓手机产品获得优势。但是好景不长，那些能够独立开发应用程序的手机制造商很快便开发了类似的程序。如WhatsApp（脸书于2014年以190亿美元购入）是一个跨平台应用程序，到2011年，其用户超过了黑莓手机的用户。[30]对于RIM公司来说，虽然黑莓信使增加了黑莓手机的销量，却只能装在黑莓手机上。


  关于如何处理黑莓信使的辩论在RIM公司的高层领导中展开。资深产品经理阿伦·布朗对联合首席执行官吉姆·巴尔斯利说黑莓信使应该对外开放。[31]没错，RIM公司也许会失去手机的销售市场，销量下降的迹象确实已经出现。他看到公司能够围绕这个软件产品进行再创造，并获得和扩大关键的网络影响。他也相信这一模式会让RIM公司将运营商引入计划，利用订阅模式平衡短信息服务收益上的损失。巴尔斯利被说服了，将这一模式作为优先考虑的战略项目。


  在这一点上，董事会对战略方向的把控毫不放松，雇用了战略咨询公司摩立特集团来咨询各种选择。摩立特集团要求RIM公司关注自己公司手机的销售，确信开放黑莓信使带来的收益微乎其微。[32]董事会赞成摩立特集团的提议，在业务方面没有做出任何变化。几个月后，创立RIM公司的联合首席执行官都离开了公司。


  如今，历史告诉我们手机即时通信有相当大的价值。2011年，黑莓信使引领着即时通信市场，却没有好好利用。其实，这样的想法——移动数据通信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软件和硬件——是颠覆性的，但是在当时很难客观地看待其价值。手机应用软件的发展仍处于初创期，短信应用软件比RIM公司本身更有价值，许多人认为这样的想法纯属无稽之谈。最后，短信通信充分发挥潜能的唯一方式就是从现有公司中独立出来。自我颠覆的要素显而易见，但是意图并不明确。


  
决策的不确定性障碍


  本章我们先分析了PlayBook平板电脑，这是RIM公司基于自我颠覆和自主模式对iPad做出的回应，由RIM公司的联合首席执行官拉扎里迪斯负责。RIM公司的新机型舍弃了黑莓手机原来的操作系统，并建立了一个新的黑莓平板电脑操作系统（QNX）。该系统是RIM公司收购得来的。[33]此外，它将弥补iPad没有照相机和连接高清电视端口的不足。还有奥多比公司（Adobe）的Flash软件，苹果公司的iPad并不支持该软件，但是该软件有一个非常大的开发团队。最后，RIM公司迅速行动，在iPad发布6个月之后，推出了自己的机型。


  在此过程中，PlayBook团队做出了一个令主要组织意想不到的决定：他们决定让没有安装电子邮件应用程序的第一个PlayBook版本上市。一方面，这是独立的自我颠覆团队的选择，它要做出意想不到的决定。另一方面，没有安装电子邮件应用程序的PlayBook一上市，市场会出现混乱。可以肯定的是，你可以在PlayBook上阅读电子邮件，但是需要一部黑莓手机，这很不方便。如果没有这一特点，它真的是以消费者为目标的一个产品吗？甚至“PlayBook”这个名字似乎也偏离了这一定位。


  对RIM公司来说，PlayBook失败了，短期内不得不取消对它的投资。[34]现在回想起来，显然RIM做出了错误的决策，而且正是由于自主这一自我颠覆途径，公司主要组织的制衡无法推动PlayBook朝对黑莓有意义的产品方向发展。的确，自主这一途径旨在使一个部门免于组织的常规制约和冲突。但是，这些制约也常常有其存在的原因：在RIM公司这一案例中便是这样。


  这体现了与颠覆相关的真正挑战。即使按照设计好的道路运行，也不可能阻止外部的颠覆性因素。也许只有个别潜在的颠覆性技术，可由独立的部门开发。实际上，颠覆的不确定性意味着一家成功的公司或其独立部门不可能找出所有潜在的颠覆性威胁并使其发展起来。在其他案例中，包括RIM公司在内，也许发现有些威胁最终并不构成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自我颠覆的方法也许更像是在碰运气，而不是减少颠覆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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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章

    组织结构性创新：融合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现有公司可能遭遇颠覆，走向失败，但通过对颠覆的控制，如收购新企业或通过转移投资应对新的威胁，可以避免这样的失败。在这些案例中，也许最重要的是，公司具备有效应对颠覆的能力，或者拥有关键互补性资产，以便有时间做出有效回应。收购要求公司能够将新公司融入现有公司的运营，供应新技术产品。转移投资要求公司整合资源，对新公司的竞争做出回应。这样做的成本可能很高，尤其是当颠覆涉及结构创新时，公司不仅要发布新产品，还要对产品内部的研发方法进行重新调整。


  应对颠覆就是对颠覆做出回应，并且在其出现后，即排除一切不确定因素之后解决这一问题。如果公司想要在颠覆出现之前确保公司免遭被颠覆的厄运，应该怎么办呢？公司可能想要强化自身以应对颠覆，或者让自身在对抗颠覆风暴时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是否可以先期采取措施应对颠覆呢？


  从理论上讲，自我颠覆实际上就是一种先期应对颠覆的方法，至少对需求方颠覆来说是这样的。然而，正如上一章所示，并非所有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建立独立部门来解决。特别是某些时候，公司不得不像对待新公司那样，将独立部门融合到公司之中。这是最佳案例的情况，其中自我颠覆有合适的创新可采用。


  在本章，我认为一家公司事实上想要不受颠覆侵害，其思维模式应该与独立相对：融合。这是亨德森、克拉克和其他提出供给方颠覆理论的人推荐的方法。理念是这样的，为了应对新的结构性创新，公司需要不断地挑战自我，了解组织内部的联系，并使其逐步发展以应对和同化出现的创新。融合是应对可能发生的颠覆的积极而有效的策略。此外，即便融合旨在应对供给方的威胁，融合也需要公司培养自身的胜任力，能够在事后更有效地应对所有的颠覆性威胁（需求方和供给方）。也就是说，既然融合提供了“保险”，显然得付“保险费”。主动利用融合预防颠覆常常得牺牲短期的竞争力，甚至失去市场的主导地位。因此，对公司来说，真正的窘境，是赢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之间的权衡。


  
光刻机行业研究


  一提到保险，我们常常会想到不可预料的事情，例如火灾。房子被烧毁的原因也许有千万种，所以你想投保获得重建房屋或购买房屋的钱。比如，如果房子被烧毁了，你可以拿到25万美元。你估计这种事情发生的概率一年中仅有1‰。公平地讲，一年的保险费大概是250美元。如果你不愿意冒险，有可能愿意多付保险费。当谈到人寿保险时，事情就更复杂了。你最终走向死亡的可能性是百分之百。但是当你买了一年的人寿保险后，与之相关的是在那一年你可能死去的概率。与火灾不同，你死亡的概率是逐年增加的，这意味着费用也会相应增加。这并不是说，在你年老的时候买人寿险不值得，而是意味着有一大笔钱不能花在有趣的事情上了。


  预防颠覆更像是投人寿保险而非火险：保险费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因为如果你相信颠覆理论，你成功的时间越久，就越有可能受到颠覆的影响。对于公司来说，现实的情况更具挑战性，因为事实上没有保险公司会提供颠覆保险项目。相反，我们所说的保险就是要先期进行投资和努力，减少被颠覆的概率。问题是你所要保护的资产规模（企业价值）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大，预防措施的成本与资产价值成比例增加。这说明尽早主动采取应对措施是可取的，同时也是有风险的，因为你在为未来的成功下注。


  在做出这些行动前，你需要考虑一下为什么保险公司不为公司或其他股东提供“颠覆险”。我们也可以设想这样一个情景——股东能自己创造“保险”，例如，如果柯达的股东当时担心会遭受来自数字化技术的颠覆，就会通过收购手机生产商的股份来抵御风险。问题是这一举措显然是后见之明。如果你是一位20世纪90年代初的投资者，想抵御柯达的潜在颠覆，自己都有哪些选择可做。诺基亚自身面临着颠覆性威胁，苹果公司和三星公司也不景气，而谷歌当时还未成立。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使颠覆难以应对，也使股东很难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降低特定的风险。因此，没有纯粹的金融方法可用。


  融合作为一种安全渡过颠覆难关的方式，是由丽贝卡·亨德森在其为撰写哈佛博士学位论文所做的研究中提出的。从1987年到1988年，她对光刻机行业进行了研究。[1]该行业表明供给方颠覆是一种反复出现的重要现象。该行业市场引领者常常因颠覆事件更换，而该行业中的佳能公司作为一家重要的生产商，却能连续经历几代技术变革而保持正常运营。亨德森一直致力于佳能公司成功原因的研究，最后，他提出了以融合来应对颠覆的理论。


  虽然许多技术行业比较容易理解，然而即使是对我们这些整日沉醉于研究工作的人来说，光刻机行业也是很难理解的。它具有高度的技术性，在价值链上的位置也不明显。光刻校准器应用于半导体的生产（如微处理器）。你也许看过这些产品，即硅晶芯片：芯片图形通过使用光刻技术印刷出来。在印刷过程中使用光刻机，以确保将正确的图形印到晶片上。重要的是，通过改进校准相位，你可以印出更小的图形，并提高产量（成功生产出晶片的百分比），也能增加单个光刻机处理的晶片数量。换句话说，好的光刻机不是终端消费者所关注的产品创新，而是能够提高同一产品生产效率的方法创新。


  供给方颠覆理论想要知道的是结构创新是否与成功公司的失败有关。因此，我们需要知道哪一个创新是结构性的，哪一个不是，在创新出现时，哪家公司是新公司，哪家是成功公司或市场主导企业。亨德森和克拉克认为，虽然光刻机存在持续性渐进式创新，但是有5次技术浪潮，或者说5代结构创新（见表7–1）。[2]要想将这些创新称为结构创新，还需要仔细研究技术，搞清楚这些创新是如何改变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各个部分本身的。为了得出结论，亨德森对整个市场的工程师进行了几百次采访。[3]


  
  表7–1 光刻机的结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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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7–1还列出了每次引入创新时市场引领者和引入创新的公司。后者是该行业所有的新公司，在每种情况下，新公司在引进新技术后都变成了市场引领者。也许会构成供给方颠覆，其原因是，在每种情况下，亨德森发现光刻设备的价格（因质量而有所调整）没有因更新换代而受到影响。如果这些属于产品特征方面的改进（如分辨率质量的提高），并受到主要消费群体的重视，就会比前一代产品的价格高，但是这不属于基于方法的技术创新。


  如果这些技术的更新换代没有受到需求方影响，那么有什么线索表明它们受供给方影响？亨德森发现现有公司和新企业在研发资源的分配上截然不同。现有公司在渐进式创新研发上花的钱要比新公司多（超过60%），但在结构创新上，花费和新公司一样多。这体现出新一代产品出现时现有公司和新公司市场份额的变化。简而言之，通常新公司在刚进入市场的第一年会获得一半以上的市场份额。相反，一家现有公司首先发布基于新结构的新产品仅会获得同期7%的市场份额。此外，现有公司在前几代产品的技术上经验较多，但就其在新结构创新的研发上所花的钱与所获取的市场份额来看，表现较差。


  有数据表明供给方颠覆在发挥作用，亨德森在对该行业进行深度访谈时发现了颠覆发生的机制，即市场引领者无法吸收新的结构知识。例如，仅仅5年时间，卡斯珀的接触式光刻机就占领了市场的半壁江山。1973年，卡斯珀意识到接近式技术可以改进产品，决定引进该技术。然而，微处理器生产商没有广泛采用接近式技术，直到20世纪70年代佳能才引进了第一台接近式光刻机。


  亨德森发现卡斯珀在这代产品上失败了，因为它没有明白接近式光刻机与接触式光刻机在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上是不同的。他举了两个这样的例子。为了回应对其产品的抱怨，卡斯珀认为问题是“处理器失误”。这一问题普遍存在于接触式光刻机中，因此，卡斯珀推断新光刻机也存在这样的问题。问题是新光刻机中的部件对于接触式光刻机来说足够好，对于接近式光刻机来说质量不够高。卡斯珀几乎没有投入什么资源改进那个部件，这一错误的代价就是市场份额被佳能夺去了。另一个例子是卡斯珀对佳能引进的接近式光刻机的回应。卡斯珀用衡量自己的光刻机的标准来衡量这一代光刻机，结果，佳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卡斯珀的工程师没有看到佳能的进步，也许认为那些进步不重要而忽略了。


  同样的事情在随后几代产品的改革中也发生了，使市场引领者深受打击。珀金–埃尔默公司是扫描投影光刻机的引领者，在20世纪80年代步进技术出现时，失去其市场地位。其工程师已经对两种技术进行了评估，预测只是个别部件的进步，而非部件之间关系的改进。珀金–埃尔默公司被美国地球物理公司（GCA）颠覆。当尼康推出第二代步进式光刻机时，GCA重蹈珀金–埃尔默公司的覆辙。


  
    与卡斯珀的情况类似，GCA首先宣布尼康的步进式光刻机的设计与自己公司的相同，甚至在GCA充分意识到第二代步进式光刻机带来的威胁时，在开发竞争机型方面还是受到了历史经验的局限。GCA的工程师按所研究的部件分别组织起来，跨部门交流渠道是围绕第一代系统构筑的。GCA的工程师能够推进部件技术的发展，但在理解部件组合关系的发展方面困难很大，而这使尼康的光刻机具有了优越的性能。[4]

  


  以上所述佐证了供给方颠覆理论：当面对结构创新时，市场引领者曾经基于现有产品对方法进行了优化，却在新一代产品出现时，不能适应，不能参与竞争。这就给大多数新公司提供了机遇。我说“大多数”，是因为即使在光刻机行业，也有例外，比如佳能。


  
佳能的融合途径


  光刻机行业的公司往往会在结构的转换中落败，市场主导权也转瞬即逝。日本跨国公司佳能却抵御了这种趋势，成功地推出了多代技术产品。[5] 佳能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与该行业其他公司的做法不同，佳能公司建立了一个臭鼬工作室。亨德森观察发现：“新公司也许发展较快，承担的风险也较大，但是如果设计者继续依赖默会的产品结构知识，该团体就会失败。”[6]在光刻机行业就是这种情况，由于依靠历史性结构知识，“几个臭鼬工作室的工程项目惨败了”。实际上，在其中一个案例中，融合极不受重视，以至于“产品甚至不能成功装配在一起——零件不匹配”。


  相反，佳能的产品研发组织按最佳实践手册行事：“它拥有重量级项目经理人和紧密团结的团队，也与消费者培养了密切的关系。工程师们致力于整个半导体设备业务的成功。”[7]虽然佳能的产品研发经理可能比其竞争对手的好，但应该记住佳能从未在技术上或其他技术换代产品上引领市场。相反，佳能同时对不同代技术投资，确保关键人员对每一代技术都有经验。这是一项长期投资，也意味着佳能在将新产品投向市场时落后于其他公司。[8]


  佳能是一个兢兢业业的追随者，它在1976年推出接近式光刻机，1978年推出扫描投影光刻机。尽管这两个产品在市场竞争中落后了两年，但这种延期带来的好处是佳能的管理人员能够了解竞争者的设备。他们需要改进设备，占据竞争优势。因此，对于接近式光刻机和扫描投影光刻机来说，佳能使用了一套内部研发的校准系统，与竞争对手的完全不同。实际上，佳能同时研发两代以上的产品，迫使自己更深入地了解这些产品的结构，并且在结构知识上进行创新。谈到光刻机的引进，佳能比竞争对手晚了6年才进入该市场。然而，由于在该项技术上拥有更胜一筹的知识，佳能仍然能够在市场上站稳脚跟。


  在产品研发最为忙乱之时，高管与研发团队紧密配合，定期引入结构性创新——和自主的方法完全不同。因此当竞争对手将精力集中在某一代产品上时，佳能的高管对多代产品进行试验。这不但扩大了佳能的产品种类，而且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因为该行业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颠覆。如果仅有一次结构性创新，从长远来看，这不是一个良策。


  佳能在分配人员进行产品研发时也很严格。不同学科的专家不断轮值——让光学设计人员轮值，使其能够尽可能多地了解产品的机械和电子方面的情况。这也使设计和制造更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但是，不对这种科学劳动进行区分的一个补偿就是确保那些具有综合技能的人员拥有权威。因此，各组成团队之间的融合是一项挑战，也可能对某些人来说日常工作令人沮丧，但就长期效果而言，佳能可以更好地拥抱创新。


  佳能的经验告诉我们一种抵御供给方颠覆的理念：不是利用已有结构，通过建立专门的独立部门进行部分创新，而是要对结构融合进行投资，尽可能在人们的思想中嵌入结构知识，从而使知识得以演化和改变。这意味着公司在技术时代更迭时平稳渡过难关的可能性增大，但是在每个技术时代都不可能成为引领者。这未必是一个更为有利的策略，只是有所不同而已。重要的是，关于如何抵御供给方颠覆的学术研究，还未在此基础上有较大的进展。佳能这一案例表明以大致同步的方式进行跨代研究是有价值的，而且强调“从容不迫”的方式有助于可持续发展。


  总之，现有公司之所以遭遇需求方颠覆，是因为错过了某种技术机遇；供给方颠覆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现有公司不能利用新技术带来的机遇。特别是，当具有竞争力的创新明显涉及一整套结构知识时，那些在部件创新方面执意要做同类中的佼佼者的现有公司，可能会发现很难融合和建立新的体系结构。


  尽管如此，供给方颠覆的“保险费”还包括产品的绩效下降。为了让组织使用和“记住”结构知识，各组成部分团队负责人需要记住他们的选择是如何与其他人的选择相互作用的。[9]因此，公司必须更为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于是重要的默会知识就能够被吸收并保留在组织内。融合可能会将资源和注意力从传统部件创新的活动上转移开，因此可能会使公司在某些时候的绩效下降。


  
融合的能力


  佳能公司这一案例表明融合的好处是能够确保结构创新为组织的产品开发团队所吸收，而就预防颠覆而言，其益处更为长远。特别是，在一些情况下，为了预测和应对颠覆，公司想从外部吸纳资源（尤其是人才、技能和技术）。通过实施组织内部融合，公司能够积累经验和培养胜任力，从而将组织外部的这些资源融合到组织中。[10]


  为了搞清楚这一点，我想回顾一下第4章讲过的默根特勒的例子。当时排版行业经历了多次激剧的创新浪潮，现有公司的资产全都贬值了，它们的专有字体库除外。字体给最初的热金属公司带来了喘息空间。当模拟排版技术出现时，它们有时间制定策略，正是当时做出的选择，它们才能够发展下去。默根特勒、英特泰普和蒙纳公司都推出了基于新技术的机器。严格地说，英特泰普公司首先推出了它的机器，而默根特勒公司在收到客户的回馈后，10年之后才将新技术推向市场。换句话说，该公司相信其良好的管理本能，并不急于上市。


  我们有理由保持谨慎。正如研究该行业的学者玛丽·特里普萨斯所记录的那样，热金属排版行业（而不是字体库）的价值几乎不能转化到照相排版行业。例如，热金属仅仅是基于机械工程学，她估计这样的技能对下一代产品（依赖电子知识）的用处仅占10%。这额外的知识是如何获得的呢？制造新机器失败后，默根特勒获得了外部人才，由融合的团队创造下一代机器。相反，英特泰普则迅速行动，与外部合作伙伴（如柯达）接洽，在现有机器上嫁接了新技术。这样做还远远不够，因此，当默根特勒面临艰难的技术变革时，就实施了变革，它仍然是市场的引领者，而英特泰普和蒙纳中途退出了。


  默根特勒所能做的就是集中精力将新知识和新技能融入现有团队，培养特里普萨斯所说的“外部融合力”。这使公司能够监督并采用新技术，当新技术在世界上许多行业出现时（特别是信息技术），就能够被发现和采纳。公司还能吸纳人才，确保这些新技术能够在内部研发，与现有能力接轨。随着重大技术变革步伐的加快，默根特勒公司不断壮大，并且确保其大型字体库依然能充分发挥作用。它的竞争对手从未这样做过，也证明这些公司没有足够的复原能力，助其迎接新科技变革的浪潮。


  这就突出了另一种方法，通过这一方法融合能预先阻止颠覆的发生，同时研发多代技术。从热金属转到照排技术之后，默根特勒公司又培养出了外部融合能力。它的目标是确保自己能够吸收和融合出现在其前进道路上的新技术，这不仅需要有外向型的工程和研发团队，还需要有意愿获取新技能和新技术，并在现有产品开发运营的同时，寻求研发方法。有趣的是，这一方法使默根特勒公司的发展变慢了。默根特勒公司从来都不是第一家携排版新技术进入市场的公司，也没有达到热金属时期的辉煌地位，但是能够从一代技术过渡到另一代技术，并且在市场上稳居主导地位。


  默根特勒公司的关键资产是字体库，并且充分利用了这一资产。原则上讲，这种享有知识产权的资产能够独立存在于排版业之外，但是默根特勒发现了将排版印刷机供应给关键出版社这一优势，而且这些出版社已经对其字体情有独钟。利用这一优势，而不是将字体和机器分开供应，默根特勒能够更为轻松地进行交易，并给单个产品定价。用现代术语来说，它拥有客户体验。这可能对公司本身和客户都有好处。的确，只有当机器本身在全数字排版方面变得不太重要时，默根特勒（或者更确切地说，后来的字体资产拥有者）才转换到另一种商业模式——授权使用其字体库，而不是将字体库嵌入机器。


  
富士胶片的定位与融合


  默根特勒和佳能都表明公司可以继续关注客户的需求，只有广泛吸纳技术（即便这样会降低产品进入市场的速度），才能应对颠覆浪潮。在这些案例中，最终的产品在功能上与上一代产品类似，是提升功能的潜在技术发生了改变。然而，对于过渡到数字技术时代的胶片制造商来说，产品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富士胶片株式会社（简称富士胶片）与其竞争对手宝丽莱和柯达面临挑战，挑战不仅涉及组织中心，还涉及组织围绕商业模式形成的关键技术。这需要对组织结构进行深入变革，以应对数字摄影技术的颠覆。


  正如之前所讨论的，宝丽莱和柯达没能完成从胶片到数字摄影的过渡。在这两个案例中，两家公司都预测到了数字化的趋势，但内部冲突使它们举步维艰，很难围绕一个替代性商业模式进行组织安排，因为该模式就胶片这一收益来源来看，利润不高。富士胶片却能走出这样的困境，使我们深受启发。虽然富士胶片从未在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却能成功实现从胶片向数字世界的过渡，而且在今天依然是一家实力很强的公司。[11]像佳能一样，富士胶片做了其他公司没做的事情，那就是采取了融合的途径。它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我们对此颇感兴趣。


  玛丽·特里普萨斯的研究工作揭示出默根特勒成功的关键，之后她又仔细分析了富士胶片的定位。她认为如果公司的定位突出并且能够适应行业内技术和市场的变革，就能自行解决不可避免的资源冲突，无须牺牲公司的优势。


  在20世纪80年代，富士胶片的领导层看到了胶片行业即将发生的变革，将公司重新定位为“影像和信息”公司。像竞赛一样，富士胶片公司也很早就意识到了数字技术的潜力，并且于1975年开始研究数字摄影，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就生产出了原型产品。公司主要销售的是胶片、照相纸和成像化学产品，也做X射线胶片、处理器、微缩胶卷、印刷胶片、磁带、无碳复写纸等方面的业务。[12]多样的产品种类至关重要。在1978年，富士胶片公司明确地改变了其定位，从关注摄影转到“综合视听信息录制公司”。[13]这实际上是其长期战略规划的一部分，已经将商业定位从摄影转到了“影像”。


  特里普萨斯认为这一定位对富士胶片公司的抉择极为重要。例如，当出售胶片时，它能够从较高的价位点推出电子射线照相术硬件设备，而不是坚持以设备分离定价为特征的“剃刀”业务模式。换句话说，在考察和实施适合数字世界的新业务模式上，富士公司的定位有助于管理。


  此外，富士胶片公司内部的研发组织与其竞争对手采取的方式截然不同。例如，富士胶片的数字影像部门和主要的研发部门是融合在一起的，而宝丽莱的则是分开的。这使得富士胶片公司的数字影像部门合法化，将冲突降至最小。几年之后，富士胶片公司开始意识到公司的核心技术除影像外，还包括特种化学，而新的核心技术也许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因此，由于影像需要的化学技术很少，富士胶片公司的化学专家又发现了新的支撑点，尽管这仍然与影像密切相关。例如，公司对其化学技术的应用进行了探索，将其应用到显示器上，以便生成清晰的数字影像（电视和电脑屏幕上的关键组成部分），还应用到了药物和化妆品上。


  通过将公司定位为“影像和信息”公司，富士胶片公司以其竞争对手未能成功的方式转移到数字领域。这使其能够融合在数字技术上的成就，迎接新的发展机遇。


  
幻灯片与电子表格


  因为我们一般认为保险物有所值，很容易对颠覆的预防做出相同的评价。但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预防颠覆也可能要“付保费”——企业在市场上表现不佳或利润率下降。公司也许会选择（或迫于竞争压力）对组织进行重组，或多或少“投一些保”以抵御颠覆。因此，考虑一下这些选择，以及公司什么时候选择其中一条途径，会对我们有所启发。


  正如之前所讨论的，对待组织结构的方式不同，结果也会不同。在预防颠覆的大背景下考虑这一点之前，退一步仔细考虑一下沟通渠道的结构（从数量和质量两方面）是如何影响绩效的，会有所助益。


  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家珍妮特·韦尔泰希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团队一起度过了许多重要时期，并且对这些团队进行了分析研究，颇有建树。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她观察了“机器人的社会生活”，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控制机器人的人的社会生活。[14]韦尔泰希研究过各种各样的NASA星际团队，团队将组装好的机器人发送到太空，地球上的科学家命令机器人收集什么样的数据。团队一直都在进行艰难的抉择，以确保机器人不正常工作。


  在研究过程中，韦尔泰希研究了两个利用机器人开发不同星球的团队。我将它们称为幻灯片团队和电子表格团队。[15]在电子表格团队中，机器人拥有大量仪器，但是由不同团队管理仪器，并对这些仪器享有产权。组织结构按等级划分，这些仪器的各种任务都列在电子表格上。相反，幻灯片团队，没有一个团队拥有仪器。所有的决策，比如在哪里放置机器人，是通过开会集体做出的。会议围绕幻灯片的演示展开，重在通过定性权衡做出决定。所做的决定要求一致通过，也就是看看是否每个人都“高兴”。


  有趣的是，每个团队收集的数据种类都不同。在电子表格团队中，每个仪器都受到了控制，都有自己专门的任务，它们搜集到的有关特定事物的数据完整而全面，例如，光的数据、红外线数据等。在幻灯片团队，每个仪器都有很大的数据差，但是对某一特定现象似乎能够进行更为深入、全面的分析，所有的仪器可用来测定同一事物，是典型的专业知识和生存知识的权衡。这是每个任务都需要做出的权衡。非比寻常的是，他们将这种权衡融入组织结构和决策工具。


  还有其他一些有趣的因素。例如，团队不同学科也有所不同，在学科出版方面，幻灯片团队要比电子表格团队更有可能合作。他们的所有制原则也不尽相同，在电子表格团队中，仪器为各个团队所有，在幻灯片团队，机器人为集体所有。但是电子表格团队内部会出现冲突，并通过各种交易予以解决，而这些交易是依据其数据经济中的特殊标准所预测到的。换句话说，他们不受财产权和市场的约束。相反，幻灯片团队共享一切，甚至和公众一起共享。


  这样看来，似乎幻灯片团队更有助于整体发展，我们不免产生这样的印象，但重点是每个团队搜集到的数据差异很大。我们往往认为在太空探索任务中究竟能搜集到什么样的科学信息，没有多大的选择余地。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不同的组织结构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我们所掌握的不同行星的知识各不相同，是由于收集数据的方式不同，而非数据不同。


  幻灯片团队和电子表格团队的差异类似于产品研发团队高度融合的公司和产品研发团队非高度融合的公司。电子表格团队运作效率高，但是应变不够灵活。幻灯片团队很灵活，但是将机遇摆在了桌面上，在探索新途径时，往往立足于寻求一致意见，而非那些可能会深化特定科学知识的意见。这些比喻可以说明公司所面临的选择，是高度融合（像幻灯片团队一样运作），还是关注绩效（像电子表格团队一样运作）。


  在做出预防颠覆的选择时，无论是什么样的方式，你都不得不考虑你将要应对的风险。本书提到的很多公司，如百视达、柯达、大英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纽约时报——都受到了颠覆事件的挑战。而其他行业，如排版、光刻设备、硬盘驱动器等出现了多次颠覆性创新或结构性创新。在这些行业，公司最终意识到颠覆的风险很大，即使一次颠覆事件，在任何行业中都有可能造成生存威胁。


  这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当一个行业遭受到多次潜在的或实际的颠覆事件时，融合是值得尝试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没有寻求融合，而是一味追求引领市场和提高绩效，这样的辉煌有可能昙花一现。相反，在那些技术似乎较为稳定的行业，“保险”的价值会下降，不“投保”的公司可能要多一些。


  即使如此，我也不认为用“保险”抵御颠覆，使自己的创新团队高度融合，会使公司顺风顺水。这样做会使公司能够应对颠覆并对其做出回应，但是这个过程会让公司业务随着变革大潮发生很大的变化。默根特勒公司近年来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1997年，默根特勒·莱诺铸排公司改名为莱诺文库公司，成为一家独立公司，将仅仅几年就发展起来的字体库收入旗下。2005年，它被总部设在波士顿的蒙纳影像公司收购。[16]那时，印刷媒体正在走下坡路，之前做出的关于字体库的决定很有先见之明。简而言之，印刷机将要退出历史舞台。


  那么，默根特勒公司的融合策略有价值吗？其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市场领先地位表明这一策略是值得的。更为关键的是，那段时间它控制了出版文字的式样，今天这些文字的式样仍然保留在网页和数字媒体上。为何莱诺字体仍然如此有价值，为什么这一新时代只不过是其变革历史上的又一次成功转型，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原因就在于此。2015年，蒙纳影像公司兼并了Swyft媒体公司，这家公司为迪士尼、索尼和梦工厂提供表情符号，在市场上占据领先地位。[17]这表明它将继续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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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章

    硬盘驱动行业的重新研究

  


  自克里斯坦森于1997年出版其著作以来，颠覆理论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这也正是我写这本书的原因之一。但是，他的作品和其中的论据仍是众多管理人员学习颠覆理论的唯一来源。他们确信这一理论是正确的，并以此考量自己的选择。这一理论也是众多企业管理者进行对话，寻求共鸣的触点。


  同时，对管理学来说，20年是一段很长的岁月。正如我之前所概括的那样，之前甚至目前，一些经济学家对颠覆有不同于克里斯坦森的看法，甚至与他的观点相反。此外，许多行动是以颠覆的名义采取的，但是与《创新者的窘境》一书中提出的颠覆这一概念毫无关系。因此，我想在本章再探讨一下引起颠覆理论辩论的一个行业——硬盘驱动器行业。


  克里斯坦森在研究硬盘驱动器行业时，首次提出了需求方颠覆理论。他发现，1992年左右，这一行业动荡不安，伴随着一系列技术变革，该行业的引领者在不断更迭。在研究过去几年间该行业起起伏伏的变化之后，他询问业内人士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发现他们都很困惑，因为他们认为事情都在掌控之中。根据需求方颠覆理论，克里斯坦森认为颠覆性创新会使市场引领者处于困境，有时会遭遇失败。


  然而许多学者也仔细研究了这一行业，使用的是相同的数据，却得出了与克里斯坦森不同的结论。有些情况下，他们看到的是现有公司的实力增强而非失败。此外，他们还认为丰富的管理经验是一种资产而非负担。另一些研究发现，未来会发生的不仅是简单的进入或退出行业，更多的是延续，存在大量的收购、巩固和遍及全球的生产流水线。鉴于以上研究成果，再回头看看硬盘驱动器行业，当时一些人认为克里斯坦森最初提出的颠覆性创新和现有公司失败的简单关系似乎并不那么紧密，也就不足为奇了。[1]


  本章将重新考量硬盘驱动器行业及其能够带给我们的有关颠覆的启示。我们将会发现很多有用的信息，即便不是克里斯坦森强调过的信息，也没有关系。事实上，该行业涉及之前章节中讨论过的所有内容，这也正是过去25年间学者们始终十分关注这一行业的原因。故而，我才暂时没有对该行业进行审视。现在，我想把它作为典型案例，对颠覆理论做一总结。


  
理论的检验


  本章将运用证据对理论做一评估，因此我们有必要停下来仔细想一想：理论何时有用。对科学家而言（无论是社会科学家还是自然科学家），一种理论只有在可验证时才会有用。也就是说，可以构想实验，实验的结果之一与理论相符合，另一个结果证明理论是错误的。


  颠覆理论往往会涉及颠覆事件（例如，一种拥有某种特征的技术新机遇出现后，往往会有成功公司走向失败）可以解释失败原因的因果机制。为了验证这一理论，我们除了要注意公司遭遇失败的情况，也许更重要的是，要关注公司没有失败的情况，并注意观察在这些情况下是否发生过颠覆事件。听到成功公司遭遇失败，就去考察某一事件是否引发了颠覆，这样做还不够。这一方法通常会带有回忆偏差，而且这一方法本身根本不足以为颠覆理论提供有力的证据。一个有效的理论，在检验之前就能做出具体的预测，检验本身应当精心设计，以便该理论仍然有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


  当然，这意味着即使我们所观察到的结果与理论一致，也不能确定这一理论是造成这些结果的核心因素。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当观察到的结果与理论不一致时，就证明这一理论是错误的。


  对任何一个理论进行检验，我们都需要掌握其总体模式，确定一个普通的或主要的颠覆机制。这就要求我们不局限于成功公司失败的个例，需要对某一给定环境进行足够长时间的观测，获取数据。我们预测在这一环境中某些公司会先取得成功，然后走向失败。问题是，在不同行业，颠覆事件也许不会那么频繁地出现，这使得观察总体模式成为一个难点。[2]


  那么在什么环境下我们才能找到证据？需求方颠覆理论表明，密切关注现有客户的成功公司最容易走向失败。为了检验这一理论，我们需要找到一个环境。在此环境下，我们能检验一个行业中的技术创新或其他创新，以确定它们是否满足以下两个标准：（1）最初绩效不佳；（2）之后迅速提高。如果我们发现当面对任何一种创新时（有些公司符合这两个标准，有些不符合），成功公司都有可能失败，这就与以下假设相反——与面临的持续性创新相比，成功公司在面临颠覆性创新时更有可能失败。


  在博士研究阶段，克里斯坦森对硬盘驱动器行业进行了调查研究，将该行业作为检验平台，以了解成功公司失败的原因。的确，后来他将硬盘驱动器公司视为研究创新和管理的“果蝇”（研究对象），他认为没有公司会持续多年成为市场的引领者。由于该行业一直动荡不安，创新也是此起彼伏。当克里斯坦森在1994年发布对该行业的研究成果时，每兆字节的硬盘价格已持续暴跌了20年（无论该行业发生了什么事情，其结果对消费者来说都很不错）。因为在这几十年间，该行业出现了多次创新（其中几次创新就可以毫无争议地归为颠覆性创新），似乎很适合在这一行业寻找支持需求方颠覆理论的证据。


  即使在一个出现很多颠覆事件的行业中，也很难置身事外，让数据本身说话。的确，在本书里，我利用个案拓展和修正了颠覆理论。虽然需求方和供给方颠覆理论有可能始于颠覆事件（创新类事件）和成功公司失败之间的简单关系，但是这些案例中出现了克里斯坦森在其他方面所描述的“反常现象”，未能反映出这一简单关系。[3]为此，我和许多人据理力争并调整了这一简单关系，使其上升为较为复杂的理论，可以用来解释这些反常现象，将反常现象涵盖其中，使其不再反常。这对于许多教授这些案例的学者来说很一般，对于许多试图了解该领域的管理人员来说也是如此，但这并非常用的科学方法。常用的科学方法要求先提出假设，然后进行验证。如果假设与证据不符，那就不用再相信这一假设了。实际上，对于假设的否定会使理论得到进一步完善（有时是渐进的，有时是急剧的），从而提出新的理论，然后再进行验证。这样说来，也许在否定假说与基于反常现象的理论调整之间，主要的差别是样本数量的不同，从而导致两者地位的改变。即使在写作本书时，我也没有完全采用科学的方法，而是使用案例来激发读者的兴趣，引发读者思考。在这一章，我或多或少也会这么做。


  
硬盘驱动行业


  在需求方颠覆理论中，正是新公司首先将颠覆性创新引入市场，而现有公司则引入了持续性创新。在本节，我们将看到在硬盘驱动器行业中这一理论是否能得到证实。


  让我们先来看看分类问题。为了检验需求方颠覆理论，我们需要知道：（1）哪些创新是颠覆性的，哪些创新是持续性的；（2）在创新出现时，哪些公司是新公司，哪些公司是现有公司。克里斯坦森将技术创新进行了分类，记录了硬盘尺寸与性能间的权衡，确定了硬盘大小的几次改变（驱动器尺寸的几次非连续性改变），每一次尺寸发生改变，驱动器都会变小，存储量也会减少，因此产品性能在初期便会降低。然而，小驱动器性能的提高要比大驱动器快。因此，5.25英寸的驱动器总比8英寸驱动器容量低，而这一差距在逐年缩小。消费者不必为了获得一个更小更节能的驱动器而在容量上牺牲太多。


  克里斯坦森坚定地认为，对于主流消费者来说，容量是衡量性能的关键，而小尺寸硬盘吸引了小众消费者的关注。例如，1980年8英寸硬盘驱动器得到了小型计算机制造商的青睐，而5.25英寸硬盘驱动器对日益增加的小众个人计算机制造商来说更具有吸引力，因为他们正在寻找占用更小空间的元件。因此，将这些尺寸上的非连续性变革归为颠覆性创新，是合理的。相反，不同公司对硬盘驱动器元件在其他方面进行了数以百计的改进，而这些改进都是持续性创新。


  克里斯坦森研究了在1971年到1989年间进入美国硬盘驱动行业的新公司（不包括那些和电脑生产商兼并的公司）。他将一年内销售额超过5000万美元的公司定义为成功公司（按照1987年美元的价值计算）。而没有达到这一销售额的公司被定义为“失败公司”，不管它们到1989年是否已经退出该领域或仍然在营运。当然，成功公司也可能退出市场，就观察颠覆而言，这些成功公司是我们主要的关注对象。


  表8–1列出了在驱动器尺寸上的创新以及当时的市场引领者和引入创新的公司。这些创新中是非老牌公司首次将8英寸、5.25英寸、3.5英寸、1.8英寸和1.3英寸的驱动器引入市场。我们称它们为“非老牌公司”。是因为相对而言这些公司都是刚刚进入该行业不久，而不是新成立的公司。事实上，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在上一代推出了产品。然而，这里列出的9个颠覆性创新中，有4个早期是由该产业的老牌公司引入的。


  
    表8–1 1973年以来硬盘驱动器行业的颠覆性创新
[image: ]

    注：以上数据来自克里斯坦森的论文《硬盘驱动器行业，1950—1990》；里克·法兰斯的文章《时间表：硬盘驱动器的50年》，发表在2006年9月13日的《电脑世界》，于2015年7月5日在网址http:www.pcworld.com/article/127105/article.html上看到；麦肯德里克、多纳、哈格德联合发布的《从硅谷到新加坡》和《硬盘发展趋势》的报告。建此表格的原则如下：（1）市场引领者是指在非专属市场上占有最大份额的三家公司；（2）创新公司是指在首次推出产品之后的一年内，又把新型驱动器推向市场。

  


  其实，“小驱动器”（14英寸）是由老牌公司IBM引入的。2.5英寸、1英寸和0.85英寸驱动器也是由老牌公司引入市场的。从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颠覆性创新往往不是由老牌公司引入的（与持续性创新相比），但也不全是由新公司引入的。实际上，在有些情况下，老牌公司能够引领创新，开发出新产品，服务于小众客户（尽管在这些案例中，可能新一代产品和目前产品之间的差别，相对来说很小），[4]因此，大体上来看克里斯坦森是正确的，颠覆性创新青睐初创公司。


  
两个20年的颠覆


  当然，需求方颠覆理论不能简单地解释为非老牌公司比老牌公司更有可能引入颠覆性创新。也就是说，老牌公司被较小和较新的公司取代，将永远失去其市场地位。这些新公司以新客户为立足点，将继续改进产品性能，争取老牌公司的现有客户。


  一直到1992年，硬盘驱动器行业都动荡不安。实际上，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在该行业占有一席之地的所有公司中，只有IBM公司在20年后仍屹立不倒。初期（确切地说一直到1986年）引领市场的都是控制数据公司。该公司将温切斯特主导设计融入主机和小型计算机，但最终控制数据公司失去了市场份额，希捷公司成为市场引领者。当时，希捷公司是一家生产5.25英寸驱动器的新公司，它是首批以个人计算机硬盘驱动器为目标的公司之一。个人计算机市场变成了最大的硬盘驱动器下游市场（最近移动设备的销售需求转向了固态闪存型驱动器）。正如需求方理论预测的那样，8英寸硬盘驱动器市场上的主要生产商不会想方设法转型成为生产5.25英寸硬盘驱动器市场上重要的独立竞争者。控制数据公司最终于1989年被希捷公司收购，尽管在收购时它仍然是第二大硬盘驱动器生产商。[5]


  在那期间还有两家成功的新公司：将3.5英寸驱动器推向市场的康纳公司和赶上了该时期末班车的西部数据公司。乍一看，希捷公司、康纳公司和西部数据公司似乎都符合颠覆性新公司的标准，但是为了对这一行业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我们需要了解一下三家公司成立的情况。


  希捷公司（当时称为舒加特科技公司）于1979年由菲尼斯·康纳、赛义德·伊夫蒂哈尔、道格·马洪、汤姆·米切尔和与公司同名的舒加特（他也许是最著名的联合创立者）共同创立。[6]舒加特是计算机行业最伟大的企业家之一。他的职业生涯始于IBM公司，他在IBM公司工作了18年，帮助开发了第一批磁盘操作系统，1969年离开IBM，加入了美瑞思。他带走了几百个IBM工程师，我们完全可以称美瑞思为IBM的衍生公司。美瑞思在14英寸系统引进上占有重要地位，但舒加特在1972年离开公司，又创立了舒加特联合公司，成为引进8英寸驱动器的新公司之一。舒加特确实于1974年被公司董事会封杀出局，退出该行业达5年之久。联合创始人菲尼斯·康纳（美瑞思的同事）说服了他，使他坚信硬盘驱动器行业潜力巨大，于是他重返该行业，创立了希捷公司。1980年，即希捷公司成立一年之后，首先推出了5.25英寸的硬盘驱动器。之后，舒加特打算一直待在希捷公司，将其硬盘驱动器事业进行到底。然而希捷公司的联合创始人菲尼斯·康纳却只待到1985年。


  公司创立者发生争执之后，康纳辞去了首席执行官一职，之后创建了康纳公司。[7]该公司与该行业的两家老牌公司合并，成为3.5英寸硬盘驱动器的头号供应商。当时，康纳是美国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新公司。1996年，希捷公司与康纳公司合并，康纳和舒加特再次成为同事。如今，希捷公司仍然是市场上三个硬盘驱动器制造商中最大的一个（另外两个是西部数据和东芝公司）。


  说起西部数据公司，话就长了，需要慢慢讲起。该公司成立于20世纪70年代，起初是集成电路生产商，在20世纪80年代意欲进入数据存储行业，但几度失败。1988年，它收购了坦顿公司（一家个人计算机生产商）的硬盘驱动器生产设备，并开始为这些计算机生产外部驱动器。[8]随着时间的推移，西部数据公司不断发展壮大，尤其是在2002年收购了IBM公司的硬盘驱动器部门，然后在2012年收购了日本日立公司的2.5英寸、3.5英寸驱动器以及其他驱动器部门。[9]与进入该行业的其他新公司不同，西部数据公司没有借助颠覆性创新进入该行业，而是通过有目标的收购，获取产品和胜任力，进入了该行业。


  可以这样说，这些看起来“具有颠覆性的新公司”的复杂背景没有佐证克里斯坦森所提出的需求方颠覆理论。克里斯坦森认为该行业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4个案例，在这些案例中硬盘驱动器尺寸上非连续性的变革使现有公司遭遇失败。由于它们太过注重已有客户的需求，最终将市场份额拱手让给了新公司。尽管他的观点是正确的，新公司的确应该为大多数的颠覆性创新负责，但在多数案例中，新公司并没有完全改变行业内整个市场的领导格局。有几个因素在起作用，能够说明为何简单的需求方理论站不住脚。


  第一，公平地讲，当谈到分析可持续竞争优势时，时间会告诉我们一些在分析中不太明显的事实。1995年，鲍尔和克里斯坦森写道，希捷公司“在个人计算机市场上已雄风不在”。的确，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希捷公司有一些问题，进入3.5英寸驱动器市场有些晚了。但是，它仍然是硬盘驱动器的主要生产商，正如历史所呈现的，在接下来的20年，它依然是一个稳固的市场引领者。此外，尽管进入该行业较晚，但希捷公司采取战略行动，紧追猛赶，最终成为3.5英寸硬盘市场的引领者，通过卓越的供应链管理和效率，它将高质量、低成本的产品推向了市场。[10] 1998年，如果有观察家对希捷公司的未来进行预测，其结果必然与鲍尔和克里斯坦森1995年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


  第二，在克里斯坦森研究期间，硬盘驱动器的需求变化非常快，也许比之后的变化快，至少对于计算机来说是这样的。小型计算机想挑战大型机，反而受到个人计算机的挑战，之后又受到便携式计算的挑战。在每个案例中，该行业从一个平台走向另一个平台——不仅仅是硬件，软件生态系统也是如此。[11]传统的需求方理论认为公司过分关注现有消费者的需求会遭遇失败，公司面临的挑战源于弱势产品的迅速提升。然而，在硬盘驱动器行业中，消费者必须在实际尺寸和虚拟尺寸间做出的权衡并不那么重要；如果你有一台可以放下一个大驱动器的计算机，这仍然是主要优势。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市场上所有型号的驱动器都有自己的分销和营销渠道。这让老牌公司很难控制住市场，因为，不仅是技术在发展，整个生态系统结构也在进步。


  克里斯坦森的结论是，不同型号的驱动器需要不同的市场，新公司能用较小的驱动器成功地抓住新市场。正如麦肯德里克、多纳和哈格德所说，老牌公司如控制数据公司、IBM、世纪数据公司和数字设备公司将14英寸驱动器卖给了小型计算机制造商，大获成功。[12]实际上，当8英寸硬盘的市场启动时，大多数制造14英寸驱动器的公司（包括IBM公司在内），虽没有小公司那么灵活，但从一开始就进入了该市场。[13]


  在一个案例中，我们看到克里斯坦森最初的理论得到了历史记录的证明。这一案例是关于5.25英寸驱动器的。新成立的希捷公司把目标瞄准了个人计算机市场，逐步成长，能够主导现有的昆腾公司、麦克罗波利斯公司（Micropolis）和控制数据公司。这表明尽管没有出现早在1997年克里斯坦森谈到的失败，颠覆作为一种现象也已经出现在该行业中了。


  第三，标准的需求方颠覆理论不包括人才和人力的影响。阿普里尔·弗朗哥和达伦·菲尔森表示引入颠覆性创新的公司一贯是由当时老牌企业的员工成立的。[14]阿尔·舒加特从IBM公司到美瑞思公司，然后创立了美国舒加特联合公司和之后的希捷公司。一路走来，他带走了大量的工程天才，包括菲尼斯·康纳，他们联手创立了希捷公司，之后康纳又创立了康纳公司。1996年，康纳和希捷公司成为最大的硬盘驱动器制造商。舒加特、康纳和一些高级雇员乘风破浪，从生产14英寸硬盘驱动器一直到生产1.8英寸硬盘驱动器。这些例子代表的是一种常态而非异常现象。


  这样的领导经历使其公司能够应对创新，免于失败，常常是早期进入新产品领域的新公司。这就表明管理人员在提高老牌公司持续竞争优势中起着重要作用。当然，这也表明管理措施也许有助于解释为何潜在的颠覆事件不会导致颠覆。


  我们所看到的硬盘驱动器行业的全景图更接近于一张新兴的市场图：消费者有新需求（在该案例中，是独立生产的硬盘驱动器），有相当多的公司进入该产业，也有相当多的公司退出或“被淘汰”出该行业。最终，该行业成熟并安定下来，市场上有一批相对稳定的市场引领者。这是硬盘驱动器行业第二个20年的情况，这告诫我们，高层职员的变动对该行业重大创新的引进和推动到起关键作用。因此，美国硬盘驱动器行业的案例，长期以来被作为衡量需求方颠覆的标准，实际上揭示了一个比之前人们所理解的更为复杂的颠覆观点。


  
替代效应


  鉴于第5章对替代效应的讨论，让我们再来看一看硬盘驱动器行业，看看是否老牌公司既不过于听信它们的客户，也不采纳关键创新，而是在考虑替代效应，没有足够的动力快速行动。也许老牌公司反应较为迟钝，且在采纳这些创新时成本较高，这也许是因为青睐新公司的创新涉及结构因素。对硬盘驱动器行业进行调查，我们就可以对这些相互矛盾的解释有所了解。


  我们注意到该行业从5.25英寸驱动器发展到3.5英寸驱动器相当缓慢，第一个这样的驱动器是在康纳进入该市场的三年前推出的（之后希捷公司在该市场占据主导地位）。最近，Mitsuru Igami使用克里斯坦森在做博士论文时用过的数据集《硬盘动态》，对这些实例进行了考察。[15] Igami想出了一种模式，该模式将许多相互矛盾的理论囊括在内，包括替代效应和两种颠覆理论，得出的结论是老牌公司在采纳非连续性创新方面比新公司成本更高（如从5.25英寸硬盘驱动器转到3.5英寸硬盘驱动器）。[16]确切地讲，Igmai想了解的是新公司和老牌公司在新产品发布次数上的延迟（如果有）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替代激励而非成本差异来解释。结果，对于这一硬盘驱动器历史上的特例，老牌公司花费大的缺点无法对延期（准确说是负数额的延期）做出解释。实际上，老牌公司花费更低，如果看看之前的发现，这一点也就不足为怪了。我们发现这个特殊的变革与下游客户的巨大变化没有关系（5.25英寸和3.5英寸驱动器都服务于个人计算机市场）。反而，在新公司和老牌公司发布的日期上66%的差距可以由替代效应来解释。这就佐证了我早期的看法，替代应该是所有颠覆理论的一部分。


  
转移投资和收购


  本章的分析表明在硬盘驱动器行业，新公司常常会引入创新，而这不一定会导致老牌公司失败。在第5章，对这一潜在模式，我给出了两种解释：一旦创新暴露出颠覆性，老牌公司就会转移投资，并且比新公司投入的还要多；或许它们会收购那些新公司。我们先来看看转移投资和数据所揭示的内容。


  20世纪90年代早期，哈佛商学院的乔希·勒纳研究了硬盘驱动器行业，使用了与克里斯坦森相同的《硬盘动态》数据集。与其他研究者不同，他关注的是特定型号硬盘驱动器内部的竞争，而非不同型号间的竞争。勒纳注意到该行业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飞速发展，并且许多基础性的创新没有得到专利强有力的保护。这就为争夺市场领导权的技术竞争提供了舞台。勒纳想看看谁将赢得这样的竞争：是那些携新硬盘首先进入市场的公司，还是那些追随技术引领者的公司。


  全面审视之后，勒纳得出了明确的结论：在硬盘驱动器行业，正是那些追随者而非市场引领者，在新硬盘驱动器上投资更多。[17]具体地讲，对于任何尺寸的驱动器，勒纳将市场上所有产品根据驱动器的密度（也就是说，你可以将多少信息压缩到相同体积的磁盘中）划分等级。市场引领者是那些在同类产品中居前25%的公司，追随者是剩下的公司。引领者创新之后，往往会被追随者超越。正如我们从克里斯坦森的分类（还有Igmai的分析）中所了解的，新公司更有可能推出新型号的产品。勒纳的分析表明追随的老牌公司确实会转移投资，从战略上应对潜在的颠覆。此外，它们后来的成功表明这样的应对也许代价很大，但是能够有效预防潜在的颠覆。


  有证据表明收购是应对颠覆的又一成功策略，20世纪90年代后期希捷公司凭3.5英寸驱动器主导了硬盘驱动器行业，然而成功之路异常坎坷。正如克里斯坦森所记录的那样，其他公司都推出了3.5英寸硬盘驱动器，而希捷公司仍然专注于之前的5.25英寸驱动器这一模式。是康纳等公司使希捷公司进入了3.5英寸驱动器市场。[18]康纳自己的3.5英寸硬盘驱动器在当时处于主导地位。然而，在1993年，也许是由于竞争压力，康纳公司损失了4.453亿美元，在主导产品的生产上落在了后面。[19]或许，正如克里斯坦森所说，希捷公司感受到了来自康纳公司的竞争压力。1995年9月，希捷公司力排众议，同意以11亿美元收购康纳公司。这一举措使所有驱动器生产商的股票都上涨了，经济学家将其看作一种预示：该举措也许会减少竞争，而不会加剧竞争。[20]


  这一事件表明，老牌公司可以采用另一种方式应对颠覆——收购新公司。虽然有人可能会认为希捷公司的这一策略涉及收购康纳前的转移投资，但是待观望然后收购新公司，消除竞争的观念，与需求方颠覆至少是一致的。通过待观望，一家老牌公司会发现自己的客户群是否受到了新公司的威胁。事情明朗以后，收购了新公司，老牌公司就能够应对颠覆。的确，对于希捷公司来说，这是一种模式。它在1989年收购了控制数据公司，于2006年收购迈拓公司，[21]于2011年收购三星硬盘驱动器部门，[22]于2012年收购莱希公司。[23]迈拓公司本身就是一家收购竞争对手的公司，在1990年收购了MinisCribe，[24]在2000年收购了昆腾[25]。所有这些告诉我们，希捷公司通过收购，使19个竞争对手直接或间接退出了市场。


  
哪种经验有利于公司活下来


  在硬盘驱动器行业，主动采取行动应对颠覆会怎样呢？克里斯坦森的主要观点也许是成功会使公司更容易失败。一条思路就是想想经验（公司中对人这一层面进行的考量）是否与现有公司的失败有关。


  幸运的是，使用克里斯坦森和其他一些人用过的《硬盘动态》数据集，安德鲁·金和克里斯·图奇，对1976年到1995年间促使硬盘驱动器生产商退出该行业的公司进行了大规模的数据分析。[26]据克里斯坦森分析，这一时期涵盖了所有该行业的颠覆性技术。金和图奇对管理者在确保公司长期稳定中所扮演的角色很感兴趣。按照需求方颠覆理论，管理者也许正是问题所在：最好最有经验的管理者具备知识和与主流客户沟通的渠道，也许会理性地忽略开发颠覆性创新的机会，因为这样的创新不会吸引主流客户。特别是，金和图奇将前一代的经验视作下一代公司成功的预兆（下一代硬盘驱动器的型号）。他们发现，与需求方颠覆理论所述相反，刚刚过去的一代的经验（由公司那一代的销售额、累计销售额或过渡的经验测量得出）与下一代的成功呈正相关。如果公司将要进入行业新的小众市场，情况也是如此。他们得出结论：“管理经验”应该被看作一种互补性资产，能够通过其他有难度的技术转换使公司持续发展。此外，弗朗哥和菲尔森发现，当管理者进入新公司时这个结论便成立了：该行业早期的个人管理经验已经被证明是未来成功的保证。[27]


  这些分析表明在硬盘驱动器行业管理经验也许是个优势而非绊脚石，这一经验有可能协助公司做出成立独立部门的艰难决定，从一项颠覆性技术转到另一项颠覆性技术。在后续的论文中，金和图奇抓住了这一主题，将他们的数据进行编码，将所有硬盘驱动器制造商囊括在内，不管它们有没有独立部门。[28]他们发现一家公司是否有独立部门，一般来说对其从颠覆性创新中生存下来的可能性不会有影响。此外，与新公司相比，独立部门本身退出市场的可能性更大。当然，应该注意的是金和图奇考察的是所有公司，而不仅仅是最成功的公司，也许成立独立部门仅对市场引领者有价值。


  那么当面对颠覆时，哪种经验有助于现有公司存活下来？本书的观点（特别是第7章）是如果现有公司增进其融合的经验和胜任力，就一定能抵御颠覆。然而当这些选择代价巨大时，就会使人觉得这些是保险固有的方法。此外，在转移投资和收购方面有经验的公司将会减少需求方颠覆发生的可能性。一家公司能够在受到颠覆性技术挑战时提高转移投资和收购的能力，硬盘驱动器行业的制造商希捷公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希捷公司的策略，正如其联合创始人所指出的那样，关注的不是“谁先进入市场，而是谁能够提供所需数量的高质量产品”。[29]正如麦肯德里克、多纳和哈格德极力证明的那样，硬盘驱动器行业的成功是由于受到了开发供应链能力的驱动，所开发供应链必须能够应对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计算机市场的爆炸性增长。这就要求生产厂商从北美发展到东南亚。的确，希捷公司增强了供应链能力，最后成为20世纪90年代，在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最大的私人雇主和中国最大的出口商。[30]低成本大规模供应的能力使希捷公司在刚开始制造小驱动器时就能够转移投资。另外，巩固生产链使希捷公司能够收购其他公司，并与这些公司在东南亚的生产厂商相融合，包括收购康纳和迈拓。[31]总之，从这个角度来看，希捷公司在抵御需求方颠覆中提高了先期积极应对的能力，很可能是其持续成功到今天的原因所在。这些持续的投资本身不会成为“保险”，但表明当面对颠覆性创新时，你有可能使自己走上持续发展的道路。


  到目前为止，我们发现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硬盘驱动器发展的这一关键时期，就需求方颠覆理论而言，只发生了一次真正的颠覆事件，就是希捷公司将5.25英寸驱动器用在个人计算机上而不是小型计算机上。事实上，在这场变革中关键客户发生了变化，这一事实表明需求方颠覆起了作用。然而，想想（特别是之后融合能力的重要性）供给方颠覆是否在硬盘驱动器行业也起了作用，会有所助益。


  答案是肯定的，但是来自一个不太可能的来源。1998年克里斯坦森和费尔南多·苏亚雷斯、吉姆·厄特巴克发表了一篇文章，从主导设计的角度重新审视了硬盘驱动器行业。[32]我们在第3章讨论为什么苹果的体系结构对手机行业有这样的影响时，就是从这个角度分析的。苹果手机出现之后，所有的智能手机都采用了那样的设计，最终都没有从该行业消失。


  克里斯坦森、菲尔南多·苏亚雷斯和吉姆·厄特巴克认为，在硬盘驱动器行业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模式，尽管在那个案例中，主导设计经过10年的时间才出现。主导设计在1984年由迈拓推出，融合了两个结构创新和两个部件创新。5年之后，所有的制造商都采用了这一设计。两个结构创新是我们关注的焦点。第一个是温切斯特结构，由IBM公司在1973年开发，将所有的硬盘元件组装在一个无尘空间里，提高了速度和准确率。第二个是短轴型电动机。希捷公司在1980年推出该产品，这是硬盘在狭小的5.25英寸空间自己旋转的唯一方式。这两个创新在本质上来说都是结构性创新，因为极大地改变了驱动器内元件之间互动的方式。


  具有重大意义的是，唯一的真正颠覆事件与结构创新相关，颠覆事件使这之前的现有公司全部走向失败。可以肯定的是，这也是颠覆性技术。这也证明颠覆理论的形式多种多样，因而我们在对一个行业动荡不安的状况进行分析时，需要将它们全部考虑在内。


  
颠覆、证据和管理


  本章的目的是回顾一下影响深远的颠覆故事，评估一下许多人长期对硬盘驱动器行业持有的观点是否与事实相符。尽管人们普遍认为，该行业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了几次颠覆事件，但很难找出系统的颠覆证据（如这里所展示的）。就硬盘驱动器而言，仅有一个典型的颠覆案例，硬盘驱动器从8英寸到5.25英寸的变革与大型计算机到个人计算机的变革密切相关。但是在其他行业的变革中，新公司比现有公司进入市场的速度更快。因此，似乎最为关注客户的公司会惨遭失败。[33]


  我们从中得出的信息令人充满希望而非恐惧。如果颠覆是一个不可控的真实现象，那么成功公司有一个“使用期限”，公司领导应该很担心。但是这里的证据却指向一个不同的事实，证据表明我们对颠覆力量的认识有一个提高过程。公司不一定会有规律地被不断颠覆，这并不意味着颠覆本身不是一个理应关注的问题。相反，公司也许该设法应对颠覆或者先期采取措施，减轻潜在的颠覆所导致的最糟糕的后果。失败和退出的原因没有如人们设想的那样出现在硬盘驱动器行业，这并非需求方颠覆的力量不存在，而是成功的公司和市场引领者找到了保留其市场领先地位的方法。因此，通过思考需求方和供给方颠覆的根源，以及管理人员在面临颠覆时能自主采取行动的范围，最初的颠覆理论的反常现象便可在某种程度上得到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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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章

    成功总是伴随着经验而来

  


  在电影《星球大战》[1]结束前几分钟，一位下级军官走到死星的领导人帝国元帅莫夫·塔金面前说：“长官，我们分析了他们的攻击，很危险。我把您的船也准备好吧？”塔金回答：“撤离？在我们胜利之时？你高估了他们吧！”总之，几分钟之后弱者杀死了强者。


  在生意上，很少有一个决策就能使人免遭毁灭的情况，但自满很可能是前进道路上的陷阱。更为重要的是，小公司可以颠覆大公司，弱的可以赶走强的，成功似乎总是伴随着终结而来。熊彼特、福斯特、克里斯坦森和亨德森等人的研究工作，成就了我们今天所谓的颠覆理论，他们每个人都支持如下看法：高居领导地位的公司并不像许多人（特别是它们）认为的那样稳固。因此，英特尔的安迪·格鲁夫以“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为人生准则，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今的问题是我们从塔金那般的自满走到了格鲁夫那样的偏执，而事实则介于两者之间。这导致到处都有人谎报军情，声称遭遇颠覆。许多人还歪曲理论，直到理论变为：不管什么公司，只要目前看起来很成功，那么它很快就会灭亡。在我看来，这偏离了研究方向，造成的错误模糊了基础概念的价值。


  
你眼中的苹果


  要想说明这种用事实去套理论的情况，最好的方法就是想想有多少人分析过苹果公司的未来前景。在写此书时，苹果是世界上最具价值的公司，自然成为无数预言的目标，预言其即将灭亡。[2]为此，我想看看克里斯坦森是如何利用其颠覆理论预言苹果灭亡的。公平地讲，早在苹果未取得现在的成就之前，他就这么做了。可能今天他的观点改变了，然而，他对苹果所发表的公开言论也在我与许多商业领袖的日常交流中有所体现，这是很重要的起点。


  在克里斯坦森写《创新者的窘境》一书时，苹果公司濒临倒闭，未能以其牛顿（Newton）产品激活个人数字助手市场。认为苹果公司的星星之火会永远熄灭也不无道理。克里斯坦森认为苹果是颠覆的又一个受害者。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史蒂夫·乔布斯的回归，苹果公司惊人复苏。许多管理学方面的学者自此一直在试图解开其中的秘密。到2006年，苹果公司推出了新的产品系列，大获成功。iPod有望改变音乐行业。克里斯坦森认为成功不会延续下去。他认为苹果的专利体系（包括自己的播放器、格式、数字加密和音乐商店）随着产品越来越模块化不会维持太久。其他竞争对手拥有良好的音乐播放器，在价格上会与苹果公司相竞争，最终苹果会失去其竞争优势：“苹果可能会认为其专利产品iPod是其竞争优势，但这是暂时的。将来，真正重要的是其内在的软件，软件会让用户找到其想要聆听的音乐，不管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只要他们想听，就能毫不费力地找到。”[3]


  乔布斯的解决方案是让苹果公司持开放的态度，所有的音乐播放器都可以使用iTunes，这是乔布斯从未做过的事情。为此，许多人对克里斯坦森提出了严厉的批评。[4]毕竟，没有一个MP3播放器能够与iPod相匹敌，苹果并没有被新公司颠覆。但有趣的是，克里斯坦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正确的。关于是否能够将非苹果售卖的音乐在苹果的设备上播放的问题，苹果在2007年给予了答复。随着iPhone的推出，音乐播放器iPod变成了一款应用软件；iPhone能够播放许多数字来源的音乐。特别是，由于移动宽带的改进和云服务，音乐行业通过苹果（和其他）装置上的应用软件进入了流模式或点播模式。


  因为iPhone并没有和音乐捆绑在一起，而且苹果想要出售更多的iPhone，所以苹果公司让争夺音乐行业掌控权的竞争，甚至达到了损害其音乐业务部门利益的程度。它可以轻易地阻止竞争对手的音乐在iPhone上播放，这样苹果可以通过捆绑销售拓展其市场势力。为什么苹果不这样做呢？因为它没有将自己看作音乐企业，相反它将投资转移到提升其移动设备上。从某种程度上讲，苹果公司比许多人所预计的还要早地避开了替代效应，设法走出了潜在的颠覆。即使今天，它依然是这么做的，这一次是通过收购，它收购了Beats Music这一在线流媒体音乐推荐平台，花了将近30亿美元。[5]就iPod而言，克里斯坦森有关苹果公司所面对的风险的言论是正确的，但他没有提及颠覆可以应对。


  回过头来看iPhone，克里斯坦森在预测其失败时讲得很清楚。[6] 2007年，虽然iPhone带有低端的特征（通话质量不高，没有键盘），会使人们认为其具有颠覆性，但是正如我们在第3章所讨论的那样，克里斯坦森将iPhone看作持续性创新。克里斯坦森自己后来承认，他最初对iPhone的归类错了。这说明事情发生之前将一项技术归类是很困难的，这也是难以确定颠覆事件是否会发生的原因所在。我想知道未能识别出iPhone新的产品结构，是否还因为别的错误。正如第3章所解释的那样，为什么没有一家现有手机制造商能够成功复制苹果手机新的主导设计，而新公司却做到了，原因盖出于此。新的结构创新也比新的颠覆创新更难确定，恰恰是由于现有公司是围绕之前的结构组织起来的，看不到使新结构起作用的事物。


  备受尊敬的著名分析师霍勒斯·德迪乌一直以来都在对苹果公司进行分析和研究。2012年，他问克里斯坦森为什么苹果公司的情况似乎与颠覆理论不符。[7]克里斯坦森认为是苹果公司很幸运地找到了新产品，其中蕴含着一种新的专有模式：


  
    从专有结构到公开的标准结构的转变一次又一次反复发生。这次发生在个人计算机领域。这虽然没有摧毁苹果公司的计算机业务，但使苹果公司的地位下降到了无足轻重的地步。iPod就是专有的融合性产品，虽然现在已经很普遍，从亚马逊和iTunes上一样可以轻松下载到你喜欢的音乐。你可以看到围绕安卓组织的模块化比iPhone发展得更快。因此，我担心模块化也会出现在苹果公司。[8]

  


  在我看来，相较于开放的结构，将焦点放在专业的结构上似乎没有什么问题，过分看重运气似乎不太合适。


  要想了解我的看法，不妨先考虑一下像苹果公司在其最成功的时候那样拥有专有的或高度融合的方法的优势。关键因素是控制：通过控制产品众多要素和周围的生态系统，苹果公司能够进行大的变革，而不会引起严重的不良后果。这样，管理人员能够跨部门同时协调多个创新项目。例如，苹果公司最初想要开发平板电脑，后来意识到iPhone是一个唾手可得的机会。推出iPhone之后，苹果公司又将其注意力转回到平板电脑市场上。许多公司想要凭其主导设计也进入该市场，但都失败了。和计算机相比，平板电脑需要结构创新，而非模块创新。但是由于其硬件和软件设计团队融合在一起，拥有共同的开发团队，苹果公司能够推出iPad，其界面和体验为iPhone用户所熟悉。人们几乎忘了苹果公司进入该市场较晚，但这是各家公司（如佳能）使用融合法获取产品深层结构知识的标志。[9]


  同样，如果我们返回头来看本书开篇部分提到的大英百科全书出版公司这一案例，就会发现使用专有的融合方法进行控制，会对公司快速创新的能力起到重要的作用。大英百科全书依靠第三方进行销售，使用高效激励手段（如大笔佣金）。这意味着对产品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成本会极高。苹果公司则较为小心地控制着销售渠道。例如，苹果商店不给雇员发红利，这样他们就不会担心产品系列是否进行变革。苹果公司也能很容易地进行巨大的产品变革。


  因此，从一方面讲，苹果使用的专有模式，在推出新产品种类时会有所助益，这样讲是正确的。从另一方面讲，应用软件商店及其生态系统代表着向模块化迈出了一步。所有的应用软件开发都是与苹果的移动科技相关的模块创新。拥有100多万个应用软件，很难说它是封闭的，特别是在和iPhone之前就存在的由操作员控制的移动应用软件空间相对照时。而且正如克里斯坦森所说，在探索模块创新时，采用开放的方法往往更灵活一些。安卓进行了许多实验，其中包括脸谱网、亚马逊和小米专门设计的操作系统，这使安卓加快了与键盘创新、可穿戴装置和不同型号的手机共同走向市场的步伐。[10]不同之处在于苹果公司已建立起一个体系，借助这一体系可以自由探索新结构，并且在其平台一些部分保持开放的同时，耐心地建立起与其他公司的联系。


  所有这一切并不意味着苹果是坚不可摧的。要想了解这一点，我们来看一下另一个技术巨人——微软。苹果似乎因投资结构知识未受到替代效应的影响而取得成功，微软则在许多方面与苹果背道而驰。微软在胜任力上进行了投资，使公司能够更有效地应对颠覆事件。在第5章中，我们看到微软在面对网络浏览器的威胁时，实施了转移投资的策略，最终在浏览器大战中获胜。在图形用户界面（Windows）、媒体播放器、搜索引擎、办公软件包、电子游戏甚至大英百科全书（只列出一部分）方面，微软使用了同样的策略。在每一种情况下，新公司建起市场之后，微软才意识到机会来了，积极投入竞争，争夺那些市场。最终虽然有些起起伏伏，但在2014年，继苹果之后微软再次成为世界上第二大最具价值的公司。


  这对苹果来说意味着什么？苹果采用双管齐下的策略避开颠覆。人们可能认为苹果因为永不听取客户意见，而是打造优质产品，避开了需求方颠覆。[11]众所周知，苹果从未使用过焦点小组或其他传统的以客户为导向的产品开发工具。这并不是说它不采用客户想要的创新，只不过没有那么迫切地去做。这是正确的，例如，移动装置上的多任务处理、键盘的选择和最近的大屏手机和小屏平板电脑。


  就供给方而言，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苹果在多个领域进行的产品创新，采用了高度融合的方法，这使其拥有了有关其产品领域的深层结构知识。在其取得成功的产品领域中，没有一家公司在高端市场上赶上它。但同时，理论告诉我们这有可能很脆弱。如果有公司开发出了新的产品结构，会发生什么事情？苹果能将之吸收吗？


  这一问题还没有答案，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从消极的一面来看，苹果公司到我写作本书时还面临着尚未解决的问题。[12]例如，在开发自己规划的产品时行动相对迟缓，这使其客户异常失望。苹果七八年来也在云服务上进行了艰苦的努力，甚至在iCloud推出之时，史蒂夫·乔布斯声称云是苹果公司产品体系的枢纽。可以很有把握地说，这些服务并未像预想的那样得以全部采用。[13]即便如此，许多大型科技公司仍在致力于云服务，微软事实上已经在Azure投入巨资，设法提高云服务。与微软不同，苹果只不过没有同样的胜任力进行转移投资。


  完整的颠覆理论需要了解需求方和供给方的方法，以及老牌公司能够采取的各种预防措施和应对策略。这就为苹果公司的成功以及其未来潜在的威胁提供了一个全面的图景。简单地讲，苹果公司进行了比其他公司更为深入的融合，给自己上了“保险”，同时也使其在推出新产品时忽视了替代效应。由于没有完善的保险措施，苹果依旧难以应对颠覆事件。这是我们将来应该注意的。


  
总有那么多事情要做


  本书试图解构并重构我们对颠覆现象的理解，希望能够对颠覆现象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不囿于任何一个理论。


  本书一开始就给颠覆下了一个清楚具体的定义。颠覆是一种现象，借此发现恰恰是因为依旧采用助其成功的方法和策略，公司才会濒临倒闭。这种颠覆可能会很严重，使公司遭遇失败。大英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百视达公司、诺基亚公司和柯达公司都是典型的案例。有趣的是，在每个案例中，公司预测到了颠覆事件，有时还采取了大规模的行动，却毫无结果。尽管如此，当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些颠覆的证据时，发现在我们定义的颠覆事件和导致失败的颠覆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


  其中之一就是其他互补性资源。公司拥有这些互补性资源，就能够经受住颠覆事件的洗礼。这些资源（如字体库）意味着虽然颠覆事件会使公司在竞争上受到伤害，但也给这些公司提供了重返市场、继续引领市场的手段。它们常常会成为行业凝聚的中心，技术领导地位也许会改变，但市场领导地位会相对稳定。


  另一个因素是至少按照需求方颠覆理论，老牌公司有选择权在事后应对颠覆。的确，替代效应使老牌公司有理由减缓颠覆的影响，或者至少通过自己的行动，使颠覆的速度不再加快。然而，一旦颠覆事件失去控制，它们就会将投资转移到新技术上，或者收购新的竞争对手。当学者们重新审视硬盘驱动器行业和语言识别行业，想要看看这些策略的应用情况时，发现公司会采用这些策略，特别是与颠覆事件相关的时候。因此，颠覆事件与颠覆之间的联系有失条理的原因可能是这些公司学会了应对颠覆。


  最后一个因素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潜在的颠覆事件并不总是能够导致颠覆，即公司有时候会先期采取行动，抵御颠覆事件带来的不良后果。例如，它们可能会投资建立独立部门，以抵御需求方颠覆或投资进行融合研究，以抵御供给方颠覆。两种方法都涉及持续成本和时间久了会对公司竞争力造成损害的限制性因素。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它们可能会获得转移投资或收购新公司的胜任力。这些胜任力可能决定着颠覆事件是否会影响这些公司和如何影响这些公司。


  所有这一切会构成一幅更为完整的颠覆图景。这幅图使公司不再关注颠覆是否存在或是否重要，而会使公司领导思考公司应对颠覆的战略方向。它们是采用先期措施预防呢，还是后期应对需求方和供给方颠覆呢？它们能够接受低端短期的竞争优势，以换取较为长久的稳定吗？它们能够获取必要经验，利用策略成功应对颠覆事件吗？


  最后，我们要讲的是成功的公司和其投资者可以安心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可以放松，总是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做，但是学术研究和市场经验表明对即将到来的不可避免的颠覆的恐惧是毫无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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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序一

  实现基于用户目标的精准创新


  加强对创新的重视以及进一步开展创新管理，是企业发展的关键。


  在企业创新的具体过程中，需要独特的创新战略。1997年，哈佛商学院的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提出了颠覆性创新理论，其主要思想是：新兴企业不应沿袭在位企业的创新轨迹，通过为用户提供足够好的适宜技术，反而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逆袭。例如，PC机战胜微型计算机、慕课教育挑战传统教育等，均是颠覆性创新的极好事例。颠覆性创新一度成为创新理论的重大突破，它鲜明地揭示了正确的市场定位而非技术本身，是企业创新成功的关键。一些掌握核心技术的大公司，反而在新兴技术的选择方面，过多地沿用传统的财务评价方法而踌躇不决，结果失去了在市场竞争中持续领先的地位，这就是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教授所描述的“创新者的窘境”。


  颠覆性创新的理论虽然十分新颖，并极大地改变了各大企业的创新思路，但这一理论并未指出企业创新的具体路径，即企业如何远离现有的技术轨道。为此，颠覆性创新仍然把创新看作一种具有情境性、艺术化的管理行为。


  然而，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教授认为：“不论那些天赋超群的人如何努力，许多制造新产品的尝试，最终都失败了。”因此，企业需要创新管理这一职能，在大胆提出伟大的创意之后，精心控制创新的试错过程，使创新失败的概率最小化，这是企业创新工作的更高要求。


  本书提出的基于市场研究的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就是要帮助企业进一步明确市场需求，依靠严密的市场研究，找到最合理的创新方向，使创新成为一种可预测的、可持续的商业行为，从而让创新从艺术走向科学。印度的威普罗（Wipro）公司在全力为创新创造条件的同时，也大力督导创新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及时地拜访用户、对用户需求进行调研，可以使企业不断地获取来自用户的最新信息，并激发企业针对这些具体的用户需求去进行创新，从而做到创意新颖、产品精准、用户满意。


  通过用户目标达成理论，我们可以得知，企业的创新必须高度重视战略和市场营销工作，因为在“需求牵引”和“技术驱动”的争论中，具体的用户目标是创新的关键因素。建立市场驱动的组织和文化，才能更高效地推动企业的创新工作。加强企业研发工作，不仅仅是技术的研发，也包括高水平的市场研究。


  本书是世界创新大师克里斯坦森教授在颠覆性创新理论之后又一重要的创新力作，它揭示了创新工作不应是一种鲁莽的不计代价的冒险，而是要基于对消费者现有的或是未来的用户目标的精准把握，提出更明确的创新方法。在全球创新成本不断上升、创新风险不断加大的新环境下，克里斯坦森教授的这一创新理论与方法无疑是客观、理性和可行的。


  我极力向读者推荐《创新者的任务》一书，感谢中信出版社引进并翻译出版这一优秀的商业著作，希望本书的思想对进一步推动中国企业的创新工作有新的贡献。


  陈劲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创新管理教授

  《清华管理评论》执行主编


  推荐序二

  超越运气

  从用户故事中寻找创新机遇


  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是那种能让人感受到“理论之美”的理论家（相反，很多理论家总是在做一件事——展示理论的牵强与笨拙，让人对理论望而生畏）。这表现在他的理论不仅具有强大的解释力，而且他能将其理论赋予一种明显的“故事感”和“场景感”，消解了所有理论自带的“灰色”。


  克里斯坦森以提出“颠覆性创新理论”而著称。近十年来，这种理论在中国商业界被反复提及和引用（虽然不少时候是被当作一种理论饰品），其影响力不能说不大。本人从1998年开始关注他的思想和著述（当时他只是哈佛商学院的一名讲师），读完刚刚出版的《创新者的窘境》，我“以激动的心情”在《互联网周刊》上写了一篇详细介绍这本书的文章。他的理论之所以能让人“激动”，是因为它更像是一种富有戏剧性的情景展示和场景推演。一个强大到独孤求败的公司，如何凭着在市场上所向披靡的产品，最终打败了自己？一个弱小到令人同情的公司，如何凭着最不起眼的产品，从走自己的路开始，逐渐踏上别人的路，终于让别人无路可走？关键还不在于以弱胜强的结果，而在于丝丝入扣、渐入佳境的颠覆性逻辑。克里斯坦森用理性而沉静的语言把这个逻辑讲得让人跃跃欲试。


  半年前，知乎的首席执行官周源先生向我推荐了《创新者的任务》这本书。我用了3个多小时读它，完全停不下来。


  很多大师后期写的书，更像是在舞台上舍不得离开时的重复和唠叨，但《创新者的任务》这本书，我确信是克里斯坦森的著作中最值得读的一部，它对身处创新、创业一线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克里斯坦森以前的著作，无论是《创新者的窘境》《创新者的解答》，还是《创新者的基因》，虽然精彩，但仿佛都是在为这本书做铺垫。


  前面几本书让我们目睹了各种颠覆性创新，理解颠覆发生的逻辑，而《创新者的任务》的主题只有一个：如何通过体系化的操作，真正打造出一款引爆市场的颠覆性产品？


  市场上时不时会出现“爆款”，偶尔也会出现对整个行业搅局的颠覆性创新。实际的情况常常是，“爆款”之后难再有爆款，“搅局”之后，泯然众人。这也是克里斯坦森构思这本书的基本焦虑和基本困惑：颠覆性创新如何避免“撞大运”的命运？颠覆性产品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吗？


  经过长期、大量的案例研究，克里斯坦森和他的研究团队得出结论：颠覆性创新可遇且可求。一个产品之所以能实现颠覆，一定是做对了什么。只不过人们常常是侥幸、碰巧做对。对在哪里？到底有多对？他们常常茫然不知，而且常常将无关紧要甚至起反作用的“原因”归结为原因。可想而知，这样的好运气只能是一次性的，想复制这样的好运，成功率与守株待兔一样低。


  克里斯坦森的《创新者的任务》始终在说一件事：如何让颠覆性创新操之在我而不是撞大运，如何有方向、有策略、有方法、有流程地实施颠覆，创造可持续的“爆品”。


  克里斯坦森的这个创新方法论即“用户目标达成理论“（Jobs to Be Done）。克里斯坦森建议，每一个创新者都应该通过“用户目标达成理论”这个镜片，从用户视角观察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想要完成的任务，以及完成任务过程中遭遇到的挑战和阻碍。


  用户目标达成理论能够让我们通过产品功能，看到用户日常使用产品时涉及的社会和情感因素，详细还原用户达成目标的背景。这不仅有益于产品本身的改进，而且能够让创新者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现商机。


  当下，我们身处大数据时代，数据的收集方式和速度以及数据量都呈指数级增长，用于数据分析的工具也越来越多，且性能都在不断提升。我们有更好的条件用于客户信息的收集和分析，也理应利用这一优势条件针对用户需要达成的目标提供更为优质的产品和体验。


  即使是过度竞争的市场，也不缺少用户需求，缺少的是发现客户隐秘需求的意愿和能力。如果你能像父母对孩子一样揣摩用户需要达成的目标，像医生一样从表面的症候解读出用户自己都不知道的任务，你的企业就会创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市场空间，并获得惊人的成长。


  吴伯凡

  知名媒体人、学者、商业思想家


  前言

  创新不该碰运气


  这是一本与“进步”（progress）有关的书。


  没错，这本书谈的是创新，以及如何精进创新的能力。不过，这本书的核心其实是告诉我们，如何迎接在追求进步的过程中面临的种种挑战。


  你或许跟很多创业者及管理者一样，在追求创新时可能没有想到“进步”这个词；你可能只想创造出具备出色功能和效益、足以吸引用户的完美产品；或是持续改良既有的产品，让产品获得更好的利润；或是有别于竞争对手。你认为你知道用户想要什么，但实际上，市场有什么反应，你只能是碰运气。你认为，只要自己尝试的次数够多，外加一点儿运气，那么你的产品总有一天会受到用户的青睐。


  然而，你并不需要这么做。当你真正了解影响用户选择的因素时，就没必要如此。创新其实有很高的预测性，而且可以带来更好的收益，但你需要改变思维。重点在于进步，而不是产品。所以，如果你已经厌倦了倾注全力创新却总是遇到“叫好不叫座”的情况；如果你想创造事前就可以知道用户不仅有购买意愿，而且愿意出高价购买的产品和服务；如果你想和市场上那些只靠运气的创新发明相互竞争，那么请你继续读下去，这本书可以帮助你让业务发展得更顺利。


  多年来，创新一直是全球各个企业最关注的课题，但它也总是令人大失所望。最近的麦肯锡调查显示，有84%的全球高管认为，创新对企业的成长策略极其重要；而且仍有高达94%的受访者并不满意他们自己的创新绩效。大部分人也同意，绝大多数的创新远不及最初的理想抱负，这种现象已经持续数十年了。


  理论上，这个现象实在没有道理。在今天，企业可以自由运用的工具和技术远比以前更精密，企业投注于创新目标的资源也远比以前更多。2015年，《战略与经营》杂志的一篇文章指出，1 000家上市公司光是研发支出就高达6 800亿美元，比前一年多了5.1%。[1]但企业并未因此变得更了解用户，大数据革命大幅增加了数据搜集的多元性、数量和速度，也提升了分析工具的复杂性。大家对这些数据的期待更胜以往。2008年，时任《连线》杂志总编辑的克里斯·安德森甚至宣称：“有相关性就够了。”[2]他这句话隐藏的意思是，只要凭借大量的数据就足以破解创新问题。自从迈克尔·刘易斯在《点球成金》中描述了奥克兰运动家队的奇迹式成就后（谁会料到上垒率竟然比打击率更能预测球队表现呢？），各类组织就一直在寻找可以指点创新迷津的“点球成金版”用户数据，但很少有人找得到。


  许多公司的创新流程有着自己的结构与纪律，而且应用这些流程的人都有娴熟的技巧，包括“门径管理系统”（stage-gate）、快速迭代（rapid iterations），以及制衡原则（check & balance）的精致设计。所有风险都经过精心估算与削减，企业在创新流程的设计中，普遍内建六西格玛（six sigma）等体系，新产品在每个阶段的发展应该达到哪些标准，都要设定精确的衡量指标及严格的要求。从表面上看来，这些公司似乎掌握了非常精确、科学的流程。


  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创新依然是碰运气的事。最糟糕的是，这一切的创新行动都给人一种“有进步”的错觉，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企业为了达到适度的创新，投入成倍的心力和成本，但是在关乎长期成长的突破性创新方面却乏善可陈。就像大联盟传奇捕手尤吉·贝拉的一句名言：“我们迷路了，但我们开得很顺，正在快速前进！”


  为什么会错得如此离谱呢？


  根本的问题在于：企业累积的大量资料并未被妥善整理，因此无法据此可靠地预测哪种创意可行。这些数据只是告诉你，“这个用户看起来跟那个用户很像”，“这个产品和那个产品有类似的功能”，“这些人过去有相似的行为”，或“68%的用户表示比较喜欢A版本，而不是B版本”。但这些数据并没有告诉你，为什么用户会做出这些选择。


  以我为例，我叫克里斯坦森，64岁，身高203厘米，鞋子穿16码，孩子们都上大学了。我住在波士顿郊区，开本田多功能旅游车上班，我还有很多其他的特质，但是这些特质并没有促使我去买今天的《纽约时报》。我的某些特质可能和购买《纽约时报》的用户偏好有关联，但是这些特质并没有促使我去买那份报纸或其他商品。


  如果公司不了解为什么我在某种情况下会选择“雇用”（hire）它的产品，以及为什么我在其他情况下会挑选其他公司的产品，那些与我[3]（或与我相似的人[4]）有关的资料不太可能帮助公司创造出吸引我的创新发明。我们很想相信可以从数据库里看出重要的模式并相互参照，但这并不表示两件事之间就有因果关系。诚如《信号与噪声》的作者纳特·西尔弗所言：“冰激凌销量和森林大火有相关性，因为在夏季高温时都比较常发生，但两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你买一盒哈根达斯冰激凌不会使蒙大拿州的森林着火。”


  当然，相关性和因果关系是两回事，这不是什么出人意料的道理。但即使大多数企业都了解这一点，它们却常常把两者混为一谈。它们放心地使用相关性，因为那样可以让它们在夜里睡得更安稳。


  但是，相关性并未透露出“创新”最重要的因素：为什么我会买某件商品？这背后有什么因果关系？很少有创新者把找出“起因”（cause）视为主要的挑战，他们把关注点放在了如何改善产品、增加收益，或是增加产品的差异化以增强竞争力等方面。


  质量管理之父爱德华兹·戴明曾说：“你要是不知道怎样问正确的问题，就无法找到答案。”几十年来，我见证了许多卓越的大公司一再失败，于是我逐渐得出一个结论：的确，我们应该问一个比较好的问题，即“你‘雇用’那个产品来做什么？”


  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概念。我们购买产品时，基本上就是“雇用”某个东西来完成某个任务。如果任务大功告成，未来又面临同样的任务时，我们就会再度“雇用”同样的商品。万一这个产品无法完成任务，我们就会“淘汰”（fire）它，再去找其他可以解决问题的商品。


  每天，我们都会遇到一些事情，生活中充满需要完成的任务。有的任务很小（如“排队时消磨时间”），有的任务很大（如“寻找令人充实的职业”），有的任务纯属意外（如“航空公司把我的行李搞丢了，但是我需要正式服装参加商务会议”），有的任务经常发生（如“帮助女儿准备健康美味的午餐”）。有些时候我们知道任务即将到来，有些时候则无法预料。当我们发现有任务需要完成时，我们就会想办法来完成这个任务。


  例如，我可能会买一份《纽约时报》，因为等待就诊时需要消磨时间，而我不想翻阅候诊室里的乏味杂志；或者我买报纸是因为我是篮球迷，现在正值“三月疯”（即美国大学篮球联赛）。只有生活中出现《纽约时报》可以帮我解决任务这一契机时，我才会买《纽约时报》。又或者，我订阅《纽约时报》，每天让人送到家里，是为了让邻居知道我见多识广，而订户的邮政编码或家庭收入的中位数都不会告诉《纽约时报》这一点。


  我在哈佛商学院授课时曾论及这个理念。但后续20年间，我和许多作家、我所信赖的同事、合作者、意见领袖做过无数次沟通以后，又在不断地精进这个理念。一些全球备受推崇的企业家和创新者都已经验证了这个理念是正确的，包括亚马逊的杰夫·贝佐斯和财捷集团（Intuit）的斯科特·库克。近几年几个极其成功的新创企业也证实了这一点，谁会想到让旅游者付费住在陌生人家中的服务，竟然比万豪、喜达屋、温德姆酒店集团更值钱？但爱彼迎做到了。萨尔·可汗说，他用来教小表妹数学的影片比许多早就上线的教学视频“更廉价更简陋”，但是他的视频现在帮助了世界各地数百万名学生按照自己的步调来学习。


  这些创新都不是为了赶时髦，也不是为了增加新风貌以提升销量。它们不是为了帮既有产品增加花哨的功能，好让公司可以提高收费。它们都是因为清楚地了解这些产品能帮助消费者取得自己想要的进步，才去构思、开发，进而推出上市的。当你有任务需要解决却找不到好的解决方案时，即使是“更廉价更简陋”的东西，也比什么方法都没有好。试想一下，完美的产品究竟有多大的潜力。


  不过，这本书的目的不是为了赞扬过往的成功创新，而是要谈谈对你而言更重要的东西：创造并预测新的创新。


  我们的思维基础是“用户目标达成理论”（Theory of Jobs to Be Done），我们要深入了解用户在寻求进步的过程中遭遇到的困扰，然后制定出适当的方案及配套的体验，让用户每次都能完成任务。“理论”这个字眼可能让人联想到象牙塔的空想，但我跟你保证，这是最务实、最实用的商业工具。好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如何”以及“为什么”，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世界的运作，并且预测我们的决策和行为可能衍生的结果。我们认为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可以让公司从“认为有相关性就够了”变成“注重成功创新的因果机制”。


  创新也许永远无法成为一门完美的科学，但这不是重点。我们有能力使创新变成企业可靠的成长引擎，从而清楚地了解因果机制，而不是乱枪打鸟，期待幸运地取得成功的果实。


  用户目标达成理论是我们从现实世界观察到的洞见与经验的结晶。我请合著者与我一起撰写这本书，是因为多年来他们一直在工作中使用这个理论，而且经常把这个理论应用在创新的实践领域中。我们一起构想、推敲及改进这个理论，也将许多同事和企业家的想法和贡献融入进来，我们会在本书中经常提及他们的研究和洞见。


  泰迪·霍尔是我在哈佛商学院所教的第一届学生，多年来我们合作了许多项目，包括与财捷公司的创始人库克一起撰写并刊载于《哈佛商业评论》上的文章《营销失职》，这篇文章首次提到“用户目标达成理论”。霍尔现在是剑桥集团（隶属于尼尔森公司）的负责人，也是尼尔森颠覆性创新项目的领导者。所以，他和一些全球顶尖的企业都有密切合作，包括本书中提到的许多公司。更重要的是，多年来他一直坚持将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应用在创新咨询工作中。


  凯伦·迪伦曾任《哈佛商业评论》的编辑，并与我合写了《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一书。你会在本书中看到她长年在媒体公司以资深管理者的身份进行创新。在我们合作的过程中，她总是站在读者的角度思考。她不遗余力地架起学术和实践之间的桥梁，也是我最信赖的合作者之一。


  戴维·S.邓肯在2000年与我合创了咨询公司Innosight，并担任资深合伙人。他是一位顶尖的思想家，同时为资深高管提供创新策略与成长咨询服务，协助他们应对颠覆性的巨变，为企业创造可持续性增长，对组织进行变革，以打造基业长青的事业。与他共事的客户告诉我，他们彻底改变了自己对企业的思考模式，也转变了企业文化，并且更专注于用户想完成的任务。（一位客户甚至以他的名字为公司的会议室命名。）过去十年来，邓肯努力开发并落实用户目标达成理论，这使他成为知识最渊博、最具创新性的理论实践者。


  整本书中，我们决定以第一人称“我”来叙述，好让读者更容易阅读。但这本书是我们通力合作的成果，是大家集体智慧的结晶。


  以下是本书的概要：第一部分介绍用户目标达成理论是什么。第二部分从理论转向实践，说明如何有效地应用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第三部分说明企业如何以达成用户目标为导向。为了帮助读者了解各部分的内容，让大家得到更多的收获，我们在每章的开头都加入一段话介绍该章的主旨，并于结尾附上简单的“重点摘要”。在第2章到第9章的结尾，我们也列出一些问题，你可以去询问组织里的领导者，从而帮助高管把学到的理念付诸实践。


  我们想借由案例来阐释我们的主张或观点，而不是用陈述的方式直接告诉你。就像当初发现用户目标达成理论一样，我们发现，说故事的方式更有效，可以教会你如何思考，而不是直接告诉你该思考什么。所以书中会适时地穿插一些故事。我们希望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对如何提高创新成功的概率有更多新的认识。


  你为什么“雇用”这个产品？


  世界各地的组织已倾注了无数资源（包括时间、精力、高管人员的心思）去追求创新，它们自然也为了提高效率不断精益求精。但是，如果这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解答错误的问题，那么其成果就会建构在相当薄弱的根基之上。


  爱德华兹·戴明曾说过，“每道工序都是为了得到一个结果而做出的完美设计”。如果我们认为创新是混乱、不完善、不可知的，我们也会设计相关流程去落实这些想法，这正是很多公司的做法：它们无意间设计了粗制滥造的产品创新流程。它们花了许多时间和金钱，从大量的数据中编辑整理出模型，这使得它们精于描述事实，却无法预测未来。


  我们不需要勉强接受这种平庸的状态，我们可以提出更好的问题：“你为什么‘雇用’这个产品？”这个问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用户决定雇用新产品的因果关系。如果规划策略时，你从了解产品的“用户目标”着手，那么你在市场竞争中就不需要碰运气了。事实上，当别人还在靠运气竞争时，你已经稳操胜券了。你将以全新的视角观察世界，关注不同的竞争对手、不同的优先要务；最重要的是，这将产生不同的结果。从此以后，创新再也不需要碰运气了。


  
    [1] Jaruzelski, Barry, Kevin Schwartz, and Volker Staack. “Innovation’s New World Order”. strategy+business, October 2015.

  


  
    [2] Anderson, Chris.“The End of Theory: The Data Deluge Makes the Scientific Method Obsolete”. Wired, June 23, 2008.

  


  
    [3] 我的儿子斯班赛在小联盟里是一个很出色的投手。当有厉害的队员上场打击时，我可以看到他冷静沉着地应对，每投完一球就又恢复全神贯注的样子。在某些关键时刻，他可以做到临危不乱。可能会有数据告诉你，他赢了几场球、输了几场球、投出几个好球和坏球等，但是这些数据无法告诉你为什么。数据不是现象，数据只能代表现象，且代表性不高。

  


  
    [4] 20世纪50年代，美国空军机构发现一些飞行员难以掌控飞机。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心智、大脑与教育”课程主任托德·罗斯在《终结平庸》一书中描述，美国空军原以为问题在于训练不足或飞行员操作失误，但后来发现这根本不是问题所在，而是驾驶舱有一个设计缺陷：那是为20世纪20年代的“一般”飞行员设计的。而当时的美国人显然要比那个年代的人高大，于是美国空军决定更新“一般飞行员”的标准，这需要测量4000多位飞行员十几项身体尺寸，这样才能计算出符合所需要的驾驶舱尺寸。美国空军因此推论，只要根据20世纪50年代飞行员的平均尺寸来重新设计驾驶舱，问题就能解决了。那么，究竟有多少飞行员的尺寸刚好符合他们大费周章算出来的平均数值呢？半个都没有。罗斯说每个飞行员都有自己所谓的“突兀特质”（jagged profile），例如有的人腿比较长，有的人手臂比较长，身高对应的胸围或头围从来都不是固定的。所以重新设计的驾驶舱其实并不能适用于所有人。最终，美国空军舍弃了基准假设，之后可调整座椅应运而生。可见，现实世界里没有所谓的“平均”。为“平均”所做的创新注定会失败。参见Rose, Todd. The End of Average: How We Succeed in a World That Values Sameness.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15。

  


  第一部分

  用户目标达成理论是什么？


  
    “我们迷路了，但我们开得很顺，正快速前进！”


    ——大联盟传奇捕手尤吉·贝拉

  


  第1章

  颠覆性创新理论没有回答的问题


  
    为什么创新如此难以预测及维持？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没能提出正确的问题。尽管颠覆性创新的竞争模式成功有效，但这个模式并没有告诉你应该去哪里寻找新的商机。它没有提供蓝图指引你该往何处创新或如何创新，才能颠覆市场的领先企业或开辟新市场，但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可以做到这些。

  


  为什么守成更难？


  多年来，这个问题一直在我脑中盘旋。早些年，我刚参加工作时，有机会和许多运营陷入困境的公司密切合作。一开始我在波士顿咨询公司担任顾问，后来又和几位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一起创立了竞航科技有限公司，并担任首席执行官——这是一家专门以他们研发的先进材料来制作产品的公司。当时，我目睹了很多聪明人都无法为一度卓越的公司解决问题。


  同时，我也看到总部位于波士顿的数字设备公司（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 DEC）崛起，成为全球备受推崇的企业。每当你看到有人解释这家公司为什么那么卓越时，大家都免不了把它的成就归因于其杰出的管理团队。


  然而，1988年左右，DEC公司的运营突然急转直下，迅速瓦解。这时，再有人解释这家公司为什么衰败得那么惨时，你会发现大家都归因于其管理团队的无能，而那个团队其实就是长期以来让DEC公司备受赞扬的同一批人马。


  有段时间，我是这样想的：“哎呀，这群聪明人怎么那么快就变笨了呢？”多数人也觉得这就是DEC公司衰败的原因——反正就是这支一度很厉害的管理团队不知为什么就变糟了。但是，如果考虑到全球所有生产迷你计算机的公司几乎同时衰败时，这个“管理不当”的假设似乎又说不通了。


  所以，我回到哈佛商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时，也把一些问题带回了校园，希望从学术角度解开这些谜题。这些卓越的企业之所以衰败是不是别的因素造成的？它们当初成功是因为某方面运气特别好吗？这些企业是因为跟不上时代，太依赖过时的产品，无法超越更灵活的竞争对手才衰败的吗？创造新产品和开创新事业本质上就是一件风险很大、碰运气的事吗？


  但是，当我深入研究以后，才发现最初的假设是错的。我发现，即使最优秀的管理团队做了一切正确的事情，也依循了最好的建议，把公司一路带到巅峰，但之后就会直线坠落。当时，我研究的产业是磁盘驱动器制造商，几乎每家现有企业都被新进业者以更廉价、（一开始）更糟的新产品（所谓的“颠覆性创新”）打得一败涂地。


  这项研究促成了颠覆性创新理论的诞生[1]，它能够阐明在一向复杂与高成本的市场中，引进简化、方便、好用又廉价的创新，从而颠覆市场，最后重新定义既有市场或产业的现象。


  颠覆性创新理论的核心，是对创新的竞争回应的理论。它阐明并预测了可能遭到颠覆的公司都有哪些行为，并揭示了卓越企业应对起初看似微不足道的威胁时所犯的错误。这个理论也教导现有企业如何预测眼前可能是最大的颠覆性威胁的创新。但过去20年间，颠覆性创新理论被众人扩大解释，甚至误用，变成泛指各种巧妙、新颖、充满野心的事物。


  但是颠覆性创新理论并未告诉你去哪里寻找新的商机，它无法预测或阐释企业应该如何创新，才能颠覆市场中的领先企业，或是去哪里开创新的市场；它无法告诉你如何避免“乱枪打鸟”式的创新，以免最后大失所望；它也无法告诉你如何创造出用户想要的产品或服务，并预测哪个新产品会热卖。


  但是，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可以做到这些。


  同一杯奶昔，满足不同的需求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两位底特律的顾问问我，能不能来哈佛商学院找我，他们想进一步了解我当时发表的颠覆性创新理论。鲍伯·莫埃斯塔和他当时的伙伴瑞克·佩迪正在开辟一个新市场，指导面包店和零食公司如何开发出顾客想买的新产品。


  在我们讨论颠覆性创新理论时，我看到这个理论能清楚地预测市面上现有的企业在面对这些小型面包店和零食公司即将带来的破坏时会有怎样的反应。从这个角度来看，颠覆性创新理论提出了清楚的因果关系。但我们继续讨论之后，我可以明显地看到颠覆性创新理论并未给客户提出一套蓝图，也没有清楚地说明企业应该怎样打进市场才会成功（例如，“你应该这样做，不要那样做，才会胜出”）。事实上，我发现即使一家公司有意颠覆市面上竞争力不佳的其他企业，它们开发出合适的商品或服务来达成目标的概率也可能不到25%。


  多年来，我一直努力探索为什么卓越的企业会失败，但我后来发现，我从未进行过反向思考：成功的企业如何知道怎样成长呢？


  我想了好几个月终于找到答案。莫埃斯塔与我分享了一个快餐连锁店的个案：如何增加奶昔的销售量。这家快餐店的管理者花了好几个月详尽地研究这个问题，他们找来典型的奶昔消费者，询问他们一些问题，例如：“请您说一下，我们要怎样改进，才能让大家多买一些奶昔呢？是降价，还是把奶昔做得更浓稠一点儿，或是增加一点儿巧克力的味道？”


  即使顾客表达出自己的喜好，快餐店管理者还是不知道应该怎样做。他们根据顾客的意见做了多项尝试，为了满足更多潜在的奶昔消费者进行创新。但几个月过去了，他们清楚地看到业绩毫无变化。营销人员使出浑身解数，但快餐店的奶昔销量依旧不佳。


  于是，我们想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来探索这个问题：这些顾客的生活中出现了什么“任务”需要解决，促使他来这家快餐店买奶昔呢？


  我觉得这个思考问题的方法很有趣。这些顾客不仅是购买产品，他们来买奶昔也是为了解决生活中的特定“任务”。促使我们购买商品或服务，正是我们一天到晚都会面对的事情。日常生活中，我们随处可见需要处理的任务，于是我们会购买相关商品或服务来完成这些任务。


  采用这个观点以后，营销人员某天在店里待了18个小时观察所有顾客：顾客何时会来买奶昔？他们穿什么衣服？他们独自来买吗？他们会顺便买其他东西吗？他们是在店内食用，还是带走？


  结果发现，竟然有不少顾客在早上9点以前独自来买奶昔，而且他们几乎只买奶昔，买完就直接上车带走了。于是，我们问这些顾客：“请问你为什么会来这里买奶昔？你买奶昔的目的是什么？”


  一开始这些顾客也答不上来，后来我们又问他们，如果不买奶昔，他们又会买什么，他们才知道该怎样回答。不过，我们很快就发现，这些早上来买奶昔的顾客都想解决同样的任务：他们开车上班的路程很遥远，他们会感到很无聊，因此需要增添一些乐趣。他们其实并不饿，但再过两三个小时没准就会饿了。他们可以买来垫肚子的选择其实很多，但是没有一样食物像奶昔那么完美。一位顾客说：“有时我会买根香蕉。但是香蕉真的不合适，它消化得太快了，我很快就饿了。”此外，甜甜圈太容易掉屑，吃完还会黏手，把衣服和方向盘弄脏。贝果面包太干，也没什么味道，如果要涂抹奶酪和果酱，他们还得用膝盖控制方向盘。另一位顾客坦言：“有一次我买了士力架巧克力棒，但是用它来当早餐让我充满罪恶感，后来我再也没买士力架了。”


  而奶昔呢？奶昔是最完美的选项——浓稠的奶昔用吸管可以吸很久，而且不会很快就让你感到饥饿。一位开车上班族说：“这家店的奶昔很浓，我光用那支细长的吸管就可以吸20分钟。谁在乎里面有什么成分呢？我根本不在乎，我只知道我喝一杯就可以撑一整个早上，而且单手拿着刚刚好。”所以，奶昔比其他的“竞争对手”更适合解决他们的任务。对顾客来说，所谓的“竞争对手”不只是其他快餐店的奶昔，还包括香蕉、贝果、甜甜圈、早餐棒、冰沙、咖啡等。


  营销团队搜集顾客的答案并分析这些人的特质时，他们注意到一点：这些奶昔买家的共同点和他们的个人状况毫无关系，他们只是在早晨都有类似的任务需要解决罢了。


  “（这个任务就是）帮我保持清醒，有事做，让开车上班的过程更有趣。”我们终于找到答案了！


  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其实这家店在下午和晚上也卖出很多奶昔，这批顾客都和开车上下班无关。在这种情况下，同一个顾客购买奶昔可能是为了完全不同的需求。每周，很多家长都会对孩子的种种要求说“不”，例如“不能买新玩具”“不能晚睡”“不能养那只狗”等。我自己就是这类家长，但我一直在找机会培养亲子关系。我想找点儿无伤大雅的事做，以展现慈父的一面，让我有办法对孩子的要求说“好”。


  一天下午，我和儿子在快餐店排队。我点了餐，儿子抬起头问我：“爸爸，我可以点一杯奶昔吗？”机会终于来了！我在家里答应过妻子，接近正餐时间尽量不要让孩子吃不健康的零食。但我们现在不在家，我终于可以答应孩子的要求了，因为这是特殊状况呀。于是，我把手搭在儿子的肩上，对他说：“当然好啊，斯班赛，你可以点一杯奶昔。”在那一刻，这杯奶昔并非像晨间奶昔那样在与香蕉、士力架巧克力或甜甜圈竞争，而是与逛玩具店或是我打球的时间竞争。


  你想想，这和开车上班族想完成的任务不同，竞争对手也不同。快餐店如果找我这种父亲来做市场调查，问前面那个问题：“我们要怎样改进，才能让您多买一些奶昔？”我会怎样回答？我的答案会和早晨的开车上班族一样吗？


  顾客早晨的任务是需要一杯浓稠的奶昔，让他可以在无聊漫长的上班途中吸很久。店家可以在奶昔里添加果粒，但目的不是为了让奶昔更健康，因为顾客买奶昔并不是为了健康。添加果粒或巧克力碎块是为了给每一口奶昔增添一点儿“惊喜”，让上班之路变得更有趣。店家也可以把奶昔机从柜台后方移到前方，提供刷卡功能，让晨间开车上班族可以匆匆进来，刷卡买杯奶昔就迅速离开。


  那天下午，我还是快餐店的顾客，但情况不一样了——我想解决的任务是“当一个好爸爸来安抚孩子”，我需要的奶昔也和早晨截然不同。也许在下午店家应该供应小杯的奶昔，让人迅速吸完，又不会让我这样的顾客产生太大的罪恶感。如果这家快餐店只把焦点放在如何从总体上将产品“变好”，例如“更浓”“更甜”“更大杯”，那就放错分析的焦点了——店家需要了解顾客在特定的情境下想完成的“任务”。如果店家只是把孩子的爸爸和开车上班族的调查答案加以平均，那只会得出“无用”的产品，对任何顾客来说都派不上用场。


  这就是关键所在。


  有些顾客在一天之内会面对两种不同的情境，他们会为了完成两项截然不同的任务去买奶昔。每个任务的竞争对手都不一样，例如早晨是和贝果、营养棒、新鲜果汁竞争，下午是和逛玩具店或赶回家打球的时间竞争。所以，他们会根据不同的标准来评估奶昔是不是当下的最佳选项。由此可见，快餐店想卖出更多的奶昔可能不只一种方法，而是有两种方法，万能之法对上述两种情境毫无帮助。


  人造奶油vs天然奶油


  对我来说，从用户目标达成的角度来重新诠释创新挑战，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突破，这给予了颠覆性创新理论无法解决的功能：搞清楚是什么因素促使用户在生活中使用某种商品或服务。


  我觉得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直观易懂，所以我在那些力求创新的公司中进行了测试。没想到，这个机会不久之后就以意想不到的形式出现了。这次，我遇到的商品是人造奶油。


  我们解开奶昔的难题不久，我正好有机会为联合利华集团送到哈佛商学院上课的高管们备课。那周的课程内容包括讨论人造奶油业的创新。当时，人造奶油是产值数十亿美元的大市场，联合利华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约为70%。当一家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如此之高，又已经开发出五花八门的人造奶油产品时，管理者就很难看出成长的途径。我本来乐观地认为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可以为联合利华提供一个机会，让他们重新思考人造奶油市场的增长潜力，但结果却事与愿违。联合利华的困境让我了解到，为什么多数企业似乎不太重视创新中的一条重要原则，那就是“什么因素促使用户做出了选择”。


  以下是我的做法。在受到奶昔难题的启发后，我和女儿安坐在厨房里思考我们会买人造奶油来做什么。我们常会用人造奶油来沾湿爆米花的外层，让盐粒粘在上面，但人造奶油的口感不如天然奶油美味。所以，我们直接前往附近的超市，看能否进一步了解大家为什么会买人造奶油来取代天然奶油。


  我们一到超市，就发现货架上的选择多到眼花缭乱。在天然奶油的旁边，仅人造奶油的品牌就多达21种。我们本以为自己知道人造奶油的基本优点：含脂量较低，当时大家可能觉得人造奶油更健康[2]，而且它也比天然奶油便宜。当然，超市的21种人造奶油确实稍有不同，但它们之间的差异好像全部集中在改进含脂量上，这其实和我们购买人造奶油的原因没什么关系。我们在超市观察顾客的选择时，也看不出大家挑选的标准是什么。顾客的个人特征和他们的选择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性，就像之前的奶昔一样。


  我们看到顾客挑选完后，就会问自己：“他们买来做什么？”我们观察了半天，逐渐看出顾客的决策不单纯是比较人造奶油和天然奶油。我们站在冷藏食品的通道上，其实并没看到人造奶油的所有竞争对手。人们买人造奶油的用户目标包括“我需要东西来涂面包，让面包吃起来不会那么干”，而多数人造奶油太硬了，涂在面包上可能抹不开，只会在中央留下一坨脂肪，难以摊平到边缘需要沾湿的地方。针对这个用户目标，人造奶油其他的竞争对手包括黄油、奶酪抹酱、橄榄油、美乃滋等，虽然我觉得它们吃起来都没什么味道[3]。


  此外，人们选择人造奶油或许是用来完成全然不同的其他任务，如烧菜时不让食物变焦。在这方面，人造奶油的竞争对手包括不粘锅和烹饪喷剂，这些产品摆在超市其他通道上，都是在冷藏食品区域看不到的。


  当你从顾客的角度思考人造奶油在跟哪些商品竞争时，新的机遇就出现了。顾客挑选产品时，他的大脑中会想到竞争产品的功能，让他比较出哪种产品能帮他更好地完成任务。例如，想象你给每个竞争产品写出履历表。天然奶油可能是用来增添食物的风味，我们原本认为它是人造奶油的主要竞争对手，但它不见得永远都是人造奶油的竞争对手。你也可以为不粘锅、橄榄油、美乃滋写一份履历表。


  在生活的不同情境中，我们会用同一种产品来完成不同的任务，就像奶昔的情况一样。在人造奶油市场里，联合利华可能有很高的市场占有率。但顾客踏进超市时，他们脑中想的不是“我需要去人造奶油区买东西”，而是想着人造奶油如何实现自己的特定目标。


  那天，我们在超市里可能没有找出人造奶油的所有竞争对手，但有一点变得很清晰：从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的视角来看，人造奶油的市场潜力比联合利华原本估算的要大很多。


  我对这个发现充满信心，于是对那些来哈佛商学院上课的联合利华高管提出了这套理论。我认为，如果他们可以找出顾客购买人造奶油的用户目标，他们也许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思考如何提高业绩。


  没想到那次讨论不太顺利，也许是因为当时我们还没有找到说明那个理论的确切用语，所以在场的联合利华高管听完我的解说之后都毫无反应。那天我提早下了课，并提议我们稍后探讨新的主题。结果后来我们没再提起用户目标达成理论。


  那天来上课的联合利华高管想必都很资深，他们的经验也很丰富，但他们的冷淡反应使我纳闷，有多少企业对创新依旧抱着僵化的思维模式，以至无法退一步评估他们提出的问题是否正确。这些高管平日面对大量的产品相关数据，他们对市场占有率、不同市场的销售状况、数百种不同商品的毛利等了如指掌，但这些资料都是把焦点放在用户和产品上，而不是产品是否能帮助用户完成任务。就连衡量用户满意度的指针，也只是显示用户是否对产品感到满意，并未告知产品如何能将用户的任务完成得更好。而且，大多数公司都是以这种方式追踪及衡量成效的。


  联合利华的高管来哈佛商学院上课之后的几年，人造奶油（最近常被称为“抹酱”）的市场状况都不太好。我只是局外人，但是在我看来，联合利华后来在人造奶油市场上采用的策略和它在1997年使用的策略大同小异，它持续用传统的方式实现产品差异化。在2005年前后，美国家庭对天然奶油的采购量已超过人造奶油，部分原因是人造奶油里的反式脂肪酸令人忧心[4]，人造奶油的业绩从此逐渐下滑。


  到了2013年，一位分析师甚至建议联合利华把人造奶油列入停产项目。高登咨询公司的日用消费品股市研究部执行董事格雷汉姆·琼斯写道：“我们觉得，联合利华应该考虑淘汰这个业绩持续低迷的产品了。”2014年年底，联合利华宣布打算将人造奶油这个欲振乏力的部门分割独立出去，另设公司，以免这个顾客不再青睐的产品拖累集团整体的成长。2016年年初，联合利华撤换人造奶油事业处的负责人，联合利华未来在人造奶油市场的发展再度引发了外界的臆测。


  相反，橄榄油市场可以说是全球食品业中成长最快的领域。过去20年间，联合利华成为一家做了很多正确战略决策的一流企业。但我很纳闷，如果当初那些高管能以不同的观点看待整个竞争市场，那么联合利华的发展方向和现在相比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异。


  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这个经验让我意识到，我们在讨论创新时，确实缺乏贴切的字眼帮助我们了解实际促成创新的成功因素。创新往往流于随意混搭，而且创新者也经常滥用不恰当的概念和术语。面对许多为其他目的而创造出来的数据、结构、用户类别和偏好指标，很多人以为这些东西对他们的创新也有帮助。


  身为学者，恐怕我也难辞其咎。在商学院里，我们传授五花八门的分析模式，例如回归分析、因素分析、主成分分析、联合分析等；此外，还有一些课程教金字塔底层的营销、非营利组织的营销。这几年，哈佛商学院甚至有一堂很热门的课，以正子断层扫描仪显示不同广告图像对人们大脑内血液流动的影响。


  但是，我们并未提供正确的工具给那些负责创新的商学院学生和管理者，于是，他们不得不借用那些基于其他目的而设计的工具进行创新。即使大家投入了很多心力，到最后他们也觉得成功创新纯粹是凭运气罢了。你是不是经常听到大家说，某个商品热卖只是恰好天时地利人和？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这20年来，我不断改进用户目标达成理论，让它切实帮助企业高管们创新。用户目标达成理论有一些支持者，包括和我创立提供策略与企业成长咨询服务的Innosight咨询公司的合伙人，以及以用户目标达成理论为基础提供咨询服务的莫埃斯塔。多年来，本书两位合著者、Innosight的资深合伙人邓肯和尼尔森公司的霍尔，他们几乎天天和客户运用这套理论。我们在同事及意见领袖的协助下，一起把这套理论设计得更臻完美，并在本书中呈现出来。


  检视这套用户目标达成理论时，大家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我们欢迎大家一起讨论。也许每个人的用字遣词都有不同，或是在为自己的任务寻找恰当的方法时，大家会强调各自不同的方法。不管怎样，我们衷心希望这本书可以为“用户目标达成理论”提供一套通用的语言，以便强化和增进我们的共同理解。我们深信，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可以帮助大家有效地了解用户行为的因果机制，这是促成创新成功的最根本要素。


  回顾近几年最出人意料的一些成功创新的个案，我敢打赌他们都是因为找出了用户想要解决的任务，然后才提供相应的产品或服务，帮助用户完美地完成了任务。以优步（Uber）的惊人发展为例，尽管受到有政府支持的各国竞争者的顽强抵制，优步依然在世界各地蓬勃发展。我们稍后会看到，优步所做的，就是找出都市运输中待解决的任务，然后提供服务去应对这个未满足的需求。


  人们从创新成功的故事反推成功因素，就很容易自圆其说（虽然我确实觉得，历史上多数创新成功的背后都可以找到某项被定义完善的任务），我们不想事后分析这些成功个案。在后续几章中，我会说明如何运用这个理论来彻底改进创新，使创新变得可以预期，而且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复制。对你来说，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的价值不在于能解释过去的成功，而在于可以预测新的创新实例。


  你可能会问，如果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真的那么强大，为什么使用这个理论的公司并不多？我们后面会解释，我们所谓的“用户目标”是非常具体、明确的，这不是泛指用户想要或需要的东西，也不是新的流行术语。找到并了解用户想要完成的任务，然后开发合适的产品或服务，这需要下一番功夫。


  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的结构有好几个层级，它可以确保企业开发出来的产品不仅用户想要购买，而且愿意付出高价来获取，我们会在书中详细说明。找到并了解用户想要完成的任务是关键所在，但这只是开始而已。


  当你发现并了解用户想要完成的任务之后，就需要把这些观点转变成蓝图，以引导产品或服务的开发。这需要你为产品或服务创造出一套完成任务的体验（第6章有详细讨论）。最后，你必须确保已经具备整合公司的能力和流程，继续成功地完成任务（见第7章）。创造出适合的体验，并把体验整合到公司的流程中以完成任务，这是拥有竞争优势的关键。因为竞争对手若想模仿产品也许很容易，但是它若要复制那些充分整合在公司流程里的体验则很困难。


  不过，这一切需要全面的努力，从一开始找出用户目标的原始洞见，直到最后把产品交到用户手中，这牵涉企业每一个人的决策和影响力。即使伟大的创新者非常清楚用户购买产品和服务是为了完成某项任务，他们也很容易在这个过程中迷失方向。净资产回报率的压力、立意良善的效率要求、前台营运的日常决策，这些因素都可能深深影响企业提供完成任务所需的最好方案的能力（我们将在第8章讨论这一点）。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地方都有可能出错，但是如果能以正确的方式去完成，那么回报则相当大。


  世界上最成功的创新者大多会从异于常人的独特视角来观察问题。例如，为什么赫兹租车公司没能率先想出Zipcar汽车共享平台之类的概念？柯达早在马克·扎克伯格想出脸书网（Facebook）以前，差点儿就开发出类似的产品。在哈姆迪·乌鲁卡亚打造出如今年收入达10亿美元的乔巴尼（Chobani）酸奶品牌以前，各大酸奶制造商都知道消费者可能对希腊酸奶有需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在1964年的世界博览会上推出“影像电话”，比苹果公司的iPhone手机早了好几十年。卓越的创新者不是根据现况来预测未来的走向，而是逼着自己跳出既定的假设，去思考是否有更好的方式。


  【重点摘要】


  
    • 颠覆性创新理论（也就是创新的竞争反应理论）为想要应对威胁和机会的企业高管提供了宝贵的洞见，但它无法回答一个关键问题：企业为了持续增长该如何创新。它并未指引企业去哪里寻找新的商机，或确切指出企业该开发哪些用户真正想购买的产品或服务。


    • 本书提出的用户目标达成理论要回答这些问题，并为想要通过创新来寻求成长的企业提供清楚的指南。用户目标达成理论首先要解释为什么用户会在生活中使用某些产品和服务：是为了解决某项很重要的任务。这可以进一步解释为什么有些创新会成功，有些则会失败。


    • 用户目标达成理论不仅是实用的创新指南，而且提供了一种真正具有差异化的竞争方式，能够为企业带来长期的竞争优势。它也为企业提供了一种通用的语言，帮助企业深入了解用户的行为，使领导者以更精确的方式来表达公司的愿景。

  


  
    [1] 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创新者的窘境》（The Innovator’s Dilemma: When New Technologies Cause Great Firms to Fail ）.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7.

  


  
    [2] 后来有许多证据显示反式脂肪酸的不利影响（当年我和女儿确实对此一无所知）。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可以帮助你了解为什么顾客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例如，香烟可以帮消费者解决多种任务，但是它对消费者的健康不利。当然，道德选择也一样重要。

  


  
    [3] 也许说它们“毫无味道”不太公平。最近我们全家到缅因州的巴港市度假，那里是举世闻名的龙虾之都，几乎每个街角都有龙虾餐厅。我们全家都爱吃海鲜，因此觉得这个城市简直是人间天堂！我们进了一家龙虾餐厅，看到菜单上有龙虾汉堡。我爱吃汉堡，也爱吃龙虾，觉得把两个最爱的食物凑在一起实在太好了。但是龙虾汉堡上桌时，我发现那只是以面包夹着虾尾，没有色拉酱、塔塔酱，也没有奶油。我咬了一口，意外发现龙虾本身竟然毫无味道！以往龙虾尝起来那么美味，是因为龙虾肉已经在奶油中浸泡过，所以好吃的是奶油，而不是龙虾。这次经验让我感慨：究竟还有多少食材是本身毫无味道的！我想到，这些食材其实是我们打造美味与口感的平台。所以，或许一些餐饮企业的营运方式错了！你可以卖食材，但你也要以更好的获利卖“加味”的汤汁。

  


  
    [4] 美国心脏协会目前建议大家购买无反式脂肪酸的膏状抹酱，而非天然奶油或条状的人造奶油。

  


  第2章

  重点不是产品，而是用户想要取得的进步


  
    我们认为自己知道的越来越多，但创新的一再失败，会让我们越发失望。当然，创新没必要碰运气。成功的创新绝非来自了解用户的特质、为产品开发花哨的新功能、追赶时髦，或是模仿竞争对手。为了让创新变得更具可预测性，你必须了解其根本的因果机制，也就是用户在特定的情境中想要获得的进步。这就是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的功效所在！

  


  听到路易·巴斯德这个名字，大多数人会联想到那个让牛奶喝起来更安全的法国化学家，这或许是他对世界影响力的终极象征。在英语中，他的姓氏还变成一个动词“pasteurize”（消毒），但巴斯德的贡献远远不止于此。


  若想了解巴斯德所做贡献的革新意义，我们可以想一下古人如何解释“生病”这个概念。有近2 000年的时间里，医学界一直认为有四种体液（血液、黏液、黄胆液、黑胆液）主宰着人体的健康与情绪。当这四种体液相互协调时，你便一切安好；当这四种体液不协调时，你就会生病或心情不佳。这就是所谓的“体液学说”。


  当时的医生不确定是什么因素导致人类的体液失调，原因有季节变化、饮食、中邪等，众说纷纭。为了达到体液的协调，他们以实验的方式尝试了各种方法。有些方法如今看来并不明智，例如放血，据说当时医师以放血的方式治疗数百种疾病。有时患者的病情确实好转了，但大多数时候他们的病情反而变得更糟了，医生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到了19世纪，大家开始把疾病归因于周遭的“瘴气”或“毒气”。这种说法如今听起来很愚蠢，但“瘴气致病论”其实比体液学说有进步，因为它促进了人们改善卫生的状况，而且确实移除了病原：细菌。例如，1854年，霍乱疫情蔓延整个伦敦，瘴气致病论促使有关当局大举清理化粪池，并启动大规模的空气净化措施。当时，医生约翰·斯诺设法找出新病例的样本，他发现新病例的位置接近布劳德大街的某台抽水机。他因此推断霍乱的传播与那台抽水机有关，所以霍乱不是通过瘴气传播的，可能是水污染造成的。斯诺的研究拯救了无数生命，后来大家公认他是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医生之一。


  不过，斯诺的分析虽然有进步，但依然未能找出致病的根源。


  19世纪中叶，路易·巴斯德进行了一系列关键的实验，他确定细菌（更简单地说是“病菌”）是导致许多常见疾病的原因。巴斯德的研究被大众广泛接纳以后，迅速催生了第一支疫苗，促使抗生素出现，也推动了乳制品食用安全的技术改善。


  人类花了数百年的时间想要破解疾病的奥秘，为什么直到巴斯德出现之后，才有如此成功的突破呢？简言之，那是因为巴斯德的研究有助于病菌理论的形成，而这个理论恰好描述了疾病传染的实际因果机制。在巴斯德之前，只有未验证的粗略臆测或是相关性的说法，没有根本的因果机制。巴斯德的研究证明，细菌可以通过空气中、水中、物体上、皮肤上那些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进行传播，这些微生物会潜入宿主（这里指人类）体内滋长和繁衍。搞清楚导致人类生病的过程，就可以找到避免病菌传播的方法，从而中断这个过程。在这里，人们主要是通过个人及社会卫生的改善措施来中断这个过程。


  我们应该深深感谢巴斯德，但他的贡献不仅包括巴氏杀菌法和青霉素等伟大的研究成果，他还彻底改变了我们对生物学的理解，使医学迅速从艺术转变成科学，并在转变过程中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把我们的理解从臆测和相关性提升到因果机制，这是很大的进步。发掘因果机制可以改变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它可以阻止问题的发生。以汽车制造业为例，你上次坐进汽车，担心车子无法发动是什么时候？这可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久到你都想不起来了，但在20世纪80年代，这还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


  那时，底特律确实生产了不少好车，但烂车也不少，有些汽车不知为何就是毛病一堆。技师进行了修理或是更换零部件没多久，汽车又会出故障。一堆系统问题导致汽车永远修不好，制造商和车主都觉得束手无策。


  有一种观点认为，烂车如此常见并不奇怪。通常，一辆汽车有近30 000个零部件，很多零部件是预先制造的，例如引擎或座椅。不过，一条典型的汽车生产线会从70个国家的数百个供货商那里采购约2 000种特定的零部件。从这么多渠道取得这么多部件，再把它们组装成一台可以行驶的汽车，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事实上，多年来大家觉得汽车烂得“有理”，是因为它的制造过程本身就充满了随机性，不可能完全不出差错。这种思维就像今天的企业对创新的看法一样。


  总之，汽车制造商只能硬着头皮尽量想办法去解决问题。它们会增加库存、检查人员和修理站，以应对层出不穷的问题。但是，这些修理程序又会导致成本和装配的复杂性激增，所以只能暂时缓解问题，但无法找到烂车的问题根源。此外，美国的汽车制造商无意间还设计出了一种生产流程，这种流程很容易导致企业生产出成本高、质量参差不齐又不可靠的汽车。


  令人惊讶的是，今天的汽车生产状况完全不是这样。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汽车制造商受到戴明和约瑟夫·朱兰的启发，从而大幅提升了汽车的质量。


  它们从理论中找到了答案。日本汽车制造商通过不断的实验，找到了造成汽车制造缺陷的原因。它们认为，只要找到每个问题的根源，就能设计出一套避免问题一再发生的流程。这样一来，在生产中就不会重复同样的制作错误，从而持续提升产品质量，大幅降低成本。简言之，日本汽车制造商证明，即使汽车的制造过程极其复杂，只要专注于改善汽车制造的流程，就可以持续生产出优质的汽车。日本汽车制造商基于成本考虑，无法销售出厂后还要持续修理的烂车，既然要制造一般日本消费者买得起的汽车，丰田汽车等公司就必须设计出有异于当时主流的流程：从流程设计上排除缺陷。


  日本汽车制造商处理缺陷的方式就像科学家面对异常现象一样，它们把缺陷视为了解缺陷起因的机会，而在这个例子中，就是改善生产流程。它们发现，每一个缺陷都有其特定的原因，一旦找到原因，进行深入了解，就能对其加以纠正，从而改变流程或移除缺陷。


  丰田公司开发出可以找出每个缺陷并尽快移除缺陷的流程。只要丰田公司不断地找出制造过程中的“异常”，那么每个缺陷在它的眼中都是改善流程的机会，它甚至制订出一套规则来落实这一举措。例如，使用一个零部件为下一个步骤增添价值以前，员工不得擅自为这个零部件增添价值，而且每次的做法都必须一致。如此一来，管理者就可以确定，每个步骤都会顺利衔接流程中的下一个步骤，从而营造出反复进行科学实验的环境。每次采取一样的做法时，就可以验证按规范制作是否能达到完美的结果。


  对丰田公司来说，理论可以具体落实在流程中，这些流程是为了追求零缺陷而被开发出来的。每一步操作都可以被视为一个单独的假设语句：“如果我们这样做，就会得出这样的结果。”在这种制造理论的催生下，质量管理运动应运而生。之后，美国汽车制造厂吸取了日本竞争对手的经验，如今也可以生产出性能可靠的汽车了。


  目前，创新仍处于“质量管理革命之前”的状态。[1]企业管理者认为缺陷、失误和失败是创新流程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他们已经习惯在磕磕绊绊的创新过程中用紧急拼凑的方案修修补补，却忘了要认真思考这些问题背后的根本原因。


  “如何思考”，而不是“思考什么”


  身为学者，我每年总有数百次会被问到对某些产业或公司所面临的商业挑战有什么看法。我对这些产业或公司并没有特殊的专业知识，但我可以针对这些问题提出我的想法，因为我有一套完整的理论教会我应该“如何思考”，而非“思考什么”。好的理论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提出正确的问题，以便得到最实用的答案。接受理论（embracing theory）不是指沉浸在学术理论的细枝末节中，而是锁定“什么导致什么”这个极其务实的问题。


  理论有它的意见，但没有既定目的。理论不会改变自己的主意，它并非是只适用于某些公司或某些人。理论没有对错之分，它会根据你所处的情境，提出精确的预测。


  在我教授的工商管理硕士（MBA）课程“打造基业长青的成功企业”中，我们研究了总经理职责的种种理论。在学生理解了这些理论以后，我们就会用理论来分析企业个案，就像戴上一副眼镜一样，讨论这家公司为什么会遇到这些问题和机会。接着，我们通过理论来预测这家公司未来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和机会，以及管理者需要采取什么行动来应对。我认为，好的理论对有效的管理实践来说不可或缺，这也是我提供给学生最有效的管理工具。


  多年来，我逐渐得出一个结论：在讨论企业如何成功创新时，我们往往忽略了好的理论。创新真的只能碰运气吗？还是说，因为我们不了解创新成功的原因，所以才觉得创新很难？我看过许多精明能干的管理者苦于应对各种创新挑战及恼人的问题，他们很少思考最根本的一点：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用户购买及使用某个产品或服务？


  我认为，用户目标达成理论为这个问题提供了解答。


  界定用户目标


  我们的理论核心有一个简单但强大的理念：用户其实不是购买产品或服务，而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有所进步，因此才把这些产品或服务拉进生活中。我们把这个进步称为“用户目标”。也就是说，用户为了完成某些任务而“雇用”了这些产品或服务。理解这个概念以后，你就会觉得“发掘用户目标”是一种很直观的想法。但是我们提过，我们对用户目标的界定是很精确的。为了总结出一套完整的用户目标达成理论，我们需要先解析这个理论中的所有元素。


  • 进步


  我们把“用户目标”界定为某人在特定的情境中想要获得的进步。这不仅是把用户或用户的问题加以分类的新方法，而且是了解用户为什么挑选这个产品的关键。我们刻意挑选“进步”这个词，它代表朝着某个目标或愿望前进。用户目标是取得进步的过程，它很少是单一独立存在的。不见得一定是因为有“问题”，才会出现用户目标，不过解决问题及解决此过程连带出现的困难也是进步的一种形式。


  •情境


  “情境”这个概念是包含在用户目标中的。用户目标的界定必定和特定的脉络有关，这样企业才能制定出成功的解决方案。在界定用户目标的情境时，你可能需要回答数十个重要的问题，例如“你在哪里？”“什么时候？”“你跟谁在一起？”“正在做什么？”“半小时以前你在做什么？”“你接下来要做什么？”“你受到哪些社会、文化或政治压力的影响？”等。情境的概念也可以延伸到其他脉络因素，例如人生阶段（“大学刚毕业？”“遇到中年危机？”“即将退休？”）、家庭状况（“已婚、单身、离婚？”“家有新生儿、幼儿或年迈的父母需要照顾？”）、财务状况（“债台高筑？”“家财万贯？”）等。情境是界定用户目标（以及找到解决方案）的根本所在，因为进步的性质总是深受情境的影响。


  我们特别强调“情境”，并不是吹毛求疵或单纯为了语意，情境是用户目标的根本所在。根据我们的经验，管理者经常忽略了这一点。他们追求创新时，往往只依循产品属性、用户特质、趋势、竞争反应等其中的一个原则，或者是这四者的组合。


  问题不在于这些原则不好或是有误（其实这些都是大家最常挑选的原则），而是这些原则不够多，无法用来预测用户的行为。


  •功能、社会及情感层面的复杂性


  最后，用户目标本来就复杂多元，它不只有功能用户目标，还有社会和情感层面的用户目标。很多创新往往把焦点集中在功能或实际需求上，但用户在社会或情感层面的需求可能远远超过对功能层面的需求。试想你如何找幼儿托管服务，没错，这个功能的用户目标很重要（“能否以适合你生活的方式，在适合你生活的地点，安全地照顾你的孩子？”），但社会与情感层面的用户目标可能对你的选择影响更大（“我要把孩子托付给谁？”）。


  用户目标是什么？


  总之，“用户目标”有以下几个特点：


  
    • 用户目标是某个人在特定的情境下所追求的进步。


    • 成功的创新可以让用户取得想要的进步，解决困难，而且实现未满足的愿望，取代之前有缺陷或不存在的解决方案。


    • 用户目标不只关乎功能，社会和情感层面的用户目标也很重要。有时，社会和情感层面的用户目标可能比功能层面的用户目标更强大。


    • 用户目标通常都在日常生活中出现，所以界定用户目标时，情境是核心，也是创新的关键，用户特质、产品属性、新技术或趋势等都不是创新的关键。


    • 用户目标会持续、反复发生，很少是独立“事件”。

  


  用户目标不是什么？


  界定明确的用户目标可以为企业提供一种创新蓝图，它和传统营销里的“需求”这个概念截然不同，因为用户目标对于你想解决的问题定位更加明确。需求是一直存在的，所以相对比较笼统，例如“我需要吃东西”是一个几乎永远成立的叙述。“我需要感觉很健康”“我需要为退休储蓄”等需求对用户很重要，但是，由于这些叙述过于笼统，因此对创新者来说方向非常模糊，他们不知道该如何满足这些需求。需求就像趋势，可以指出大致的方向，但无法确切指出用户为什么会挑选这件商品而不是那件商品。光是“需要吃东西”无法促使我去挑选某件商品，甚至无法促使我去吃东西，我可能会基于某些理由省去一餐。而且，需求本身无法解释所有的行为，比如，我可能基于许多理由，在完全不饿时吃东西。


  用户目标达成理论会考虑比较复杂的情境。例如，我需要吃东西的情境，以及当下对我很重要的其他需求可能千变万化。回想一下之前奶昔的例子，我可能为了生活中的某个用户目标而买一杯奶昔。某些特殊情况下的某个需求是促使我选择奶昔的原因，这个需求不只包含功能层面的用户目标（“我饿了，需要吃早餐”），也包含社会和情感层面的用户目标（“我独自在漫长无聊的上班路上，想找点儿乐子，但是万一有同事看到我一大早就喝奶昔，我会很尴尬”）。


  在这些情境中，有些需求的重要性超越了其他需求。例如，我可能会把汽车开进汽车穿梭餐厅的通道（以免被熟人看到），买一杯奶昔在上班途中喝。但是在不同的情境中（例如晚餐时间，我带着儿子，我想当个宠孩子的好爸爸），每个需求的相对重要性都会让我基于全然不同的原因而买奶昔，或是改用其他的选项来完成任务。


  而且，很多企业在无意间只为了满足一个非常笼统的“需求”从而开发出许多创新，例如狄·卡门发明了两轮电动车赛格威。尽管卡门发布这个“最高机密”时获得了媒体的疯狂报道，媒体也宣称这款产品将永远改变个人交通运输的方式，但是不论以什么标准来衡量，赛格威都是失败之作。它只是为了满足更有效率的个人运输需求而构思出来的产品，但这是为了谁的需求而开发的？谁何时会有这种需求？为什么？此产品在什么情境下使用？当一个人想要以更高效的方式抵达某地时，当下还有哪些重要的因素？赛格威是一款很酷的发明，但它并未解决很多人想要完成的任务。我偶尔会在波士顿的观光景点或购物中心看到赛格威的踪影，但是相较于它上市时掀起的媒体热潮，很少有人认为它是生活中的必需品。


  相对于“需求”，在光谱的另一端是我所谓的“生活指导原则”（guiding principles of my life），即生活中和需求一样始终存在的首要主题。比如，我想当个好丈夫，成为教会重视的成员，激励我的学生等。就日常生活需要做出的种种选择来说，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指导原则，但它们并不是等着我去完成的日常任务。“让我感觉自己是个好爸爸”不是等着我完成的任务，这件事对我来说很重要，但它不会促使我去选择某个产品来使用。这个概念太抽象了，一家公司如果不了解我想在哪种情境中达到这个状态，它就无法开发出某个产品或某项服务让我感觉自己是个好爸爸。我想使用的产品或服务，应该能在某种特定的情境中帮助我排除那些阻碍我达成目标的障碍。我在生活中遇到的种种任务，合起来就是我的生活目标，但它们和那些任务并不是同一件事。


  遇见用户目标


  由于用户目标本来就复杂且多元化，面对用户解决问题时所搜集的信息，我们很难将其分解成一笔笔的数据，再输入电子表格进行分析。实际上，若要清楚地看出用户目标并完全勾勒出用户目标的特质，这是件相当棘手的事。用户目标洞察（jobs insights）其实是一点一点拼凑起来的，它更像一个故事，而非统计资料。当我们把有情景、前后连贯的用户活动观察拆解成一项项二分法的数据时（例如“男／女”“大公司／小公司”“新用户／老用户”），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破坏了其中的意义。用户目标达成理论不在乎用户是否介于40岁到45岁之间，也不在乎用户当天挑选了什么口味的奶昔。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的焦点不是放在“谁”做了某件事或做了“什么”，而是着眼于“为什么”。了解用户目标是为了把各种洞察凝聚成一个连贯的全貌，而不是细分成愈来愈浅薄的片段。


  我和大家分享用户目标达成理论时，大家往往觉得它直观易懂，而且一目了然，因为这个理论套用在任何情境中都说得通。人们可以轻易地联想到生活中有哪些等待解决的任务，以及一些用错了方法以致白费力气的情况。我也知道，想要熟悉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并付诸实践需要下点儿功夫，毕竟它不同于许多管理者多年来养成的习惯。


  我们发现，有一种方法对于“发掘用户目标”很有帮助，比如，你可以想象自己正在拍一部纪录短片，记录某人在特定的情境中追求进步的状况。


  这段纪录短片应该能捕捉到以下的基本要素：


  
    （1）此人想要取得什么样的进步？想要取得的进步有哪些功能、社会、情感层面的用户目标？


    例如，许多人的生活中常出现以下的任务：我希望我的微笑能让我在工作及生活中给他人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或者，很多管理者对以下的叙述可能深有同感：“我希望我带领的业务团队能更好地达成工作目标，人员的流动率也能下降。”


    （2）困扰发生在什么情境？是谁、在何时、在哪里、做什么？


    “我每年两次看牙医，也清洁了牙齿，但牙齿看起来还是不够白”或“每周都会有业务员说他做不下去了，想要辞职，我有一半的时间都在招募及训练新人”。


    （3）取得进步的障碍是什么？


    例如，“我试过几种美白牙膏都没什么效果，它们都是骗钱的东西”或“我已经试遍各种员工激励法，从奖金制度到外出联谊活动都试过了，我还为员工购买了各种培训工具，但他们仍然无法告诉我问题出在哪里”。


    （4）消费者是否勉强接受了不完美的方案，自行拼凑出变通的方法？他们是否购买及使用无法完美完成任务的产品和服务？他们是否使用了以多种产品勉强拼凑出来的变通方法？他们是否忍受着不便，得过且过？


    例如，“我买过一种昂贵的家用美白套装，但我必须整夜戴着讨厌的牙套，而且牙齿感觉很酸……”或“我必须花时间亲自推销，但我哪有那么多时间！”


    （5）如何定义好的“质量”？用户愿意用哪些“取舍”来换取更好的质量？


    例如，“我希望获得专业牙医美白的效果，但成本不要那么贵，过程不要那么麻烦”或“我可以选择购买的产品和服务很多，但没有一个能帮我达到想要的效果”。

  


  这些细节并非随口说说，其中蕴含着丰富的脉络和意义，回答这些问题可以帮助你充分掌握用户目标的复杂性。就这层意义来看，用户目标达成理论是一套整合的工具。只要你能找到追求进步时所面临的困难，就可以推知这项任务的背后所潜藏的社会及情感方面的用户目标，这些用户目标不仅务实，而且非常重要。试想一下，下午我和儿子站在快餐店里的情景和早上开车去买奶昔的情景是截然不同的。


  我们从用户目标达成的视角来思考一些近些年创业成功的个案。以爱彼迎为例，仅从功能用户目标看爱彼迎的话，它的目标是为出差的人提供落脚之处。从这个层面来看，它是在和酒店或旅馆竞争。以酒店或旅馆的质量标准来看，爱彼迎是远不如酒店或旅馆的选项。谁愿意付钱睡在陌生人家中的临时床垫或空床上，而不是去酒店或旅馆享受个人隐私呢？


  事实证明，这种人还挺多的。


  大家使用爱彼迎不只是为了在某个地方过夜，而是因为在某个地方过夜可以参与某件他们想参与的事，还可以拥有比全球一体化的连锁酒店更真实的实地体验。


  爱彼迎一开始是其共同创始人布莱恩·切斯基为解决生活中需要完成的任务。大学刚毕业时，他在旧金山快付不起房租了，更别说是买门票去看当地举办的一次设计大展了。当时他发现，当地的酒店都已经爆满，他意识到肯定有一些跟他一样的年轻人也很拮据，于是他想到自己可以“出租”公寓里的三个床垫来筹措门票钱。他认为，如果自己到其他城市参加设计展时，也会租用这种床垫。他很想参加设计展，又不想像游客一样造访某地，或为此欠下大笔信用卡债务。


  尽管以传统的标准来看，爱彼迎不如酒店或汽车旅馆，但这并不表示在追求进步方面，爱彼迎不是更好的选项。用户选用爱彼迎的情境，和他们选用酒店的情境截然不同。[2]爱彼迎的竞争对手不只是酒店，它也为“借住朋友家”或“干脆放弃旅游”的人提供了另一种选择。


  表面上看来，爱彼迎是一个大爆冷门的成功案例。领英（LinkedIn）的创始人及爱彼迎的投资人里德·霍夫曼表示：“一开始大家都说：‘你疯了，竟然创办这种公司！谁会想使用这种服务？只有疯子才会租用陌生人家里的房间！’但实际上，只是你目前没有看见这种用户目标而已。”


  在这本书里，为了简便起见，我们以“用户目标”泛指各种用户想要解决的任务。但我们必须强调，界定明确的用户目标有很多层面，而且是复杂多元的。这其实是好事，为什么呢？因为这表示完美地完成某项任务可能不仅需要开发一种产品，还要为这项任务的许多层面设计并提供一整套的体验，然后把这些体验整合到公司的流程中（稍后会深入探讨）。当你把这一切都做好时，竞争对手就无法模仿你了。


  改变竞争格局


  这里必须强调一点，我们不是要“创造”用户目标，而是要去发掘用户目标。用户目标永远存在，但是达成用户目标的方式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很大的改变。例如，想想“远程分享信息”这件事，其根本用户目标没有变，但我们达成用户目标的方式变了——从驿站邮递到电报、航空邮件、电子邮件等。


  又比如说，数百年来，青少年总是想不受父母的干预互相联络。多年前，他们会在学校的走廊上传纸条，或是把电话线拉到家中最远的角落去偷偷讲电话。但近些年，他们开始使用智能手机上的应用程序Snapchat来传递信息，而且信息一旦被读过就会即时删除，他们也使用很多工具，这些都是几十年前人们难以想象的技术。Snapchat的开发者非常清楚青少年想要的用户目标，所以他们开发出这个绝佳的解决方案。但是，这并不表示Snapchat就没有其他竞争对手的威胁，其他对手可能更了解青少年在某些情境下的社会、情感、功能方面的复杂用户目标。


  我们对用户目标的了解永远可以更加精进，采用新科技可以改善达成用户目标的方式，但重点是你必须把焦点放在了解用户的根本目标上，而非沉溺于为了用户目标所想出的某个解决方案。


  对创新者来说，了解用户目标就是了解用户在追求进步时最在乎什么。用户目标达成理论让创新者从“哪些效益是必要的、哪些效益无关紧要”等选择中做出无数详尽的取舍。了解特定情境下的使用标准，可以形成全然不同的重要洞察。最重要的是，竞争局面很可能和你原先所想的截然不同。


  这里可以举个例子说明。抽烟的人休息去抽根烟时，就某种层面来说，他可能只是为了满足烟瘾，这是功能用户目标。但是，抽烟不只是为了解决他的烟瘾，他也是为了放松，这就是情感用户目标。如果他是在一般的办公大楼上班，他只能去户外的指定抽烟区，这也兼具了社会用户目标，他可以暂时抽离工作，与烟友闲话家常。从这个观点来看，大家使用脸书网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在上班时间登录脸书网，暂时脱离工作，休息几分钟，同时思考其他的事情，感觉像和远方的朋友聚在虚拟的茶舍聊天。就某些方面来说，脸书网和抽烟是在同样的用户目标上竞争。抽烟的人究竟要选择哪一种，则由他当下所处的情境而定。


  管理者和行业分析师喜欢简化“竞争”的框架，把同类的公司、产业和产品归为一类，例如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竞争、索尼游戏机与微软Xbox竞争、天然奶油与人造奶油竞争。这种竞争局面的传统视角，将创新的相关性和可能性紧紧限制住了，因为它强调要与标杆企业比较、不能落于人后。从这种观点来看，抢夺市场占有率的机会似乎很小。大多数公司只能在零和博弈里，为几个百分比的市场占有率争得你死我活。


  但是，从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的观点来看，竞争不只限于同类产品。最近传奇的创投业者约翰·杜尔问网飞（Netflix）的首席执行官里德·哈斯廷斯：“网飞是否跟亚马逊竞争？”他回答：“其实我们是在和你放松时做的每件事竞争——我们和电子游戏竞争，我们和饮酒竞争，酒是个特别顽强的竞争对手！我们也和其他视频网站以及棋版游戏竞争。”


  当你从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的观点来看待竞争格局时，你就会看到全新的样貌。这也许会令人不安，但也充满了新的潜力。


  例如，宝马集团一直认为自己是代表“高性能汽车”的品牌，甚至一度大言不惭地宣传它的产品都是“男人的车”。但是，2008年经济衰退后，汽车业遭受重挫，宝马集团的领导团队开始退一步评估用户买车的用户目标，他们的研究结果彻底改变了宝马集团自己对竞争环境的看法。在环保节能车的需求跃居首位（例如加州刚通过法律，禁止未来使用内燃机），城市化的趋势兴起，以及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费神去考驾照的大形势下，宝马发现消费者真正想要的用户目标是移动性：让我轻松从A点抵达B点。


  没错，宝马集团是在和传统的高级车竞争，但它也在和特斯拉、优步、共享汽车平台Zipcar、谷歌的无人驾驶电动汽车，以及（据传苹果正在开发的）电动汽车竞争。“我们发现，我们在与18个月前连名称都不知道怎样读的公司竞争，”宝马集团的全球品牌管理与营销服务总监史蒂芬·奥尔索斯说道，“我们必须把比较标杆放到汽车制造产业之外。”


  这样，宝马集团不仅推出电动混合动力的BMWi产品线，也促成了DriveNow计划（类似Zipcar的共享系统，已经在柏林、维也纳、旧金山、伦敦等地推出）。奥尔索斯说：“我们已经从供给面的视角转变成需求面的视角。”实际上，这就是从销售产品转换成用户目标导向。以往汽车制造商习惯把经销商视为主要的用户，但这个框架带动了彻底的改变。从此以后，“用户”是谁，以及用户在乎什么也跟着彻底变了。当然，宝马集团对创新的观点也随之全面改变。


  宝马集团并非特例，如今很多从业者显然都在抢着了解消费者的用户目标。2015年的下半年，福特汽车的首席执行官马克·菲尔德斯告诉员工：“我们不只是一家汽车公司，也是一家移动公司。”通用汽车投资了新型汽车服务Lyft，并于2016年年初宣布推出共享服务Maven。通用汽车投资的Lyft计划，有一部分是参与开发按需供给的无人驾驶汽车网络，这也是谷歌、特斯拉、优步都已投入大量资源研发的领域。


  从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的观点思考未来的走向[3]，每家公司都必须从这个角度去了解复杂多元的用户目标，接着必须根据用户解决日常任务的体验，思考及打造产品，帮助用户在寻求进步的过程排除障碍。了解用户目标且能最有效帮助用户完成任务的从业者，就能获得竞争优势。


  一家公司如何了解与落实这个新观点，将决定此公司的新尝试在未来有多成功。如果你不知道真正的竞争对手是谁，又怎么可能创造出用户认为比其他的潜在选项更好的方案呢？


  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的局限


  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并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答案，问题的性质决定了用户目标达成理论能否成为了解问题起因的最好方法。每个理论都是如此。


  成熟周密的理论，也就是那种真的可以解释“什么因导致什么果”的理论，不是一夕之间研究出来的，而是需要不断地打磨、测试、改进，而且必须了解它适用于哪种情境，以及不适用于哪种情境。不过，即使一个理论无法应用在某些情境中，它仍是有价值的，因为当你知道某种理论对于解释某件事没有帮助时，你就会改用其他理论以寻求更好的答案。这就是一个好理论的特质，它是以假设语句来提出建议的。


  以人类开始尝试飞行为例。早期的研究人员观察到羽翼和飞行有强烈的相关性，所以他们一开始尝试的飞行方法便是模仿鸟类的飞行，直到瑞士裔的荷兰数学家丹尼尔·伯努利提出了“伯努利定律”，我们才了解到“升力”的重要性。这个概念是说，空气流过所谓的“翼切面”时，其下方的空气就会撑起翼切面。鸟类的翅膀就是翼切面，所以翅膀下方流过的空气推动它们升起。这样的认知促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飞机机翼的诞生。


  不过，即使科学家知道是升力促成飞行，而非羽翼或羽毛促成飞行，他们还是要通过实验，不断地试错，改进因果机制，这样才能设计出成功的飞行器。飞机坠机时，研究人员会问：“究竟是飞机的设计有问题，还是使用的材质出了问题？又或者是飞行员所处的情境造成的（此情境需要不同的规则和技巧才能避免坠机）？”如今，航空业采用的因果机制已经非常先进，工程师和飞行员不仅能保证飞机起飞，还可以精确地界定飞行员在各种可能的情境下（例如天气不佳、气压高低等）需要依循怎样的规则。由此可见，情境很重要。


  在建构理论时，我们需要以开放的心态找出理论无法解释的东西，也就是找出异常现象，并把这些异常现象视为强化理论的机会。例如，我们知道，如果用户解决问题时不需要费心思考，或是现有的解决方案已经够好了，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就不是那么有效了。如果决策几乎完全靠数学分析，例如原材料商品的交易，那么用户目标达成理论也不太实用了，因为成本或效益并不是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的核心要素。在这些情况下，寻求进步不需要考虑复杂的社会、情感、功能方面的需求，只需要做出理性的决策，计算机就可以轻易处理。


  本质上，理论是一种观点：我们提议，这套流程有助于开发成功的创新。但是，如果别人有更好的流程，可以提供更稳定更成功的创新，我们在不断改进这个理论的同时，也很乐于接纳其他人的观点。


  不过，在有人提出更好的理论之前，我们相信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可以帮助你把创新从碰运气的活动，变成可预期的努力。机会、竞争对手，以及用户最在乎的东西看起来都会截然不同，而且非常清晰。从此以后，你的视野不再一样了。


  哥白尼式的革命


  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主导科学界的思维将近1 800年，他对宇宙的观察和理论普遍获得了各界的采纳，中世纪西方世界最强大的组织天主教会甚至把他的学说奉为绝对真理。他的重要理论包括：所有的“天体”都绕着地球运行，所以我们只要观察其他的行星循着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轨道移动，就能预测这些行星的动态。亚里士多德是一位影响力深远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上千年来他的观点几乎没遭到过质疑。


  然而，有一个问题。古代的天文学家试图绘制及预测地球周围行星的运行时，却怎么也测不准，他们为此提出了相当啰唆的解释：行星确实是绕着地球运行的，但是在这些轨道内，行星也以托勒密所谓的“本轮”移动（亦即圆圈里的小圆圈）。根据这种复杂的运转规律，他们依然可以预测行星绕着地球的运转，只不过即使考虑到复杂的本轮组合，最精确的计算所预测的移动依然有误差。最好的模型预测出来的东西，仍然有多达八角分的误差。虽然大多数人觉得这已经足够精确了，但这种模式其实并不正确。


  由于亚里士多德是公认的宇宙权威，中世纪的科学家和思想家费尽心力想要让本轮这套理论成立。直到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文学家哥白尼才以简单但意义深远的论点，重新建构了我们的宇宙观：行星不是绕着地球运转，而是绕着太阳运转。这个理论，终于为历史上一些最重要的进步以及现代天文学和微积分奠定了基础。


  人类等了1 800年，才出现哥白尼这样的人——他发现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缺陷并清楚地阐明真相，而且哥白尼过世时并不知道世人是否会接纳他的论点。推翻根深蒂固的世界观通常不是一蹴而就的，即使真的推翻了，也需要时间去改进正确的新观点。


  在创新的世界中，许多企业都深陷在自己创造出的“本轮”里，以复杂的近似值、估计值和推算法来自圆其说。我们通过搜集、微调、交叉比对各种数据，以为自己应该越来越擅长预测，但是如果我们不了解用户为什么做出这些选择，我们就只是擅长使用本质上有缺陷的流程罢了。


  在不了解创新的因果机制下，企业拼命地想了解宇宙怎样绕着地球运转，它们只能依赖从其他企业借鉴的一些最佳实践、概率工具和可行的技巧，但是不能保证一定会成功。当你从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的视角观察创新时，你会看到创新宇宙的中央不是用户，而是用户心中的用户目标。这两者的区别似乎很小，也许只差一点点，但影响却非常大。事实上，视角一改，一切都截然不同了。


  【重点摘要】


  
    • 很多商界人士把“理论”视为纯学术或抽象的概念，但事实并非如此。对企业的领导者来说，说明因果关系的理论是最重要、最实用的工具。


    • 创新这个领域急需更好的理论，尤其是用来回答以下根本问题：“是什么因素促使用户购买及使用某种产品或服务？”


    • 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它认为用户购买和使用（或雇用）产品或服务，是为了完成生活中的某个任务。用户目标就是用户在某个情境下想要获得的进步。


    • 这个定义是具体的，也是重要的。想要充分了解用户想要完成的任务，我们需要了解用户在某个情境中想要获得的进步，并了解这个进步在功能、社会和情感方面的用户目标，以及用户愿意做出的取舍。


    • 一旦了解了用户想完成的任务，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己面对的真正的竞争对手。它可以为创新提供重要的信息，使你开发的创新方案比竞争对手的方案更具吸引力。

  


  【领导者的思考题】


  
    • 你知道用户选择你的产品或服务的真正原因吗？或者，你知道用户选择其他产品的原因吗？


    • 你的产品或服务如何帮助用户在生活中取得进步？他们想在什么情境中取得进步？哪个进步能达到功能、情感和社会层面的哪些效果？


    • 在满足用户想要完成的任务方面，你的产品和服务面临着哪些竞争对手？在传统的产业观点外，你还有其他的竞争对手吗？

  


  
    [1] 在了解大企业如何做出系统化创新方面，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进步。本书的合著者邓肯和Innosight公司的执行合伙人史考特·安东尼详细说明了运作完善的创新系统有哪些组成要素及运作方式，并称它们为“成长工厂”。他们的研究为一些世界500强企业培养了全球创新的能力，还有一些朋友也帮助我们了解到如何做出系统化创新，尤其是塔克商学院的维杰·高文达雷简。不过，用户目标达成理论是把焦点放在不同的问题上：“什么因素促使用户购买及使用某种产品或服务？”你需要一个理论来回答这个问题，才能确保你打造的创新系统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的，而且是投入其中最有可能成功的创新。参见Anthony,Scott D., and David S. Duncan. Building a Growth Factory.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 2012。

  


  
    [2] 这是爱彼迎早年的状况，近几年爱彼迎在更高层次的市场中找到其他的用户目标，并在那些领域里经营得很好。

  


  
    [3] 有一种工具叫“发现导向的规划”，它可以帮助企业在投入太多的资源以前，先检测回应用户目标的策略是否有效果。这可以迫使企业搞清楚在哪些假设已经证明成立时，策略才能成功。这套流程的设计者是学者伊安·麦克米兰和莉塔·麦奎斯，他们把这个流程命名为“发现导向的规划”，更直白的说法是：“如果这样做有效，那么你要先证明什么是对的？”大多数公司在考虑是否追求新的商机时，它们很少问这个问题，所以从一开始就在无意间种下了失败的祸根。它们根据最初的预测做了投资决定，但从未测试最初的预测是否正确。等到投入很多资源以后，它们才去调整预测和假设来配合实际发生的状况，而不是在投入太多的资源以前先测试，再做周详的选择。


    每个失败的项目几乎都是因为预测和决策所根据的假设有误，但是企业发现假设错了，为时已晚。这时，资金、时间、精力都已经大举投入项目中，所以团队必须交出成果。没有人想回头对高管说：“您还记得之前我们做的假设吗？后来我们发现假设不太正确……”所以，公司核准的项目是根据不正确的猜测，而非因为这个项目最有可能成功。

  


  第3章

  重新发现用户目标


  
    用户目标达成理论不只是一种结构或营销方法，它也是卓越企业促成颠覆性创新及转型成长的强而有力的切入视角，它适用于各种领域。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将重新定义你所处的行业、你竞争的市场规模和模式，以及竞争对手，让你在原本以为没有用户的地方看到用户的踪影，为层出不穷的问题找到解决方案，并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现新的商机。

  


  2015年，保罗·勒布朗校长站在南新罕布什尔大学的应届毕业生面前，准备脱稿演讲。这是当天的第三场毕业典礼——由于毕业生和家属的人数实在太多，12 000个座位的体育馆无法一次容纳所有的人，所以校方必须分三次举行毕业典礼。不过，这次勒布朗校长不再讲同样的笑话，也不再上演毕业典礼上的老生常谈，他露出大大的微笑，看着眼前这群穿着毕业袍、戴着毕业帽的学生。


  他问道：“如果你当过兵或正在当兵，又是今天的毕业生，请站起来。”约一半的毕业生站了起来。“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家中第一个大学毕业生，也请站起来。”剩下的学生中又有大约一半站了起来。“如果你今天拿到学位，而且有孩子，请站起来。”这时，几乎所有的毕业生都站起来了。勒布朗向来是个沉着优雅的演讲者，这时他突然哽咽起来，现场的观众纷纷为他喝彩。


  对当天的毕业生来说，克服一切难关，拿到这个学位是很了不起的。勒布朗后来回忆道：“他们肯定了自己，他们知道这一切来之不易。为了获得学位，他们必须面对经济压力、忙碌生活、学识不足、缺乏归属感等种种难关，而他们都努力撑了过来。”


  当天在体育场内的人只是一小部分。事实上，南新罕布什尔大学绝大多数的学生都不会踏进这个位于新罕布什尔州曼彻斯特的小校园，但是这并未阻止这些学生达成自己的目标。事实上，2016学年结束时，很多学生选择去南新罕布什尔大学就学，这所私立学校的营收已逼近5.35亿美元，过去6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34%。南新罕布什尔大学不仅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等刊物选评为美国最创新的大学之一，它还荣登《高等教育纪事周刊》的最佳职场榜单。2012年，《快公司》杂志把南新罕布什尔大学评选为全球最具创新性的组织之一，其排名超过领英、星巴克、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


  十年前，无论是对南新罕布什尔大学的学生或校长来说，这一切似乎都不可能发生。2003年勒布朗刚接任校长时[1]，这所创校70年的大学仍是一家毫无名气的二线大学。它最早是一所会计与秘书学校，后来发展成混杂烹饪、商业、司法课程等多项专科的学校，只有几千名学生。


  当时，全美各地类似的大学都陷入严重的财务困难，它们或关闭或并校，以维持生存。2008年开始的经济萧条使情况变得更糟——入学人数开始下滑，学校的预算压力大到无以复加。那个时候，勒布朗来到哈佛商学院，他上了我开的一门课程。每年我都会为领先市场的企业开一门课，指导他们如何避免陷入创新者的窘境。某天上课时，我们讨论到奶昔个案及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勒布朗当时就觉得很有共鸣。


  南新罕布什尔大学就像大多数的高等教育机构一样，基本上是以同一种方式看待所有的学生。它长期以来主要的招生对象是传统的学生群体，也就是打算继续升学的18岁高中毕业生。它的招生文案基本上是：“来到风景如画的南新罕布什尔校园，用合理的学费就能获得扎实的教育。”它的营销和广告都是采用通用的版本，不分情境。学校的政策和授课模式也是为了吸引“典型”的学生而设计的，但所谓的“典型”的学生根本就不存在。这种一体适用的观点让人联想到奶昔案例，只不过是它为“平均”的学生设计了一体适用的教育。


  那么，学生“雇用”南新罕布什尔大学要完成什么任务？勒布朗说，校方依靠自问这个问题，就得到了重要的答案。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一个，而是两个。


  数十年来，南新罕布什尔大学对高中毕业生招生的方式几乎没变过——依赖传统的营销和口碑，以吸引潜在的学生来校园参观，之后校方就开始画大饼，大谈学杂费补助或未来的就业前景。但勒布朗说，从用户目标的观点来看，学生对那些议题其实没什么疑问，家长也许会问那些问题，但学生关注的则是全然不同的东西。学生关注的问题主要和想要获得的体验有关，他们期待那些体验好几年了。“你们有没有值得我全力支持的球队？有没有攀岩设施？我能经常和教职员互动，长谈人生的意义吗？”潜在学生所关注的（“刚从高中毕业、第一次离家”的情境），不是教育的功能用户目标，他们之所以选南新罕布什尔大学，是为了获得成年人的体验。


  对每年预期招生3 000位青年学子的南新罕布什尔大学来说，它其实有很多的竞争对手。当地有好几家创校已久的大学，例如新罕布什尔大学或富兰克林皮尔斯大学，它们每年锁定的招生目标几乎和南新罕布什尔大学大同小异。在高中毕业生的争夺赛中，南新罕布什尔大学很清楚自己的招生成效——这些年来，它们抢到的学生数量大抵上没什么变化，几乎没什么成长潜力。


  但是，南新罕布什尔大学提供了网络教育课程，亦即远程教学。勒布朗说：“那是一个在校园某个不起眼的角落默默运作的课程。”一直以来，这个课程持续吸引了一批年纪较大且想重返校园完成学业的学生。网络课程早在十年前推出，但校方只把它当成兼营的事业，几乎没投入什么资源。


  表面上，所有的学生可能看起来都差不多，都是根据他们想要完成的课程加以分类。一个35岁想拿会计学位的人和一个18岁的会计系学生需要选修同样的课程，对吧？他们不是都需要学费合理的优质教育吗？


  与“未消费竞争”


  但是，从用户目标导向的观点来看，勒布朗和他的团队发现，那些非传统的学生之所以选择到南新罕布什尔大学就读，其目的和追求成年人体验的18岁学生不一样，他们所处的情境全然不同。


  网络课程的学生平均年龄是30岁，他们平时忙于工作和家庭，因此必须想办法为教育抽出时间。很多人其实已经修过一些大学的学分，但后来基于多种因素休学了。其中有些人往往还有尚未还清的债务，但人生经历驱使他们重返校园。他们意识到，只有取得大学学历，才能改善自己的职场前景，进而改善家人的生活。他们早就拥有了成年人的体验，他们想要的高等教育只需提供以下4点就够了：便利性、用户服务、文凭、迅速结业。勒布朗的团队从中看到了巨大的商机。


  南新罕布什尔大学网络课程的竞争对手并不是当地同级的大学，他们的竞争对象是美国其他的网络课程，包括传统的大专院校和一些营利性的专业课程机构，例如楷岚（Kaplan）、凤凰城大学、ITT技术学院等，这些课程都是为了给学生提供训练和文凭，是为了学生未来的求职而设计的。不过，更重要的是，南新罕布什尔大学也要和“未消费”竞争，也就是和“尚未消费”竞争，这是指处于人生的进修阶段却选择不再进修的那些人。转换观点以后，这个市场突然间从规模有限、不值得为之努力的状况，变成了充满未开发潜力的大市场。谁不想竞争未消费的市场呢？


  但勒布朗和经营团队很快就发现，南新罕布什尔大学现有的政策、结构和程序，很少有专门为服务网络学习者而设计的。网络课程给这所大学带来不错的年收入（3 200万美元），但是竟然有那么多学生发现南新罕布什尔大学有网络课程，而且还坚持读到毕业，这真是个奇迹。


  以南新罕布什尔大学和潜在学生讨论助学金的方式为例，一般大学面对典型的高中生时（通常是高三的时候），校方就会提供一些有关助学金的基本信息。学生或大学校方都预期，一年后等入学通知确定了，学生正式申请助学金并提出财务证明后，校方才会提供进一步的细节。南新罕布什尔大学设计的助学金问答流程，只是为了和潜在学生轻松地讨论不太急迫的议题，因为他们连回复询问都可能会花好几周的时间。


  潜在学生通过网站提出询问以后，他会在24小时内收到预先设定的回应：“亲爱的克雷顿，谢谢您的关注……”大约一周后，这位学生就会从邮件中收到信息（校方发送给每位询问者的信息都一样）。然后，和许多大学一样，南新罕布什尔大学只会等潜在学生来电询问，或以其他方式进一步进行追踪。对许多想申请大学的人来说——尤其是即将成年的高中生，这样的系统可能就足够了。南新罕布什尔大学发现，是否申请助学金可能对学生的家长来说很重要，但是对学生挑选大学的目的则不是那么重要。


  相反，对网络学习的成年人来说，资金方面的考虑非常重要。他们之所以选择上大学，是希望获得学历，以便尽快改善就业前景。南新罕布什尔大学考虑到这些学生时，才发现以前给所有潜在学生设定好的回应模式有很大的缺陷。成年学生积极上网寻找进修信息时，他已经准备做出决定了。他可能已经考虑继续深造这个问题好一段时间了，对他来说，提出询问已经很接近决策时刻了。


  南新罕布什尔大学知道，网络学生通常是夜里趁孩子入睡后，好不容易挤出时间，窝在计算机前搜寻信息的成年人。对他们来说，等24小时才收到预先设定的回应，接着又等几周才收到助学金的相关信息，这跟毫无响应没什么区别。网络学生的需求和即将从高中毕业的传统学生截然不同，但南新罕布什尔大学一直以来都只提供预先设定的选项给所有的学生。


  勒布朗和他的团队终于顿悟，关键在于他们终于问对了问题，这使得他们得到了更好的答案。勒布朗表示：“当时我们对于学校止步不前感到一筹莫展。但是采用用户目标达成理论之后，我们感到茅塞顿开。”


  那么，南新罕布什尔大学该如何改变呢？勒布朗回忆道：“几乎全部要改。”而且学校要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应对两种截然不同的用户目标。


  网络课程从推出以来，一直被当成“二等公民”看待。现在，勒布朗和他的团队把它列为办学的重点。他们把网络招生小组从2英里[2]外的小办公室移到曼彻斯特校园内一座由厂房改建的新办公室。这是一种典型的“破坏者”定位，它能让网络团队在不受大学政策和程序的限制下自由地成长。


  接着，勒布朗和他的团队把教授网络课程的20多位教职员找来开会，并将学生首次来信询问到上第一堂课之间的整个入学流程画在白板上。勒布朗说：“这看起来像核潜艇的示意图！”他们把这个流程中存在的重重障碍（或无助于排除障碍的做法）圈出来，将焦点放在网络学生重视的任务、所处的独特情境，以及功能、社会和情感层面的用户目标上。接着，他们逐一排除这些障碍，并以能够完美完成任务的体验来取代。


  这种用户目标导向的新方法促成了数十个决策，以下是其中几个重点：


  
    （1）用户为了获得进步寻求的体验是什么？


    对助学金的询问，校方不再缓慢响应。校方把“24小时内的预先设定电子邮件回复”，改成“接到询问10分钟内，校方就要打电话回复”。在竞争激烈的网络学习世界里，率先和潜在学生通话的网络学习机构，很可能就是学生最后选择申请的学校，所以不能只是做做样子响应而已。


    勒布朗说，校方把那通电话视为帮助潜在学生移除障碍的重要机会。“你从通话中可以发现这些学生有很多焦虑不安的问题，所以我们会请训练有素的顾问给他们打电话。这些顾问熟悉相关信息，可以帮助学生排解所有障碍。顾问打的电话可能一谈就是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通话结束后，学生已经充分了解我们，而我们知道，他们的入学意愿也有大幅提升。”


    （2）需要移除哪些障碍？


    潜在学生在几天之内就可以确认自己可以得到何种助学方案，以及可以抵扣多少过去所上大学的学分，这个过程不再拖延好几周甚至几个月。


    （3）在社会、情感和功能层面上要求哪些用户目标？


    南新罕布什尔大学彻底翻新了网络课程的广告，校方把焦点放在如何帮助成年人达成自己的学习目标上。其广告内容不仅呼应功能用户目标（例如获得有利于职业生涯发展的培训），也兼顾情感和社会用户目标（例如达成目标的自豪感，或实现对挚爱的承诺）。


    有一则广告是描述一辆南新罕布什尔大学的校车在全美各地穿梭，并把传统裱框的文凭逐一交给无法到校园参加毕业典礼的学生。镜头切入在家中兴奋接到文凭的毕业生，并配以旁白：“你是为谁去攻读这个学位的？”一位女性抱着她的文凭说：“为我自己！”一位笑容满面的中年男子说：“为了我母亲！”一位强忍着泪水的父亲说：“孩子，我是为你而读的！”他的儿子在一旁开心地说：“爸爸，恭喜你！”

  


  最重要的是，南新罕布什尔大学发现，帮助潜在学生申请入学只是帮助他们达成目标的开始。为了真正使他们完成进修学习的任务，南新罕布什尔大学必须确保学生达成各自的学习目标。于是，南新罕布什尔大学为每个网络新生安排个人顾问，顾问会经常和学生保持联系，他们能够比学生更早发现危机信号，以便帮助学生持续获得他们想要的进步。“你周三或周四之前没查看本周有什么作业吗？”你的顾问会关心你的学习状况。“你的单元测试的成绩不理想吗？”顾问不仅会打电话询问你在课程上是否遇到困难，也会询问你在生活上是否遇到困难。“是笔记本电脑突然出现了故障吗？”那么顾问可能会给你寄上一台新的笔记本电脑。


  南新罕布什尔大学的惊人发展显示，勒布朗和他的团队非常了解这些学生求学想要完成的任务。如今，在那个由厂房改建的网络进修教育大学里有1 200位教职员，学生总数超过75 000人，遍及全美36州及世界各国。勒布朗回忆道：“有几次，我们的系统差点负荷不了，因为学生的人数增长得太快了。”南新罕布什尔大学发现学生人数的增长持续加速时，决定放缓招生速度，先强化内部支持和系统。勒布朗知道，如果南新罕布什尔大学达不到学生想要的用户目标，那么这些学生肯定会毫不犹豫地退出，另寻其他选项。


  目前，南新罕布什尔大学持续稳健地创造出10%的盈余，这使它有足够的资金投资基础设施，为员工提供一流的工作环境，同时把学费压低（事实上，过去4年，网络学费从没有涨过）。此外，充裕的资金也有助于开发先进的创新课程，例如推出一年收费2 500美元的能力本位教育课程，这个课程让学生根据自己在不同学科所展现的能力获得学位，而不是根据上课的课时或必修的学分决定。2013年，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的演讲中，特别提到南新罕布什尔大学为想要攻读学位的学生开发了课程，并提供了经济实惠的选项。


  如果当初勒布朗和他的团队没有自问“用户目标导向”的问题，他们就会在偶然间发现促进网络教育增长的好方法吗？勒布朗觉得不太可能。“用户目标达成理论提供了一套共同的语言，让我们在领导团队以及更广泛的校园中开始讨论。”他说，“这个方法真的很有启发性，它帮我们搞清楚自己到底该做些什么。”


  锁定没有人做好的用户目标


  过去十年，我们和许多公司进行了密切合作。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帮助这些公司做出了创新转变，它们都是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的最佳实证。由于用户目标达成理论能够发现促使消费者挑选某些产品的因素，所以这个理论可以用在多种产业和组织上，从最简单的消费性包装产品到复杂的企业对企业（B2B）的产品都适用。在每个案例中，企业去发掘用户做出选择的原因，可以帮助它开发出获得用户青睐的更好的产品和服务。我们举几个例子，后面我们会更清楚地谈到用户目标达成理论是如何被广泛应用的。


  例如，一家奶酪公司推出一种新奶酪，听起来似乎毫无创新。但萨坚托新推出的超薄奶酪切片，第一年的利润就有5 000万美元，而且它带动了这类商品的大幅增长，公司第二年的利润超过1.5亿美元。为什么这个产品如此热卖，但同年新上市的3 400项消费性包装产品大多上市不到一年就黯然退场？因为萨坚托的超薄奶酪切片帮助消费者解决了烦恼：“如何在每天享用的三明治中加入美味的奶酪，又不必为了热量、脂肪，以及连带产生的罪恶感而烦恼呢？”萨坚托的新事业开发处副总裁罗德·霍根解释说，用户目标达成理论能“逼你从消费者烦恼的情境中定义产品，这对大多数的大企业来说既不容易，也不是自然反应”。


  2012—2016年度的《颠覆性创新报告》中，尼尔森追踪了2万多件新上市的产品，并列出92种第一年营收超过5 000万美元且于第二年持续热销的商品（排除近似的延伸产品）。表面上，这份赢家列表看起来毫无逻辑可循，例如国际喜悦公司的冰咖啡、好时公司的迷你巧克力、Tidy Cats的轻质猫砂等都上榜了，它们有一个共通点：都锁定了一个“以前没有人做好”的用户目标。


  富兰克林柯维公司的转型


  相对于最简单的消费性包装产品，另一个极端是复杂的企业对企业方案，富兰克林柯维公司就是一例。这家公司成立于1997年，由富兰克林奎斯特和柯维领导中心合并而成（柯维领导中心是由畅销书《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的作者史蒂芬·柯维创立的）。多年来，这家公司的经营几起几落，难以站稳脚跟。2000年其营业额虽然达到5.89亿美元的峰值，但是后来它陆续出售了一些业务（包括招牌商品“富兰克林万用手账”和其他相关手账业务），并精简营运、裁员、重新锁定焦点，2009年公司的营业额仅剩1.3亿美元。这家公司熬过几年经营惨淡的岁月，现在想要加速成长。


  富兰克林柯维公司的前董事长鲍伯·怀特曼接下首席执行官一职后，在3年间亲自造访了近400家使用企业对企业训练课程的现有客户和潜在客户（都是企业客户）。当他造访第八家客户时，突然茅塞顿开。当时，他和某家世界500强企业的首席学习官见了面，这家企业运用富兰克林柯维公司的训练课程来培训3 500位员工，以加强员工的个人与专业效能。不过，这家公司有35 000名员工，其余的人也应该是这套课程的潜在受惠者。怀特曼问道：“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只有3 500人受训呢？”首席学习官解释，他们采买富兰克林柯维公司的课程是为了培养有益于企业文化的思维和能力，但是市面上还有很多的产品可以帮助他们达到这个目的。


  人力资源部需要使用多种产品，例如迈尔斯－布里格斯性格分类法、冲突解决方案、授权、谈判技巧、项目管理等方面的培训。当时，富兰克林柯维公司的课程只是人力资源部门使用的许多产品之一，而且富兰克林柯维公司从过去惨痛的经验得知，经济不景气时，公司通常会率先削减学习及培训的预算。富兰克林柯维公司即使开发出更多的新产品，这些新产品若是和市面上的其他选项大同小异，公司能获得的收益也很有限。


  那么，企业客户在乎的用户目标是什么？


  怀特曼进一步追问：首席学习官采购富兰克林柯维公司的课程及其他公司的课程是为了什么用户目标？怀特曼说，以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的结构来讨论时，他们发现了一个比最初的想象还要复杂的景象，清楚地指向一个尚未达成的任务。首席学习官的团队虽然喜欢富兰克林柯维公司的学习与培训课程，但内部用户（公司里的高管）最在乎的是：这些课程将如何提升用户忠诚度并带动业务成长？


  怀特曼继续走访其他客户时，发现其他客户也一再提到同样的问题：对负责采买培训课程的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来说，他们最大的挑战是让公司的领导者意识到，从课程里学到的东西对日常工作很重要。这些购买课程的人希望获得肯定，希望公司里的领导者认可他们对公司的长期目标有贡献，但公司的领导者不见得能看出他们辛苦安排的培训课程对学员有帮助。人力资源部门希望有助于公司落实最重要的任务，他们也希望因此获得肯定。


  这个想法促使富兰克林柯维公司花了几年的时间，从客户的用户目标角度来修改、重新思考及定位产品。怀特曼说：“这成为我们思考一切的基础。”以前富兰克林柯维公司可以把产品直接卖给人力资源总监或首席学习官。他们的销售团队会找出客户某年可能需要的课程，然后上门推销。但是这种方法有个缺陷，万一首席执行官宣布的优先要务和目标与这些课程不符，人力资源部就不会采购这些课程。于是，富兰克林柯维公司改变了做法：他们不再出售课程，而是改售订阅会员权限，让客户无限取用所有课程和学习内容。此外，这些内容可以整合成学习模块、碎片化分段学习，或让领导人在开会时用来说明重点，并且有多种使用模式。这样一来，首席学习官就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境使用各种适合的工具：“我们有整个课程数据库！今年我们可以帮你完成哪些任务？”


  富兰克林柯维公司还根据特定的用户目标，推销对应的流程和体验。就较高层级来说，产品是按用户目标的类别来分类的，例如领导力、执行力、用户忠诚度、销售业绩等。在每个类别底下，还有针对特定用户目标的产品，这些用户目标是以商业结果来衡量的。


  例如，某家大型的信息科技设备公司拟采用富兰克林柯维公司的产品来提升业绩，富兰克林柯维公司不仅为它设计了培训课程，还派出一位全职教练进驻总部，以确保这笔超过5亿美元的潜在订单能确实做到流程的改善。怀特曼说：“面对金额这么大的订单，一家公司能抢到的单子并不多，所以我们和客户都很重视结果。我们提供给客户的其实是一套流程，而非单一的产品。”也就是说，他们可以衡量投资回报率。


  对富兰克林柯维公司来说，用户目标导向的创新意味着什么？它的观点有许多重要的改变，其中包括眼前的竞争格局的变化。它不再只是与其他提供顶尖培训内容的公司竞争，而是主要在自己开创的领域里竞争。


  怀特曼说：“我们努力围绕着‘没有竞争者的任务’来定位自己。”如果企业想改变策略，它们通常会去找传统的咨询公司。但如果企业需要落实某个策略，让一群人把某件事做得更好或更一致，以便贯彻新的战略或达成特定的商业目标（例如使业绩增加数百万美元），富兰克林柯维公司认为，在这样的任务上它几乎没有什么竞争对手。


  事实上，怀特曼指出，传统的咨询公司已经成为他们的客户，有些咨询公司会找富兰克林柯维公司帮忙落实自己的新策略。我们稍后会提到，竞争优势的建立不仅源于了解客户想要完成的任务，也源于开发客户想从购买与使用产品中获得的体验；而且，必须建立内部流程，确保客户每次都能获得这些体验，这才是竞争对手难以复制的竞争优势。


  相较于过去只和提供培训产品的公司竞争，现在富兰克林柯维公司的成长潜力比以前大了许多。2015年，富兰克林柯维公司的营业额达到2.2亿美元，也就是说，过去6年的复合年成长率是9.2%。


  财捷如何发掘小企业的需求？


  财捷公司的共同创始人库克是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的早期采用者，他的贡献也包括定义及塑造这个理论。在财捷，库克的说法是：“用户会挑选对生活有最大改进的产品。”不过，我们都认为，其实我们指的是同一件事：用户在特定情境中寻求的进步。他和我及本书的合著者霍尔后来一起为《哈佛商业评论》写了一篇文章，首次阐明了“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的概念。[3]这个理论帮助财捷公司为小企业推出了热卖的QuickBooks会计软件。从此以后，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就变成了财捷创新策略的指导原则。


  QuickBooks后来对财捷的长期增长有很大的贡献，有趣的是，库克说他当初差点儿就错过了开发QuickBooks软件的点子，因为他把焦点放错了地方。多年来，各个小企业用户都使用财捷的个人财务软件Quicken来追踪小企业的账户，这只是变通做法，因为要小企业用户使用个人财务软件并不合理。市面上一些卖得不错的企业软件可以帮助小企业用户做很多事情（例如记分类账、收支总账、过账、关账、借记、贷记等），并以会计术语记账，但Quicken都办不到。既然市面上有功能更多的会计软件，小企业用户为什么还会继续使用Quicken呢？


  原来，小企业用户不喜欢使用会计软件，它们只想要一套有效率的财务管理机制，可以开发票、收款和支付账单就够了。它们想获得的进步其实跟它们不想做的事情有关，而不是和它们所做的事情有关。


  库克和他的团队发现，在特定的情境中，任务（例如在分类账上做借记）和用户的烦恼是不同的。小企业用户不需要了解复杂的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库克回忆道：“一般人不懂那些东西。”它们只想尽快处理账款的进出。库克解释：“我们在背后负责处理一切细节。”所以，如果小企业用户想支付一笔账款，那么它在屏幕上会看到一张支票，不需要面对那些令人混淆又烦琐的会计用语。“如果它想看哪个顾客付款延迟了，我们就会把这个功能设计得又快又简洁。”


  在这个用户目标上，财捷的竞争对手显然不是市面上那些复杂的会计软件，而是小企业用户的一些决定：“要不要雇一个人来管账？还是自己多花点时间处理账目？要建构及使用一般的电子表格软件，或是把所有的收据全丢进一个纸盒里，不需要账目真的平衡？”所以，根据目前竞争软件的销售状态，这个小企业的理财软件市场究竟有多大，仍无法精确地估计出来。财捷抓住的机会是还没找到满意软件的小企业用户，而这个潜在市场更大。


  在外界看来，QuickBooks的成功可能令人大跌眼镜。毕竟相较于市面上那些复杂的会计软件，QuickBooks只提供了一半的功能，但其价格却是对手的两倍。然而，QuickBooks一上市就迅速成为在线会计软件的全球领导者，而且持续保持领先的地位。竞争对手把焦点放在尽可能做出最好的会计软件上，库克和团队则把焦点放在用户想要完成的任务上。


  清楚地了解用户想要完成的任务，是指企业提供的产品不该超出用户愿意购买取得的功能。相对而言，我们相信用户一旦找到可以实现自己用户目标的产品，他们往往愿意为此支付更高的价格（我们会在本书中持续证明这一点）。财捷公司40亿美元的营业额和250亿美元的市值证明，库克和他的团队十分了解这一点。库克表示：“我们要做的，就是帮助用户解决烦恼，我们只做这一件事。”


  对用户说：“我们懂你！”


  财捷可能是偶然间发现了用户寻找的用户目标，但是发掘用户目标其实并不需要碰运气。只要深入了解用户目标达成理论，企业就有能力彻底改变创新及成长的方式。有太多的创新在众所瞩目下推出以后却一败涂地，因为它们大费周章在改进产品上，而这一切和用户想要完成的任务毫无关系，这个过程浪费了大量的资源——大费周章地改进产品，却无法促使用户把产品带入生活中使用。唯有针对用户想要完成的任务设计产品，企业才能站在用户的视角看世界，并对用户说：“我们懂你！”


  不过，之后我们会看到，发掘尚未圆满达成的任务只是第一步，企业还必须为用户寻找、购买、使用产品的过程打造合适的用户体验，并把这些体验整合到对应的流程中，以确保每次都能给用户提供一致的体验。当你为用户达成他们想要完成的任务时，你的产品基本上就变成了服务。重点不在于你的产品属性，而是你帮肋用户获得进步时所提供的体验。


  我们相信，这本书的概念不仅能够改变创新的成功率，还能彻底改变企业本身。但首先，企业的领导者必须改变认知。长久以来，企业一直以为创新成功全凭运气，因此接受了在事业的其他方面不可能容忍的失败率。创新不一定是公司内部成功率最低的事情。


  【重点摘要】


  
    • 当企业不清楚用户使用产品的用户目标时，可能会推出一套“万能的”方案，结果反而没有人满意。


    • 当企业深入了解了用户目标时，就可以锁定用户目标导向的市场，从而开启成长和创新的新渠道，包括因为找不到合适产品而“尚未消费”的群体——他们宁可不消费，也不想购买无法为自己提供完善用户目标的产品。这些未消费的群体可能蕴藏着极大的商机。


    • 从用户目标的角度观察用户，可以凸显你面对的真正对手，他们远在你的产业之外，并且往往不是你的传统对手。

  


  【领导者的思考题】


  
    • 用户购买你的产品和服务是想完成什么任务？


    • 面对市场追求的特定的用户目标，你提供的是否是一刀切的万能方案？


    • 你的产品或竞争者的产品是否提供了太多用户不愿花钱购买的多余的功能和用户目标？


    • 为了获得进步，用户想寻求什么体验？你必须帮他们移除哪些障碍？


    • 你了解用户想要完成的任务以后，又看到了哪些真正的竞争对手？

  


  
    [1] 我曾经担任南新罕布什尔大学的董事。从2004年起，我开始担任富兰克林柯维公司的董事。

  


  
    [2] 1英里≈1.61公里。——编者注

  


  
    [3] Christensen, Clayton M., Scott Cook, and Taddy Hall.“Marketing Malpractice: The Cause and the Cur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December 2005. https://hbr.org/2005/12/marketing-malpractice-the-cause-and-the-cure.

  


  第二部分

  如何有效地应用用户目标达成理论？


  
    “一开始，我以为我们的事业是兴建房屋，后来才发现，我们的事业是迁徙人生。”


    ——企业顾问鲍勃·莫埃斯塔

  


  第4章

  寻找用户目标


  
    那些等着我们去发掘的用户目标到底在哪里？如何找到它们？答案不在于你使用的工具，而在于你想找什么，以及你如何把观察到的东西拼凑起来。如果你能发现有碍进步的障碍或是令人失望的体验，那么你已经找到了一条线索，创新的机遇就在眼前。以下我们列举几个发掘用户目标的方法：从生活中寻找；从“尚未消费”的领域中寻找；找出暂时的变通做法；关注你不想做的事；找出产品不寻常的用法。创新不见得是生产出新的产品，它更多地是创造出对用户来说新奇且重要的事物。

  


  10年前，美国底特律的房地产行业日益不景气，一家当地的中型开发商聘请鲍勃·莫埃斯塔帮忙提高新房的销售业绩。这家开发商锁定的客户群是小户型购房者，例如想搬离家人的退休者、离婚的单亲家庭。房屋的定价也是为了吸引这个群体而设定的，介于12万到20万美元之间，并增添了一些高级的装潢以营造奢华感，例如静音地板、泰威克材质（杜邦研发的高科技材料）的防水地下室、花岗岩台面和不锈钢厨具。买家可以在细节上进行定制，从橱柜的门把手到浴室的瓷砖皆可自行挑选，开发商为此提供了30页的选择清单。每周六天，服务周到的销售团队都会在现场等着潜在买家上门。此外，开发商还在各大报纸的周日地产版上大打广告。


  然而，即使这些宣传吸引了不少人来参观，但成交量依然乏善可陈。也许采用飘窗设计会好一些？或是加点儿花哨的装潢更有吸引力？进行焦点团体访谈时，参加的人认为这些额外的东西听起来都不错，于是设计师连忙为几间样品房增添了飘窗设计，但业绩依然毫无起色。开发商对于刺激销量已经束手无策了。当时，底特律地区在全美房地产市场陷入低迷以前已经冷清了太久，底特律汽车业的就业机会已经萎缩了数十年，2005年前后的底特律失业率居全美之冠，几乎是全美平均失业率的3倍。由于这家开发商在14个区域还有新楼盘正在兴建，所以它必须尽快出售这个楼盘。


  开发商虽然为每间公寓的所有细节做了成本效益分析，但实际上它并不清楚“只看不买”和“确实有意购房”的潜在买家有什么差别。随便臆测销售不佳的原因其实不难，例如天气不好、业务人员推销不力、经济即将陷入萧条、假期人气低迷、竞争对手的楼盘更好、位置不佳等。开发商把焦点全都放在要为房子增添什么功能才会吸引买家上，但费尽心思，却依然毫无效果。


  莫埃斯塔则采用了不同的方法：他先思考已经购房的人完成了哪些任务，才会在这里买下新房。他回忆道：“我请这些业主画了一张表，说明他们为什么决定在这里买房。”他访问了数十人，接着从这些访谈中寻找一种模式。他第一个注意到的现象是：没有任何因素可以解释谁最有可能买房。这些业主虽然都想要小户型的居住空间，但他们并没有清晰的个人特质或心理特质；新房中也没有什么特点值得他们非常重视，成为他们决定购房的关键。事实上，新房的特点反而是障碍，他们觉得新房的每个细节都要自己去选择实在太伤神了。


  不过，访谈中倒是出现了一个不寻常的线索：餐桌。来参观样品房的潜在买家大多对开发商说，他们想要宽敞的客厅，一个让来访者使用的次卧，以及一个可以轻松招待访客的早餐吧台，但他们不知如何处理旧家的餐桌。“他们一直说：‘等我想好怎样处理那张餐桌以后，我就可以搬进来了。’”莫埃斯塔和同事不太明白，为什么他们这么在乎餐桌的处置，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这些业主提到的餐桌大多是使用了多年的旧家具，其实送给慈善机构或是丢到垃圾回收站可能是最好的处置方式。


  但是到了圣诞节，莫埃斯塔和家人围坐在餐桌边，他恍然大悟。每年，大家都会围在桌子旁为家人庆祝生日，每年的圣诞节也是如此；孩子们的家庭作业也是摊在这张桌子上写的，他们在桌子底下修筑城堡，连桌子的每个凹痕和剐痕都有故事。这张桌子代表了一家人一起打造的生活。莫埃斯塔回忆道：“当下我豁然开朗，我终于知道这张桌子的意义了！”


  买家之所以无法做出搬家的决定，并不是因为开发商没有提供什么，而是因为他们将放弃某个意义深远的东西所产生的焦虑。一位女性受访者提到，她需要好几天以及好几盒纸巾，才能清空旧房里的一个衣橱。判断新房是否有空间容纳某个东西令她充满感伤——老照片、孩子一年级的手工作品、剪贴簿等都难以割舍。莫埃斯塔说：“她正在回顾人生，每个选择都像是在抛弃回忆。”


  这番顿悟帮助莫埃斯塔和他的团队开始了解那些潜在购房者所面临的挣扎。莫埃斯塔说：“一开始，我以为我们的事业是兴建房屋，后来才发现，我们的事业是迁徙人生。”


  了解到数十个很小但很重要的用户目标以后，设计师开始对房屋进行改造。例如，设计师将次卧缩小20%，以便在屋内为传统样式的餐桌腾出空间。开发商也把焦点放在协助买家应对搬家的焦虑上，例如提供搬家服务、给予两年的仓库使用权，以及腾出一间分类室让业主暂时摆放东西，让他们在没有搬家的压力下，好整以暇地决定每一件物品的去留。另外，30页的自选方案让买家感到无所适从，开发商因此改换成三种样板房让买家挑选，这样一改之后，临时取消合约的数量马上从每个月五六笔缩减成一笔。


  开发商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买家知道：“我们懂你。我们了解你想要的进步，以及为了达到目标所面对的挣扎。”了解用户目标让开发商知道买家选择这项方案的因果机制。这很复杂，但并不难懂。这番认知也让开发商以竞争对手不太可能模仿或了解的方式，把产品差异化了。用户目标观点改变了一切，开发商甚至把房屋售价提高到3 500美元，而增加的钱用来支付搬家及仓储成本还有剩余。


  2007年，当业界的销量下跌49%，全美房地产市场普遍暴跌时，这家开发商的业绩却逆势上升25%。


  用户目标达成理论是一个整合的工具，是一种了解复杂需求组合的方法。这些需求组合在特定的情境中，影响着消费者的选择。它会告诉你需要哪些信息、信息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运用这些信息来创造完美完成任务的产品。用户目标达成理论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使你专注于正确的复杂性，它把复杂的东西分解为成功创新必须了解的元素。这就像是“完整、全面的电影叙事”和“随机挑选几个零星画面作为亮点”之间的差别。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可以描述出故事的全貌。


  用户目标在哪里？


  那么，等着我们发掘的用户目标究竟在哪里？


  以下是多年来我们和多家企业一起应对创新挑战时发现的实用观点和方法，希望这些方法能为想要发掘用户目标的人提供指引。我们无意提供一套全面或逐步展开的指南，正如本书一再强调的，我们认为，发掘用户目标没有唯一正确的方法。这里收录的一些概念是通过“用户目标”的视角，为你提供截然不同的观点。正如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经常引用的那句话：“观点可抵80分的智商。”


  在一些重大的科学进步出现以前，很多聪明人以同样的工具，年复一年观察同样的东西。后来，因为有人采取了全新的观点，才出现了重大突破。影响力卓著的哲学家兼科学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探索过这个现象。他认为，这些突破性的时刻代表着“范式转移”，即“科学家用熟悉的工具，在观察曾经看过的东西时，他看到了全然不同的新风貌”。


  发掘用户目标也是如此：问题不在于你所使用的工具，而是你在寻找什么，以及如何把观察到的东西拼组在一起。用户目标分析不需要你抛弃已经搜集到的数据和研究；人物、人种研究、焦点团体访谈、用户访谈、竞争分析等，都可以作为发掘重要观点的起点，只要你从恰当的视角观察就行了。


  我们在第2章提过，你可以想象自己正在拍一部纪录短片，你想捕捉的是用户的烦恼或是他们追求进步的故事。用户目标的视角可以改变你看到的情景：用户的优先要务和他们愿意做出的取舍可能看起来完全不同，竞争格局中可能会出现让人意想不到的角色，看似不可能成长的市场可能会出现让人意想不到的成长机会。可见，用户目标就在我们的周围，而了解该往哪里看以及如何诠释你所看到的一切，则至关重要。你必须有一套发掘用户目标的策略。


  接下来，我们介绍5种发掘用户目标的方法——只要你知道自己该寻找什么，用户目标就可能近在眼前。这5种方法是：从生活中寻找；从“尚未消费”的领域中寻找；找出暂时的变通做法；关注你不想做的事；找出产品不同寻常的用法。以下就是具体的方法。


  1. 从生活中寻找


  一些最伟大的创新者只是凭着自己对用户目标的直觉来指引他们创新。在这个沉迷于数据的世界里，这些例子也许令人讶异。索尼的创始人盛田昭夫甚至反对做市场调研，他认为：“仔细观察大家怎样生活，凭直觉去了解他们想要什么，然后去做就可以了。”索尼在磁带随身听的技术突破上曾遇到过瓶颈，因为当时的市场调研显示，消费者不可能购买没有录音功能的磁带播放器，他们也不喜欢使用耳机。但盛田昭夫不理会营销部门的警告，而是相信自己的直觉，并毅然推出磁带随身听。结果索尼随身听的销量达到3.3亿台以上，在全球开创了个人音乐播放器的流行文化。


  生活中尚未解决的任务就是创新的沃土。观察自己，你的生活将清楚地显现出你需要什么。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事情，对其他人可能也很重要。


  以可汗学院的创始人萨尔·可汗最早上传到优兔（YouTube）的视频为例，他一开始只是想用视频来教小表妹数学，这甚至都称不上崭新的概念，光是优兔上就有数百个数学的教学视频，而且视听效果大多比可汗做得还好。可汗回忆道：“它们不像我那样使用USB耳机，我的视频廉价且简陋。”


  但其中有一个关键差异——其他人的视频让人感觉很复杂，教授方法很老套。可汗说：“这些视频没有把焦点放在核心概念上，而且毫无乐趣可言。”其实他的小表妹纳迪娅也没有告诉他这些，他回忆道：“她才12岁，我不晓得她对流程有什么独到的见解。”纳迪娅觉得学校的数学课听不懂，爸妈想尽办法要帮助她，还要求老师加强辅导，这让她觉得压力很大。相较之下，可汗的这些视频没什么压力。可汗录制这些视频不只是为了教小表妹数学，也是为了和家人保持联系并分享学习的乐趣。小表妹则是运用可汗的视频来学习复杂的数学概念，而且视频很有趣，让她觉得学习很有成就感。[1]


  后来可汗发现，很多人和他的小表妹有一样的困扰。如今全球有数百万名学生利用在线的可汗学院，以自己的步调学习。


  近年来，一些最成功的新创企业也是源自创始人想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例如，希拉·马塞洛因为照看孩子的问题烦恼不已，因此她创办了Care.com网站，为托儿、老人护理、宠物寄养等提供在线“配对”服务。如今，这家网站创立不到10年，已在16个国家有近千万名会员，其营业额接近6 000万美元。


  不过，如果你认为自己并不像这些创业家那样拥有改变人生的真知灼见，你也不必担心。因为，发掘用户目标不见得要从生活经验中获得启发，通过观察既有的用户或潜在用户也可以学到很多，但你必须知道你应该观察什么。


  2. 从“尚未消费”中寻找


  从那些没有使用任何产品或服务的人的身上，你也可以找到等着你去解决的用户目标。我们称之为“尚未消费”——当用户找不到满意的方案时，他们可能决定选择不消费。企业往往只考虑如何与竞争对手抢生意，而不是去寻找用户潜在的需求。它们可能根本看不到这些潜在的需求，因为现有的数据不会告诉它们去哪里寻找潜在的需求。但“尚未消费”往往蕴含着最大的机遇，就像南新罕布什尔大学的例子那样。


  企业一旦把眼界拓展到同类竞争以外，颠覆性创新的市场可能远比传统的竞争规模还要大。如果你不去寻找“尚未消费”的用户，就永远看不到他们。


  爱彼迎的全球策略总监奇普·康利指出，40%的爱彼迎房客表示，要不是有爱彼迎，他们根本不会开始这段旅行，他们或许会选择借住亲友家。几乎所有的爱彼迎房东都表示，要不是有爱彼迎，他们根本不会考虑出租家中的空房间或整套房屋。对这些游客来说，爱彼迎是在与“尚未消费”竞争。


  金佰利公司在成人大小便失禁用品的市场上发现了前所未见的商机时，它们早已拥有很高的市场占有率。20世纪80年代，金佰利发现了为大小便失禁的成人（通常是病人或老人）解决痛苦问题的商机，并首度推出“得伴”产品。从各方面来看，它都是相当成功的产品，但仍有很多用户觉得自己不需要，不想使用这款产品。


  金佰利一直很谨慎，并刻意在产品的外包装上标示出“内裤”字样，但是就外观来看这款产品还是很像纸尿裤。包装的大小和形状都很像婴儿纸尿裤，而且最早推出的产品是白色的，穿起来很厚重，更糟的是，还皱皱巴巴的。《周六夜现场》节目还因此拍了一段嘲讽视频，描述成年人哄着年迈的父母穿上虚构的“得伴名人系列”内裤，上面还印了名人肖像。


  金佰利从用户目标的视角观察市场时，发现未开发的商机还很庞大。根据它们的调查，50岁以上的成年人中，有近40%的人有大小便失禁的困扰，而且随着人口老龄化及人类平均寿命的延长，这个数字预计还会持续增加。研究显示，尽管在18岁以上的女性中，约1/3的人有失禁方面的困扰，但她们使用失禁产品的比例却非常低，许多用户都选择不消费，她们不会去商店购买成人纸尿裤。


  金佰利的约瑟夫娜·布诺梵缇娜解释说：“对有大小便失禁困扰的人来说，羞耻感和焦虑感深深影响着他们的生活质量。”这些人通常隐忍着痛苦长达两年之久，直到撑不下去，才去购买相关产品。用户在无奈之下，变通的做法可能是改买一些替代品，例如以卫生巾来代替纸尿裤。他们或者采取更痛苦的方式——干脆放弃社交活动，不再出游、去餐厅吃饭、看表演，也不再与亲友来往。对这些宁可待在家里也不想冒险出门的人来说，他们显然有明确的任务亟待解决：恢复正常的生活。


  布诺梵缇娜表示，了解到这些情况以后，金佰利公司不仅努力地开发新产品（女性产品“Depend Silhouette Briefs”和男性产品“Real Fit Briefs”），还积极地消除用户因失禁所衍生的羞耻感，帮助用户挽回自尊。为此，公司需要开发一种看起来不像或感觉不像成人纸尿裤的产品，帮助用户克服购买及穿着成人纸尿裤的焦虑。


  这不只是美观或营销的议题，公司必须以全新的材质和技术，生产出外观及使用体验都很像普通内裤的产品。产品的包装要设计得跟普通内裤的包装很像，可以让用户直接看到产品外观真的和普通内裤一样。


  金佰利花了大量时间了解到消费者想要的用户目标以后（包括重要的情感用户目标），终于开发出一个热门商品。这款产品不仅赢得了“尼尔森突破创新”大奖，而且上市第一年就创下6 000万美元的业绩，第二年的业绩又增长了30%，并且没有影响到既有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这也促使金佰利后续在国际市场上推出了更多的“成人护理”产品。


  由此可见，用户目标观点可以大大地改变你看世界的方式，让你在原本看不到成长的地方，发现巨大的商机。事实上，一个市场若是看起来没有成长的空间，那么这可能是用户目标界定不当的征兆。全然不同的成长机会可能就在你的眼前。


  3. 找出暂时的变通做法


  身为创新者，当你看到用户为了解决生活上的难题而采用替代法，或是使用暂时的变通做法时，你的心跳应该会稍稍加速（就像金佰利推出得伴纸尿裤一样）。这表示你发现了潜在用户——他们对现有的解决方案并不满意，又非常想解决问题，因此大费周章地自己拼凑解决方案。每次看到这种暂时的变通做法时，你都应该特别注意，因为这可能是一个创新商机，用户可能非常重视这件事。不过，如果你没有完全沉浸在用户所烦恼的情境中，你就不可能看到这些使用暂时的变通做法和替代法的方式。


  我的一个朋友对于银行把儿童开通储蓄账户的流程搞得非常复杂，而且设下很多不利的条件这种情况，感到非常不满。他为此大费周章，自己设立了一个象征性的“老爸银行”，帮助孩子了解复利的威力。孩子们的零用钱从来没有被存入真正的银行，而是由身为老爸的他代为保管，但每个月他都会把孩子们的零用钱记到账上，给予合理的利息并计算累计利息，这个做法和真正的银行并不一样。


  这也难怪很多人早就放弃使用储蓄账户了。数十年来，传统的银行清楚地表明，那些只想要简单储蓄功能的“低净值”客户是不值得关注的群体。这种客户群体在银行现有的商业模式中是无利可图的，所以银行会想尽办法驱赶这类客户。例如，账户有最低余额的限制、对各种服务一律收取很高的费用。我朋友的孩子只有零用钱和祖父母给的零花钱，不属于银行想要吸引的客户群体，但这并不表示这里就没有丰富的商机。


  直销银行ING Direct通过新的视角看到了这个市场的潜力。


  这个“用户目标”其实和存钱的功能没有多大的关系。以我的朋友为例，他只是想当一个好爸爸，帮助孩子了解储蓄的力量。而ING Direct银行可以帮这类用户扫除障碍。这款产品其实很简单：银行提供储蓄账户、定存和共同基金等服务，而且没有最低余额的规定，想以1元开户也可以。这项服务相当迅速、方便，相比于把10元、20元的钞票塞进抽屉里，或是夹在生日卡里忘记了，或是自己设立老爸银行并计算利息，这种方式更安全。


  ING Direct银行若要获利的话，则需要截然不同的成本结构和商业模式。但是，只要了解到客户想要完成的任务，追求赢利就容易多了。ING Direct的一切设计都是为了应对客户想要完成的任务：它是网络银行，所以营运成本远比一般的实体银行还要低，也没有财富管理、放款、国际金融等服务人员的人事成本。这意味着它是从全然不同的角度去追求赢利和效率的，它不用担心其他营运成本带来的负担，可以专注于改善客户想要完成的任务。


  ING Direct迅速成为美国成长最快的银行。传统银行虽然具备掌握这块市场的所有工具，但它们把焦点放在细分的客户群体上，而不是了解客户想要完成的任务。2012年，第一资本金融公司（Capital One）以90亿美元高价收购了ING Direct。


  此外，美国的网上订餐平台OpenTable提供在线实时餐厅订位服务，它也是从常见的暂时的变通做法发展出来的。我一向为餐厅订位而伤脑筋。如果有两个朋友来访，你打算带他们去自己最喜欢的餐厅聚会。你们查阅了自己的时间表，决定了见面的时间，当你打电话去餐厅预约时，却发现你们约好的时段已经没有空位了。餐厅服务员问你可不可以改到晚上9点？于是你回头去问朋友那个时段行不行，但其中一人说她的孩子需要照顾，不能在晚上9点聚餐。好吧，一切还要从头规划，那么还有哪家餐厅可选呢？多年来，我们都曾为了餐厅订位反复改来改去，现在，OpenTable帮我们解决了这个难题。


  4. 关注你不想做的事


  我不想做的事情，可能和我想做的事情一样多。我把那些自己不想做的事称为“负面用户目标”。根据我的经验，负面用户目标往往能带来最佳的创新机遇。


  每个家长都能体会到以下的麻烦：孩子一早醒来说喉咙痛。根据以往的经验，你判断这可能是链球菌造成的。你希望孩子舒服一点儿，你也知道尽快吃药比较好。但是今天刚好你很忙，没时间找保姆，而且你实在不想大费周章带孩子去看医生——在医院等半天只是让医生看几眼，确定真的感染了链球菌，然后开药。如果你打电话给儿科医生，他会基于医德告诉你，没看到孩子他不能随便开药。你好不容易给孩子挂上号，还要坐在候诊室里等很久。最后，在挂号几小时后，终于轮到你们进入诊室。医生进行了检查，迅速进行化验，判断这确实是链球菌喉炎。他开了药，但你必须等30分钟才能去药房取药，整个上午就这样泡汤了。在这个例子中，你想解决的问题是：“我不想去找医生。”


  哈佛商学院的校友瑞克·克里格带儿子去急诊室检查链球菌喉炎，为此等了几个小时。这次经历促使他和几位合伙人一起创立了快医疗（QuickMedx）保健中心，这是“CVS一分钟诊所”的前身。CVS一分钟诊所可以立即为上门的患者看病，由执业护士为一些常见的病痛开药，例如结膜炎、耳道感染、咽喉炎等。由于一般人都不想去医院看病，因此美国的33个州目前已有上千家CVS药房内设有一分钟诊所。


  5. 找出产品不同寻常的用法


  通过观察用户如何使用你的产品，你也可以发现很多新的商机，尤其是在用户的用法和公司预期的用法大相径庭的时候。我常举切迟杜威公司（Church & Dwight）的小苏打产品为例，向学生说明近在眼前的潜在用户目标。


  近百年来，这家公司的招牌商品铁锤牌苏打粉一直是美国家庭的厨房必备用品，也是烘焙的必要材料。20世纪60年代后期，公司的高管发现，消费者会在多种情况下使用这款苏打粉，例如加入洗衣粉、混入牙膏、撒在地毯上，或是打开盒子放在冰箱里除臭，还有其他各种不同寻常的用户目标。在这之前，高管们没想到这个家常用品除了烘焙以外还有其他的作用。公司高管看到消费者的创意运用后，便开始使用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公司首先推出了无磷洗衣粉，接着又推出一系列非常成功的新产品，例如猫砂、地毯清洁剂、空气清新剂、除臭剂等。


  如今，我们在很多产品上都可以看到铁锤牌的踪影，但每种产品都有不同的用户目标，例如保持口气清新、冰箱除臭、清洁泳池和房间、保持腋下干爽、清洗地毯、去除宠物窝臭味、保持屋内空气清新、卫浴除渍及除霉等。


  这些任务都不是新产生的，它们很早就存在了，只是切迟杜威以前没发现罢了，但是现在这个橘色盒装的烘焙用小苏打在铁锤牌消费产品的总收入中所占比例不到7%。通过观察不同寻常的用户目标，新产品已经创造出数百万美元的盈利。


  近几年来，一些最成功的消费性包装商品并非花哨的新产品，而是来自老字号商品的新用户目标。例如，NyQuil感冒药已经上市几十年了，后来药品生产商发现，有些消费者即使没生病，他们也会把它拿来当安眠药使用。于是，ZzzQuil应运而生——它去掉了消费者不需要的活性成分，只提供给他们想要的安眠效果。


  如果营销人员从用户目标的角度了解市场结构，而不是从产品或用户的类别去了解市场，那么眼前的潜在市场规模就会大不相同——原本看起来没有商机的市场，也会突然出现很多成长的机遇。


  情感分数


  上面我们提出5种发掘用户目标的好方法[2]，但是，当你找到潜在机会时，为了抓住机遇，你必须在创新以前，先好好观察这个用户目标的背景情况，以了解它的情境脉络。如果想要开发让用户在生活中使用的产品或服务，你必须广泛深入地观察，你不仅要找出功能层面的用户目标，也要找出用户想要满足的社会和情感层面的用户目标。就算是经验丰富的创新者，也会因为对用户目标的了解太狭隘，而忽略了大好的商机。


  以托德·邓肯为例，他花了很多时间思考医生需要什么工具才能把工作做好。作为美国山间医疗保健改革实验室的创新总监[3]，他负责推动组织各个层面的创新，包括重新思考患者护理的方法。几年前的某个秋日，他发现自己处在一个不熟悉的情境中：这一次，他自己是病人，正在自家医院里受到护理。他的膝盖伤拖得太久了，他终于决定让山间医院的骨科医生来检查。


  身为创新总监，他之前已经多次进出山间医院的检查室，但是那天他以病人的身份进入检查室时，一切都不一样了。邓肯回忆道：“我在检查室里，坐在一张皱巴巴的纸上等医生。我心想，这是谁设计的？这张皱巴巴的纸坐起来很不舒服，你不知道你会不会滑出诊疗台，而且你的身体稍稍一动，这张纸就会发出噪声。这只是一个很小的细节，却让我无法放松，反而更加焦虑。”


  邓肯在职业生涯中推动过数百项创新，他马上发现这张纸是为了维持诊疗台的清洁，是从功能层面的用户目标来设计的。但从患者的角度来看，这却导致患者感觉更加无助。再加上检查室里的白光——他的X光片已经放在灯箱上清楚可见了，以及门口又传来人来人往的声音，等到霍姆斯特龙医生进来时，邓肯已经沉不住气了。


  不过，霍姆斯特龙医生开始问诊几分钟后，就安抚了邓肯的焦虑情绪。他开始讨论邓肯的诊断结果，他抓起一张纸简单地画出他的膝盖哪里出了问题，并说明自己将如何医治。这令邓肯感到心安，但他也有些困惑。他知道医生身后的计算机里有先进的软件，可以在看诊时帮医生做记录，以及沟通诊断的情况。但这位医生却选择不用这个软件，邓肯问道：“为什么你不把这些信息输入计算机呢？”


  霍姆斯特龙医生把椅子转向计算机，接着解释，把信息输入计算机不仅费时，而且跟患者解释诊断结果时，他必须将注意力从患者身上移开——虽然只是移开一小会儿，但他不希望患者觉得受到了冷落。他想和患者维持目光接触，让患者放松，觉得自己受到了良好的护理。在那个时刻，医生最重要的工作不是展示先进的计算机影像，而是安抚焦虑的患者，和患者产生共鸣。“我们设计了很棒的软件系统，以为它可以帮医生把工作做好，但他却选择使用纸笔。”邓肯回忆道，“当时，我恍然大悟，我们只从功能层面设计了这个房间里的一切，却忽略了情感功能。”


  在此之前，邓肯和他的团队已经在使用用户目标达成理论来推动创新，但这次的看诊体验使他真正明白了全盘了解社会、情感、功能用户目标的重要性。无论软件工具有多么先进，它也无法提供完整的服务用户目标。


  邓肯看病时的顿悟，让他了解到山间医院创新流程里的缺陷。山间医院在处理医院的一切事务时都很依赖自己开发的软件。从让医生为患者安排检测和追踪服务，到安排每个诊疗室的使用时间表等，都是靠软件来运作的。邓肯说，他们常找医生来开会，询问他们需要什么，接着就会开发相关软件让他们使用。分析师会写下医生的需求，转交给工程师，由工程师开发出符合医生描述的软件。邓肯指出，这背后的根本假设是“医生永远是对的，或是医生可以详尽地说明他们需要的用户目标”。所以，医生只要告诉他们需要做什么软件，工程师就会设计什么。


  但有的时候，医生描述的不见得是他们实际想做的事情，而且他们也忽略了目标客户：患者。而且，医生需要更新或修改的项目往往遭到延迟或取消，邓肯说：“长久以来，我们一直在思考如何把设计做得更好，但好像没什么效果。后来，我发现我们只是在观察人，例如我可以告诉你这些人的很多行为，他们先做什么，接着做什么，但我们没有观察用户目标。”


  从此以后，邓肯的团队制定出一个以任务为主的结构，这在医院内部被称为“人本设计”。工程师将创新的想法交付设计以前，他们不仅会观察解析功能层面的用户目标，也会注意情感和社会层面的用户目标。“我们意识到，人们的观点是比较宽泛的。我们原本以为‘用户体验’就是设计一个美观的屏幕，确定按钮都摆在正确的位置上，但是这和正确的软件使用体验（也就是现实世界中医生使用软件的方式）几乎没有关系。你必须走出去，亲自体验，这样才会了解用户目标。”


  很多公司犯的错误是，它们会询问用户如何修改现有的产品，以增添产品吸引力：“究竟是加快速度呢？还是推出更多的颜色？或是降低价格？”当你一开始就假设你只是在修改已经创造出来的东西，或是根据业界普遍接纳的类别定义时，你就错失了发掘用户想要完成任务的机会了。


  宝洁公司最初在中国销售纸尿裤，就是吃足了苦头才记住这个教训的。对宝洁来说，在中国销售纸尿裤原本是一件稳操胜券的事——宝洁知道如何制作及销售纸尿裤给西方的消费者，而中国有数百万名婴儿，那时中国的婴儿还没有使用纸尿裤的习惯，所以整个中国市场可说是充满了潜在的消费者。


  在宝洁研发中心任职数十年的戴维·高雷特回忆道：“当时我们的想法是，只要在发展中国家生产便宜的纸尿裤，就可以把整个市场做大。”他们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如何为婴儿开发价格仅为10美分的“功能性防漏装置”上，并把这种纸尿裤命名为“10美分纸尿裤”。他们的假设是，只要把价格压得足够低，中国的家长就会愿意购买欧美纸尿裤的降级版。


  出乎意料的是，平价版纸尿裤上市后并未热卖。之后高雷特意识到，他在为“不了解纸尿裤价值”的市场设计产品，他亟须了解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于是，他开始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对宝洁引以为豪的纸尿裤的功能有什么感想，究竟是纸尿裤太粗糙？太轻薄？还是太贵？他一直找不到答案，又不懂中文，只好依赖翻译人员，躲在一个小房间里，聆听焦点小组的访谈内容。


  主持人请焦点小组一一回答设计好的问题，包括使用体验如何，这一周使用期间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一名女性的回答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就连翻译人员也笑了。这位女性说，那周最值得关注的是她和先生重燃爱火，那周过了三次夫妻生活。


  这跟纸尿裤有什么关系？这是因为宝宝熟睡了一整夜，让她也可以好好地睡一晚，获得充足的睡眠。这样一讲，故事其他的情节就很合理了。主持人接着问她，她先生觉得这个纸尿裤如何，她回答：“这是他花过最值得的10美分……”大家再次哈哈大笑。


  那一刻，高雷特才意识到他采用的策略太狭隘了。他的策略主要局限于纸尿裤的功能用户目标，但纸尿裤的用户目标比这更复杂，也更有趣——除了功能用户目标以外，它还有社会（例如对夫妻居家生活的影响）及情感层面的用户目标。对高雷特来说，“用户目标”的视角补足了欠缺的环节。他回忆自己改用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的经过：“在那之前，我们根据‘消费者需求’的概念，塑造出一个强烈的消费者观点。我们的方法基本上是通过典型的市场调查来定义这些需求，接着推出产品去应对这些需求。”


  但高雷特认为，这样找出来的“需求”往往局限于“功能性”需求，没有考虑到用户在社会和情感层面遇到的问题。“而且在很多例子中，情感和社会层面的需求可能和功能层面的需求息息相关，甚至是关键要素……”高雷特表示，“对我来说，那一刻我恍然大悟。我发现，我们不能把这三个层面分开考虑，而是要整合起来考虑。事实上，这是产品成功上市的关键。”


  用户目标达成理论不仅提供了发掘用户目标的语言，也提供了发掘用户目标的框架，你必须围绕三个层面的用户目标加以了解，然后围绕这三个层面去创新。“我们搞清了这一点，但只有用具体的框架和语言让我们明确地讲出来，然后才能采取行动。”


  于是，宝洁开始思考如何让潜在的消费者知道，纸尿裤可以帮他们完成全方位的用户目标。之后，宝洁和北京儿童医院的睡眠研究中心合作了一个为期两年的研究计划。研究结果显示，穿帮宝适纸尿裤的婴儿入睡时间减少了30%，每晚能多睡30分钟。这项研究甚至指出了睡眠增加和认知能力增强之间的关系，这对非常在意学习成绩的中国文化来说是一大优点。后来，宝洁重新在中国市场推出纸尿裤时，其产品广告特别强调情感层面和社会层面的益处（研究显示，一夜安眠的婴儿发育更好）。


  2013年，帮宝适已经是中国最畅销的纸尿裤品牌，[4]其销售额高达16亿美元。在这个10年前纸尿裤仍未普及的市场中，宝洁占了约30%的份额。


  如果用户在你的产品中看不到自己想要的用户目标，那就表示你的产品已经没有市场了。更糟的是，如果消费者使用产品的原因跟这个产品的原始用户目标无关，你还有可能激怒消费者。我们稍后会讨论到，这时你应该让消费者知道，“这个产品不适合你”，否则他们可能会反过来抱怨你的产品很烂。


  事出必有因


  以上的成功故事关键是什么？这些企业都知道自己该寻找什么。事出必有因，它们都懂得寻找“起因”。有了可以预测“什么导致什么”的理论，颠覆性创新就再也不需要碰运气了。人类不需要等某个人使用会发射微波的磁控管，无意间发现口袋里的巧克力棒融化了，才发明了微波炉；或是依赖才华和偶发事件的神奇结合，才缔造出创新的传奇。用户目标视角的神奇在于，你完全不需要依赖魔法。虽然大家都在看同样的东西，但是用户目标的视角会让你的观察与众不同。


  【重点摘要】


  
    • 用户目标达成理论为成功创新提供了一套明确的指南，让你能够全面洞悉开发方案所需的一切信息，从而开发出完美解决问题的方案。


    • 深入了解用户目标的方法很多，包括传统的市场调查技巧。虽然规划“发掘用户目标”的策略也有帮助，但最重要的不是你使用的特定技巧，而是你为了应用这些技巧而提出的问题，以及你如何将得到的信息拼凑在一起。


    • 你的生活就是发掘用户目标的宝贵来源。我们的生活非常鲜明，我们的经验就是发掘用户目标的宝库。历史上一些最成功的创新都是来自个人的经验和自我审视。


    • 大多数企业都把大部分的市场调查精力放在更了解现有用户上，但有关用户目标的重要观点往往是从“尚未消费”的研究中搜集来的：不买产品的人（无论是你的产品或是其他产品都没有购买）。


    • 如果你看到有人采用暂时的变通做法，那你就要特别注意了。这通常是你无意间发现高潜力创新机会的线索，因为他们想要的用户目标很重要，但他们对既有的方案大失所望，所以才会自己发明一些应变之道。


    • 仔细研究用户如何使用你的产品，你往往会在用户目标方面得出重要的结论，尤其是在用户的用法很不寻常、出人意料的时候。


    • 大多数企业面对用户想要完成的任务时，都过于关注功能层面的需求。你还应该密切关注情感层面和社会层面的需求，因为兼顾这三个层面是开发完美方案的关键。

  


  【领导者的思考题】


  
    • 在你和亲友的生活中，有哪些重要的任务无法被完美地解决？具体列出这些任务的情境，以及你想获得的进步有哪些功能、情感、社会层面的细节，这些信息暗示着何种创新机会？


    • 如果你也用自家公司的产品，那么你会用它来做什么？你觉得这个产品的用户目标有哪些缺陷，为什么？


    • 现在有谁尚未消费你的产品？他们想要的用户目标和现有用户的有什么不同？是什么因素阻碍那些尚未消费的人使用你的产品来解决问题？


    • 实地观察用户如何使用你的产品。他们在什么情境下使用？他们想在哪些功能、情感、社会层面获得进步？他们在以出人意料的方式使用你的产品吗？如果是，他们完成的任务揭露出了什么信息？

  


  
    [1] 在我和同事迈克尔·霍恩、柯蒂斯·约翰逊合著的《创新者的课堂》中，我们认为，“上学”不是学生想要完成的任务。在学生的日常生活中，他们渴望“每天获得成就感”。坦白讲，多数学校的设计都不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事实上，孩子们放学回家后常常感到精疲力竭，觉得在智力上受到挑战，非常有挫败感。学生可以善用学校来获得成就感，但他们通过其他方式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例如，学生在学校找不到成就感时，他可能会加入帮派，也可能去打工赚钱，买辆车，这样做会让他觉得自己很有成就感。这些都是学校的竞争对手。对学生来说，这些选项比无法达成目标的学校更有吸引力。参见Christensen, Clayton M., Michael B. Horn, and Curtis W. Johnson. Disrupting Class: How Disruptive Innovation Will Change the Way the World Learns. New York: McGraw-Hill, 2008.


    相反，我对可汗学院设计课程的方式相当着迷。可汗学院的许多教材都是为了避免让你有挫败感而设计的。当学生卡在一个问题上时，他可以轻易从可汗学院取得资源，帮助自己了解概念。如果学生感到沮丧，想跳到下一个问题，那么他无法做到——他必须先理解目前的问题，才能晋升到下一个挑战。只要点一下鼠标，他立即可以获得资源和提示，从而克服困难，产生成就感。

  


  
    [2] 我喜欢把它想成发掘用户目标的“水力压裂法”。在石油钻探中，水力压裂法能大幅提升了石油公司探勘石油的效率。但是在水力压裂法问世以前，石油公司必须精挑细选钻井的地点。如果某个矿脉没有原油，它们就只能转往其他地方继续钻挖。它们可能已经很靠近石油蕴藏的地方了，但是只要钻探的那条矿脉没有通往原油的蕴藏地，那就是无效矿脉。有了水力压裂法以后，石油公司可以挖得很深，接着辅以高压把压裂液灌到洞里，以寻找及撑大裂缝，把探勘往水平方向扩展，大幅提升钻油的效率。发掘用户目标的“水力压裂法”也是如此。

  


  
    [3] 山间医院是我自愿加入担任理事的一家非营利组织。

  


  
    [4] 金佰利推出的大小便失禁产品，以及宝洁公司在中国推出的纸尿裤，都产生了很大的涟漪效应。试想一下，这些用户周围的亲友和同事的生活也因此获得了改善。

  


  第5章

  聆听用户内心的声音


  
    大多数公司都希望与用户维持紧密的联系，以确保它们开发的产品和服务是用户想要的。但是，很少有用户能够明确或完整地说出他们的需求。用户的动机很复杂，决定购买的流程比他们能描述的还要细致。但是说到用户雇用了什么，或他们淘汰了什么，这背后都有故事。这些故事描述了他们渴望有哪些功能、情感和社会层面的进步，以及究竟是什么阻碍了他们的进步。你的挑战在于成为侦探及纪录片的导演，把各种线索和观察拼凑起来，找到用户想要完成的任务。

  


  1985年，普莱森特·罗兰准备创办美国女孩玩偶公司时，她没有做任何调研。公司的营销总监坚持认为她应该参与焦点小组访谈，但是在创业的过程中，她只参与过一次。她坐在镜面玻璃的后方，观察一群家有少女的母亲围坐在桌边，嘟着嘴，听着主持人解释产品的概念：这些娃娃玩偶是按不同时代的背景设计的，并搭配相关书籍和配件来辅助每个娃娃的“故事”。罗兰回忆道：“这些消费者对主持人说：‘我女儿不会喜欢这种有历史背景的玩具，那些配件只会被吸尘器吸走。’”幸好，罗兰对自己想要提供的用户目标很有信心。后来公司蓬勃发展，13年后，罗兰以7亿美元的高价将公司卖给了美泰集团。


  用户不见得能明确说出他们想要什么，即使他们清楚地表达了，也可能言行不一。我问你是否在乎环保，多数人都会说在乎。我们可能会提到自己怎样进行废品回收，或平日尽可能以步行代替开车。但是打开你家的橱柜，里面的东西会呈现一样的故事吗？你认识多少新手父母说他们在乎气候变迁，却依然买了一堆一次性的纸尿裤，而不是可重复清洗使用的尿布？你是否仍在开心地把塑料制的咖啡胶囊放进咖啡机里？


  相反，研究一再显示，很多用户愿意为标示“有机”的食品多付点儿钱，“有机”这个字眼已经滥用到几乎毫无意义了。为什么会有这种落差呢？没有人想做不环保的事，但是在挑选生活用品时，你仍会挑选在特定情境中最能代表你的价值观与取舍的方案。


  好吧，既然用户的说法不太可靠，那么只看资料难道不行吗？数据不是相对客观吗？其实数据很容易被错误诠释。玩具业的销售和营销数据告诉罗兰，7岁到12岁的女孩不玩娃娃玩偶。用户决定雇用产品或服务时，有两个关键时刻，大多数数据只追踪其中一个。最常被追踪的时刻是所谓的“大雇用”（big hire），也就是用户购买产品的时刻。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时刻则不会出现在多数的销售数据中，那就是用户实际“使用”的时刻。


  用户把产品带回家或带到公司的那一刻，它仍等着“被雇用”，我们将用户真正使用的时刻称为“小雇用”（little hire）。如果产品真的能让用户完成任务，以后就会有更多的使用时刻，用户会一再雇用它。但我们搜集到的资料往往只反映了“大雇用”，而非产品是否在现实中帮助用户完成了任务。例如，我的妻子可能买了一条裙子，但她要等到把标签剪掉，穿上这条裙子，才算是真正使用了这条裙子。相比她为什么选购蓝色裙子而不是绿色裙子，我们更需要了解她最后为什么决定穿上这条裙子，而不是衣橱里的其他衣服。你的手机里有多少应用程序，当初你觉得不错，但下载后很少或从没用过？如果应用程序的卖家只追踪下载数量，那么他不会知道这个应用程序是否帮你达到了你想要的进步。


  用户目标一直存在，我们越发懂得以创新发明来应对这些用户目标。无论你的产品概念多么新颖多么有革命性，用户烦恼的情境早就存在了。为了雇用你的新方案，用户必须先停止目前的权宜之计，或淘汰现有不理想的方案，包括未消费时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比如，大家习惯随身携带手机后，很多人就不戴手表了，因为手机不仅可以显示时间，还可以和日程表同步，并推送通知和提醒。自从我可以随时打开娱乐与体育节目电视网（ESPN）之后，我就停止订阅《体育画报》了。买成人纸尿裤的人从此不用再窝在家里，他们终于可以自在地出外走动了。


  “如果让用户雇用我的产品，那么需要先让他们淘汰什么？”对于这个问题，企业的思考往往不够深入。企业只想把产品做得越来越有吸引力，却没有深入思考这个产品是为了取代什么。


  用户淘汰及购买的决策流程往往在踏进店里之前就开始了，而且这个流程很复杂。总是有两股对立的力量争着抢着去主宰他的决策，而且两股力量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 催他更换新方案的力量。首先，用户不满的现状或是想解决的问题必须大到让他想要采取行动。一个纠缠不休或恼人的问题可能还不足以让他采取不同的对策。第二，新产品或服务解决问题的能力必须有强烈的吸引力。新方案必须做到帮助用户进步，使其生活有所改善。公司通常会把焦点放在询问用户想要什么功能和效益上，它们常以为这就是创新指南。那么，我们如何把产品做得更有吸引力，让用户难以抗拒呢？


  • 反对改变的力量。很多公司完全忽略了当下还有两股看不见却非常强烈的力量正在运作，从而阻碍用户购买产品。第一股力量是“现有习惯”，它对用户有很大的影响，例如“我习惯这样做了”；或是已经对问题习以为常，例如“我不喜欢这个东西，但至少现在用起来还算习惯”。第二股力量可能比现有的习惯更强大，那就是挑选新东西时的焦虑感，例如“万一更换了没有改善怎么办？”


  用户往往会受到现有习惯的牵制，想到要切换成新方案就会觉得很麻烦。继续使用已经习惯的东西，即使不完美，至少也能忍受。这几年，我的助理一直告诉我新手机的功能有多好，但我迟迟不肯换，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手机用得很习惯。这主要是因为既有的东西用起来不需要深思熟虑，甚至可以凭直觉使用。诺贝尔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就证明了这一点——一般人“趋避损失”的心态（即想避免损失的天性）是“追求得利”的两倍。[1]


  新方案所带来的焦虑感可能很强，例如担心成本增加、担心要学习新东西、担心未知的状况让人难以承受等。为什么很多用户明明可以用旧手机换购新手机，却依然使用旧手机？“万一新手机突然出现问题怎么办？”“万一我遇到意外情况，临时需要备用手机怎么办？”“万一……”健身俱乐部最近发现，要求用户办理年卡会让人产生不必要的焦虑，因此有碍用户加入。创新者往往只把焦点放在推动改变的力量上，也就是确保新方案有足够的吸引力，促使用户更换产品，但他们却完全忽略了阻碍改变的力量也很强大。


  例如，ING Direct银行专门在美国和加拿大各地开设了“咖啡馆”，以缓解客户对虚拟银行的焦虑。你可以去那些咖啡馆坐坐，但里面没有传统的柜员让你进行现金交易。你可以跟里面的员工聊聊天或使用自动取款机，但银行设立咖啡馆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向用户保证它是“真正”的银行，同时也是在打造品牌。南新罕布什尔大学是一家非营利机构，再加上有真实的校园，这就缓解了学生担心遇到黑心学校的焦虑。可见，缓解用户的焦虑感非常重要。


  你可以这样想：产品用户目标必须对用户有足够的重要性，才能促使他们做出改变。例如“我觉得现在的方案很难用，我想要比现在更好的方案”，但新方案的吸引力必须远大于“旧方案产生的惯性”以及“新方案衍生的焦虑”。更换产品一定会遇到一些阻力，但创新者往往觉得自己的产品非常好，足以消除这些担忧，因此轻视了那些存在的阻力。如果一件产品只有功能层面的用户目标，那么要淘汰这个东西就很简单，但是如果它还涉及情感和社会层面的用户目标，那就比较难淘汰了。无论我们对当前的情境有多么失望，无论新产品多么诱人，只要吸引我们雇用新产品的力量没有大于阻力，我们就不会考虑以旧换新。


  用户想要的进步，我们必须从生活场景中去理解。我认为，每一个清楚定义的用户目标都有其重要的情感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力量，或是不受吸引力和阻力的拉扯。如果用户勉强使用不完美的方案已经很久了，那么除非你能确保新的方案更好，否则他们不会愿意淘汰旧方案。


  就连企业对企业的市场也是如此，你可能以为采购流程中容不下情感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因素，也不会有焦虑感和现有习惯的问题。但你想想，负责采购零部件的工厂经理必须确保需要零部件时，仓库里一定要有库存。备料不足会让他失眠，甚至让他担心饭碗不保。或者，你可以想想首次管理一家外部咨询公司的项目经理，他想在同事和老板的面前表现良好，他希望大家能看到他准时并妥善地管理项目预算，而且和咨询公司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美世咨询公司就非常注意这一点。本书的合著者邓肯和它一起合作开发新事业，推动公司成长。2013年，雅克·古利特接任美世退休计划业务的全球总裁时，公司前景看起来并不乐观。作为全球人力资源与金融服务咨询公司，美世公司经常帮助员工设计退休金计划。数十年来，这项业务已经变成美世的重要业务。但后来许多公司逐渐从“确定给付制”（也就是公司保证提供退休金给符合条件的员工），变成员工将大部分资金划入个人退休金账户[例如401(k)计划]，美世退休计划业务的主要获利来源便开始萎缩，它不得不进行创新，而且速度要快，否则未来的前景堪虑。


  仅针对客户想要完成的任务提出新的问题，美世就对创新机会产生了一些重要的新观点。其中一个观点是，美世以前定义的“客户服务”太狭隘了。它以前觉得自己是为3万家企业提供退休金计划的咨询服务公司。这个定位曾为美世开创了规模很大的事业，但现在这个定位却无助于企业的继续成长。


  客户之所以雇用美世，究竟是想要解决什么任务？这些退休金计划真的能充分帮助客户完成任务吗？表面上，客户企业的财务总监或人力资源总监想找到提供给员工的退休福利计划，但他们想达到的任务不止于此，他们还面临哪些阻碍？


  由于许多公司想从传统的“确定给付制”转换成“员工提取制”，或是直接把退休金计划卖给保险公司代为处理，于是，古利特的团队发现了一个创新机会。对人力资源部或财务部门的专业人士来说，想有效地引领这个重要转变，并为员工提供多元化的投资机会和福利，将是一项相当庞大的任务。这些专业人士给同事留下小心谨慎的印象，而且让大家认为他们有足够的能力提出建议。而且，无论他们最后选择哪种方案，他们都不希望将来有处理不完的投诉及善后问题。


  以往，对人力资源团队或财务总监来说，为价值上亿美元的退休金债务寻找新机会的过程是相当费时费力的，而且不是很透明，对想为公司做决策的专业人士来说，这是一个令人焦虑的过程。


  而美世公司可以代替客户接触一些保险公司，向保险公司提供客户要求的细节数据，然后等待保险公司针对“退休金计划的接管”提出报价。如此来回，谈定价码以后，美世再提供给客户一份选择清单，让客户从中挑选一个选项，然后进行转换。决定挑选哪家保险公司，之后执行退休金计划的买断，这个过程可能需要长达6个月的时间。在这期间，市场和既有的退休金价值都可能出现大幅波动。对人力资源或财务专业人士来说，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所承受的压力很大，而且他们推荐给公司的转换方式也关乎他们的个人声誉。


  “他们必须对老板负责，老板又必须对董事会负责，董事会可能会针对退休金计划的管理和选项提出非常具体的问题。”古利特解释，“财务总监希望体现出一种准备周全、面面俱到的感觉。万一首席执行官或董事会突然来电询问，他希望自己能随时准备就绪，这一点非常重要。”


  所以，美世提供的方案也反映了这一点。


  于是，通过用户目标的视角，美世公司设计出“退休金风险交易所”（pension risk exchange），它类似证券交易所的概念，让买家和卖家能够实时碰面与交易。这样，时间不再延滞，有美世在中间撮合交易也不再缺乏透明度。这个流程的设计不仅提高了效率，也涵盖了关键要素，帮助客户克服因决策太大而迟迟没有行动的阻力。


  此外，美世还打算在产品中融入一些特色：让客户在正式参与买断流程以前，先模拟各种买断选项的情况。追踪功能可以让客户模拟不同的选项，在决定交易之前，首先模拟交易后的情况。这是一种消除焦虑的预演方式。


  这个产品提高了美世的业绩。目前，退休金风险交易所已经在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成功推出，这对美世和古利特来说都是很大的成就，也是美世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要素。古利特表示：“当我们把焦点放在客户想要完成的任务上，才发现，我们可以创造出更好的产品。”


  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帮助创新者找到用户在特定情境中想要获得的有关进步的全面认知，包括互相竞争的需求以及相对的优先要务。你不仅需要了解客户想要完成的任务，还要知道他们需要先淘汰什么，这样才能腾出空间接纳新方案。这些情境很重要。


  “当我们试图回答‘这够好吗’的时候，总是会产生很多分歧以及没完没了的争论。”莫埃斯塔的再连线公司的合伙人克里斯·斯毕克解释说：“如果没有思考用户目标，你就不可能区分坏、较好、很好、卓越。当我们试图回答‘在这种情况下，帮助消费者取得这样的进步足够好吗’的时候，答案就简单多了。我们想获得进步的背景信息，这对于了解因果关系非常重要。”


  构建用户的故事


  那么，你该如何勾勒出这些拉扯用户的力量，找到用户想要完成的任务呢？用户或许无法告诉你他们想要什么，但他们可以告诉你他们有什么烦恼。


  他们真正想完成的任务是什么？为什么他们现在采取的方式无效？是什么因素让他们想要以旧换新？思考这些问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描绘故事。和用户沟通时，你要像为了了解他们的烦恼，所以描绘故事情节那样。皮克斯正是这方面的行家：当你把用户的烦恼拼凑在一起时，就能勾勒出故事的全貌：


  
    很久很久以前……


    每天……


    有一天……


    因为那样，我们做了……


    因为这样，我们做了……


    最后，我做了……

  


  你正在构建用户的故事，因为通过这个故事，你可以了解这些拉扯力量和产品使用情境对他们有什么影响。


  爱彼迎的创始人显然很了解这一点。在推出服务之前，他们对爱彼迎的房东和房客仔细确认，并构建出45个不同的情感时刻。这些故事几乎组成了一部纪录短片，涵盖了大家使用爱彼迎的许多用户目标。“当你为某个东西描绘故事梗概时，你描绘得越实际，必须做出的决定就越多。”爱彼迎的首席执行官布莱恩·切斯基告诉《快公司》（Fast Company）：“这些房东是男性还是女性？年纪轻还是年纪大？他们住在城市还是乡下？为什么他们想当房东？他们紧张吗？房客出现时，有几箱行李？房客感觉如何？他们觉得很累吗？这时，你才能开始为特定的用户目标进行设计。”


  例如，房客第一个“小雇用”时刻，也就是他们刚抵达投宿地点的时候，在故事梗概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他们受到什么样的迎接？根据网站的描述，他们希望这个投宿地点轻松悠闲，这样的气氛被营造出来了吗？也许房间里应该播放柔和的音乐或点着香氛蜡烛。房东是否让房客感到满意？房东是否表明他会处理住宿期间发生的任何情况或问题？诸如此类的经验都必须符合房客当初选择爱彼迎时所想象的用户目标。爱彼迎从创立以来，不断地修改及调查故事情节，这些故事情节反映了影响房客“大雇用”和“小雇用”的种种拉扯的力量。


  用户烦恼的时刻、不断的取舍、不完美的体验、生活中的不满……这些都是你应该寻找的情境。你要找的是那些反复出现的用户想要取得的进步，却因现有方案的限制而受阻的情境。你要找的是出人意料的行为、权宜之计、不同寻常的用法；用户使用的方法则是基本的、组合的、延伸的叙事，样本数只有一个人（这就是许多营销人员出错的地方）。切记，成功促成新产品的理由看起来比较像故事，而不是统计数据，它们丰富且复杂。最后，你应该把这些故事汇集起来，看看其中有没有类似的模式，而不是把个别的访谈拆解成不同的类别。


  买床垫的动机


  我们在此分享一个成功的实例：有位专业人士探询顾客的意见，然后把相关的故事拼凑起来，从中发掘用户想要完成的任务。我们请莫埃斯塔挑选了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产品，而不是热门的新科技或花哨的品牌，我们要的是单纯的商品，于是他挑了床垫。太好了！购买床垫的决定会有多复杂呢？


  以下访谈文字是莫埃斯塔和再连线公司的同人所做的“用户目标访谈”内容。[2]他们采访了芝加哥的创业家布莱恩·沃克，沃克最近刚买了一个新床垫。为了精简明了，我们对文字稿做了一点儿编辑，但总体依然维持原始访谈的样子。我们刻意保留了闲聊以及仔细搜集产品缺陷的过程，但这并不是典型的用户研究访谈。我们之所以显示这些细节，是为了让大家清楚地看到，发掘问题及用户目标不需要动用神奇的算法，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这就是我们想强调的重点：没有黑匣子。你只要抱着“初心”去了解消费者的决策过程，并且在过程中寻找那些可以揭露问题全貌的线索就行了。[3]


  你可能认为床垫零售商典型的焦点访谈是：床垫的哪些细节促使消费者决定购买？比如，“床垫够软吗？够硬吗？支撑力够吗？你在乎床垫里有多少弹簧吗？床垫的颜色或表面图案有吸引力吗？你还考虑买哪些东西？你觉得价格对你的购买决策有多大的影响？”


  但是，这些问题都不是这次访谈的焦点。莫埃斯塔想勾勒出顾客烦恼的全貌，也就是决定买新床垫的整个过程。其原始目标是制作一个表，列出促成最后决定的一切起因。沃克可能看起来像个冲动购买者，但是通过那些看似无关的问题所构建出来的背景故事，却透露出比表象还要复杂的状况。我们想要找的，正是这些复杂的细节及意外的转折。


  比如，床垫在顾客的生活中扮演着什么角色？为什么床垫很重要？或是，床垫真的重要吗？什么时候床垫很重要，为什么？还有谁涉及这个购买决定并且使用床垫？买新床垫的阻碍有哪些？根据每个人现有的烦恼和想要的流程，除了买新床垫以外，还有什么替代选项？有哪些情况使我们预期有人会使用床垫，但其实没有？相反，哪些情况下床垫有不寻常的用户目标？这些都只是我们试图拼凑床垫购买流程的故事时，可能会提出的一些问题。这个流程的起点远比购买床垫的时点还早，在理想中，顾客一旦动了想买床垫的念头时，这个流程就已经开始了。


  冲动购买的假象


  
    访问者：现在，请你想象我们在拍一部纪录片。我们想知道，你一开始如何想要购买床垫，后来为什么决定购买，还有第一次使用及体验床垫时的所有细节。这有点儿像是调查，我们会制定一个时间表。就从你什么时候打算购买床垫开始谈吧。你是什么时候买的呢？


    沃克：大概45天前，9月中旬。


    访问者：好，你是上网订购，还是……


    沃克：我在好市多买的。


    访问者：喔，在好市多买的啊！是周末还是工作日去买的？


    沃克：周末的时候。


    访问者：星期六，还是星期日？


    沃克：我记得是星期六。


    访问者：你还买了其他东西吗？还是只买了床垫？


    沃克：去好市多当然不会只买床垫，当然还买了其他东西啊！


    访问者：在买东西的时候，你是想着“我今天要买这个，喔对了，我还要这个、这个和这个”，是这样吗？


    沃克：没这样想啊。


    访问者：所以，你原本没有打算买床垫？


    沃克：是啊。


    访问者：那你还买了什么？你还记得当时你还买了什么东西吗？


    沃克：嗯，我有孩子，所以买了婴儿湿纸巾，还有很多牛奶。


    访问者：买了多少牛奶？


    沃克：三罐杏仁调味乳，还有两瓶其他口味的牛奶。


    访问者：是什么口味的？


    沃克：是有机鲜奶，我给儿子买了2%的低脂奶，给女儿买了脱脂奶。


    访问者：好，我知道了。那你们一开始就使用了购物车吗？


    沃克：是啊，我们先买本周和本月要用的东西，比如纸巾、牛奶、婴儿湿纸巾等。


    访问者：有人跟你一起去吗？还是你一个人去的？


    沃克：我太太和两个孩子都去了，全家人一起去了好市多。


    访问者：你的孩子多大了？


    沃克：一个四岁半，一个两岁。


    访问者：全家一起出动应该很开心吧。那么你是在哪里看到床垫的？是一开始就看到了？还是之后才看到的？


    沃克：进去大概45分钟之后，最后才看到。


    访问者：你在好市多待了45分钟，那时购物车满了吗？


    沃克：几乎是满的。


    访问者：里面有什么？


    沃克：牛奶、纸盒、纸巾，这些东西很容易就把购物车塞满了，所以我觉得该买的都买了，外加一些生鲜蔬果吧，大概就这样。


    访问者：所以购物清单上的东西都买到了吗？你们检查了吗？


    沃克：对！不过每次去好市多也会买一些没有列在购物清单上的东西。


    访问者：举个例子吧。


    沃克：比如沙拉和晚饭要吃的肉。


    访问者：好，还有别的吗？


    沃克：好像没有了。我本来想买个东西，但后来没买——那是一盒45片的Eggo牌迷你松饼，松饼里面还有枫糖浆，试吃的时候我觉得不错。


    访问者：好，所以你快要结账了。


    沃克：是啊，结账前的压力好大。大家逛好市多，到最后都会神经紧绷，因为很像在堵车时间又挤进了高速公路。好市多的商品有上千种，却只有4个结账通道，所以到结账时压力很大。后来，我转进一个通道，突然看到那里有床垫。


    访问者：为什么你觉得你需要新床垫？是谁先想到要买床垫的？是你，还是你太太？


    沃克：当然是我，因为4年前我做过很多研究，买了一个超贵的Stearns & Foster床垫，那个床垫号称可以让人“一夜好眠”，而且据说至少可以用10年，很超值，所以我们买了“舒适软垫款”床垫。但是，最近一年，我早上醒来的时候总觉得这张床垫很糟糕，醒来时我不但感到头痛、脖子痛，而且腰酸背痛。后来，那张床垫塌了，浪费了我2 000美元。我需要一张不同的床垫。


    访问者：你对那张床垫感到满意的时间有多久了？


    沃克：我刚买来时很喜欢，前两年很满意，第三年觉得还好，第四年就受不了了，并且开始后悔买了这张床垫。


    访问者：你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床垫有问题的？


    沃克：因为我每天早上醒来都会觉得全身酸痛，我还试过不用枕头、调整睡姿等方法。你也看得出来我的块头不是很大，但我注意到这张床垫有凹陷。我觉得我好像一直躺在那个凹陷里。每天早上醒来，我都心想：“我不仅需要提神饮料，我还需要吃3颗止痛药。”


    访问者：你说你经常出差？


    沃克：对，去年我经常出差。


    访问者：好，那你出差的时候不会有这些问题吗？


    沃克：不会。去年是我第一年创业，我有37周不在家，每周有3天是住在万豪酒店的。那里的床垫和我家的不一样，酒店的床不会让我不舒服。


    访问者：你做过其他改变吗？你对家里的床垫做过哪些改变？你说你试过不用枕头睡觉。


    沃克：有，我曾把床垫翻过来、掉个头、拆掉外框，甚至拆下了弹簧垫。


    访问者：你太太也觉得这张床垫不舒服吗？


    沃克：说来有趣，这半年她也开始觉得床垫有问题，我不知道是因为我抱怨得太久了，还是她真的有一样的感觉。她说：“我也开始觉得床垫有问题了，睡得很不舒服。”而且她的身材也不胖，大概只有我的一半。


    她说：“我也有同样的问题，而且你可以看到床开始凹陷，这个舒适软垫跟我原先想的不一样。”顺便提一下，我自己也觉得有点儿过意不去，因为这张床垫是我叔叔卖给我的！


    访问者：你跟你太太抱怨过床垫的事吗？还是你只是在心里抱怨？


    沃克：起初我只是感觉不舒服，后来我说了出来。她开始还说：“为什么你的脾气这么暴躁？”


    访问者：你还记得她第一次告诉你床垫睡起来不舒服是什么时候吗？你还记得那次谈话的内容或发生的时间吗？


    沃克：大概是半年前。


    访问者：你说你常常出差，脾气也不好，回家又要照看两个孩子。所以，你太太什么时候开始抱怨你脾气不好的？你们应该会遇到这种情况吧：你回到家，脾气不好，但她也睡得不好，于是就为这件事争论起来了。


    沃克：是啊，而且她还说：“你一个星期不在家，现在回家可以尽尽当父亲的义务了。”


    访问者：为什么你没有早点儿更换床垫呢？听起来你好像认为床垫有问题已经一年了，为什么等这么久才更换？


    沃克：可能是因为我太忙了——前一年半我在创业，又要在小公寓里养家糊口。后来我们把小公寓卖了，搬到其他地方，因此买新床垫并不是我的优先事项。


    访问者：你什么时候搬家的？


    沃克：6月。


    访问者：你把旧床垫也搬过去了？


    沃克：对，那张床垫是在梅西百货买的。另一个原因我刚刚说过，它是我叔叔卖给我的。


    访问者：你买那张床垫之前提前研究过吗？


    沃克：对，我研究过了，我本希望叔叔可以便宜一点儿卖给我，但我结账时才发现他没给我折扣。后来，床垫开始出问题的时候，我回到梅西百货问了他们一些问题，他们说：“你可以把床垫转个方向试试看，可能是你的睡姿有问题吧，我们的保修范围包含凹陷，你可以拿尺子量一下凹陷面积有多大。”


    访问者：你那样做了吗？


    沃克：没有，因为他们说凹陷长度至少要达到1英寸[4]半才能换。我心想，其他人也这么建议：“你为什么不拿一大袋水泥，放在床垫凹陷的地方，找人来量量看凹陷长度有多少？”


    访问者：谁建议放水泥的？


    沃克：我前面讲过，这张床垫虽然每一边都有凹陷，但长度还不到1英寸半，所以那个保修范围根本没有用，我又不可能要到什么。


    访问者：你有时睡不好，压力很大，又刚好在好市多，正想办法尽快结账离开，突然间看到了床垫，于是你说：“那就买吧！”是什么原因让你觉得那天你有时间买床垫？毕竟你买那张床垫的话，必须重新排队结账。


    沃克：我刚刚说到，那是9月中旬。大概在3个月前，我又开始研究床垫，心想：“我一定要把这张床垫换掉！”但我一想到要去床垫专卖店或家具专卖店就觉得紧张，我上网做了很多研究，心想：“我这次一定要买记忆海绵床垫。”


    我上网研究了很久，差点就从Groupon团购网上买了记忆海绵床垫，但我一想到在梅西百货买床垫的经历，我就打住了，我实在不想上网买东西。万一买回来了我又不喜欢怎么办？


    那天买床垫的时候，我在卖场的过道上，突然看到眼前有各种记忆海绵床垫。我心想，好吧，既然我现在就在好市多，还做了很多研究。当时，我完全没有想到弹簧床垫、18英寸、12英寸、弹簧圈之类的东西。


    对我来说，我只想要一夜好眠，醒来觉得神清气爽，让我有精力好好工作，当个好爸爸、好丈夫。我满脑子只想到这些，孩子们正在说他们想去结账区买比萨。我心想：“就买张床垫吧。”


    我必须去拉一台平板车过来，因为我把床垫拉下来以后，发现它太重了！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没买过这种东西的人不会知道床垫是怎样包装的——它装在又大又宽的箱子里。我看到它的时候不禁大叫：“哇！”就像你刚刚问我的，购物车已经满了，床垫当然没办法放在上面了。


    访问者：当时你太太的反应是什么？你太太说这个主意很好，还是说“哦，不要！”


    沃克：她有点儿迟疑，不过当时她更关心孩子们会不会打起来。当时情况很混乱，她问我：“你确定你真的想买？”于是，我把货架上海棉的样本拿给她看，我说：“你摸摸看，感觉一下。”


    她说：“哦，感觉还不错。你真想要的话，那就买吧。这张床垫也不是很贵，我知道你每天睡不好，那就买吧。”于是，我马上回去拉台平板车过来。


    访问者：那张床垫多少钱？你还记得付了多少钱吗？


    沃克：我记得是699美元。这很有意思，因为Groupon网站刚好也有这款床垫，而且价格更低。但我又一想，万一用了之后觉得不好，我在Groupon网站退货，还是到离家5分钟的好市多退货更方便？


    访问者：那里只有一种床垫吗，还是有很多选择？


    沃克：没什么选择，不过也有两三种床垫可以挑选，而且有好几种尺寸。


    访问者：每种床垫你都试过吗？


    沃克：我们后来只看两种床垫，一种比较厚，好像也比较软，所以我们选这种。


    访问者：这款是最贵的吗？


    沃克：对。


    访问者：你是Groupon网站的会员吗？如果你想在Groupon买床垫，该找哪间店买呢？虽然你没有从Groupon买床垫，不过在Groupon买可以打折，是那间店给的折扣吗？


    沃克：老实说，我现在想不起来了。


    访问者：我们还想了解，你刚才说去专卖店买床垫会很紧张，你上次是什么时候去的专卖店？


    沃克：我经常路过床垫专卖店，前几天刚经过一家。


    访问者：去床垫专卖店买有什么问题吗？


    沃克：首先，我有洁癖，我看到整间房子都摆满床垫会觉得很恐怖。第二，我从来没碰到哪个床垫专卖店的人像你一样仔细问我这么多问题。他们通常只会说：“你家的床多大？你有多少预算？”


    根据我以前的经验，我对那些人的感觉就像对汽车销售员一样有负面印象。我的意思不是说所有人都是那样，只是我以前有过这样的经验。


    访问者：你不喜欢一般的购买流程，而且床垫专卖店让你觉得难以忍受，因为你会感到很紧张，你也不想跟业务员谈话，但我实在不敢相信你竟然没有先试躺之后再购买。

  


  从这次访谈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顾客为了买新床垫，积累了种种负面情绪和焦虑。公司可能会把他归类为好市多的“冲动购买者”，公司可能会针对这种冲动购买的人设计营销方案。但事实上，他这一年以来都有购买床垫的念头，好市多可能是他最不可能做出“大雇用”决策的地方——超市是购买成打袜子及超大海鲜拼盘的地方，周遭闹哄哄的，到处都是大型购物车，还有一堆人在推销免费试吃的食品。他挣扎了好几个月，最后竟然决定在这里购买新床垫。


  无论驱动他购买床垫的原因是什么，这其实都算不上是冲动购买，而且他购买的原因也和床垫的功能细节无关。他担心弹簧吗？他担心线圈吗？他根本没想到这些因素。他完全没提到床垫本身的特质，一点儿细节都没提到。


  他只想要一夜好眠，当个好丈夫、好父亲，这是他亟待解决的问题。只要他在那张旧床垫上多睡一天（“小雇用”），他就更接近那个好市多的购买时刻。事实上，每个失败的“小雇用”时刻，都与当天的购买决策有关。与其说他雇用了新床垫，不如说他更急着淘汰旧床垫。那天在好市多，他的购买时机终于到了。


  在那天购买床垫以前，有一些阻力牵制着他。这些阻力有时是阻碍“大雇用”的最大因素（“什么因素阻止某人决定雇用某个东西来解决问题？”），有时则围绕在“小雇用”的周边（“为什么你觉得这个方案很难用，或是在现实中无法解决你的问题？”）。在这两种情况下，那些阻力可能大到让用户干脆不购买你的产品，或是不淘汰既有的用品。


  创新者对“大雇用”和“小雇用”所衍生的神经紧张、挣扎、压力和焦虑，必须有敏锐的感知力。我们寻找创新机会时，应该像一个能把一切丰富的情感拼组成复杂故事的侦探，因为唯有构建出故事，我们的创新才能改变结局。


  另一个重点是，这部纪录短片不只一个主角，这位顾客的太太也在这个故事中，她也必须睡在那张床上。若是没有妻子的同意，他可能无法当场决定买下床垫，因为他会担心妻子批评他：“你买这张烂床垫都没先问问我！”由于顾客和他的太太同时在现场，他们至少可以摸到这个产品，他可以消除先斩后奏的焦虑。当他的太太说“我知道你每天睡不好”，这表示她已经答应了。这时他已经消除了焦虑，再加上他知道好市多有无条件退货的政策，因此也移除了最后的障碍。以上种种因素影响着他的决策，所以他觉得“不先试躺，先买再说”比“去床垫专卖店试躺”还要容易。


  除了床垫，还有什么替代方案？


  那么，床垫制造商或零售商从这段访谈中应该得到什么启示？由于这只是单一个案，我们必须从众多观察中发掘用户目标，不能靠灵光乍现。但是，我们可以开始假设，提出一些新问题，同时思考在后续的访谈中可以探索些什么。


  显然，去床垫专卖店消费的经验令人精神紧张。对购物者来说，理想的购物体验是什么样子？或许业务人员是把焦点放在床垫的特色和能否成交上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在床垫专卖店里安排“睡眠专家”而非床垫专家？这样做能否凸显出改善人才招募、训练、薪酬结构的机会？由于夫妻二人会使用同一张床垫，所以双方的意见都很重要，万一一对夫妻中只有一个人来店里消费，你怎么处理这种情况？你应该以不同的方式面对夫妻二人吗？你能够跟本地的搬家公司合作，推出搬运方案吗？


  另外，顾客还有以旧换新方面的焦虑：“万一我不喜欢新床垫怎么办？我如何处置淘汰的旧床垫？坦白讲，我真的不想把用了十年的床垫放在路边，让所有的邻居都看到……”诸如此类的担忧不胜枚举。但你可以看到进一步的访谈促成了更多的假设，或许零售商会因此发现新的商机，例如提供即时运送服务、免费搬运旧床垫等。或许商家可以提供为期90天的免费试用期，无条件退货。


  对床垫制造商来说，这个案例最令人意外的一点，也许是顾客依然很依赖店面体验；如果制造商只思考产品的绩效，就可能忽略真正的议题。床垫制造商应该思考：我们该如何帮助零售商销售更多的床垫？我们和零售伙伴该如何调整广告，促使顾客到店里消费，从而提高业绩？床垫制造商肯定想过传统的竞争对手，但它们想过止痛药或提神饮料也是竞争对手吗？


  以这位受访者为例，当他睡不好时，他的对策是吃止痛药或是喝提神饮料。如果我是床垫制造商，我会深入了解这些“竞争对手”，想办法以优质睡眠的承诺，来减少顾客购买床垫的阻碍。


  我不是床垫专家，所以看到购买床垫的决策涉及如此多的情感因素时感到很惊讶。我以前也没想到更换床垫（从丢弃旧床垫到买新床垫回家）会涉及那么多的痛点和障碍。另外，还有“万一新床垫不适合或太太不喜欢怎么办”之类的焦虑。许多营销人员犯的一个基本错误就是从一大批受访者中搜集几个数据点，实际上他们需要做的是从小一点的样本搜集大量的数据点，就像这个访谈一样。


  卓越的创见与搜集数据的深度而非广度更为相关。


  用户目标应该是你早就知道的事


  很多高管告诉我们，当你找到用户目标时，你在直觉上就会觉得它很合理，你会相信自己的感觉。正如哈佛商学院的神经营销专家杰拉德·萨尔特曼所言，真正的见解是概念上感觉很真实的想法。当你有见解时，你不需要说服自己那很重要或是强而有力，因为你早就知道了。


  想要让产品获得用户的雇用，关键在于详尽地了解用户的生活，以便设计出远远超越用户描述需求的方案。回头来看，颠覆性的见解看似显而易见，但其实它相当罕见——它基本上与直觉相悖，因为你看到的是其他人漏看的东西。


  不过，下一章我们会说明，发掘任务只是第一步。你向用户推销的是进步，而非商品。为了开发出用户真正想要雇用（而且会一再雇用）的方案，你需要审视用户目标的完整情境，以及阻碍用户雇用产品的障碍。


  【重点摘要】


  
    • 若要深入了解用户想要完成的任务，实际上做起来可能充满挑战。用户往往无法明确说出自己想要什么，即使他们可以清楚地表达出来，他们又会显得言行不一。


    • 看似客观的用户行为数据往往有误导的效果，因为它的焦点只放在“大雇用”上（用户实际购买产品的时候），却忽略了“小雇用”（用户实际使用产品的时候）。大雇用也许显示了产品达到用户想要完成的任务，但是唯有连续的小雇用才能证实这一点。


    • 用户雇用新产品以前，必须了解他首先要淘汰什么，才能雇用你的产品。公司在这方面的思考通常不够，因为用户一定要淘汰某件旧产品以后，才有可能使用你的新产品。


    • 想要聆听用户无法讲清楚的事情，你需要用“初心”去观察用户，并与用户互动。这种心态可以避免你做的假设过早删除关键信息。


    • 你可以将各种故事情节组合起来，借此完整地了解用户目标，这些故事情节详细地描述了用户的情境、烦恼时刻、不完美的体验、感受到的挫败等。


    • 在构建故事情节时，了解那些逼迫用户改用新方案的力量也很重要。这些力量包括不满意旧方案所产生的“推力”，以及新方案产生的“吸引力”。


    • 了解阻碍改变的力量也很重要，包括现有习惯所产生的惯性、对新方案的焦虑等。


    • 如果阻碍改变的力量很强，你通常可以用消减阻力的方式来提供创新体验，例如尽可能降低用户以旧换新的焦虑。

  


  【领导者的思考题】


  
    • 有什么证据可以显示你已经清楚地了解了用户想要完成的任务呢？用户的行为和他们声称想要的产品及服务一致吗？有证据显示用户采用了“小雇用”和“大雇用”吗？


    • 你能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描述用户从遇到问题，进而淘汰现有方案，到最后雇用你的方案（包括大雇用和小雇用）吗？你的故事情节中有什么缺陷？如何填补这些缺陷？


    • 什么力量阻碍了用户雇用你的产品？你如何围绕用户体验进行创新，又将如何克服这些阻力？

  


  
    [1] Kahneman, Daniel, and Amos Tversky.“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a 47, no. 2, March 1979: 263–92.

  


  
    [2] 你可以上莫埃斯塔的网站聆听尚未编辑的原始床垫访谈：Jobstobedone.org。

  


  
    [3] 这里值得谈谈“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和另一个用户导向的创新概念“设计思维”（design thinking）之间的关系。“设计思维”常应用在广泛的概念和实践中，但它其实是指一种问题解决方案，强调与用户感同身受、扩散性思考、迅速迭代解决方案。“设计思维”的核心要素是：用户体验比产品属性更重要。这也是“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和“设计思维”的共通点。由于“用户目标达成理论”为用户之所以雇用某些创新但不接受其他创新提出了“因果”解释，也为深入了解用户需求提供了一套语言，所以它和“设计思维”相辅相成，完全相通。“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的语言和思考过程，为“设计思维”所需的发掘用户目标提供了一套强大的工具，也为用户真正想购买和使用的方案提供了灵感。

  


  
    [4] 1英寸≈ 2.54厘米。——编者注

  


  第6章

  打造完美的产品简历


  
    发掘用户目标的复杂多元性只是开始而已，距离用户雇用你的产品还很远。但真正了解用户目标就好像你握有解码器，可以解析用户目标的复杂多元性，这可谓一门可以清楚地说明用户目标的语言。新产品之所以成功，不是因为它具有什么特色和功能，而是因为它带来的体验。

  


  如果你家没有女孩，你就无法了解为什么有人会花上百美元买一个洋娃娃。我就做过这种事，而且还做过好几次。不仅如此，我还花钱买过洋娃娃的衣服和配饰，我给自己买衣服的费用可能比给洋娃娃花的还少。


  我女儿凯蒂和她的小伙伴在成长的过程中，都很渴望拥有昂贵的美国女孩娃娃（American Girl）。假期过后，如果你上Craigslist（免费分类广告网站），就会发现很多家长上网购买二手或自制的美国女孩服饰，来搭配女儿的圣诞礼物。有数据显示，美国女孩娃娃的消费总额超过600美元，目前已经售出2 900万个娃娃，每年销售额超过5亿美元。


  美国女孩究竟有什么特别？它特别的地方并不是娃娃本身，这些娃娃有多种风格和族裔，可爱耐用。在我看来，它们和孩子以前玩的洋娃娃很像。总之，美国女孩确实不错，但也不是多么令人惊艳的东西。


  最近几年，玩具反斗城、沃尔玛，甚至迪士尼都推出了类似的娃娃，想要挑战美国女孩的领先地位，而且定价比美国女孩还低。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家公司能超过美国女孩。美国女孩之所以能以高价出售，是因为它卖的其实并不是玩偶，而是一种体验。


  如果某家公司的产品或服务能像美国娃娃那样难以复制，那么它的长期竞争优势通常不是来自产品本身。美国女孩娃娃的创始人罗兰深谙这一点，她说：“你不能只是把产品推到市场，你要营造一种体验，帮助用户完美地完成他们想要完成的任务。”你创造的体验其实就是产品履历，这份履历清楚地告诉用户：“这就是你应该雇用我的原因。”


  这是美国女孩长期以来如此热卖的原因，即使竞争者屡次出招抢夺市场，也未能撼动其龙头地位。我妻子克里斯蒂娜和我愿意花钱买这些娃娃，是因为我们很了解它们代表的价值。美国女孩想要提供给消费者的是人际关系和自信，以及有机会更长久地细细品味童年生活。


  我发现，根据清楚定义的用户目标来营造合适的体验，接着再围绕这些体验来规划组织结构（将于下一章讨论），几乎可以避免公司遭到颠覆性竞争的冲击。颠覆性竞争的对手几乎都不太了解“用户目标”，也很少关注产品以外的意义。


  女孩子之所以购买美国女孩娃娃，是想借由这些娃娃来抒发情感，肯定自己的身份、自我意识，以及文化和种族背景。此外，美国女孩娃娃也带给她们希望，让她们相信自己可以迎接生活中的挑战。对于家长（实际购买娃娃的人）来说，他们想要鼓励母女一起讨论先辈的女性，以及这些女性面临的困境与展现出的坚毅。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妇女进入职场，这类母女对话逐渐消失了。作为现代的母亲和祖母，她们都很渴望在生活中恢复这种母女之间的交流。


  罗兰指出：“我确实觉得，创新成功是因为满足了用户想要完成的任务。”当年，她为侄女购买圣诞礼物时，因为找不到满意的礼物因而有了这个创意。当时，最热门的礼物选项只有两种：过于性感的芭比娃娃和椰菜娃娃，这两个选项都无法帮助她和心爱的侄女交流沟通。她对美国女孩这家公司的愿景，几乎完全出自她的童年回忆——她想为购买娃娃的母女营造类似的美好体验。我在第4章提过，我们的生活其实是一个个非常鲜明的故事。


  这些娃娃和娃娃世界反映出罗兰对“用户目标”的细腻了解。美国女孩推出了数十种娃娃，代表了多元的形象。例如，卡雅娃娃是18世纪末美国西北部的印第安部落少女，她的背景故事描述了她的领导能力、爱心、勇气和忠诚；克里斯滕·拉森娃娃是在明尼苏达州定居的瑞典移民，生活中充满苦难和挑战，但她们最后坚毅地渡过了难关。现代的林赛·伯格曼娃娃则对即将到来的犹太女孩成人礼充满了期待。这些娃娃的一大魅力是，每个人物的人生都搭配了相关的故事情节以及历史翔实的相关书籍，书中传达的情感和烦恼都能获得女孩的共鸣，而且这些书甚至比娃娃还要受欢迎。


  罗兰和她的团队为了完美地达成用户想要完成的任务，彻底思考了他们必须提供的每一个体验环节。这些娃娃不在传统的玩具店里售卖，也没有和其他竞争者摆在一起。最初，顾客只能通过目录进行邮购。


  后来，美国女孩公司开了专卖店。一开始，它只在几个大都会创建了店面。他们发现，实体店面可以增添顾客体验，于是把去美国女孩专卖店购物变成了母女（或父女）同乐的特殊日子。美国女孩专卖店里还有娃娃医院，可以修复娃娃打结的头发或破损的零件。有些专卖店里还有餐厅，让一家人与娃娃开心地坐在一起享用儿童餐，或是举办生日派对。由此可见，娃娃成了亲子活动的催化剂，可以为父母和孩子打造一种让人难以忘怀的体验。


  在创造体验价值方面，任何细节对美国女孩来说都很重要。例如，熟悉的红粉彩盒是罗兰设计的，盒子上有个透明的窗口，可以让人清楚地看到里面的娃娃。此外，盒子外面还绑了一条细长的包装绳，娃娃则放在棉纸里。罗兰记得，那条包装绳使包装成本增加了2美分，包装时间增加了27秒。


  设计师建议直接把娃娃的名字印在盒子上来节省时间和成本，但罗兰立即拒绝了这个建议：“你根本不懂这个设计的用意。为了让孩子觉得这份礼物很特别，你会怎样做？我不希望她打开箱子时，看到娃娃包在收缩膜里。她需要花点儿时间解开包装绳，打开盒盖，掀开棉纸——这整个过程可以让打开礼物变得更激动人心。这和去玩具店的走道从架上挑选芭比娃娃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注意到的细节，我的灵感来自不断回想童年时那些令我兴奋的事情。”


  美国女孩完美地达成了母亲和女儿想要完成的任务，所以这家公司可以把核心商品与建立起来的用户忠诚度变成一个平台，从而拓展到多元领域。娃娃、书籍、零售专卖店、电影、服装、餐饮、美容院，甚至在芝加哥还有现场表演的舞台剧——这些都是罗兰创业之前就已经想好的。她认为，这些延伸产品很直观，也很合理，而且她的灵感都来自童年的美好经验，与产品用户目标相辅相成。


  去戏院看舞台剧的点子来自她幼年时的经验，那时罗兰会戴上白手套，跟着母亲去听芝加哥交响乐团的演奏。“这是我想为来到专卖店的小女孩重新营造回忆的时刻，整个概念几乎都来自我的人生经验。”她解释道，“我相信这些童年回忆可以给孩子们带来欢乐。”


  美国女孩推出30年来，已经有一代粉丝长大成人，她们渴望与自己的孩子分享这些娃娃以及相关体验。我有一位朋友依然在买美国女孩的娃娃送给她成年的女儿当圣诞礼物，而且她明确地告诉女儿，她希望有一天女儿也能把这些娃娃传给她的女儿。


  在美泰收购了美国女孩之后，过去两三年的销售业绩有些许下滑，但目前为止还没有其他商家能成功挑战其龙头地位。“我想，是因为没有人愿意为了营造产品体验而去投入得那么深吧。”罗兰指出，“他们觉得商品只是商品，他们从来没有掌握‘故事’这部分。”目前为止，还没有哪家玩具制造商能模仿美国女孩的成功诀窍。


  解析用户目标规范


  前面提到过，用户目标是复杂多元的，但深入了解用户目标就像握住解码器一样，可以破解用户目标的复杂性，解析用户目标规范。“用户目标”是从用户的观点，去看用户遇到的烦恼、他们想要获得进步的情境；相反，“用户目标规范”则是从创新者的观点来看，新产品该如何设计、开发和提供，才能帮助消费者达成想要完成的任务。


  你可以从用户目标规范中看到用户目标的相关细节，包括功能、情感、社会层面的进一步定义；用户愿意接受的取舍；必须打败其他选项；必须克服的障碍和焦虑。这种因深入了解而开发出来的商品，应该有相应的计划来克服种种障碍，并营造出购买及使用产品的合适体验。所以，用户目标规范是一套蓝图，它能够把用户目标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全部转换成一套可行的创新指南。设计产品时，若是缺乏清楚的用户目标规范，即使是最先进的产品也可能失败。


  在创造用户价值时，有太多的细节必须拿捏准确，而且需要做很多棘手的取舍，创新者无法全凭运气猜对。你为用户目标规范创造的体验是开发产品的关键，这样才能开发出用户不仅想用而且想一再使用的产品。用户目标导向的创新之所以难以模仿是有原因的，公司在这样的细节里创造出长期的竞争优势，因为这正是用户判断一种产品优于其他产品的方式。


  体验可以索取高价


  在课堂上，我会让学生看一张图表，用来说明如何从用户目标的角度创新。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图示，其目的是要凸显一个重点：发掘及了解用户目标是一切创新的基础。但是，想要开发出用户一定想买而且会以高价购买的产品，这只是第一步。


  想开发出用户愿意以高价购买的产品，你不仅需要了解用户目标，还要为购买及使用产品营造合适的体验，然后把这些体验整合到公司的流程中。发掘用户目标、创造用户想要的体验、以用户目标为核心进行整合，这三个层次都非常重要。公司了解并掌握了这三个层级，就能以竞争对手无法轻易模仿的方式完成用户目标。


  以宜家为例。宜家是全球获利最好的企业之一，而且它们保持业界成功的地位已经数十年了。宜家创始人英格瓦·坎普拉德是全球数一数二的富豪，他如何靠着这些看似不起眼的DIY（自己组装）家具累积起如此庞大的财富的？因为他找到了用户想要完成的任务。


  这家企业没有什么特殊的商业机密，任何竞争对手都可以到宜家的店里参观，模仿其商品或抄袭商品目录，但没有人这样做，为什么呢？宜家的整个商业模式，不管是购物体验、店面布局、产品设计、包装方式等，和一般的家具店截然不同。多数家具店是按照客户群体或产品类型来规划的，客户群体可以按照人口统计学来区分，例如年龄、性别、学历、收入水平等。有些竞争对手将其客户群专门锁定在有钱人身上，例如罗奇堡家居的沙发售价达数千美元。而有些家具店则专门销售低价家具给低收入者。另外，还有许多其他类型的家具家，如专门为都市居民设计现代家具，或是专门销售办公家具的公司。


  宜家的客户群不是由人口统计学界定的，而是根据大多数用户进驻新环境时想要完成的任务来设计产品：“明天我一定要把这个地方的家具全部搞定，因为后天我就要上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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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用户目标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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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家具店可以复制宜家的产品，甚至抄袭店内的布局，但它们很难模仿宜家提供的用户体验，以及帮助用户克服种种障碍的模式。


  在我认识的人里面，当他们需要尽快搞定家具时，没有人会觉得花一天逛街买家具是一种乐趣。这不是休闲娱乐，而是一种令人沮丧的挑战；再加上购物时他们可能还要把孩子带在身边，那简直是自讨苦吃。宜家在店里设计了托儿区，你可以把孩子放在那里玩耍，然后进商场采购家具。此外，店内还有餐厅和冰激凌店，购物结束后你可以休息一下。如果不想等家具店把书架送到你家里，那么宜家扁平的商品包装可以直接放进大多数的汽车里，或是绑在车顶上。看到满地的零件，想到要自己组装家具，你就觉得头大吗？那是肯定的，但宜家的家具没那么夸张，因为宜家的设计都是为了让用户用一个简单的工具就能组装。而且，商品包装里已附上这个工具，通常放在其中一片木板内，以免开箱时不慎遗失。在我认识的人之中，每个组装过宜家家具的人在组装完之后都觉得很有成就感。


  那么，宜家是在和谁竞争？我儿子迈克尔搬到加州读博士时，就是去宜家采购家具的，他说宜家“让我当天就搞定了住处的所有家具”。他必须决定选购一些家具来完成任务，所以他如何做出决定呢？他必须先有选择的标准。基本上，他会考虑到他有多在乎商品的本质，包括价格和质量、必要的功能及取舍。不过，他更在乎每个方案所带来的体验，以及雇用每个方案时必须要克服的障碍。


  即使宜家的家具比其他地方贵，他还是决定雇用宜家，因为它比其他选项更能帮助他完成任务。


  我们之所以愿意为这些商品支付高价，是因为无法完成任务的总成本太大了，包括用户浪费的时间、感受到的失望、乱花的冤枉钱等。这些“麻烦”的代价高昂，毕竟你为了找出合适的方案已经投入了时间和精力。所以，即使好的方案比较贵，相较于你投入的精力（不只是金钱，还有个人资源），其价格高一些也显得微不足道了。


  其他家具店也可能给迈克尔提供送货到家的免费服务，但要等好几天甚至几周才会送到，那么他明天要做些什么呢？Craigslist网站上有便宜货，但他必须自己凑足整套家具，还要租车去卖家那里取货，可能还要请朋友帮他搬运家具上下楼。折扣家具店也许具备宜家的一些优点，但自己在家组装没那么容易。一些尚未完成加工的家具店有质量不错的家具，但需要自己上漆，这些工作在小公寓里其实很难处理，迈克尔不可能做出其他选择。


  当你知道竞争对手是谁时，才能打造出对用户来说很重要的体验。如此一来，你才知道如何为产品打造履历，让用户选上你。当你把用户想要的东西考虑周全时，用户就很乐于为此付出高价，因为你比起其他对手来说，更有可能帮他达到目的。


  不过，我必须厘清一点：有时用户会被迫购买高价产品，这是因为他们在生活中已经使用了另一个息息相关的产品，例如贵得要命的打印机墨盒、智能手机的充电器或外壳。我们之所以勉强付出高价，是因为当时没有更好的方案；而且在购买产品的同时，我们也厌恶公司这样剥削用户。这种产品其实已经给用户造成了焦虑，而不是化解焦虑——我讨厌监控孩子用了多少彩色打印机的墨水，也不喜欢因为找不到充电器而焦虑，这些都不是用户乐于支付的高价产品。与之相反，若是一种用户目标导向的创新，那么用户一点儿都不会在乎高价，反而会欣然接受这个方案。


  克服障碍


  成功帮助用户完成任务的产品，其实是在生活中为用户提供服务，它们帮助用户克服了有碍进步的障碍，例如“帮我搞定住所的家具”“帮我和孩子分享丰富的家族史”。营造体验和克服障碍是产品变成服务的方式，这样一来，产品就不再只是功能和收益较好的商品而已。


  医疗器械制造商美敦力在印度推出新的心脏起搏器时，吃尽了苦头才学会这一点。表面上看来，印度市场充满了潜力，因为心脏病是印度人的第一大死因。但基于多种原因，很少有患者会选择安装心脏起搏器来解决这个问题。多年来，当美敦力开发产品时，一直是依赖传统的研究形式。当时担任国际业务开发高级总监的凯恩·蒙森回忆：“我们很擅长了解功能层面的用户目标。”例如，美敦力准备改良心脏起搏器之前，会先找来一群医生，询问他们希望新款装置有哪些功能。接着，公司会进行量化调查来验证医生小组的意见。之后，新产品就应运而生了。


  美敦力的新版心脏起搏器显然更胜一筹，但它在印度的销量很不理想。美敦力长久以来依赖定性或定量的方法，始终无法确切地回答“为什么患者会想用心脏起搏器”或“哪些因素阻碍患者使用心脏起搏器”等问题，这一点已经困扰蒙森很久了。


  采用“用户目标”的视角之后，美敦力的团队和Innosight咨询公司（包括本书的合著者邓肯）对在印度出现的问题重新展开研究。他们采访了医院及护理中心，在印度各地采访了上百位医生、护士、医院的行政人员和患者，结果找到4个阻碍病人获得心脏医疗的障碍：


  
    • 患者对医疗需求一无所知


    • 缺乏合适的诊断方式


    • 医疗体系过于复杂，患者未必能得到治疗


    • 价格太高，负担不起

  


  虽然有些竞争对手也提供了类似的医疗服务，但美敦力最大的竞争对手其实是上述障碍所导致的“尚未消费”。


  若是从传统的观点来看，美敦力可能会找来更多的医生，询问他们对产品有什么要求和取舍，例如他们最在乎什么功能，不在乎什么功能？从营销的观点来看，询问患者想要什么并不是他们主要考虑的问题。


  蒙森说，美敦力通过用户目标的视角来重新审视问题时，发现情况其实更加复杂，并不是高管们研读大量统计资料或询问心脏病专家的意见后所想的那样。美敦力完全忽视了用户目标这一关键。


  对需要安装心脏起搏器的患者来说，这个过程充满压力和障碍，因为他必须通过层层关卡。首先，他可能要先看病，这通常是医疗的第一线，但并非每个医生都受过正规医疗训练。这些医生每天要为数百名患者看诊，“患者经常排队排到大厅。”蒙森回忆道，“等着看病的人非常多，从大厅一直排到诊室的门口。”对每个患者，医生大概只看30秒，接着就去开药或转给专业医生。需要安装心脏起搏器的症状很容易和其他病征混淆。全科医生几乎不太可能把潜在患者转给心脏科医生，让心脏科医生帮他安装心脏起搏器。


  如果真的将患者转给心脏科医生就诊，那就表示他从此被丢进一个陌生的医疗体系——这个系统不仅令人混淆，而且费用高昂，病人必须自掏腰包付费。


  所以，美敦力不仅对营销方向进行了调整，也调整了服务，直接锁定潜在患者。例如，它和印度当地的心脏科专家合作，在印度各地成立了心脏筛查门诊，为潜在患者提供免费检查，让他们直接接触心脏科专家及高科技设备，不需要先去找不堪负荷的家庭医生看诊。


  对患者来说，心脏起搏器和看病的费用都是不小的支出，所以美敦力设立了一个贷款计划，帮助病人支付心脏起搏器的安装费用。美敦力原本假设患者比较喜欢那种在自己过世时才到期的贷款，这样一来，万一自己过世了，也不会导致家人背负债务，这样做考虑的是情感层面和社会层面的用户目标。但在接触患者后美敦力发现，患者本人确实偏好那种贷款，但亲友的偏好则不同：他们通常会想办法帮患者筹钱。在这种情况下，患者可能会申请过桥贷款，以便筹足医疗费。美敦力会确保贷款流程不让患者望而生畏：贷款通常在两天内核准，而且只需要很少的文件，不需要抵押资产。


  对患者和家属来说，印度的医疗体系极其复杂，令人不知所措。因此，美敦力开始和当地的医院合作，设立患者咨询师，并将这个岗位的人称为“夏尔巴人”，他们可以帮助患者面对复杂的医院官僚体系，让他们专注于疗程及出院后的护理。


  由于患者咨询师大受欢迎，医院便询问美敦力，能否让患者也通过传统的渠道取得心脏起搏器，然后再向咨询师寻求协助。美敦力看出这是从医院体系进一步发掘用户目标的大好机会，所以他们马上把握住了机会。“我们发现咨询师的角色非常重要，因此对这个角色做了调整。”蒙森回忆道，“我们把咨询师的价值融入医院体系以及商业模式中，这使得我们变成了合作伙伴的首选。对我来说，这就是应用用户目标导向的典型案例。”


  美敦力通过印度“全民心脏健康计划”出售的第一个心脏起搏器于2010年年底安装完成。目前，美敦力和印度30个城市的上百家医院进行了合作，印度也成为美敦力成长潜力最大的市场之一。


  印度次大陆心血管集团的副总裁夏米克·达斯古普塔指出：“全民心脏健康计划从开始推出到2015年12月，约有16.7万名患者做了心脏筛查，其中有8.99万名患者接受了咨询；约1.5万名患者获得了治疗，其中约550位患者取得了贷款协助。”


  这些都是美敦力及其医疗伙伴合作达成的成果，这些医疗伙伴协助美敦力达成了用户想要完成的任务。“通过全民心脏健康计划的评估，美敦力了解患者在不同的医疗阶段对合作伙伴的需求，这些合作伙伴在移除就医障碍方面是很大的助力。”达斯古普塔指出，“在这个案例中，融资、管理贷款、筛选及咨询患者的合作伙伴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有了全民心脏健康计划，美敦力才能为患者、医疗专业人士和医院提供更大的价值，真正彰显原本难以展现的产品差异化。”


  Uber体验


  为特定情境的用户目标营造一套合适的用户体验，这显然不是大家普遍了解的道理。例如，我认识的人都讨厌租车的体验。当你刚下飞机，还因舟车劳顿而疲惫不堪的时候，这时你只想尽快赶往目的地。但你首先要在机场找到租车的柜台，或是搭上接驳车前往机场外的停车场取车。排队领车的队伍往往很长，终于轮到你的时候，你才发现原来你还有“快速通道”选择。此外，你还必须算好还车的时间，以便在还车前把油箱补满，不然就可能支付高于市场价的“补油钱”。


  我认识的每一个租车人都会焦虑地跟在租车人员的旁边，看着他是否会检查出汽车多了剐损或凹痕。有些租车点在周末还会提早关门，这也会影响你开回机场还车的时间。即使在这个过程中毫无差错，但随之而来的焦虑也会让你体验到不愉快的租车体验。


  光是上谷歌搜寻“租车评价”，你就知道用户多讨厌租车体验了。我们不难找到一些标签，告诉我们租车业为用户提供的服务有多烂，例如推特上可以很轻易找到“赫兹租车烂死了”和“安飞士租车烂死了”等标签。你在网络上也可以看到许多用户大力抨击租车公司的怨言，他们抱怨的大多不是租来的车子，而是租车的体验。但租车公司除了稍微修改服务以外（让长期客户可以直接跳过机场柜台的报到手续），依然把竞争主力放在价格或提供多元化的品种上。


  于是，用户只好积极地寻找变通之道，即使权宜之计不完美也没关系。如果个用户出差到外地，而他在公司里的职位较高，那么他就可能要求当地资历浅的员工搞定租车事宜，到机场来接他，或是干脆雇用一整天私人司机。我认识一个人，有一次他因为飞机突然改在其他的机场降落，于是干脆呼叫优步司机，从密尔沃基一路打车到芝加哥，以避免租车带来的压力和麻烦。


  对租车公司来说，这些替代法应该具有警示意义。在不久的将来，当“移动”变成用户追求的主要目标时，租车公司将面临新兴对手的冲击。租车公司若是无法为用户提供完美解决任务的体验，那么它很容易受到破坏性的冲击，因为一旦更好的方案出现，用户会马上放弃租车业务。


  相反的，优步显然很了解其中的利害关系。过去几年，很少有公司像优步这样吸引了诸多媒体的关注。在我看来，优步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充分掌握了用户想要完成的任务。没错，优步往往可以用一部好车让你从甲地打车到乙地，但这不是它的竞争优势。优步在帮助用户完成任务时，也提供了优于现有选项的体验，这才是它成功的秘诀。


  攸关用户体验的一切，包括情感层面和社会层面的用户目标，优步都考虑到了。例如，没有人喜欢跟陌生人在路上抢出租车；没有人想付钱请司机在外头等他开完会，或是开完会后才呼叫司机来接。有了优步以后，你只要在手机上按几个钮，就知道3 ~ 7分钟会有司机来接你，你只需轻松等待就好。你不必担心钱包里没有足够的现金，或是担心用出租车的刷卡机付费后，信用卡在其他的地方遭到盗刷，呼叫优步比自己打出租车更有可能让你削除焦虑感。而且，搭乘优步时会留下叫车记录，你知道司机是谁，从他人对司机的评价中也可以知道他是否可靠。优步不仅在和出租车及租车公司竞争，它也在和搭乘地铁或是请朋友来接送等选项竞争。


  如果公司只关注优化产品，它就会忽略一个最强大的因果机制：什么是用户购买产品以及使用产品时很在乎的体验呢？如果你不知道答案，用户就可能不会选购你的产品。


  怎样知道产品用户目标符合我想要完成的任务？


  亚马逊也非常清楚用户重视什么体验，它的一切设计都是为了给用户良好的体验。亚马逊之所以成长迅速有许多原因，但是若少了“用户评价”这个设计，它就不可能变成“什么都卖”的电商之王。事实上，我认为这可能是潜在竞争者最难复制的特色。


  为什么亚马逊的用户评价如此强大？因为它帮助用户获得了他们想要的进步。不论是在我家还是我朋友家，你都可以看到很多从亚马逊买来的用品，例如电视机、电饭锅、数码相机、奶昔机。是什么因素让我和数百万人敢在网站上仅靠产品说明就买下自己不熟悉的商品？网页上必备的功能和特色列表其实对我的帮助不大，事实上，我通常会直接略过这些信息，而且我会直接根据一句话来判断这个产品能不能提供我想要的用户目标：“56条商品评论，21条回应。”


  当然，看到一项商品有许多四星的评分，这对我确实有帮助。但我真正想知道的是，为了同一个用户目标购买商品的用户都有什么评论。例如，在面包烤箱的商品页面上，可能有很多关于“吐司能否烘烤均匀”的评论（显然很多人在乎这一点！）。但我真正想知道的是，它能不能帮我加热速冻比萨，因为我不想用传统的烤箱。又如，我相信很多人在乎数码相机的像素和变焦功能，但我只想知道这台机器是否简单好用。换句话说，亚马逊让我更有信心在网络上购买自己不熟悉的商品，因为我可以看到追求同样产品用户目标的用户留下的使用心得，并从这些用户的评价中评估对我最重要的效能。


  亚马逊显然很清楚这些用户评价的重要性。它还有“评论名人堂”以及“千佳评论者的排行榜”，根据用户评论选为“有用”的次数和比例来排名。2015年，亚马逊还推出一种技术，能够让新的评论者、已确认购买的买家以及较多人评选为“有用”评论的评论者获得较高的权重。


  在亚马逊上出售商品的公司非常在乎这些评论者的影响力，所以它们经常会在用户收到商品以后马上给他们发电子邮件，询问用户有什么意见，以便拦阻可能的差评。这些公司为了避免留下差评，已经使出了浑身解数，包括无条件退款或换货，以免那些超级评论者留下差评。他们的差评肯定会影响许多用户的购买意愿，因为这些评论所提供的体验深受其他用户的重视，“我不希望买了东西以后还要退货，或是自认倒霉，花了冤枉钱。我也不希望用了两天以后才发现这东西根本没用，需要再买其他产品。那么，我如何确定自己买的没错？”


  近几年，在线评论彻底改善了许多商品的购物体验。只要上网点几下鼠标，你就可以查到各种商品的评价，从修车厂到保险公司都能查到。在线评论促使更多人购买卓越的产品。


  但是，在线评论有优点也有缺点。从企业的观点来看，商家有史以来第一次被迫思考：如何在网络上清楚地传达“谁不该雇用这个产品”。用户雇用商品或服务去达成不恰当的任务时，可能会大失所望，甚至上网留下大量差评，影响后续的业绩。例如，一些餐厅经营者会抱怨，点评网站上的评论使他们动辄得咎，只能任凭不懂美食的客人“批评指教”。


  爱彼迎的全球策略总监奇普·康利指出，爱彼迎是和“房东”合作，让房主刊登的租屋信息清楚地显示哪些人适合租用，哪些人不适合。爱彼迎建议房东想象，“每个潜在房客的额头上都有一张无形的成绩单”，以此用来评价实际的投宿地点与用户的预期是否相符。如果“过度吹嘘”自己出租的住所，那么这个房东很快就会在爱彼迎上自食恶果。在越来越多的市场上，用户评论几乎已经成为交易的媒介。


  那么，爱彼迎上刊登的租屋信息会强调附近邻里的状况，以及房客待在那间房子里可以获得什么体验吗？例如，住所方便吗？安静吗？热闹吗？出租屋的描述以及照片上都应该涵盖这些细节，以免房客住了以后大失所望，留下差评。


  研究显示，多达95%的消费者会参考网络点评，86%的消费者表示网络点评会影响购物决策。[1]45岁以下的消费者中，有近1/3的消费者在购物前都会先查网络点评。因此，企业必须思考，如何告诉用户是为了什么用户目标而设计商品[2]，以及潜在用户何时不该考虑雇用这些商品。这些都是商家需要思考的新方向。


  目标品牌


  有一种工具可以避免用户把你的产品或服务用错地方。品牌发挥完美的效果时，就成了“用户目标”的代名词。你看到下面列出的品牌，一定会马上想到它们的用户目标：优步、报税软件TurboTax、迪士尼、梅奥医院、车联网公司安吉星、哈佛大学、交友平台Match.com、网上订餐平台OpenTable、领英。


  还有我个人最喜欢的电视剧《二十四小时反恐任务》的男主角杰克·鲍尔，当你需要在24小时内拯救地球时，找杰克·鲍尔准没错。


  当产品可以一再达成用户想要完成的任务、营造合适的用户体验时，它等于在告诉用户：“你不必再寻寻觅觅了，有我就搞定了！”如果你需要为出租屋添置家具，或是帮女儿的宿舍添置家具，你会希望附近就有宜家。可见宜家已经变成“帮我今天就把家具搞定”的目标品牌。


  目标品牌扮演着对外沟通的角色，它在向外界传达产品的“内在属性”如何提供一套完整的特定体验。目标品牌的定位放在促使用户购买产品的机制上。也就是说，它们完全掌握了用户想要完成的任务。目标品牌告诉用户：有我就搞定了！


  对企业来说，完美达成用户任务的回报不是获得品牌名气或得到忠诚的粉丝（虽然这也会随之而来），而是用户会把其品牌产品融入自己的生活。由于目标品牌是以用户目标为核心来进行整合，而不是随着竞争市场起舞的，因此，目标产品可以颠覆产业结构，改变竞争的基础，而且其售价也比较高。


  如果你想在家里享用一杯好咖啡，在Keurig咖啡机出现以前，你可有得忙了。“父母救星”Lunchables（方便套餐）其实不是在和快餐店、奶酪或饼干竞争，但它们确实帮父母省去了很多麻烦。在弗雷德·史密斯创立联邦快递以前，所有的快递急件必须交给快递员，然后由快递员搭机飞往目的地，以便在重要的期限以前送达。


  现在，联邦快递已经是家喻户晓的品牌了，但几十年前要打进市场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过，从用户目标的视角来看，这种商业模式很合理——竞争者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打入看似封闭且成熟的市场，是因为他们找到了现有从业者都不重视的重要用户目标。皮克斯的出现，让看电影的人有理由去关注电影制片厂；苹果品牌的出现，让用户相信科技可以兼顾简单易用及设计优雅；美国女孩娃娃让母亲和女儿有机会产生共鸣，营造母女同乐的体验，目标品牌是不按产品分类发展的。


  密尔沃基电子设备公司在两个领域中以Sawzall和HOLE HAWG这两个强大的目标品牌独占鳌头。Sawzall是一种复式电钻，当工匠需要迅速切开墙面，又不确定墙面下有什么东西时，通常会使用它。它可以帮助工匠安全地切开任何东西，启动电钻时无须恐慌。例如，当我看到一面墙，但不知道墙的后面有什么东西时，我就会想到Sawzall。


  水电工通常会使用密尔沃基的HOLE HAWG，这是一种直角电钻。当你在狭窄的空间里需要钻孔时，就会用上它。百得、博世、牧田等竞争对手也提供功能和价格相当的复式电钻及直角电钻，但这些竞争对手都不是能让工匠马上联想到的目标品牌。几十年来，密尔沃基公司在这两个用户目标领域囊括了80%以上的市场。


  密尔沃基生产的其他工具则是带着密尔沃基的品牌上市，但没那么有名。“密尔沃基”不会让你联想到任何市场，但Sawzall和HOLE HAWG都有其特定的用户目标，它们已经变成了目标品牌。


  目标品牌的目标非常明显，它们已经成为“用户目标”的代名词。设计完善的目标品牌会让用户不再考虑寻找其他选项，他们就是喜欢这个品牌。目标品牌之所以能索取高价，是因为用户为了获得品牌提供的指引，心甘情愿掏钱购买。


  联邦快递就是打造目标品牌的好例子。它的用户目标很早以前就存在了：“我需要把这件东西从这里送到那里，而且要以最快的速度完美达成。”以前，一些美国用户会使用美国邮局的航空邮件，急得要命的人则是花大钱请快递员搭机送达目的地，但没有一家公司专门为这个用户目标设计服务。它们的替代方案因为无法完美地完成任务，从而导致品牌受损。联邦快递为了这个用户目标专门设计出一套服务，而且每次都完美地完成了任务。于是，大家想寄急件时，马上就会联想到联邦快递这个品牌。


  这不是靠广告打造的品牌，它是在用户雇用服务后，发现它可以完美地完成任务，由此联邦快递才变成目标品牌。事实上，联邦快递的英文“FedEx”在国际商务上已经变成了一个动词，与“递送急件”这个用户目标密不可分。


  很多目标品牌（包括星巴克、谷歌、Craigslist）一开始都很少打广告，它们的品牌强大以后，甚至变成动词（例如“你谷歌一下就知道了”）。这些品牌之所以如此强大，是因为它们和某个明确的用户目标有关：它们以用户目标为核心，并且不断地改善产品或服务。用户想要完成某个任务时，大脑中会马上联想到这个品牌。


  同理，无法以用户目标为核心来进行整合的品牌，就可能变成毫无特色的一般用品，被迫靠降价竞争，以及和其他相似的对手竞争。航空公司、汽车制造商、连锁商务酒店、租车公司、山寨计算机制造商都是如此——被冠上“山寨”这个字眼从来都不是什么好事。


  企业为了变出新花样，或为了让涨价看上去更合理而增添产品效益和功能时，很容易就忽略了目标品牌的威力。多年来，沃尔沃在我的家乡是家用房车的首选品牌，它独特的方形车体在学校、超市、棒球场的停车场随处可见。沃尔沃的家用房车可能比其他品牌的房车更贵，而且坦白地讲，它的外形也不太诱人，但它代表了一种重要的特性：安全。1927年，沃尔沃汽车品牌创立时，两位创始人就明确提出其产品的目标：“汽车是人开的，因此我们在沃尔沃所做的一切，其背后的指导原则都是为了安全，而且必须永远如此。”此后的数十年间，这家瑞典汽车厂变成了安全可靠的目标品牌，也缔造了卓越的声誉。


  但是，1999年福特汽车收购了沃尔沃以后，沃尔沃似乎偏离了这个明确的品牌定位。为了和豪华轿车竞争，它们开始推出花哨的车款。结果不仅业绩下滑，还拱手让出了市场。竞争对手有机会标榜安全功能，沃尔沃不再是“安全”的代名词。2005年，沃尔沃不再赢利，再加上之后经济低迷，2010年福特终于放弃了沃尔沃，以远低于当初的收购价，把沃尔沃汽车卖给了中国的吉利汽车。


  “我们迷失了方向。”2013年沃尔沃汽车的北美首席执行官托尼·尼柯洛西告诉《汽车周刊》，“我们必须回到根本，大众想要的是我们这个品牌所代表的意义：环境、家庭、安全。我们只是不善于传达而已。”[3]在吉利汽车的管理及大举投资下，沃尔沃重新把焦点放在安全可靠上，并于2015年重新开始成长。但我担心沃尔沃已经永远失去了其目标品牌的地位。


  目标品牌清楚地显示了哪些功能和用户目标息息相关，哪些潜在的改善最终将证明无关紧要。目标品牌不只是为了得到用户的青睐，它也为差异化、高定价与成长创造了很大的机会。明确的目标品牌指引着企业的产品设计者、营销者、广告商开发及营销更好的产品。在后续的两章中，我们将探讨“用户目标”如何指引公司设计出完美完成用户任务的产品和体验，而且不会过度设计出用户不想购买的产品。


  目标品牌就像画龙点睛，打造得适宜时，它就是终极的竞争优势。这等于在告诉用户：“别再找了，别再费心购买其他商品了，你只要雇用我，就可以完成任务！”


  【重点摘要】


  
    • 充分了解用户想要完成的任务后，下一步是开发出能完美完成任务的方案。由于用户目标是复杂且多元化的，因此你的方案也必须如此。用户目标的特定细节以及对应的解决方案，是确保创新成功的关键。


    • 你可以在“用户目标规范”中掌握用户目标的相关细节，这包括功能、情感和社会层面的进一步定义；用户愿意接受的取舍；必须打败或其他选项；必须克服的障碍和焦虑。用户目标规范是一套蓝图，它能够把用户目标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全部转换成一套可行的创新指南。


    • 完整的方案不仅包括你的核心产品或服务，还必须包括细心设计的购买体验及使用体验。这些体验必须在用户雇用你的方案及淘汰旧方案时，帮助他们克服可能遇到的障碍。这表示所有的成功方案都是一种服务，即使你销售的是产品本身。


    • 如果你能完美地完成用户想要完成的任务，那么久而久之，企业的品牌就会变成目标品牌。用户会把它和完美解决重要的任务自动联系在一起。目标品牌为外在世界提供了明确的指引，它让外界知道你的公司代表什么，也为员工的决策和行为提供了清楚的指南。

  


  【领导者的思考题】


  
    • 你的用户目标规范中必须包含哪些重要的细节？你了解用户遇到的障碍吗？目前的方案涵盖了所有的细节吗？


    • 用户目前有哪些购买体验及使用体验？这些体验符合用户目标规范的要求吗？这其中有什么改善的机会？

  


  
    [1] 数据源：为上千个品牌和零售商提供评分、评论和问答技术的公司PowerReviews。

  


  
    [2] 最近，我看到一篇报道指出，一家餐厅的老板很后悔他的餐厅一开始在Yelp上获得好评，因为这些好评吸引了喜欢高级美食的食客到餐厅探询隐藏版的美食，但他的餐厅其实只提供家常美食。他本来无意吸引这些追求顶级美食的食客，结果是这些食客不但败兴而归，还上网留下了差评。

  


  
    [3] Rong, Blake Z.“The Future of Volvo”. Autoweek, December 29, 2013. http://autoweek.com/article/car-news/future-volvo.

  


  第三部分

  企业如何以达成用户目标为导向？


  
    “真正的挑战在于，当你仍然无法看清未来的全貌时，如何让你的力量、团队在未来的发展蓝图上各就各位。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可以帮你做到，只要你运用得当，这个理论就会出奇地有效。”


    ——安吉星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切特·休伯

  


  第7章

  以用户目标为核心


  
    组织通常是按功能、商业部门或地域来规划部门结构的，但能够顺利实现增长的公司是以用户目标为核心来改善组织结构的。它们的竞争优势来自组织的独特流程，即整合各部门以达成用户想要完成的任务。

  


  201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被一种疾病折磨着，但医生始终找不出病因。我做了多次检查，但医生就是看不出哪里有问题。于是，我被转到梅奥医院接受为期一周的专家检查，看能不能找出病根。总之，后来我得到的最贴切的诊断结果是，我体内的神经系统发炎了，它们正在反弹，并且对我表达不满。当时，我几乎每时每刻都感到疼痛。如今我对那段记忆已经有些模糊了，但现在回想起来，我发现梅奥医院提供了完美的整合体验，帮助我克服了完成任务的种种障碍，这是我多年来在其他的医疗机构看病时从未体验过的。


  梅奥医院不像传统的医院，会指派专人负责整个流程。例如，像我这种病人就诊时，它会思考这次检查可能会牵涉哪些医疗专家，谁可能提出最好的洞见，以及我可能以什么顺序跟医生见面。


  负责流程的人会帮我约好所有的就诊时间（有时是实时安排），以便让我去一趟医院就能接触到每位该帮我看病的医生。这些医生都必须在当天腾出时间，以配合实时的需要。他也会决定我应该看哪几位医生，并准备我的就诊数据、决定哪些医生需要一起会诊等。他的任务就是确保我当天在梅奥医院里能顺利就诊，当我在忍受病痛时，确保我完成所有的就医流程：如果我下午两点要去某个医生那里就诊，那么早上的核磁共振检查最晚必须在11点半以前完成。这次就诊时可能出现的任何焦虑（例如“今天能看到医生吗？”“复查要不要等两个月？”“我的保险有涵盖额外的检查吗？”），在我还没想到以前，就有人帮我解决了。


  表面上看，梅奥医院也像其他的医疗机构一样按照科室来区分。但实际上，它建构组织的主要原则是流程，以便让正确的事情按照正确的顺序来完成。


  “流程”这个字眼可能会让你联想到制造业的生产流水线或某个官方设定的标准。但组织把资源转换成价值时，这个过程中的一切都和流程有关。也就是说，转换过程中的互动、协调、沟通、决策模式等都是流程。产品开发、采购、市场调查、预算编制、员工培训和薪酬、资源分配都是通过流程完成的。让用户使用你的产品时获得愉快的用户体验，这就是流程组成的结果。“我们需要哪些数据才能判断接下来要做什么？”“谁负责每个步骤？”“其他事情的轻重缓急该怎样排列？”


  一般来说，资源可以替代，可以买卖。产品往往能够被轻易复制，但公司为了提供用户目标而整合流程时，可以营造出完美的用户体验，从而获得竞争优势。


  相较于我在梅奥医院的就医体验，传统医院通常由一个医生协调我的就医流程。他可能出于好心协调，让每位病人都有不同的体验，但是这和提供一套审慎的流程是不同的。传统医院虽然很想帮助每位患者，但它的帮助是临时安排的，每个患者何时去看哪位医生的顺序各不相同。例如，如果患者是在两个器官的交会处出现问题，则可能需要花几个月的时间，经过多次就诊以后，才能同时约到两位专家会诊。根据我的经验，梅奥的医生比传统医院的医生更容易迅速获得他们想要的答案。


  从用户的观点来看，流程是无形的，但流程的结果并不是无形的。流程可能会大幅影响用户长期使用某一产品或服务。所以，企业长期的创新焦点应该放在用户想要的产品用户目标上，而非提高效率或生产力上。就像大多数的传统医院那样，没有流程也算是一种流程。情况再怎么混乱，事情还是会做完，但这并不是好现象。质量管理之父戴明说得好：“如果你不能描述做事的过程，那么就表示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丰田汽车的秘密武器


  多年来，丰田汽车一直慷慨地敞开大门，迎接竞争对手。每个月，它都会开放两次，让竞争对手的高管和工程师进入制造厂，参观丰田制造汽车的方式。参观者不仅可以看到知名的丰田生产系统，而且参观期间还包含问答时间，什么都能问，百无禁忌！


  对参观者来说，丰田这种开放的作风也许令人惊讶。毕竟，美国对手显然很想学习丰田的秘密，以便模仿或进一步改善。那么，丰田汽车为什么对竞争对手这么慷慨呢？


  其实，丰田一点儿也不担心这样做会让它的“秘密武器”曝光。丰田的竞争优势建立在其难以言喻的复杂专利流程中。如今回想起来，长年担任通用汽车主管的厄尼·谢佛接受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美国生活》节目采访时提到，他发现丰田的生产车间里其实没有特殊的秘密。“他们从来不会阻止我们在工厂里走动、了解情况，甚至向一些主要的人员提问。”谢佛说，“我本来一直想不通他们为什么这么大方。后来我发现，他们知道我们都问错了问题，我们并不了解更宏大的全局。”


  这一点其实并不出人意料，流程往往难以一目了然，却非常重要。流程融合了正式订定的步骤和预期，以及非正式的惯例或工作方式。麻省理工学院的艾德佳·沙因曾探讨过这个问题，他指出，在难以言喻的组织文化中，流程是关键要素，他强调，“这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部分”。[1]


  流程是无形的，它属于公司，来自成百上千个小决策。它们是策略的关键，但无法被轻易复制。皮克斯动画工作室也将创意流程对外开放，长年担任皮克斯总裁的艾德·卡特姆还著书来讨论这家数字电影公司是如何培养集体创意的——一部电影从概念的出现、思辨、改善到完成，有一套固定的流程。[2]然而，皮克斯的竞争对手依然难以望其项背。


  就像丰田汽车一样，南新罕布什尔大学也一直保持开放的态度，让潜在的竞争对手参观，还经常为其他的教育机构提供导览行程。勒布朗校长认为，经费充裕、名气比较响亮的教育组织都可能是南新罕布什尔大学的竞争对手，但是仅有这些资产并不能获得太大的优势。南新罕布什尔大学花了好几年的时间，为学生设计及整合合适的体验和流程。对潜在的竞争对手来说，这些东西很难复制。


  南新罕布什尔大学上网招募学生及服务在线学生的技巧，并不都是自己发明的，它也向一些营利的教育单位学习最佳方法。不过，它的做法是把焦点放在了确保完美应对学生想要完成的任务的数百个流程上。“我认为，我们的优势在于，这些流程是我们大学内部开发的。”勒布朗说，“而且部分流程和我们的文化以及对学生的热情息息相关。”


  流程不像资源那样可以被轻易衡量，在资产负债表上也看不到。一家公司只要有强大的流程，其管理者就能灵活地指派员工做事，因为不管派谁去做，这个流程都可以顺利进行。以麦肯锡咨询公司为例，世界各地的公司都会聘请它。麦肯锡的流程可以普遍套用在很多领域，所以不同专业和训练背景的顾问都可以被“安插”到他们惯用的流程中，而且麦肯锡相信自己可以交出需要的结果。即使麦肯锡的顾问每几年就要大洗牌一次，它也不必担心工作质量下滑，因为它的流程非常稳健。


  当企业把用户目标变成流程的核心时，组织改进的重点就完全改变了。例如，在把焦点放在用户目标以前，南新罕布什尔大学隔几周才能回应潜在学生的询问，并且会统计“我们发出了多少邮件？”发出邮件以后，南新罕布什尔大学只会静静等候有兴趣的学生来电询问。等到真的接到学生来电询问时，南新罕布什尔大学会要求学生去查询以前的成绩单，以便进入下一阶段。也就是说，流程的动力一直掌握在潜在学生的手中，学校只是被动回应而已。按照传统的标准来看，招募潜在学生的“成本”较低，员工只要发出邀请邮件就可以，所以办公室的人员配置很简单。


  现在，南新罕布什尔大学会在几分钟内回应潜在学生的反馈，它的目标是10分钟内就回电。训练有素的招生人员会打电话给潜在学生，询问对方是否允许南新罕布什尔大学去查询他的成绩单；此外，南新罕布什尔大学还会负担常见的10美元申请费。因此，南新罕布什尔大学可以在几天内就回复潜在学生的所有问题，包括入学可抵扣多少学分以及其他必要信息。


  不过，南新罕布什尔大学之所以比以前更成功，是因为它把焦点放在潜在学生想要完成的任务上，让学生在几分钟内就可以和专业人员进行通话。这和让辛苦工作一天的潜在学生回到家，看到一堆垃圾邮件里有一大堆入学申请资料是全然不同的体验。如此积极地招生所获得的实质回报是：这些学生都欣然入学。潜在学生认为南新罕布什尔大学可以完成他们想要完成的任务时，就不会再花时间去比较其他的学校了，而是欣然为这个方案支付高价。


  这个成功案例还有一个重要的启示：它为潜在学生移除了处理复杂事务的挫败感，包括申请助学金的流程、获取以前的成绩单等，以结构化流程来化解这些障碍。当流程呼应用户想要完成的任务时，就可以把复杂性和麻烦从用户的身上转给卖家来承担，让用户得到正面的体验，获得重要的进步。


  少了明确的用户目标视角，南新罕布什尔大学就无法设计出如此紧凑的流程，也无法创造出这么大的成效。此外，任何预先设定好的运作数据都无法告诉它应该这样做，例如南新罕布什尔大学的旧系统可能会比较它发出的邮件数量和申请入学的人数，但是这个比例无法告诉学校为什么这个数字好或不好。相反，合适的用户目标视角可以促成合适的流程，合适的流程可以产生正确的数据，比如让校方知道：“我们做得如何？”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可以让你把焦点放在帮助用户完成任务上，而不是狭隘的内部效率。


  组织重组不是只考虑谁跟谁报告


  来办公室找我的资深高管几乎都面临着企业的组织重组，或是抱怨公司又该进行组织重组了。令我惊讶的是，这种组织重组相当常见。在很多公司，组织重组几乎已经变成商业周期里的惯例：许多大公司里，每隔三四年就会出现一波改变，工作职责、内部汇报流程、权责范围、损益责任、决策权力等都会受到影响，公司期望借此创造出更好的未来。


  然而，这些痛苦的组织重组往往无法达到高管们想要的结果。2010年，贝恩公司的研究显示，在追踪重组的大型组织中，有明显成效的个案不到1/3，很多个案甚至减损了公司价值。[3]既然如此，为什么管理者还要自找麻烦，为了组织重组召开无尽的会议，更遑论组织重组还有机会成本？大家显然对目前的绩效普遍感到不满。


  以用户目标达成理论来看，大家显然把精力放错了地方。你不需要召开多次董事会、战略规划会或并购整合会议，就知道大多数组织重组的焦点是组织结构图里那些代表每个角色和汇报关系的方框和连线。当然，公司需要有组织结构才能适应营运的复杂性。你需要财务、营销、客服等专家，你需要一种方法来建构上下汇报的关系和损益责任，但这些讨论里都缺少一个关键要素。


  通过用户目标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相较于“谁向谁报告”，更重要的是，组织的不同单位该如何互动，以便系统地提供产品，帮助用户完成任务。管理者专注于用户想要完成的任务时，他们不仅有明确的创新方向，内部结构也有重要的组织原则。


  一般企业里都有负责各部门或各活动的管理者，也有负责各产品线的高管。但是在大部分企业里，没有人负责了解用户想要完成的任务，并确保企业能够提供符合这些用户目标的产品或服务。唯有通过可预期、可重复的流程，企业才能以用户目标为核心，进行全面的整合。


  重症监护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52年，外科先驱德怀特·哈肯（他也是本书合著者霍尔的外祖父）注意到，患者动了复杂的手术以后通常都能活下来，反倒是在术后康复期，去世的人数多得惊人。因为患者直接从手术室转回普通病房后，没有流程可以确保这些需要特别护理的虚弱病人获得必要的护理。总之，在各大医院既有的医疗功能中，没有人负责重症监护的任务。[4]


  于是，哈肯问了自己一个根本的问题：“为什么每个人做着该做的事情，医院的现有流程也都照着设计运作，但患者还是难逃死劫？”这里肯定有什么问题。提出问题以后，哈肯持续思索答案。他得出的结论，促使他率先提出重症监护室的概念，医院普遍设立重症监护室。他发现医院原本的流程无法为病人提供想要的体验，在这个例子中，病患想要的是“术后顺利康复并生存下来”。


  我的同事伊桑·伯恩斯坦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暂别哈佛商学院两年，他和伊丽莎白·沃伦合作，一起成立了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他很了解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因此刻意回避组织结构图的陷阱。有些人认为金融危机是因为职权分散，无人实时纠正错误造成的。为了确保这种情况不再发生，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承诺把监管工具与职权集中在一起。


  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把焦点放在消费者想要完成的任务上，也就是“贷款前先了解条件”。不过，伯恩斯坦和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执行小组更进一步，他们刻意把组织结构设计成支持这个用户目标。伯恩斯坦表示：“这种感觉很自然，我们看到的不是各个部门，而是用户目标。”


  确立以消费者想要完成的任务为核心之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华盛顿特区的一些典型的功能性分类并不合理——研究、市场、法规属于不同部门，互不相通；监管、执法、公平借贷也相互隔离。在典型的监管结构中，这些单位的任务有些许的不同，偶尔会相互冲突。例如，执法部门主要是为了惩罚违规者及弥补过去的错误；相反的，监管部门则是为了和被监管的单位维持紧密的关系，以预防问题发生。通常来看，这不仅代表截然不同的方法，也是截然不同的流程。但是把它们放在同一个单位之后，背景、职业生涯和世界观迥异的人都会为了类似的目标紧密合作：防范未来的消费金融议题，以及解决过去的消费金融问题。伯恩斯坦表示：“组织架构以及我们落实的合作流程，能帮助我们确定专业身份和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用户目标。”


  例如，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政策委员会由内部的资深官员组成，他们每周开会两小时。伯恩斯坦指出，此会议的焦点完全放在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应该提供的用户目标上，以及了解及完成用户目标所需要的工具。此会议由沃伦主持，由于沃伦曾在哈佛大学任教，所以会议的形式类似哈佛法学院著名的苏格拉底教学法。其讨论焦点放在组织的用户目标上，但每个人对于本周讨论的议题该如何解决，都可以发表自己的专业意见。


  伯恩斯坦表示：“如果会议没有讨论焦点，大家就会自说自话。这个组织从成立之初就运作得很好，因为我们找来了各种背景的人，包括消费者保护团体、华尔街资深人士、各级政府部门的人员，每个与会者都深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如果他们不把焦点放在特定的用户目标上，每个人只在乎自己的‘创伤’，那么大家就只会坐在那里，相互争执，到最后落得一事无成。完成任务是我们的共同目的，也是我们存在的原因。以此为核心来凝聚众心很容易，所以我们之后会有所行动，不像华盛顿特区的典型组织那样不作为，一事无成。”用户目标达成理论为背景多元化的成员提供了共同的语言，它让专长不同的人能够相互沟通和互动，借此达成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终极目的。


  能评测，就能做得到


  用户目标达成理论不仅能改善流程精进的方向，也能改变评测成效的方式。它把关键的绩效标准从“内部的财务绩效指标”转变为“外部的用户效益指标”。例如，南新罕布什尔大学之所以记录它们在几分钟内回应潜在学生的询问，是因为它们注意到时间才是在线申请流程的关键；亚马逊把焦点放在用户订单送达的时间而非出货的时间上；财捷每次推出新产品时，都会根据产品提供的用户效益设计一套绩效指标。


  对任何公司来说，持续关注这些重点都是一项挑战，尤其是在公司成长时，它会受到许多力量的影响。“现在，我们的规模比以前大很多，持续让公司的不同部门关注用户目标是一大挑战。”财捷的创始人库克指出，“公司里会有一些部门想转移关注点。在我们这一行，你会看到很多有关‘用户转换率’和‘用户维持率’之类的信息，我们难免会受到这些数据的诱惑。”关注效率确实比关注目标来得容易，大多数企业都很擅长提高效率。设计合适的评测指标很难，但非常重要。


  库克指出，财捷为小企业推出QuickBooks的新版本时，销售部门建议，强迫试用者先注册才能使用及测试产品。“为什么不逼迫试用者先打电话给我们呢？这样做我们可以趁机推销更多的东西。”库克说，“例如，‘请购买我们的薪资服务！’”表面上，这种测试似乎可以为财捷马上带来新收益，于是公司设立内部流程来接听注册电话，同时推销给用户更多的服务，“结果反而造成用户更难注册，现在他们必须先打电话来，有时电话又正好占线。他们只是想注册，却必须听业务人员讲一堆话。我们太专注在收益上，却忽略了用户目标。”库克说，这个收益数字可能有误导效果，也许财捷真的能说服一些来电的用户购买其他产品或服务。这确实是新的收入，但这个数字并未考虑到，如果财捷更专注于提供用户想要的产品用户目标，而不是业务部门想要创造的新收益，这个收益数字可能是多少。


  如果财捷想精确评测公司如何帮助用户达成想要完成的任务，它需要想出新的思考方式。“我们帮这位用户节省了多少时间？”“我们是否避免了用户花时间去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我们帮助用户改善现金流了吗？”“我们的流程是否有助于用户雇用我们的产品？”


  但评测这些目标是否达成并不容易，库克坦言：“在我们这一行这很难做到。评测指针无法从系统中顺手撷取，我们也无法自动地评测以系统取代会计师所省下的时间，必须从调查和服务器的数据内推。”库克说：“因为不这样做的话，我们就不知道我们是否帮助用户完成了他们想要完成的任务。”


  适合的评测指针有助于流程的制度化，这样一来，员工才知道他们做的事情是对的，他们的选择也是对的。俗话说：“能评测，就能做得到。”从一开始，亚马逊就专心锁定用户想要的三个用户目标：多元化的商品、低价、迅速到货，并设计了相关的流程。这些流程包括评测及追踪亚马逊达成这三个以分钟计时的目标时间，最终的目标是圆满完成用户的任务，而这一切都是从终极目标往回看的。亚马逊的资深国际零售副总迭戈·皮亚森蒂尼表示：“我们总是从用户的角度出发，观察用户在乎的一切指标。”


  在亚马逊的每一个商品网页上，你都可以看到类似这样的句子：“在2小时32分钟内下单，周二以前就能收到这款产品。”为了做到这一点，亚马逊设计了数百个流程。顾客点下“结账”按钮时，就会触发一连串的流程，这个流程会一路延伸到捡货配送中心或卖家。接着，亚马逊会追踪及评测到货的过程是否符合承诺，是否真如承诺般按时到货。


  流程的运作就像是组织的潜意识，每天管理着数千种分散的活动、决策和互动，在组织远离用户目标时有策略地进行。皮亚森蒂尼表示：“我们更专注于流程，而不是组织。这是我们可以迅速运作的原因之一，整个公司都采用了同样的技术、平台和同样的指导原则。”


  亚马逊的创新是从对负责思考及投入创新的团队发出模拟的“新闻稿”开始的。这份新闻稿包含创新的指导原则：所有的体验和流程都是根据用户想要完成的任务设计的。并且，在创新的项目启动会议的“新闻稿”里就明确列出这些用户目标。与会者不仅包括营销人员，还有工程师、分析师等，每个与用户目标相关的工作人员都在现场。皮亚森蒂尼表示：“一切都从这个新闻稿发布开始，不管谁负责这个产品，他都是流程的一部分。”


  教科书上的定义告诉我们，流程的优化和效率有关。但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及亚马逊的例子显示：“没错，但是……”这个“但是”是指，优化也应该匹配用户目标，将之纳入考虑，否则你只是把错误的事越做越好罢了。


  亚马逊这个案例还有第二个重要的启示：流程设计得适宜，便可以兼顾效率和弹性。用户目标是没有弹性的，它们早已存在了，甚至已经存在好几百年了。但多年来，我们达成用户目标的方式不断在演进。重点在于思考如何达成用户目标，而不是死守着现在用来达成用户目标的方法。随着时间的演进，流程必须与时俱进。当你更了解用户想要完成的任务时，就应该修改方向。否则，你就可能本末倒置，为了配合流程而更改界定好的用户目标。


  有趣的是，这种模块化的内部流程结构（也就是有些组件会一直存在，有些组件会改变）跟程序设计师所谓的“子程序”很相像。重复的功能（例如基本运算和三角函数）可以写成子程序，不同的流程中需要用到这些子程序时，就直接把那段复制粘贴上。在程序设计中，这个功能非常重要。善用子程序可以降低开发及维护程序的成本，同时改善质量和可靠性。常见挑战的解决方案，不是靠某个窝在电脑桌前的程序设计师临时写出来的，而是把普遍适用的方案以合理的方式融入合适的地方。


  亚马逊基本上是把子程序的概念融入作业流程中，这样做的效果和效率都非常显著，远比由各个区域“分享最佳实践”这种传统做法更好。它会问：“我们可以在其他活动中重复使用这个流程（或子程序）吗？”这是一种非常灵活的组织观点，它把组织看成许多流程的组合，每个流程都是一连串的子程序，有些子程序是特制的，有些则是直接采用模块，完美地匹配用户想要完成的任务。


  完美地匹配用户目标就是“流程的优化”。如此一来，你可以避免把今天的关键流程变成未来有碍成长的障碍。


  安吉星如何打造让顾客安心的系统


  我有一个朋友总是赶在登机的最后一刻才抵达机场。我想，他应该从未在登机口关闭以前就提前抵达机场候机。但即使赶不上飞机很麻烦，他似乎也不以为意，他并不想改变这种习惯。总之，他不知为什么每次都赶上了飞机。


  有一次，我开车送他去机场，在急着送他到登机口时，我不小心在车子尚未熄火时就把车门反锁了。车门一锁上，我才发现他的钱包掉了出来，就落在后座的座椅上。没钱包里的证件，他就无法登机。于是，我慌了起来，开始环顾四周，看有没有石头可以砸破窗子取出钱包。这时我突然想到，我购买了通用汽车的安吉星服务。几分钟后，我们顺利地借到一部手机，打电话给安吉星。之后，安吉星的工作人员远程为车子开锁，我们顺利地拿出钱包。我送走了朋友，也避免了破坏汽车。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用到安吉星的服务，但当时，我深深地被它折服了。


  你实在难以想象设计这样一套系统有多么复杂。只要打一通电话，不管汽车在哪里都可以远程瞬间开锁。安吉星在那一刻帮我解决了问题绝非偶然，这套为美国和加拿大的用户提供沟通渠道、车内安全、免提通话、导航、远程诊断的系统实在是一款先进的产品。


  安吉星刚推出时，其实有千万个失败的理由，但它仍然突破万难成功了。据我估计，安吉星的年收入一度高达25亿美元，在“净资产为负值”的情况下，为通用汽车创造约5亿美元的净利。


  安吉星的首席执行官切特·休伯在通用汽车任职的14年间，我经常和他谈起他面临的挑战及克服的障碍。20世纪70年代，休伯和我一起就读于哈佛商学院，我一直很关注他未来的职业生涯发展。当时，我觉得在受到文化束缚的通用汽车公司中，真正的颠覆性部门不可能突破企业内部的障碍，但休伯硬是找到了方法。当时，他并没有使用“用户目标达成理论”这个概念，但如今回想起来，休伯说安吉星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持续把焦点放在用户想要完成的任务上。从用户目标出发，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最初，安吉星有许多酷炫功能的菜单，让通用汽车及初期的合作伙伴可以将它融入服务中，以展现合资公司之间的综合效益。它开发一些在年度汽车大展上可以吸引媒体报道的功能和效益，例如让驾驶员看到前方7英里道路的夜间照明系统，这种“高强度电力照明”已经被军方采用。休伯表示，他们当时的目的是为了引发讨论，制造宣传效果，即使没有很多人购买也没关系。安吉星一开始只是为了成为“史上最酷的宣传系统”。


  由此可见，打造这个系统很有趣，安吉星的团队把各种功能和特色都组合在这套系统里，看起来很酷炫。例如，你开车长途旅行时，中途想找一家好的意大利餐厅休息一下，那么你按一下安吉星的按钮，就会得到建议选项；或者当路上塞车时，安吉星可以指引你改道。在安吉星的众多功能中，有一个真正全面整合的沟通系统——一旦出了交通事故，它会马上呼叫紧急救援。万一你被锁在车外，你也可以打电话给安吉星公司，它可以远程解锁。


  安吉星团队认为这些是高端服务，适合豪华轿车使用，这就好像给汽车装了一套高级的立体音响或真皮座椅一样。但是，后续发展并不是他们所想的那样，当时，通用汽车的首席执行官里克·瓦格纳认为安吉星对销售汽车没有帮助，安吉星必须自己规划一套持久的商业模式，变成用户真的愿意付钱购买的产品。如果安吉星真的有希望变成可赢利的业务，它就需要了解这套系统究竟是在销售什么，以及用户想买的是什么。


  一开始，安吉星的团队并不了解用户雇用安吉星来做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用户会使用安吉星。有些用户只是随便玩玩，把安吉星当作玩具，问它一些诡异的问题，例如“我们正在长途旅行，为了一个问题争论不休，你能告诉我们7个小矮人的名字吗？”或是问一些更诡异的问题：“你现在穿什么？”用户玩过几次以后就失去兴趣了，他们会取消服务，并且说他们其实不需要这种查询服务。也就是说，对用户来说，安吉星的服务不错，但并非必要。


  不过，之后有个出乎意料的发展。当然，除了一些豪华轿车的车主开始取消服务以外，有一个没预期到的客户群出现了——雪佛兰一向是通用汽车的平价车款，没想到雪佛兰的车主和凯迪拉克的车主一样，也会购买安吉星的服务。安吉星团队觉得这两个客户群重叠实在很不合理，为了找出原因，休伯要求每个团队成员（共300人）花1小时聆听客服中心寻求协助的实况。


  团队成员一开始抱怨这是项额外的工作，但他们接听电话后，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他们惊讶地发现，客服中心的服务人员面临着很大的压力，而且他们帮用户解决的问题都非同小可。驾驶员发生车祸时会马上触发车内的安吉星系统。“我们的客服人员接起电话的同时，可能会直接连到车祸现场。有时候，出车祸的汽车甚至还没停下来，现场有人尖叫，或是在连环追撞中再次遭到撞击。”


  了解这些实况与困难的情境，就成为安吉星帮助用户找出系统用户目标的关键。休伯说：“你会发现，用户打来的电话通常不是说‘帮我找一家好的中国餐馆’，而是‘我在不太熟悉的地方，这里很暗，你可以指引我开到比较安全的街道吗？’这不仅让我们改变了设计方向，也改变在这些情况下和用户互动的方式。”


  用户雇用安吉星是为了在开车时感到安心，确定这个用户目标也促发了一连串的好点子。试想，现在是凌晨两点，你正在开车，这时车内“检查引擎”的警示灯突然亮了起来。你心想，“我还能继续开吗？引擎会不会爆炸？谁来帮我判断现在该怎么办？”休伯说：“这个服务比告诉你里程数实用多了。”所以，他们开发的技术不仅要能传送信息给安吉星的服务中心，告知引擎出了什么问题，服务人员也需要知道用户看到警示灯亮起时的感受以及他们想听到什么。了解“用户目标”解开了雪佛兰车主与凯迪拉克车主都有可能购买安吉星的原因：安全感对驾驶人来说是必需品，而不是豪华的升级配备。


  因此，安吉星团队必须开发整套流程，提供匹配这项用户目标的体验。他们需要迅速地重复测试才能改善产品质量。这在瞬息万变的汽车业里并不常见，例如通用汽车支持经销商（销售第一线）的流程向来很糟。光是在车展中心向用户解释安吉星系统就已经很难了。“这要如何运作？这是连着卫星吗？还是需要一部手机？汽车是否被准确定位？有人会在驾驶员不知情下窃听车内的对话吗？”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很容易影响汽车销售，业务员也没什么动力去推销这套系统。实际上，只要有一个车主雇用安吉星，经销商就可以从车主每月支付给安吉星的10美元服务费中抽取20%。但是，这点儿小钱对经销商来说微不足道。与其向几百位车主推销安吉星的会员服务，还不如推销保暖座椅赚得更多。


  休伯说：“我们无法第一次就做到让用户满意，我们只能边做边学。这也是竞争优势的来源，我们可以根据学到的东西，把流程改得越来越好，一切流程都必须与用户想要完成的任务相呼应。”


  在安吉星不断将产品差异化的过程中，或许最重要的是，休伯和他的团队持续地升级与改善安装在车内的安吉星技术。在汽车行业里，开发新车上市通常需要3 ~ 5年的时间，之后这款车可能会在市场上销售10年。开发和销售期如此漫长，是为了确保新车上市以前完成彻底的检验和测试，之后进行高效的生产，长期售卖。相反，科技通常需要不断迅速改进，使下一代的技术越来越好，价格越来越低。休伯知道，以通用汽车既有的测试系统来检验安吉星的升级和改进无异于自寻死路，没有人会在今年购买去年的热门技术。


  休伯对无线科技几乎一无所知，但他接掌安吉星部门时，便知道无线产品的开发周期必须比一般汽车的生命周期要快许多。休伯表示：“我很早就建议，除非停止采用这些规定，否则我们不如干脆放弃这个事业——因为到时候别人在卖光盘，我们还在卖磁带。”


  这是一套非常复杂的流程，而且不能只用在配备安吉星系统的单一车型上，它必须让各种汽车都能通用。这表示他们必须测试并考虑到不同的状况，像系统的使用方式、使用情境、车内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例如，万一每个车窗都锁死了怎么办？万一下大雨呢？如果驾驶员正开着光盘播放器呢？安全气囊启动后，系统还能运作吗？“我们必须检测安吉星可以在不同的机制下运作。”休伯回忆道，“而且每台车子的情况都不一样。”第一轮的检测是测试安吉星在数百种情境中的运作。而且，随着安吉星团队不断地改进产品，他们需要做的测试多达数千项，通用汽车既有的检验系统已无法应对。


  于是，安吉星团队干脆自己开发流程，这也是通用汽车的首度突破。安吉星与通用汽车既有的检测团队合作，开发出期中流程和测试，并运用安吉星成员的专业技能，以确保升级的产品符合通用汽车的整体质量标准。促成这个流程非常了不起，其意义重大。


  这使得安吉星可以持续在通用汽车上进行改版升级。即使竞争对手为他们的汽车购买了安吉星的技术，他们的流程也比不上团队在通用汽车上检测及测试新版的能力。所以，竞争对手的汽车有可能提供第三代的安吉星系统，但通用汽车已经采用更优越的第五代版本了。


  最初几年，安吉星打造的产品是竞争对手无法模仿的。它为了用户想要完成的任务，打造出一套完美配合的体验和流程，它很难被复制。2000年，福特汽车宣布与高通成立合资企业，共同开发车内通信服务系统Wingcast。Wingcast是安吉星的竞争对手，预计2003年上市。但福特不像安吉星那样把焦点放在用户目标上，而是希望Wingcast变成汽车交流软件的创新发明，结果没有成功。两年后，福特公司放弃了这个计划，它完全跟不上通用汽车为了帮用户完成任务而开发出来的流程。


  福特犯下的主要错误是专注于商品规范，而不是用户目标。事实上这也是高科技行业常犯的错误。风暴风投公司的安舒·沙玛称之为“堆栈谬误”（stack fallacy）。堆栈谬误是指工程师容易高估自己开发的技术价值，但低估技术用来为用户解决问题、获得进步的价值。沙玛表示：“堆栈谬误是指误以为再往下一层发展不重要，微不足道。”这是很多公司往下一层延伸时往往失败收场的原因。“他们无法直接观察、设身处地思考下一层产品的用户想要什么。他们与产品使用的情境是脱节的。”


  我们在科技领域之外也可以看到堆栈谬误。例如，对你来说开辟一个菜园可能很简单——你知道自己喜欢哪些香草和蔬菜，只要学习怎样栽种及烹饪就好了。然而，懂得栽种及烹饪蔬果，并不表示你就懂得如何开餐厅。事实上，10家餐厅里，有8家在开业5年内就关门大吉了。沙玛指出，生产知识和了解用户想要什么是两回事。


  总之，堆栈谬误和用户目标达成理论都凸显出同样的危险：误以为拥有了技术知识就掌握了用户想要完成的任务。福特和高通都拥有大量的技术知识，但它们对用户想要完成的任务几乎一无所知。当企业把用户觉得不可或缺的任务，贬抑成微不足道的东西时，可能会因此付出惨痛的代价。相反，休伯和他的团队则持续把焦点放在用户目标上，不断地创造、改进并加强整套流程，使安吉星切实地做到让用户安心。2009年，安吉星已经成为用户选购通用汽车某些车型的关键因素。


  流程是非常强大的，从本质上看，流程的设计就是为了让员工每次都以一致的方式执行任务。当我们以用户目标为核心来设计流程，为求进步不断精进并提供用户想要的体验时，流程就会成为竞争优势的来源。


  过去6年间，富兰克林柯维公司转移了它的事业焦点，从销售产品（培训模块），变成帮助用户优化业绩，其收益因此翻了2倍，利润翻了10倍。富兰克林柯维公司以往的营运就像典型的培训公司，设计潜在用户（例如业务人员）认为实用的培训内容，设计课程帮助企业里的讲师培训员工。但公司后来发现，培训经费在经济形势不好时很容易遭到删减。这时，用户目标分析就派上用场了，这几年公司逐渐转型。


  例如，从销售培训工具给用户，变为帮助用户改善销售业绩。首席执行官怀特曼表示：“我们将负责帮助用户达到商业目标。”为用户找出想要的用户目标之后，富兰克林柯维公司现在的焦点是把合适的流程整合到公司中，以确保每次都能让用户完成目标。


  怀特曼表示：“用户目标提供了清楚的创新轨道，我可以看到未来10年我们需要怎样的进步。现在的重点不再是产品导向，而是流程导向。”例如，万豪酒店愿意投入近10位全职员工的人力将富兰克林柯维公司的“高效执行四原则”落实到组织内部。然而，不是每位用户都有资源这样做，所以富兰克林柯维公司正在思考如何把这个方案变得更便宜、更快速、更容易推行。怀特曼指出：“在我们的研发预算中，有2/3的资金用在流程创新上。”他们的目标是，让其开发的产品对用户而言不再复杂，使用起来更容易。怀特曼说：“如果用户觉得他们只是报名攀岩，到了现场才发现自己要攀登珠穆朗玛峰，那就不好了！”


  反过来也是如此，当流程和用户想要完成的任务无法匹配时，这时不断改进流程只是不断推进错误的事情而已。莫埃斯塔和他的同事建议连锁快餐公司提高奶昔销量的方法并未被采用，这是有原因的。他们的建议可能是个好主意，但这家公司的“免疫系统”马上就排斥了这个点子。公司经理认为，改变惯常的流程和资源分配太难了，所以这件事后来不了了之。很多精明的企业在不知不觉中因墨守成规、流程迂腐，进而扼杀了卓越的点子。


  如果流程能完美地匹配用户目标，这是最理想的状态。但安吉星的例子也显示，在成立已久的组织中导入新的流程极其困难。有些方案从财务观点来看不切实际，或是从文化观点来看太过麻烦。下一章我们会看到，即使是完美打造的体验和流程，在企业里也很容易遭到强大力量的反对。现有流程的影响力实在太强大了，但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有备无患。在下一章中，我们将讨论如何确保流程配合用户目标，为用户和股东达成他们想要的结果。


  【重点摘要】


  
    • 诚如上一章所述，成功创新的关键在于打造并提供一套对应“用户目标规范”的体验。为了提供一致的体验，企业需要开发及整合一套合适的流程。这样做可以获得强大的竞争优势，而且竞争对手难以模仿。


    • 开发一套以用户目标为核心的流程来进行整合很重要，但大多数企业无法做到这一点。每家公司都有很多流程，但这些流程大多是为了改善效率，或是在特定的部门里精确地达到某种结果。提供一套完整的体验来完成用户想要完成的任务，通常需要审慎定义的新流程，也需要新机制来协调各自分开的功能。


    • 想要开发及整合用户目标导向的流程有一个好方法，那就是评测及管理符合用户目标的新指标。管理者应该问问，哪些体验元素对用户来说最重要，并定义指标去评测绩效。


    • 在大多数企业里，没有一个人负责确保企业持续帮助用户完成任务。传统的组织架构和分立的部门确实有价值，它们可能会存在很久，但大规模的组织重组通常不太实用。所以，想要朝着“用户目标导向的组织”演变，最好的做法是小心设立及整合合适的流程，评测正确的标准，逐渐把“以用户目标为核心”的理念嵌入文化中。


    • 帮助用户完成任务的方式一定会随着时代变迁而改变。流程里需要融入弹性，持续调整及改进提供给用户的体验。

  


  【领导者的思考题】


  
    • 企业要如何确保用户想要完成的任务与产品开发、营销、客服的重要决策有关？


    • 用户体验中的不同元素（例如你的产品、服务、营销、销售、售后服务），是否以整合协调的方式完成用户想要完成的任务？还是相互冲突？


    • 你可以开发什么新流程，以更为融合的方式提供必要的体验给用户，帮助用户完成他们想要完成的任务？


    • 用户使用产品的体验中，有哪些元素是完美完成任务的关键？你可以定义哪些标准来评测这些元素？

  


  
    [1] 埃德加·沙因的《组织文化与领导力》是一般公认最具影响力的管理书籍之一。这本书把抽象的文化概念变成可以用来打造组织动态和改革的工具，参见Schein, Edgar H.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Leadership.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85.

  


  
    [2] Catmull, Ed.“How Pixar Fosters Collective Creativity”.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 September 2008. https://hbr.org/2008/09 /how pixar-fosters-collective-creativity。艾德·卡特莫尔、艾美·华莱士，《创意电力公司：我如何打造皮克斯动画》（Creativity,Inc.: Overcoming the Unseen Forces That Stand in the Way of True Inspiration ）.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4。

  


  
    [3] 2010年，贝恩咨询公司研究了57个大型组织的重组个案，结果发现，不到1/3的个案对绩效改善有实质的意义，有些个案还会使价值减损。

  


  
    [4] 哈佛医学院的葛文德教授在2009年的《检查表：不犯错的秘密武器》中指出，在患者护理中，光是设计及遵循流程（检查表）就能大幅改善患者的存活率，参见Gawande, Atul.The Checklist Manifesto: How to Get Things Right.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9.

  


  第8章

  紧盯用户目标不放


  
    自产品上市那天起，企业管理者周围的一切都改变了。业绩增长的压力很大，你可能忘了当初用户为什么要用你的产品。即使是卓越的公司也可能偏离用户想要完成的任务，转而专注在自己的任务上。根据我们的研究与经验，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公司对于产品的数据产生了三种误解：主动数据与被动数据之比谬误、表面增长谬误、数据确认谬误。

  


  人们想要的不是1/4英寸的钻头，而是1/4英寸的洞。


  这个相当深刻的观点是哈佛的营销教授泰德·莱维特数十年前首度提出的名言。[1]用户想要的不是产品，而是解决问题的方案。彼得·德鲁克也曾经提出过警告：用户花钱买下的东西，通常不是公司自以为卖出的东西。诚如这两位智者所言，公司和用户的想法往往南辕北辙，严重脱节。这是20世纪的两大营销观点，在我认识的营销人士中，很少有人对此提出过异议。


  但营销人士所展现的行动，却又是另一回事。


  我们认为，最成功的公司正是以这个观点为基础创立的，而且，它们确实找到了用户想要完成的任务。但在市场获得成功以后，这些公司似乎就逐渐忘记了莱维特和德鲁克的智慧。[2]情况开始改变，即使在最卓越的公司里，当初在市场上一战成名的用户目标，也可能因为众人忙于业务运营及追求增长而变得无人问津。这些公司开始以产品来定义自己，而不是用户目标，这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北美与西欧的多数消费者都听过“V8”这个品牌——它的产品是由8种蔬果制成的蔬果汁，所以取名为“V8”。1933年V8首度上市，1948年金宝汤公司收购了V8，现在它依然在金宝汤公司的旗下。


  在超市摆放果汁饮料的通道上，V8就摆在其劲敌番茄汁旁边。同一条通道上还有其他的对手，例如葡萄汁、橙汁、柚子汁、胡萝卜汁、石榴汁。约一半的货架上摆着来自异域的瓶装水，例如来自缅因州的Poland Spring、来自冰岛的冰川水、斐济的泉水、麻省艾耶尔镇的自来水。百事旗下的“佳得乐”运动饮料也摆在那里，跟可口可乐旗下的“动乐”一较高下。另一条通道上则是各种含糖饮料，包括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红牛等。如果你觉得这些品种还不够多，那么你可以去星巴克买一杯拿铁、卡布奇诺、星冰乐或焦糖玛奇朵。


  各位，果汁和饮料市场的竞争相当激烈，要做到产品差异化更为困难。根据定义，饮料市场的增长不能比人口增长的速度还快，这表示一个品牌要想成长，只能去抢夺其他对手的客户。


  为了在这个拥挤的类别中做到差异化，多年前，V8的产品经理想出了“早知道就喝V8！”的广告语，暗指比起超市的其他饮料V8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好选项。有时我在这句广告语的激励下，会一时兴起买一罐V8换换口味，它的蔬果汁混合了番茄、甜菜、胡萝卜、芹菜、莴苣、生菜、香芹和菠菜汁，喝起来确实与众不同，而且这句广告语也不错。毕竟，V8已经83岁“高龄”了，但它依然老当益壮。


  大约10年前，有个人突然来找我，说他来自金宝汤公司，是V8品牌的四人管理团队之一。他说，他们读到一篇我们早期发表的文章，这篇文章是谈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的。他解释，他们确实认为他们的任务是产品差异化，让产品显得与众不同。但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的概念也激励他们提出这个问题：在用户的生活中，是否偶尔会出现V8可以达到的用户目标。他们后来通过用户的观点，找到了一个用户目标。这个用户目标大致如下：


  
    我长大后便搬出去住了。我答应妈妈一定会坚持吃蔬菜，但是我很忙，每次削着讨厌的胡萝卜，煮着烂乎乎的菠菜，我总是纳闷大力水手为何那么爱吃菠菜。现在我很后悔答应母亲要吃蔬菜，光是烹煮这些难吃的东西，就要花好多时间。


    后来我想到，如果我天天喝V8，我就可以一边开车，一边喝着蔬果汁，一边打电话给我妈，告诉她我在乖乖吃蔬菜了。

  


  通过用户目标的视角，V8不必再跟健怡可乐和卡布奇诺一争高下，它只要跟蔬菜竞争就好了。就像开车上班族觉得奶昔比香蕉和贝果面包圈更适合在上班途中享用一样，喝V8也比削胡萝卜皮、煮菠菜，或是用牙线清除牙缝里的菜渣方便多了。


  于是，V8的管理团队迅速改变广告，将V8与上班族烹煮蔬菜的麻烦做对比。他们后来告诉我，不到一年内，V8的销售量翻了4倍！V8和芹菜竞争时，简直易如反掌，V8因此成了完美的目标品牌。


  但后来怎样了？V8后来的发展令人遗憾。我不太了解金宝汤公司内部的运作，但据我所知，这个管理团队后来的重心转移了。我猜，他们一忙起来，就忘了用户目标的概念。总之，V8后来的状况明显改变了。


  如今，你走在超市的果汁饮料通道上，如果这家超市有进V8的商品，你会看到有V8果蔬汁、V8呛辣汁、V8柠檬汁、V8香辣汁、V8烤鸡汁、V8低盐汁、V8有机汁、V8 Splash!（由蔬果和高果糖玉米糖浆制成）、V8茶饮料（V-Fusion + Tea）等产品。这家公司几乎在一夜之间重新规划了产品线，用五花八门的果蔬汁和其他品牌的果汁和饮料竞争，这让消费者更加眼花缭乱，而不是更加明确自己想要什么。目标品牌不再明确以后，消费者不得不自问：“V8的用户目标是什么？”[3]


  如果尤吉·贝拉还在世，当他看到莱维特那句名言，再回顾V8这段历史，他可能会说：“怎么感觉似曾相识？历史重演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创新数据的三大谬误


  即使是卓越的公司，也可能会偏离用户想要的产品用户目标，变成专注在自己的任务上。根据我们的研究与经验，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这些公司会产生三大谬误：


  
    • 主动数据与被动数据之比谬误（the fallacy of active versus passive data）


    • 表面增长谬误（the fallacy of surface growth）


    • 数据确认谬误（the fallacy of conforming data）

  


  接下来我会详细说明。


  1.主动数据与被动数据之比谬误


  公司或产品刚上市时，通常是沉浸在公司发掘的用户目标中。由于以前没有好用的方案，这时公司通常没有竞争对手，其创业精力、焦点和资源都可以用来了解用户想要的产品用户目标，以便帮助用户完成任务。但公司或产品上市之后，其精力、焦点和资源通常都会转移到其他地方。


  以批发零售业为例，这个行业不是以用户目标为核心，而是以产品和价格为基础的。所以过去20年间，这个行业非常拥挤，我们看到沃尔玛、塔吉特百货、凯马特、安和希望（Ann & Hope）、好市多、马歇尔（Marshall’s）、伍尔沃斯（Woolworth）、扎耶尔（Zayre）、布莱利（Bradlees）、卡尔多（Caldor）等商家为了称霸业界拼得你死我活。这些零售商不可能全部存活在市场上，因此，这是一场优胜劣汰的淘汰赛——谁卖得多，谁就撑得久。


  一开始，谁也无法预测最后是哪家公司胜出。20年前，我在写《创新者的窘境》时，凯马特还是相当强劲的商场巨头，现在它已经没落了。沃尔玛、好市多、塔吉特百货成了胜出的巨擘。不过，即使这三大商家艰难胜出了，这世上也没有一个顾客把“我今天真的需要去超市逛2小时”视为非办不可的任务。所以，长期来说，以实体店面为核心的公司不可能蓬勃发展。这些公司会越来越清楚地地意识到自己正在忙着打防御战，而不是增加收益。


  相反，我们可以看一下网上订餐平台OpenTable、客户关系管理软件服务提供商Salesforce.com、爱彼迎这几个新近成功的案例，或是Craigslist、宜家这几个持久成功的案例。这些公司的组成都是以明确的用户目标为核心的，它们长期蓬勃发展，而且竞争对手很少，它们面临的是全然不同的局势。


  这种现象并不新奇。数十年前，莱维特在《哈佛商业评论》中曾撰文指出，铁路行业的衰退并不是因为客运和货运的需求下滑了，事实上，客运和货运的需求都增加了，只是汽车、卡车、飞机和电话把乘客想要完成的任务处理得更好了。1960年，莱维特写道，铁路公司陷入困境是因为“它们认为自己属于铁路业，而不是运输业”。[4]换句话说，铁路公司让产品来定义它们所在的市场，而不是以乘客想要完成的任务来定义自己。它们组织、监测、评测自己的方式，仿佛是在卖钻头，而不是帮助用户钻孔。


  相反，许多成功的新创企业一开始就是以帮助用户钻孔为宗旨的。网飞和许多新创企业的原始愿景就是如此：一个创业者发现自己面临的问题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他因此宣布：“我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一开始既是首席执行官，也是目标用户，也就是说，创新者和用户想完成的任务紧密关联。


  为了解决问题，企业决策所需的大多数信息都可以在困境中找到，我们称之为“被动数据”，因为它没有意见或清楚的结构，也没有倡议或动机。被动数据本身并没有告诉我们现况，因为用户目标自古以来改变有限。被动数据只是没有过滤的情境，它一直存在，只是不够鲜明。


  当管理者试图寻找没有完成或被敷衍的用户目标时，他们通常会看到很多用户选择不消费，或勉强拼凑解决方案。这时，管理者沉浸在被动数据中，而熟悉的市场标志（例如产品销售、质量标准、竞争标准）全都没有出现，触目所及都是创新的机会，这通常以用户的不满、勉强接受的取舍和体验等形式呈现出来。管理者从这些混杂的现实体验中撷取意义时，不能只是把数据做成表格分析，而是要把这些体验拼凑成故事，从故事中发掘用户目标。


  创新者必须沉浸在混乱的现实情境中，思考新产品如何帮助用户解决问题。在初期，管理者是解谜者，而不是数字分析师。被动数据不会大肆地自我宣传，创新者必须去寻找，去拼凑线索，不断地追问为什么。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是寻找创新机会的途径。


  问题是，管理者有种天性，他们看到信息就会产生反应，尤其看到负面信息时，反应更是迅速。


  公司一旦把“用户目标”商品化之后，用户目标观点就会逐渐退场，经营的“主动数据”便开始取代创新的“被动数据”。产品上市以后，就好像打开了水龙头，开始制造出许多数据，这些数据在销售产品及用户出现以前并不存在。管理者把注意力从模糊的故事转移到明确的电子表格时，会感到比较放心踏实。这种转变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征兆：


  
    （1）产品销售会形成产品的相关数据：销售额多少、获利多少、销售什么产品等。


    （2）用户消费会产生用户的相关数据：企业或个人、大客户或小客户、财力雄厚或预算有限、直接或通过销售渠道购买、是本地用户或外地用户等。


    （3）投资人力、设施和技术会形成与生产力、报酬和价值相关的数据。


    （4）竞争对手出现，会促使投资者和管理者创造出可以当作比较标准的数据。

  


  这些数据都非常鲜明，它们争着获得你的青睐，希望你把它们视为首要之务，并加以改善。这些数据很容易被监测和评测，我们通常把这些数据视为管理者绩效好坏的代表。这种观点的转变很不明显，但影响很大，焦点从混乱的被动数据转移到具体的主动数据时，让人感觉比较踏实。


  但是，若是管理者误以为主动数据提供的模型就是现实状况，那么这样的转变看上去是一种进步，实际上它是有害的。[5]数据永远都是现实的抽象概念，它根据基本假设来归纳现实世界中非结构化的现象。管理者明明知道“数据是人工制造出来的”，却为了方便起见视而不见。


  当运营数据大张旗鼓，抢着获得管理者的关注时，管理者很容易去管理数字，从而忽略了用户目标，尤其是当组织层级越来越多的时候。[6]美国公立学校的教学方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们把教学重点放在让学生通过必要的测试上，因为美国政府要求学校必须达到某些评测标准。医疗界也有类似的现象，医生通常只治疗症状，而不是找出病因。例如，高血压是许多疾病的病征，但高血压患者所服用的药物大多是用来降血压，而不是治疗病因的。


  很多公司也常有这种治标不治本的现象。它们管理数字，思考每股盈余和公司股价之间的关联。这些公司在市场上买回自家股票时，可以提升每股盈余，股价通常也会因此上扬。但是，这样做对公司的创新或效益毫无帮助，只是数字的改变而已。


  2. 表面增长谬误


  企业为了培养用户关系而投入很多资金时，它们自然会想办法推销更多的产品给现有的用户。向现有的用户推销更多产品的边际成本很小，其盈利相当诱人，我们称之为“表面增长”。企业看到周边其他企业所销售的产品时，就会模仿或收购这些产品。但这样做往往导致企业为很多类型的用户创造出很多种产品，反而忽视了当初让企业成功的用户目标。[7]更糟糕的是，为很多类型的用户提供很多种用户目标，可能导致用户混淆而用错产品，让他们心生不满，愤而淘汰产品。这时，专注于单一用户目标的从业者可能会趁机而起，抢占市场。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生产能力、知识产权和人才方面的投资。企业一旦投入这些成本，“物尽其用”的压力就会一直存在，尤其是那些目光短浅又逐利的股东会不断地施加压力。


  《纽约时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纽约时报》来说，有两类用户很重要：读者和广告商。读者想要的用户目标很多，《纽约时报》努力为这群用户提供越来越多的用户目标，例如：帮助读者在忙碌的一天之后放松下来，为读者提供最新资讯，帮助读者增广见闻，帮助读者有效地利用碎片时间。


  但是，针对以上的每一个用户目标，《纽约时报》都必须面对专注于单一用户目标且做得很好的竞争对手。例如，《经济学人》是增广每周见闻的好方法，读者只看每周摘要就不需要天天花时间追要闻了。晚上要放松的话，没有什么比打开电视更简单，而且节目的选择也更多。地铁站里免费供应的《都市报》也可以帮助读者有效地利用通勤时间。所以，除了其他的主流媒体以外，《纽约时报》突然间又多了很多竞争对手，它们在达成用户想要完成的任务方面都做得比《纽约时报》更好。这也难怪，近几年来许多报纸越来越难以生存，因为它们不是以单一用户目标为核心的。相反，下一章提到的德瑟雷特新闻出版公司则是以独特的用户目标为核心，重新定位自己旗下的传统报社，从而成功地扭转了运营状况。


  3. 数据确认谬误


  数据确认谬误是导致公司不再专注于用户想要完成的任务的第三种谬误。数据有一个讨厌的特质，它会帮助我们自圆其说，支持我们想要相信的观点。事实上，知名的统计学家及《纽约时报》政论博客“538”（2013年被娱乐与体育节目电视网收购）的版主纳特·西尔弗指出：“最惨烈的失败预测通常有很多的共同点。我们关注的信号是告诉我们想听的故事，而不是实际状况。”[8]所谓当局者迷，我们通常不会发现这一点，也不会故意这样做，这是人类大脑的先天缺陷。


  心理学家解释，大脑存在矛盾的概念或想法时，这种“认知失调”会使我们产生压力，感到焦虑，我们会想办法去减轻及避免这些压力。真相本来就令人不安，当数据涌进来时，我们并不会因此失去客观性，其实我们从一开始就已经不客观了。


  我忍不住想起我和妻子一起去参加孩子的家长会的经验。每当我们离开会场时，对于刚刚听到的信息我和妻子都有截然不同的解读。我听到的信息大多证实了我的预期，我妻子听到的信息可能比较接近老师实际传达的信息。总之，我们习惯运用数据和信息来佐证自己想要相信的论点。


  竞争对手的创新发明往往出其不意，令人措手不及，或是让你觉得自己错失了良机，心想：“为什么我没有料到？”问题在于你根本没有机会预见，因为你并没有主动去寻找机会。套用福尔摩斯的名言：“没有什么比显而易见的事实更容易欺骗人心了。”


  这是不是听起来很熟悉？例如，相关销售、营销、研发团队的人员都在同一个房间里，他们和公司业务部门的负责人开会讨论创新资源应该放在哪个领域。业务团队深信自己知道用户想要什么，因为他们经常和用户讨论他们最迫切的需求。营销团队对于如何善用既有的品牌有许多点子，例如公司可以提供新版本、新口味、新颜色或特殊优惠等。研发团队对于他们运用酷炫新科技开发出来的产品新功能和新优势非常兴奋。业务部门的负责人则把焦点放在赶快推出上市产品，以便在年底前提高收益上。


  当然，每个团队都有自己小心建构的数据，通过其功能职责、绩效指标、财务动机的视角，提出一套现实的模型。而且，每个团队都有某种“确认偏见”，他们只看到佐证自己观点的信息。这些观点都没有错，但问题是这些观点都不客观。更重要的是，每个团队提出来的模型都没有反映用户想要完成的任务是什么。


  我们精挑细选那些便于自圆其说的数据，正如哈佛商学院的神经营销专家杰拉德·萨尔特曼所言：“决策不是做出来的，而是看出来的。”多年来，萨尔特曼致力于研究管理者是如何陈述想法，并且应用这些想法和知识的。那么，在他看来，管理者最常犯的错误是什么？“他们容易把事实当成观点，看到数据就直接采取行动。”萨尔特曼最近在《广告研究杂志》中写道：“研究常被用来佐证论点，而不是促进富有想象力的观点。”


  萨尔特曼指出，我们经常自欺欺人，让自己相信我们的决策有多么客观。“表面上看来，领导者似乎通过拿A和B做比较才做出决策。但实际上，在所有通往A决策的过程中，数据愈来愈偏向A。领导者可能觉得他是根据明确的数据基础做出决定的，但实际上，他的内心早有所属。”创新因此偏向高管层，而过程只是确认“用户真的想购买的产品，就是高管层想卖给用户的产品”。


  数据的制造问题


  关于数据还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许多人都认为量化数据比定性数据更值得信赖，但“客观”数据是哪里来的？许多研究所用的资料都来自公司的财务报表，这样做客观吗？托马斯·约翰逊和罗伯特·卡普兰用令人信服的方式证明，财务报表上的收入、成本、利润数字是在配置管理费用时，估计、协商、讨论及争议后得出的结果，它们可能是以相当不精确的数字反映了真实的成本和利润。[9]


  最健康的创新心态就是，几乎所有的数据都是建构在人类的偏见和判断之上的，无论是大量的量化资料还是有关行为的文字描述。数字和语言数据都是现实状况的抽象概要，研究人员只是从复杂的现实状况中，抽取最显著的变量或模式来审视。根据实地研究的行为数据，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其主观性非常强。数字数据表面上看似精确，实际上仍潜藏着主观偏见。


  汤姆·莫纳汉结合实践方面的建议把技术公司Corporate Executive Board打造成一家市值数十亿美元的上市公司，他开玩笑说，他想用公司的利润来实现一个梦想：成立“精准假象博物馆”，用以陈列丰富的馆藏。


  数据不是现象，数据的主要功能是代表现象去模仿现实状况。但是，许多企业管理者对数据都有一种普遍的误解，他们认为只有量化资料是客观的。他们普遍认为，从某套理想的数据中可以得到与用户有关的完美结论，他们只需找出这套正确的数据。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只要是以量化的形式，也就是可输入电子表格或做出回归分析（例如多少？什么？哪里？谁？何时？），搜集到正确的资料，他们就能知道“真相”。相反，定性数据（也就是无法整齐地输入电子表格的观察和意见）并不像量化数据那么可靠，因为它缺乏单一的“真相”。总之，企业管理者大都认为量化数据更好。


  但这是个错误的想法。神不会创造数据，然后再把数据赐给人类，所有的数据都是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某人在某个时点决定要搜集什么数据，怎样组织数据，如何陈述数据，以及如何从数据中推断意义，这个过程中都嵌入了各种虚假的严谨性。数据都有议题设定，这个议题是由某个人设定的，不论设定得聪明与否。高管们都会投入时间分析数据，他们也应该投入同样的时间决定首先应该搜集什么资料，以及应该搜集哪些方面的数据，而哪些方面的数据可以忽略。[10]


  2014年春季的《科学》杂志上，有一篇关于谷歌流感趋势预测的学术研究结果。[11]谷歌流感趋势预测是一种流感监测服务，其目的是为了比传统的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更早预测到流感趋势。谷歌流感趋势预测是以算法配对5 000万个搜索词和1 152个数据点。从总体上看，谷歌希望借由交叉比对搜索词（症状、医疗机构、疗法）和相关的客观资料来预测流感的爆发。《科学》杂志的论文是由东北大学、哈佛大学和休斯敦大学的学者联合发表的，他们的研究推断，两年多来，谷歌流感趋势预测严重高估了美国流感病例的数量。这篇论文《谷歌流感之启示：大数据分析陷阱》最后推断：这些错误部分应归因于谷歌工程师的决策，他们必须决定在模型中纳入哪些数据——学术上称之为“算法动态”和“大数据傲慢”。


  谷歌有着崇高的目标：提早预警流感趋势也许可以避免疾病传播，能够比传统方法早一步拯救生命。但谷歌工程师发现，你必须先选择要分析哪些数据。不幸的是，特定的搜索词和谷歌算法之间的对应性关联实在太复杂了，而且会受到一系列人为动态因素的影响（也许某个有疑似病症的人每个月都在搜寻同样的词语，或者谷歌工程师可能改变了数据搜集的方式），因此它无法成为可靠的预测工具。


  由于谷歌上的搜索词是在计算机上产生的，而且可以用许多新方法储存和分析，所以从表面上看来，这是有效的数据集，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现象（在这个例子中指“搜索”这件事）可以拿来计算和分析，但这并不表示它就是“数据”。那么，现象有助于指引方向吗？有。但现象是客观现实吗？并不是。


  在企业的运营进入正轨以后，它注定会偏离用户目标。难道我们只能坐视辛苦取得的竞争优势流失掉吗？只要资深的企业领导者避免让自己和企业犯下创新数据的三大谬误，这样的情况就不一定会发生。但是，如果你不让用户说出自己想要完成的任务，并指派专人捍卫这个用户目标，那么你的企业一定会逐渐偏离用户目标。被动数据需要积极的管理，我们将在下一章探索这个挑战。


  【重点摘要】


  
    • 大多数企业的创立，通常是源于创始人发现某个重要的用户目标还没有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于是亲自开发了一种有创意的解决方法。


    • 然而，随着企业的成长，管理者很容易就忽略了当初激发企业创立的用户目标。尽管企业的立意很好，又有上百年的营销经验可供参考，但企业之后的运营方式会逐渐变成由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来定义（“1/4英寸的钻头”），而不再以用户目标（“1/4英寸的洞”）为核心。


    • 很多因素都会导致企业偏离用户想要完成的任务，不过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管理者容易受创新数据的三大谬误的影响：


    * 主动数据与被动数据之比谬误：企业不再关注与用户目标复杂性相关的数据（被动数据），而是开始制造出与运营相关的数据（主动数据）。主动数据表面上看客观且严谨，但它通常以产品和用户特色为核心，而不是以用户目标为核心。


    * 表面增长谬误：企业为了培养用户关系而投入大量的资金后，便开始把焦点放在销售更多的产品给既有的用户上，或是为用户提供多元化的用户目标以追求增长，我们称之为追求“表面增长”，企业并没有专心地把核心用户目标做得更好。


    * 数据确认谬误：管理者努力制造出呼应既有商业模式的数据。


    • 了解这些谬误是预防创新陷入谬误的第一步，但企业需要随时提高警觉及介入干预，才能避免陷入谬误。

  


  【领导者的思考题】


  
    • 企业目前的创新方向和企业创立时解决的核心用户目标有多大的关联？


    • 团队成员如何描述企业从事的基本业务？他们是描述企业为用户达成的重要任务，还是描述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 哪些数据会影响创新和投资决策？这些数据和用户想要完成的任务有多大的关联？


    • 你是否犯了表面增长谬误，也就是说，你是否过于重视业绩成长，花费很多的心思去销售新产品给既有用户，却没有去了解用户想在生活中获得哪些进步？


    • 为了做出重要的创新及投资决策，你搜集了哪些数据？有什么机制可以确保这些数据显示出你需要了解的信息，而不是你想要相信的信息？


    • 如何确保用户想要完成的任务影响到了你的决策及资源分配活动？

  


  
    [1] 通常，人们普遍认为这是莱维特提出的观点，但是他在其著作《营销想象力》中指出，这是李奥·麦吉尼瓦率先提出的。不过，莱维特确实让这句话变成了名言，参见Levitt, Theodore. The Marketing Imagina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1986.

  


  
    [2] 我在哈佛商学院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时，从来没听过“1/4英寸的洞”或“卖给顾客错误的东西”等说法。我在学生时代，后来到波士顿咨询公司工作，或是攻读博士学位时，都没听说过这些观点。我进了职场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才无意间听到有人提出这个比喻，当时就觉得相见恨晚。为什么如此深刻的洞见竟然没有广为流传呢？

  


  
    [3] 我和这个人相谈甚欢，他很乐于和我分享这个故事，但是基于隐私，这里我不便透露他的身份，V8公开取得的信息就可以说明整个故事的始末。

  


  
    [4] 莱维特，《营销近视症》（Marketing Myopia），《哈佛商业评论》，1960年7 / 8月号（中文版2009年6月号）。

  


  
    [5] 依此类推，让我们来看医疗保健系统。心脏科医生从来不会主动找我，因为我的心脏数据正常，我很高兴我的心脏是健康的，没有需要处理的主动数据。但这也显示出我们的医疗体系只处理疾病，这不是“健康”护理系统，而是“疾病”护理系统，这两者是不同的。当我们生病时，医生突然开始关注我们的相关生理数据，整个系统开始启动，其目的是要让这些数据开始好转，但是这和一开始就让我们保持健康是两回事。管理者也是如此，他们积极应对数据的改变，却不关注被动数据。被动数据沉浸在管理者应该关注的重要情境中，也就是用户想要完成的任务。

  


  
    [6] 许多经济学家假设在他们的模型中都是理性人，因为人可以取得需要的一切信息，所以其行为也是理性的。但在现实中，我们依赖的信息是根据所处的情境产生的。诺贝尔奖得主司马贺和詹姆斯·马奇在解释“有限理性”的概念时探讨过这个问题。有限理性是指，一个人做决策时，他的理性受到所拥有的信息、智力认知的局限，还受到决策时间有限的限制。

  


  
    [7] 电动工具品牌“得伟”（DeWalt）就是很好的例子。它以旋臂锯机打响其品牌，其旋臂锯机是业界性能最优异的机种，将得伟打造成了值得消费者信赖的品牌。但自20世纪60年代百得（Black & Decker）收购得伟以后，得伟开始向其他领域发展。在我看来，百得好像一直在五金行业游走，看看其他厂商都生产什么（钻孔机、钳子等），然后心想：“我们也可以制作这种产品，创造新的收益。”于是，得伟想办法把这些新产品的制造外包出去，以便降低生产成本。但是，用质量较差的模仿品和竞争对手抢生意并不是可靠的企业增长计划，所以我们称之为“表面增长”。你可以模仿货架上的点子，但这样做不是因为你清楚地了解了用户目标，所以你不太可能成功。

  


  
    [8] 纳特·西尔弗，《信号与噪声》（The Signal and the Noise: Why So Many Predictions Fail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2.

  


  
    [9] 托马斯·约翰逊和罗伯特·卡普兰，《转折点上的成本管理》（Relevance Lost: The Rise and Fall of Management Accounting），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87.

  


  
    [10] 数据能告诉我们的信息很有限，这一点我亲身体验过。我儿子迈克尔以贝克学者的身份从哈佛商学院毕业（贝克学者是哈佛商学院颁给工商管理硕士的最高学术荣誉）。如果你看到他在哈佛商学院就读时的相关资料，你会看到他选修的课程、他的成绩、考勤记录，但不会看到他是哪一班哪一组的“课代表”，也看不到他负责的培训内容及相关文化。迈克尔以领导者的角色所做的这些事情，我觉得是他在哈佛商学院学到的最宝贵的知识，他学到了如何营造合适的文化以激励他人。但是，没有相关数据反映这件事，这些资料都内嵌在情境中。


    这让我想起罗伯特·肯尼迪当年令人动容的演讲：“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如今已超过8 000亿美元……但国民生产总值并没有计入孩子的健康、教育质量或孩子游戏时的欢乐，也没有计入诗词之美、婚姻的力量、公共论辩的智慧或政府官员的诚信。它也没有衡量我们的机智和勇气、智慧和学习、同情心与爱国心。总之，除了那些让生活更有意义的东西之外，它衡量了一切。它可以告诉我们关于美国的一切，除了那些让我们作为美国人引以为傲的原因之外。”

  


  
    [11] Lazer, David, Ryan Kennedy, Gary King, and Alessandro Vespignani “The Parable of Google Flu: Traps in Big Data Analysis” .Science, March 14, 2014.

  


  第9章

  打造以用户目标为导向的企业文化


  
    许多公司都有其崇高的使命宣言，它包含了不同的意图，包括激励员工、宣布公司战略、吸引投资者等。但是，难以落实其使命宣言的公司也一样多。当“用户目标”在组织里得以发声，能够影响决策时，个人的工作流程就有了意义，员工也会了解为什么他们的工作很重要。被明确表达的用户目标就像某种“指挥官意图”，不再需要事必躬亲，因为各阶层的员工都很有动力，都了解如何将他们的工作融入更大的流程中，以帮助用户完成任务。

  


  不久前，财捷公司的创始人库克领导公司成员进行了一次头脑风暴会议，他们想改进财捷的旗舰商品TurboTax。多年来，他们都把焦点放在如何改进TurboTax内建的“问答”功能上。TurboTax是以提问的方式，让用户回答问题，填入数据，从而完成精确的报税表格。每年，财捷团队都会讨论如何改进这个问答工具，以及增添特殊的功能，以便得出最精确的结果。


  库克回忆道，当初为了满足用户需求，研发团队广泛地采访用户，询问他们想在财捷的产品中看到哪些新功能。用户确实提出了很多意见，他们一下子就列出许多自己想要的功能。库克说：“他们要求的功能多达150种。”研发团队得知用户的意见以后，先花了几周的时间，讨论哪些潜在的新功能最重要。库克说，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想法对用户有利，但实际上这些想法无法起到任何指导作用。库克说：“我们一味地追求功能，经常询问用户想要什么，然后就去开发。”但是，如果不了解用户为什么雇用产品，“我们就无法分辨哪些功能对用户有利，这种感觉就像没有罗盘就在大海中航行一样”。


  后来，财捷提拔萨桑·古达尔兹担任TurboTax事业部的总经理。他发现，TurboTax可能搞错了重点——用户雇用TurboTax并不是为了获得更好的报税问答工具。库克说：“古达尔兹领导公司更深入地了解‘用户究竟想要解决什么问题’。”多年来，财捷把精力都投注在一个美好的目标上，但它并不是用户最想要的目标。用户根本不想进行那些税务问答，也不想输入数据，他们使用TurboTax只是想完成报税这个任务而已。


  这番认知促成了截然不同的改变——财捷从改进问答工具变为完全删除问答。库克说，这番认知马上激发了财捷内部的创意大爆发。研发团队把焦点放在用户目标上以后，他们清楚地看到TurboTax应该努力解决的问题：让用户不必回答问题或输入数据就能完成报税表格。


  这怎么可能呢？古达尔兹和他的团队正在努力克服这项挑战，目前已经有了一些进步。例如，如果用户允许TurboTax向给自己发薪水的公司取得报税的扣缴凭单（W-2），那么许多基本信息都可以马上下载到用户的报税表格中。库克指出，TurboTax要达到“毫无问答”的境界可能需要10年的时间，但即使现在只有一点点成果，也已经大幅改善了用户体验。2015年，财捷在TurboTax问卷的“一章”中（每个人需要填写的章数从4章到40章不等，视纳税人的情况而定），实验预先加载数据，例如薪资信息。财捷发现，预先填好一章的数据后，即使用户需要手动更改一些自动填入的数据，完成TurboTax问答的用户人数也有显著的增长。


  在TurboTax的例子中，财捷一开始采取的分析方式就有问题——它把焦点放在了不断改进问答功能上。然而，很多公司都在依循错误的创新指南，犯下了同样的错误。


  那么，领导者如何持续号召团队锁定正确的目标呢？库克说：“这个问题很重要，但很难回答。”持续专注在用户目标上，可以让员工想出更好的解决方案。深入了解用户想要完成的任务，可以引发许多问题，包括公司如何构建组织、如何衡量业绩及如何制定奖励标准、公司的首要任务是什么、大家如何合作解决问题等。库克表示，他们尚未找到所有问题的答案。不过，几位受访的领导者告诉我们，用户目标达成理论是帮助他们锁定焦点及领导整个组织的强大工具。


  库克指出，财捷现在非常重视用户想要完成的任务，所以现在公司的运营很像新创企业，公司内部的小团队不需要获得高管层的核准就可以推出试验性的新产品，因为这些新产品显然与用户想要完成的任务相匹配。当团队里的成员都了解目标是“完成报税”时，大家便会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


  为了这本书，我们采访了首席执行官，他告诉我们，用户目标导向的组织可以获得4种明确的益处：


  
    • 企业可采用分布式决策，而且目标明确。企业的全体员工都可以做用户目标导向的决策，自主创新。


    • 企业可以把资源用在最重要的事情上，并且将资源从不重要的事情中释放出来。


    • 激励员工，统一企业文化，以员工最在乎的事为出发点。


    • 可以衡量最重要的因素，也就是用户进步、员工所做的贡献以及动机。

  


  专注于用户想要完成的任务，而非只提供一次性的改善点子，这是持续创新的指南。这样做可以缩小高管层和普通员工之间的认知差距，还能鼓舞人心，让员工有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贡献一己之长。


  大多数公司都有其使命宣言，有些员工甚至会把使命宣言倒背如流。不过，这些使命宣言往往显得很崇高、很笼统，员工很难把它当作行动、决策和创新的指南。例如，以下是一些世界500强企业的使命宣言。


  
    • 碧迪医疗：帮助每个人过上健康的生活。


    • 百时美施贵宝：研发与提供创新药物，帮助患者攻克严重疾病。


    • 柏灵顿北方圣太菲铁路公司：我们的愿景是持续提供符合用户预期的运输服务，以发挥柏灵顿北方圣太菲铁路公司的非凡潜力。


    • 雪佛龙：雪佛龙的核心愿景是以人才、合伙关系和绩效，成为备受推崇的全球能源公司。


    • 摩根大通：我们的目标是成为全球最受推崇的金融服务公司，为超过100个国家的企业和个人服务。

  


  以上只是随机举例，但它们都可以代表典型的企业使命宣言。企业有使命宣言并没有错，这就像我前面提过的人生主题一样（例如我想当个好父亲、好丈夫，对社区有所贡献），但使命宣言本身无法为日常决策提供指南。


  明确的“用户目标规范”却可以做到。例如，联合利华虽然在人造奶油方面做得不好，但它在过去几年内，把全球最古老的香皂品牌“卫保”（Lifebuoy）转变为公司成长最快的品牌之一，其关键在于它为“帮助新兴市场的孩子活到5岁以上”这个使命找到了方法。


  你也许无法为“延长孩子的生命”这么宽泛的目标进行创新，但你可以围绕这个困境进行创新。专家指出，用肥皂和热水认真洗手30秒也可以消除病菌，但联合利华面对的创新环境则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大多数人洗手只花7秒钟的时间，而且很少有人洗手超过15秒，小孩子通常洗得更快。新兴市场的情况就更糟了。例如，在印度，每年有近45万名5岁以下的孩童死于腹泻，平均每天有上千个死亡案例。即便如此，印度的部分地区与其他新兴市场的母亲和儿童仍没有经常洗手的习惯。


  所以，联合利华开发了一系列的产品，帮助消费者在面临这样特殊的情境下达到难以实现的进步。联合利华开发出一种变色肥皂，确保孩童搓洗肥皂的时间足够久，从而达到杀菌的效果。当这种肥皂的使用时间超过10秒时，它就会变色，这能让孩子们觉得很有趣，他们会洗得更久一些，这就是联合利华的独家配方，只要搓洗肥皂10秒即可杀菌。“拯救孩子性命”的使命很远大，但唯有通过明确的用户目标，联合利华才能让这个古老的肥皂品牌再现风华。由此可见，你越了解用户目标，就越能找到共鸣。


  指挥官意图


  领导者必须依赖各层员工在日常决策中做出正确的选择，这些选择决定了公司的实际策略。前面提过，全体员工一起朝着共同目标迈进，这就是企业文化的基础。如果他们都把焦点放在用户目标上，企业文化就会强化这个用户目标，从而使产品和用户目标紧密相连。如果企业文化是以用户目标为核心的，其员工自然会去做自己该做的事。


  但这种直觉反应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大家共同学习的结果。也就是说，员工能够合作解决问题，思考该怎样做才可行。只要他们选择的方法能够持续解决问题，这样就会凝聚出一种企业文化，成为员工决策时遵循的规范和准则。这样做的好处是，组织可以进行自我管理，管理者不需要强制执行规范，员工都明白“指挥官意图”——这是军事术语，意指各层级的士兵在没有具体指令的情况下，也知道如何做出正确的选择，因为他们都知道指挥官的目标和优先要务。


  企业的领导者需要确保全体员工不需要每天持续的督导，也能做出正确的选择。这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古罗马时期，皇帝就会指派副手去掌管千里以外刚被征服的疆土。皇帝看到副手驾着战车远去时，他很清楚自己未来几年都看不到这位副手，但他知道副手的优先要务和自己一致，这位副手也会以经过验证的可行方法去解决问题。


  定义清楚、人人都懂的“用户目标规范”也具有同样的目的，它是让每个员工都做出正确决定的焦点，而且不需要每次都讲得清清楚楚。即使没有明确的指令，员工也知道如何为新的计划权衡取舍——什么最重要？在什么情况下不能妥协？什么是终极目标？我在达成终极目标上扮演了什么角色？用户目标达成理论提供了正确的视角，帮助你做出符合用户想要完成的任务的日常选择。用户目标达成理论提供了一种整合的语言，让营销人员、工程师、业务人员、客服人员都能彼此交流，而不是自说自话。


  正如美世咨询公司的古利特所言，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完全适合这个目的，“因为它很简单，仅以‘用户目标’两字就道尽了一切。它不会过度设计，也不会过于复杂，但它非常强大、简单，令人专注”。


  要抓对用户目标导向的目标并不容易。前面提过，用户目标多元、复杂，而且细腻，企业需要深入了解用户想要获得的进步。但是，只要掌握了正确的用户目标，组织的生产力就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因为明确了目标，会让更多人自发地配合用户目标运作。我们知道，员工针对资源、流程和优先要务所做的日常选择，组合起来就是策略。明确地了解用户想要完成的任务，就相当于为企业提供了一套直观运作的脚本。


  双面罗盘


  通用汽车的安吉星团队发现，用户使用安吉星是为了心安以后，他们马上把焦点从产品的酷炫功能转移到真正对目标用户有益的用户目标上。这个焦点不仅影响了安吉星的设计，也影响了组织内全体员工的日常决策。在通用汽车这种企业中，像安吉星这样的服务可能有无限多的开发方式。清楚地了解用户目标让它更容易判断哪些功能应该纳入安吉星的服务中，哪些功能不应被纳入。例如，什么是该追求的？什么是不该追求的？哪种技术因素最重要？哪些功能无法增加价值？怎样跟用户沟通？如何确保经销商不成为阻碍用户采用安吉星的障碍？


  安吉星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休伯指出：“真正的挑战在于，如果你无法看清未来的完整样貌，你如何让你的团队在未来的发展蓝图上各就各位。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可以帮你做到，只要你运用得宜，这个理论就会出奇地有效。”


  在休伯和团队找到用户目标以前，他们一直在帮安吉星挑选各种技术上可行的酷炫功能。休伯表示，以用户目标为核心来改进安吉星以后，表面上看似缩小了焦点，但实际上它为公司提供了清楚的方向，团队可以花较少的时间和精力去评估选项，“焦点因此大幅简化了”。


  例如，2005年飓风卡特里娜和丽塔在一个月内连续袭击了墨西哥湾，这促使安吉星推出一系列新体验和新流程，以兑现让用户安心的承诺。在卡特里娜来袭时，安吉星刚成立不久，还没有应对天灾的经验。之后，客服中心涌入大量的求助电话，很多以前从未考虑到的问题都出现了。惊慌的用户可能在半路上打电话进来，却被告知他们购买的安吉星套餐不包含实时导航功能，这意味着安吉星会要求用户先升级，才能使用实时导航功能。


  等到丽塔飓风逼近时，安吉星已经知道这不是个别用户的问题，而是区域性的危机事件。虽然趁飓风来袭时，鼓励用户进行服务升级是一种最有效的推销方式，但客服人员觉得不能这样做，因为这不符合当初用户雇用安吉星的用户目标。于是负责人果断决定为那些从灾区打电话进来求援的用户提供所有的安吉星服务，并且不再要求用户先升级。休伯说，很显然这是正确的决定，“我们在办公室里只谈了大概15秒就决定了，我很难想象其他公司能如此迅速地应对变化”。


  更重要的是，做决定和执行决定是两码事。当时，安吉星在技术上其实很难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马上想出不够完善的权宜之计。休伯说：“我们必须临时拼凑出解决方案。”例如，安吉星必须开发一套系统，监测来自灾区的电话，然后把这些电话转给一个特殊的客服团队，从而取得宝贵的实时信息。比如最佳的疏散路线或最新的天气预报。这些运作并不容易，但挑战的难度并未影响目标，团队的焦点依然非常清晰。休伯认为，用户目标就像是汪洋大海中的罗盘。


  休伯还发现，当团队专注于用户目标时，他们不仅知道哪些功能和效益最适合纳入产品，还能激励员工尽力把事情做好。在这枚双面罗盘上，当其中一面罗盘的指针指向更深入了解用户目标时，另一面的指针也必须符合更好的用户目标规范。


  “每当出现我们从未想过的问题，并且这个问题显然关乎罗盘的方向时，大家都会直接去做。”休伯说，“你不会听到这样的反应：‘别再指派任务给我了。’”休伯说，安吉星团队成员往往受到焦点的激励，会更加投入地工作。


  以下是双面罗盘实际运作的例子。休伯的团队和急诊室的医生讨论后发现，预先让紧急救护的接线人员知道车祸的严重程度，有助于拯救生命。于是，他们马上针对这个目标设计了新流程。判断车祸的严重程度需要哪些信息？这需要复杂的算法以及自动判断相关信息的能力，例如了解车速的变化、安全带是否系上、受力的方向、牵涉几辆车等，这些都是很难的技术问题。


  休伯回忆道：“我记得我和工程师讨论时有点儿紧张，这显然是我们应该努力做到的事，但难度可能很大，成本也很高。不过，工程师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告诉我：‘我想我们可以办到。’这不是因为我叫他们夜以继日去想办法，而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一切事关重大，而且完全符合用户想要完成的任务。我们不是在思考如何把星巴克的拿铁抵用券输入安吉星的系统，而是为了拯救生命。”


  休伯发现，用户目标能够为企业文化奠定基础——我们之所以用这种方式解决问题，是因为我们知道什么很重要以及为什么重要。


  南新罕布什尔大学的勒布朗校长认为，南新罕布什尔大学以用户目标为核心的明智举措，也让员工充分获得授权去帮助学生消除任何障碍。他表示：“我们的文化授权全体员工去落实这样的理念。”例如，学校的职业生涯辅导员帮助了一位没钱继续就读的学生，这个学生是个单亲妈妈，她的生活中缺乏强大的支持网络。于是，这位辅导员从当地超市购买了200美元的购物券，寄给这位学生。另一个例子是一位罹患重病但只差几个学分就能毕业的学生，技术支持部的员工和辅导员帮助这位学生向院长申请，说他已经完成了足够的学业，可以拿到学位了。校方批准后，他们亲自把文凭送到医院交给了这个学生。


  “这些事情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没有人在旁边敦促。”勒布朗表示，“但显然这都符合用户想要完成的任务。我们的目标是持续打造让大家自然而然做出正确选择的组织结构和文化。”用户目标达成理论运用得宜时，可以做到“精准”运营，把浪费、开销、时间都降到最低。因为当企业运营以用户目标为核心时，就能尽量缩减浪费的时间、精力和资源。


  “经营美国女孩公司的时候，我们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美国女孩的创始人罗兰说，“‘美国女孩卖的是故事，不是产品。’这是我们经常用来提醒自己忠于事业的方式。你在这家公司走到任何部门，问任何人，他们都会告诉你这一点。我们对这个理念非常狂热，我们觉得自己有能力改变世界，留住童年的时光。”罗兰指出，以用户目标为核心可以让各层级员工随时获得授权，从而激励他们，“每个加入公司的员工都认同我们追求的用户目标：帮助所有女孩和母亲拥有更加美好的童年”。


  评测重点


  “能评测，就能做得到”这句话常用来鼓励管理者根据评测指标来追求效率和进步。但是，我们用来测量效率的数据却有利害参半的效果——数据确实有助于评测和管理，但数据也会创造出外部世界的模型。公司的管理者（尤其是大公司）通常无法直接了解用户，他们大多通过数据来了解用户。这些数据把真实的用户加以细分，再按属性把他们重组成“客户群”，变成模型和电子表格。当公司内部划分成不同的业务部门，各自负责不同的产品或客户群时，数据便会通过这些部门过滤和搜集，这样得出来的模型鲜少吻合用户想要完成的任务。


  财捷的创始人库克表示：“现代世界有很多东西可以轻易评测，例如屏幕、流量、折现率、频率……能被评测的东西太多了，我们可以获得很多数据，因为它们都是系统自动产生的。”但是，即使财捷拥有大量数据，它知道用户的鼠标点击了什么，它依然缺少某个基本的东西。“我们并未评测对用户来说最重要的事物，因为它很难测量，却又极其重要。我们其实并没有评测出我们的产品是否改善了用户的生活。”


  “改善用户的生活”无法转化成财捷追踪的某项数据，但财捷还是可以评测出是否提供了用户想要的购买体验及使用体验。例如，财捷知道，会计师使用财捷软件是为了节省帮助客户报税的时间，从而帮助更多客户报税（因此提高收入），或是腾出更多的时间去做其他活动。所以，财捷软件能否帮助他们达到这个目标呢？


  库克曾在亚马逊担任董事多年。他指出，若想了解“如何评测符合用户想完成的任务中最重要的东西，同时持续改善效率”，亚马逊可以说是最好的典范了。前面提过，亚马逊的创始人贝佐斯自亚马逊创立以来，便清楚地锁定了三大要务：多元化商品、低价、迅速到货。在亚马逊知名的“用户逆向创新流程”中，它是以分钟为单位来追踪这三个指标的。


  贝佐斯认为，延迟不是意外或绩效不佳，而是应该消除的“缺陷”。例如，为了守住“最低价”的根本承诺，亚马逊开发出一个自动搜索引擎，它可以每天上网两次，搜寻数百种基本商品的价格。只要发现有更低的价格，亚马逊的定价就会自动调得比竞争对手低。这就是你有时会看到购物车里的商品标价突然下滑的原因，如果商品价格下降到某个合理利润的标准之下，系统就会启动人工检查。这个系统的一切设计都是为了效率，但目的是为了有效地达成亚马逊对用户的承诺。每隔几个月，贝佐斯就会亲自颁发“想做就做”奖（Just Do It），奖品是一只旧耐克鞋，以鼓励为了亚马逊的整体利益而偏离其工作职责的员工。亚马逊这种专注于用户目标的方式，让员工清楚地知道了什么对用户最重要。


  南新罕布什尔大学也有类似的做法，勒布朗校长表示：“我们的成功是由学生的成就来界定的。”学校虽然会详细记录很多数据，但校长和领导团队最重视的统计数据是：“毕业生若可以重新选择，他们还愿意选择南新罕布什尔大学吗？”基本上，这是在问毕业生，他们是否为自己的目标找到了正确的“解决方案”？截至2016年年初，95%的受访者都说“是”。勒布朗表示：“我们可以评测很多东西，但你评测的是什么非常重要。”


  用户目标改变了一切……


  2013年4月15日，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发生的当晚，克拉克·吉尔伯特正在饭店的房间里紧盯着电视和笔记本电脑的屏幕。爆炸案发生后，全世界都在努力探究事件的真相。当晚，吉尔伯特几乎没睡，他一直盯着新闻报道，以了解这起触目惊心的悲剧。不过，他对整起事件的关注不只是出于一般公民的关切，当时他是德瑟雷特新闻出版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我曾参与《德瑟雷特新闻》的编辑顾问委员会），这家公司发行的是犹他州历史最悠久的日报《德瑟雷特新闻》。翌日，他走出房间，穿过走廊和大厅乘坐电梯时，忍不住去看饭店房间外面和大厅里摆的报纸。这些报纸都没有刊登爆炸发生后的状况，因为重要的细节是在报纸截稿后才披露的。那天晚上，每个小时都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细节、影片和照片，以更正之前的误传，受害者和救助者的名单也逐渐被披露。报纸截稿后，整起事件又出现了新一轮不同的报道。


  但是，在饭店的大厅里，这些新闻标题让人不禁想：传统报纸的用户目标已经被其他资源取代了，大厅里没有一份报纸可以帮助读者获得最新的爆炸案消息，包括《德瑟雷特新闻》。24小时播放的电视新闻、各大媒体网站的实时更新，甚至连推特都比传统报纸强大。如果你现在还不知道前一天波士顿发生了爆炸案，那么你一定生活在山洞里。


  对吉尔伯特来说，这番认识当然没什么好惊讶的。数十年来，报业在报道突发新闻方面持续败退。吉尔伯特领导《德瑟雷特新闻》进行组织重组已好几年了，他们把焦点放在强化报社的数字化上，以便和实时新闻竞争。但波士顿爆炸案的报道让吉尔伯特意识到，强化报社的数字化并不能解决核心问题：读者看《德瑟雷特新闻》，究竟是为了什么？


  以往大家看报是为了完成四五种用户目标，例如，分类广告是帮助读者“找工作”或“找特惠商品”；读者投稿是为了“找到支持我的观点或帮我阐明观点的人”；在网络出现以前，报纸也能帮读者了解突发新闻；或像吉尔伯特所说的，报纸是“告诉我社区时事”的媒介。


  但是，报社把这些用户目标混合在一起，而且样样都做不好，导致后来报社也不知道读者究竟是为了什么看报，无论是印刷的报纸还是网络报道都有同样的情况。这个重要的发现应该促使报社努力提供不同的方案，而不是继续浪费资源去做毫无优势的事情。


  如果市面上有很多更好的解决方案可以“告诉我社区时事”，《德瑟雷特新闻》还可以为用户提供什么用户目标？它还有吸引力吗？


  于是，吉尔伯特和他的团队开始运用“用户目标达成理论”来回答这个问题。


  吉尔伯特说，用户目标达成理论使他们做市场细分时，从“人口统计学导向”变为“用户目标导向”。“我们发现，所有读者都想从报纸中获得同样的用户目标：我希望我消息灵通，见多识广，忠于个人理念，并在家中与社区发挥影响力。”这个目标客户群是由一些小众群体组成的：包容的信徒（有信仰和家庭观的人，但没有强烈的教派意识）、虔诚的教徒（有明显的宗教背景）、左右为难的人（想成为其中一种人，但生活上的种种困难使他们无暇加入这两个团体）。这三个小众群体合起来，统称为“志同道合的信徒”。他们重视家庭，普遍有信仰，他们担心道德沦丧，在乎子女教养，想要回馈所在社区。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德瑟雷特新闻》的研究，这些志同道合的信徒几乎占到美国新闻读者的56%，而且他们觉得自己并未受到重视。传统媒体之所以忽略他们，部分原因在于这类读者无法从人口统计学或心理层面上被归类，他们不能用富有或贫穷、民主党或共和党，以及城市或乡下来区分。这些读者的特质是：他们想要完成全然不同的任务，但没有任何一份报纸可以提供这个用户目标。主流媒体往往揭露出生活中糟糕、乌烟瘴气的一面，而这些新闻读者想要的则是有深度、不打口水战的新闻，以及可靠媒体的分析。当然，他们也希望新闻能涵盖他们所关切的议题，包括家庭、信仰，以及期望解决的问题等。


  吉尔伯特这样描述这群读者对新闻媒体的不满：“他们看《纽约时报》，也看福克斯新闻频道政治评论家肖恩·汉尼提的节目，但他们对这两者都不喜欢。他们欣赏《纽约时报》的严谨和有深度，但又觉得《纽约时报》和他们有点儿脱节，甚至对他们的核心价值观一无所知。他们听到肖恩·汉尼提提到过一些他们的价值观，但又觉得他好辩、易怒。”《德瑟雷特新闻》发现了这个市场缺口，于是他们开始着手处理这个一直存在却无人发掘的用户目标。


  《德瑟雷特新闻》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分支机构，但之前它一直是以传统报社的形式经营，并且在犹他州与其他的小报及全国大报竞争，试图成为当地民众的主要新闻来源。通过功能、情感、社会层面的视角，《德瑟雷特新闻》发现传统媒体提供的新闻（包括以前的《德瑟雷特新闻》）和许多读者想看的新闻之间有很大的断层。


  吉尔伯特指出：“我们发现读者想要的产品用户目标是，从报纸上得知反映我个人价值观的新闻。读者想要这类信息，让他们更有信心去落实这些理念，在家中与社区发挥影响力。”他们不是在找新闻的“震慑”价值。“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可以满足这个情感层面的用户目标，读者就会越发喜欢读我们的报道。”


  之后，吉尔伯特向他的团队提出以下挑战：找出平面媒体的重要且与众不同的用户目标，然后全力以赴，完成任务。“我曾对他们说：‘你要假定每个人都知道你要报道什么，而且你报道的已经是旧闻了——这就是平面媒体面临的困境。’”


  幸好，这样的思维促使他们迅速找到了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用户目标，这个用户目标和深入分析已经发生的新闻事件有关。为了描述这个用户目标，他们借用《达拉斯晨报》的发行商率先提出的“PICA”法：视角（Perspective）、观点（Insight）、背景（Context）、分析（Analysis）。事件发生及报道之后，读者就会开始寻找这些内容。换句话说，在事件变成众所周知的新闻以后，你可以帮助读者了解新闻事件的意义和影响。但这只是功能层面的用户目标，在情感层面的用户目标上，则是帮助读者把这些议题和他们对家庭及信仰的兴趣联结在一起。吉尔伯特说：“就像《华盛顿邮报》是以华盛顿特区的政治为重一样，我们想以美国家庭为重。”


  吉尔伯特的描述充分凸显出在塑造用户目标时，“情境”有多么重要：“我们发现在功能层面上，即使报纸上的报道最晚出现，它仍然扮演着一个角色。重点在于‘明天早上’这个情境，那时新闻已经报道出来了，大家对事实已经有了基本的了解。读者再怎么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重复报道，总得有个限度，我们隔天需要的是新闻的深度分析。”


  搞清楚《德瑟雷特新闻》可提供的独特用户目标，不仅能指引吉尔伯特及他的团队转型及竞争的方向，也让他们知道自己不该做哪些事情。以美国国会的立法会议为例，传统的新闻媒体会说“我们正在报道美国国会立法会议”，内容涵盖所有的法案以及会议中发生的争论。但是用户目标视角则采用不同的方法：“这个会议审核了30项法案，但是在报纸头版，我们只锁定5个可能对家庭有影响的议题。我们把这份报纸的‘用户目标’定义为关注信仰及家庭以后，便完全确立了我们寻找、发现、报道新闻的方式。我们的工作重点在于了解读者想要的用户目标，并且站在他们的角度思考。”


  使用用户目标达成理论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厘清哪些员工最适合为读者提供这个用户目标。“我们不是《萨克拉门托蜜蜂报》”——这句话成为他们凸显这个特质的口号。“我们想表达的意思是，我们不是传统的报纸，也不是新闻都市报。我们用这个口号来强调我们不做什么，因为这和我们想要提供的用户目标不符。”吉尔伯特说，“每个人都知道，如果有人说你的报道或版面看起来像《萨克拉门托蜜蜂报》，那就是最大的侮辱，因为你在这里最不希望听到有人这样评价你的作品。”


  吉尔伯特说，在报社，并非每个人都了解这一点，他们必须把一些不了解的员工调到其他部门或劝退。但报社改变了以后，整个企业文化都锁定在同一个目标上：“我们之所以成长这么快，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招募及培养的人才都深信，美国欠缺与信仰和家庭相关联的报道。”


  吉尔伯特说：“改变整个组织的方向，以这个用户目标为核心，真的改变了一切。”相较于传统的平面媒体，《德瑟雷特新闻》的发行量开始大幅增加，网站的流量也急速上升。此外，他们还发现《德瑟雷特新闻》提供了重要的社会用户目标，让志同道合的读者产生了共鸣。“有一次，我们与读者交流，结果发现他们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就像通电一样。于是，我们在网络上建立了社区，以信仰和家庭为主题，把他们联结起来。”


  但是，《德瑟雷特新闻》并不是以传统报纸为核心来建立社区的，而是以情感层面的用户目标为核心。它以信仰和家庭等主题在脸书网上开设社团，并通过这些渠道把新闻内容传递给更多的读者。它在社区媒体上的粉丝从几百万人成长至上亿人（通过《德瑟雷特新闻》的家庭分享网络所开设的多个社交渠道）。对从未听过《德瑟雷特新闻》的人来说，这个数字令人惊讶，但吉尔伯特和他的同事说，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找到了明确的用户目标。“很多原本不会来找我们的人，现在反而是最热情的参与者。”吉尔伯特说，“当我们以用户目标为核心来打造社区策略，而不是把报纸当成产品时，我们就打开了市场，接触到了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多的读者。”


  留在用户目标情境中


  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每一个卓越的企业一开始会成功，都是因为它为一群用户提供了重要的用户目标。在最初的流程或规范中，几乎没有什么“优先要务”，例如如何评估机遇、如何决定管理者的薪酬、如何评测成果等。成功的新创企业通常以用户目标为核心，看起来很像由一小群人组成的，每个人都身兼数职，它们都很了解要为用户提供什么东西，帮助用户获得想要的进步。总之，在新创企业中，它们是以用户目标来建构组织的。


  但时间一久，一切都改变了：企业成长需要额外的管理层级和更多的沟通。清楚的职责划分和定义明确的流程，是避免组织陷入混乱的必要条件。随着企业的成长，早期以用户目标为核心来建构组织的方式无法再继续维持下去，也无法进行管理。因此，企业开始把焦点转移到用户、产品、竞争对手和投资人身上，对用户目标的关注越来越少。


  不过，增强控制和增加效率并非毫无风险，风险在于管理者可能把他们的任务塑造成“有效率地执行既定的内部流程”，而不是“有效地帮用户完成任务”。管理者越是偏离用户的情境，就越容易陷入人为编辑过的外部世界。


  久而久之，当我们开心地扩张业务，根据内部定义来改进能力时，企业可能会越发偏离当初用户追求的任务。但财捷、南新罕布什尔大学、美国女孩、安吉星、《德瑟雷特新闻》，以及我们研究过的很多成功企业则展现出全然不同的发展方向：它们以用户想要完成的任务作为企业的组织原则。


  功能层面的管理和效率是市场竞争的必要条件。但是，只有在完成了重要的用户目标，为用户创造出价值时，这样的效率才有价值。成功的企业不会为了追求运营效率而牺牲用户想要完成的任务。


  马来西亚森那美集团的策略创新总监哈利·奈尔多年来一直在创新工作中使用用户目标达成理论，他之前在Innosight咨询公司、宝洁、金佰利任职时也是如此。他指出：“你可能不认同电子表格或营销活动，但公司内部不该为‘用户目标’而争论，用户目标在企业中可以产生统一的力量。我们的周围充满大量信息，这些信息往往相互矛盾，但你只要说：‘我们回归用户目标吧，用户雇用我们的产品是为了做什么呢？’大家就不再争论了。”


  【重点摘要】


  
    • 让企业员工了解为用户完成何种重要任务，可以成为凝聚全体员工朝着共同目标迈进的口号，同时它也是企业持续创新的指南。


    • 多数企业的使命宣言往往过于笼统；相反，精心设计的用户目标不仅鼓舞人心，而且切实可行。


    • 以用户目标为导向的企业能够获得4种明确的益处：


    * 分布式决策：企业全体员工都可以做出以用户目标为导向的决策，进行自主创新。


    * 资源的最佳配置：用户目标凸显出资源最适合用在哪些地方，不适合用在哪些地方，对资源做出最恰当的配置。


    * 激励效果：帮助用户完成任务可以激励员工，因为这会让他们看到自己的工作如何帮助用户在生活中获得了进步。


    * 做出更好的评测：把焦点放在用户目标上，大家自然会评测与管理以用户为导向的指针。


    • 清楚地说出企业帮助用户完成的任务，并将其深深植入企业文化，这可能很困难，需要下很多的功夫，但你为此获得的回报是值得的。

  


  【领导者的思考题】


  
    • 你的企业之所以存在，是为了完成什么重要的用户目标？


    • 企业内部是否普遍了解这些用户目标？用户目标是否反映在企业的使命宣言或其他重要的企业宣传中？


    • 领导者是否经常传达这些用户目标的重要性？


    • 如何把这些用户目标融入你的领导信息、企业宣传及文化中？

  


  第10章

  关于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的其他应用


  
    在最后一章，我有三个愿望。首先，我想传达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对创新者的妙用，因为它解开了困扰管理者数十年的问题：创新真的只能碰运气吗？我们可以肯定地告诉你，绝对不是！第二，我想说明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的局限性，即它能解释什么，以及不能解释什么。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把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套用在无法解释的问题上，它就失去了明确性和预测性。第三，我想激发你的好奇心，举例说明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可探索的问题有多深多广。

  


  我们真的能称之为“理论”吗？


  对许多读者来说，“理论”是以一连串的方程式或公式，描述独立的变量或因子是如何影响研究结果的。产生理论的研究结构通常是演绎性质的，这种研究从因果关系的核心命题开始，然后去搜寻验证（或推翻）核心命题的数据或现象。


  其他的理论则通过归纳研究建构。做这种研究的学者一开始没有因果关系的命题。他们会认真审视某个现象以及有关现象的数据，针对什么导致事情发生以及为什么，逐步得出一个命题。


  用户目标达成理论是归纳出来的，因为创新失败如此普遍，我无法一开始就针对成功的创新提出一个核心命题，然后再以演绎的方式进行测试。20多年来，我小心地观察买卖东西的人都在做什么，从而归纳出“为什么”。


  以归纳法建构理论的一大目标，是开发出一个或多个“构念”（construct）。构念通常无法被直接观察，构念是抽象概念，它往往是一种可视化的想象，帮助观察者了解现象长期以来如何互动及相互改变。相关性透露出现象之间的静态关系，构念则是帮助我们了解因果关系动态性的踏板。


  例如，在化学中，奥古斯特·罗朗（1807—1853）把化合物可视化（构念），因此可以解释化合物如何产生及转变成其他化合物。在经济学中，亚当·斯密（1776）提出“看不见的手”这个构念，用来解释自由市场的运作。他把市场比作一只看不见的手，把资本和劳动力配置到可为社会带来繁荣的活动中，并从浪费资本和劳动力的实体中释放出资源。这个理论帮助了数十亿人了解资本主义在妥善建构下如何造福于人类。在颠覆性创新理论中，定义“颠覆”本质的关键，在于想象科技进步和市场需求互动的轨迹。


  为什么我要岔开话题，讨论构念在理论中扮演的角色呢？因为“用户目标”这个词就是一种构念，它完全符合构念的定义以及它在“用户目标达成理论”中扮演的角色。了解“用户目标”这个构念，需要小心定义那些用来传达我看到的现象的词汇。例如，“雇用”和“淘汰”不仅是简洁好用的词语，它们也能帮助我想象交易流程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


  有些人读这本书时，可能会批评这些用语，因为现实企业里的真人实事不是在电子表格上操作的数据。有些人对好的理论的开发会有某种错误的担忧。当你看到数字化的数据时，切记，这些都是人造的，是某个人或某群人决定把现象中的哪些要素纳入数据中，哪些要素忽略不计。因此，数据反映了偏误。约翰逊和卡普兰合著的好书《转折点上的成本管理》显示，每个数字背后都有复杂的故事。这些故事经过解析并归纳成数字后，故事本身也隐藏了起来。[1]当故事被讲述出来，其中的数据很丰富。从好的个案中得出的认识也很深入，但从故事中归纳出来的数字所衍生的观点往往很浅薄笼统又空泛。


  基于这些原因，我们觉得“用户目标达成理论”这个名称很贴切。


  当理论“错误”的时候


  研究者刚想出一个理论时，一开始都是不完美或不完整的。理论是在人们持续的运用下，不断地演化及改进的。好的理论其实需要有异常现象（也就是理论无法解释的状况）才能改善。当异常现象出现时，会迫使研究者回过头来钻研那些混乱的现象。他们需要改进自己的理论才能解释异常现象，或是为理论定义新的使用限制，而超出限制以外，这些理论就不再适用了。每当我们发现及解释异常现象时，我们对世界的运行方式又有了更多了解。


  许多学者有一种非常不明智的习惯，他们会针对同事创建及发表的理论，刻意找出“反驳”这个理论的现象，然后在知名的期刊上发表论文，接着就得意地躺在某地的沙滩上，因为他们的论文现在已经变成“文献”了。实际上，这样做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异常现象并非驳斥任何事情，异常现象只是指出了理论还无法解释的东西。发现异常现象的学者需要努力改进自己的理论，或是以更好的理论取代原来的理论。


  我希望本书读者也能找到用户目标达成理论还无法解释的现象。如果你能让我知道这些问题，就可以帮助大家进一步了解这个理论。撰写本书之际，我正在为理论寻找方法，以便大家一起改进，我很欢迎各位来分享自己的想法。在此，我首先感谢大家加入这个深入探索理论的过程，帮助我们了解如何更有效地管理创新。


  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的适用范围


  20年前，我以“颠覆性创新”描述了新企业颠覆现有企业的现象。后来，颠覆性创新理论指引成千上万家企业蓬勃发展。但是，“颠覆”这个字眼就像许多英语单词一样，有多重意思，所以颠覆性创新理论经常遭到误用，很多人拿它来描述不适用的现象和情境。我也想过是否有更好的词汇可以避免大家误用，但到目前为止，我还找不到更好的替代语。


  因此，我想为“用户目标”这个字眼设定一个使用范围。我们很容易就想以“用户目标”来描述我们想了解的多种人类动机，但并非刺激我们发起行动的每件事都是用户目标。我们在这里定义的“用户目标”需要下功夫去发掘及了解，所以我们不能不假思索就把某件事称为“用户目标”。而且，我在本书中刻意把“用户目标”定义得很精确。大家在研读及应用用户目标达成理论时，有两个问题应该极力避免。


  第一，如果你或同事以形容词和副词来描述“用户目标”时，这就不算是真正的用户目标。它可能是描述用户达成任务时需要经历的体验，但它并不是我们界定的用户目标。例如，“方便”不是用户目标，它可能是促使用户挑选你的产品而非竞争对手产品的体验，但它不是用户目标。定义完善的用户目标是以动词和名词表示的，例如“我想用语音输入来写书，这样就不需要打字或手写了”。而且，“我们应该让自己变得更诚实”是一个崇高的目标，不是用户目标。


  第二，为了确保理论的实用性，以合适的抽象层来界定用户目标很重要。这样比较偏向艺术，而不是科学。此外，有一个很好的经验法则：如果只有同类的产品符合系统或产品的结构，那么用户目标概念就不适用。如果只有同类的产品能解决问题，那么，你发现的东西就不是用户目标。


  以下是一个例子：“我需要一杯装在12盎司[2]塑料杯里的巧克力奶昔。”这不是用户目标，因为符合这项描述的商品都属于奶昔。我可以说这是“需求”或“偏好”，但它不是“用户目标”。我们需要提高到抽象层级才能发现用户目标。例如，“我需要一种东西让我开车上班时有事做，此外，我也希望它可以给我饱腹感，让我早上十点开会时不觉得饿。我可以买香蕉、甜甜圈、贝果、士力架巧克力或咖啡来完成这个任务”。在这个例子中，可以完成任务的选项来自不同的产品类别，而且根据我们的经验法则，这就是合适的抽象层级。


  另一个例子：“在房子铺瓦片、搭墙板或砌砖墙以前，我需要一张轻薄的材料把房子围起来。它的摩擦系数要高，导热系数要低，坚韧度要高，以免使用时破裂了。对了，它还要防水。”这也不是用户目标，而是技术规格，你可以选购杜邦研发的特卫强，或是干脆省下这笔钱，什么都不用。


  你需要提高抽象层级才能发现用户目标。以下是提高到抽象层级后，你可能发现的东西：“我们要在波士顿盖所新房子，冬天湿冷的空气和夏天潮湿的热气都很容易渗入墙面。我希望家人冬天在家里感到温暖舒适，夏天觉得凉快干爽，所以，我需要在屋子的外墙加上隔离材质，以减少暖气和空调的费用。”


  你可以买木浆或纸浆，把它灌入墙壁的空隙；你可以买一大卷玻璃纤维绝缘体，把它钉在墙上；你也可以买杜邦公司研发的特卫强。为了让墙面更密实，我可以同时使用特卫强和玻璃纤维绝缘体。或者，我也可以冬天多穿几件衣服，夏天多开窗户。也许我应该买两台除湿机和电风扇，或是干脆搬到加州的圣塔芭芭拉或旧金山，让大自然帮助我解决隔热或保暖的问题。


  我们看得出来这是用户目标，而不是技术规格或要求。我们之所以知道这是用户目标，是因为其他完成用户目标的选项来自不同类别的产品和服务。


  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的应用


  过去20年来，用户目标达成理论有了很大的变化。当我帮助很多人解决多种不同的难题时，意外地发现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的应用可以更广泛。我几乎每天都会发现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的有趣实例。我女儿凯蒂最近跟我聊起美发沙龙Drybar，这家美容院只提供一种服务：帮顾客打造出完美的发型，并附加一些客户体验，帮你为特殊的夜晚做好准备，让你更加自信。（我不知道有这么多人喜欢这种服务，听完以后我完全改变了自己的认识。）几年内，Drybar已经在全美各大城市掀起热潮。


  在美国政府预算紧缩的年代，一位空军四星将军面临激励及留住顶尖人才的挑战，他来找我咨询，我们也讨论了用户目标达成理论。他离开时，似乎对自己面临的困境有了全新的认识，并且对未来充满希望。他离开时对我说：“没想到奶昔这个故事竟然可以彻底改变我对部队人才招募的看法。”他面临的问题确实充满挑战，但我希望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可以提供不同的观点，帮助他改变现状。这是最近几天我遇到的实例，但我一直在想，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其实可以用来解决家庭和社会中更大的问题，例如个人生活、教育、医疗保健等。


  •家庭幸福


  2012年，我和迪伦以及我的得意门生詹姆斯·奥沃斯合著了《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一书。[3]在这本书的第6章，我们从用户目标的观点审视个人生活。我们在个人及家庭生活中看到一些没有受到关注的情况，因此提出以下的问题：“父母对孩子来说有什么用户目标？”以及“妻子需要丈夫帮忙完成什么任务？”我们以合适的抽象层级提出这些问题，例如，家里有东西坏了，妻子可能需要丈夫来修理，她也可以找工人来修理，或是干脆自己修理。或者，她决定置之不理，选择视而不见。妻子需要的另一个用户目标是关爱，丈夫可以完成这个任务，但丈夫在这方面往往做得不好，所以她可以找亲友或专业人士来完成这个任务，或者干脆忍受现状，不去寻找完美的解决方案。希望你读到这里时，也思考一下你在生活中想要完成的任务，以及你是否处理得当。这将是一个发人深省的练习。


  •公立教育


  2010年，我和得意门生迈克尔·霍恩合著了《创新者的课堂》一书[4]，霍恩目前是美国未来教育的引导者，我们在这本书里探索了为什么公立学校难以改善教学质量。改善学校教育确实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创新者的课堂》中，我们从用户目标的观点探索了学生想要完成什么任务。我们的结论是，“上学”不是学生想要完成的任务，上学只是学生可用来完成任务的选项之一，学生真正想要的是“每天获得成就感”，他们也需要朋友的陪伴。当然，上学可以完成这些任务，但他们也可以休学加入某个帮派，这一样可以给他们成就感，也可以结交朋友。或者，他们可以休学去工作，自己赚钱买车，载着朋友在街头巷尾以飙车为乐。


  很多学校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好，导致很多孩子上学时有挫败感。孩子们也可以靠运动获得成就感，对有些孩子来说，运动带给他们很大的成就感。但是对没有运动细胞的孩子来说，运动会让他们产生挫败感，所以他们可能会把注意力转向电子游戏，从电子游戏中寻找成就感。还有很多学生不擅长电子游戏，所以他们可能跟同样有挫败感的朋友为伍，一起吸毒或做其他事情以寻找成就感。


  最近，我很高兴得知康宁公司首席执行官温德尔·维克斯和他的妻子金·弗洛克在纽约的康宁市成立了“数学与科学非传统学院”（Alternative School for Math & Science），他们的目的是让孩子在学校里获得成就感，这也是可汗学院的目的。看到这些优秀的人才努力为学生提供想要的用户目标，我对未来教育充满了希望。我们都知道，在孩子的生活中，这些都是显而未见的重要用户目标。[5]


  •医疗服务


  2009年，我和另一位得意门生黄捷升（现任破冰保健医疗公司的共同创始人和首席医疗官）合著了《创新者的处方》一书。[6]这本书探讨了为什么我们的医疗系统使用率逐渐下降，但成本依然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这个问题。我们解开这个难题的关键也是用户目标达成理论。例如，大多数人希望自己保持健康，不必思考健康问题，但医疗机构其实是靠病人生病赚钱的。也就是说，它们是“疾病”护理，而不是“健康”护理。当我们都保持健康时，这些医疗机构反而没钱赚。所以，在美国的医疗体系中，一般人想要的用户目标和医疗机构提供的用户目标是不符的。


  在山间医院、凯撒健康计划、盖辛格医疗系统这类医疗机构中，管理者积极为用户实现想要的用户目标，它们采用的一种方法是承担护理成本，也就是帮用户投保。如此一来，医疗机构的财务稳健将依赖于会员的持续保持健康。这种关系也适用于提高疾病预防、医疗护理的效率和效果，从而促成用户目标导向的创新。这使得医疗保健机构把焦点放在对会员保健上，而不是等到会员生病才介入；它们也可以在会员生病时，尽快帮会员康复或有效地控制慢性病。这样一来，医疗从业者所提供的用户目标和用户想要完成的任务就达成一致了。


  这种方式和传统的医疗体系截然不同，传统医院只有在为用户提供医疗服务时才获得收益。在这种情况下，医疗机构并没有动机长期帮助消费者保持健康或管理医疗成本，它们反而会想办法增加医疗数量。在这种情况下，医疗机构所提供的用户目标和用户想要完成的任务是不一致的。


  •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想想看，我们选政治领袖的用户目标是什么？这些政治领袖认为我们为什么选举他们呢？他们所提供的用户目标和我们投票时想要完成的任务有什么不同？两者相符吗？我们选政治领袖出来是为了让他们领导我们吗，还是让我们表达不满？这是两回事。我在第8章提过，德鲁克曾提醒我们：“用户花钱买下的东西，通常不是公司自以为卖出的东西。”我猜，选民和政治人物之间的认知也有严重的脱节，这也是我们对当选人持续感到不满的原因。


  下次你去教会、庙宇，或刻意不去这些宗教场所时，想想这种脱节的现象。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教会很难留住信徒：它们已经忘了自己在信徒生活中的用户目标。


  关于如何运用用户目标达成理论来帮助我们洞悉世界，我可以讲好几个小时。好的理论不是为了教会我们思考什么，而是为了教会我们如何思考。我希望各位读者在读完本书后，继续在家中或办公室里用这种方式去思考。


  理论如何提供帮助


  几年前，我在哈佛开了一门名为“打造与维持成功企业”（building and sustaining a successful enterprise）的课程。某天课上到一半，一位学生举手发问。当时，那门课已经上了半个学期。和以往一样，我教了一些理论。我觉得这些理论在学生进入职场后都是很实用的工具。多年来，很多学生问过我很多问题，我通常都准备得很充分，可以马上回答。但这位学生的问题让我有点儿意外：“教授，抱歉，我无意冒犯，但我想知道这门课的目的是什么？”我很惊讶，是因为我以为这门课显然是在帮助他们做好准备，面对未来的职业生涯和人生，应对那些未来难免会遇到的困难。但是，当时，我说让我回家想一想答案再回复她。隔天，我找到了一个不仅令她满意也令我满意的答案：“在这门课程中，我们将学习可以用来解释‘什么导致什么发生’（what causes what to happen）的理论。知道事情如何运作，这不是很棒吗？”


  这也是本书的目的。当你知道创新是如何运作的，当你知道创新成功的真正原因，你的努力就不需要碰运气了。一直以来，我们都以为运气是必要条件，甚至整个行业的人（例如风险投资）都认为创新基本上是一种概率游戏，现在，是时候推翻这种陈腐思想了。我花了20年时间搜集证据，现在，你可以投入时间、精力和资源，去开发预知用户会非常想雇用的产品和服务，你不需要再像其他人那样靠运气竞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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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谢


  克里斯坦森的谢词


  我花了8年的时间开发颠覆性创新理论，并写下《创新者的窘境》来说明。相反，我们花了近20年时间改进营销的“用户目标达成理论”，才敢把它归纳在本书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我有大量有关磁盘驱动器的资料，这让我总结出了颠覆性创新理论。但在研究用户目标达成理论时，我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我们需要向很多人及公司逐一搜集资料，没有捷径可走。


  因此，我需要感谢的人很多，他们帮我开发出这个理论的主体，让我可以用它来说明成功创新的重要原因。20年前，当莫埃斯塔第一次来哈佛商学院找我时，他带来了很多问题。他读了颠覆性创新理论，并且想把这个理论运用在咨询事业上，帮助他的客户。我想我们当初都没有料到那次见面会启动如此漫长的研究和合作，莫埃斯塔和他的伙伴派迪是最早提出问题的人，他们促成了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的诞生，以及日后多年的运用。


  过去20年间，莫埃斯塔和我每季都会见面讨论，每次讨论都让我获益匪浅。他有着工科背景，职业生涯的初期还有幸得了田口玄一博士和戴明的指导。他在工作上持续地应用及塑造用户目标达成理论，这为我们丰富的合作成果奠定了基础。我鼓励他创立“再连线”公司，把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应用在客户遇到的创新挑战上。我把他和这个理论介绍给我合创的Innosight咨询公司，也多次邀请他到我的课堂上分享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的实例。我想不到比他更好的理论代言人了，看他随机访问观众，就像看魔术师表演魔术一样，他诱使观众分享的东西总是令我啧啧称奇。我很珍惜我们多年来的合作关系，更重要的是多年来的情谊。


  财捷公司的共同创始人库克多年来也是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的爱好者，早年他的想法帮助我们建立了理论。2005年，我和他及本书的合著者霍尔在《哈佛商业评论》上第一次撰写了有关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的文章。我们多次讨论这个理论如何运用在他的公司上，后来他帮助我了解了很多“负面用户目标”，也就是用户不想做的事情。多年来，我和库克及他的员工对话时，学到了很多东西，包括组织要持续专注于用户想要的产品用户目标有多么困难。我们有很多的看法都得益于库克和他的团队。


  在完善理论时，我发现找到言之有物的怀疑者是难能可贵的事。迈克尔·克里斯坦森是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及贝克学者，也是我的儿子，他正好就是这个角色。迈克尔和我经常为了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的解释能力争论不休，我已经不记得对此辩论过几次了，他并不愤世嫉俗，他只是在追求真理时，对学术的完整性要求极高。他的质疑促使我们把理论修改得更好，我很感谢他勇敢地质问老爸，用户目标达成理论也因此变得更加完善。


  戴维·松达尔与我合作多年，最近他担任了克里斯坦森研究院的资深研究员。松达尔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更了解理论建构得稳固扎实是多么重要。他听到有人假装内行时，不必等话讲完，就能听出那些内容大有问题。他也知道哪些理论学者值得信任，哪些不值得信任。我很感谢他帮我为用户目标达成理论找到了运用范围，我想他跟我一样喜爱好的理论，但他强烈坚持理论必须精进到完善时才能公开。


  我的同事德里克·范·贝弗能言善辩，见解过人，每年在他的领导下，我们会邀请几位最优秀的毕业生来参加哈佛商学院的创新成长论坛。这些人都是最顶尖的人才，他们来哈佛商学院一两年的时间，积极开发、改进及传播创新与管理理论。马克斯·韦塞尔暂时搁下职业生涯的发展，加入论坛已有两年时间，他帮助我们塑造及精进用户目标达成理论与应用。他的贡献使得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变得更加稳健，使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对现实世界的管理者更实用。他持续提供宝贵的洞见，也是我们的好朋友，我非常感谢他的贡献。劳拉·戴加入论坛一年，帮助我们推动想法，协助团队在现实世界发掘用户目标。她对主题的热情使得每次讨论不仅成果丰硕，也让我乐在其中。汤姆·巴特曼、埃弗萨·吉欧姆、詹姆斯·奥沃斯、蒂娜·王、杰森·奥吉尔也帮助我们了解了用户目标达成理论是如何和他们开发的其他管理模型互动的。


  多年来，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因Innosight咨询公司同人的努力思考及实地应用而收获良多，尤其是我的合伙人斯科特·安东尼，他和我为这个理论想出了一些最基本的概念。他一直是我信任的合作伙伴与朋友。资深合伙人乔·辛尔德率先把这个理论应用在大企业中，因此对这个理论贡献卓著。Innosight咨询公司与世界500强企业的合作，让我们有机会挑战如何使整个企业都热情地接纳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的概念，并把它融入品牌团队和事业的活动中，让不同层级的管理者都了解用户目标是如何驱动策略和计策的。


  我的教学同事德里克·范·贝弗、切特·休伯、史蒂芬·考夫曼、罗利·麦克唐纳德、威利·施、拉吉·乔德瑞、雷·吉尔马丁是世界上最聪明、最无私的人，他们每天运用我们的理论来探索如何解决问题，以及如何为企业创造成长机会。但他们也找出我们的研究还无法解释的情境或结果，帮助我们解释这些异常，改善理论。我以前指导他们如何传授工商管理硕士课程，现在他们指导我如何传授我的课程。我很感谢有这个机会和这群优秀的人才共事。


  这几年，还有很多人和我们分享他们的重要洞见。大创意集团（BIG）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麦克·柯林斯是我认识的最早运用用户目标达成理论而且成效卓著的首席执行官之一。杰拉德·波斯特尔和丹妮斯·尼特豪斯和我一起合写了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的早期文章，在塑造及分享早期的理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哈佛商学院的院长尼丁·诺瑞亚在培养哈佛商学院的求知风气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一直是创新成长论坛的支持者，这个论坛能帮助我们和上过“打造与维持成功企业”课程的7 500位学生保持交流。这些毕业生就像以前上课一样，持续为我们寻找这个理论还无法解释的异常，并运用理论来打造公司，而且很多公司都非常成功！我为他们感到骄傲。


  克里斯坦森研究院的同事也是如此，他们提出一些当今企业面临的重要问题，并努力寻找答案。我把他们当成圆桌骑士，他们都离开了蓬勃发展的职业生涯，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来研究管理问题。


  接下来要感谢的是我的梦想团队。我很幸运能与霍尔、迪伦、邓肯合写这本书。霍尔是我在哈佛商学院的第一届学生，我还记得当时他坐在中间偏左上方靠过道的位置。多年来他和我多次合作，或许最重要的是他和我合写了刊在《哈佛商业评论》上的第一篇有关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的文章。我之所以找霍尔合作，是因为他总是可以为我们的作品增添一些实践经验，并提出一些合理的质疑，而且他在讨论时总是对理论充满热情。他反应敏捷，讨论时擅长举一些有趣的对比和例子，非常幽默风趣。


  迪伦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棒的作者和编辑了，我们合作过两次，包括这本书和《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她擅长把学术思维转变成实践者真正了解及运用的东西，从这本书的字里行间即可看出。我很感谢她不辞辛劳地投入精力，努力把这本书写得更好。她在这本书里的贡献不只是作者而已，她也是难能可贵的思考伙伴、合作者和朋友，与她合作真是三生有幸。


  过去10年中，邓肯因为协助开发及落实用户目标达成理论，使他成为我认识的人里面，最博学多闻、最具创新性的实践者。身为Innosight咨询公司的资深合伙人，他与许多全球企业一起因应困难的创新与成长的挑战。我知道他的努力在这些企业留下了持久的影响，他对这本书也有同样的影响力。我们在了解及说明用户目标达成理论时，一起厘清了一些细微的差异与挑战。早在邓肯开始思考创新以前，他就已经在哈佛拿到了物理学博士学位。在我们的互动中，他卓越的分析力让我获益匪浅。


  虽然按照一般惯例不会称他们是共同作者，但是少了艾米丽·施耐德和乔恩·帕尔马，我们就无法完成这本书。他们不仅改善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也改善了这部作品的质量。施耐德担任我的助理5年了，每天都以过人的热情帮我处理大小事，让每一位来这个办公室的访客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我雇用帕尔马时，就知道他会是我们团队的一大财产，但是当时我还不知道他的贡献有多大、多快。他不仅迅速地熟悉了这个办公室里的复杂理论、人事和项目，也贡献良多。我愈来愈依赖他的敏锐思维、无限活力，或许最重要的是他的卓越判断力。


  在这个过程中，我结识了许多优秀的同人及一辈子的朋友，非常感谢他们愿意每天跟我一起工作。


  近20年来，我的经纪人丹尼·斯特恩与他的同事克里斯滕·泽尼根·卡普和奈德·沃德为我的重要项目提供了大力的协助。感谢他们的细心指引，以及努力确保我们都很重视的价值观。本书的编辑霍利斯·海姆鲍奇是我多年来重要的合作伙伴，她有罕见的能力，能支持和鞭策我，还有过人的编辑技巧，她相信卓越的点子是激励我们整个团队的重要来源。


  最重要的是，我想感谢我的孩子马修、安、迈克尔、斯班赛和凯蒂，他们是我的完美团队。他们质疑、测试、编辑、运用这本书里的每一个段落。我们的孩子现在都有自己的事业，我和妻子克里斯蒂娜都为他们的成就感到骄傲，除了因为他们善用我们在家里讨论的管理理论，我和克里斯蒂娜最感到自豪的是，他们每天都记得上帝为什么派我们到这个世界来。我们教导他们这个道理，现在我们的孩子、他们的伴侣、我们的孙子也教会我们这一点。为此，我永远心存感激。最重要的是，我要感谢我的妻子，这本书里每一页都有她留下的精辟洞见及编辑巧思。我找不到比她更好的人生伴侣了。能有她常伴左右，我倍觉荣幸，满怀感激。


  霍尔的谢词


  生命中的重大事件通常是在出乎意料中倏然降临的，我与克里斯坦森的多年情谊也是如此。


  24年前，我第一次踏进克里斯坦森的课堂时，完全没料到未来我们会展开如此精彩的旅程。这些年来，每次和克里斯坦森交谈以后，我对他过人的耐心、智慧与良善总是充满了感激。克里斯坦森，非常感谢你。


  我也想感谢合著者迪伦和邓肯。邓肯精确的逻辑思维令我羡慕，他让复杂的概念显得井然有序，使这本书变得更有看头。任何人想要写书的话，我都希望他会有迪伦这样的伙伴。我常觉得我像童话里的鞋匠，夜里把制鞋的布块摊在桌上，隔天醒来发现鞋子已经完美地放在工作台上，与迪伦合作就是这种感觉。


  克里斯坦森的办公室主任帕尔马在这个项目进行到一半时才加入我们，但他迅速赶上进度，完全没遗漏任何细节。如果你很幸运，你会在生活中赞叹你与帕尔马互动的时刻。每次他一出现，几分钟内你就会在心里想：“没有他怎么办？”他一出现，总是可以瞬间让我们做的一切变得更好、更容易、更有趣。


  你要是寄给克里斯坦森一封电子邮件，会马上收到回信：“艾米丽·施耐德掌管我的世界。”此话一点也不假，施耐徳是我们的一大福气。事实上，与克里斯坦森和施耐德合作多年后，我也很希望施耐德能掌管我的世界。


  感谢以下几位朋友与同事，他们都非常睿智，对我极其大方：赫伯·艾伦、鲍伯·巴洛奇、巴里·卡尔皮诺、斯科特·库克、迈克·德潘尼菲力、克雷格·杜比斯基、巴里·哥德布拉特、杰森·格林、布莱恩·霍利根、罗德·霍根、史蒂夫·休斯、拉里·基利、吉姆·克尔兹、彼得·克莱恩、斯黛里·林赛、锡拉·马斯洛、彼得·马力克、帕特·麦高里、汤姆·莫纳汉、帕克·诺伦、迭戈·皮亚森蒂尼、迈克尔·雷诺、萨尔·罗森博格、詹妮弗·萨恩斯、罗格里奥·德罗斯·桑托斯、安舒·沙玛、杰夫·坦纳、杰·沃克、迈克·维杰、罗伯·温吉尔、艾迪·尹、杰夫·萨尔特曼。


  在尼尔森公司和剑桥集团里，每天我们都有很多机会把创新的概念应用到现实世界中。为此，我非常感谢这两个公司的同人。


  埃杜尔多·萨拉查和他的团队打造了现实世界实验室以测试我们的理论，并在哥伦比亚创造了新的成长业务。埃杜尔多证明创新与疯狂的交集是生产力极其旺盛的地方。


  几年前，安·克里斯坦森与我合作了一系列的项目，这些项目和新兴市场的高成长公司有关。安让我的思维更加敏锐，让我改进了很多概念，也让这本书变得更好。


  任何怀疑创新能否改变世界，甚至拯救世界的人，都应该认识一下琳达·罗腾伯格以及奋进集团的团队。20年来，琳达一直是我的好友，并带给我很大的鼓舞。与琳达及上千位组成奋进网络的创业者合作，让我们有机会在各行各业及各种文化中，应用并改进我们的理论。


  维瓦第集团的埃利奇·乔奇姆斯特不仅是我的好友，也是难能可贵的思想伙伴。近年来，他多次从繁忙的工作中腾出时间，帮助我整理及强化一些不完整的想法。


  莫埃斯塔对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的贡献和其他人一样多，他跟我情同手足。


  我认识的第一位卓越创新者是我的外祖父哈肯，他也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他是天生的改变世界的创新者，当被告之人类的心脏太复杂，难以动手术时，他却认为真正的问题在于大家对心脏的了解太少。于是，他成为心脏手术界的先驱，他为130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弹的士兵移除了炮弹碎片，没有一人因动手术而死亡。后来，他看到很多患者动了危险的手术后存活下来，却在转到病房复原时过世了。他早在我们想到用户目标达成理论以前，就运用了这个道理，整合不同的医疗部门，打造出全球第一个重症监护室，拯救了无数的生命。


  我想这个世界上可能有一些作者是独居隐士，但是对我们来说，写书其实是全家人的事，我妻子凯伦和女儿佩内洛普及哈德莉都为这本不太可能被她们列为圣诞礼物的书，做了无数的牺牲。但她们给了我全世界最棒的礼物：充满意义、关爱与笑声的生活。这本书占用了许多我与家人相处的时间，现在让我们好好玩乐吧！


  迪伦的谢词


  克里斯坦森的来电总能带给我有趣又令人振奋的惊喜，这本书也不例外。我觉得我很幸运，有机会再度与这位永远都是那么卓越、善良、大方的人合作。而他正好又是全球顶尖的意见领袖，这可以说是锦上添花。对我来说，与克里斯坦森密切合作，永远都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从来不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恩典。


  在克里斯坦森把我们四个人集合起来写这本书以前，我本来不认识另两位合著者霍尔和邓肯，但我很幸运有这个机会与他们合作。后来我们为了这本书掏心掏肺、倾注全力，我时时刻刻都很感谢能有这个机会与他们共事。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我都不知道霍尔是何时睡觉的，他对这份工作的投入、洞见和热情从未减弱过。邓肯对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在现实世界的运用，了解得极其广泛深入，无人能及，而且他非常擅长以浅显易懂的方式，说明和分享复杂的概念。我从他们两位身上学到了很多。


  我对施耐德和帕尔马有说不完的感激，他们也是这本书的合作伙伴，以多到令我难以想象的方式支持和陪伴我们，无私地奉献。施耐德仿佛为我的生活带进了一缕阳光，让我随时保持高昂的热情。帕尔马虽然较晚加入我们，但他马上变成我们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这世上找不到他不擅长的事情，他们两人都是令我安心的依靠。


  我和莫埃斯塔之间有过无数次的对话，每次都是他主动问我：“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他总是热情地分享思维、经验和概念，这些都深深融入这本书中。看莫埃斯塔进行用户目标访谈，就像看大师表演特技一样。希望我们已经通过这本书阐明了他对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的过人洞见。


  我非常幸运能够接触到成长创新论坛及克里斯坦森研究院的卓越人士，听取他们的洞见。在这里我想特别感谢范·贝弗和戴在百忙之中拨冗帮助我。另外，巴特曼、欧吉欧姆、韦塞尔、特雷西·霍恩也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提供了协助。克里斯坦森研究院的松达尔是真正的伙伴，他热情地花了好几个小时，与我们深入探讨用户目标达成理论。我也很感谢安·克里斯坦森、瑞贝卡·福格，以及热情的事实核查员迈克尔·德万纳斯，德万纳斯帮我在写书的过程中应付各种挑战。我要再次感谢斯特恩策略集团的顶尖团队：斯特恩、卡普、阿尼亚·崔泽皮泽，以及哈珀·柯林斯出版公司的编辑海姆鲍奇及其助理斯黛芬妮·希区柯克。海姆鲍奇的热情鼓励及专业指导，总能在支持与鼓舞之间达到最佳的平衡。希区柯克一直是我们的优秀盟友。


  我想感谢勒布朗和南新罕布什尔大学的团队、休伯、库克、罗兰、吉尔伯特、怀特曼、伯恩斯坦、邓恩和山间医院的团队、康利、可汗、高雷特、苹果的约翰·考奇、Intercom的德斯·崔诺尔和伊欧耿·麦凯布、精准营养公司的菲尔·卡拉万吉欧、庄臣公司的劳伦·拉齐等人大方地拨出时间，热情地接纳我们的理论，并与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谢谢诸位帮我们把这些概念运用到现实生活中。


  我的智囊团包括过去与现在的朋友和同事，我很荣幸能有这么体贴大方的靠山。拉基西·比利莫里亚花了好几个小时和我讨论用户目标达成理论，他不仅很有耐心，也带给我很大的启发。每次我需要奥沃斯时，他总是在我旁边。Innosight咨询公司的安东尼总能提供迅速又有见地的意见。马勒瑞·德温诺总是毫不迟疑地回答我无数的询问。谢谢《哈佛商业评论》的优秀同事詹姆斯·德维瑞斯的热心帮忙。同事简·海菲兹和艾米·贾洛在整个项目进行的过程中，也通过网络帮助我维持理智和笑容。


  最重要的是，我之所以能花无数的时间，投入这个充满挑战的项目，是因为有家人的支持。谢谢我的女儿瑞贝卡和艾玛鼓励我持续追逐专业的梦想，同时激励我永远以自己的梦想为先。谢谢我的母亲玛丽莲·迪伦，她以敏锐的眼光，阅读了这本书以及我写过的其他重要项目，也谢谢她跟我一样在乎我的工作。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先生理查德，他也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有太多的事情需要感谢他了：当我为这本书进行数百小时的谈话时，他总是在我身边；他是我最忠实的点子顾问；提供值得深思的想法以及有建设性的评论；在恰当的时机默默地在我的桌上放一杯咖啡；耐心聆听我说话，从来不会暗示我可能讲了太多行话。这本书反映了他对我的无条件支持，如果没有他，我永远也无法完成这个任务。


  邓肯的谢词


  我很幸运能从头参与撰写这本书，若不是克里斯坦森的支持，我不可能完成这项工作。12年前加入Innosight咨询公司时，我很荣幸认识他，并与他共事。我一直很钦佩他提出强大新概念的能力，还有他从事教育、写作、说故事的过人天赋。他也是我认识的最善良、大方的人。我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与他合作共同完成这个令人振奋的项目。


  我们这个团队让本书的撰写不仅充满成就感，而且还让整个过程相当愉悦。与另两位合著者迪伦和霍尔的合作是一大乐事。迪伦擅长写作及说故事，是我认识的最和气、最聪明的人。她让我们这个团队有效地合作，让工作按计划进行。霍尔因实务经验丰富，总是有源源不断的新洞见和妙趣横生的故事，他的幽默感让我们获益匪浅。我们的核心团队还包括施耐德、帕尔马和塔拉·戈斯，他们以多种方式为这个项目做着贡献，并提供了智慧及正能量。


  虽然我是以Innosight咨询公司合伙人的身份参与本书撰写的，但我认为我的任务不只是贡献我的想法，也在于传达多年来Innosight咨询公司其他同人所开发出来的卓越研究和概念。辛菲尔德和安东尼为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开发了基本概念，他们也开发出可以应用在大型组织中的多种方法。多年来我和安迪·沃尔德克及马克·约翰逊的多次讨论，以及最近和帕特里克·维吉尔瑞的讨论也让我获益良多。卡西·欧洛夫森和伊万·施瓦兹根据他们在编辑、写作、营销方面的专业，提供了许多睿智的意见和卓越的点子。我很幸运能在如此鼓舞人心的组织里，成为领导团队的一员。


  多年来共事的许多客户和同人都帮助我塑造了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的概念，但我想特别感谢为这本书贡献时间和故事的几位朋友，尤其是古利特、蒙森、高雷特、奈尔，他们大方地拨冗受访，耐心地与我们分享激励人心的故事。


  我最想感谢的是我的家人。这一路走来，无论我中途换了什么道路，父母和兄长布莱恩一直都很支持我，他们的支持对我的人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也想感谢罗得岛的家人艾德、克莱尔和克莉斯蒂娜的关爱与支持。最重要的是，我要深深感谢我的妻子苏珊和女儿佐伊，她们总是能让我绽露微笑，激励我，给我方向，提醒我什么最重要，我想把这本书献给她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创新者的任务 / （美）克莱顿·克里斯坦森等著；洪慧芳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1
  


  
    书名原文：COMPETING AGAINST LUCK
  


  
    ISBN 978–7–5086–8394–2
  


  
    I. ①创… II. ①克… ②洪… III. ①企业管理－技术革新－研究 IV. ①F27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63919号
  


  
    

  


  
    COMPETING AGAINST LUCK
  


  
    Copyright © 2016 by Clayton M. Christensen, Ridgway Harken Hall, Karen Dillon and David S. Dunca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创新者的任务
  


  
    著者：［美］克莱顿·克里斯坦森 等
  


  
    译者：洪慧芳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192千字
  


  
    版次：2019年1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17–0386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8394–2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image: cover]

    

  


  


  
    
      创新者的路径
    


    
      
    


    
      [美]斯蒂芬·温克尔 杰茜卡·沃特曼 戴维·法伯 著
    


    
      

    


    
      符李桃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前言 打造极佳创意的路线图
  


  
    第一部分 理解“用户目标达成理论”

    
      01 用户目标
    


    
      02 用户目标达成的驱动因素
    


    
      03 当前解决方案与痛点
    


    
      04 成功标准
    


    
      05 障碍
    


    
      06 价值
    


    
      07 竞争
    

  


  
    第二部分 利用“用户目标达成理论”打造极佳创意

    
      08 设立目标
    


    
      09 规划方法
    


    
      10 提出创意
    


    
      11 重构创新视角
    


    
      12 实验与迭代开发
    

  


  
    后记 将“用户目标达成理论”思维制度化
  


  
    附录A 即时指南
  


  
    附录B 在公共部门应用“用户目标达成理论”
  


  
    致谢
  


  
    以用户为中心的创新路线图

  


  前言

  打造极佳创意的路线图


  企业发展新方式


  电动车、猫粮、非洲的电子政务平台，这些东西有什么共同之处？答案也许会超出你的想象。这些产品都来自同一个创新方式——“用户目标达成路线图”。这一路线图是一个简单直接的创新过程，可以帮助企业不断挖掘潜在机会、产生卓越的创意。这种创新方式源于哈佛商学院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教授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他将“用户目标达成理论”推向大众，指出创新不是关注人们当下的购买需求，而是关注人们潜意识中希望完成的任务，这才是创新成功的秘诀。通过深入理解用户的需求、态度与行为，并结合市场环境的量化数据，“用户目标达成路线图”得以让企业洞见趋势，开拓创新，赢得市场。也正是这一点使得“用户目标达成路线图”的理念切实可行。


  在当今社会，大多数人认为创新是一场没有固定规则的自由竞赛，最佳创意能够自然脱颖而出。创新队伍面对一张白板进行头脑风暴讨论，基于企业的资源提出数不胜数的关于新产品的想法，或是凭空想象企业发展的千百种方式。但是，最后胜选的创意并非来自始终如一的筛选过程。相反，评估程序往往未经时间考验，而是根据企业掌握的信息、企业内部环境以及大股东的偏好，将看似最具前景的想法挑选了出来。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可靠且系统的方式将用户的重要意见纳入考量，因此这些胜选的创意也极少带来重大突破。即使某些团队走运，成功推出全新的产品或者服务，它们很快也会发现自身难以如法炮制胜利的果实。


  本书以“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的严谨框架为基础，帮助各种组织通过一以贯之、屡试屡验的创新方式应对挑战。作者认为，为了实现创新，创意固然重要，但是创新的途径也同样重要。把握创新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创新的质量，也就是团队最终产出的创新方案。“用户目标达成路线图”以细致而直接的方式帮助企业应对创新过程中的各种问题，不断带来出色的解决方案。


  用户洞察是“用户目标达成路线图”的核心。用户当前希望完成什么任务，完成这一任务存在什么困难，理解了这些问题就开启了创新世界的大门。“用户目标达成路线图”作为一个基础框架，为各种创新项目提供条理清晰的方式，让它们能够深入理解用户和重要股东，专注于重大的创新机会，设定合理的指标从而减少新方案测试的时长与成本。


  为什么需要新的方式？


  万事以用户为准绳，在创新方面尤其如此。无论用户对这一点有无意识，重大突破的答案都掌握在他们手里。然而，用户往往不善于构思什么样的产品能解决问题，更难以想象自己与新产品会建立何种新联系。亨利·福特曾说：“如果当年我问人们需要什么，他们的答案可能是‘更快的马匹’。”所以，从用户身上获得有利信息并非简单地询问他们需要什么，必须另辟蹊径才能找到设计解决方案的切入点。许多创新工作正是在这一关键步骤上失败了。


  创新失败并非因努力不足。企业常常不惜重金投资，希望了解用户的想法。它们也许为此收集了大量的数据，但这些信息不外乎是当下及潜在用户的行为、观点和态度。当企业思考如何利用这些信息时，问题就出现了。企业缺乏系统的方式以判定信息的主次轻重，因此想要找准创新方向也就难上加难。


  [image: ]


  偏重客户导向的企业往往会陷入这种困境。如果企业严重依赖短期的用户满意度调查以及受限的产品概念测试，上述情况则更为常见。这些工具当然有一定存在意义，但是几乎没有发掘到驱动用户需求的根本原因，例如什么因素可能导致用户偏好发生变化，行业前进的方向在哪里等。企业对短期内浅显的数据过于关注，往往会忽视大局中的关键因素，将精力投放到错误的工作方向中。


  而且，当新产品成形后，调研工作看似简单，但企业在这方面的表现也十分糟糕。


  
    •超过1/2的新产品推向市场后没有达到企业的预期。


    •仅有1/100的新产品能够通过销售收入抵消研发费用。


    •仅有1/300的新产品会对用户的购买行为、该产品门类或者企业的发展路径产生重大影响。

  


  “用户目标达成路线图”为攻克上述难关提供系统的方式。理解用户希望达成的目标很大程度上能避免新产品开发上的失败。企业不应急于把产品强行推入市场，而要沉着冷静地倾听与观察，真正了解潜在的消费群体（例如他们对早期产品模型的反应如何），然后再迈向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开疆拓土。


  正确的方式


  实现创新并不依赖于灵光乍现或奇思妙想。通过结合企业的战略背景分析用户、洞悉消费行为，自然而然就会产生易于实践的出色创意。


  优步（Uber）正是一例。优步提供了即呼即应的叫车服务，为用户带来平价且便捷的出行方式。这并不是什么标新立异、前所未有的概念。出租车和汽车租赁服务早就存在了，但是优步确实颠覆了传统出租车行业，其中一点就是，它带来了性价比更高的商业模式。通过汇集、协调有车人士的汽车资源，优步不必另外购买车辆与牌照，这大幅减少了前期成本投入。但是，仅凭低价的用车模式不足以使用户脱离传统出租车行业。老牌子的大企业短期内也许会面临一些困难，但它们往往掌握足以应对行业震荡的丰富资源，即使是在薄利行业中，情况也是如此。


  优步获得成功的关键在于遵循了“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原则。传统出租车服务的痛点简直数不胜数：用户长时间等不到空车，不怀好意的司机想方设法绕路加收车费，用户因信用卡读卡机“失灵”而被迫以现金支付，等等。优步的创始人洞悉用户面临的这些问题，于是开始提供一种更好的选择。他们设计的方案，从使用伊始就使得很多重要问题迎刃而解，极大地减少了用户用车的困扰。“优步”手机应用的界面让用户能够即时叫车，并准确提供车辆的到达时间；界面会提前显示车费报价，如果司机绕远路导致车费过高，后台人员会返还相应的费用；每次行程的车费会通过用户登记的信用卡支付，免除使用现金的麻烦。除了消灭这些痛点，优步还关注到被传统出租车行业所忽视的“情感任务”。当人们站在冷风中朝着过往车辆不停挥手，或是坐在车后座看着计价器噌噌直跳时，心中没有一丝安定。而优步的服务恰恰给乘客带来了安全感。专注最根本的“用户目标达成理论”，以用户为中心，在短短5年里，优步的估值已经达到500亿美元。


  企业为何迷失方向？


  如果获得成功的道路直截了当，那么为什么成功的故事难得一见？这里提出让企业误入歧途的几个原因。


  第一，完成正确的事情需要预先投入一定的时间成本，而在典型的企业运作中，这往往很难实现。1999年，斯蒂芬有幸带领一支团队开发最早期的智能手机。按照最初的计划，从项目开始共计只有两周时间供他们完成整个设备的具体设计工作，但他后来不得不将计划延期。此事千真万确。


  第二，执行“用户目标达成路线图”时会遇到许多棘手的问题，找寻答案着实不易，大多数组织也不鼓励这种行为。从初入学堂到就业之后做年终总结，人们所接受的训练就是要解决问题。其间，一旦有人提出奇怪的问题，大家仓促之中也想不出什么高见，必然会出现冷场。必须习惯未知的状态，因为艰深的问题中潜藏着巨大的机会。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如果我有一个小时解决问题，那么我会花55分钟思考这个问题，再用5分钟思考解决方案。对问题有了准确的构架，答案也就呼之欲出了。


  第三，市场研究人员和产品开发人员可能会过分专注于某些浅显的问题，例如调查用户偏好。他们担心，如果在行为驱动因素方面下太多功夫，用户也许就会开始进行理性思考，而最终的购买选择也许与当初研发人员做产品决策时的思路背道而驰。“用户目标达成路线图”的优势之一在于，它能帮助你理解特定消费人群看似毫无关联的行为表现，找到驱动这些行为的根本原因，从而在创新中逐步开展细致具体的工作。


  第四，管理人员需要数据印证自己的结论，然而为“用户目标达成理论”提供的数据十分有限。虽然通过基础研究与测试学习就能够获得数据，且速度快、成本低，但是很多公司仍然缺乏这方面的信息。其实这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意味着真正有意愿采取行动的公司能够通过获取数据创造优势。


  第五，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必须要谈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克里斯坦森最广为人知的理论是“颠覆性创新”，而“用户目标达成理论”也是由他首先推向大众的。克里斯坦森是斯蒂芬多年的良师益友，除了才智过人，他个人提出这两种理念并不是巧合。在一定程度上，颠覆性创新理论认为缝隙市场中出现的产品也许能最终击败行业巨头。一个行业中的成熟企业往往会忽略小型市场，专注于它们自身一贯认定的业务，而刚开始在这一行业中闯荡的公司则可以通过研究潜在的用户需要达成的目标，看看这一缝隙到底是死路一条还是通向康庄大道。当“用户目标达成理论”还未引起行业巨头的兴趣时，颠覆性创新者可以利用信息不对称的契机在小型市场中逐步建立优势、主动出击，等到行业巨头觉醒过来，反击为时已晚。瞄准正确的“用户目标达成理论”，颠覆性创新便得以实现。


  本书概览


  本书依循“用户目标达成路线图”框架分为两部分，引导读者领会并落实其中的妙策。


  第一部分“理解‘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向读者介绍“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理念并帮助其建立自己的“用户目标达成地图”——这一工具以系统的方式罗列出与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相对应的用户洞察。“用户目标达成地图”由三大步骤组成。第一步，“了解创新初衷”。讲解如何发现用户希望完成的任务并厘清这些工作的主次关系，同时了解用户当前的解决办法和痛点。第二步，瞄准终点，认清路障。从用户角度定义“成功”，并识别购买或使用新解决方法的阻碍。将“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的创新想法转化为实体产品特征将依靠这一关键信息。第三步，体现创新历程的价值。在探索用户洞察的过程中考虑如何建立商业模式。“用户目标达成地图”帮助企业了解当前挑战中的关键因素，并发掘超越企业可能尚未意识到的对手的方法。


  第二部分“利用‘用户目标达成理论’打造极佳创意”，阐述如何将用户洞察转变为制胜妙招。这一部分展示了项目规划、产品构思、迭代设计的整个创新过程。“用户目标达成地图”是这一过程的核心，但它并不是孤立的。这一部分首先讲述如何建立能够逐步锁定管理层所需解决方案的项目，其中包括制定战略方向、划定寻找创新机会的范围、了解不确定因素和纷争因素、确定破解关键问题的研究方法。以上章节为有效运用“用户目标达成地图”奠定了基础；接下来主要讨论“用户目标达成地图”的使用：进行高效的头脑风暴，鼓励超越传统的新视角，最后探讨如何在变化的环境中以高效率、低成本的方式测试产品模型和解决方案，从中发现有效（及无效）的创新要素。


  本书后记阐述公司如何从内部开发“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创新能力，其中揭秘了我们如何在一家快速发展的世界500强公司中落实并推广用户目标达成理论思维。


  用户对企业服务的期待日益高涨，产品周期不断缩短，企业只有通过不断的创新才能够与时俱进、保持增长。因此，当今企业面临的最大挑战也许就是找到一个方法，不断满足现存消费需求并吸引新消费群体，而“用户目标达成路线图”正逢其所需。以下章节具体解释了如何深度挖掘用户洞察，如何将这些分析转化为重大创新成果。本书研究了一些全球领先企业如何利用“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创造出成功而持久的新产品线，同时也融入了我们多年来帮助企业在各个行业中应用“用户目标达成理论”方法的经历。在阅读过程中，你会逐步了解如何利用这些经验应对自身面临的挑战。


  
  用户目标达成路线图
[image: ]


  
    
      第一部分

      理解“用户目标达成理论”


      寻找潜力巨大的增长渠道

    

  


  宏大的愿景、绝妙的想法，这些还远远不够。成功的创新不是效仿竞争对手，而是需要放眼于所有潜在机会。以用户为中心的视角可以为你指明方向、挖掘潜藏之机，也能够帮助你避开当前存在的痛点，避免引发用户一反常态的行为。更重要的是，用户导向的视角能够确定新的创新方案需要具备哪些条件才能够超越现有方案，并引领你走向正确的道路、实现盈利。


  “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的关键作用


  在世界各个角落，人们每天都要着手解决各种各样的事情，大部分事情都可以归结为实现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各项长期和短期目标。一天之中人们做下大大小小的决定，包括用什么牙膏、喝茶还是喝咖啡、为公司采购什么产品等，这些其实都是实现个人目标的一部分。


  可是如果人们并没有充分了解自己的需求或者他们根本不了解自己产生需求的原因呢？这种迷茫的状态就是创新失败的前兆，但这个认知空缺正是企业发展机遇的所在之处。本书的这一部分将会解决以下问题：


  
    •企业如何利用这种认知空缺吸引新的消费群体或者推出新产品？


    •为什么认识未知与已知的用户行为驱动因素能够帮助企业在市场上赢得优势？


    •如果人们不了解自己的需求或者产生需求的原因，他人如何认清这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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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都想拥有新车，但是每个人想要的新车各不相同。

  


  基于过往经验，我们花了12年进行研究与实验，总结出寻找发展机遇的方法，其核心条件直观却不浅显，即探寻人们各种行为的深层原因，包括情感因素、心理因素、实践因素，因为正是这些因素驱动了相应的行为。无论是购买个人物品，还是促成企业间的交易，抑或享受公共服务，归根结底，人们都是为了完成生活中的工作。他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完成这些任务，许多传统意义上的市场营销工作都要求人们将大量精力投注在现存方法上，这并不合理。其实任务本身才是应该用心挖掘之处，了解人们渴望完成的任务，才能更好地预测某种产品或服务将会赢得用户青睐还是被市场淘汰。


  认清当前或者潜在用户希望完成的一系列任务，对于创新战略至关重要，虽然不是创新与发展的唯一条件，但实现这一点能够防范追求虚假机遇，确保创新具有扎实的数据基础。本书的这一部分会详细介绍“用户目标达成地图”，它提供了不断实现重大创新的方法。


  获取结果


  “用户目标达成理论”框架之所以能够带来成功的结果是因为它使得创新人员关注正确的问题，而不是直接跳入解决方案的设计环节。这似乎有违常理，毕竟数不胜数的天才故事都在凸显灵光乍现的那一刻。但是问题的构架往往是找到突破口的重要途径。许多公司耗费成百上千个日夜，不顾风险开展糟糕的项目，因为它们错失了关键一步——对问题抽丝剥茧、层层分析和仔细定义。


  真正的突破来自重新发现潜在的问题，而不是为人们普遍熟知的问题寻找稍胜一筹的解决方案。为了帮助人们从新的角度看待挑战，需要深入探究用户行为“为什么”产生，而不是关注用户行为“是什么”。例如，很多家长在周六下午会带孩子去看电影，但这一行为所要完成的潜在任务是让孩子高兴，看电影只是完成任务的途径之一。用户目标达成的驱动因素，即决定某一行为轻重缓急的条件，影响着用户采取何种方式完成任务。在“看电影”这个例子中，孩子的年龄、当天的天气等条件会影响家长最终采用什么途径完成“让孩子高兴”的任务。所以这不仅是电影院之间的竞争，游乐园、电玩城等其他娱乐场所都在竞争对手之列。票价打折或者供应更多更好的零食，可能足够让你在电影院之中脱颖而出，但是这类方法仅仅触及竞争的表面。最终取胜的方案可能是建立一个小型室内游乐园，或者是打造一个休闲空间，供用户在观影之后交友、聊天。企业只有理解了用户行为的深层原因，才能发掘新的市场以及被忽视的创新契机。


  第一部分概览


  本书的前半部分旨在展示如何建立“用户目标达成地图”——从宏观角度看待问题，这是规划解决方案的前提条件，也许还能够发现新的目标，提出更多方案。第1~3章主要讲解如何发现用户目标达成理论：为什么某些工作更为重要？当前的解决方案中存在什么痛点？第4~5章讨论用户如何定义成功：如何寻找符合其定义的解决方案？购买或使用新方案的过程存在什么障碍？第6章与第7章则探讨如何抓住创新的价值，即新产品的价值有多高？如何利用新的商业模式为用户和企业双方创造更多价值？同时还会探讨如何跳出行业局限，从用户的角度看待更广阔层面上的竞争。


  希望各位读者按照章节顺序进行阅读，因为每一步骤都是全方位洞悉创新机会的关键因素之一。同样，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务必先洞悉创新机会的宏观背景，再着手设计解决方案。当然，在逐步了解市场的过程中会萌生一些想法，不妨粗略记录一笔，但不要陷入其中。宏观分析完成之后，必然能得出一系列解决方案。这些方案看似理所当然，但是仔细想想，正是这个分析过程拨云见日，使人豁然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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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用户目标


  用户目标达成理论是什么？


  20世纪90年代末，全球的智能手机开发活动中有斯蒂芬带领的一支团队。这支团队来自手持电脑设备开发商Psion PLC，他们希望结合掌上电脑的内核（早期产品由宝意昂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推出）与摩托罗拉的电话部件，创造出一款多功能设备。一台手机实现多种目的，甚至还能发电报，斯蒂芬的团队为此感到兴奋无比。但是，用户不会用这个设备，因为操作太复杂，而且价格不菲。


  同一时期，加拿大的RIM公司独辟蹊径，专注于用户使用手机时最重视的功能，推出了一款功能有限、款式一般的产品——黑莓手机。在之后整整7年中，黑莓在同类产品中独占鳌头。


  黑莓手机成功的原因不是运用高端科技，也不是营销巧妙，而是分清了用户需求的轻重缓急。斯蒂芬的团队孜孜不倦地寻求用户“需要什么”的答案——地图！游戏！但RIM公司最终取胜，因为他们找到了了解消费人群的正确视角，即关注用户最重要的一项任务——通过电子邮件保持联络。


  “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帮助你聚焦真正重要的事情，而不是增添一些花哨的功能。花哨而不实用的功能不但损害了用户体验，也弱化了产品竞争力。如果当年斯蒂芬设计产品时知道这个理论，也许结局就会被改写。


  本章讨论：


  
    •为什么要关注用户目标达成理论而不是购买行为？


    •如何在产品功能与用户心理层面上都获得成功？


    •为什么理解用户目标达成理论会带来更好的产品设计、服务和商业模式？

  


  利用“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界定市场、创造机会


  如何推出新产品，如何吸引新的消费人群，大部分公司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都会关注人们当前的消费情况。它们利用现有的消费数据界定自己的目标市场，这存在很大局限性。这种思路往往会使公司把自己类比为书商或者电脑公司，一旦销售额下降，或者管理层提出了更高的销售目标，它们最终都会聚焦于一个错误的问题——怎样才能卖出更多的书呢？怎样才能设计出更好的个人电脑呢？在界定市场的时候采用这种狭隘的视角会限定创造解决方案的范围，也可能使企业忽视来自非传统领域的威胁。


  用户需要达成的目标与当前购买的产品或服务是相互独立存在的，因此要从用户的视角看待问题，而不是从销售公司的角度看待问题。哈佛商学院已故教授西奥多·莱维特曾对学生说：“人们不是想要一个钻头，而是想要钻头钻的那个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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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想到的功能全都加上——再添加一些新功能——这是浮夸的产品，不是好产品。

  


  色拉布（Snapchat）充分诠释了一家公司如何避开行业主流趋势，真正从用户的角度出发看待问题。社交媒体/即时通信领域生机勃勃、方兴未艾，要说被颠覆似乎还为时过早。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色拉布成功吸引了变化无常、难以捉摸的美国千禧一代，大举抢夺市场份额，一例别开生面的创新故事展现开来。在一般的行业分析师看来，色拉布不可能取得成功。脸书（Facebook）正在不断完善搜索功能，使用户能在发布过的内容中马上找到某一刻珍贵的回忆，而色拉布“阅后即焚”的性质拒绝了这种可能。照片分享平台Instagram在不断增加新的滤镜和照片编辑功能，而色拉布只提供了最原始的几种滤镜和工具，类似于微软画图软件早期版本的一些功能。在推特（Twitter）创造的世界中，用户可以随心所欲地查看几乎所有人的想法，而色拉布只允许用户查看已添加的好友和组织所发布的内容。


  这些劣势不言而喻，但是色拉布的每日视频浏览数量已达到60亿次（仅次于脸书的80亿次），而且公司估值达160亿美元。那么色拉布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色拉布不是将竞争对手的各种功能一揽包收，而是专注于满足目标人群的特定情感需求。当前一些社交软件遭到批判，因为其呈现的各种新奇探险、奢华假期的照片铺天盖地，给用户带来了不切实际的向往。色拉布则提供了一种记录真实生活的方式，使用户自在地分享平凡生活中的点滴，而不用担心照片是否震撼人心、自己是否光彩照人。从这个角度出发，没有“点赞”、没有搜索功能、没有“美图”效果通通成为色拉布的优势。另外，对于色拉布的目标人群来说，这个平台让他们更有参与感、归属感。这些用户年龄层较低，希望与特定的好友进行互动，色拉布提供的方式避开了家长、亲戚、上司，打造了私密性较高的平台。色拉布不是大众软件，也没有这方面的尝试，其创始人不是盲目加入社交媒体现有的竞争浪潮，而是帮助特定的用户人群完成了某些重要任务。


  在产品功能与用户心理层面上取胜


  用户目标达成理论涉及功能层面和心理层面的需求，公司设计的产品或服务要在两个层面上都满足用户的需求。首先是功能性质的需求，这类需求比情感需求更为直接，但是很多公司往往过于强调新功能的开发，忽视了用户真正需要达成的目标。总体上，满足用户在功能层面的需求要注意三点：专注于用户真正需要达成的目标，满足特定用户或者特定消费背景的需求，解决方案以用户目标达成理论为先（新功能为后）。


  达成用户真正需要达成的目标是关键。这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很多公司都是先提出创新想法，然后期待人们能够自己认识其价值，因此，最终推出的新产品往往只是解决了无关紧要的问题，或者用于满足小众需求。例如，老花镜是一个很棒的创新产品，但是自13世纪发明老花镜之后的数百年间，基本不存在这一需求。那时没有什么需要人们近距离观看的东西，大部分远视的人都没意识到自己有这个问题。直到19世纪古登堡发明的印刷机推动了图书印刷技术的兴起，这时候人们才发现，阅读过程中用眼有些费力，并开始寻找解决办法。当读书成为一项重要工作，解决远视问题的需求自然就大大提升了。


  用户目标达成理论本身不同于衡量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的标准。布鲁克伍德是马萨诸塞州的一所私立学校，提供学龄前至初中水平的教育。在过去的宣传中，该校希望在家长心目中营造“充满活力的学习群体”这一形象。这个宣传语确实能给人留下积极的印象，但重心落在了“群体”上。许多家长需要达成的目标并不是为孩子找到合适的群体，而且如果要达成这个目标有很多途径，例如让孩子参加足球队、加入社区组织等。但是，合适的群体的确意义重大，这决定了孩子是否能够在舒适的环境中学习、个性与天赋能否得到尊重，而不是仅凭考试成绩获得认可。在重塑形象的工作中，布鲁克伍德调整了宣传的重心，突出家长们真正需要达成的目标，以期提高入学申请率。


  解决方案也要考虑到特定的消费人群或者特定的消费背景。根据一般用户的理论特征设计解决方案不如从特定消费人群需要达成的目标着手，后者也许能够带来更多收获。我们介绍“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的时候，有时会进行模拟焦点小组访谈。假设我们正在为一家冰激凌公司出谋划策，当我们询问如何售卖更多的冰激凌时，大家往往会考虑一般用户的需求，提出增加产品口味、增加销售渠道、降低产品热量、降低产品价格等建议。这些都不太切合实际，而且并没有直接解决用户需要达成的目标。我们再问另外一些问题：你最近一次吃冰激凌是什么时候？为什么要吃？如果吃不到冰激凌你会怎么办？这一次的答案五花八门。有人是在参加庆祝活动的晚宴结束后还想接着聊天，于是决定去吃冰激凌；有人是在海滩上，要吃冰激凌降降温，没有冰激凌的话就会选择喝水；还有人是在逛街时看到一家新店，想着不如尝试一下新选择。相比一般人群或者平均值，针对不同消费背景中的人进行思考，能够带来更丰富、更有用的信息。


  一旦确定了重要的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就要确保能够达成这些目标。公司常常只把资源投到比较浅显的层面，即增加一些有利于宣传的新功能。但是这些功能很少能带来真正的改变。微软公司宣布将Excel（工作簿）升级到Excel 2007版之后，每个工作表格的独立颜色从56个增加至43亿个。但是这有什么实际意义呢？更糟糕的是，新功能所带来的回报十分有限，因为竞争对手很快就能够复制出类似的功能。在Excel中推出一个计算支票簿收支情况的模板不是更好吗？根据我们的研究，有相当一部分银行客户利用Excel在做这项工作，但是当前使用的计算方法既低效又容易出错。


  过于关注增加新功能往往会忽视真正重要的潜在任务。随着个人电脑领域越来越强调可移动性，黑莓公司（前身为RIM公司）希望进军平板电脑行业，于是迅速推出了具备触屏和屏幕图标显示功能的Playbook平板电脑。除此之外，这款平板电脑还有很多功能，而且大部分使用起来都很方便。然而Playbook没有秉承黑莓公司一贯的优势：这款新产品竟然不支持线下使用电子邮件！Playbook忽视了移动通信中的重要任务，否则，这款新产品很有可能帮助黑莓在平板电脑市场上建立强大的优势。


  满足功能层面的需求不易，满足心理层面的需求同样不易，但后者往往没有获得足够的关注。用户的情感需求在商业中经常被忽略，尤其在食物、清洁用品等包装产品之外的领域更是如此。心理层面的需求难以准确描述，关注解决方案的管理人员总是难以对他们的产品能否满足用户的情感需求考虑周全。例如，许多初创软件公司标榜自身的设计严密合理，但最终无法解释为什么自己的好产品没有得到广泛应用，为什么大部分企业客户还是沿用老产品。当竞争对手之间为了满足同样的功能层面需求寻找各种方式，不断降低成本时，情感因素也许是实现产品差异化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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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海塞尔（Sennheiser）、博士（Bose）和JBL三家公司都以高品质的音响产品而闻名。2014年，苹果公司以32亿美元的高价收购耳机厂商Beats，引发批评人士和音乐发烧友的猛烈抨击，因为他们质疑Beats耳机的质量不是顶尖的。但是，Beats虽然在技术方面稍逊，却在进入市场的4年间获得了40%的市场份额。为什么大众这么喜欢Beats？因为这家公司在用户的心理需求方面下足了功夫。简单说来，一副标价300美元的耳机不仅仅是耳机，还是用户对自身潮流品味的标榜。Beats从一开始就想方设法出现在各种音乐录影带、体育赛事更衣间、摄影棚中，将自身产品与名人形象和地位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Beats还根据电影、体育赛事推出限量版产品，为用户创造更多展现自身特点的机会。虽然其产品在功能上稍弱，但通过满足用户的心理需求，Beats赢得了市场。在商品化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推出迎合心理需求的产品也能够帮助公司获得优势。


  利用“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寻求更好的解决方案


  通过调查研究了解用户的“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得到的结果通常是一个长长的清单。前文提到增加过多新功能往往事倍功半，一次性尝试达成太多需要达成的目标也会带来类似的结果——推出的产品设计复杂、成本高昂、缺乏针对性，本章开头提到的那台能发电报的智能手机就是一例。设计创新的产品必须有所取舍、有所抉择，产品方案要聚焦于几项需要达成的目标，而最佳着力点就是用户眼中最重要却仍未得到满足的需求，这一类任务将成为产品设计的“北极星”，指引产品设计中的一切取舍抉择。在次要层面的任务中，满足重要程度较低的需要达成的目标，进一步突出产品特色，同时兼顾本类产品的普遍性能。


  要深入理解这一点请看看马萨诸塞州小城伊普斯维奇的故事。伊普斯维奇位于波士顿东北部30英里[1]左右，是一座有着悠久殖民历史的沿海城市，始建于1634年。这里的大部分房屋都已饱经沧桑，据统计，这里建于1725年以前的房屋数量居全美之首。伊普斯维奇第一银行与这一地区的其他竞争对手一样，为这些业主提供了基本的贷款选择：固定利率抵押贷款、浮动利率抵押贷款、大额抵押贷款。这些银行虽然不断推出创新产品，例如手机银行业务等，但是在抵押贷款方面鲜有产品推出。大部分银行都没有认识到用户的潜在目标不是完成抵押贷款交易，而是搬进新房子。这才是用户的“北极星”。理解了这一点也就能认识到当前解决方案没有触及的问题。第一银行似乎领会到了这一点。于是，针对购买建于1750年之前房屋的业主，该银行提供了特殊的贷款服务，使得客户能够在首笔贷款中加入房屋翻新的费用（购买老房屋时一般都会产生这笔费用）。例如，如果业主发现房屋需要重新铺设管道，那么这笔钱就可以计入抵押贷款中，而不需要另外申请一笔贷款。这正是“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的实践应用。


  本章应用——利用“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吸引新客户


  Yowzit公司的网站出现了一些问题。这家南非的互联网初创企业经营着领先的消费点评网站，用户能够通过该网站给一系列服务产品进行打分、评论。公司整体运营良好，但发展提不起速度。管理层希望以简单易行的方式与用户建立联系，增加网站访问量和用户的停留时长。公司总经理普拉莫德·穆翰尔认为：“我们知道自己正在解决重要问题的一部分，但是我们还需要深入地了解潜在消费市场。”


  于是，Yowzit开始与用户进行更为深入的交流。他们没有直接寻求改进方案，而是试图理解在特定消费环境背景下的关键任务：最近三次使用网站是什么时候？为什么使用？如果没有使用这个网站，会选择怎么做？使用网站有什么感觉？哪些感觉对你来说比较重要？使用这个网站能不能帮助你完成更多的事情？


  利用这个方法，Yowzit开发出了新产品，并通过以用户目标达成理论为核心的方式对网站进行定位。网站在功能需求方面提供了“及时服务”的工具以提升用户晚间聚会等活动的体验，同时也在感性需求方面进行创新，例如在品牌形象的重塑中凸显个性表达。网站增加了视频评论等功能，方便了实时评论，真正让不善于匆忙写出评论的用户参与了进来。公司利用用户洞察推动网站访问量增长，还开拓了全新的领域，例如公共服务的评级服务。穆翰尔解释道：“分析用户目标达成理论使我们意识到公司的经营仅仅触及一个巨大市场的边缘，通过深入了解用户行为的根本原因，我们大大地拓展了自身的商业潜能。”


  本章小结


  许多企业尝试创新时总是“回头看”，专注于当前的产品、服务或者用户当前的行为。通过转变焦点，关注“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它们往往能看得更透彻，并洞悉用户行为的深层原因。这一视角彻底改变了创新的路径，确保创新的想法与用户真实的动机密切联系，而不是简单迎合用户当前的随机行为。“用户目标达成理论”不仅是要赢在当下，更要赢得未来。


  聚焦“用户目标达成理论”而非单一的用户行为能够拓宽寻找解决方案的空间，提供更多创新机会。


  关键的第一步是提供优质的产品设计方案，高效地满足功能需求。然后，要使产品迎合个人用户或者企业客户的情感需求，这样才能够实现重大突破。这样的产品设计需要针对特定消费环境中特定的消费群体。


  不要与竞争对手展开产品新功能方面的较量。新功能极易被模仿，而且过多新功能会影响用户体验。专注于关键的需要实现的目标，首先解决用户眼中最重要却仍未得到满足的需求。


  
    [1] 1英里≈1.609千米。——编者注

  


  02

  用户目标达成的驱动因素


  为什么用户的目标各不相同？


  2005~2010年，网络零售商的出现不断压低消费类电子产品的价格。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与不断下滑的利润率，老牌电子零售商美国电路城公司（Circuit City）尝试了多种策略，希望挺过难关——减少产品品类、效仿领先同行的门面设计、减少人工成本等。然而，无一奏效。2009年，电路城关闭了所有门店。同一时期，面对同样的竞争压力，百思买公司（Best Buy）另辟蹊径，推出全新的顾客细分模式，颠覆了零售业以人口特征进行细分的主流。百思买将顾客的年龄层、生活方式以及日常生活的其他因素糅合，增添了新的顾客类别，其中包括“发烧友”（热衷于科技产品的年轻人）和“足球妈妈”（居住在市郊、带领学龄儿女四处奔波学习的母亲）。这正是将“用户目标达成理论”融入了创新之中。


  基于新颖的顾客细分模式，百思买投资500万美元落实试点创新项目，对其110家门店重新设计装修，迎合门店常客的需求。例如，“足球妈妈”最感兴趣的商品会被放置在较低的货架上，以便她们近距离查看；同时，销售人员要借机了解“足球妈妈”生活中正在发生的事情，以便推销相关产品。这些经过重整的门店更好地迎合了主要消费群体的需求，同店销售额增长超过9%，是未经重整门店增长的两倍之多！


  “用户目标达成理论”涉及的是用户在生活中希望达成的目标，而用户目标达成的驱动因素就是决定这些任务轻重缓急的条件。“足球妈妈”用户目标达成的驱动因素可能是三个孩子分别要去学长号、参加足球训练、排练舞蹈，地点各不相同，这些因素使得某些任务成为当务之急——准备简单便捷、营养丰富的餐食。这位足球妈妈来到百思买门店了解微波炉产品，给她推销烤箱肯定不合适，但是，如果有一种产品既能像微波炉一样迅速加热食物，又能比微波炉烹饪保留更多的营养成分，那么必定能吸引足球妈妈。了解用户产生需要达成的目标的原因，才能够针对相应的用户群体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


  本章讨论：


  
    •如何划分用户目标达成的驱动因素？


    •如何结合驱动因素与用户目标达成理论以进行有效的用户细分工作？

  


  用户目标达成理论驱动因素的产生


  用户目标达成理论驱动因素分为三类：个人态度、生活背景、当前境况（见图2–1）。


  这里通过斯坦的例子来解释这三类驱动因素的异同。斯坦准备购置一辆新车，与其他的用户类似，他购车时也有几个需要达成的目标，例如保证驾驶顺畅、乘坐舒适、出行安全等。应该考虑周全了吧，那斯坦应该购置一辆丰田凯美瑞：稳妥、舒适、安全，一概满足。这可是美国销量最佳的车型之一，还能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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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1 用户目标达成观点理论驱动因素

  


  这时候斯坦的个人态度，即社交及个性方面的驱动因素，使他有别于其他购车人士，更为重要的需要实现的目标得以凸显。斯坦是名校毕业的工商管理硕士，他的同学和同事中事业有成、春风得意的不在少数，这些因素使得斯坦也需要展示自身的成就。那么，奔驰S级这一系列的顶级豪华轿车应该是斯坦的选择。奔驰S级轿车既能像凯美瑞一样满足基本的需要实现的目标，又能够展示斯坦的个人财力。鉴于斯坦的收入预期，省钱并不是一项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那他就应该选奔驰。


  但是，生活背景，即长期驱动因素，也需要考虑。斯坦居住在新英格兰的一座山的山顶上，山路陡峭，而且冬季风雪天会持续数月，这样的地理因素使得斯坦需要购置一辆动力强大的汽车。奔驰肯定不行。也许保时捷卡宴SUV（运动型多用途车）是更好的选择，其先进的引擎能够满足斯坦对汽车动力的需求。虽然测评显示卡宴的长期稳定性不如凯美瑞，但是斯坦每隔几年就会换车，考量短期稳定性，卡宴没有问题。


  当然，这个故事还有最后一点转折。斯坦的当前境况，即短期的驱动因素，为他排除了卡宴这一选择。斯坦购车的时间正赶上学校的曲棍球赛季，今年他主动承担了儿子的曲棍球队教练工作，那么汽车后备厢里要能放下运动装备，卡宴的后备厢容量可能无法满足这一要求。最终，斯坦选择了更大的豪华型SUV——凯迪拉克凯雷德。


  斯坦的购车经历说明即使用户有相似的需要达成的目标，他们也可能会选择不同的产品满足需求。凯美瑞的买家与凯雷德的买家在安全性能和后备厢空间方面可能有相似的需求，但是不同的驱动因素使得他们对这些需要达成的目标有了不同的理解、不同的排序。用户目标达成的驱动因素是一些事实，例如斯坦的个人背景，虽然这些因素不同于需要达成的目标，但是极大地影响了需要达成的目标的重要程度，同时，驱动因素会催生新的需要达成的目标，例如斯坦标榜个人实力的需求。所以，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和驱动因素两者结合就会产生用户差异（见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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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2 斯坦的目标和目标达成的驱动因素

  


  利用用户目标达成的驱动因素进行顾客分类


  出色的市场推广要以顾客细分为中心。每一款产品都有其针对的消费群体，准确划分消费群体才能够针对其特点推出相应的产品，实现产品供应与产品消费的契合。


  用户类别（可能包含了你公司的消费人群、竞争对手的消费人群、非消费人群，或者是三者兼有）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共性，例如消费需求、消费途径和消费方式。一个细分类别覆盖的内容越多——不仅要考虑用户了解产品的渠道，还要考虑他们购买产品的渠道、选择产品的偏好等——其针对性就越低。用户类别有时候并不追求面面俱到，例如，一支团队在开发产品时只需要深入挖掘用户希望达成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不需要考虑用户对产品宣传的偏好及寻找新产品的途径。后者大可以放到以后再考虑，而当前细分用户的依据应该是用户对产品的偏好和使用体验。


  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及其驱动因素是顾客细分过程中的关键因素（见图2–3）。许多（低效的）细分模式仅仅关注用户的基本特征和表面行为，而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及其驱动因素则分析了用户行为的深层原因并预测其对新产品的态度。例如，在公共服务领域，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及其驱动因素就着重分析了人们为什么希望获得某种福利、为什么会有特定的偏好。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样的信息必定苍白无力。我们曾与一家信用卡公司合作，他们最开始按照客户的人生阶段对其进行细分，看似合情合理，然而人生阶段与信用卡消费、循环贷款等其实没有必然联系。后来他们又按照信用卡消费和循环贷款的使用进行细分，这得以区分哪一类客户有盈利潜力，却仍未弄清用户行为产生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之后，他们发现了几种高消费人群（客户支出明显较高），例如日常消费量大的客户、经常出差的客户、小企业业主等。这些人的用户目标达成的驱动因素全然不同，将其统统归为一类“高消费群体”显然不合适。高消费的信用卡客户年龄介于35~50岁、收入丰厚，获得这些信息当然有利，但是了解高消费的原因（例如出差频率较高，至少每月一次）才能够挖掘出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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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3

  


  健身房的顾客细分模式也体现出了不同的用户目标达成的驱动因素的显著影响。过去，健身房一般会彰显自身的功能特色以吸引顾客。它们会根据场馆地点、当下季节、会员年龄、会员性别等推出福利，譬如免费提供美肤服务、鲜榨果汁。近些年，健身房的设计和市场营销则更依赖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理念。在2014年《福布斯》榜单中，星球健身公司（Planet Fitness）位列全美最佳连锁品牌第三名，2008~2012年营业额增长率高达26%。这家公司的市场营销特别关注会员的个人态度——大部分会员希望找一家便利的健身房进行运动、保持健康，因此希望锻炼的氛围尽可能轻松自在，不用感受来自健身狂人的压力。于是，公司打出广告，大力宣扬星球健身房“抵制健身偏见、拒绝健身狂人、消灭健身压力”。同时，公司还了解了会员的当前境况——大部分会员都是年轻人，偶尔健身，希望有省时、经济的锻炼方式，据此，公司推出了每月10美元的会员制，还有“免费比萨日”“免费贝果面包日”。这些福利使得会员减少了用餐成本，而且在上下班途中去锻炼也更方便。专业运动员或者健身达人可能会嘲笑这些做法，但是针对公司的目标消费群体——偶尔锻炼的普通人——星球健身房确实满足了他们的需求。另外，公司还考虑了会员的生活背景，也就是他们的长期需求。星球健身房的大部分区域都是有氧健身和力量训练器材，可以让客户以简单的锻炼方式实现健身目的。有些运动员可能需要标准尺寸泳池或者自由重量器材才能实现严格的训练目标，但是大部分业余健身会员只想要简单便捷的锻炼方式。


  按照人口特征进行顾客细分显然无法设计出星球健身房的模式。同样，仅凭用户目标达成理论进行细分可能也无法完成有效的细分，分类结果可能会脱离实际。某些关键的需要达成的目标往往广泛适用。譬如在购车的例子中，大概每个人的需要达成的目标中都有重要的一项——刹车距离短，但是很少有人会根据刹车性能好坏选择车型。


  将用户目标达成理论与用户目标达成的驱动因素结合能够更清晰地发现消费人群的异同。所有购车的人都会说安全很重要，但是刚生了孩子的夫妻对安全的需求显然更迫切。因此，安全性能（包括较短的刹车距离）更可能成为这对夫妇的重要决策因素。同时，子女的数量会决定后备厢容量是否为重要的考量因素。在情感需求层面，夫妻的个人态度也会影响决策过程。可能他们本身就不属于传统居家的类型，新生儿的到来让他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多改变，因此购车成为他们标新立异、彰显个性的最后一丝机会。总之，每一个用户类型都需要以独到的角度融合重要程度不一的需要达成的目标与促成了最终的购买的驱动因素。基于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及其驱动因素进行顾客细分，能够有效估测某一消费人群的数量，有效分析真正的购买意愿出自何处。


  本章应用——顾客细分


  几年前，有一家教育机构联系我们。这家教育机构希望提供网络教育，以帮助某些人群迅速获得网络教育学位，但是不知道这其中的商机如何。他们听说这个领域发展很快，但还是希望进一步了解什么类型的人群真正需要这样的学位，而且他们还需要了解潜在客户是否真的愿意为这样的教育模式付出相应的经济成本。我们通过研究发现了许多功能层面和情感层面的需求，包括学习新技能、增加就业潜力、让家人高兴等。认清这些关键的需要达成的目标很重要，但仍不足以帮助我们了解什么人群会选择四年制大学教育、什么人群会选择职业教育、什么人群会选择网络课程、什么人群会完全放弃高等教育。这时候就需要利用用户目标达成的驱动因素。通过剖析个人态度（例如来自家长和伴侣的期待）、生活背景（例如经济能力、养育子女的负担）和当前境况（例如工作安排、受学历影响的升职空间），我们最终确定了几类人群，他们既希望获得网络教育学位，又有能力支付合理费用。这家教育公司设计了灵活的在线课程安排，为其中一类客户提供便捷的高等教育内容，若非出现这种选择，这类客户可能会放弃自身的教育追求。同时，利用用户目标达成地图的其他内容，该公司瞄准了几个教育需求量大、自身服务特性突出的领域。网络教育竞争越来越激烈，而这家公司在自身专注的领域一直保持着领先地位。


  市场营销人员经常讨论人口特征、用户偏好，少数人还会讨论用户的基本需求，但是分类信息往往错综复杂、毫无条理，他们没有明确的机制厘清其中的因果关系，因此无法将驱动因素、用户目标达成理论、消费行为、使用行为一一串联起来。这种混乱的思维模式往往使他们错过重要的信息。


  本章小结


  理解问题要从挖掘用户目标达成的驱动因素开始，但是创新仍要从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着手。


  如果一开始就关注个人态度、生活背景和当前境况，很快就会在诸多细节信息中失去方向。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关键的用户目标达成的驱动因素。一位女士需要购车，她刚好是素食主义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基本不需要探究。从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着手之后，再回头分析这些目标的驱动因素，然后我们继续分析用户当前完成需要达成的目标的方法以及存在的痛点，了解这些问题出现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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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目标达成理论涉及的是用户希望完成的目标，用户目标达成的驱动因素则不同，这些因素不是目的，而是决定某一任务轻重缓急的条件。


  用户目标达成的驱动因素使用户产生不同的行为表现和购物决策，这些因素分为三类：用户的个人态度（社交因素或性格特征）、生活背景（长期因素）及当前境况（短期因素），这些都影响着用户需要达成的目标的主次轻重。


  将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及其驱动因素结合，不仅考虑用户的表面特征、表面行为，还深入探究原因，从而得到高效的用户分类。相比人口特征分类，这样的分类才能使企业提供针对性更强的产品。


  03

  当前解决方案与痛点


  用户如何看待当前的解决方案？


  有一位客户告诉我们，他给自己的闹钟动了点儿小手脚：在其中一个按钮上滴了点儿胶，形成凸起。他解释说，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所有按钮摸起来都差不多。每天一大清早铃声乍响，他从睡梦中惊醒，眼睛都还没睁开就得赶紧伸手去关闹铃。但是，15个按钮中只有一个能关闭闹铃，还有一个只能暂停，9分钟之后，邪恶的铃音就会再度响起。万一他按的是暂停键，接着就去洗澡了，那下一阵的铃声就会把他老婆也吵醒，这引发的问题可就不是闹铃那么简单了。所以，用胶水标记那个独一无二的按钮，其实是为了减轻早晨可能会出现的负面情绪。


  这点胶水让本来时尚精美的闹钟有了瑕疵，但是这个权宜之计远胜于忍受闹铃带来的痛点，而且这个痛点不但会影响闹钟使用者，还让他的老婆也受到了牵连。闹钟制造厂商怎么没想到这一点！了解用户当前的行为及应对痛点的方法，能够开拓更大的解决方案空间，对于改进性创新和颠覆性创新都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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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讨论：


  
    •如何辨识产品购买者之外的利益相关者？


    •替代现有行为还是优化现有行为，如何选择？


    •如何通过发现并解决用户的痛点为产品增加价值？

  


  将目光投向购买产品的人群之外


  在很多市场中，例如B2B（企业对企业）平台或者政府采购中，需要得到满足的不仅是个人需求，买家往往要仔细权衡所有利益相关者的需求，最终做出购买决策。所以，把买家限定为单一的个体进行分析远远不够。充分而全面地理解购买决策需要辨识其中的利益相关者、他们的行为表现及其面临的痛点。


  以零售食品行业为例。几年前，我们为客户进行了一项基于“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的调研，试图去了解人们在商店购买居家食品时的选择及其原因。研究中我们发现，商品从货架到餐桌的这一流程中，至少有三类利益相关者及相应的需求：食物的购买者、烹饪者和享用者。当然，有些人可能兼具多重利益相关者的身份，例如食物购买者可能也会烹饪食物、享用食物。具体情况需要具体分析。但是如果只关注购买者，可能会觉得产品价格及其与当前购物模式的契合程度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如果只关注烹饪者，那么产品的烹饪难易程度最为关键；如果只关注刚享用完食物的人，那么产品的味道可能是他们最先反映的重要意见。如果目光过于狭隘，推出的产品可能就难以满足各个利益相关者的需求。


  确保所有利益相关者得到充分考虑可以利用一个简单的办法，图3–1展示了如何从用户的角度建立流程图。在研究中，要认真观察或者询问每一个步骤，记录每个步骤采用的方法，从思考一项任务到完成一项任务的整个过程都必须经过仔细的分析。这一按部就班的方式能够帮助你发现关键的利益相关者，从而了解他们对用户的用户目标达成理论有何影响。


  
    [image: ]

    图3-1

  


  在建立流程图的过程中，做到事无巨细才能发现痛点。痛点通常就是让用户感到沮丧、无聊或者低效的部分，这往往是创新的土壤，尤其值得仔细考量。另外，流程图的建立需要针对特定情境，而非一般情境。回到零售食品行业的例子中，如果一次性为所有“购物备餐”人群建立流程图，效果必然欠佳。星期二的工作午餐、星期五的双人晚餐、星期日的家庭午餐，显然各有其独特的关键因素需要考量。在这些特定的情境中，对餐食的功能需求、情感需求不同，其中的利害因素、挑战和要求也随之变化。如果需要在解决方案中做出太多折中才能满足所有情境中的基本需求，可能最终结果就是没有一个人真正心满意足。


  将当前行为与解决方案相结合


  在设计新的解决方案时，分析利益相关者的当前行为与其中一项关键决策密切相关——针对现存的解决方案，是进行改进还是替换？如果你希望用户改变当前行为，就要准确衡量改变的可能性与进度。家乐氏在20世纪90年代末推出了“早餐好伙伴”，每份产品包含一小盒牛奶和一小盒麦片，还搭配了小勺子。他们希望解决早上人们匆匆忙忙来不及准备早餐这个痛点，并借此打入“外带早餐”这个前景光明的市场。不巧，这个产品需要用户改变对于早餐食物的一般理解。


  这个产品标榜无须冷藏，但是美国人习惯冰牛奶加麦片，那就是还得把“好伙伴”放入冰箱？但是外带出门，牛奶的温度还是会升高啊。那是不是意味着大家要习惯用常温牛奶加麦片？听起来就不好吃。最终，两种选择都被用户否决了，产品很快下架。


  用户当前的行为可能存在问题，但这股力量往往难以对抗。很多公司找到了痛点，找到了解决办法，但是这些痛点似乎还没“痛”到让用户决心做出改变。或者有些用户已经习惯了现状，根本没有意识到痛点的存在，只是某家公司特别在意罢了。在国际发展援助领域，对抗陈规旧俗是常态。在这个领域的基层工作，即便是能大幅改善生活质量的变动，只要会影响人们现有的生活方式，绝对也是困难重重。


  在后塔利班时代的阿富汗推动女性教育面临着极大的阻力。每每谈到这个国家，人们总是会联想起塔利班及其对女性苛刻的管制——妇女必须穿只露眼睛的长袍，女孩无法接受教育，女童被迫嫁人。2001年，美军入侵阿富汗，之后又要帮助重建阿富汗，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改变针对女性的负面行为。新上台的阿富汗政府得到美国与其他发展援助国的支持，高度重视女童的教育问题。塔利班政权时期，女童的小学入学率从32%下降到6%，新政府的目标就是要重新提升这一比例。


  在首都喀布尔这类大城市，开展工作并不困难，真正的挑战来自农村地区，当地人对女童接受教育仍持有极端保守的态度。为了在这些地区普及女童教育，国际非政府组织以及军队投资了上百万美元，用于重建教室、聘用女教师、提高入学率等。然而，所有的努力都失败了。他们建了不计其数的学校，结果都被改造成了牲口棚，而当地的女孩依然没能去上学。这是怎么回事？


  人们抵触这一变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认为女童教育项目是由“国外势力”操控的。国际组织来到当地改善教育体制，满怀善意，然而它们在工作中只是草草过问了当地的长者和领袖的意见，这显然违背了当地的社会规范。它们是为了“行善”，但是没有充分考虑目标人群的信仰、偏好、态度，最终事与愿违。


  这些国际组织逐渐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开始将男性纳入推动性别平等的工作中，以减少其抵触情绪、化解他们的某些担忧，譬如担心普及女童教育会削弱男性的权威或者社会地位。同时，国际组织还邀请长者和重要的地方领袖加入这一工作，他们担负了相应的职责，还有人捐赠了土地，甚至亲身参与到学校的建设中。利用现有的行为与态度，这种新方式取得了成功。


  辨识痛点


  用户可能不愿意改变习惯，但是肯定在想办法减少痛点。阻碍用户完成一项任务的问题就是痛点，正是这些问题让用户感到低效、无趣、枯燥、沮丧。图3–2罗列出草坪养护中出现的一些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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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2

  


  通过分析用户常识或者与用户对话，某些痛点显而易见，还有一些痛点需要经过数据跟踪和观察才能够得到辨识与理解（例如完成任务的复杂程度、用户困惑或者犹豫的原因、已被接受的权宜之计等）。一家医学技术公司曾与我们进行合作，采访了数十名外科医生，了解他们眼中某些手术存在的最大挑战。然后在这些医生进行手术的过程中，我们监测他们的心跳，结果发现数据显示的分析与医生自身的陈述大不相同。外科医生感到焦虑的情况往往是进行重复性的动作，或是因为手术场地限制影响了视角等，医生甚至已经对这些情况习以为常，默认这些是手术中不可避免的问题。


  每一个痛点都能带来创新空间。著名的日用消费品公司金佰利发现，很多受失禁问题困扰的成年人要采用多种心理补偿行为来应对身体与情感层面的痛点，例如随身携带成卷的卫生纸、每日多次更换全套衣服等。于是，金佰利设计了轻便、贴身的女士专用及男士专用护理内裤，这些产品减轻了用户对现有解决办法的依赖程度，并且合宜得体地完成了几项重要任务。在此之前，许多遇到失禁问题的成年人往往要等上半年或者几年的时间才最终决定去购买纸内裤，金佰利推出的新产品则有效赢得了这一类潜在消费人群。


  解决痛点


  减轻痛点的难处之一就是找准痛点。痛点不是个人的不满之处，不是目标人群之外的用户痛点，也不是产品新功能恰好能解决的问题。应对这一难处的办法就是在较大的样本人群中测试痛点是否真实存在，用数据说话。也许某些用户能够提出某些个人的痛点，但这并不意味着消费群体中普遍存在这一问题。应通过调查进行量化分析，针对不同的用户类别罗列痛点，确保能够就目标人群真正的痛点展开工作。


  同时，进行此类调查还可以区分痛点的轻重程度，例如可以利用组合分析方法实现。这一方法需要用户做出权衡：对于一台笔记本电脑，你是希望它更轻还是续航时间更久？是希望键盘声音清脆还是耳机更加轻薄？将利弊权衡具体化有利于了解用户真实的偏好，而这也将反映在他们的购买行为中。


  本章应用——解决痛点要以用户为中心


  几年前，我们合作的一家公司恰好引进了新的文件管理系统。客观评价，新系统确实性能卓越，无可比拟——存储空间更大、搜索更精准、文件共享更便捷，还有众多新功能。新系统有很多新优势，但移除了旧系统中员工们早已习惯的文件夹分类功能，而这一功能确实有利于一些重复性的工作。另外，员工根本不理解新系统的元标签分类，虽然在旧系统文件夹中要自己搜索半天，但这至少让大家感觉起来更靠谱。在过渡阶段，有的员工适应了新系统，有的员工还在用旧系统，还有一部分员工在新系统中自己创造了文件夹分类，于是乎，查询一个文档需要在两个系统中进行多次搜索才能成功。结果可想而知，办公过程更加混乱，消耗了更多的经济和时间成本。为此，公司的某位高管每周召开例会，以解决系统过渡阶段中涌现出的各种问题。新系统的设计人员其实可以保留员工们熟悉的文件夹分类功能，但是他们自身更偏爱新系统的分类功能，并希望员工们意识到新系统卓越无比，结果事倍功半。如果新产品解决痛点的方式不能迎合人们当前的偏好，那么客观条件再好的产品也将失去意义。这正是团队收获的经验教训。


  本章小结


  生产“更好的”产品只是创新过程中较为简单的工作，艰难的工作在于确保新产品以合理的方式呈现给合适的人群，并展现出其“更好的”一面。新产品方案需要考虑多方利益相关者，而他们对新的解决方案可能各有期待。同时，新产品解决痛点的方式应该与用户根深蒂固的行为相适应。了解现状中存在的问题，但是不要贸然与习惯性抗衡。


  产品使用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不仅限于产品购买者，因此在产品设计中可能还需要考虑其他的终端用户或者重要的购买决策者。


  制定流程图——以图表形式描述用户从决定购买产品到弃置产品过程中的每一步，这样能有效发现真正令用户苦恼的痛点。


  为了使用产品，用户可能愿意改变某些行为，但这并不绝对。一定要了解当前方法有哪些部分值得保留、哪些部分需要替代。如果希望用户改变行为习惯，谨记这个进程一般比较缓慢。用户会不断寻找新的解决方案以减少痛点，即阻碍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的因素。除了表面上的痛点，更需要思考情感方面或其他用户未意识到的痛点。


  设计中要做出权衡。想要一次性解决所有痛点不切实际，因此，需要通过提出清晰的选项要求用户区分各种痛点的轻重程度。


  
  瞄准终点，认清路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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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成功标准


  从用户视角定义产品的成功


  理解了用户目标达成理论、驱动因素、当前方法和痛点，现在可以开始设计产品了吗？从大多数情况看来，不行！十年前斯蒂芬就发现了这一点。当时，一家手机公司拜读了有关“用户目标达成理论”早期的一些文章，提出能否直接利用“用户目标达成理论”框架设计下一代产品。可是关于如何在产品的重要设计上进行权衡，例如产品规格与耐用程度如何抉择、电池续航能力和屏幕分辨率如何抉择等，仅仅依靠“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的分析能不能解决问题？可能性十分有限。在当前很多企业中，员工主要利用对讲机等产品实现交流（当前方法和痛点来源）。设计公司还需要了解在特定的条件中（驱动因素），用户如何定义关键工作是否被完成，这样设计出的产品才值得用户尝试。这里的关键问题包括：新员工学会使用设备需要多长时间？在一项工作中，新产品如何在查找产品或者对话线程方面获得优势？斯蒂芬深入分析了成功标准，才得以确定产品设计中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及细节。产品的成功标准数不胜数，但每条标准都应该抽丝剥茧、言之有物——真正帮助创新者将奇思妙想变成有效的突破。


  本章讨论：


  
    •如何从用户而非管理层的角度定义成功的产品？


    •如何寻找增值的机会，如何衡量结果？


    •为什么有所权衡、增减有度能够提升产品价值？

  


  定义成功


  用户如何认定产品或服务成功与否？企业很少思考这个问题，它们总是默认新品必然会受欢迎，所以对于成功的定义往往是从商业角度出发——首年销售额、盈亏平衡时间、市场份额等。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商业标准更容易测量，而预测一款新产品是否能成功，到目前为止还没出现可靠的公式或者数据。设计产品的时候也许能准确计量要满足两项需要实现的目标、解决三个痛点，然而成功这件事却难以如此精确评定。


  与此同时，我们发现，能获得巨大成功的企业往往最高效地完成了需要实现的目标、减少了痛点。这也就意味着，企业需要细心琢磨消费生活中最重要或者最令人烦恼的情境，了解目标消费人群的行为出发点。


  大心宠物食品公司（Big Heart Pet Brands）的创新团队与养猫的人相处了一段时间，以期了解他们的日常以及与宠物猫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的发展中，一系列复杂的情感需求得到满足，但其中也交织着很多痛点。大心公司发现，猫是比较独立的宠物，想要让它们对主人示好，往往需要煞费苦心，而喂食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手段。猫粮分为干、湿两类，干粮经济、便捷、好收拾，放一整天都没问题，而且大量囤货也很方便。但是很多猫主人都知道，他们的猫咪更喜欢湿粮的味道、口感和品类。根据当时市场的产品分类，猫主人只能二者择一：认为情感需求更重要，就会满足猫咪的味蕾，选择湿粮；认为功能需求更重要，就会避开湿粮带来的痛点，选择干粮。面对这个局限，大心公司如何从用户的角度实现产品的创新？他们决定颠覆现有的产品分类（主要由供应链上的各因素决定），摆脱干、湿的绝对界定。


  通过深入了解用户需要实现的目标和痛点，大心公司推出新的产品概念——表皮干爽酥脆、内馅湿润有肉味的猫粮，这个想法立即得到了用户的热烈响应。大心公司迅速进行样品测试并不断完善，最终的产品既获得了用户青睐，又能以合理的成本进行规模生产。新产品“咪咪乐软心猫粮”在满足功能和情感需求方面都取得了成功，减轻了用户的选择负担。产品上市两年的总销售额超过1亿美元，在前后5年间上市的宠物食品中，只有三项产品取得了这样的业绩。在宠物主人与猫咪关系中，大心公司通过聚焦关于情感方面的工作，有效满足了用户的需求。


  衡量成功的标准


  在现有市场中寻求成功的路径已然十分困难，而创新企业要通过开拓缝隙市场、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突出重围，在这一过程中，对于成功的定义会改变，这使得创新的任务更加艰巨。


  特斯拉S型轿车于2014年、2015年连续两年当选美国《用户报告》最佳车型。该杂志通过三大标准推选最佳车型：路测评分、可靠性评分、安全性评分。路测评分主要分为传统的性能测试，例如汽车的操控性、动力和舒适度，可靠性评估源于用户的故障报错数据，安全性评估源于汽车的碰撞测试数据。在某些层面上，传统的测试标准也适用于特斯拉S型轿车，例如衡量这一车型是否成功必须考虑其安全性评分。但是，S型P85D轿车问鼎《用户报告》榜首时，竟然突破满分，获得史上最高分——103分，显然，S型轿车已经超出了传统定义的成功标准。


  特斯拉重新定义了完美车型，这是如何做到的？这里利用“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的思路进行分析。特斯拉S型是电动汽车，这意味着它不仅仅是一种交通工具。崭新的科技力量能够帮助人们完成更多需要达成的目标，包括一些超出交通领域的工作。例如，驾驶电动汽车不仅能够满足出行需求，还能够满足环保需求。这一新增的功能意味着要以更丰富的标准对汽车进行评估，即传统标准（安全性、舒适度、可靠性）外加全新标准（充电时间、长途行驶里程）。用户购买电动汽车，既有传统的用户目标达成理论也有新的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特斯拉S型轿车出色地满足了两重需求，因此大获成功。


  分析用户目标达成理论不仅是为了完成任务，更要从用户的角度考虑如何实现目标，否则就会出现过犹不及的状况。要想达成用户需要达成的目标，要知道他们的需求程度，并分析每项需求中的用户体验是要增加、减少，还是追求平衡。


  理解用户需求的具体细节，企业就能够将这些信息转化成竞争优势。它们可以改变用户对这个行业的一般预期，利用被忽视的资源进行创新，超越老牌公司或者强大的竞争对手。


  那么初创企业如何挑战行业巨头？多年来，微软电子邮箱软件Outlook一直主宰着电子邮件领域。尽管不断有新晋的科技公司宣称，下一代新应用将会使电子邮件成为明日黄花，然而斗转星移，电子邮件行业依然繁荣。


  取代电子邮件的尝试屡战屡败，直到协同办公平台Slack横空出世。Slack没有提出取代电子邮件的目标（因为这并不是用户的需求），而是专注于电子邮件使用中用户需要减少或者增加的体验、创造实现需求平衡的新应用，其发展速度一时无二。这款商业办公应用为用户提供短信息服务，与电子邮件形成互补，并非完全替代电子邮件。图4–1为获得成功的常用策略举例。


  Slack的重心在于促进内部沟通，其提供的服务能够让同事间实现快速的日常交流，同时又保留了传统电子邮件的归档功能，并提升了对历史信息的搜索功能。电子邮件仍然发挥其作用，尤其是对外沟通方面，而应用Slack，客户减少了电子邮件收件箱中的信息，也减少了当面开会的需求，省时省力，这部分归因于Slack的共享文件功能：用户能够直接搜索共享文档、获得共享文件，不必再向同事询问。如果同事发问，可以通过侧边窗口提供简短答案或进行状态更新，不必反复通过邮件进行沟通。Slack的用户数量已经超过100万，它有效提升了办公效率，得到企业用户的高度认可。Slack充分理解用户体验中需要增强与减弱的部分，实现创新，其估值在两年之内已经达到38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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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1 获得成功的常用策略

  


  有些因素看似无关紧要，实则影响巨大，因为这些因素是衡量任务是否得到完成的方式，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例如本书前文提到的布鲁克伍德私立学校，家长衡量教育的标准包括学校课程的多样性（展示出学校能照顾到学生们不同的兴趣爱好），学生群体的多样化（确保学生能够获得全面而扎实的教育），教育工作中家长的参与度（展示学校乐于与家长搭建良好关系，促进学生的发展）。


  权衡轻重，创造价值


  通过用户的视角进行分析，企业能够通过权衡利弊提升产品价值；深入了解用户需求，避免在华而不实的性能上进行投资，专攻被市场忽视的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实现真正的创新。1996年，MSNBC（美国微软全国广播公司节目）进入了当时规模有限但是发展迅速的有线电视新闻领域。它与同业两位对手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Fox News（美国福克斯广播公司）较量多年，总是排在末位，直到2008年，美国进行总统大选，MSNBC决定开启新模式。这一新模式降低了聘请电视名人的费用，虽然他们的形象具有一定影响力，但价格不菲。MSNBC意识到有线电视新闻的观众更在意节目内容，而不是主持人的长相，所以他们可以聘请具有深厚政治学背景的人，例如曾在电台工作的新闻人士、印刷媒体的资深记者等不具备电视行业经验的人员。同时，MSNBC更加注重目标观众所需——时政评论内容。这也能够减少新闻事实的收集与求证工作——这一过程不但耗资巨大，某些老牌的新闻媒体也具有很大优势。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MSNBC的电视内容中评论观点占85%，而Fox News和CNN的相应数据分别是55%和46%。2008年的选举活动异常激烈，可能也正是这个原因使得MSNBC的收视率大增，尤其吸引了不喜欢被党派观点束缚的观众。选举过后，MSNBC仍凭借上述模式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2012年，按观众的人均制作成本计算，三家电视台中MSNBC最低（见图4–2），而黄金时段平均收视率排第二。2011~2012年，在收视率争夺最激烈的25~54岁受众群体中，MSNBC的收视率上升了20%，Fox News仅增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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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2 主要有线电视新闻制作成本

  


  这些事例说明，产品的价值体现在用户最重视的方面。要想控制制作成本、降低产品复杂程度，可能就需要在重视程度较低的方面降低要求。问题就是，在某一个方面降低要求是否会引发用户的不满？如何确定？如果飞机的座位空间减小，难道乘客们不会感到不快？当最喜欢的零食突然从货架消失，竟然是因为厂家要精简产品线，难道你不会感到愤懑？这就又回到了两个关键问题——用户目标达成的驱动因素和用户分类。虽然一个产品不可能取悦所有人，但是如果能理解消费需求为何会集中在某个领域，我们就能知道使用产品的特定背景条件，以及这些条件是不是广泛存在。


  高露洁推出WISP无水牙刷，可谓是上百年牙刷生产历史上最大胆的一个决定了。单看这个牙刷，又小又单薄，仅供单次使用，本来就只有一点点的刷头中间还嵌着一颗薄荷珠，以一般标准衡量，这并不能算什么好产品。这个牙刷只能用于轻微处理口腔中的残渣，不能解决顽固的牙渍，更不能深入牙齿缝隙那些藏污纳垢的地方，它既不是电动的，也没有卡通人物的包装。但是，这个产品恰好瞄准了一个重要的用户需要达成的目标：出门在外如何做口腔清洁。衡量这个牙刷是否为成功的产品，用户的标准就是：能否清除牙齿上明显的食物残渣、能否清除口腔异味、能否便捷使用、能否避免漱口（漱口在公司的公共卫生间被视为没有礼貌的行为）。高露洁无水牙刷满足了全部这些要求，其他方面就不再重要，正因如此，WISP大获成功，成为高露洁公司的新增长点。


  本章应用——确立大施拳脚的领域


  2002年，斯蒂芬推出了非洲第一个移动电子商务平台（当时为Celtel电信公司所有，现已被印度电信公司Airtel收购）。电商平台的第一批客户都是例如南非酿酒公司之类的非洲大企业，它们希望简化大额订单的付款流程。南非酿酒公司的金融团队要求电商平台提出切实方案解决两个重要的用户需要达成的目标：加快发货、减少诈骗。根据这两项需要达成的目标的成功标准，Celtel团队很好地规划出了系统的各项具体指标，例如，系统需要将资金的计量次数从7次减少到2次；送货完成后，系统对账过程减少一个小时；减少受送货司机唆使而产生的诈骗现象。这些具体的指标使得Celtel能够清晰地认定投资方向，例如在收货方及仓库财务方加强教育宣传工作，同时能够将次要的工作放一放，例如设计美观的用户界面。仅仅了解重要的用户需要达成的目标是不够的，认清成功标准才能够设计出合适的解决方案，要雪中送炭、雨中送伞，而不必画蛇添足。


  本章小结


  成功的标准将用户目标达成理论转化为具体可行的指标，这些指标必须要与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紧密结合，因为衡量每项用户需要达成的目标是否完成就取决于标准是否贴切。这些标准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包括用户的个人态度、生活背景、当前境况。这些标准所衡量的对象可能有形也可能无形（例如情感），它们都需要被考虑。产品设计只有满足这些标准，用户才愿意相信产品真的能达成重要的需要达成的目标。由于成功的标准数不胜数、各式各样，因此指明了在特定的条件下用户应当如何判断一项工作是否完成，以及新的解决方案是否真正超越了其他的替代方法。在将用户洞察转变为产品特性的过程中，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可以将创新的想法转变为具体的产品概念。


  通过关注用户最重视的情境或条件，我们得以领会成功的标准。


  新产品满足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的效率如何，消费体验中哪些需要增强、减弱或者平衡，这些都是衡量成功的标准。我们应当从用户的视角出发，规划产品设计的指标。


  同时，企业可以通过掌握不对称信息赢得优势，并改变用户对一个行业、一类产品的理解，那么成功的定义可能会改变。


  权衡轻重、有所取舍，能够增加产品价值。如果某些功能仅满足了一小部分人的需求，那么放弃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努力满足目标消费人群的重要需求才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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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障碍


  是什么阻碍了创新？


  几年前，我们在对食品和饮料行业进行调研时，某位年轻女士告诉我们，她住在一间“独特的”公寓里——这间公寓没有厨房。不是厨房很小，不是厨房和其他空间没有墙壁分隔，而是完全没有厨房——没有烤箱，没有燃气灶，没有水槽，没有和厨房有关的任何东西。我们问她会不会考虑搬家，她说之前确实有计划另寻他处，但后来发现自己其实也不是很在意没有厨房的不便之处，而且搬家是个大工程，再加上手头有了别的事情，最后搬家的事就搁浅了。


  其实，推广新产品的过程和上面的故事有许多相似之处。新产品上市后，有些用户迫不及待地购买。但是大部分人可能不以为意，只有真遇到了某些问题，他们才会做出改变。这是普遍存在的惯性，但是还有一些障碍影响了人们最终选择和使用新产品。如果有公司推出了烤箱食品，上述故事中的女士肯定不会购买。没有厨房可能是一个原因，但是本章的讨论会分析出其他更为常见的因素，阐明为什么用户不会购买或者使用诱人的新产品。


  本章讨论：


  
    •惯性为何会影响重大创新？


    •什么因素会导致用户迟迟不选择新产品？


    •什么因素会阻碍用户使用或回购新产品？

  


  对抗惯性


  市场上出现了新的产品、新的服务，虽然它们具有一定优势，但并不意味着用户就会主动接受这些新的选择。一项新产品如果与人们根深蒂固的行为或者思想产生了冲突，用户可能就不想改变，并且会寻找各种原因避开这种新的选择。由此，企业也许就要投入更多的资源，应对现实世界与用户精神世界的双重挑战。


  在全球很多地方，面对城市交通拥堵现象，很多人会选择驾驶轻型摩托车出行。美国的很多城市中也有类似的交通问题，但是摩托车从未成为主流交通工具。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们受到观念所限。美国人谈到摩托车，基本上都会联想到老旧、嘈杂、破烂的交通工具，虽然实用，但是不舒服、不得体，他们脑海中出现的画面，可能是一家四口挤在同一辆摩托车上，在南非尘土飞扬的公路上一路驰骋，或者是在印度水泄不通的大堵车中穿行。在美国，似乎没有这个必要，在市内出行，靠公共交通基本就能解决，实在不行，还有私家车。现在的汽车设计得越来越奢侈，坐在车里，能调节座椅温度，能喝咖啡，能打电话，还能跟着车载音响播放的新单曲随心所欲地放声歌唱。在摩托车上可做不了这些事。而且，现在汽车租赁也很便宜，驾车出行实际上可以相当划算。


  但是，情况正在慢慢发生转变，驾车有时候很麻烦。停车费用和汽油价格都在上升，而人们的环保意识慢慢增强。在美国的发展历程中，城市规划总是以汽车为中心，现在重心慢慢转向了自行车和轻型摩托车。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晚婚，这意味着很多人现在不着急搬出市区了，甚至有很多成家的人也开始选择在市区居住。随着城市人口密度的攀升，驾车出行可能不再是便捷之选。而且，如果去商店买了很多东西，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回家也不是很方便。显然，摩托车在美国城区具有市场潜力，但是用户需要转变观念。当然，不是要让用户自己承担转变观念的任务，企业要意识到牢固的消费观念可能会影响用户选择新产品。从设计产品开始就要考虑如何转变人们的想法，使其主动接受新鲜事物。


  GenZe公司推出了新型电动摩托车，并采用了很多措施应对惯性问题、刺激消费行为、开发未消费领域，希望能够吸引美国城市中的年轻用户。在新型电动车（GenZe 2.0）上市之前，公司派人到美国各地与用户交流，了解他们当前的通勤状况、其中存在的痛点及通勤过程中的需要达成的目标。通过分析这些信息，GenZe依据目标消费群体需要达成的目标及其驱动因素设计了一款新车型：储物箱能够放置公文包、生活杂物和私人物件，储物箱还具有防水特性，帮助人们应对天气不佳的状况。而且这款电动车十分环保，能够减少用户在燃料上面的支出，让用户感受到自己为环境保护做出了贡献。电动车车身设计美观，技术含量极高，配备了7英寸[1]的触屏控制面板。用户选择GenZe，不是因为便宜，而是要展现一种态度。另外，GenZe 2.0还添加了特定的功能，以增加骑行舒适度和安全性、降低用户的选择门槛，例如，可以升高的挡风板、帮助初学者适应的简易驾驶模式等。这款车型在美国市场能否大获成功，有待观察。GenZe确实从用户的角度倾注了大量精力，并着力打破传统的购物阻碍，这些都大大增加了它成功的概率。


  对抗惯性就是尽可能减少使用一项产品的阻碍。有一些企业通过不断推出光鲜夺目的产品，牢牢吸引忠实客户，但是大部分企业做不到，那么它们就需要加倍努力诱导用户尝试新产品。图5–1中阐述了一些可以帮助企业提升新产品扩散速度的基本方法。


  
    [image: ]

    图5-1 对抗惯性的5种方法

  


  这些策略主要用于对抗惯性，但是用户在选择或者使用新产品的过程中，还会出现一些阻碍，接下来的两节会讨论影响新产品扩散速度的10种最常见阻碍。


  选择产品的障碍


  对产品的选择障碍就是妨碍用户购买产品的首要因素。对于一款产品，用户可能会从中受益，也可能有一些购买意愿，但是当这些阻碍因素出现的时候，用户可能最终会选择竞争对手的产品或者根本不购买此类产品。


  因此，要尽可能降低这些因素的出现概率或者降低其影响。


  以下为购买产品时常见的几种阻碍。


  缺乏了解 用户不愿意购买产品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不了解自己有相应的需求。创新团队不是凭空捏造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的（捏造一个也不容易），只是用户习惯了完成任务的现有方法，所以意识不到对新产品的需求。


  在医生办公室里，病历往往包含着杂乱无章的各式文本、表格，还有其他医生或者诊断室发来的传真扫描，要在其中迅速查找关键信息十分困难，有些重要数据甚至会被忽略。然而，“黄金档案”这类综合文档管理产品推出之后，市场反应并不是特别强烈。这是因为医院现有方法虽然存在很大问题——时间成本高、医疗效果受到影响，但医生们根本都没有意识到。后来，产品公司对当前情况进行量化分析，明确指出当前方法带来的风险，才最终让人们意识到病历需要更好的归档办法。


  改变行为习惯 在分析当前方法与痛点的时候，我们发现，要求人们改变行为习惯非常困难。Ozon被称为俄版“亚马逊”，是俄罗斯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其最早的产品是图书，后来加入了电影、音乐产品，接着又进入用户电子商务领域，最终打造出一个无所不包的大型线上零售平台。在俄罗斯，Ozon的规模一时无二，然而发展速度不温不火，因为俄罗斯零售仍然依赖现金。某些产品的销售尤其困难，例如Ozon自主研发的电子阅读器、电子书以及数字音乐产品。所有的这些数字产品都需要通过信用卡进行购买，俄罗斯的用户基本上没有意愿或者没有能力放弃当前的现金消费习惯。因此，这类产品的销售迟迟不见起色。


  多方参与决策 如果一项决策的过程包含很多互不相关的决策人员，且他们各自的动机不尽相同，即便再好的想法也难以实施。某些医疗系统会让多个团队的医生线上讨论同一病例，看似大有裨益，但这些系统发展迟缓。这样的系统需要IT（信息科技）团队、医院科室、医生都参与其中，否则不能运转。但是不同个体取向不同，有些团队的医疗观念更加主动，有些团队则比较保守。这样一来，尽管多方咨询的益处不可否认，但是相比真正落实方案，可能达成一致意见还要耗费更多的时间。


  高成本 成本高昂有多种体现。首先，新产品实际成本很高；Nesmuk镶钻厨刀售价在4万美元左右（相当于美国家庭收入中位值的80%），绝大部分用户无力购买。其次，成本高昂的另一种体现就是比同类产品贵。2008年，英国哈洛德百货推出了标价29.95英镑的杯装方便面，产品的噱头之一当然是设计创意（另外还会将收入用于慈善事业），但是人们也不禁会奇怪，这一碗方便面真的值这么多钱吗？再其次，转变产品的成本也可能会很高。几年前，手机运营商针对用户提前终止合同的行为设置了违约金，限制用户转换运营商，直到最近，运营商为了争夺市场份额，开始为新用户提供违约金补偿，最终消除了两年合同期的服务传统，降低了所有用户转换运营商的成本。


  高风险 用户不愿意采用新产品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其中可能存在巨大风险，或者可能要面临产品失效的高昂成本。近年来，专利流氓发起的诉讼案件不断增多，但是专利诉讼保险业务的销售仍然不见起色。律师界认为，部分原因在于这种保险本身可能会招致侵权诉讼案，其成本也许很快就会超过保险理赔上限。虽然这种保险能够防止企业遭受巨额诉讼赔偿，但是购买了保险也会引起专利流氓的注意，这其中风险太大，所以很多公司并没有马上选择这一保险业务。


  产品类别陌生 有时候，产品由于创意非凡而开拓了全新的领域，以致用户可能无法理解，或者没有相应的资金准备。物联网技术能够将一个工作环境中上百万的设备和传感器相连，实现纤悉无遗的监视。这一技术的出现声势浩大，但是很多大企业迟迟没有采用：公司里面没有人专门负责物联网工作，预算里面也没有这项支出。物联网技术公司enGauge打破僵局，巧妙应对了这一挑战。这家公司在消防领域找到了突破口，消防责任一般都有专门的部门负责，而且企业为了提升消防安全适当增加预算基本不会招致反对意见。一旦enGauge通过消防领域打开市场，往后就有机会提供更多的服务。


  使用产品的障碍


  第二类障碍就是影响人们使用产品的因素，在用户购买产品或者服务之后，这些因素可能会导致用户停止使用。这些障碍的影响多种多样，用户狂热的购买欲望消退之后，产品购买量急剧下降。更常见的是，用户停止回购，或者不购买附加设备、不更新产品版本等，这些障碍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企业建立可持续的商业模式。以下就会讨论用户停止使用一款产品的常见原因。


  配套基础设施不完善 有些产品本身十分出色，但是没有配套的系统就无法发挥价值。譬如，你下载了点对点技术的手机应用（依靠用户群交换信息的互联网体系），但是上面根本没有用户，那就无法使用。同样，电动汽车有益于车主，有益于环境，很多用户具有环保意识，乐意购买电动车，但是充电桩不足往往会影响他们的购买意愿。电动汽车也许最有利于经常长途驾驶的车主（假设油费一直比电费高），但是长途驾驶最怕找不到地方充电，于是电动汽车可能就成了最不可行的选择。如果没有配套基础设施使产品发挥出最大的潜力，用户也就难以持续使用这个产品。


  使用过程中产生痛点 如果产品的使用很复杂或者很麻烦，用户就会放弃。很多公司总是喜欢在新产品上加载过多的新功能，而不是专注于最重要的需要达成的目标。市场研究机构NPD曾调查了1 500多名用户，其中有13%的人曾因无法操作电子设备感到心烦意乱，最终退回产品。2007年，Windows Vista系统上市，微软公司和用户都对其寄予厚望，结果这个系统不断出现兼容性问题和性能问题，导致很多微软的忠实客户都转向了苹果的产品。


  有趣，但没有功效 很多时候，新产品听起来相当不错，实际功能却不比现有的解决方案更加出色。很多新产品出现时，用户迫不及待地尝试，结果发现在很多自身看重的功能上，新产品并没有超越现有产品。手机的支付技术在美国已经推出很长时间，但很多人试了一两次就停用了，因为这种支付功能并没有比刷卡更方便，有时候甚至更耗时。谷歌和苹果正重新发起攻势，以期大力推动移动支付的发展，在这一轮竞争中，焦点回到了用户最关注的需要达成的目标上，例如数据安全等。


  缺乏针对性 新产品要有针对性，要瞄准特定的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和特定的消费人群。赛格威公司（Segway）的产品最初上市时，并没有特定的目标或者方向，只是一种有趣的出行工具而已。后来，公司不再面向大众销售产品——一般人都会觉得很贵，也不知道买了有什么用，他们将销售重心转向了特定客户群体，包括警察、市区导游、货仓人员等，这一产品刚好能够高效地达成这些人群需要达成的目标，赛格威公司因此大获成功。


  新产品要获得用户的关注已经不容易，克服各种使用障碍，让用户成为长期用户更具挑战。如果不能让用户回购，公司就难以维系经营。


  本章应用——应对电商领域的惯性


  某大型零售公司曾与我们有过合作，项目刚开始，新团队将亚马逊定位为主要竞争对手。这有一定的根据，在其商品类别的线上消费中，该公司的占比较低，而且数据分析报告显示，该零售商经常面临掠夺性定价的竞争。然而，在拓展在线业务的过程中，该公司发现亚马逊其实给他们助了一臂之力。亚马逊一直在利用多种方法对抗用户的惯性，减少该类产品的线上购买障碍。第一，亚马逊在线上大力宣传该类产品，让用户意识到该类产品可以在线购买，无论重量多少。第二，用户在亚马逊平台上购买其他产品时，也可以同时购买这类产品，久而久之，通过在线渠道购买该类产品就会成为习惯。第三，亚马逊提供的价格迫使该零售公司重新调整自己的运输系统，最终降低了自身运营成本，给用户提供了更优惠的价格。归根结底，亚马逊也许仍然是这家零售公司的竞争对手，但其策略确实减少了全行业的用户使用障碍。该公司决定以亚马逊的策略为基础，结合自身精选产品与实体商店提货的服务，形成自身独特的竞争优势。


  本章小结


  吸引用户关注新产品可谓困难重重。在大部分情况下，用户已经有了固定的购物选择，涵盖日常购买的产品，以及用来完成特定任务的产品。新产品必须要足够出彩，才能够将用户拽出常规的采购习惯。减少购买新产品的阻碍，例如降低尝试新产品的成本，或者明确新产品的优势等，都能够帮助企业赢得早期客户，这些客户可能会将产品的优势介绍给其他用户，建立产品的口碑。要实现长久的成功，企业还要减少产品的使用障碍，使用户在首次消费结束之后还能够回头再次购买。


  人都有惯性，改变日常行为或者购物习惯的过程非常缓慢。打造诱人的产品还不足以让用户真正踏出尝试的一步。消除惰性、打破现状的责任应该由企业承担起来，而不是留给用户。


  让大众以简单的方式了解并尝试使用新产品，从而建立起市场需求。有6个常见因素会阻碍用户采用新产品：缺乏了解、改变行为习惯、多方参与决策、成本高昂、高风险、产品分类陌生。


  不断增加新的消费人群往往成本过高，难以维系，而消除使用产品过程中的障碍能够使第一批用户回购产品。4种障碍可能会影响用户继续使用或者回购产品：配套基础设施不完善，使用过程中产生痛点，无法真正超越现有产品，缺乏针对性。


  
  体现创新历程的价值
[image: ]


  
    [1] 1英寸≈2.54厘米。——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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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值


  如何将用户洞察转变为企业收入？


  1989年，斯蒂芬当时的工作糟糕透顶——为某家食品公司挨家挨户上门推销一种新的肉制品。这份工作确实不好，但是这款肉制品包装的创意不容忽视。当时斯蒂芬的雇主是美国最先采用真空低温烹调技术的企业之一，该技术将产品密封在真空的塑料袋内进行烹饪，保持水分与新鲜度。


  这种产品会给餐饮行业的客户创造多大的价值，这家公司并不了解，于是他们就根据产品的成本定价。他们最便宜的产品就是生产成本最低的产品——龙蒿烩鸡肉。总之，产品的味道很差，如果用户不幸选择了尝试这款产品，只能怪自己倒霉。突然有一天，一家熟食店的老板尝试了鱼肉产品，他告诉斯蒂芬，味道相当不错，而且因为鱼肉有腥味又难以保鲜，所以之前店里一直不提供鱼肉产品，这种真空低温的烹调方式恰好解决了这些问题。之后，在整片区域内，这家熟食店成为唯一提供鱼肉产品的店家，独树一帜，老板十分自豪。用户目标达成理论成功啦！斯蒂芬的公司给熟食店老板创造了新的价值，这与产品的成本并没有太大关系。理解价值的真正来源，企业才能够以全新的方式定位。


  本章讨论：


  
    •如何测算新产品的市场价值？


    •如何确定新产品的价格上限？


    •公司的商业模式是否能够维系新产品的销售业绩？

  


  新产品的市场潜力有多大？


  当你提出一个新想法，肯定会有人问，成功的概率有多大。怎么知道某类产品的市场增长速度有多快？怎么确定市场对你的方案是否感兴趣？通过产品概念测试和原型测试，估价得以进一步明确。但在创新早期，基于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的洞见其实已经带来了重要的启示。当你估算市场规模的时候，已经知道了用户目标达成理论、需要消除的痛点、决定用户需要达成的目标及痛点重要程度的驱动因素。定量调查能够为分析用户目标达成地图提供相应的数据，使其最终划定准确的用户类别、更好地预测消费行为。另外，在其他行业或者其他产品线，类似的需要达成的目标是如何达成的，这类衡量标准也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能够进一步确定市场的规模。


  除了准确衡量市场规模，“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的思路能够进一步拓宽设计方案的市场潜力。20世纪70年代初，玛氏公司超越好时公司成为美国糖果产业领头羊，其市场份额不断扩张，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到了20世纪80年代，好时意识到了采用新战略的必要性，于是进行了严谨的用户调查，收集许多重要意见。更关键的是，好时发现儿童并不是糖果的最大消费人群，糖果行业销量的55%来自18岁以上的成年人。好时利用这一信息对糖果产品进行设计和营销宣传，满足了成年人潜在的情感需求，重新夺回美国糖果行业的霸主地位，并大大拓宽了糖果产品的市场。时至今日，好时仍在根据成年人的用户目标达成理论不断进行创新。公司的创意重心之一就是让用户在奖赏自己的时候没有负罪感，例如2011年，好时收购了布鲁克塞得水果夹心黑巧克力产品系列，推出较为健康的巧克力产品。专注于成年人的产品需求，好时在全美巧克力市场上一路保持领先优势。


  产品的价格上限是多少？


  市场规模的估量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产品的销售价格。在成熟市场中，产品的定价可能没有太大浮动空间，企业一般采用竞争导向的定价策略，也就是跟随竞争对手的定价或者为了抢占市场份额进一步折价，通过这个方法能够确定一个定价空间。在电子游戏产业中，如果大部分制造商的游戏产品定价都在60美元左右，你推出的新产品定价120美元，那成功的可能性就很小。通过结合销量和价格，你计算出最佳定价点可能是60美元或者是65美元，但上下浮动空间不大。而且，在电子游戏等产业中，一部分生产商会给零售商设定严格的售价限制，所以新产品脱离现有定价机制的可能性并不大。


  在一些未成熟的市场，情况正在发生改变。有一些企业希望采用成本导向的定价策略降低风险，它们会计算产品的生产成本，再根据管理层希望实现的利润目标稍做计量，最终标定产品价格。但是，这样的定价策略有很强的主观性，可能无法与产品的营销策略或者品牌策略统一。另外一种较好的选择就是价值导向的定价策略，即根据产品达成用户需要达成的目标的效果来定价。基于这一策略，最终定价能够让用户重新定位你的产品，而且能够聚焦如何让产品满足用户情感层面的用户目标达成理论。


  这里又要提到优步公司。如果从表面上分析优步，其似乎是准备采用标准的竞争导向的定价机制，因为早期关于优步的讨论都是在说其会提供更廉价的叫车服务。但是，优步现在在不同国家的市场提供了计价标准不同的服务（包括人民优步、优享、高级轿车、高级商务车、优步尊享等），选择哪一款服务主要取决于用户想要达成的目标是什么。如果价格不是用户唯一的考量因素，那么可以选择资费更高的服务（有些服务的资费差距非常大），例如，有些用户希望不拼车、不绕行，有些用户则追求乘车环境舒适，有些用户强调用车满足场合需求，确保在终点下车时能营造闪亮登场的氛围等，他们可以通过选择优步不同的服务来实现。不仅如此，优步还采用“动态定价”，例如在上下班高峰期或者天气不好的时候，用车需求增加，叫车的价格也随之升高。根据竞争导向定价机制和成本导向定价机制，当需求上升的时候，价格基本保持稳定。但是“动态定价”则是一种价值导向定价机制，当某些需要达成的目标特别重要，或者用户发现了新的需要达成的目标（例如穿了一双特别昂贵的鞋子，赴约时遇到恶劣天气等情况），根据价值导向定价机制的原则，价格就应该上升。这类昂贵的服务可能会导致部分客户流失，但也巩固了优步形象——不仅是廉价的叫车服务，更是量身定制的出行服务。


  确定合适的价格需要进行细致的定价分析，有几种简单的测试方法（模拟销售、A/B测试、特定功能购买测试）能够帮助你选择一种合适的分析思路。第12章会提供更深入的分析，提供相应的工具测量用户兴趣。


  将价值定位转变为商业模式


  用户目标达成路线图的理念是要创造用户认可并支持的价值，这一模式是否最终奏效，还要取决于它能不能为企业创造价值。敲定商业计划涵盖大量的细节工作，但是在创新早期，过多的信息要求往往会延缓项目进展。我们设计了“5步石蕊试纸测试”法，以帮助企业确定初具雏形的创意能否吸引用户并实现长期销售（见图6–1）。这一测试并不全面，但能够帮助你辨识一些重要风险，这些因素也许就决定了某个创意是去是留。


  
    [image: ]

    图6-1 创意的可行性测试

  


  用户目标达成路线图不仅能够以用户的视角创造新产品或者新服务，也有利于企业寻找方法优化当前的工作和商业模式，降低核心业务的成本。位于波士顿的餐厅Tasting Counter于2015年开业，一改常规的餐厅经营模式，该餐厅提供了全新用餐体验。顾客不需要进行预订，而是在网上预先购买特定日期和时间的餐票。这些餐票包含了用餐价格、税费和小费。根据“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分析，一般餐厅没有完成或者完成不好的任务，这家餐厅高效地完成了。Tasting Counter提供主厨定制菜单，以当地食材为特色，货源基本都是当地的食品公司，保证每位顾客既能享受丰富的美味，又能支持当地企业发展。另外，顾客已经在购票时支付了餐费，在用餐当天就完全避免了支付问题，可以全身心投入用餐的过程中，不必担心某道前菜或是续杯的酒水可能要多花钱。从商业模式的角度分析，用户受益的同时餐厅也具有经营优势。因为主厨定制菜单是固定的，原材料和供应商也就是固定的，这样就减少了食品成本和浪费现象。而且，餐厅能够提前知道某个时间段的顾客人数，这样就能合理订购食材并安排服务人员。另外，餐费提前支付，餐厅已经提前获得了资金，还可以赚取其中的利息，这在传统的餐厅经营模式中无法实现。Tasting Counter餐厅专注于用户的几项重要的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并以此树立自身的品牌，打造出卓有成效的商业模式。


  本章应用——在被忽视的老年人市场上创造价值


  在全球发达国家中，每年新生儿的数量都在不断下降，而与此同时，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长。从人类学角度分析，这意味着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在上升。从商业角度分析，这意味着在高消费市场中，老年人护理产品将会成为增长最快的类别之一。消费品公司金佰利的全球创新中心之一位于韩国，该公司希望通过这一中心了解老龄化趋势带来的商业潜力。当时韩国创新中心的主任是哈里·奈尔，他分析道，相比亚洲其他国家，韩国的老年人更活跃一些，韩国这种独特的人口特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预测基础，十分有利于分析未来数年全球多地的发展情况。


  我们主动找到了奈尔，他说，金佰利的创新团队正在利用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的思路重新定义老龄护理产品市场。


  
    企业往往会认为两个相似的平台之间一定会形成竞争关系，却很少从用户选择产品的角度考虑如何细分市场。在创新工作的第一线，我们发现下一个重大的机遇来自母亲、家庭成员、老年人的用户目标达成理论。

  


  金佰利的创新团队发掘了一系列功能层面和情感层面的用户目标达成理论，例如在老年人单独出行的时候如何赋予他们安全感，如何让老年人保持活跃的状态，如何帮助他们整理将来要留存的东西，如何在孩子离家之后保持愉悦的心情等。


  金佰利的创新团队根据“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得出这些用户洞察，从而在韩国创立“金色年华好伙伴”品牌，瞄准韩国活跃的老年用户。公司首先推出一次性内裤产品，吸引并维系了忠实的客户群体，在此基础上，针对该群体关注点又推出了其他产品，例如舒适的鞋子、助行器等。这里不宜细述金佰利的发展计划，不过奈尔告诉我们，创新团队会利用“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继续推出好的产品。


  本章小结


  创造价值的奇巧之处在于价值并非恒定不变。新产品既要给用户创造价值，也要给企业自身创造价值。这两方利益相关者都有独特的利益诉求。从企业的角度出发，首要问题就是衡量市场潜力有多大。达成用户的某项需要达成的目标能否给公司带来巨大的改变？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公司还需要寻找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以确保长远的利润收入。从用户角度出发，价值与产品的定价有关。新产品是否能更好地完成任务、减少痛点，是否值得一试？通过挖掘用户目标达成地图中方方面面的信息，了解这些信息之间的联系，企业才能超越传统的产品销售标准，真正了解创造价值所关系的双方利益。


  构建市场不能从新产品出发，要从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出发，因为这样更有利于分析新产品所蕴含的经济潜力。了解用户未能高效达成的需要达成的目标、亟须消除的痛点，更有利于准确预测市场规模。另外，通过寻找被忽视的消费群体增添新的目标人群，更有利于扩大市场潜力。


  成本导向的定价机制虽然常见，却不一定契合公司的战略目标。如果一项产品能够达成独特的需要达成的目标或者满足特定的情感需求，采用价值导向的定价机制，就能够估算出产品真正的价格上限。


  建立商业模式既需要考虑如何为用户提供差异化产品，又要考虑如何保证长久盈利。在创新早期，要钻研各种问题，例如如何吸引用户、如何维系消费群体、如何扩大运营等，及时发现商业模式中存在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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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争


  称霸市场


  2013年2月“超级碗”比赛结束后，几乎每家商业杂志都提到了一种普普通通的食品。这并不是什么新产品，它的生产历史可以追溯到1912年，而且100多年过去了，几乎也没有任何变化。到底是什么百年食品抢占了各大媒体的头条？答案是奥利奥。当天比赛进行到一半，体育场突然大停电，短短10分钟后，奥利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出了推文——“黑暗中也能狂热”。这一举动立刻赚足了眼球，一时间，大家都在热烈讨论实时市场营销与社交媒体的发展将如何影响日用品的销售。


  过去几年中，奥利奥启动社交媒体宣传，大举进入亚洲市场，还动用了其他举措，难以测算这些因素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其发展。但是，奥利奥的数字化宣传确实来自非常重要的一条消息。2012年，卡夫（当时奥利奥所属的公司）首席市场官意识到，购买奥利奥往往是冲动消费行为，其竞争对手已经不仅是咸味零食或者糖果点心。当用户排队等待结账的时候，他们要做的事就是消磨时间、排解购物中的压力。从这个角度看待竞争，是用户手机上的各种应用赢得了关注和消费，而显然不是货架上的奥利奥。


  很多品牌都已经在市场营销中纳入了社交媒体战略，奥利奥却更胜一筹，意识到其产品满足了用户需要达成的目标，但并不是用户唯一的选择。其实，早在1964年，著名的管理学作家彼得·德鲁克就提出了这个重要观点。


  
    用户所购买的东西，往往不是企业自认为卖出去的。首先，没有人为“产品”本身买单，大家是在为“满足感”买单。但是，“满足感”既不可直接制造也不能直接供给，人们销售与购买的充其量只是获得满足感的方式。用户想买的是满足感，因此产品与服务林林总总、功能各异，生产、输送、销售等方式各不相同，而彼此之间竞争激烈，因为它们终究只是用户获得满足感的各种选择，是可以相互替换的选择。

  


  本章讨论：


  
    •为什么传统的竞争观念会限制长远的发展？


    •如何利用“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分析更广阔的竞争格局？


    •为什么在未消费领域机遇与风险并存？


    •相较于传统与非传统竞争对手，如何衡量自身完成任务的能力？

  


  传统竞争观念的弊病


  几年前，我们与一家消费品公司开会，讨论到乔氏超市里产品陈列的方式，谈话很快变成了猛烈的抨击：批判超市的设计低效、违背产品陈列的重要规则、忽视业界多年来遵循的理念。例如，乔氏超市采用开放式冷柜，虽然吸引用户，但是制冷效果不好而且开放式冷柜上方的货架往往摆放着无须冷冻的产品，也和冷冻产品毫无关联。这种冷柜设计效率低、成本高，产品的陈列规则也一反常态，然而乔氏超市（及其自有品牌产品）大受欢迎，销量迅速上升，而且在一定时期内仍能保持迅速的发展势头。


  无论在产品、服务还是运营模式方面，企业都应勇于挑战业内的传统观点，否则很可能会错失宝贵的商机，被后起之秀颠覆。长期以来，室内设计行业只针对高收入群体，其服务价格超越一般新户主的支付能力，初创公司Décor Aid则开创了新的空间。这家公司位于纽约，其服务对象正是长期被该行业忽视的消费人群。当人们搬进了新的房子、公寓或者办公室时，有什么目标需要达成？Décor Aid利用“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原则进行分析，并没有着重考虑用户是否最近使用过室内设计服务、是否有能力接受行业当前的服务价格。Décor Aid与流行的现代家具供应商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又利用创新技术简化了设计过程并降低了其成本，推出更实惠的室内设计服务，远低于业内传统价格，抢夺了老牌设计公司的市场份额，那些预算不高、原本打算自己动手装修的人也成了该公司的新客户。除了业内传统服务，Décor Aid还发掘了之前被忽略的用户目标达成理论，例如给房间重新装修、为家庭重大活动做装点等。


  如果只关注传统的竞争对手，企业很容易会变得骄傲自满，止步不前。这样的眼界只关注到企业当前发展道路上的创新可能，忽视了潜藏机遇的广阔天地。几年前，卡夫发现自己深陷这一困境，自1995年推出速冻比萨（现归雀巢公司所有）之后，公司已经多年没有产品的品类创新。2011年，为了逆转这种趋势，公司决定推出MiO品牌，这种水剂调味品能够让用户在饮用水中增加自己喜欢的味道，之后又推出了MiO能量系列和MiO健身系列产品，添加了用户所需的营养成分。（卡夫在这之前推出类似的产品是1988年上市的果味即冲饮品。）卡夫公司奋力摆脱创新困境，终于如愿以偿，大有所获，在MiO上市的第一年，其销售额就高达1亿美元。


  看待竞争的新视角


  “用户目标达成理论”为竞争带来了新的含义。符合同一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的所有产品都是彼此的竞争对手。这也意味着，当驱动因素发生变化，竞争对手也随之发生改变。


  以鞋类为例。一双耐克（Nike）运动鞋的竞争对手是什么？如果需要达成的目标是跑步需要舒适的足底支撑，那么竞争对手就有新百伦（NewBalance）运动鞋、布鲁克斯（Brooks）运动鞋等。但是如果需要达成的目标是需要满足用户的情感需求，譬如标榜个性，这时的竞争对手就是汽车保险杠上的贴纸（展示车主个性的重要方式），或者是夸张的新发型。如果需要达成的目标是凸显社会地位，那么竞争对手可能是名贵手表。耐克公司知道，其核心消费群体需要达成的目标远远不只寻找舒适的足底支撑这样简单，当用户通过换发型或者买手表满足了其中一项情感层面的需要达成的目标时，他们购买新鞋的动机（或者经济资源）就会减少。正因如此，耐克超越了传统的行业战略（例如邀请运动员代言），开始发掘全新方式以满足用户的情感需求。耐克的NIKEiD系列产品，让用户自主选择风格、材质和颜色，实现量身定制。这一新系列的宣传口号要怎么定？答案是“展示真我”。


  拓宽竞争视野，企业不仅能在本行业进行产品差异化设计，还可以扩大市场竞争范围，将用户在其他行业的支出吸引到自己的领域。


  应对未消费领域


  在竞争这个话题上，还要谈到未消费领域这个概念。我们在咨询行业经常听到许多团队声称自己的产品业界首创、独一无二，对这类言论我们通常持怀疑态度。这些企业往往分成三类。


  第一类企业对于自身产品的定义往往过于狭隘，因而创造出一个极为肤浅的未消费领域。它们本身并不缺乏竞争对手，只是一叶障目，没有看到竞争对手的存在。例如，如果一家企业仅周二营业，只售卖儿童DVD，那确实独一无二，但它面临的竞争对手还包括电影院、玩具店、游乐场等，只要能满足儿童娱乐的需求，都会成为这家DVD店的竞争对手。20世纪90年代，美国数字设备公司长期称霸小型计算机领域，然而这个行业正走向没落。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众多用户已经开始采用更平价、更便捷的个人计算机（PC），美国数字设备公司的细分市场并没有紧跟时代变化，其主要产品包括“售价高达6 000~10 000美元的工作站（计算机）”。没过多久，美国数字设备公司被一家个人计算机公司收购。


  第二类企业确实在自己所在行业中独一无二，但并没有意识到它们的产品概念在其他领域已经出现了。这类企业的经历凸显了进行类比的重要性，即通过观察其他行业中的组织如何设计产品、达成类似的需要达成的目标，获得重要的信息。


  在美国，人们处于单身状态的时间在不断延长，为了提供平价的城市住房，微型公寓越来越常见。其实，在中国和日本人口密度极高的地区，这种理念早就出现了。企业如果要提供这类住房，首先要观察其他市场上相似的产品，降低自身风险。


  第三类企业确实拥有新鲜的想法，而这一般是由新技术带来的。真正的未消费领域可能会带来发展机会，也有可能潜藏风险。探索这一领域的企业需要分析该领域没有消费的原因，并且衡量自己克服阻碍的能力。微软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推出了网络电视WebTV（后来成为MSN电视，现已停止服务）。其实，当前很多知名公司也推出了类似的产品：苹果电视、谷歌电视棒、亚马逊机顶盒，还有三星、松下、LG等电子产品公司推出的智能电视机等，这些都可以说是网络电视这一概念的不同演化版本。但是，通过“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的理念分析，微软当年的产品出师不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很好地达成任何一项目标。当时，大屏高清电视还没有出现，网络电视产品也没有提升观看节目的体验，而且，当时大部分人还在使用拨号上网，网速又慢又不稳定，看网络电视更是煎熬。反观当下，这一领域的企业之所以大获成功，有赖于健全的配套设施（包括大屏电视、高速网络连接、丰富的网络内容等）完成了用户寻求娱乐和信息的任务。基础设施、行为习惯等前提条件如果得不到改变，再伟大的创意也难以成为主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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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竞争对手较量


  有一点不要误解！我们强调了太多企业忽视非传统竞争对手或者其他威胁，然而这不代表传统的竞争对手就不重要！一般的战略和创新分析通常聚焦于如何应对常见的竞争威胁，这些方面当然需要关注。本书将“竞争”放在“用户目标达成地图”的最后，目的之一就是让读者充分利用“地图”的其他内容分析竞争，使其可以全面评估竞争范围、识别重要竞争对手、超越传统竞争分析所洞见的竞争因素。


  在竞争评估中，有以下三个重要因素需要考虑：


  第一，在关键的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和成功标准方面，你的优势是什么？这又被宝洁公司称为“获胜资格”。专利技术、互补产品、品牌感知度、客户渠道、分销渠道、策略联盟、成本结构等，你在哪些方面具有优势？如果竞争对手具有某些优势，如何超越它们？


  第二，在调整计划方面，具有多强的灵活性？许多老牌大型企业被行业新秀（不仅是初创企业）击败是因为这些“巨头”调整步伐的速度不够快。根据我们的经验，太多新生企业无时不在思考如何避免被行业巨头迅速击倒。某些领域已经形成了既定的运转方式，譬如时尚行业，那么业内成熟的公司需要一定时间才能注意到领域之外的变化，之后还要花费很多时间采取行动、完善新工作。因此，在发展速度飞快的行业，把握时机就能获得优势，当然这并不适用于所有行业。有些新市场的形成需要很长时间，因此灵活的应变能力可能不是制胜的关键。在斯蒂芬之前出版的《占领新市场》一书中，第3章与第6章就这个话题展开了具体的讨论。


  第三，竞争对手会对产品的市场感知造成什么影响？竞争对手应对新趋势也许比较迟缓，但仍然能够造成一些阻碍。它们的产品不是最优选择，但是它们可以把价格降至最低，迫使对手的新产品降价。同时，它们还能利用屡试不爽的FUD策略［恐惧（fear）、不确定（uncertainty）、怀疑（doubt）］。如果用户认为采用新产品存在风险，即使这种风险没有切实依据，产品的创新过程也会受到干扰。行业巨头就擅长在市场中传递FUD所代表的情绪。这种行为消极压抑，遏制创新，又极为有效。你应当如何应对？


  本章应用——营销工作需要超越核心竞争领域


  来自英国的品牌营销专家达伦·科尔曼最近分享了一些组织的故事，其中包括银行、房地产经销商、消费品公司等，这些组织在品牌差异化和经营工作中都利用了“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科尔曼的工作经历跨越欧洲、中东、东南亚地区，其中有个案例尤为值得一提。英国有一家高端球拍类运动俱乐部对其会员展开了量化调查，结果十分有意思。俱乐部询问会员，在刚入会的几周或者几个月里，他们重要的需要达成的目标是什么。在调查统计清单中，“打网球或者打壁球”出现的次数远远低于预期。


  出现频率最低的需要达成的目标就是保持身材、全面改善身体状况等，而出现频率最高的需要达成的目标都和人际交往相关，有人希望寻找拓宽商业网络的机会，有人希望结交朋友。基于这一新发现，俱乐部开始着重提供和这类用户需要达成的目标相关的服务。


  利用这些全新开发的服务，俱乐部的顾客细分工作得到了推进，吸引了更多新客户，会员人数大幅上升。另外，这些服务也吸引了希望将其品牌推向俱乐部的高净值客户人群的高端品牌合作伙伴。总而言之，俱乐部的这次转变为其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收益。


  本章小结


  分析业内当前存在的产品（或者运营模式），也许能够提供重要信息，但这并不是创新的关键因素。组织需要认识到，自身不仅是在销售产品或者服务，更是在销售解决用户需要达成的目标的方式。从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的角度出发，真正了解用户在生活中需要达成的目标，拓宽满足用户需求的解决方案，并寻求独到的解决方式，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以传统的方式看待竞争，分析直接竞争对手的行为，往往会限制长远的发展。勇于挑战行业的现状十分重要。


  利用“用户目标达成理论”进行分析，能够洞见更广阔的竞争格局，发现更多增长渠道，察觉更多潜在竞争对手。这种方式也能确保组织摆脱自满情绪，在不断变化的时代中长青不败。


  未消费领域，也就是竞争对手仍未涉足的领域，可能存在巨大的潜力，但是也有一定风险。谨慎计划才能认清风险，避免过度投资。


  全面了解竞争范围很重要，但是不要忽视传统的竞争对手。“用户目标达成理论”能够提供重要信息，帮助组织在竞争中利用自身优势，在应对行业变化时保持灵活性。


  虽然业内成熟企业可能反应迟缓，但仍然有能力影响竞争对手在新产品质量、价格和功能方面的预期。


  
    
      第二部分

      利用“用户目标达成理论”

      打造极佳创意


      不断创造成功

    

  


  创新没有“灵丹妙药”。没有什么绝对有效的方法能够提升组织的创新能力。有些企业将所有的创新工作或者增长策略都归入一个部门，有些企业则将创新视作每位员工的职责。许多企业利用混合模式，请创新人才帮助团队打开新思路。只要创新理念符合企业的具体情况，不少方法都能奏效。


  但是，推动创新也存在错误的方式。其中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当创新过程毫无章法时，创新工作往往会以失败告终。创新不是电光火石中的灵光乍现，创新更像是一种能力，能够不断得到运用，不断带来突破。因此，这一部分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展示如何推动创新项目，而“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就是这一过程的基石。


  首先，因为创新缺乏战略引导，所以创新项目时常只是产生了有趣的想法，很难再向前推进。一个想法诞生后，也许大家都会赞叹其新颖独到之处，然而如果这个想法无法帮助企业实现5年内的发展目标，那很快就会不了了之。另外，一个想法需要与组织的方方面面相契合，包括组织发展客户群体的方式、组织能够开拓的能力、组织所能承受的风险以及等待成果的耐心。


  即便创新项目获得许可、开始落实，大部分项目在早期测试阶段也夭折了。市场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这通常是因为没有充分了解用户。如果依托陈旧或肤浅的数据信息进行设计，几乎难以推出广受欢迎的产品。所以，一定要走出会议室，和现实世界中的用户进行交流（而不是仅仅审视数据），确保能够真正关注到重要的问题。


  然而，出色的创意在测试阶段也可能遭遇困境。极具创意的产品概念往往会使人们注意到其标新立异之处，却忽略了产品本身的功能。即便产品能够完成用户目标达成理论，人们在本能下也容易对陌生的东西感到不适。例如，1997年，斯蒂芬对液晶电视进行了产品概念测试，回应中满是质疑声：“为什么要像挂壁画一样挂着一台电视机？”同样，保洁公司现在价值20亿美元的品牌——速易洁拖把在早期的产品测试中多次以失败告终。因此，针对用户不熟悉的产品，概念测试一定要聚焦于用户目标达成理论，而不是产品本身或者创意本身。否则，本有可能成为畅销产品的设计就难以得到公正且准确的评估。


  对创新项目有所界定、有所研究之后，就应当对用户有更为全面的了解，知道用户日常生活中会遇到什么需要达成的目标、当前解决方式有什么缺点，以及新的解决方案应当如何满足这些需要达成的目标。但是，如何将这些信息同已知的创新知识联系起来？如何将这些信息与最小化可行产品方案、开放性创新、设计思维等融合在一起？如何利用这些信息将出色的创意落到实处？经过多年积累，结合我们自身经验，我们从领先的创新研究中总结出最佳实践，打造了创意构思与执行过程，可以直接用于当前的创新工作流程中，也可以发展成为创新能力的基础。本书的第二部分将会逐步展示如何将用户洞察转变为创新产品。


  第二部分概览


  这一部分将会阐述如何解决前文中重复提到的问题。第8~9章主要说明利用“用户目标达成地图”之前应该有何准备，第10~12章讨论应用“用户目标达成地图”后应该做什么。这些因素与“用户目标达成地图”相结合就成了创新的整体方案——用户目标达成路线图。


  第8章将讨论几个需要解答的重要问题，从而确定如何定义组织的成功，如何使独立的项目与整体战略相契合，如何找到创新方案应对挑战。我们提供了若干工具与技巧对创新项目进行界定、将成功的概率最大化。


  第9章将分析如何制订计划，以从用户或者终端客户中获取有用的信息。我们会讨论原始数据调研的必要性及相关方法，其中包括快捷而低成本的信息收集方式。这一章还会讨论在调研中需要与谁进行交流。


  第10章以严谨的结构提出创意构思的过程。强迫创新团队苦读长串的用户洞察信息，然后坐在会议室里大声喊出脑子里的每一个想法，这种做法比比皆是，但这并不是有效的创新构思过程。我们提出了系统的框架，以产出多元化的构思、引申出有意义的讨论，并最终将这些创新想法融入“用户目标达成地图”。


  第11章阐述了如何将外部视角引入创新过程，激发全新的思维，客观审视团队内部的观点。其中提出了一些方法，以应对可能会影响决策的认知偏见，并讨论了如何把握、利用行业趋势。


  第12章是“用户目标达成路线图”的最后一部分，进入测试检验阶段。这一章讨论了迭代产品开发中的必要因素，包括产品概念测试、产品建模、合作开发等，介绍了如何利用高效的实验降低风险，以带来更卓越、更符合用户需求的产品方案。


  后记讨论了如何将本书中的思维模式纳入组织体制之中。创业人士和项目领导也许会细致入微地利用“用户目标达成路线图”将某一优质的新产品推向市场，而成熟的组织往往需要寻找一定的机制，持续进行创新。这一部分主要讲述我们如何帮助《财富》500强中一家迅速发展的企业实现持续创新的目标。


  08

  设立目标


  几年前，数字健康被炒得很热，然而在可穿戴健康设备领域没有任何公司盈利。企业不确定利润从何而来，也不清楚重心到底是已经患病的人群，还是身体没病但心有焦虑的人群，抑或是积极健身的人群，并对此争论不休。早期，美国知名的穿戴保健电子产品制造厂商BodyMedia等公司采用的策略模棱两可，希望满足所有用户的需求。结果，BodyMedia经营惨淡，还好公司拥有多项专利，最终被业内巨头Jawbone收购。


  Fitbit也是一家可穿戴技术公司，从创立之初就设定了非常清晰的战略，专注于相对较小的客户细分市场，即没有严格运动计划但希望提升健康水平的人群。Fitbit并不打算彻底改变病患的医疗服务，也不打算迫使每个人都成为健身达人，而是只聚焦于一件事——通过每天的日常活动改善健康状况。这个策略针对最重要的需要达成的目标——轻松健身，力图为用户提供恰到好处的解决方案。Fitbit产品能够跟踪用户现有的运动量——读数简单易懂，也能够和饮食计划配合使用，同时还可以设定合理的健康提升目标，并帮助用户达标。Fitbit的模式虽然简单，却凭借极具针对性的策略大获成功，自2009年推出第一代产品之后，总计已卖出3 000万套，公司市值接近80亿美元。业内竞争仍在继续，Fitbit依旧坚持简约的价值定位。Fitbit为什么能超越其他可穿戴设备公司？公司CEO詹姆斯·帕克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同类产品（例如苹果公司的产品）希望实现的功能太多了。作为Fitbit最新产品的健身手表Blaze和智能手环Alta在上市一个月之内，销量分别超过100万。


  本章讨论：


  
    •设定战略方针时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如何起草项目计划书，实现战略目标？


    •如何辨识创新项目需要应对的不确定因素？

  


  制定战略方针


  无论是初创公司，还是老牌企业，都需要制定战略方针。新企业需要在战略方针的指导下起步，这似乎显而易见。其实，对于成熟的企业，条理分明的战略方针更具重大意义。后者需要考虑如何防范潜在的行业颠覆者，如何在现有的竞争中保持优势，如何在优化核心业务与开拓周边新业务之间取得平衡。相较于典型的企业宗旨（“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成为市场领导者”），战略方针更具深度，清晰地描述了一个组织要以何种方式在竞争中取胜。借鉴宝洁公司首席执行官雷富礼和多伦多大学罗杰·马丁教授的经验，本书就制定战略方针的思路提出了5个具体的问题（见图8–1），如何回应这些问题、建立具体的行动计划，就是一个组织的战略方针。总而言之，战略方针必须清晰地阐释这些选择如何融合成为一项具体的行动计划。


  
    决策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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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1 成功战略方针的5D模式

  


  很多企业往往无法具体分析如何回答这些问题，或是浅尝辄止，没有深入地探究细节。成功的战略方针要敢于挑战传统观念，在竞争对手的预期之外大展拳脚。


  不仅组织需要战略方针，每个项目也需要战略方针。有了清晰的战略目标，项目团队利用“用户目标达成路线图”展开工作时才能有的放矢。“用户目标达成理论”方法的主要优点就是涵盖面广，能够全面了解潜在的市场需求。然而，如果不能清晰辨别各种利益孰轻孰重，无法判断哪些重要信息值得转变为具体方案，那么这个优点也只是空中楼阁。因此，除了企业中负责战略规划的部门，利用“用户目标达成理论”方法进行创新的团队也需要设定战略目标。


  制定战略方针第一步，定义成功。对成功的定义时常是一个量化目标（例如，5年之内新产品营收增长20%），有时候也可能是品质目标（例如，开发独立的商业模式，防范以低成本进入市场的新对手）。在给成功下定义的时候，一定要弄清楚这个目标的意义何在，为什么选择这样的道路，如果针对的消费人群或者发展时间不同，会产生什么变化。企业宣扬的宏大目标，有时仅仅是因为那听起来很不错（到2020年增长20%！），却并没有花充分的时间思考这个目标是否合理，通过什么方式能够实现。在运用本书的模型回答这些问题时，反思对成功的最初定义，分析这样的目标是否有实现的可能，需要投入什么资源才能实现。注意，不要混淆目标与战略，目标会影响战略决策，但是并没有指明具体的决策内容以及如何做出权衡。


  制定战略方针第二步，决定获得成功的方式和合作对象。这一步需要在三个维度上做出判断（见图8–2）。在产品熟悉度这一方面，需要判断新产品或者服务属于之前涉足的领域还是全新的领域。在用户熟悉度这一方面，需要分析本次针对的用户类型或者用户地域与之前是否相似。在商业模式熟悉度这一方面，需要考虑运营模式是否需要改变，是否需要降低资金需求、拉近与用户距离、建立互补服务系统等。这些商业模式因素都会影响产品和用户方面的选择。在任一维度距离核心区域越远，增长潜力和风险就越高。注意，在多个维度上与核心区域距离增加，风险的复杂程度也随之增加。全新的领域可能存在巨大商机，但发展过程也许就不如在核心领域中的平顺。


  随着时间推进，扩大核心领域也是实现发展的重要一环。企业可以通过模仿竞争对手的业务得过且过，但是这种毫无战略眼光的经营无法维系长远发展。这正是阿特拉斯漫画公司在20世纪50年代的写照。当时，这家公司试图效仿电视电影行业中最具发展前景的产品概念，例如西部片、战争片等，然而一直无法创作出任何突破性的作品，好在其快速推出了低价的漫画产品，这才维系了经营。到了20世纪60年代，公司正式更名为“漫威”，开始落实新战略。首先，公司挑选了人们熟悉的产品——超级英雄漫画，将其推向新的消费群体，令其再次流行起来。而后又开始了产品创新，漫威的“神奇四侠”角色需要面临现实世界的挑战和成年人问题，这是漫画书领域的新突破。这一创新使得漫画产品在维系年轻读者之余，开始吸引新的消费人群——成年人。漫威还不断推出人气高涨的新角色，其中包括蜘蛛侠、绿巨人、金刚狼等。


  随后的数十年间，漫威公司推出的许多产品都大获成功，但也时时受到劲敌DC漫画公司的挑战。为了摆脱财务困境，保持超级英雄的影响力，漫威将其经过千锤百炼的漫画人物与故事开发成了焕然一新的产品。在其全新的电影系列中，漫威人物受到了广大用户群体的喜爱。2012年，《复仇者联盟》成为历史上票房最高的五大电影之一，全球票房超过15亿美元，同时也将漫威带向更广阔的消费市场，例如从未接触过漫威人物的中国观众。另外，漫威还逐步增加了女性角色主导的产品，例如《杰茜卡·琼斯》，打破了漫画行业以男性读者为目标的传统。近期，漫威还推出了新的商业模式。在漫威电视剧系列《神盾局特工》在美国广播公司（ABC）获得成功后，漫威又与网飞公司（Netflix）合作，推出了网飞用户独享的《超胆侠》系列。另外，漫威还在尝试另一种商业模式，在自己的“漫威数字无限”应用上进行销售，读者可以缴纳月费或者年费在移动设备上获得漫画产品。在发展方式的三个维度上，漫威都逐步进入了新领域并大获成功，需要注意的是，取得这些成果的前提是漫威能够利用其核心角色与故事——这是漫威最宝贵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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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2 确定获得成功的方式和合作对象

  


  制定战略方针第三步，确定竞争优势。这一步需要分析有哪些优势能够使组织向核心领域之外拓展，有哪些资源和策略能使组织在新开拓的领域超越已有（或者即将出现的）竞争对手。在理想情况下，这些优势也会提醒潜在的对手，不要轻易涉足这片新市场。竞争优势能够帮助团队集中精力，瞄准市场，因此第二步和第三步之间有一定的重合。


  制定战略目标第四步，应对明确而具体的挑战。设定的目标不一定都能实现，卓越的战略方针能够预见组织可能面临的挑战和不确定因素，并提出降低风险、克服困难的计划。我们最近见到了Tipsy Art的一位创始人阮桥庄（音译），这家公司正在越南普及绘画创作，使其成为夜间社交活动。


  阮桥庄知道美国有一家同行叫Paint Nite，两家公司都需要达成某些相似的需要达成的目标，但是她也意识到河内和波士顿是两个迥然不同的市场。业务早期她就发现，在越南的夜间社交活动中，酒精饮料并不是十分重要，在刚开始的几期活动中，有很多来宾甚至放弃了免费提供的酒精饮料。Tipsy Art团队迅速调整了活动地点，将其改为在越南文化中更主流的咖啡厅。经过这一转变，团队服务的需求增加，而且在饮料方面花费的成本也得以降低。时至如今，团队仍然对所面临的挑战保持清晰的认识，为了实现业务的继续增长，他们必须解决的问题包括如何建立竞争对手难以效仿的客户关系；如何在这种重度依赖人际关系和社会经验的业务中扩大规模；另外，从长远发展考略，如果人们对入门级绘画工作坊的兴趣逐步降低，如何确保这个商业模式能够持续发展。


  制定战略方针第五步，提升保持发展的能力。这一步的重心在于战略如何落实，比如组织需要什么能力才能收集用户洞察、打造创新文化、管理新业务的经营等。战略方针中应该明确，组织需要哪些建设或者加强哪些根本能力才能最终完成目标。同时，战略方针中需要融入调整空间，当不确定因素逐渐明晰之后，组织能够随之及时做出调整。换言之，长远规划中必须要纳入调整重心的能力。当重大变化或者事件改变了前进方向时，组织能够从容选择另一条道路，而不是弃甲而逃或者莽撞地开荒辟野。注意，这与知难而退是两回事。调整适应并不等于在面对新道路的千难万险之际恐慌退缩。在有效的战略方针中，当某些预设条件出现时，组织能够随机应变，在变化万千的当下，具备充分的选择空间，并能够明确判断哪些选择仍然充满潜力。


  协调创新项目与战略方针


  战略方针制定后，需要确定寻找解决方案的范围。我们时常通过“确定/不确定/否定”的问答形式将所有初期想法迅速划分为三类：可行、可能、不可行。


  在这一阶段，不需要对任一解决方案有所侧重，甚至不需要确定应将哪些解决方案纳入考量，只需要简单梳理一下初期想法，因为这有助于了解团队的能力范围。不可行的方案中有没有共性？也许是它们需要相关基础设施，但是组织无法投资建设；也许是它们要求改变商业模式，但是相关部门无法批准。可行的方案中有什么共性？也许是因为这些方案涉及的技术恰好是组织的专利。在进行调研之前，不需要详尽分析初期的解决方案，但是可以排除完全不可行的方案，帮助组织集中人力资源与资金资源。这个步骤也可以让所有积极参与者从项目之初就开诚布公地拿出创意方案，避免日后工作中出现钩心斗角。


  下一章将会详细讨论如何建立研究计划，但是在目前这个阶段就可以开始思考项目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方法之一就是建立不带数据或结论的商业计划框架（见图8–3）。在这个阶段，分析哪些问题需要解答，但是不必马上找到答案。换言之，要确认，如果希望高层领导批准新的解决方案，需要解决哪些问题。通过这一步骤，可以初步设定以下条件：研究类型，获得研究结果的时长，方案所需的包括时间、人力和资金在内的资源投入。


  本章应用——计划与战略相结合


  我们曾与某家医疗设备公司有过合作，这家公司成立了一支为高层领导提供商业契机方面建议的多功能核心团队。这支团队在指导之下，创造了针对5D模式的优质战略方针。在定义成功的问题上，公司希望推出一项可以在两年之内实现营收增长，并在其产品线商业化之后可以保护公司利益的新服务。在决定获得成功的方式和合作对象方面，公司针对的主要是那些已经购入了该公司的设备用于治疗特定慢性病的美国医疗机构。在竞争优势方面，公司罗列了可能获得成功的众多原因，例如与目标医疗机构的采购人员关系良好、掌握专利数据等。然后，公司面临的具体挑战之一是在落实商业机制、赢得“终端”客户的过程中，如何找到短期收入来源。最后，团队罗列了保证战略成功的一系列能力。


  战略制定完成后，团队建立了原始数据调研计划和案头调研计划。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三个模式，分别进行能力评估，最终挑选一个模式开发为完整的商业计划，呈现给领导层。我们提出了实现目标所需要应对的主要问题，包括能够包容多种解决方案的市场有多大、有没有合作伙伴可以补充本公司不具备的能力。团队发现，本公司获取某一数据资源的成本远远低于其他公司，围绕这一资源设计解决方案就能形成竞争优势。根据这一认识，团队将早期的想法划归三个类型。


  经过5个月的研究与战略布局，我们最终提出的解决方案能够使公司进入一个既可以通过新服务创造新的收入来源，又可以为产品提供新定价模式的混合模式中。这一解决方案还能够使公司融入医疗行业的几大新趋势，例如医疗保险公司为整体医疗效果买单，而不是为单个医疗服务买单。而且，解决方案的设计原则是提升患者权利、改善医疗质量和性价比，因此也更容易推向市场。


  本章小结


  目标模糊、交流短缺，都可能严重阻碍产品创新。应对这个挑战要从高层出发，领导者需要制定回应具体问题的战略方针——成功怎么定义，瞄准什么市场，利用什么优势，应对什么挑战，建设什么能力才能最终取胜。制定战略之后，负责创新方案设计的团队就要判断哪些问题需要给出答案，并划定解决方案的探寻范围。项目团队要确保每一个步骤传递的目标都要与工作重心一致，避免基础环节信息错位导致失败。


  企业需要高水准的战略指引，组织各种活动，权衡资源分配。在团队层面，能为团队指明寻求机遇的道路的战略目标制定同样重要。


  制定战略方针需要回应最根本的问题：成功如何定义，瞄准什么市场，优势与挑战对获取成功的能力有何影响，哪些能力有待开发。


  项目团队通过制订初步商业计划，分析项目中可能遇到的主要问题，从而确保自身工作能够给企业高层提供相应的答案。团队需要思考目标消费人群、产品内容、用户接受新产品的速度、可能出现的竞争对手、有待开发的能力、最具价值的商业模式等。


  团队可以将初期的想法划归三类——可行、可能、不可行，并了解每一类想法的共同特点，从而合理界定创新项目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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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3 商业计划要素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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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方法


  近年来，谷歌的自动驾驶汽车、智能家居产品备受热议，但是大家不要忘了，这家公司是以搜索引擎起家的——简约至上的搜索引擎。自1998年谷歌公司成立，其主页一直保持着独树一帜的极简风格，即检索框加大片的留白。这么纯粹质朴的产品竟然也遇到了问题。2000年，谷歌发现，虽然大批用户访问网页，却没有进行任何搜索。


  公司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派团队到附近一所大学进行实地调查。这支团队发现，用户没有进行搜索的原因是在等待页面加载。大多数网站页面都是铺天盖地的动图和链接，用户早已习惯，看到谷歌空空如也的白色界面，似乎觉得这是加载未完成的结果，最终放弃等待，选择了其他“加载更快”的搜索引擎。如果没有进行这次实地调查，谷歌可能会以为简约的界面对用户没有吸引力。多亏这项发现，简单的小办法就解决了问题——直接在页面底部加上版权标记，示意界面已经加载完成。很多企业根本没有接触过用户，却总以为自己对用户的行为动机了如指掌。


  本章讨论：


  
    •原始数据调研的必要性。


    •原始数据调研的方法。


    •用户类型的选择。

  


  为什么要进行原始数据调研？


  说到大数据，不少人坚信那是商业问题的万能解药。只要有人表示，某某事情不知其所以然，一定会有人跳出来说，大数据肯定知道！平心而论，数据确实能够带给企业很多信息，例如用户的购物选择、用户的满意程度等，但大数据无法辨识消费的背景条件。大数据能显示用户购买了某个品牌的卫生纸，却无从发现做出这个选择是因为包装上的小狗最能安抚家中哭闹的小孩。大数据能够显示用户购买了一台卧式冰箱，却无从发现这是因为用户对当前立式冰箱的固定搁架、分区感到不满，希望利用卧式冰箱改造出自己理想的温控分区。我们很难从大数据中获知用户做出购买决策的原因、购买产品之后的使用过程这些重要信息。用户对产品有何情感诉求、在企业的预期之外如何使用产品、因为更好的选择仍未出现所以容忍了产品的哪些瑕疵，如此种种，从大数据中更无从得知。


  消费品公司以及与产品终端用户保持密切联系的企业，往往更能认清大数据的局限性。宝洁、戴尔、通用汽车等公司雇用人种学研究人员，声名在外。另有报道称，微软是雇用人类学家第二多的机构。在本书的讨论中不难发现，无论是金融服务、医疗保健、商业信息技术等行业，还是电子商务、政府部门所涉及的各个领域，原始信息调查的益处无所不在、举足轻重。设计全新的解决方案需要深入挖掘各种问题：用户做出决定的方式及原因到底是什么，对现有产品的不满之情达到何种程度才会驱使用户寻求新选择，新产品或者新服务需要满足什么样的要求等。如果仅仅收集大量数据而不分析具体的条件，那么设计的解决方案肯定难以成功。


  原始数据调研的工具有哪些？


  企业如果缺乏原始数据调研经验，一般会认为焦点小组访谈是收集用户洞察的根本方式。当然，高效的焦点小组访谈确实能掌握用户群体的整体状况、提供重要信息，值得在设计新方案的过程中进行考量与利用。不过，收集用户洞察还有很多其他方法，我们可以根据创新项目进展、创新要求、可利用的时间等不同条件选择最合适的方法。


  波士顿有一家连锁餐厅叫“里戈海鲜”。多年前，这家餐厅的首席执行官罗杰·伯科威茨要求管理团队向他汇报顾客的就餐体验，但他又担心自己最终获得的信息可能是经过筛选的。他需要一个快捷的方法辨识信息是否真实、员工是否刻意汇报他们认为自己想听到的信息。于是，他挑选了一批每天都与顾客直接接触的员工，不是召开会议，也不是要求做汇报，更不是展开一年半载的研究调查，而是让这些员工真正走入餐厅顾客群体。伯科威茨每次叫上几人，聚在一起谈谈在餐厅的所见所闻。这种收集用户洞察的方式需要随机应变，同时又与餐厅的运营背景紧密结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项工作成为餐厅的惯例，伯科威茨已经坚持了17年。


  调研方法从来没有独一无二的绝佳之选。出色的调研计划组合了不同的方式，在信息广度、调研速度和成本方面取得平衡，因而得到时效性最强的用户洞察（见图9–1）。例如，检验关于用户行为的某个奇思妙想，可能只需要到一家商店里访问十来位顾客，但如果要详细掌握用户需要达成的目标，可能就需要多次组织焦点小组展开深度用户访谈。下文会深入谈论，如何选择调研方法取决于求解的问题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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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1 调查方法

  


  绝对伏特加（Absolut）是一家高端烈酒制造商，几年前，这家公司开始关注消费其产品的不同场合，比较满意的是酒吧和餐厅这两个细分市场，因为对于相关信息掌握得比较充分，但是对于用户为了家庭聚会而购买伏特加产品这一消费场合，公司所知甚少。如果要更好地向这类用户推销、售卖产品，就要了解家庭聚会的主人和来宾有什么需要达成的目标。为了获取背景条件契合程度高的用户洞察，公司派遣研究人员到美国各地共计18个家庭聚会上进行观察，其中一条重要发现就是，绝对伏特加产品的用户不一定是聚会的主办家庭。部分用户购买高档烈酒是为了给来宾一个好印象，但还有很多用户其实是参加聚会的客人，他们会购买伏特加作为伴手礼。还有一条更重要的信息：客人选择伴手礼时更看重品牌故事，相比起瓶身上的品质标记，他们更看重包装上的文字描述。掌握了涉及不同消费类型的用户洞察，了解到烈酒零售市场的潜在客户，绝对伏特加又展开了衡量市场规模、验证洞察信息的量化调查。综合这些调研方法，绝对伏特加对烈酒零售市场有了透彻的了解，找到了值得关注的人文视角。


  与哪些用户进行交流？


  最后一步，决定选择哪些用户进行交流。在与我们合作的过程中，客户最纠结的问题之一就是怎样展开调研工作：是关注公司现有的用户，还是关注从未购买过公司产品的用户。其实，有三个类型的群体都需要接触，每一类都会带来独特的用户洞察。


  第一类就是当前购买企业产品的用户。这些用户已经购买过产品，对产品有所了解，知道产品的优势和劣势。同时，这类用户还能提供其他信息，例如产品试图要解决的问题和实际使用过程中所解决的问题是否存在差异，进而是否导致使用不便，或者产品解决了哪些企业没有预想到的问题等。“舒洁”产品无处不在，单听这个名称脑海里马上就浮现出纸巾产品，这恰恰说明“舒洁”一直专注于纸巾产品？非也。20世纪20年代，“舒洁”上市的第一款产品是意在取代挂在卫生间里脏兮兮的卸妆毛巾的一次性卸妆方巾。但是，公司发现很多用户其实是用“舒洁”方巾来擤鼻涕的，于是迅速调整了产品，重新上市，销量迅速上升。2012年，“舒洁”的品牌价值高达31亿美元，入选《福布斯》全球品牌100强。


  第二类是从企业竞争对手中购买同类产品的用户。企业需要了解这类用户与之前一类到底有何不同。沃尔玛、塔吉特、凯马特是美国三大折扣零售商，针对的用户群体各不相同。这三家超市的产品和定价方式有些相似，但只要简单调查一下塔吉特的客户就能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从未考虑过去沃尔玛或者凯马特购物。在情感层面的需要达成的目标中，塔吉特拥有绝对优势。这三家超市的顾客都有非常重要的需要达成的目标——省钱，而塔吉特的顾客更加关注自身形象，其特定的生活方式及社交圈使得他们需要考虑其购物方式是否符合潮流趋势、是否有助于他们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因此，塔吉特与设计品牌进行独家合作，推出强调社会责任的系列产品，围绕高度重视这类形象需求的用户，打造其品牌特色。沃尔玛可能认为这些工作会影响“平价购物”的市场定位，但仍需思考这些用户的需求，了解他们不愿意光顾沃尔玛的原因。


  第三类就是当前没有消费公司产品及其同类产品的其他用户。是因为这些用户需要达成的目标完全不同吗？还是因为有些因素（例如产品价格、销售渠道等）遏制了他们的购买行为？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没有进行消费，这类人群都提供了拓展商机的重要机会，而且竞争对手同样未赢得这片市场。我们看看啤酒行业的案例。近年来，随着精酿啤酒和果酒的兴起，大型工业啤酒公司面临的竞争压力与日俱增。著名啤酒公司安海斯–布希（百威的母公司）希望将啤酒带入新的消费场合，针对偏好鸡尾酒的用户，开拓市场。这就诞生了百威淡啤青柠丽塔，也就是在百威青柠淡啤平台上推出的预调鸡尾酒。百威公司发现，利用百威淡啤的影响，可以使其鸡尾酒产品更受欢迎：男女用户都更容易接受，也更容易在啤酒消费量较低的场合推广百威产品。这一战略为啤酒消费打开了新市场。同时，凭借融入的鸡尾酒因素，这类产品相比传统的啤酒更能吸引女性用户。百威淡啤的用户中仅有30%是女性，但是青柠丽塔的用户中女性占比65%。上市之初两年，青柠丽塔的销售额就超过了5亿美元，70%的收入来自新增的消费群体。


  本章应用——在用户的“主场”进行交流


  有一次，我们与美国一家医疗服务机构进行合作，工作启动后我们就设计了调研计划，准备进行焦点小组访谈以全面了解特定城市的居民如何获取医疗服务，主要目标是获取三类信息：个人如何选择医生，经常使用的医疗服务有什么，对这家医疗服务机构有何看法。


  焦点小组访谈是定性研究的一种形式，排除了目标人群收入、年龄等其他人口因素的影响。在本次焦点小组访谈中显示的重要信息，例如对现任医生保有忠诚关系、对针灸等替代疗法存在兴趣等，都是人们的态度，这些信息在电话簿、信息台中都无法查询。在接下来的量化调查中，有待测量的因素包括不同地区的需求、价格敏感度等，这就需要另一种寻找目标人群的方法。我们带上平板电脑，飞到最重要的几个地区，在目标人群所在地展开调查。我们专门去水疗中心、天然食品商店等相关场所进行拦截访谈，除了让这些目标人群填写问卷，还与他们面对面交谈，认真观察，更好地理解他们给出答案的深层原因。


  通过这次调研所获取的用户洞察，这家机构决定放弃某项价格高昂的服务，因为需求几乎不存在，同时又将其重心转向独特的市场定位，服务于之前一直被忽略的某类病患。


  本章小结


  数据是宝贵的资源，但是没有结合背景条件的数据也可能具有误导性，可能会导致决策错误，使企业误入歧途。准备推出新产品的企业要与真实的用户进行对话，了解他们做出消费决定背后的原因。收集用户洞察不存在独一无二的正确方法，最佳的调研计划要回应具体细致的问题，减少不必要的风险。


  原始数据调研能够有效帮助了解消费的背景条件以及产品的使用情况。大数据能够提供大量的产品购买信息，但是无法说明人们为什么购买产品，产品又如何满足了人们生活中的需求。


  调研方法各式各样，要根据项目阶段、针对的问题、可利用的资源进行选择。


  与不同类型的用户——现有的顾客、竞争对手的顾客以及没有进行消费的顾客对话，获得不同的用户洞察。与上述三类用户分别对应，才能全面了解人们选择或者拒绝某类消费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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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创意


  与客户合作提出创新想法前，我们会播放穿越航空公司的一则老广告，其中正好呈现了头脑风暴的错误范例。广告中，“引导师”先问自动贩售机里应该放置什么商品，然后鼓励团队成员提出新想法。大家围坐在会议桌前，第一个人提出的是“薯片”，接下来所有的想法都相差无几、毫无新意。唯一特别的想法却也最离谱——“面包片”，这个成员遭到了大家的嘲讽。广告最后，之前一直保持沉默的男士举起手，说道：“让我搭飞机过来就是听这些？”


  头脑风暴能否有效提出创新想法，人们对此争论不休。我们了解到，很多人参加的头脑风暴往往组织不善，和穿越航空广告里的情景惊人地相似，着实令人遗憾。引导师缺乏经验，直接抛出解决方案的提示，可能有几个人提出一些缺乏创意的想法，大部分人则无动于衷，心想着什么时候才能回去办自己的事，而真正特立独行的想法，企业永远不会落地实施。另外，提出的想法往往简化成两三个词记录在白板上，其中的讨论过程与背景很快就没人记得了。一个星期之后如果有人再看看白板，根本就联想不到这场讨论到底干了什么。


  卓越的头脑风暴需要扎实的根基，本书讨论到此处，这一点已经实现了。在建立“用户目标达成地图”的过程中，某些新想法可能渐渐浮现。其实，通过用户的视角看待世界，新产品方案已经呼之欲出，只不过还没有人创造出来。这一章将会深入讨论如何利用收集到的用户洞察确保头脑风暴的讨论有的放矢，能够真正产出好的创意，催生发展前景一片光明的新概念。


  本章讨论：


  
    •为什么传统的头脑风暴讨论没有成效？


    •有什么简单的策略可以催生更好的想法？


    •如何利用“用户目标达成地图”评估新创意？

  


  提出创意的错误方式


  很多头脑风暴讨论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虽然不是刻意为之，但大多数头脑风暴的成员结构就遏制了创新。首先，有上级领导的会议更难产生创新的构思。一般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会担心太疯狂的创意有失体面，不如求稳，提一些自认为领导会喜欢的想法。最终，各种提案毫无突破、大同小异。


  而且，最先提出的想法往往会主导讨论方向，其中的原因有二：第一，当一个人忙于倾听、评估他人提出的想法时，自己就很难独立思考、找到新思路；第二，先入为主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心理特征，先听到别人的想法，自己的想法就难以脱离其影响。在讨论中最先出现的想法，本来就没有多大创意，无意间又限定了他人创新的可能。


  这里举例说明上述的问题。现在要请一个人说出5种不同的工具，先给一个提示，锤子就是一种工具，请再说出5种。会出现什么答案呢？一般情况下，答案中必然有和建筑业相关的小工具，可能是螺丝刀、扳手、钳子、锯子等。这一类实在想不到了，可能会想到电动工具，但是几乎没有人会列举出其他行业的工具。如果一开始不是简单的举例（“锤子”），换作开拓思维的针对性提示（“艺术家、教育家、会计会利用什么工具进行工作？”），这样得出的答案必然不拘一格，个人之间的答案差别也更大。


  倘若引导师只要求给出想法，而最先提出的想法恰好又平淡无奇，那么讨论的基调也就如此。有研究发现，先让团队成员独立记录自己的想法，排除他人想法的干扰，团队提出的创意数量提高了20%，创新水平提高了42%。下一部分会具体讨论如何利用团队力量避免上述的问题。


  传统头脑风暴还有一个弊病就是求量。只有两三个想法的讨论当然不叫头脑风暴，但还有另一个极端。一家便利店连锁公司找到我们，要求进行全天的头脑风暴会议，提出2 000个创意。实话实说吧，这些想法必然相差无几、粗浅简陋，而且试问哪个组织能够落实2 000个创意？闻所未闻。人类在创新上有惰性，确实需要助推，然而创新也需要求真务实。


  高效的头脑风暴策略


  要完善头脑风暴讨论过程，最简单易行（也是常被忽视）的办法就是从开始就明确几点：讨论的初衷、创新想法的评估标准、创新想法的界限。企业时常担心，设定了严格的规则会限制创意空间，于是就毫不设限，鼓励打破陈规、异想天开，甚至把构思任务推向整个组织，呼吁大家提出更多的想法。尽管这种行为的初衷值得敬佩，结果却往往一塌糊涂。很多想法无法落实，只能弃之不用；大家诚挚地提出创意，满腔热情却被浇熄。虽然企业不必过早判断创意的好坏，但必须明确采集创意的标准：是仅仅需要新产品创新，还是要包括商业模式创新，推出新产品是否考虑并购或者战略合作，还是要利用企业现有资源或者能独立开发的资源？


  除了这些前期指导，优秀的引导师会围绕具体的问题和挑战展开构思讨论。不要直接让每个人提出新想法，否则获取的构思往往缺乏背景条件，脱离提案人在日常工作中所熟知的信息。这种方法带来的隐患难以察觉但危害极大，致使某些伟大的创意看似微不足道。因此，构思讨论的过程要紧密结合“用户目标达成地图”中的重要信息，寻求的创意要关注如何满足重要的需要达成的目标，减少相关痛点。缺乏经验的引导师可能会设定一些荒谬的情境来激发创意（例如“如果地球没有引力会对你的创意造成什么影响”）。这类方法往往会让参与者摸不着头脑，更无法带来出色的创意。利用之前发现的用户目标达成的驱动因素，思考不同类型的用户会对某种产品或者问题有什么回应；针对某消费人群，如何解决他们最看重的问题。“用户目标达成地图”可以提供大量的提示，激发相关问题的深入讨论。


  确定若干个具有针对性的问题，围绕这些问题开展构思讨论（出现某些创意之后还可以增加新提示），然后遵循以下步骤进一步提升构思讨论的成果：


  确保各位成员基于同一出发点进行讨论。解释讨论的目的，商讨构思的边界，阐述评估创意的标准。另外，构思讨论需要合适的环境，讨论的氛围应该具有活力。我们时常选择空间不大的地方，这样大家可以自由交流，不会有上台发言的紧张感。注意，还需要留出一定临近空间，用于分组讨论。


  成员需要一定时间进行独立思考与构想。让每位成员先罗列出自己的想法，避免上述干扰因素。设定合理的创意数量，推动大家发挥出最佳水平。


  根据出席人数决定分组，将背景不同的成员安排在一起，这样可以使他们通过讨论拓展自己的想法，产出新创意，识别哪些创意最具潜力。每个小组中安排一名成员详细记录讨论的过程，这有利于帮助各成员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并为将来的讨论提供切实的依据。


  在所有成员都分享了自己的创意后，将相似的创意归类，逐步提炼出几个重要的创意主题，将讨论的话题范围缩小。构思讨论活动最好与组织的正常工作及重要工作区分开，比如利用午休或专门找一天时间进行。从平日的工作中走出来，大家的视野更为开阔，对近期的想法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也能更好地理解各种想法之间的关系。


  到了这一阶段，可以开始讨论提交的创意。不需要过于拘谨，直接询问大家认为哪些创意超出了考量范围。更重要的一点是，分析大家对于产生的创意有什么重大疑问。


  评估各个创意之前，还需要分组讨论，进一步展开分析创意。这里仍不需要完成具体的商业企划案，只需要用一个单页视图强调某项创意有何优势：


  
    •完成了什么需要达成的目标，消除了什么痛点？


    •会吸引哪些消费人群？


    •如何为企业创造价值？


    •是否符合构思讨论开始所设定的主要标准？

  


  每个创意得到拓展之后，就可以更为具体详尽地分析其优点，而不是凭借直觉筛选创意。团队里的高层领导应该最后发言，让其他成员先发表观点。如果之后还有领导层对创意进行评估和挑选，那么这一阶段也可以不进行投票，避免项目团队和领导层评估得出不同结果。


  最后，在头脑风暴讨论结束前，必须明确下一阶段的工作。讨论的创意是否会提交高层管理团队？是否会利用更大的团队进行全面的评估审查？是否需要为最佳创意做出商业企划案？不要让团队成员揣测疑虑，清晰说明接下来有什么任务，谁负责推动工作进展。没有相应的责任担当，再好的创意可能也会不了了之。图10–1是构思讨论的大致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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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1 头脑风暴讨论

  


  评估创意


  每每提出新创意，提案人总会备感得意。企业家也好，高管也好，很多人的“好主意”都能获得一些肯定。但实际上，大部分“好主意”并没有成功。你可能已经阅读了之前章节所提及的创新步骤，出色的创意已经离你越来越近；你可能是跳读到这一章节的，已经有了某些构想；也有可能你通过头脑风暴讨论收获了不少想法，希望分析透彻之后再根据组织的商业标准进行评估。在以上任一情境中，“用户目标达成地图”除了能够帮助你收集用户洞察和市场信息，还能够提供评估创意的框架。


  “用户目标达成地图”中的8项内容可以一一用于评估当前正在酝酿的创意。在之前的章节总结中回顾一下框架中的各项因素，看看你的构思是否与之契合。为了方便起见，这里突出了几个重要问题，以帮助衡量当前的想法是否能成功（见图10–2）。强烈推荐邀请他人参与评估过程，因为他们会提出一些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避免你语焉不详、一笔带过。这种方式也更有利于创意方案将来获得企业的认可。


  全面解答这些问题并分析创意可能需要你针对当前市场状况进行调查，并且考虑落实创意的商业模式。在成熟的企业中提出解决方案，还需要思考这一创意与公司的战略目标及评估标准是否契合。


  本章应用——以正确方式提出创意


  之前有一家企业客户提出让我们领导创意构思的工作坊，其目标是在企业的核心业务之外寻找并选择新的增长机会。在成立工作坊之前，我们和企业的领导层及即将参加讨论的成员进行了谈话。我们希望了解是否已经产生了一些创意，更希望了解为什么这家企业需要我方团队的参与。除此之外，这家企业之前的构思讨论模式、讨论结果、成员的感受，都是我们需要了解的信息。


  交流结果十分典型，有两个问题反复出现：第一，讨论时经常离题，或者不断回到原始想法，并没有朝着新方向探索；第二，有些成员觉得，“真正的”决策往往来自不参与讨论的高层领导，他们也很少解释选中某个创意的原因。


  了解到参与成员对于这类创新讨论持有怀疑态度，我们仔细地规划了工作坊的讨论过程，希望鼓励真正的创新，避免之前出现的问题。在工作坊成立之前，我们对企业所在的行业进行了调查。与工作坊成员首次会面时，我们就说明了自己出席讨论的原因，然后开始讨论为什么企业希望探索新的增长领域，企业会给工作坊催生的项目进行多大的投资，新的增长机会与企业整体的规划如何协调。之后，我们也分享了之前的调查结果，并讨论了其对企业的影响。当讨论趋于聚焦于过去的问题时，我们就将这些话题记录在“停车场”名单上，以便团队在工作坊会议结束后再进行深度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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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2 根据“用户目标达成地图”评估创意

  


  终于到了提出创意的环节，我们根据行业趋势、主要竞争对手以及用户需求设定了几种情景，根据每个不同情景，各个成员独立写出自己的创意，阐述企业如何做出回应。最后，我们将所有创意收集起来，根据主题进行分类，并与所有成员分享这些创意。讨论之后出现的新创意也被收入。然后我们就结束了当天的讨论，让大家有时间进行反思。


  在第二次工作坊会议中，我们向大家发放标签，让他们对创意进行投票——投票采用半匿名模式。每人要投5票以选出最佳创意。团队成员对结果比较满意，因为这个过程赢得了他们的全面认可。然后，成员们进行分组，每组分别对2~3个创意进行拓展、增加细节。每个小组需要回答各种问题，记录详细的回应过程，以便将来和项目团队进行讨论。他们还需要准备一页展示内容，方便向整个团队展示创意的拓展细节。高层领导团队最终选择了若干创意进行推进，并且向工作坊团队报告了各个创意入选或被淘汰的原因。


  一段时间之后，我们进行随访，看看这家企业的工作进展如何。创意团队对创新过程感到满意，而且基于讨论结果建立的项目也给整个企业注入了真正的活力。


  本章小结


  低效的头脑风暴十分常见，但完全可以避免。提出出色创意的关键在于遵循条理清晰的步骤，确保对创新背景保持敏感度，激发创意，客观评定工作主次。最好的创意讨论要避免浅尝辄止的倾向，要鼓励成员迎难而上，探索真正的创新想法。这样的讨论没有取悦领导的压力，由此可以确保成员公平参与的机会。而且，围绕重要话题展开讨论、循序渐进，创新才能充满激情并催生成果。


  低效的头脑风暴往往只有少数人参与其中，提出一些肤浅的想法哗众取宠。有效的创意讨论要避免被最先出现的想法影响，尤其是一些缺乏创意的提案。每个成员都应该有机会在安静的条件下独立沉思、构想。


  最佳创意讨论过程应该遵循8个步骤，包括设定起点、沉思与构想、小组合作、组织归类、讨论、拓展、评估与跟进。


  所有参与成员应该从开始就明确讨论的目的以及讨论结果的衡量方法。然后，提出逻辑清晰的问题，鼓励各个小组全面拓展较好的创意，丰富细节。


  可能你在讨论开始前就准备了多个创意方案，又或者在讨论过程中得到了新的灵感，这些创意都需要进行认真评估。不是简单思考这些创意是否有利于企业的业务，而是利用“用户目标达成地图”去分析这些创意是否真正反映了用户的需求和所处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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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构创新视角


  自1993年成立至今，戴森公司逐步发展壮大，成为年收入额超过10亿美元的全球知名品牌。这是如何实现的呢？谈到戴森的发展历程必然离不开其创始人詹姆斯·戴森，但他可不是吸尘器行业的老手，之所以进入这一行业，完全是出于一股不满之气，还有对工程设计的强烈兴趣。20世纪70年代末，戴森发现市面上的吸尘器总是不如人意：一旦机器内部的集尘袋被灰尘堵塞，再高档的产品的吸力也会减弱，因而再也吸不起灰尘，只能把灰尘吹开。


  戴森没有研究吸尘器的历史，也没有思考如何让吸尘器的集尘袋长期保持清洁。他把目光放在了这一行业之外，从工业锯木厂中获得了灵感。他利用气旋分离器，将灰尘从空气中分离出来，由此发明了全球第一部无集尘袋的吸尘器。


  商业书刊文献中总是充满了意外之喜，某位高管看到本行业之外的某个做法，将其融入自己公司的业务中，从而大获成功。然而，不断突破创新的企业不会默默等待意外降临，而是主动出击，将行业之外的视角融入创新过程，将其作为创新工作的重要一环。在不断提出新创意、评估新创意的过程中，还需要寻找新的视角，重新审视解决方案以及当前所针对的问题。


  本章讨论：


  
    •如何以系统的方式引入行业外部视角与灵感？


    •如何克服个人倾向与一孔之见？


    •如何根据行业的新型趋势调整解决方案？

  


  持续引入外部意见


  许多全球大型企业已经找到了引入行业外部思维的各种系统的方式，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确实必不可少。如果你的公司年收入额为200亿美元（未达到“《财富》全球500强”标准），实现5%的有机增长，即每年增收10亿美元，这相当于创建一家新公司了，还是一家规模不小的公司。面对如此艰巨的任务，等待意外之喜带来的增长机遇并不实际。长久之计应该是在内部思维耗竭之前，持续引入新鲜的视角，这是催生新想法与新思路的重要方式。


  除了带来创意，业外人士还有助于重构、评估当前已有的想法。如果你提出了创意方案，听听业外人士的意见也许会很有帮助。第一，他们可以就产品的创新性提供更为公正的观点。这些人并不了解你的想法在技术层面上有多出色，因此你可以以这样的视角来看看你的想法是否真的具有创新性。第二，他们可能会提出业外常见、业内鲜有的解决方案。宜家公司的商业模式追求稳固、轻巧、可进行扁平式包装的家具，其蜂窝板技术（Board on Frame）系列产品成本效益高，而这一制造方法的由来是产品开发者参观了一家制门工厂，产生了新创意。第三，业外人士能够帮助你了解自己是否能清晰地阐述创意方案。解决方案的优势对你而言可能显而易见，但是面对不了解业内术语、行业氛围的人，你是否能在半分钟的描述中激发他们的兴趣？


  寻求行业之外的视角显然能够带来众多益处，但是要如何实现呢？如何确保其有序进行？可以通过两种主要方式将业外观点的做法融入创新工作中。第一种是设立开放式创新项目，联络相关的专家、顾客、创新思维合作伙伴建立长效机制。这样，项目能够有效引入新思维，了解其他行业的趋势与创新，与时俱进。例如，3M公司就会定期安排员工与公司其他部门、业外专家、顾客等进行互动。几年前，研磨产品部门推出了新型耐磨砂纸，这项产品涵盖了7项技术，其中只有两项技术来自部门内部，其他5项都由公司的开放式创新项目提供。


  第二种重构创新视角的方式就是减少创新团队本身的介入。其实就是要让具备丰富经验的业外人士进行开放性讨论。在规划构思会议或者讨论某个具体问题时，看看其他部门或者其他公司的人会带来什么观点。一些企业甚至将这种做法纳入了用人要求中，例如康宁公司的“探索性市场与技术团队”，其招聘条件包括曾在两个或以上的行业中工作，有多重技术工作经验。无论采用哪种方法，总而言之就是创意团队提出想法之后，必须要让团队之外的人士进行审视。


  克服偏见与知识缺口


  在提出创意、完善创意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可能会影响决策的认知盲点。关于认知偏见的书籍和文章比比皆是，在这简短的一节中不会一一赘述，仅提出几点较为常见且不可小觑的偏见问题。


  在团队提出创意的过程中，令人烦恼的偏见主要来自两方面：信息的获取和对所获信息的信心。关于信息获取，人们往往会高估自己已经掌握的信息，会依赖于奇闻趣事、个人经历或者以往的其他数据，而不是寻找最新的用户洞察。我们曾经与一家美国零售公司合作，帮助其完善电子商务战略。该公司里的成员普遍认为，用户并不愿意进行网上购物，不喜欢公司将产品运送上门后直接放在门外。虽然这个想法有一定道理，但是仍有一些成员并没有完全信服，要求对这个想法进行核验。我们调查了上千名用户，以了解他们对网上购买该公司产品的想法，最终的数据给出了清晰的答案。该公司的目标消费群体中，仅有4%的用户不太愿意接受产品送达后被留在门外。某些原本对此不满的用户早已想到了应对方法，例如将收货地址改为办公地点，或者让邻居帮忙收货。摆脱了不可靠的数据（虽然获取更为方便），这家零售公司才能够消除偏见中的障碍，进一步扩大电商业务。


  关于信息获取还有一点，人们往往会更加重视最先获取的信息或者最近获取的信息。因此，在对数十名甚至上百名用户进行焦点小组访谈时，第一组和最后一组的访谈意见可能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最大。充分回顾访谈笔记，记录关键话题与观点出现的次数，能够很好地克服这种偏见。


  关于对所获信息的信心方面，个人时常对自己认定的选项更有信心（或者感觉更好）。这个问题主要体现在人们时常忽视已选决策中的缺点，同时夸大其优点。还有一个现象与此密切相关，那就是人们往往会主动寻求支撑自己观点的信息，忽视与其对立的信息。因此，项目团队时常会得到一边倒的信息资源：所有的信息均指向同一观点，没有充分全面的信息呈现更客观的现实状况。


  意识到这些常见的偏见，要怎么应对？在当前阶段，要识别偏见，弄清偏见的由来并不容易。当然，可以多花时间思考自己的观点以及获得的数据，也可以结合量化数据分析定性研究结果。但是，最重要的一步在于要有规范的过程，防范偏见的出现，降低偏见的影响。在构思和评估的过程中纳入不同的视角，就能有效遏制甚至铲除偏见。


  了解趋势的影响


  前文提到，寻求业外视角非常重要，因为它能够帮助你产生大胆的想法、摆脱体制内的成见。放眼外部世界的重要意义并不仅限于此，在企业的围墙之外才能够发现重要的趋势，看清影响用户行为、未来的消费选择以及产品投放环境的变化。


  克里斯蒂娜·达姆在食品与饮料行业中担任高管多年，她解释了如何判断当前发生的变化是否会成为大趋势，是否值得采取行动。“趋势不同于潮流，趋势是多面的。会有两三个不同的现象指明趋势的存在，往往聚焦于如何解决其中一些重要的需要达成的目标或者痛点。”发现用户试图完成的工作，了解用户感到不满意的细节，关注各个行业的技术进步，即能掌握自己所在行业未来几年的发展方向。


  努力展望未来，企业才能够做好准备、推动重大创新，同时也能够循序渐进、不断做出调整，从而实现质的飞跃。万豪国际集团近期发现，各家酒店中千篇一律的餐厅虽然品质如一，却吸引不了年轻旅客。智能手机应用能够列出不少评分颇高的用餐地点，于是年轻人不再拘泥于酒店中万无一失的用餐选择，转而追求当地的特色餐饮。


  技术进步以全新的方式帮助旅客达成了更重要的需要达成的目标——光顾本土商铺、尝试新鲜味道。于是，万豪国际集团没有再照搬行业传统，而是建立了“餐饮孵化器”项目，邀请有想法有抱负的餐厅、酒吧从业者提出自己的创新理念。最终获胜的初创企业团队将获得5万美元资金、相关指导以及万豪酒店中的经营铺位。这些新颖的餐厅将会帮助旅客在酒店之内达成上述的需要达成的目标，旅客的餐饮花销也就能留在酒店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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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应用——及时应对变化的市场需求


  位于洛杉矶的iRise公司一手开创了软件可视化行业，即IT分析师利用相关技术在软件编码之前就可以制作出展示软件运行过程的互动式原型。相较于简单地罗列软件性能，这种全新的方式已是巨大的进步。时至今日，iRise在该行业中依旧处于领先地位，但是公司发现，许多客户企业的IT部门在真正动用资源开发某一款软件之前，仍然要苦苦思索软件运行的众多细节问题。大家的基本共识就是，在正式的开发工作之前需要建造原型，但是，如何从大局上定义软件项目的所有要求呢？这项未能完全达成的需要达成的目标已经不仅限于建模，似乎还需要在其他阶段融入创新。


  公司进行具有针对性的市场研究，得到了惊人的用户洞察。他们发现，敏捷软件开发模式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即编码工作在高速迭代周期中发展。另外，用户体验设计领域逐步成熟，传统的清单罗列方式仍有存在的必要性。这些变化使得各个组织要以更全面的方式不断检验、改进软件项目。斯蒂芬·布里克利是iRise公司企业可视化平台（EVP）成功的客户经理，他告诉我们：“在利用我们的软件建模前，很多企业仍在使用五花八门的方式记录软件功能要求。由于团队要确定某项软件的细节功能时的工作仍然非常混乱，因此当前的软件设计早期阶段会存在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的需要达成的目标。”iRise及时抓住了这一机会，努力将软件功能可视化技术融入一个全面跟踪软件功能需求的体系中。如果iRise固执己见，没有跟从市场的变化，像其他公司一样固守原有的产品理念，那么必定会与这次发展机遇失之交臂。


  本章小结


  个人在企业中工作的时间越长，就越发坚信企业的理念与作为，锐意创新的精神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托词：“这是我们的一贯风格”“早就试过了，不管用”等。在创新过程中邀请业外人士加入，能够带来新鲜的视角，防范阻碍创新的惰性。而且，将目光投向组织外部，我们能够把握影响消费人群的新趋势，及早预测用户需求。


  希望在其他行业中误打误撞碰上好想法，这种想法肯定不切实际。企业保持持续增长需要源源不断的新增收入，因此开展创新工作也需要稳定有序地纳入新想法、新视角。


  在收集用户洞察、评估创意方案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某些影响决策的偏见。这些偏见的出现可能是因为企业过度依靠已有信息，也可能是因为过分信赖根深蒂固的信息或者最新获得的信息。创新过程需要设定保障机制，同时可以邀请业外人士审视创新中的重要观点，确保最终的决策不偏不倚。


  开放性创新项目是引入新视角、新思维的好方法，小规模的同类实践与政策也一样奏效。


  用户期待企业设计的产品符合当前趋势。了解用户希望以何种新方式达成需要达成的目标，这将帮助企业脚踏实地地分析出重要的市场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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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与迭代开发


  大家应该听过这么一句话：“没人因为买了IBM产品而被解雇。”这句话也反映出商业领域一种有问题的心态：决策求稳意味着职位有保障。但是，求稳的决策不一定有利于创新。好在越来越多的企业都在鼓励员工大胆实验，接受合理的风险。


  2014年，百事公司（也就是众多知名薯片品牌的母公司）决定启动一项风险颇高的实验，将“波乐”（Ruffles）薯片品牌近乎100% 的广告预算用于数字平台。在2013年，该品牌只有不到30%的广告预算用于数字平台，其余大部分都投向了电视广告。然而百事公司意识到，基于传统广告思维的支出模式与当代用户行为已经不相匹配，尤其无法满足公司目标人群的需求。在这次“实验”中，“波乐”品牌实现了显著的同比增长，百事公司信心大涨，决定将2015年所有品牌的市场营销费用从电视平台转向社交及数字平台。


  本章讨论：


  
    •如何利用实验降低风险，应对不确定因素？


    •哪些技巧可以评估用户对新产品的兴趣？


    •如何将用户洞察纳入产品设计过程？

  


  利用实验应对不确定因素


  “实验”听起来就有风险，其词义就说明结果仍是未知数。杜克大学行为经济学知名教授丹·艾瑞里阐述道，企业常常拒绝实验，原因很简单：“我们总是更看重答案，而不是问题，因为有了答案才能采取行动，而提出问题则需要继续思考。人们意识不到，提出好问题、收集充分的证据往往会得到更好的答案。”如果能有效利用“实验”，就能以低成本的方式为关键的未知因素提供具体信息，例如，企业是否能够应对关键的技术挑战？创意方案能否大规模落实？


  利用实验可以探索重要问题，而且实验也不一定就成本高昂或者复杂。例如，几年前麦当劳考虑在餐厅中提供虾仁沙拉，但是通过简单的规模实验之后，这个计划就终止了。如果上千家麦当劳餐厅要购入虾仁，市场上的虾仁供应一定会受到严重影响，造成虾仁成本上升，因此虾仁沙拉的方案从规模经济角度出发并不可行。


  优质的实验并不一定宏大，但一定要注重时间安排及可靠性。时间安排意味着要先测试最大的风险。这些风险也许不是团队的兴趣所在，也许测试的难度较大，但这些风险对整个方案结果具有决定性作用，一定要先进行测试。


  可靠性意味着实验的测试对象应该与团队思路中的测试因素相匹配（见图12–1）。很多人以为高中毕业后就不再需要思考科学实验方法了，但其实那些方法必不可少。首先需要根据条理分明的假设进行实验设计，然后要设置严格的参照组，保证每次测试仅测量一个变量。2013年，科尔士百货公司的高管团队迫切希望降低运营成本，其中有人提议将开门时间推迟1小时。大家对此意见不一，担心这可能会导致营业额大幅下降。于是，团队设计了实验，在100家门店将周一到周六的开门时间推后1小时，以检验这一举措是否会导致营业额下降。测试结果发现，营业时间调整并没有对销售额造成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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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1 可靠商业实验的因素构成

  


  比实验结果更重要的其实是实验过程。科尔士百货公司对测试中的因变量和自变量做出了清晰而具体的描述（而不是简单描述为“改变营业时间是否会影响盈利表现”）；而且，公司还利用了规模合理的样本，选择了能够直接与现有数据进行对比的衡量标准（营业数据）。通过这一实验，科尔士百货公司以较低的成本迅速确定了大幅降低营业成本的方法。


  测量用户对产品概念的兴趣


  每个新产品方案都需要面对的不确定因素之一就是用户是否会选择购买。应对这一问题最简单易行的实验就是“问”，尤其是在B2B领域，直接联系现有用户，寻求产品概念上的反馈意见，有百利而无一害。例如可以询问用户为什么觉得这个想法不错、需要做出什么改进、购买的决策人是谁等。随着创新过程的推进（随后会讨论），还需要进行产品概念测试，以更好地测算产品的市场渗透率，但是早期的一些电话调查确实能够用于更好地了解用户兴趣，更好地调整新产品设计。


  产品测试的方式多种多样，关键在于要有故事背景——喜闻乐见的情节。食品饮料行业的高管克里斯蒂娜·达姆告诉我们，有一家行业巨头非常善于产品创新，但每每在推出新产品之前都难以获得可靠的用户意见。


  
    在对用户进行产品概念测试时，我们无法创造与产品相呼应的情绪状态，因此我们测试得到的是理性的回应，而不是用户在现实生活中做出的回应。于是，我们与一家电视网络公司合作进行产品概念创作，效果大不相同。电视行业人士善于讲故事，他们自然而然地将产品概念融入故事情节中，引发用户共鸣。

  


  达姆说，产品概念测试要力图重现产品的购买场景或者使用场景。如果问用户，汽车最重要的是哪一部分，很多人会说是刹车。那再接着问是否会购买刹车装置更好的汽车，答案基本是肯定的。但是，当人们真的去买车时，几乎没有人根据刹车装置做出最后的购买决策。概念测试中应该创造出用户购买或使用产品当下那一刻的情境，这样才能带来有意义的结果。


  在更严谨周密的概念测试中，这一点同样适用。如果希望更好地了解新产品的市场前景，可以利用一些基本的网页开发工具和链接生成工具，以简单且成本低的方式对用户兴趣进行量化。首先建立描述新产品的网页，然后到街头派发印有网站链接的卡片或者宣传册，也可以向潜在用户发送邮件，引导他们访问网站。之后就可以跟踪用户的回应，通过区分链接的不同来源，可以分析出哪一种宣传模式得到了更好的回应率。除了发现对产品感兴趣的人群，还可以在页面上设置“马上购买”按钮，看看有多少用户真的愿意进行消费（在这个阶段，点击按钮之后只会链接到一个“感谢”页面，并提示产品推出之后的信息获取渠道）。


  在这些宽泛的产品概念测试中，需要注意其实验性质，记得思考其中调整的变量、可能出现的偏见因素、测试的规模等，这些都可能影响实验结果。


  让用户融入设计过程


  实验能够带来的第三种好处就是收集用户洞察。当人们真正看到新产品的时候，这个摆上货架的版本与最早的产品原型往往相距甚远。例如，雀巢公司往往要经过100种配方测试才能得出最后的新产品。同样，苹果手机最早的样机屏幕为5英寸×7英寸，厚度约2英寸。


  在产品设计的早期，将有形的产品展示在用户面前，能够获得有益反馈，避免在错误的方向上投入更多资金。早期的产品模型可能比较粗糙、不完整，同最终产品大不相同，但其目的在于了解用户的喜恶及疑惑（见图12–2）。有了这些反馈，可能需要对设计做出微调，也可能需要完全改变设计的方向。


  除了利用产品原型引发用户的反馈，还可以借用用户“打造”新设计。例如，在焦点小组访谈中，我们会让参与者根据讨论产生的产品概念来设计产品包装或者营销海报。他们需要将最终完成的设计方案呈现出来，以此让我们了解到参与者所关注的产品特性与其传递的信息，同时也了解到这些特性信息与现有产品方案之间的关系。同理，我们有时候会给参与者定量的模拟货币，并提供一系列的产品特性，让他们选择如何分配支出。这些产品特性会被标注不同的价格，反映出相应的成本以及融入产品设计中的难度。这类数据有助于判断哪些计划中的产品特性值得投资，即用户愿意支付的资金能够匹配其成本投入。这种模拟实验的结果更为真实，简单询问用户什么因素最重要，他们的答案可能很理性却不符合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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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2 反馈网络

  


  本章应用——联系用户


  我们近期与一家正在寻求为用户提供新服务产品的全球B2B公司进行了合作。我们同专家进行讨论，在潜在消费人群中进行了原始数据调研，与内部团队成员合作罗列出新产品概念清单。然后我们与高管团队讨论，削减了概念清单中的一些内容，例如排除脱离实际的或者成本过高的概念，最终得出一个较短的清单，而其罗列的概念需要进行排序。怎么排？我们首先电话联系了用户。


  电话调查的信息让我们大受启发。在电话中，用户一致认为，短期看来某项产品非常重要，同时也表示还未能接受某项较为复杂的产品概念。最终，我们利用这些信息设计了选择较广的产品系列，让用户能够逐步接受其中的各项产品。同时，我们估测出新产品的价格区间、用户做出购买决策的时长、公司品牌在销售过程中的正面或者负面作用。虽然电话调查需要一定时间，但是从中获取的信息价值远远超过了投入。


  本章小结


  企业及运营企业的人员往往对风险避而远之。人们看重答案而不是问题，所以时常会躲避实验，毕竟实验充满未知。但是，有的放矢的实验能够带来宝贵的信息。企业通过高速率、低成本的实验解答重要问题，能够做出更明智的决策，有效规避失败的创新工作，从而减少耗费的时间与资金。而且，面向用户的实验能够带来宝贵的用户洞察，让企业了解用户的决策方式、对新产品的诉求，以及购买新产品的意愿。


  实验以低成本的方式解答了一些关键的未知问题，防止创新项目在错误的方向上越走越远。但实验也必须有严谨的设计，能够确保结果准确可靠且能得到利用。产品概念测试能够有效评估用户对新产品的兴趣，但是每个产品概念都需要能够重造用户购买或使用产品时情境的故事背景。


  用户与产品原型进行互动、参与权衡产品特性的活动，有助于完善最终产品的设计。这其中需要关注用户的喜恶、提出的问题及新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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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3 建设创新能力的关键问题

  


  后记

  将“用户目标达成理论”思维制度化


  构建不断获得成功的能力


  充分理解如何利用“用户目标达成路线图”有助于在创新项目中获得成功。然而，为了持久的卓越表现，“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应该在整个企业得到更广泛的应用。2012年，我们与高知特信息技术公司（Cognizant）开始合作，这家B2B公司入选《财富》全球500强且发展速度惊人，连续12年（2003~2014年）入选《财富》杂志“100家增长最快的企业”名单，其2002年的营业收入为2.29亿美元，2014年已经上升至103亿美元，在过去5年中实现了翻倍增长（见图a）。


  除了营业收入迅猛增长，员工人数也在飞速上升。高知特的员工遍布50个国家，总计超过20万人。蓬勃的发展势头往往伴随着挑战。与高知特合作伊始，我们需要应对一个特殊的挑战：针对遍布全球的员工群体，建立能够推动以用户为中心的创新工作的统一模式。应对这个挑战需要建立适用于公司整体的标准工作框架，还需要迅速产出成果，保证这一提案获得肯定与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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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a 高知特信息技术公司营业额

  


  通过与创新团队合作，我们确定了“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创新倡议的五大支柱，使其区别于传统的公司培训项目。创新倡议的第一大支柱是需要推动现有项目的进展，在不打断员工“日常工作”的前提下迅速带来更多价值（见图b）。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将初期参与人员分成小组，每组一名客户经理，专门负责将客户目前的问题带到初始阶段工作坊进行讨论。我们帮助各个小组理解“用户目标达成路线图”基本要素，同时逐步引导小组成员分析客户经理带来的问题。工作坊会议的第二天，大家开始着力应对小组中的客户问题，然后建立清晰的工作计划，逐一推敲问题中的细节。另外，我们给参与者提供了“用户目标达成理论”辅助工具，以便基将来若在项目中遇到困难可以灵活便捷地利用起来。


  创新倡议的第二大支柱是争取让高层领导肯定创新工作的方法并鼓励将其直接运用于客户关系中。高知特信息技术公司员工群体庞大，要层层上报、争取支持肯定会扼杀良好的创新势头。与其如此，不如放手一搏。我们邀请了首席信息官及创新工作负责人——一名经验丰富的高知特高管——加入启动创新工作坊。他亲自探究了“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创新理念的优点，见证了各个小组为公司客户创造直接利益，他公开表示大力支持创新倡议，并将亲自推动提案的进一步落实。公司现任创新工作负责人直接向首席执行官汇报工作，正是这样的工作使得公司能够更加清楚地了解到“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理念增强了组织的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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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b 高知特创新工作支柱

  


  创新倡议第三大支柱是应对众多创新倡议中的共同挑战——防范创新热情减退。在大型企业中存在这种现象：小部分员工学习到了新技能与方法，却没有机会与他人交流如何应用所学带来改变。针对这一问题，我们让项目参与者组成学习小组，在本次培训项目之后依旧维系这一组织身份，这些小组在将来的项目中会进行合作，定期分享观察感想、新知识、成功经验等。越来越多的团队加入创新工作中，它们能够解决出现的问题，同时确保创新方法能够贯彻落实。


  创新倡议的第四大支柱是培养内部创新专家。高知特有越来越多的员工接触到“用户目标达成理论”，但是公司仍在不断发展壮大，如果每年有1万名员工参加创新培训，覆盖全员可能需要数十年。因此，我们决定在合作项目内部培养专家，及时地为将来的项目团队提供工具与指导，使其受益于“用户目标达成理论”。我们与学习热情高涨的员工紧密联系，将他们培养成值得信赖的创新领导者，现在他们已经可以为其他同事提供相关支持。


  创新倡议的第五大支柱就是营造良好的发展势头。上文提到，让创新顾问培训成千上万名员工不太可行，然而一劳永逸的培训项目也难以让员工找到发展方向。于是我们建立了一个多级别认证项目，鼓励参与者不断利用自己培训所学，在认证项目中不断进步。得到最高级别认证的员工会与我们继续合作，逐步准备为自己的同事提供培训。这不但能够保证创新倡议的可行性，也能够让员工有动力继续将“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理念融入日常工作中。


  直接接触客户的员工在经历了培训之后开始利用所学知识设计IT方案，以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而从培训中受益的不仅仅是他们。在公司运营后台的员工也利用“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的方法改善了后端程序。将培训内容带回各自部门之后，他们寻找机会优化现有程序，也优化了高知特的工作体验，例如促进跨团队的交流、深度思考员工的调度选择、完善雇用与入职流程、简化销售规章制度。公司上下找到了各种各样的方式做出改变。2015年，高知特信息技术公司入选《福布斯》“全球100家最具创新力企业”。


  根据具体的需求与企业文化调节能力


  高知特的创新工作倡议迎合了该公司的需求，但这并不是将“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制度化的唯一方法。高知特的各个特征——发展迅猛、员工分散、业内存在持续的创新需求——交汇融合，针对其独特情况，我们规划了上述倡议。然而打造创新倡议项目不像是购买、安装软件那般简单直接，这些方案需要考虑组织的发展阶段、战略目标及内部文化。


  在过去多年的实践中，我们将“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创新方法落实到了不同行业、不同需求的企业中。每个创新工作倡议表面看似有所差异，但设计过程非常相似。设计一个方案需要了解当前组织中的创新工作是否有成效，企业文化及实际工作是否会影响员工在倡议项目中的参与度，倡议项目能在多广的范围内传播，以及倡议内容如何传递并吸收。同时，规划创新倡议需要展望未来，分析如何通过倡议帮助企业实现长期战略目标。


  高知特的创新倡议大获成功是因为做到了循序渐进、多管齐下、有的放矢。这听起来很不错，但确实是依据独特的企业环境，独辟蹊径。企业选择“用户目标达成理论”作为指导方针（也可能选择其他理论），因时制宜，这样的规划才能带来长远而真切的改变。创新和所有其他工作一样，必须要付出努力，才能得到丰厚的回报。


  附录A

  即时指南


  在进行原始数据调研的过程中，“即时指南”能够帮助你牢记整个用户目标达成理论框架的关键因素。收集用户洞察之后，你可以具体分析自己的数据模式，围绕特定的用户类型、消费情境、商机领域等建立起自己的“用户目标达成地图”。为了清晰说明框架之中的关键因素，此处以周末的家庭零食举例，其中罗列了相关的用户洞察信息，非真实数据。你的分析需要紧密结合自己的调研背景。在以下简短的案例中也可以看出，用户类型或者消费情境不同，用户洞察信息也会发生明显变化。另外，此处举例意在简要说明框架要素仅仅是用户洞察的缩影，在真实的原始数据调研工作中，你将通过这一框架发掘更多的信息。


  用户目标达成理论


  要点回顾：


  • 用户目标达成理论涉及的是用户日常生活中希望达成的目标。


  • 调研工作需要关注用户的需要达成的目标，而不仅仅是用户当前购买的产品或者用户自己构思的理想产品。


  • 需要满足功能层面与情感层面的需要达成的目标。


  • 如果用户有多个需要达成的目标，其中必有主次轻重之分，应当首先专注于解决最关键的需要达成的目标。


  • 在调研中，不断问“为什么”，以确保真正发现潜藏的需要达成的目标。


  举例：


  [image: ]


  用户目标达成的驱动因素


  要点回顾：


  • 用户目标达成的驱动因素即决定需要达成的目标对于不同类型用户是否重要的条件。


  • 用户目标达成的驱动因素主要分为三大类：个人态度、生活背景、当前境况。


  • 结合用户目标达成理论与用户目标达成的驱动因素能够产生顾客分类，即对购买行为相似的用户进行归类。


  • 新产品不需要包含各式各样的功能，也不必试图满足所有需求，而是针对目标消费人群，依据其最重视的用户目标达成理论进行产品设计。


  举例：


  [image: ]


  当前解决方案与痛点


  要点回顾：


  • 新产品所要满足的需求不仅来自产品的购买者，还可能来自其他的利益相关者。考虑产品的终端使用者或者购买及使用过程中的关键决策者的需求。


  • 当前解决方案即用户解决某一问题的所有相关活动。痛点——创新的土壤，指在当前解决问题过程中的困难、苦恼及低效现象。


  • 背景条件与用户目标达成理论息息相关，一定要尽可能详尽地调查特定的消费背景条件（而不仅仅是表面的消费行为）。


  • 有时候用户已经对当前方法产生依赖，如果新产品需要用户改变自身行为，仔细考量用户做出改变所需要的时间。


  举例：


  
  当前解决方案与痛点
[image: ]


  成功标准


  要点回顾：


  • 成功标准不是用户目标达成理论本身，而是衡量需要达成的目标是否达成的因素。


  • 新产品要取得成功往往需要针对用户最重视的消费情境和背景条件进行分析。


  • 了解用户希望增强哪些方面、减弱哪些方面，以及在哪些方面实现平衡。


  • 最终的产品方案可能需要权衡轻重，做出取舍。只要在目标消费群体最重视的方面大放异彩，放弃小部分用户所需的性能无关紧要。


  举例：


  
  成功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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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障碍


  要点回顾：


  •障碍有两类：选择产品的障碍和使用产品的障碍。


  •选择产品的障碍即减弱用户购买意愿的因素。


  • 提供简单的方式让人们了解产品、试用产品，从而减少选择产品的障碍。


  • 使用产品的障碍即限制用户继续使用产品、购买附加设备、升级设备的因素，最终会使产品无法成功。


  • 不断寻找新的消费人群往往成本过高、难以维持，因此要尽可能减少使用产品的障碍，让第一批用户就成为回头客。


  举例：


  
  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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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值


  要点回顾：


  • 要理解新产品的市场潜力有多大，需要根据用户目标达成理论而不是产品本身衡量市场规模。


  • 价值导向的定价策略考虑到产品所能满足的独特的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特定情感需求，以此测算产品的价格上限。


  • 产品要为用户及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也要为企业创造价值，思考围绕产品所建立的商业模式是否能持续带来利益。


  举例：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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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争


  要点回顾：


  • 除了传统竞争对手与直接竞争对手，其他解决同一需要达成的目标的方法都应划入新产品的竞争范围。


  • 用户会在不同的产品领域寻求满足需要达成的目标的方法，因此要了解所有直接竞争对手与间接竞争对手，对产品进行准确定位。


  • 利用“用户目标达成理论”思维拓宽视角，能够发现更多的增长渠道。


  • 未消费领域——竞争对手仍未涉足的领域——蕴含巨大的潜力，但也潜藏一定风险。


  •根据自身优势、灵活程度、竞争风险分析传统与非传统竞争对手。


  举例：


  
  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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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B

  在公共部门应用“用户目标达成理论”


  国际发展组织在创新工作方面有时表现很糟糕。面对全球最严峻的挑战——大规模的难民危机、流行病暴发、环境灾难，他们的工作方式往往没有丝毫创新精神。不是工作懈怠，也不是缺乏人才。乐施会、救助儿童会、国际救助贫困组织等机构吸引着来自不同年龄层的愿意在专业领域身体力行、全心奉献的才俊英杰。


  但是，国际发展组织在创新工作上举步维艰，这确实反映出了很多大型组织（无论是公共机构还是私有企业）的许多共同问题：对于环境、问题、机遇的评估由需求驱动，运作形式刻板。这种自身的局限导致很多发展工作缺乏创意、成效有限。即便有所创新，也是偶然因素所致，难以复制。这是其缺陷所在。


  往好的方面看，改变并不难，也不会违背非政府组织及类似机构的自身性质以及使命。当然，这个改变需要应用“用户目标达成理论”。我们没有被国际发展组织的缺陷所困扰，而是利用更好的方式改进其工作，并将此作为“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应用于公共领域的范例。


  认识背景条件的重要性


  分析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当前解决方案、成功标准以及障碍因素十分重要，以下这则故事简明扼要地展现了如何通过上述分析产生重要的救助食品创新成果——“胖坚果”（Plumpy’ Nut）。发明人安德烈·布里安是法国人，他曾对救助状况感到十分不满，决心做出改变。20世纪90年代中期，布里安作为儿童营养专家参与人道主义危机救援活动，在多年的工作经历中，他发现了国际救援活动的许多不足之处。当时，治疗重度营养不良的标准方案叫作F–100——一种发明于20世纪80年代的配方奶粉，其中加入了多种维生素与矿物质。布里安意识到，这种产品并没有在危机中达成重要的需要达成的目标。很多严重缺乏营养的儿童没有获得F–100，相关机构也无法通过这一产品推进救助工作。


  在人道主义危机中，资源匮乏，救援渠道不稳定，应急救助中心人满为患。在乡村地区的情况更加糟糕，往返于物资中心的运输工作充满挑战。因此，衡量营养补充品的成功标准应该包括提供关键营养成分、无须依赖其他资源供应、使用简单、长途运输方便，而且应该适应受灾地区人群的口味。


  当前方法F–100几乎没有满足任何一点。F–100确实含有营养成分，但是饮用时需要用干净的饮用水冲兑，而受灾地区的饮用水往往供应不足。此外，F–100需要加热条件，但是灾区的焦炭和丙烷的供应也十分有限，这也是创新产品中需要考虑的一点。F–100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配制后需要马上饮用。这意味着发放产品的工作也有缺陷，奶粉无法送往远离物资中心的地区。而且，奶粉的调配需要用到干净的器皿，必须由接受过相关培训的人员根据严格的标准执行。最终的结果就是，F–100只能供应给在营养中心住院的儿童，他们可能要在那里待上一个月，对于他们的家庭来说这非常艰难，而且也大量消耗了相关机构的资源。而且，最需要帮助的儿童有时候根本无法入院，因为得不到救治而最终离世。


  布里安考虑到上述种种问题，创造了一种巧克力棒。但是，巧克力棒虽然完美地避开了F–100的种种缺点，却遇到了自身的障碍：它会融化。于是，布里安开始重构自己的创新视角，认真地观察起自己的孩子。他发现孩子们最喜欢的食物之一就是“能多益”榛子酱，无论什么吃的，只要涂上一层榛子酱都会更加美味。布里安豁然开朗，创造出了“胖坚果”——一种花生酱食品，有着小孩子特别容易习惯的味道。而且，在危机频发的西非地区，花生是一种主粮，因此这种新产品也很容易被接受。之前很多解决方案没有得到广泛适用，就是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例如从北美地区运送了大量小麦，但是在西非的饮食习惯中根本没有小麦的存在，人们即使忍饥挨饿，也没有接受小麦。“胖坚果”的味道与当地的饮食习惯更相似，也不需要大量备餐工作，更不需要培训人员进行操作，方便运输、携带，还有长达两年的保质期。


  1997年“胖坚果”推出后，被送往尼日尔、南苏丹、马拉维等地区，成千上万的儿童得到了救命的食品，成功率高达90%~95%。针对关键的需要达成的目标，遵循衡量成功的标准，规避使用产品的障碍因素，“胖坚果”创新迅速获得了成功。


  不断提问


  “胖坚果”的创造人是专业出身、身经百战的专家。但大部分人没有这类技能，他们可以创新吗？


  美国军队中确实有一些高素质人才，但是绝大部分美军人员都缺乏发展援助方面的培训。随着美军愈加深入海外国家的建设过程，国际援助机构需要创新思维，帮助年轻的军人转型成为和平使者。美军预算高达数十亿美元，在决定开展行动的地区必定能带来重要影响。


  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挑战来自阿富汗：要让当地军队更有效地参与到国家建设进程中。于是，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军民合作办公室设立了一个机制，让男女士兵与阿富汗当地社区在发展项目中展开合作，以赢得当地人民全心全意的支持。


  这个机制叫作“地区稳定框架”，由美国国际开发署稳定政策高级顾问詹姆斯·德赖斯博士创建。德赖斯分析，这项工作的方法应该简单易学，无论是年轻士兵还是军队领导都能够使用。另外，在阿富汗局势复杂的环境中，要慎用“一刀切”的方法处理问题，应该根据不同社区的情况做出相应调整。难上加难的地方在于当地形势紧张、敌对情绪弥漫，但军队成员必须以非对抗性姿态开展援助工作，而这些军人在对话交流方面也没有接受过训练。


  于是，德赖斯将其开发的方法简洁归纳为一句话：“像一个三岁小孩一样，不停地问‘为什么’。”每个人都可以从4个最简单的问题开始展开对话，士兵们不断利用以“为什么”开头的问题，更好地了解到每个地区真正的需求，这个方法以简单易行的方式发掘了需要达成的目标。不需要像发展援助工作者那样开展漫无边际的冗长谈话，也不需要进行调查，等待遥遥无期的结果。利用上述方法，军队马上就能发现人们需要达成的目标。例如，在某次对话中讨论到人们为什么需要水、为什么要求打一口井，结果发现这里包含了多个需要达成的目标——粮食灌溉、人们的日常饮水、动物饮水，这就带来了一系列新的解决方案，而如果仅仅专注于钻井这件事，这是根本无法实现的。一名年仅20岁的士兵利用这一方法展开了有益而高效的对话，直接催生了行动与改变。


  框架之内的灵活性


  发展援助组织不可能在灵活性与应对性方面无所限制。用于这两方面能力提升的大部分资金都有成效，但仍有某些项目误入歧途，极大地影响了这类组织的公共形象。发展援助机构与大型企业一样，必须要有规则、框架、责任分配，规避恶劣成果。创新需要边界。


  在既定的边界内，“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又创造了程度不一的自由空间。“用户目标达成理论”框架并没有事无巨细地罗列准则，规定每项方案要在每一个群体中如何落实，而是鼓励各个组织发掘有益的提问，能够严谨有序且连续不断地进行探索。由此而产生的解决方案又可以进行细节分析。如果解决方案适用于美国军队这样的大型组织，适用于阿富汗这么复杂的环境，那么也一定能够为小规模的组织带来不少益处。


  这种严谨规范也能够加强组织的创新能力。非营利组织及公共机构时常需要创新，但是面对宏大的愿景、有限的资金，工作确实进展艰难。投资人应该明确“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界定需要创新的具体对象，由此推动创新工作，而不是等到解决方案出来之后才拣精剔肥。而获得资金的组织可以利用“用户目标达成理论”方法更好地了解终端用户（他们常说的“利益相关者”）的需求，提供框架明晰、切实可行的方法获取信息，全面细致地分析问题，最终打开创新方案的大门。这样的方法能够帮助组织超越肤浅的社会项目，更好地满足深层需求。


  “用户目标达成路线图”提供了明确的方法，从宽泛的使命到创新而切实的方案。这正是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的需求，由此以合理的方式帮助到真正有需要的人群。


  致谢


  与“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相关的所有书籍必须首先致敬哈佛商学院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教授。2003年，在《创新者的解答》一书中，克里斯坦森将“用户目标达成理论”首次推向大众，之后又通过各类写作与演说使得这一理念广为人知。在我职业生涯的重要阶段，克里斯坦森成了我的导师。在其参与创立的咨询公司Innosight，我们共事6年，这段时光令我感到无比自豪。Innosight的前同事斯科特·安东尼也对我深有影响，我们利用“用户目标达成理论”指导的首个项目是设计一台新型移动设备，当时的场景历历在目。那次项目最终获得成功，其历程也恰好印证了本书的“用户目标达成地图”。同时，许多企业客户及同事也帮助我更好地了解了如何应用“用户目标达成理论”思维，包括好时公司的黛博拉·阿科莱奥、捷迈公司的保罗·康拉德、爱惜康公司的肯·多布勒、PetSmart宠物用品公司的乔恩·杜克、雀巢公司的内特·希尔、强生骨科公司DePuy Synthes的拉吉特·卡迈勒、巴克莱银行的彼特·拉赫、美国生产力与质量中心的卡拉·欧戴尔、英格索兰公司的丹·索迪。另外，我们也采访了许多富有实践经验的人士，其中包括斯蒂芬·布里克利、达伦·科尔曼、克里斯蒂娜·达姆、布兰登·麦舍弗利、普拉莫德·穆翰尔、哈里·奈尔、阮桥庄，从他们的经历中获得了不少真知灼见。


  新市场顾问公司的同事也为本书的写作贡献了至关重要的想法、案例与意见。亚历克斯·爱德华兹绘制了本书插图，阿尼尔·格伦和丽莎·斯沃茨设计了书中多个图表。与我合著此书的两位同事更是为本书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一句“谢谢”远远不足以表达我对大家的感激之情。


  ——斯蒂芬·温克尔


  我向成就此书的所有人表示感谢与敬意，每一个人的支持与鼓励都让我满怀感恩。首先要感谢新市场顾问公司的同事，他们将本书提及的理论与策略应用于实践，切身分析了其中有效与无效的因素，敦促我们不断修正、改进。本书的品质印证了他们卓越的工作。还要感谢Yowzit公司总经理普拉莫德·穆翰尔。普拉莫德对“用户目标达成理论”思维抱有坚定的信念，为我们提供机会，以此方法在南非建立了一家社会企业。真金不怕火炼，这正是检验“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的最好办法。这次经历让我相信，“用户目标达成理论”同样能推动公共部门的创新。最后，对斯蒂芬和戴维表示最诚挚的敬意、赞美与感谢，二位不懈追求奇思妙想，谨慎斟酌秋毫之末，面对挑战处之自若，让本书写作的历程充满了欢欣愉悦之情。感谢两位良师益友。


  ——杰茜卡·沃特曼


  我由衷地感谢推动了本书创作的所有人，谢谢他们的帮助与支持，请原谅我因版面有限，未能在此一一道谢。我的写作风格综合了多人的影响，在此尤其要感谢的是劳里·伯伦特，其宝贵的建议依旧指引着我每日的思考。同时，我还要感谢林恩·阿丁顿与凯伦·奥康纳，他们的成就以及出版作品令我备受鼓舞，他们给予的教导更是令我获益匪浅；在二位的指点下，我得以夯实基础，并制作了一部纪录片，从中习得的技能将让我受益终身。


  我也要特别提及几位曾经合作过的同事。其中，我要郑重感谢杰·祖拉夫斯基、克里斯蒂·勒比茨基、梅尔·吉艮第。他们是自身所在领域的佼佼者，也极大地影响了我应对挑战、提供咨询的方式。我还要感谢新市场顾问公司的同事，他们提供的宝贵意见巩固了本书的论点、增加了新鲜的素材，在我们承担写作与咨询的双重工作时，给予了重要的支持。另外，特别感谢合著作者斯蒂芬和杰茜卡，二位的学识与热情成就了这本书。


  最后，感谢朋友与家人一直以来予以我的帮助、支持与鼓励。豪伊、塞拉、格雷格、里娜，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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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言


  近期，你可以安排一次实地或虚拟的旅行，去纽约、中国香港、新加坡和迪拜看一看。在纽约，先到第6大道和第57街的交叉口，然后背对中央公园，开始向南行走。在路的左侧，你会看到洛克菲勒中心，这是20世纪30年代兴建的摩天大楼建筑群。在路的右侧，你会看到更加高耸的摩天大楼建筑群，那是20世纪60年代设计和建造的。这些矩形和直角建筑物直插云霄，区别就在于建筑物外墙的类型以及楼层的层数——60层或70层。


  然后，再去中国香港、新加坡和迪拜，对比一下它们的空中轮廓线和纽约第6大道的空中轮廓线。在这些城市，过去15年建造的摩天大楼大多是世界独有的，而且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极具吸引力，有的甚至可以用惊艳来形容。它们的曲线、角度、风格和表现方式都是独一无二的。是什么发生了变化？这些建筑师变得更大胆和更有创意了吗？这些城市的建筑师比美国的建筑师更专长于设计吗？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中国香港、新加坡、迪拜乃至世界各地建筑师使用的软件已经非常先进。如果一名建筑师想改变一个角、调整工字梁的承重或新的曲线，或者在23层外伸的装饰部分使用一种新的焊缝方式，这些软件都会自动对建筑物所有部分的设计进行重新计算，并依照各个独特要素，展现每个部分所需要做的改变以及哪些地方必须做到平衡等。软件可以对这些大型超高层建筑物各个要素之间的依存关系进行计算。基于此，一套规则也就随之诞生，即“如果这样，那就那样”。这些规则并不同于那种“不要这样做，因为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的规则。实际上，这种因果关系规则解放了设计中的艺术性。


  20世纪60年代建造的摩天大楼之所以存在很小的差异性，是因为创造性的自由空间太小：任何不同于标准直梁或90度角的设计都是危险的，而且造价也是非常高昂的。对于异乎寻常的设计要素，即便最优秀的建筑师，也很难拿出全面的调整方案。


  那么，这与管理有什么关系呢？从历史上看，管理与“直线”和“直角”有关。当下，经理人使用的传统商业规划的工具——“软件”——有助于他们完善分析、规划与执行的艺术，但前提条件是，问题必须是标准化的，而依存关系也必须是已知的。创新与不确定性和非标准化流程（“曲线”和“奇异角”）有关，而我们使用的管理文献和工具还无法解决经理人与创新者面临的新问题。在面对高度不确定性问题时，经理人需要新的“软件”，即一套新的指导方针和规则。


  此外，虽然大多数公司之间都存在相互依存关系，但大多数高管对这种依存关系以及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知之甚少。对一家公司来说，有些相互作用是静态的，只会在特定的时间点发生。而其他的，则是动态的，且持续存在。很多高管和雇员之所以坚持标准流程，是因为相互依存过程的改变费时、危险且代价高昂。尽管标准流程会迟滞创新的步伐，但很多经理人在追求秩序的过程中，仍会本能地选择少做创新。


  公司高管之所以面临这样的困境，原因之一是只有很少的商业研究者能深入了解企业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就像前面所说的软件之于建筑一样。


  我们多数人必须追随这些少数人的步伐，因为这些研究人员对流程和组织架构的系统性依存关系有着深入了解，而这种了解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比如，史蒂文·斯比尔和肯特·鲍恩就对丰田生产体系开展过深入研究，考察了从医疗保健到铝在内的全行业生产流程。基于这种深入了解，他们总结出了四项管理规则（见《哈佛商业评论》文章——《破译丰田生产方式的DNA[1]》），深度超过了先前研究人员过分简单化的描述。相类似的，亚宾泽协会（Arbinger Institute）的特里·沃纳及其同事在《和平无关颜色》（The Anatomy of Peace）一书中，对造成冲突和化解冲突的相互依存过程进行了详细描述。埃德加·沙因对创造文化和抗拒变革的过程进行了全面分析，并在其著作《组织文化与领导力》（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Leadership）中做了总结。还有切特·休伯所著的《绕道而行：我的安吉星之旅》（Detour: My Unexpected,Amazing,Life Changing Journey with OnStar）对静态和动态的相互依存关系做了解释。休伯是一位创新者，在通用汽车内部创建了极为成功的安吉星（OnStar）公司。休伯做到了人们认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原因就在于他对自己的经验和其他少数人所研究的规则——“如果这样，那就那样”——进行了提炼和升华。


  感谢他们以及其他一些研究人员和作者，因为他们教会我如何研究和使用相互依存关系，无论是在企业、学界、教会，还是在家庭中。


  为此，我还要感谢戴尔和弗尔教授。作为本书的作者，他们是我认识的最先对创新过程进行全面、详细描述的研究人员，阐释了那些在过去严重迟滞创新步伐的静态的和动态的相互依存关系。如果一个人面临高度不确定性问题，那么他们描述的精益创业和设计思维工具就是宝贵的创新工具。他们，以及其他很多人，正在帮助创建先进的管理“软件”，就像现在建筑师用来设计新奇建筑的软件一样先进。


  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哈佛商学院教授


  
    [1]Thomas Eisenmann and Laura Winig, “Rent the Runway,” Case 812- 077（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2012）.

  


  引言


  作为一家成功的规模化公司，你不能因循守旧，因为你会面临很多初创公司的威胁。


  ——斯科特·库克财捷（Intuit）创始人、执行委员会主席


  你有没有产生过一个关于新产品或新服务的想法，你认为它很酷，最终却因为觉得风险太高而没有付诸行动？又或者，你不知道该如何迈出下一步？再或者，在工作中，你有没有想到过一个有助于公司发展的好点子，比如它可以改变产品的研发或分销方式，改变客户服务的方式，或者改变招聘和培训雇员的方式？事实上，我们大多数人都曾在某个时间产生过类似的想法。但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我们所在的公司，都不擅长利用这些想法。为什么？典型的原因是，这些想法是否有效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它们是有风险的，而大多数个体，其中又尤以公司为甚，都倾向于规避风险。但如果你能把想法中的大多数风险排除掉，那会怎样？如果你有一个可以测试和验证该想法是否有效的流程，那又会怎样？


  本书要传递的一个关键信息是，在很多不同的领域，对于以高度不确定性为特征的伟大想法，新的验证工具和验证视角正在出现。无论你称它是精益创业、设计思维，还是敏捷开发，有一点毋庸置疑，这些新方法正在彻底改变经理人提出和改进新想法，以及将这些想法成功推向市场的方式。这些工具有助于创业者、设计师和软件开发人员通过廉价而快速的试验，降低不确定性和风险。


  为帮助经理人在成熟公司内部运用这些实务，我们提供了一种管理创新的新方法，并将其称为“创新者的方法”：一种提出和改进想法，以及将这些想法推向市场的端对端的流程。基于我们对数百家成熟公司和初创公司的调查，我们会向你展示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运用创新者的方法，并一步步带你掌握这些新的实务。我们回答如下问题：我们如何知道这一想法是否值得追求？我们有没有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案？这种产品或服务的最佳商业模式是什么？我们将重点放在“如何”上面——如何利用少数企业和大多数成功初创公司使用的，源于精益创业、设计思维和其他类似技巧的最佳工具，来测试和验证想法，并将这些想法加以商业化？我们承认，创新流程是混乱的和不可预测的。事实上，也没有任何一种流程可以完全消除不确定性。但这些工具可以用于解决带有不确定性因素的客户创新问题或内部问题，无论是在人力资源、财务还是在其他领域。


  我们先讲一个故事。


  T台租衣网


  2008年，哈佛商学院MBA（工商管理硕士）二年级学生詹妮·海曼回到纽约家中过感恩节。过节期间，海曼注意到妹妹贝基——布鲁明戴尔百货公司（Bloomingdale’s）的配饰买手——在为即将到来的一次婚宴的礼服而发愁。“贝基很想买一件标价1500美元的玛切萨（Marchesa）品牌礼服，”海曼说，“她觉得必须买一件新衣服，因为她知道照片很快就会传到脸谱网（Facebook）上，她不想让人看到同一件衣服穿了两次。”[1]看到妹妹对衣服价格如此纠结，海曼发现了一个针对年轻女性群体的重要商机：帮助她们找到自信，让她们感到自己与众不同。海曼意识到，其他年轻时尚女性也可能面临类似的问题。这个结论基于她多年的从业观察，她在喜达屋酒店（Starwood）策划过婚礼活动，在婚庆网站Wedding.com做过市场营销。这种洞见让海曼想到了一个潜在的解决方案：与购买设计师服装相比，女性在出席特殊场合时可能更愿意选择在线租赁。


  同很多富有才华的年轻人一样，比如崭露头角的创业者和有天赋的年轻经理人，海曼基于自己的观察产生了一个具有潜在价值的商业想法。但接下来她应该怎么做呢？


  突击小测验：假设她找到你，你会给她什么建议？对大多数商科教授和企业高管来说，答案将会是，“写一份商业计划书”。该计划书将会包括对客户需求的识别，对产品或服务的描述，对市场规模的评估，以及在定价、成本和单位总量增长等要素的预测基础上，对收入和利润做出评估。毕竟，没有这种类型的分析，我们怎么知道一个想法是否值得投资？事实上，海曼收到的也正是这样的建议。不过，她没有照做。


  相反，海曼请同学珍妮·弗雷斯帮忙，对她提议的解决方案进行测试。海曼和弗雷斯通过一项试验来解答两个关键问题：


  1.如果一件设计师服装的租赁价格为零售价格的1/10，那么中上层社会的年轻女性会不会选择租赁？


  2.女性会不会完好无损地归还租赁的服装？


  然后，海曼和弗雷斯从黛安·冯芙丝汀宝、卡文克莱（Calvin Klein）和候司顿（Halston）等设计师和设计公司借用或购买了130件服装，然后开始试验：向哈佛的大学生出租。她们在校园打广告，租赁摊位，并邀请年轻女性参加。对于上述两个问题，该试验都给出了答案。在140名前来参观的女性中，35%的人最终租赁了服装；在53件租赁出去的服装中，有51件完好无损地寄回，另外两件有污渍，但可以轻松清除。这项试验解决了所提两个问题中的一些不确定性。


  但女性会不会租赁她们没有试穿过的服装？为回答这个问题，海曼和弗雷斯进行了另外一项试验。这一次，地点设在了耶鲁校园，允许女性在租赁前查看服装，但不允许她们试穿。在该试验中，她们提供了更多的服装选择，因为第一次试验显示，很多女性之所以没有租赁，是因为她们没有看到喜欢的衣服。耶鲁的这次试验表明了两点：一是女性会租赁她们没有试穿过的服装；二是租赁服装的女性的比例上升到55%以上，因为她们有了更多的选择。


  现在，海曼和弗雷斯准备对她们的宏大想法进行测试：女性会不会租赁她们没有亲眼见过的服装？这两位创业者对每件服装部进行了拍照，然后在纽约进行测试。目标受众中的1000名女性被问及是否会通过照片租赁服装。最终结果显示，大约5%的女性会尝试这种服务，以满足自己出席特殊场合的着装需求。这充分表明了开展高档服装在线租赁业务的可行性。


  随后，海曼和弗雷斯开始收集数据，看设计师是否支持她们的想法，以及她们是否可以用这些设计师的网站作为自己的租赁渠道。在这个想法产生还不到两周的时候，她们两人对黛安·冯芙丝汀宝进行了一次陌生拜访。冯芙丝汀宝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时装设计师，同时也是美国时装设计师协会的主席。起初，海曼向冯芙丝汀宝提议说，在现有设计师的网站设立一个租赁入口，然后由她的初创公司负责租赁对接业务——接收订单，发送服装，并对寄回的服装进行干洗。冯芙丝汀宝对这个想法颇感好奇，并帮助安排了20多名设计师与海曼和弗雷斯会面。


  最初，大多数设计师的反应都极为负面。“我们找到设计师，提出购买他们的当季存货，然后进行租赁，并表示以萨克斯第5大道精品店和尼曼百货店（Niemen Marcus）的售价为参考，租赁价格是售价的1/10，”海曼说，“在最初的会面中，他们的反应基本就是，‘除非我死了’。”[2]设计师担心的是同类相争。租赁而不是销售服装，这看起来并不是一个好主意。


  海曼和弗雷斯意识到，要想让这个想法落实，她们需要有自己的网站和库存。于是，“T台租衣网”（Rent the Runway）——模仿DVD在线租赁公司网飞（Netflix）的商业模式，租赁由众多设计师设计的、涵盖广泛的高档时装——的想法诞生。


  现在，海曼和弗雷斯已经消除了她们的产品是否有需求的担忧，而最初的解决方案也已经有了眉目。于是，她们准备付诸行动。但商业模式的变化意味着她们需要资本，以购买库存产品。在寻求资本时，典型的建议就是确保有一份完美的商业计划书，并尽可能地降低资本成本，但她们并没有这样做。


  相反，在向潜在投资者——其中也包括为她们提供首轮融资的贝恩资本（Bain Capital）——推介她们的想法时，她们也没有提供正式的书面商业计划书。在问及原因时，海曼回答说：“我们是反商业计划书的人。在我们看来，有太多的人只是坐在那里制订策略，但从不付诸行动。”弗雷斯也这样认为，并说：“我们偏向于行动，而不是商业规划。”事实上，海曼和弗雷斯选择贝恩资本——其资本成本并不是最低的，与该公司合伙人斯科特·弗伦德的态度也有关系。“他认同我们所持的‘从实践中学习’的想法。”弗雷斯说。[3]


  有了资本之后，这两名女性开始着手建立团队。典型的意见是招聘专家，并由他们负责各职能领域；或许，一个有着丰富工作经验的人可以将团队带到更高的层次，但她们并没有这样做。


  相反，海曼负责市场营销，而弗雷斯则主掌财务。然后，她们开始寻找可以胜任不同职务的多面手。“詹妮出任首席营销官，而我担任首席财务官，这是我们分配职责的典型模式，”弗雷斯说，“我们需要的是能够扮演不同角色的经理人。在大学校园进行市场测试时，拉腊为我们提供过志愿服务，这让我们看到了全能型运动员的价值。拉腊在蔻驰（Coach）有多年的工作经验，但她并不介意帮我们摆放衣服。客户研究总监布鲁克担任多个不同角色，但她从不在意自己的头衔……我们大量使用无薪实习生，看他们是否具有我们所需要的那种多面手的潜质。”[4]


  建立了小型团队之后，典型的建议是精心开发一个的网站，提供具有广泛吸引力的服务，并增加可能吸引更多客户的模块，但她们并没有这样做。


  相反，T台租衣网在2009年11月2日迅速推出测试版本，为受邀的5000名会员提供服务。起初，该网站只有出自30名设计师的800件服装，库存规模相对较小。“我们遵循最小化可行产品（MVP）方法，”弗雷斯说，“最开始，我们只是想把服装租出去，没有想过其他的。”但《纽约时报》刊发的一篇名为《高级女装的网飞模式》（A Netflix Model for Haute Couture）的文章，推动了用户需求，小规模的库存几乎被租赁一空。[5]


  现在，市场需求已经得到证实，而越来越多的用户反馈也让她们知道了该如何提升服务质量。基于此，T台租衣网开始投资完整的解决方案。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随着需求的进一步增长，它融到了3000万美元的资金，而服装的库存数量也已超过3万件。“我们的收入增长令人称奇，”海曼在网站运营第一年年底时说，“一个梦想变成了现实。”但一个更明显的成功标志或许就是，“在参加奥巴马第二任期就职典礼的女性中，有85%的人租赁了该网站的服装”。[6]


  
    [1]Ibid.

  


  
    [2]Ibid.

  


  
    [3]Ibid.

  


  
    [4]Jenna Wortham, “A Netf ix Model for Haute Couture,”New York Times, November 8,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11/09/technology/09runway.html?_r=0 .

  


  
    [5]See http://sloanreview.mit.edu/article/rent-the-runway-organizing-around-analytics/.

  


  
    [6]Evidence suggests that writing business plans has no correlation with success under conditions of uncertainty and are largely a waste of time.See John C.Dencker, Marc Gruber, and Sonali K.Shah, “ Pre- Entry Knowledge, Learning, and the Survival of New Firms,”Organization Science 20, no.3（2009）: 516– 537; David A.Kirsch, Brent Goldfarb, and Azi Gera, “Form or Substance? The Role of Business Plans in Venture Capital Funding,”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30, no.5（2009）: 487– 515; Julian E.Lange et al., “ Pre- Startup Formal Business Plans and Post- Startup Performance: A Study of 116 New Ventures,”Venture Capital 9（2007）: 237–256.

  


  经理人的必修课：如何将不确定性转变为机会


  T台租衣网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创新者的方法的窗口。简单来说，这是成功的创新者管理创新过程中不确定性的一个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测试和验证创造性洞见的过程，从而确保不会打造和推出客户实际上并不需要的产品，进而避免了资源的浪费。我们发现，无论是在初创公司还是成熟公司，大多数成功的创新者都会广泛使用这种方法。


  这种方法并不包括撰写商业计划书。对于建立T台租衣网这样的“初创公司”的想法，几乎所有的商学院都认为“商业计划书”是胜出的关键，但即便如此，海曼和弗雷斯还是没有写。为什么管理专家会要求写商业计划书？这个推荐源于传统的管理理论，其出发点在于解决某一特定类型的问题：成熟公司试图在相对确定的条件下进行各项优化。事实上，我们的很多管理实践，比如商业规划先导的战略规划，如果细究起来，会发现，它们原本都是为了在相对确定的条件下获取价值。然而，大多数新的商业想法（无论是公司内部的，还是公司外部的）都以一组截然不同的条件为特征，即不确定性。比如，海曼又如何知道服装租赁市场的需求会是怎样的呢？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我们熟悉的管理技巧并不适用于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比如，现有的各项研究表明，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下，规划根本不起作用。[1]在大多数时候，这只会浪费时间和资源，因为你总会把你的假设——也就是猜测——想象成是正确的；它并不会解决不确定性问题。在我们的案例中，海曼没有写商业计划书；相反，她设计了一组试验，用来测试其宏大想法背后的“信仰飞跃”（leap-of-faith）假设。每一项试验都旨在测试某些特定假设，解答某些特定问题，进而解决她的想法中的不确定性问题。


  这些试验帮助海曼和弗雷斯“搞定了一切”：深刻认识到了不确定性并很好地给予解决。比如，T台租衣网最初进行的试验着力解决需求不确定性问题：海曼和弗雷斯是否真的发现了一个值得解决的问题？最初的试验表明，租赁设计师服装的需求的确存在。大型社交活动需要合适的服装，而这就确定了她们将要做的事情：让一名女性感觉自己很特别，有魅力，且充满自信。


  但这些试验并未表明网络租赁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在测试这一假设时，海曼没有把时间和资源浪费在网站的建设上。相反，她引入了一个简单的替代方案或最小化可行原型：给纽约的潜在客户发送图片。该试验提供了有关客户需求的关键数据，而从这里开始，最小化可行解决方案发展成为一个卓越的解决方案：T台租衣网的时装顾问会以“闺蜜般的交谈方式”，向客户提供鞋子、配饰等搭配建议，而且在必要的时候，会向她们发送两件同款不同尺码的服装，以确保衣服合身。


  只有在确定问题并找到解决方案之后，才能搞清楚T台租衣网的商业模式，确保“市场进入策略”（go-to-market strategy）会起作用。验证商业模式涉及试验，即通过试验确定如何与客户进行交流，以及如何从客户那里获取价值——建立合适的定价模式，使之产生可覆盖运营活动（成本结构）以及公司向客户提供解决方案所需关键资源及能力的收入流。在客户渠道问题上，海曼最初的假设——依赖设计师网站——被证明是错误的。关键转向（pivot）是必要的（按照我们的定义，问题、解决方案或商业模式的关键因素的改变即为关键转向）。T台租衣网的商业模式，最先是想做现有设计师的执行合作伙伴，后转变为网飞式的商业模式。


  这一关键转向至关重要，但网飞式的商业模式也并不是完全有效的。它还需要改变，以适应T台租衣网客户的需求。网飞的客户并不需要顾问为他们提供产品选择，但T台租衣网意识到，它的成功依赖于时装顾问指导客户的能效。此外，网飞不会为某个特定夜晚出租一部影片——如果该影片未能如期送达，对客户来说这算不上服务失败。由此，T台租衣网另觅他途，并最终找到了一种与航空公司产品销售模式（机票预订）相类似的模式，以满足客户在特定时间和地点收到商品的需求。T台租衣网随之对该商业模式进行了适应性改变。


  T台租衣网的经验说明了创新者的方法的基本步骤：与你想要解决的问题的不确定性相关的一系列试验，你提出的解决方案，以及将你的解决方案推向市场的商业模式。我们将该方法分解为几个步骤——洞见、问题、解决方案和商业模式，而在这些步骤中，你的核心任务是享受意外发现（洞见），找到需要完成的工作（问题），提供最小化卓越产品（解决方案），以及验证市场进入策略（商业模式）（见图I–1）。显然，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鲜有事物呈线性发展模式。我们把创新者的方法描述成一个线性过程，是为了将复杂过程简单化，而在本书的其他章节，我们也会表明，有些“步骤”是重叠或递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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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I–1 创新者的方法


  
    [1]Clayton M.Christensen,The Innovator’s Dilemma: When New Technologies Cause Great Firms to Fail（Bost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 2013）; Jef Dyer, Hal Gregersen, and Clayton Christensen, The Innovator’s DNA（Bost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 2011）.

  


  创新者的方法的来源


  我们开展了多个重叠研究项目，以了解创新者是如何成功地将他们的想法推向市场的。该研究始于《创新者的窘境》（The Innovator’s Dilemma）——最先提出管理创新的不同方式，然后是《创新者的基因》（The Innovator’s DNA）——给出了有助于颠覆性创新者产生洞见的五项探索性技能。[1]虽然《创新者的基因》给出了如何产生创新想法的建议，但在产生了一个关于新产品、新流程或新服务的想法之后，接下来你该怎么做？你如何判断这个想法是否值得追求？你如何判断这个问题是否值得解决？你如何确定你找到了一个针对该问题的解决方案？简而言之，对这些新想法进行测试、验证和商业化推广的工具是什么？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回顾和总结了其他学科在管理不确定性问题上的新观点。在运用新方法管理创新中的不确定性问题方面，我们并不是最先看到需求的人。对于不确定性问题，主要学科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比如工程学的设计思维、计算机科学的敏捷开发、创业学的精益创业、物理学的主动学习和军事学的适应性兵力，等等。每一种观点都为我们在本书中的总结提供了富有价值的洞见和贡献。在其他书中，读者也可能会看到创新者的方法的一些要素，比如关于设计思维的书——提姆·布朗的《设计思考改变世界》（Change by Design）和罗杰·马丁的《设计思考就是这么回事》（The Design of Business）等；关于初创公司的书——埃里克·莱斯的《精益创业》（Lean Startup）、史蒂夫·布兰克的《创业者手册》（The Startup Owner’s Manual）和亚历克斯·奥斯特瓦德的《商业模式新生代》（Business Model Generation）等；关于创新的书——克里斯坦森的《创新者的窘境》、肖纳·布朗和凯瑟琳·艾森哈特的《边缘竞争》（Competing on the Edge）、鲍勃·萨顿的《铅笔为什么能打结》（Weird Ideas that Work），以及丽塔·冈瑟·麦克格兰斯和伊安·麦克米兰的《探索驱动型规划》（Discovery-Driven Planning）等；关于敏捷开发的书——杰夫·萨瑟兰和肯·施瓦伯的《Scrum指南》（The Scrum Guide）和肯尼思·鲁宾的《Scrum精髓》（Essential Scrum）等。我们尊重这些作者，并向你推荐他们的思想贡献。


  虽然他们在各自领域取得了富有价值的洞见，但这些著作通常只论述创新过程中的一个部分。在本书中，我们将各个部分结合在一起，力争提供一个整体性模型：从产生洞见，到深刻理解客户问题，再到基于最小化可行模型的卓越解决方案，最后把商业模式和解决方案结合起来，并进行大规模推广。在图I–2中，设计思维在帮助人们理解客户问题方面有着独特作用，但它无法帮助找到合适的商业模式。精益创业有助于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案，但在产生想法或确定是否找到了一个值得解决的问题方面，通常无法提供指导。那些关于商业模式的书，虽然为寻找商业模式的其他要素提供了卓越工具，但没有解决如何产生伟大想法的问题，也没有告诉人们如何深刻理解客户问题。我们的整体性模型会告诉你确定一个商业模式的所有步骤。而且，就市面上的这类图书而言，它们关注的大多是初创公司，没有告诉你如何将这些原则进行适应性改变，以用于大公司。


  [image: ]


  图I–2 方法详解


  为了解经理人在成熟公司中如何运用和改变这些原则，我们开展了一项涵盖数百家公司的广泛研究，其中既包括定性研究，也包括定量研究，看它们是如何把想法推向市场的。我们调查了成功的公司，也调查了不成功的公司，旨在了解成功与失败的差别。这些公司可以归为四类：


  · 成立之后始终保持创新能力的成熟公司；


  · 失去或正在失去创新能力但后来又重新拥有创新能力的公司；


  · 既有成功也有失败创新行动的初创公司；


  · 既有成功也有失败创新行动的成熟公司。


  虽然我们没有在本书中描述所有这些公司，但在表I–1中，我们还是给出了一个公司样本。它们分属前三个类别，基本覆盖了本书所述的案例公司。


  表I–1 公司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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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将创业时的创业管理原则制度化方面，有的公司做得很好，比如亚马逊、谷歌和维尔福软件公司（Valve Software）等。举例来说，在杰夫·贝佐斯的领导下，亚马逊自1996年成立以来就一直保持着超凡的创新轨迹。事实上，该公司保持了年均73%[2]的创新溢价（IP）（我们在《创新者的基因》中介绍了这一衡量标准，并使用该标准编制了《福布斯》最具创新力企业榜）。亚马逊的创新溢价意味着，投资者愿意以高于该公司现有业务现金流净现值73%的溢价购买其股票。在过去的15年里，亚马逊的创新溢价一直是全球最高的。[3]


  另外一些公司则代表了创新转机故事，比如财捷、宝洁和联合利华印度等。在经历了多年稳定但却不见起色的创新表现后，这些公司采取了我们所描述的策略，强力推动创新。再就是一些初创公司，它们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创新的丰富洞见，比如T台租衣网、Qualtrics和动力通信等。此外，还有一些公司试图将精益创业等技巧纳入公司内部，但最终失败。它们让我们明白了公司采取此类行动时面临的挑战。


  
    [1]A company’s innovation premium represents the premium that investors are willing to pay for a company’s stock because they expect the company to launch innovations that will produce even bigger future income streams.It is the market value of the company minus the net present value of its existing businesses.

  


  
    [2]Jef Dyer and Hal B.Gregersen, “The Secret to Unleashing Genius,”Forbes, September 3, 2013.

  


  
    [3]Scott Cook, personal interview, May 7, 2013.

  


  创新者的方法有用吗


  在该项研究中，我们首先问的问题是：“成功的创新者采用什么样的程序确认并将他们的想法推向市场？”虽然我们宣称创新者的方法是成功的，但你也可以问一下自己：这个方法真的有用吗？或许，最有力的证据来自我们研究的成熟公司，因为在采取该方法之后，它们的创新表现都得到了提升。在本书描述的上市公司中，我们发现，在采取关键要素之后的三五年里，它们的创新溢价平均增长率为57%（见表I–2）。


  虽然创新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取得成效，但在这些数字背后，是收入和利润的增长以及兴奋情绪的高涨。比如，联合利华印度在一年之内收入就增长了40%；依靠成功推出的新产品，财捷在三年时间里实现了10倍的收入增长；亿滋中国虽然尝试失败，但后来还是成了一家估值10亿美元的成功企业；戈博推出了新的消费产品类别，并通过全新的分销渠道发售全球；宝洁创建了多个销售额高达数十亿美元的业务；AT&T将负的创新溢价率转变为正值（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期，投资者预计AT&T的现有业务会萎缩，但现在他们认为这些业务会实现增长）。


  表I–2 公司采用创新者的方法之后的创新溢价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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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①“之前”的创新溢价率取自2006~2008年，因为在此之后，上述公司开始发起包含创新者的方法各重要因素的计划（宝洁是个例外，该公司从2000年即雷富礼出任公司首席执行官之后开始采用创新者的方法）。


  ②“之后”的创新溢价为2013年的溢价。


  ③以公司2013年的市值乘以溢价率计算得出。


  谁需要创新者的方法


  任何希望开展创新或面临不确定性问题的人，都需要了解应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运用创新者的方法，以提高成功概率。我们认为，本书的主要受众可以归为如下三类：


  · 职能或事业部门中希望开展创新或解决不确定性问题，但却不了解相关步骤或因各种障碍而受挫的经理人；


  · 面临增长下滑挑战，需要维持现有增长率，或面临优秀经理人流失（他们可能会加入初创公司）的领导者；


  · 希望最大限度提高成功概率的创业者——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是备受挫折的经理人。


  显然，本书内容是针对经理人、领导者和创业者的，但同样，它也适用于任何试图解决复杂问题的人，比如试图改变教育的人，试图改进政治决策的人，甚或试图解决棘手家庭问题的人。举例来说，如果美国政府官员设计一些试验，使之并行运行，从中得出经验，然后再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某项政策，这在我们看来或许是更高效的（事实上，在通过试验制定政策方面，中国已经拥有成功经验；目前，为确定控制空气污染的最佳方式，中国同时进行了七项试点工作）。当然，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让你掌握那些可以用来解决挑战性问题的原则。


  本书的重要思想是，不确定性需要一套新的管理原则。传统的管理原则在解决相对确定的问题方面颇为有效，但对于解决以不确定性为特征的问题，效果较差。利用本书描述的工具，你将学会如何创造性地解决高度不确定性问题。你将学会如何把想法转变成现实。对大型组织的领导者和经理人以及崭露头角的创业者来说，这种知识是宝贵的。任何产生过这样一种念头——“我不知道这个想法是否有效”，但却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的人，本书就是你的操作手册。


  第一章 创新者的方法


  如何将财捷转变成一家拥有8000名雇员的初创公司？这是我们正在努力做的。


  ——布拉德·史密斯 财捷公司首席执行官


  2008年，财捷举行了成立25周年庆祝活动，并提名布拉德·史密斯出任首席执行官。作为Quicken、QuickBooks和TurboTax等一系列成功的财务软件的开发商，斯科特·库克创建的财捷公司取得了非凡成功，年收入超过了30亿美元，而市值则达到102亿美元。但库克和史密斯却充满担忧：财捷似乎已经达到“业绩高原”，市值也开始下降。年收入增长率下跌超过一半，从15%（1998—2003年）降到7%（2004—2008年），年利润增长率下滑得更严重，从31%降到6%。毫不意外，财捷的年市值增长率也受到打击，从14%降到5%。


  更糟糕的是，在研究了财捷过去10年里推出的新产品后，库克发现，从收入和利润的角度看，只有不到10%的产品可以说是成功的。与此同时，财捷的净推荐值（net promoter score,NPS）指标——客户是否愿意把某项产品推荐给朋友和同事——也跌到谷底。[1]最后，该公司的创新溢价指标——投资者基于公司创新驱动型增长预期而支付的股价溢价——也从2000年的57%降到2008年的20%。[2]从各项指标看，这家有25年历史的公司似乎已经达到了S形曲线的问题临界点：财捷正从成长期迈入成熟期，而接下来的，则是走向失败的危险。


  库克和史密斯不想看到这种情况的发生，但他们能做什么呢？


  
    [1]The innovation premium, a metric for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at we developed and described inThe Innovator’s DNA（Jefirey Dyer, Hal Gregersen, and Clayton Christensen,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 2011） represents the percentage of a firm’s market value that cannot be accounted for by its existing business cash f ows.We rankForbeslisThof the world’s most innovative companies using this methodology.See http://www.forbes.com/sites/innovatorsdna/2011/10/20/ the- innovation- premium- our- methodology/ .

  


  
    [2]Peter Drucker,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New York: Harper & Row, 1954）, 54.

  


  创新危机：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


  财捷遇到了大多数成功初创公司走向大型成熟企业时所遇到的问题：随着业务的扩张，在满足现有客户需求方面，执行成为第一要务。久而久之，对执行的重视程度就超过了对创新的重视程度。财捷正在失去一种能力，即彼得·德鲁克所说的管理的根本任务：“创造客户。”[1]讽刺的是，当公司把重点放到从客户身上获取价值时，它们往往也就失去了创造客户的能力。


  而且，更多的事情已经发生变化。人们常说这个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确定，但很少有人意识到过去30年里这种不确定性的变动幅度。更重要的是，他们不知道更大的不确定性已经创造出了一种需求，即大多数组织都需要改变当前的管理方式。创造客户的挑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复杂，也比以往充满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原因如下。


  影响公司客户创造能力的不确定性有两种：一是需求不确定性（demand uncertainty），即客户是否会购买；二是技术不确定性（technological uncertainty），即我们能否提供理想的解决方案。[2]不确定性源于与解决问题相关的未知事物，有时也被称为“未知的未知数”（unknown unknowns），比如未被发现的客户偏好或某种技术解决方案的要素等。


  对客户偏好和行为的了解越少，需求不确定性就越大。比如，当T台租衣网的詹妮·海曼最初想通过互联网租赁设计师服装时，需求不确定性就很高，因为没有人能为她提供建议。[3]相反，当三星和索尼决定是否推出液晶电视时，需求不确定性就比较低，因为顾客早已经开始购买电视。液晶电视的价格与等离子电视相当，但画面质量更高。


  技术不确定性源于技术开发的不确定性或技术需求的不确定性。比如，各种各样的清洁技术（包括风能、太阳能和氢能源）竞相参与汽车和城市能源竞争，而与此同时，各种各样的医疗技术（化学技术、生物技术、基因组技术或机器人技术）则被开发用来治疗疾病。随着行业整体发明率的提升，技术不确定性也会随之增加。


  为更好地了解财捷等公司面临的不确定性，我们研究了需求不确定性和技术不确定性两者变化的幅度和程度。


  首先，我们查看了多个与技术变革率相关的衡量指标，其中一个指标是发明专利申请率（见图1–1）。这个指标虽然不完美，但却可以清楚地反映过去20年里发明率的显著提升。[4]毫不奇怪，这一时期总的研发开支也出现了类似幅度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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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 美国专利申请总量


  资料来源：U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U.S.Patent Statistics Chart,Calendar Years 1963–2012，”http://www.uspto.gov/web/offi ces/ac/ido/oeip/taf/us_stat.htm.


  随着新技术的出现，公司兴起和衰败的速度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而客户对新的产品和服务组合需求的快速变化，也放大了这一现象。娱乐偏好的迅速变化就是一个例子。在美国，从1950年到1980年的30年时间里，人们主要通过三大网络——美国广播公司（ABC）、全国广播公司（NBC）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观看电视和电影，或者去电影院看电影。但随着VCR录像机时代的到来，我们可以通过家中的电视看电影，然后是DVD机，再然后是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现在则是手机，而且基本上靠网络播放。在DVD机出现时，虽然第一年只卖出了20万台，但其推广速率超过了以往任何一种消费电子设备。相比之下，苹果的iPad在上市后的80天内，销量就达到了300万台。[5]简而言之，客户偏好不仅在发生变化，而且是以更快的速度发生变化。


  仔细分析《财富》500强企业，你会发现它们也面临着巨大的需求不确定性。1950—2010年，这个最高级别的企业集团的流动率明显提升（见图1–2）：在1960年，有27家公司进入或退出《财富》500强企业，但现在，这一数字已经增加到37家，上升幅度接近40%。这意味着现在一家公司在《财富》500强上榜的平均时间为7年，而在不久的过去，这个数字还是12年。其他一些学术研究证实，在广泛的高技术产业和低技术产业，竞争优势已经越来越难以维持。[6]


  毫不夸张地讲，另外一次工业革命已经拉开序幕。这次革命受新科技和客户驱动，并伴有根本上的不确定性。公司已经很难像过去那样牢牢地抓住用户，而新技术和新竞争对手的出现速度也比以前更快。


  是什么驱动了不确定性的急剧增长？这里面有很多原因，但两种颠覆性技术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个人计算和互联网。另一个关键因素是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等国的资本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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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 《财富》500强企业年平均流动率


  资料来源：CompuStat，2013.


  个人计算将强大的分析工具置于每一个希望掌握它们的人手中。在复杂问题的解决上，它帮助实现了大众化和去中心化。同样，互联网作为低成本的营销和分销渠道，对希望销售产品的人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意味着有更多新产品可以推向更广泛的受众，而且是以更快的速度。


  最后，随着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加入全球经济，潜在创业者的数量也会随之增加25亿人。这些新的创业者面临较低的技术壁垒（有可利用的开源软件、程序平台和云技术）、较低的资本壁垒（风险资本、天使基金和众筹不断增长）、较低的生产壁垒（3D打印机的采用和全球供应商的供货），以及较低的分销和营销壁垒（互联网的利用，以及直接配送和社交媒体的出现）。结果就是，竞争者的数量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


  这些变化将不确定性推向了一个引爆点，即在此之后，我们组织和管理公司的传统方式将难以维系未来的增长。对于那些处于以极高不确定性为特征的行业内的公司，这一点尤为明显，比如计算机软件和医疗设备行业公司（见“你面对的不确定性有多大”专栏）。事实上，财捷所在的计算机软件行业就处于不确定性谱系的最高端，收入易波动，研发投资规模大，而且新的竞争者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出现。财捷的斯科特·库克很清楚，客户需求难以预测，也难以满足。而这也是该公司很多新产品最终失败的原因。此外，他还注意到，新进入者针对财捷采取了新的竞争方式，用的是不同的技术和不同的商业模式。他意识到，要想同这些初创公司竞争，他需要在高度不稳定的计算机软件行业找到一种新的管理方式。这才是财捷最有趣的故事。


  
    [1]For a detailed discussion of this case, see the Introduction.

  


  
    [2]Alternative explanations for an increase in the rate of patenting are globalization（international companies increasingly paten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changes in patenting scope（increases in the number of patents of narrow scope）, patent litigation（increasing patenting activities to create defensible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so on.Even in the face of these explanations, it’s clear that the pace of technology invention（and adoption） has accelerated.

  


  
    [3]John Melloy, “iPad Adoption Rate FastesThever, Passing DVD Player,” CNBC,October 4, 2010.

  


  
    [4]Robert R.Wiggins and Timothy W.Ruef i, “Schumpeter’s Ghost: Is Hypercompetition Making the BesThof Times Shorter?”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6（2005）: 1249– 1259; Rajshree Agarwal and Michael Gort, “Firm and Product Life Cycles and Firm Survival,”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2（2002）: 184– 190.

  


  
    [5]A score of 7 or 8 is deemed “passive”（see chapter 5 ）.

  


  
    [6]Kaaren Hanson, personal interview, May 6, 2013.

  


  你面对的不确定性有多大


  不是所有行业都面临同等程度的不确定性。有些行业本身的需求不确定性或技术不确定性就比其他行业更高。在图1–3所示的2×2矩阵中，横轴基于技术不确定性对行业进行了标示，依据标准是过去10年里研发开支占行业销售收入的平均比例。竖轴标示了行业的需求不确定性，依据标准是过去10年里收入波动或变动的等量加权和过去10年里进入或退出一个行业的公司的比例。虽然这些标准并不完美，但它们依然可以确定这些行业所面临不确定性的最高和最低基准水平（见表1–1）。


  你的行业处于什么位置？你面临较高的不确定性，还是较低的不确定性？如图1–3所示，有的行业面临较低的不确定性，比如个人服务提供商，以其中的理发店和干洗店为例，两者都是用类似的技术为众所周知的需求提供解决方案。相反，图1–3右下象限中的行业虽然面临较低的需求不确定性，但技术不确定性却很高。飞机制造商一般可以预测飞机生产需求，它们面临的挑战是技术不确定性，比如波音和空中客车斥巨资开发先进的新机型（波音787和空客A350等）。


  表1–1 行业不确定性水平排名


  [image: ]


  [image: ]


  图1–3 按行业划分的需求和技术不确定性（2002~2011年）


  资料来源：Compustat，2013.


  注：1.象限交叉点的中位数值：1.4和67.5。


  2.出于视觉考虑，啤酒和烈酒、公用事业和贵金属行业在图中所显示的需求不确定性数值为30，而真实的需求不确定性数值分别为28.9、21.6和14.4。


  注：①一个行业每年进入和退出的公司数量之和与行业内公司总数量之间的比率。


  左上象限内的公司面临较高的需求不确定性，但技术不确定性较低。比如，餐饮、酒店行业通常都很难预测其所提供服务的需求，因为有很多因素会影响人们外出就餐或旅行的意愿、时间和地点。不过，提供餐饮或住宿的技术多年来都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最后，右上象限内的行业，比如软件、制药和医疗设备等，既面临较高的需求不确定性，也面临较高的技术不确定性。举例来说，谁能预测到医疗机器人会用于外科手术？当直觉外科公司（Intuitive Surgical）推出医疗机器人达·芬奇系统时，这家公司面临着重大的技术不确定性和需求不确定性。


  我们的分析显示，平均而言，相比于不确定性最低的十大行业，面临不确定性最高的十大行业更需要创新管理技能。不过，即便一个行业在不确定性程度上居中等水平，它的每一个问题也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不确定性。比如，食品零售商网络货车公司（Webvan）处于不确定性相对较低的行业，但它的送货上门在线平台既面临较高的需求不确定性（客户是否会在网络上购买食品杂货），也面临较高的技术不确定性（能否以较好的成本效益方式完成订单）。需求不确定性很高，因为这家公司对需求缺乏基本的了解，做了很多假设。技术不确定性同样很高，因为在确定最佳技术问题上，它也做了很多假设。


  假设与事实的比率即不确定性比率。如果面临的是一个不确定性较低的问题，你或许可以采用传统管理方式。如果面临的是一个不确定性较高的问题，本书应该成为你的指导。网络货车公司的投资者是不幸的，因为该公司在全面运营之前并没有成功解决其自身面临的不确定较高的问题，结果5亿美元打了水漂。


  新的管理方式：财捷的转型


  财捷的转型是一个典型，为经理人提供了在高度不确定性行业管理公司的新方式。财捷的转型可以说始于2004年，当时它采取了净推荐值管理指标。净推荐值是一个以客户为对象的单一问题指标，即你将一种产品或服务推荐给同事或朋友的可能性有多大。该指标的分值在0到10之间，0代表根本没有可能性，10代表极有可能性。一种产品的净推荐值是推荐者的比例（所给分数为9或10）减去贬低者的比例（所给分数为0~6）。[1]


  净推荐值=（推荐者数/总样本数）×100%–（反对者数/总样本数）×100%


  从过去看，由于财捷的产品在易用性上大幅领先其他公司的产品，这也让它成为市场的主导者。但很快，竞争者就赶了上来。有鉴于此，财捷采取措施，进一步提升产品的易用性以及净推荐值。它将更多时间花在客户身上，观察贬低者，并重新设计产品。“我们将很大的精力放在产品的易用性上，”主管设计的副总裁卡伦·汉森说，“当公司决定做一件事情时，我们就会去做，而且是全力以赴。”但传统的管理措施并没有奏效。“我们的净推荐值并没有发生变化，”汉森说，“销量也没有像预期一样实现大的飞跃，我们采取的措施没有起到任何效果。”[2]


  在公司的其他领域，客户对新产品的反应尤其令人失望。“回望过去10年的创新之路，我们的表现是拙劣的，”2008年接替史蒂夫·本内特出任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布拉德·史密斯说，“我们推出了54种产品，但若以收入或利润衡量，只有不到5种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在叫停失败产品方面，我们的表现很糟糕，而一旦这样做，我们就会被贴上缺乏足够耐心的标签。”[3]


  提供让客户感到愉悦的产品


  财捷的领导者知道，他们必须搞清楚什么会打动客户，以及怎样才能提高新产品的成功率。于是，他们组建了一个团队。“我们要了解除易用性之外，客户还需要什么，”汉森说，“同时，我们也对可能面临同样问题的公司进行了考察，比如耐克、W酒店、哈雷戴维森和苹果等，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公司。”[4]财捷团队意识到，最成功的公司并不仅仅提供便于使用的产品，它们提供能让客户感到愉悦的产品。


  能让客户感到愉悦的产品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它们或会解决客户没有意识到的问题，或会唤起一种积极情绪。但一家公司怎样才能创造可让客户感到愉悦的产品呢？


  财捷团队发现，设计思维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新工具，而这些工具是他们先前所不熟悉的。库克曾担任过宝洁公司的董事，很清楚宝洁是如何将设计思维等技巧融入产品开发的。基于设计思维原则，库克、汉森及其公司团队创建了一个名为“为愉悦而设计”（Design for Delight）的培训项目，旨在将财捷转变成一台设计驱动型创新机器。财捷的“为愉悦而设计”行动立足于寻找尚未实现的重大客户需求，并采用了三项原则。


  · 让客户产生深刻认同。做到比客户更了解客户。


  · 全盘考虑，全面筛选。提供大量解决方案以便广泛筛选。


  · 迅速开展以客户为对象的试验活动。提早且经常寻求反馈。


  汉森意识到，要让公司的8000名雇员接受“为愉悦而设计”原则，她需要得到公司高层的支持。为推动这一进程，汉森和库克帮助策划了一个针对财捷300名高级经理人的、为期两天的营地活动。起初，参与活动的团队成员还算上心，但当他们听完长达4个小时的PPT演示之后，库克发现设计思维方法并未深入人心。随后，斯坦福大学的年轻副教授亚历克斯·卡萨克斯针对团队成员发起了一项独特活动：卡萨克斯要求每个人都为身边的另一个人设计并制作钱包原型。面对设计挑战，这些经理人制作原型，获取反馈，然后再进行重新设计。这种实际操作的经历让他们看到了设计思维作为一种工具的价值：发现和深刻理解客户需求，进而创造新的价值。


  之后，汉森又组织了一系列设计论坛，约有3000名雇员参加，旨在向他们传递“为愉悦而设计”的关键原则并让他们加以实践。然而，几次论坛下来，汉森发现公司付出的巨大努力只换来了一个令人失望的事实：公司并未做出足以产生不同结果的改变。“我们做了大概一年的时间，”汉森说，“而我在走廊里听到有人说，公司推出‘为愉悦而设计’是为了赶时髦，这让我非常厌恶，同时也非常沮丧，因为我们高层管理人员亲自参与了。这样的结果表明，高层管理人员做得还不够。”[5]


  “创新催化师”和“精益创业”工作坊


  财捷内部需要深层次的结构变革。汉森及其团队开始思考如何更深入地推广“为愉悦而设计”的专业知识。在她看来，如果设置“为愉悦而设计”教练岗位，那么这些教练——现在财捷称“创新催化师”——就可以辅导团队成员并让他们把“为愉悦而设计”原则运用到日常工作中。[6]于是，她从不同的业务部门和领域——设计、研发和产品管理等——挑选了9个人，让他们担任新的“为愉悦而设计”专家。


  创新催化师为项目团队提供支持，并鼓励这些团队使用“为愉悦而设计”手册。按照汉森的要求，创新催化师需要将25%的工作时间用于“有重大回报的项目”。为什么？如果一个项目没有可见的未来，那么它很快就会消失。初期，随着一些项目的成功，对专家的需求也开始加大。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汉森的团队招募和培训了另外200名创新催化师——他们将大约10%的工作时间用于辅导所在团队的成员。


  随着“为愉悦而设计”项目在财捷内部的展开，创新催化师发现设计思维为深入赢得客户同理心提供了极为有效的工具。但发现了客户的痛点之后，他们在测试潜在解决方案方面还缺少实用的工具。库克及其团队对“精益试验”（lean experimentation）颇为熟悉，这得益于埃里克·莱斯的《精益创业》和史蒂夫·布兰克的《四步创业法》（Four Steps to the Epiphany）所传播的理念。精益试验的工具非常适合测试“信念飞跃”假设；“信念飞跃”假设是财捷的一个术语，意指通过试验进行测试的假设。


  于是，财捷开始开办“精益创业”工作坊。雇员团队提出可满足客户重大需求的想法，然后交给精益创业团队，后者需在两天内完成从确定客户痛点、给出基本解决方案到开展客户测试在内的整个循环工作。[7]这些工作坊成为开创和设计新想法的有效工具。事实上，论坛、工作坊和创新催化师的组合不仅有助于财捷雇员理解“为愉悦而设计”手册，而且也为成功执行这些策略提供了深层次的专业知识。


  
    [1]Brad Smith, personal interview, May 6, 2013.

  


  
    [2]Hanson, 2013.

  


  
    [3]Ibid.

  


  
    [4]Roger Martin examines the role of innovation catalysts in a 2011Harvard Business Reviewarticle, “The Innovation Catalyst.”

  


  
    [5]Cook, 2013.

  


  
    [6]Eric Ries, inThe Lean Startup: How Today’s Entrepreneurs Use Continuous Innovation to Create Radically Successful Businesses（New York: Crown Business, 2011）, uses “build-test-learn” terminology to refer to this experimentation loop.However, we prefer “hypothesis” to “build” because in many cases your experiment is testing a hypothesis without building anything.

  


  
    [7]Ben Blank, personal interview, May 6, 2013; Cook, 2013; and Thomas Eisenmann and Tanya Bijlani, “Intuit Inc.: Project Agranova,” Case 813062（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2012）.

  


  实施创新者的方法


  财捷内部正在发生什么？在经理人采用设计思维和精益创业理念的同时，他们也在学习如何系统地实现成功。此外，他们还开始在公司内部设立创业团队，让它们采用与创业公司相类似的程序，将新产品推向市场。


  通过观察财捷以及其他创新型公司和初创公司，我们发现这些公司都在运用相类似的流程测试和确认它们的想法。“创新者的方法”的流程包含4个步骤，意在解决高度不确定性问题，并将洞见转变为成功创新（见图1–4）。


  [image: ]


  图1–4 创新者的方法


  （1）洞见：珍视意外发现。依据我们在早前出版的《创新者的基因》中所确定的行为技能——发问、观察、交际和实验——为值得解决的问题广泛寻找洞见。


  （2）问题：厘清需要完成的工作。从探寻客户的需求或问题而不是从解决方案出发，寻找功能上、社交上和情感上需要完成的工作。确保你正在寻找的是一个值得解决的问题。


  （3）解决方案：最小化卓越产品。从多重解决方案维度提出理论或虚拟模型，而不是开发完整产品。然后，再依据每一个解决方案，开发最小化可行产品模型，并最终开发最小化卓越产品。


  （4）商业模式：验证市场进入策略。在确定解决方案之后，着手验证该商业模式的其他部分，比如定价策略、客户获取策略和成本结构策略等。


  该方法中的每一步都至关重要，且都涉及一个测试“信念飞跃”假设的试验闭环，即“假设、测试、学习”闭环。[1]现在让我们回到财捷公司，看看它是如何运用创新者的方法的。


  洞见：珍视意外发现


  创新者的方法始于洞见的产生，即通过寻找意外事件或其他线索，比如某个问题的症状，深入了解潜在的客户问题。这里所说的“问题”，是指外部客户或内部用户的需求或面临的问题（以财捷为例，公司内部一半的项目是为了解决客户的需求，另外一半则是为了满足内部的需求，比如开发更好的技术工具，以服务客户或创造更好的工作环境）。洞见可以来自任何一个人，这也是为什么财捷会拿出10%的上班时间让雇员提想法，要他们参与创业团队。在一个便利样本中，我们发现洞见主要来自用户或客户观察，以及与财捷客户、内部雇员或外部人士的谈话。


  洞见最初通常源于你注意到的一种症状或发现的一个意外事件，而这会为你提供机会线索。比如，财捷的巴拉特·卡达巴和迪帕·巴楚（创新催化师）寻找创造新业务的机会，以提升印度12亿居民的财务生活。在通过最初的观察和分析之后，巴楚和一个包括另外三人的团队决定对印度1.5亿农民的需求发起调查——这是一个庞大的潜在客户群体，但同时也面临很多挑战。


  这个团队花了三个星期的时间追访农民——在田地里，在村庄里，在他们出售产品的市场里。通过观察，他们发现农民很难以高价将他们的产品卖出去。在听取了农民的抱怨、担忧并了解了他们经常亏本的情况后，团队找到了一个需要解决的潜在问题的线索。此外，团队还有一个意外发现，那就是市场上的中间商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他们没有动机为农民提供供需方面的准确信息。这些症状和意外发现指向了一个潜在机会。如果问题果真如巴楚想象的那么严重，且如果财捷能够拿出一个有助于提升农民产品价格的解决方案，那么在巴楚看来，这对财捷将是一个巨大机会。[2]


  问题：厘清需要完成的工作


  经理人倾向于从建立解决方案开始，但我们强调的是，首先要做到对问题有深刻的了解。要记住，我们所说的“问题”可能是客户的痛处，也可能是客户的愿望，比如建立联系的愿望、表达的愿望、自我实现的愿望等等。对于这个需要完成的工作，即哪些客户可能会购买你的产品，你需要找到与之相关的功能上的、社交上的和情感上的要素，这是核心所在。比如，作为交通工具，宝马与其他汽车在功能上可能相似，但同时，宝马完成了与之相关的重要的社交工作（声望、地位）或情感工作（“酷”的感觉），这些要素在第一时间可能被忽视了。


  在财捷，精益创业团队通过所谓的“痛苦风暴”（pain-storming）方法，寻找与尚未实现的客户需求相关的洞见。作为该方面的开发者之一，创新催化师雷切尔·埃文斯说：“开展痛苦风暴的目的是为了更清楚地了解我们想到的问题，以便进行后续的假设测试。”


  痛苦风暴涉及创建客户的“行程线”（journey line），以便了解时下客户是如何完成一项工作的，并确定他们在这条行程线上的主要痛点（和情感）。然后，团队会开展根本原因分析，了解最大痛点背后的原因。


  当然，如果团队成员只是坐在办公室里，凭空想象客户可能的需求，那不会起作用。相反，财捷的团队会直接观察并与客户交流——或在客户办公室，或在客户家中。正如财捷首席执行官史密斯所说：“要想穿着客户的鞋走一英里[3]，你首先得把自己的鞋子脱下来。”[4]简而言之，你必须站在客户的角度考虑问题。


  巴楚及其团队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与7个农产品市场的农民和中间商一起生活，对他们进行观察并与之交谈。其间，她了解到了农民出售易腐作物时的痛苦，因为这些产品的价格波动剧烈，有时一天的波动幅度就能达到50%。该团队最初的观察结果得到证实，即农民无法获取与供需相关的指导信息，导致他们处于被掠夺的地位，产品价格低下。另外一个事实也得到了确认，那就是农民经常被中间商盘剥，他们有动机最大限度地降低市场价格的透明度。在确定了值得解决的重要问题之后，团队成员信心大振，并将这个问题转变成一个针对客户的愿景宣言：“把农民的产品价格提升10%。”该团队先是从农民所面临问题的原因中寻求洞见，然后再利用愿景宣言作为指导，为开发解决方案做好准备。


  解决方案：最小化卓越产品


  在确定了值得解决的客户问题之后，大多数经理人会要求产品开发团队开发功能齐全的无瑕疵产品，以吸引尽可能多的客户。虽然该方法在普通市场有效，但在面临不确定性问题时，这样做却是错误的。相反，经理人应该广泛寻求多种解决方案，然后运用四种原型——理论原型、虚拟原型、最小化可行产品原型和最小化卓越产品原型——确定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


  “快速原型”（rapid prototype）似乎已经成为旧闻，但你可以通过一个精细流程让它步入正轨，然后对相关假设进行验证。初期，虽然财捷采取了以快速原型测试解决方案的方法，但它发现这会导致过早开发，因为有潜力的解决方案会被迅速投入财捷传统的软件开发流程中。这个流程通常会有漫长的开发周期，而且结果也往往令人失望。很快，财捷的领导者就意识到，要想更好地获得动力，可以对产品进行仿制，使之迅速进入用户手中。这种我们所称的“虚拟原型”（virtual prototype），可以让财捷团队迅速测试多种解决方案，同时客户也可以确定这些解决方案是否具有潜力。


  比如，“移动集市”团队（财捷内部寻找农产品定价问题解决方案的团队）通过多个简单原型测试潜在解决方案。其中就有一个eBay式的拍卖模式；据此，农民可以通过拍卖方式直接将产品出售给买家。然而，虚拟原型的初始测试显示，这个系统对农民来说过于复杂——无论是在建立上还是在使用上（大多数农民都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他们也没有使用电脑的经历）。


  不过，这个团队观察到，所有农民都有手机，而且也都知道如何接收文本信息。于是，他们对一个涉及收集买家和中间商价格信息的解决方案进行了测试，先测试虚拟原型，再测试最小化可行产品原型；价格信息会以文本信息的方式实时发送给农民。然后，农民会利用收到的信息，决定何时将产品卖给何人。该团队“仿制了后台”，三名成员通过人工方式将文本信息发送给农民，进而了解他们的反应。对于这种解决方案，农民的反应是非常积极的。一年之内，移动集市就拥有了18万名农民订户，而测试显示，农民出售的农产品的价格平均提升了16%。


  除展示特定原型的使用外，移动集市案例还展示了创新者的方法的一个更普遍的原则：“先广后窄，锁定解决方案。”在财捷，各团队运用这一原则在该公司所谓的“解决方案困境”期间提出尽可能多的解决方案，并从中选取可用于原型测试的相关概念。在选取至少三种解决方案后，团队发起“代码困境”活动，目标是为每一种解决方案创造一个虽不完美但却完全可以用于客户测试的工作软件原型。这样，财捷在四个星期内就会完成从痛苦风暴阶段到客户测试原型阶段的各项工作，从而确保在开发基于最终解决方案的软件前，可进行无数次以客户为对象的快速测试。


  不过，正如我们说的，真正让客户感到愉悦的是超预期的事物：以其他人所未有的方式看待问题，然后提供超越客户期望的解决方案。因而，在该流程中，这一阶段的终极目标是创造最小化卓越产品——虽然功能上还存在一些“令人不适的局限”，但在性能上却会让人感到惊叹。[5]


  商业模式：验证市场进入策略


  在财捷，卡伦·汉森认为，“除非已经找到了令客户感到愉悦的方法，否则你连想都不要想商业模式”。[6]但一旦发现了客户需要的解决方案，你就要做好准备，找到将该解决方案交付到客户手中的最佳方式，并确保交付价格能够为你的策略带来收入。大多数经理人认为他们知道该如何将产品推向市场，但很多公司都把新产品给扼杀了，因为它们会以现有商业模式推广这些产品。比如，对于一种新产品，经理人会经常使用与现有产品相同的分销渠道以及相类似的营销策略和定价策略，等等。但即便创新产品表面看起来相似，它们通常也都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独特的商业模式。合适的商业模式的确定，就包括寻找市场进入策略，以及通过客户直接验证这一策略。在这个流程中，需要验证获取和影响客户的方式、定价的方式，以及确定将解决方案交付市场所需的资源等。


  目前，财捷通过创新分组来管理这一流程。与核心财务软件产品相关的创新（Quicken、QuickBooks和TurboTax）被标示“一类”（H1）产品，通常会借用现有的商业模式。与公司核心业务部分相关的产品被标示为“二类”（H2）产品，新产品或与核心业务无关的产品被标示为“三类”（H3）产品。特别是H3中的新产品以及H2产品，更需要对假设的新商业模式进行快速测试。另外，H3产品还需要一套独特指标，以便对确定新商业模式的进程进行衡量。但财捷衡量的并不是投资回报率或对营业收入的贡献等财务表现，而是它所称的“喜爱指标”（love metrics，见第八章）。关键就在于，你不能假设现有商业模式会适用于新的解决方案。


  移动集市是典型的H3业务，目前该团队仍在对商业模式进行测试。不同于Quicken或TurboTax产品，移动集市的客户分销渠道将会通过手机运行（数字化营销），而定价策略也必然是不同的（或是订户模式，或是基于广告的免费模式，或是免费增值模式）。财捷现在还不打算对移动集市进行规模化推广，因为它还缺乏一个已验证过的可盈利的商业模式。


  新的领导风格


  设立公司的初衷是为了执行而非创新，但随着周围不确定性的增加，我们必须改变管理方式，以适应这些变化。运用创新者的方法需要一种新的领导风格。在不确定性时代，领导者不再是首席决策者。相反，他们是首席试验师，与团队一起提出各种假设，然后开展试验，让数据说话。“我们希望领导者是教练和推动者，而非决策者，”库克说，“财捷团队开展的各项试验必须提供可帮助团队进行决策的数据，这样领导者才会被解放出来。”[7]


  因此，经理人要转变角色，成为“快速而节俭”的试验的教练和推动者。如果经理人或团队中的其他任何成员说，“我觉得我们应该做这件事”或“我相信这件事”，那么这种陈述就会被转变成“信念飞跃”假设。接下来的问题则是：“我们需要通过一项试验确定该不该做这件事，最快的方式是什么？”“由于我们的新关注点是试验，所以领导者不应再试图成为乔布斯或贝佐斯，也不应再预测未来，”[8]财捷首席执行官史密斯说，“我们的领导者应该扶持各种创新。通过精益试验，雇员可以直接找到领导者，然后大胆地说，‘我有一个想法，这是证据’。”[9]


  由此可见，在最初的几个步骤（问题、解决方案和商业模式）中，财捷团队遵循了如下流程：①写下最重要的“信念飞跃”假设；②设计试验，对该假设进行测试；③开展试验，并据此确定答案；④回到团队的下一个“信念飞跃”假设，继续寻找答案。


  领导者必须言行一致。他们想要做出的关键决策，都必须作为“信念飞跃”假设进行测试。记住，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下，任何你认为是正确的事情，都只是你的最佳猜测。你的“信念飞跃”假设是什么？


  
    [1]Smith, 2013.

  


  
    [2]Lean start- up uses the termminimum viable product,but Intuit says it doesn’t want a minimum “viable” product; it wants a minimum feature set buThone that delights customers.We discuss this more in chapter 5 .

  


  
    [3]Hanson, 2013.

  


  
    [4]Cook, 2013.

  


  
    [5]Ibid.

  


  
    [6]Smith, 2013.

  


  
    [7]Ibid.

  


  
    [8]Ries,Th e Lean Startu.

  


  
    [9]See http://www.quoteswise.com/ elon- musk- quotes- 2.html .

  


  财捷的成果


  财捷对我们所描述的这些理念的运用，对公司创新产生了什么影响？首先，财捷变成了一台试验机器。2006年，该公司的TurboTax套件仅开展过一次客户试验；2012年，公司开展试验的次数超过600次，而到2013年，这一数字已经接近2500次。毫不意外，基于这种市场试验次数的增加，公司推出了众多成功的新产品。移动应用项目从2008年开始起步，从零一路增长到2013年的50个，其中也包括极为成功的SnapTax应用；在推出后的最初三个星期里，该应用就产生了35万次的下载量。


  但证据更在于财务表现。2010年，财捷从前三年所推出产品中获得的收入为1000万美元，而到2012年，这一数字增长了10倍，达到1亿美元。同时，随着这些新业务逐步走向成熟，公司的收入预计还会增长。[1]更重要的或许就是，财捷的产品发布和产品改进都得到了很好的市场反响，而利润也大幅增加。公司营业收入翻了一番还多，年增长率从2004—2008年的7%上升到2008—2012年的15%。


  对于财捷，投资者也给予了回报。公司市值从2008年的100亿美元增长到2013年的170亿美元，增幅高达70%（相比之下，2003—2008年，财捷的市值仅从90亿美元增长到100亿美元）。此外，财捷的创新溢价也从2008年的20%增长到2012年的30%，增幅达到33%。在行动和表现上，财捷再一次让人们看到了创新型公司的影子；有人或许还会说，它像一家初创公司（见“打造一家8000人的初创公司”专栏）。


  
    [1]Frederick Winslow Taylor,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 c Management（New York: Norton, 1911）.

  


  打造一家8000人的初创公司


  如果你在一家大型组织工作，你可能会想：“这些初创公司的东西，与我有什么关系吗？”虽然我们的描述中既有初创公司也有成熟公司，但问题并不在于公司的规模，而在于你所面临问题的类型及问题的解决方法。无论是个人创业还是公司创业，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对不确定性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然而，由于初创公司经常将时间用于解决高度不确定性问题，你可能会错误地将创新者的方法与初创公司而不是问题类型联系在一起。


  我们对初创公司的定义同埃里克·莱斯在《精益创业》中的定义是一样的：为在极度不确定条件下寻求商业模式而建立的临时性组织。[1]这一定义包含三个重要维度。


  第一，任何正在开发新产品、新服务、新流程或新业务的人（或团队），无论公司规模大小，都是初创公司的创始人。该定义包括公司创业和个人创业。


  第二，初创公司有特别的目标和结构，它是一个专注于寻找问题、解决方案和商业模式的临时性组织。


  第三，创始人试图在不确定条件下推出新事物。新产品是否有需求，答案并不明朗（需求不确定性），而技术解决方案是否有效，也不清楚（技术不确定性）。如果你是初创公司的创始人（经理人或创业者），你应该运用这一方法规避扼杀初创公司的第一号陷阱：在一项业务最终确定之前就实施规模化推广。


  同样，我们定义的“客户”是任何有问题或需求的人，无论其在组织内还是在组织外。你可以运用创新者的方法解决组织内部的不确定性问题，比如信息技术、人力资源和财务等问题。财捷创新催化师温迪·卡斯尔曼回忆了一名内部客户的办事流程。信息技术部门的一名雇员发现，代理记账人员平均需要花费15分钟来回答客户的问题。这让她产生了一个洞见，进而通过观察确定了核心问题：记账代理人员必须负责多个系统，以识别客户账单的各个组成部分。于是，她设计了一系列试验，测试不同的原型方法，为代理人员提供解决方案。最终，她发现了一个新的工具，而基于这一工具，通话时间由原来的15分钟降至3分钟！


  财捷的全服务薪资产品（Full-Service Payroll）团队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尝试提升客户支持体验。其中有一个想法是以更人性化的方法接听电话。在两种开场白中，即“您雇主的身份号码（EIN）是多少？”和“今天有什么能帮您的吗？”，他们认为后者会带来更高的客户满意度。对于这个假设，他们在一名代理人员身上进行了测试，结果令人吃惊。这名代理人员的净推荐值分数上升了20多分，远高于团队的其他成员，也高于她自己先前的分数。随后，他们又在其他团队成员中推广这种做法，最终测试结果显示，该团队的净推荐值分数增加了21分。这里要说的重点是什么？创新者的方法既适用于内部客户，也适用于外部客户。


  
    [1]Peter Drucker,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New York: Harper & Row, 1954）, 54.

  


  本书导读


  在本章中，我们考察了成熟组织是如何实施创新者的方法的各个步骤的，同时我们也介绍了确保该方法有效实施的领导原则。现在，你将深入了解这些领导原则，因为它们会帮助你运用创新者的方法以及该方法中的每一个步骤。我们提供给你的，是大的理念（为什么要做）以及成功的创新者使用的工具和测试方法（如何去做），而不是简单地给你一个理论，让你自己去找实施的方法（在附录中，我们对各章讨论的模型、工具和测试方法进行了总结。更多的工具和建议，请登录www.theinnovatorsmethod.com）。以下是本书各章的综述。


  在第二章中，我们解释了为什么优秀的经理人会成为糟糕的创新者，同时还描述了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管理创新的角色转变问题。第三章对经理人如何产生洞见——创新的种子——进行了讨论，即运用五项关键技能（发问、观察、实验、交际和联系）以及广泛探寻需要完成的工作。在第四章中，我们会教你如何确定你的洞见是一个值得解决的问题。找到需要完成的工作（职能上的、社交上的和情感上的）是极其关键的第一步，但同时也是经常被忽略的一步。本章会通过测试确定你是否发现了一个值得解决的问题。


  在第五章中，我们会为你提供有助于广泛获取并严格筛选各种解决方案的工具，确保你通过原型测试找到卓越解决方案。对于一个有价值的客户问题，一旦产生了解决方案，你就需要着手准备市场进入策略。在第六章中，我们对商业模式进行了概括介绍。在全面推出产品之前，你需要确定商业模式中的六个组成部分，这包括价值（你的价值主张和定价策略）、客户获取（客户关系和渠道）和成本结构（活动和资源）等。


  创新者的方法的一个重大好处，就在于它为你提供了解决不确定性问题所需的工具；它教你如何通过试验寻找问题的答案，然后在必要时进行关键转向。但由于你面临不确定性，所以首次尝试就能获得正确答案的概率近乎为零；这意味着改变——关键转向和迭代——至关重要。在第七章中，我们描述了关键转向的重要原则。


  在将很多假设转变成事实之后，你就可以把你的想法推向更广阔的市场。但帮你确定商业模式的那个流程，是无法帮你推广产品的。现在，该是重新运用传统管理方法的时候了，但对于其他不确定性事物，你仍需要进行测试。在第八章中，我们讲述了规模化推广的艺术和科学，而这也是经常为人们所忽视的。


  最后，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获得高层管理团队的支持，而在有些时候，你会发现你是自己所持想法的唯一信任者。在第九章中，我们重点强调如何对创新者的方法进行适应性改变，使之适用于个人或团队，或者更广泛意义上的组织创新。此外，我们还讲述了如何将这一方法用于颠覆性创新或渐进式创新。


  在结语一章中，我们讲述了身处技术复杂行业的成熟公司再生元的故事：运用本书中的理念，它成为世界上领先的生物科技公司。通过这个例子，我们讨论了管理的未来和竞争优势。


  结构性转变大大增加了公司所面临的技术和需求不确定性的程度。即便是成熟公司，也要精于解决高度不确定性问题——这些问题通常被认为是初创公司面临的问题。管理不确定性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因为成熟组织必须在现有商业模式下满足现有客户的需求。这样一来，他们通常会采用与创新管理相悖的管理实务。


  但通过对财捷等数十家公司的研究，我们发现，对管理角色进行重新定义是可能的；通过创造相关流程和基础架构，在创意产生和评估方面去中心化同样也是可能的。当组织中的一个人被鼓励成为初创项目（新产品、新服务、新流程）的创始人，且知道该如何去做时，应对乃至拥抱和利用不确定性的创造性能量就会被释放出来。


  这并不意味着创新过程是轻松的和有条理的。在实践中，创新通常是混乱的和递归的，创新过程中会遇到办公室政治、矛盾和挫折。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进行了简化尝试，以便清楚解释成功的创新者所采用的最常见步骤和所使用的工具。我们以四个共同要素（洞见、问题、解决方案和商业模式）来描述创新者的方法，以便你更好地掌握和理解。在我们的观察中，成功的创新一般始于和重大问题有关的洞见，然后按我们在书中描述的步骤逐步推进，但在实践中，这些步骤通常会相互重叠，有时它们的先后顺序也会略微发生变化。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因为我们应对的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最后，创新者的方法中的每一个要素都比它们之间的顺序更重要；这些要素会让你了解那些可以把想法变成创新的关键工具和策略。当你面临挑战和困惑时，请拥抱它们，并把它们作为不确定性的一部分。记住，虽然不确定性会给人带来挫折，但同时，它也是创造力、创新和新增长的源泉。作为指导，创新者的方法会告诉你在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


  第二章 不确定时代的领导力


  当MBA毕业生到我们公司工作时，我们不得不重新培训他们，因为他们没有学到任何有助于成功创新的内容。


  ——斯科特·库克


  在本章开篇，我们引用了斯科特·库克批判传统管理培训的一句话。他的表述是不是太过于激烈？也许是。但其他许多创新者同样对传统管理培训颇有微词。比如，特斯拉（Tesla）、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贝宝（PayPal）创始人埃隆·马斯克曾经说过：“尽可能地避免聘用MBA毕业生，MBA课程不会教学生如何创办公司……在我的公司，尽管我们也招MBA毕业生，但并不是因为他的MBA背景。”[1]虽然我们所有人都认为管理培训拥有巨大的价值，但为什么这些创新公司的领导者对它的批判如此尖锐？我们的解释是：在创新领域中，事情会变得不同。


  弗雷德里克·泰勒于1911年撰写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科学管理原理》（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这本著作对20世纪新兴工业公司影响之大，以至于它为泰勒赢得了“科学管理之父”的美誉。当时兴起的新型商学院会在课上教授泰勒的管理原理，而处于上升期的工业巨头，如美国福特汽车公司与通用电气，则会将它应用在公司的实际管理中。亨利·福特、阿尔弗雷德·斯隆以及其他企业的传奇人物确实将《科学管理原理》视为管理教科书。时至今日，我们仍可在遍布全球的商业院校中感受到泰勒的影响。


  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包含哪些内容？首先，他建议仔细做好工作规划，并将工作划分成独立的任务。这样做旨在帮助经理人分析生产任务，比如通过时间和动作研究（time and motion studies）来确定最快且最具成本效益的任务完成方式。随后，经理人的工作是确保尽可能地将任务标准化，并确定工人能遵循规定的工作流程。泰勒认为任务标准化至关重要，它能带来许多好处，比如可向工人阐明工作职责与义务。它还能帮助经理人了解一项任务所需的技能，从而促进分工专业化。[2]


  这些原理——任务标准化、工作标准化、责任制和劳动分工制——很快传遍美国工业领域。泰勒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简化了新兴工业企业对复杂任务的管理。此外，如将其原理有效应用，可为当时大型公司的绩效带来巨大改善。今天，我们可以在世界各处看到泰勒原理产生的成果。每家大型公司都根据任务标准化的原理将公司划分为研发部、采购部、运营部、市场营销部、人力资源部和财务部等。每个大型组织似乎都致力于实现劳动分工制、工作标准化和责任制，并追求最佳实践。


  然而，尽管泰勒原理取得了巨大成效，但这里仍然存在一个问题：对管理创新而言，它们会起到反向作用。泰勒原理虽然能够有效保留客户，但在创造客户方面，所提供的指导屈指可数（而在彼得·德鲁克看来，创造客户是企业的“核心目标”，也是初创公司应关注的重点）。[3]它们能将个人转变成优秀的经理人（执行），但也会让他们成为糟糕的创新者。


  为什么会这样？思考一下任务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当一个问题确实存在且具有不确定性时，专业化就有了用武之地。通常情况下，在公司跨越著名的S形曲线，即从增长期迈入成熟期时会遇到这类问题（见图2–1）。比如，公司需要以最低可行成本生产出1000个小部件，且需回复5000个日常服务电话。公司大致清楚需要生产的部件数量以及需回复的电话次数，它需要找到最高效的方式来完成这些任务。经理人对绩效指标负责，即每单位生产成本或客户对服务电话的满意度评分。经理人很快就会意识到雇用和培养具有深入专业知识的专家（同具有广博知识的通用型人才相对）的价值，由于已经确定了问题所在，因此能够匹配相关领域的专家予以解决。这些策略能在实际应用中解决经理人面临的诸多问题，但能够运用这些策略仅属于优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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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1 S形曲线及合适的管理风格


  不幸的是，当你试图解决高度不确定性问题时，这种利用专门人来解决专门问题的方法并不适用，处于S形曲线投入期与增长期的公司或初创公司会遇到这类问题（见“斯隆和杜兰特：管理风格对比”专栏）。如你面临的问题具高度不确定性——如何创造客户，你将无法确定何种专门知识可带来最大价值。因此你希望聘用具有广博知识的人才，他们能从不同角度看清问题，并提供可能解决问题的方案。这就是为什么优秀经理人的专业实践可能会成为产生洞见和将新想法推向市场的障碍。


  
    [1]Alfred Sloan,My Years with General Motors（New York: Crown Business, 1990）.

  


  
    [2]Lawrence R.Gustin,Billy Durant: Creator of General Motors（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8）.

  


  
    [3]Scott Cook, personal interview, May 7, 2013.

  


  斯隆和杜兰特：管理风格对比


  阿尔弗雷德·斯隆以“现代企业之父”的美誉闻名于世，通过引入管理原则，如专业化管理角色、分权制组织与成本会计，他将通用汽车转变成那个年代的现代企业。斯隆将任务分解为可管理的系列模块，而基于这一理念，通用汽车公司被分为多个事业部——凯迪拉克、别克、雪佛兰和庞蒂克等，每个事业部专注于不同的细分客户群。[1]斯隆的管理原则——与同时代的泰勒及亨利·福特的管理原则一道，后者为大批量生产工艺的创立者——为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早期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当下，从大量以斯隆命名的机构和众多传授其理念的商学院就可以看出他的影响力。但斯隆在管理上的成功及影响忽视了一个有趣的问题：通用汽车来自何处？的确，斯隆仅仅是在通用汽车收入达到40亿美元（经通货膨胀调整后的收入）后才接管这家公司。


  实际上，通用汽车的创始人是创新性创业者比利·杜兰特。在创立通用汽车前，他便已在传统交通运输行业创造了数百万美元的财富。杜兰特富有试验精神，他在传统交通运输行业及汽车产业首创了诸多新产品，并负责发展通用汽车业务。后来，董事会发现杜兰特具备创业天赋但不善管理，最终撤销了他的职位。随后，杜兰特与人共同创建雪佛兰，并最终通过回购再次掌控通用汽车。但后来董事会又将他解聘，斯隆成为他的继任者。[2]一个有趣的问题是，斯隆非常出名，但杜兰特却鲜为人知。杜兰特的管理理论是什么？为什么这些理论在通用汽车发展初期能够奏效，但在它发展成大型企业后却无法发挥作用呢？


  答案很简单：管理理论旨在解决大型公司的管理问题，而非创新问题。管理问题萌发于工业革命，当时的经济正从小作坊转型为史无前例的大企业，产品包括石油、纺织品、汽车和铁路等。为使运营有条不紊并增加汽车的产量，这些大型企业需要引入一个新的职位：管理。它们需要经理人对大型复合型组织进行规划与协调，使其合理化并实现最优化。培训这类经理人的商学院应运而生，它们教授经理人如何有效解决大型企业面临的问题，比如“我们应该增加哪些新功能”，或者“我们如何将成本降低5%”。这些低度不确定性问题要求对现有产品或流程做出渐进式改变。


  相比之下，大部分初创公司或企业创业者正尝试开发具备颠覆潜能的新产品。它们面临的是高度不确定性问题，比如，“消费者将来是否愿意使用个人电脑（苹果公司面临的需求问题），以及我们能否让它更适于儿童使用（技术问题）？”或者，“人们会不会在网上购物（亚马逊面临的需求问题），以及我们能否提供低成本的、可靠的履约方式（亚马逊面临的技术问题）？”再或者，“人们会不会选择网上支付（贝宝面临的需求问题），以及我们的技术能否提供他们所需的便捷性和安全性？”


  尽管这些公司成功解决了一些高度不确定性问题，但商业史上不乏失败案例——在很多情况下，公司的失败源于使用了错误的理论：它们遵循的是商学院的管理理论（旨在解决低度不确定性问题），而不是创新学院的管理理论（旨在解决高度不确定性问题）。


  
    [1]David Garvin, “How Google Sold Its Engineers on Management,”Harvard Business Review , December 2013.

  


  
    [2]Ryan Tate,Th e 20% Doctrin（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12）, 26.

  


  领导者的四项关键职责


  为运用创新者的方法，成熟公司必须做出一次关键转变：从完全依赖传统管理的自然趋势，转变为采用创业管理解决创新中的高度不确定性问题。我们已经确定了领导者应具备的四项关键职责。这四项职责有助于他们把组织打造成为成功的创新机构，让公司团队像初创公司一样开展创新实践。在将创新者的方法融入公司流程及雇员日常行为方面，这些职责至关重要。


  第一项职责，也是最为重要的职责，即领导者必须成为首席试验师，而非首席决策者。如图2–2所示，另外三个职责是对首席试验师这一职责的支持和促进。第二项职责是设置重大挑战——不仅为了激励其他人去追求机会，同样为了挑战组织，使其摆脱泰勒科学管理原理的束缚。


  领导者的第三项职责是在创新者的方法中构建广博高深的专门知识，该项职责可以确保组织产生洞见、发现值得解决的问题，并快速完成原型解决方案。领导者的第四项职责，是清除变革障碍，建立可为团队假设提供快速测试的系统，并解决每个步骤中的不确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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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2 成为首席试验师


  成为首席试验师


  在传统管理中，经理人是决策者。在这种管理中，你分析信息，并制定可影响组织未来的决策。某种程度上，你在尝试预测未来，并为公司做出定位，以便获取成功。在很多经理人看来，决策是他们的本职工作。


  但当你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行动时，由于可用信息极少甚至缺失，你会对自己做出的决策缺乏信心。你能采用的最佳办法是猜测，而猜错的概率可能高于猜对的概率。但假如你不制定决策，那么作为一个创新团队的领导者，你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创新者的方法能让你制定出关于未来的有效决策，但你必须首先明确自己的新角色。你必须学习一种新的方法。对财捷的斯科特·库克和布拉德·史密斯来说，他们经常做的就是对新雇员进行全面培训。“很不幸，你知道大型公司和领导层是怎样做决策的，”库克说，“他们倾向于依赖办公室政治、PPT和说辞。”


  为解决这一问题，你必须改变制定决策的方式及地点……用可在市场上验证的最佳想法来制定决策。这意味着你需要将决策的制定方式从领导层投票表决改为使客户能够参与投票，并将其投票结果纳入决策制定过程。这同人们在商学院接受的管理培训是相悖的。大多数商业领导者因善于分析而取得成功。他们视自己为决策制定者，工作职责就是做重大规划和分析。这就是我们希望财捷所做的改变。[1]


  公司对新领导者的要求是其应支持创新试验，而非成为伟大的规划者。与此类似，谷歌公司的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一直都很支持基于丰富的试验数据制定决策。2002年，他们进行了完全扁平化组织试验，剔除了工程经理岗位。该项试验只持续了几个月，因为有太多的人向佩奇询问有关费用报告、人际关系以及职业发展方面的问题。[2]试验没有继续下来，但这种理念却保留了下来：即便谷歌高管，也必须用数据来支持他们的想法。举例来说，拉里·佩奇和玛丽莎·梅耶尔（曾任谷歌副总裁，现任雅虎首席执行官）曾支持开发一个海量图书数字档案库。但他们没有利用自己的高管职位决定进行开发，而是用一块夹板夹住一本300页的书，亲自为书的每页内容手动拍照，随后用字符识别软件浏览所有图片，以此证明数字化一本书仅需花费40分钟。


  首席试验师与制定决策的经理人有何不同？


  他们关注三件事：


  · 同团队一起提出“信念飞跃”假设；


  · 通过试验迅速测试转向假设（通常是与客户一起完成试验）；


  · 依靠数据（这些数据多源于客户）制定决策。


  作为领导者，你没有必要在每件事上都亲力亲为。相反，你应将决策制定权从管理层下放到小型团队，小型团队可用数据决定应该做出怎样的决策，或应如何进行下一步试验。库克说：“财捷首席执行官布拉德·史密斯和我已经改变所问的问题。我们过去常这样问，‘那么，你的答案是什么？你对此做出的分析是什么？’而现在，我们会问，‘好的，那么如何以最快的方式对那个想法进行测试？’”[3]


  亚马逊的杰夫·贝佐斯采用了类似的问题和管理风格。贝佐斯在几年前曾管理过一个团队，该团队分析供应链并为公司物流的整体设计提供建议，旨在确保物流工作的执行快速且经济。一名团队成员回忆说：“当我们展示做出的分析时，除贝佐斯之外，其余所有高管都很满意。他坚持以更为严谨的方式完成工作，并期望公司的每个人都能基于模拟输出结果做出决策。因此，公司组建了一个团队来建立支持供应链的模拟试验——模拟能帮助我们看见不同决策产生的结果。如今，公司上上下下都在利用这些模拟工具制定决策。”[4]模拟工具可以让贝佐斯在制定解决方案前就不确定性进行试验。


  由于领导者做出了良好表率，这种领导风格在亚马逊、谷歌和财捷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库克说：“布拉德和我也必须遵循同样的规则。所以，我们最后都会问自己这样的问题，‘对于我们应该做什么，我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看法。这种做法背后的假设是什么？我们如何测试这些对我来说至关重要的假设？’我们需要对自己的假设进行验证，就好像我们对其他人的假设进行验证一样……除非改变决策制定者和决策制定方式，否则所谓的试验只是空谈，没有任何实际价值。”[5]因此，要想成为一名伟大的创新领导者，关键一步是改变决策制定方式——从你自己开始做出改变。


  
    [1]Nitin Verma, personal interview, August 26, 2013.

  


  
    [2]Cook, 2013.

  


  
    [3]Jef Dyer, Hal B.Gregersen, and Clayton Christensen, “Innovative Companies Demand Innovative Leaders,” HBR Blog Network, August 9, 2011, http://blogs.hbr .org/2011/08/ innovative- companies- demand- in/ .

  


  
    [4]Ibid.

  


  
    [5]Cook, 2013.

  


  设置重大挑战


  史蒂夫·乔布斯1979年对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施乐帕罗奥多研究中心（PARC）进行过一次访问。据他后来回忆，他当时看到了一个粗略的图形用户界面。“那个界面并不完整，有些部分甚至都不合适，但一个想法的种子已经种下，”他说，“在10分钟内，人们就能明白每台电脑都将会使用这种界面。”[1]随后，乔布斯又带领他的工程团队访问了该中心。在返回苹果公司后，他们将重点放在了个人电脑的开发上，并采用和改进了该中心的技术。


  乔布斯组建了一支精英工程师团队——麦金塔电脑（Macintosh）团队，为他们提供所需的资源，并向团队灌输这样一个愿景——创造全球便捷的个人电脑。这就是创新领导者的工作。相比之下，施乐的高管团队缺乏在公司内部开发技术所必需的发现技能。正如施乐帕罗奥多研究中心科学家拉里·泰斯勒所看到的，“在观察展品一个小时后，他们（乔布斯和苹果公司的程序员）就理解了我们的技术，而给施乐高管几年时间，他们也未必能做到如此深刻的理解”。乔布斯对此表示赞同，说：“基本上，他们仍在沿用制作复印机的思维，根本不了解电脑是什么，以及电脑能够做什么。因此，他们无法在电脑产业中获胜。施乐公司原本可以成为当今整个电脑产业的领导者。”[2]


  多年后，当苹果公司考虑推出一款便携式音乐播放设备时，乔布斯和他的领导团队用品牌口号“将1000首歌装入你的口袋”，来诠释了产品愿景。这就是为什么第一代iPod音乐播放器的尺寸能够小到放入一个口袋。这些例子都是史蒂夫·乔布斯能够成为伟大的创新领导者的佐证：他总能敏锐地发现机会所在，并设置重大挑战。你不必像乔布斯那样善于发现合适的机会，但你必须为团队设置重大挑战。


  为做到这点，财捷的库克说：“领导者应该问这样的问题——‘我们能够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我们能够消除的最大痛点在哪儿？客户会如何衡量自己的收益？我们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解决客户的问题？’”[3]你不必提供详细的解决方案（例如一台播放器存储的歌曲数量），但你需要激励人们去寻找机会。举例来说，当财捷考虑将印度市场视为一个机会时，负责财捷印度业务运营的高管亚历克斯·林特纳要求团队“创造可改善印度人财务生活的新业务”。基于这个重大挑战，“移动集市”团队发现了一个机会——帮助印度1.5亿农民通过获取更好的价格来改善财务生活。然后，财捷团队开始寻求创建一种可以帮助实现这一目标的产品。


  设置重大挑战的另一个维度甚至更为重要：允许团队和组织摆脱传统管理的束缚，进而运用创业管理。实现这一点尤为困难。如果你和大多数人一样，那么在接受幼儿园教育时，你便必须坐在分配好的桌子后面，听从指示，按照规定的方式做规定能做的事。我们中的大部分人自此迈入被设定好的生活模式，按照规定完成分配的任务。为打破这一模式，领导者必须为组织设置重大挑战，并这样给予激励：“我希望你们能确定自己的位置，探索如何为顾客创造最大价值。”


  维尔福软件是一家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公司，它已对电子游戏产业实现彻底改革，其创始人加布·纽维尔力图竭尽全力追求顾客价值。为帮助员工实现这一愿景，他已摒弃所有官僚主义。[4]他会对每位新雇员说这样一番话：“你的桌子安有轮子。你的工作是找到自己能够为顾客创造最多价值的地方，然后移过去。”维尔福公司的领导者认为作为一家公司，维尔福已经“在过去十年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招募世界上最聪明、最具创意以及最有天赋的人才。要求他们呆坐在桌旁并明确告诉他们要做的事，只会将他们本可创造的价值抹杀掉99%”。[5]维尔福公司最近的创新成果包括创造了一个平台，80%的电脑游戏都在该平台售出，还包括在超过十年的时间内首次进军电子游戏机市场。


  与此类似，亚马逊的贝佐斯使用“现在一切才刚刚开始”的标语来提醒员工，亚马逊仍然是一家初创公司——前方还有许多发展道路可供选择。这条标语如此激励人心，以至于贝佐斯将公司的一座建筑命名为“第一天”。当被问到亚马逊何时到达“第二天”时，贝佐斯回应道：“当变化的速度变慢时，我们就会到达第二天……我们仍处于快速变化的阶段，因此我感觉我们仍在第一天，一切才刚刚开始。不妨说，变化的速度仍在加快。”[6]贝佐斯扮演的一个关键角色即为亚马逊设置重大挑战：像初创公司那样保持发展。


  
    [1]Paul Kirschbaum, personal interview, October 17, 2013.

  


  
    [2]Valve Sof ware, “Valve Handbook for New Employees,” 2012.

  


  
    [3]J.J.McCorvey, “AmazonFresh Is Jef Bezos’ Last Mile Quest for Total Retail Domination,” 2013, http://www.fastcompany.com/3014817/ amazon- jef - bezos .

  


  
    [4]Ricardo dos Santos, personal interview, October 30, 2013.

  


  
    [5]Ricardo dos Santos, “Just Say ‘Maybe,’”Necrophone, 2013, http://necrophone.com/2013/10/30/ just- say- maybe/ .

  


  
    [6]John Donovan, personal interview, December 20, 2013.

  


  构建广博高深的专门知识


  无线电设备半导体制造商高通公司（Qualcomm）是《财富》100强企业，当里卡多·多斯·桑托斯加入高通时，他有信心能够扭转公司“创意管理项目”（实际为意见箱）的颓势，将其打造成可广泛应用于企业的创新项目。富于远见的首席执行官支持桑托斯的行动，桑托斯有权创造破坏性的新产品，并能自由设计一套全面方案来推动生成新的创意。由于公司早前所做的努力已经付诸东流，桑托斯寻求找到方法来教会人们如何将自己的想法转换成能够验证其有效性的试验，但落实这套方案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将公司现有业务单位融入其中，员工仍在现有项目上从事全职工作。


  桑托斯建立了一套称为“冒险节”（Venture Fest）的三阶段计划。员工在第一阶段提交创意，经同行评审选出20个最佳创意。接着，冒险节的受训人员将参与业余训练营，为期三个月，他们可在培训期间同客户一道测试自己的创意，并开发出方案原型。在第三阶段，他们可向公司的顶层高管展示自己的创意，相互竞争以期获得资助，随后说服现有的业务单元采纳创意。总体而言，冒险节获得了成功，首届提交的创意为82条，而在五年后则增至超过500条。此外，冒险节的参与者确实提供了许多潜在的突破性想法。


  然而，尽管冒险节促进生成了一些切实的变革思想，但未参与计划的一些组织成员开始对其产生质疑，甚至发起攻击。对于自己的部分得力干将被安排服务于不归自己掌控的项目，某些经理并不高兴。从一个更为传统的管理角度来看，冒险节计划似乎过于开放，流动性过高，且太过灵活，它同高通公司基于截止日期作为驱动力的理性企业文化相冲突。也许更加危险的一点是，部分认为创新归自己管控的研发经理争辩称，在冒险节计划中形成的新创意已经不属于现有研发项目的负责范围，或其中的智力成果含量已不如平日。不论高通公司内部的意图多么好，冒险节计划在实施创新的过程中遭遇了抵制，而我们在其他许多精于执行的公司中也观察到过这种抵制现象。在经历了曲折动荡又激动人心的五年后，冒险节计划被悄悄纳入研发部。[1]


  构建广博的专门知识


  高通公司的经历同许多组织类似，它们试图为实施创业管理和构建适用于试验的专门知识创造空间，并不要求员工对成功项目的过程及目标产生广泛的既定认识。鉴于这类计划缺乏对项目目标和方法的认识与鉴别，外界可能因此误解创新者的方法及其产出结果。桑托斯回忆称，高通公司在启发“创意出售方”（创新者）提出新想法上获得了巨大进步，并提升了公司整体的创业革新精神。但假如让他重新实施冒险节计划，他还将专注于另一个更为重要的目标：培训“创意购买方”，即组织内部其他人员，“这样我们所有人都能使用相同的语言来描述自己的行动，使付出的努力能得以体现”。[2]


  你所在的组织对创新需要运用不同的管理工具来实现的认知与重视越强烈，它运用创新者的方法将越容易。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需要对这些原理构建深刻的专门知识，只是每个人都需要经过一定的培训来理解这个概念——管理不确定性需要使用不同的方法。当然，假如你所在的组织面临着更高的不确定性，你可以选择对每个人进行培训。在财捷，库克和史密斯确保所有新雇员在入职后的前三个月完成为时一周的设计培训项目，接受设计乐趣原理的培训。该项目并非为了让每名员工都成为专家，而是旨在确保每个人都能理解精益试验原理，知晓生成洞见、解决问题以及制定解决方案的步骤。员工学会使用共同语言来描述为使在市场中落实新想法所付出的努力。拥有能说明自己行动缘由的语言可为人们带来巨大的力量，克服妨碍做出改变的惰性。在同几十名创新者的访谈中，我们发现他们经常将共同语言视为培训每名员工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但是，明智的领导者想要每个人都理解创新者的方法还源于另一个原因：创新者的方法能生成创意。几乎每项研究均表明广泛的搜寻是发现值得一试的新颖想法的最佳途径。


  构建高深的专门知识


  为实现创新，大范围建立理解是必需的一步，但并非全部。在组织内部构建高深的专门知识同样非常重要。我们已经见证有多种方法可有效构建高深的专门知识。


  一种方法是建立一个试验室或特定团队将创新者的方法应用于新想法中。除相关的工程技术专家外，试验室还配有设计思考及精益试验方面的专家。比如，AT&T——过去20年并非以创新闻名——新近创建了五间试验室（该公司称之为“创意铸造厂”），每间试验室聘有四五十位跨学科专家。这些专家的任务即测试AT&T内部及外部生成的新洞见。创意铸造厂云集来自业务单位的行家以及精于通信技术和设计思考的专家。此外，AT&T已经邀请来自多个行业的初创公司和已有一定历史的公司共同快速开发新技术，并对其进行试验。每个新想法都将经过一个为期12周的项目验证，项目团队将在其间运用本书所述工具来建立虚拟原型与实体原型。


  这些想法来自何方？AT&T的高层领导团队从三个来源选择合适的想法：


  · 称为创新项目（TIP）的内部创意委员会，人们可在此公布自己的想法并进行投票；


  · “快投”（fast pitch）项目，个人和公司，大部分不属于AT&T（供应商、初创公司），可向AT&T的关键决策制定者做10分钟的创意展示；


  · 业务单位，全职供职于创意铸造厂的市场主管在这些业务单位负责调查是否有新想法产生。


  每个最具潜力的想法都将提交给专家团队——特定团队——以便运用创新者的方法介绍的原理来生成创意原型。


  尽管AT&T启动创新项目的时间不到五年，但创意铸造厂功不可没，从中开发的创意已帮助将公司创新溢价从21世纪中期的–13%增至今天的近10%。“鉴于创意铸造厂已证明其价值，我们的创意开发工作正步入正轨，”AT&T负责技术与网络运营的高级执行副总裁约翰·多诺万说道，“经证实，我们从产品原型到产品实体的转化速度快了3倍。”[3]其他公司已经建立相似的试验室来帮助增加创新成果，其中包括凯悦酒店集团（Hyatt Hotels）和贺曼公司（Hallmark），以及拉丁美洲的顶尖银行——罕为人知的达维维恩达银行（哥伦比亚）。


  第二种方法是培养大量协助创新团队的个人，帮助他们构建专门知识。如第一章所述，财捷已培养超过200名创新催化师（见“设计师的强项：综合能力”专栏）。财捷每年都会挑选二三十人加入创新催化师的团队。许多催化师被选为团队一员参加“精益创业”工作坊，并接受相关培训。员工团队基于未能满足的重大客户需求提出想法，随后在两天内完成验证客户痛点、建立解决方案原型以及同客户一道测试原型可行性的整套流程。本·布兰克是工作坊的创立人之一，他自豪地强调道，在同客户一道测试创意可行性时，从家得宝商店和加州火车（Caltrain）解雇了许多财捷的员工。[4]超过1200名财捷的员工已经历精益创业工作坊的锻炼，在整个集团构建了有关创新者方法的深刻专门知识。


  
    [1]Ben Blank, personal interview, May 6, 2013.

  


  
    [2]Roger Martin,The Design of Business（Bost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2009）.

  


  
    [3]Kaaren Hanson, personal interview, December 26, 2013.

  


  
    [4]“Valve Handbook,” 2012.

  


  设计师的强项：综合能力


  假如试验和分析已然很重要，财捷为什么要培训员工的设计思考能力？设计思考的核心作用是教授人们如何观察世界和萌发猜想，随后通过艺术和科学的方法将不同部分结合起来创造价值，换言之，综合创造价值。尽管分析能力可帮助细分问题，综合能力则可识别问题与解决方案之间的关系，从而确定机会所在。如罗杰·马丁在《商业设计》一书中所述，综合能力是直觉与分析的完美结合。[1]


  斯坦福大学创建了完整的跨学科学院——斯坦福大学设计学院——来传授这些方法原理。从斯坦福大学设计学院大量借鉴这些方法原理的财捷将结合精益试验与分析原理的设计方法教授给员工，因为负责设计创新的副总裁卡伦·汉森认为“鉴于综合能力的重要性（及稀缺性），在未来获胜的公司将以设计为驱动力……我还怀疑‘胜利’将源于明智地匹配人才和职位（与之相对的是假设任何人都能胜任所有职位）”。[2]汉森的观点强调了我们为什么认为创新者的方法对于领导者、经理人及创业者而言有着独一无二的重要性。每门学科都已制定独有的方法来管理不确定性与创新（设计思考是工程学的方法），且它们都为创新过程的各个环节提供了有价值的洞见。本书中，我们已经综合这些相似但不尽相同的观点，从生成创意到获得商业成功，为读者提供点对点的指导，帮助理解整个创新过程。


  
    [1]Bala Iyer and Thomas H.Davenport, “Reverse Engineering Google’s Innovation Machine,”Harvard Business Review,April 2008.

  


  
    [2]Brian M.Carney and Isaac Getz, “Google's 20% Mistake,”Wall Street Journal,August 27, 2013.

  


  清除障碍与支持试验


  你的最终任务是消除试验过程中的障碍，并提供人们加速试验所需的工具。什么是关键障碍？需要的工具有哪些？让我们来看看在采访几十位大型组织的员工时都发现了什么。


  为创新分配时间


  我们经常问供职于大型公司的员工这样一个问题：“什么阻止你将更多新想法运用于市场？”最常见的答案是什么？“我只是没有时间，要做的工作太多了。”这就是在规定例行任务与流程的大型组织工作的模式。优秀经理人致力于消除体系中的懈怠因素，以便充分利用人力资源（实际上是所有资源）。


  但创新需要时间。据我们观察，已经有公司为每位员工留有10%的松散时间（财捷），为工程师留有20%的项目时间（谷歌公司），以及最极端的，留出100%的自由安排时间（维尔福软件公司）。据维尔福软件公司的员工手册规定，“我们已经听说其他公司为员工安排1%的时间用于自我指导的项目。在维尔福，这段时间的百分比是100%。维尔福采用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员工无须因上司的指示而被迫加入项目。相反，你可以在自问一些合适的问题后，自行决定工作内容。员工可以全权为项目投票。优秀的项目可以向人们展现出价值，这样的项目最容易吸引人才参与”。[1]


  尽管许多公司会举行创新训练营或其他创新活动，但很少有公司会持续花费时间用于创意的生成与测试——即便创意能够为公司带来巨大改变。公司分配在创新上的时间长短取决于公司面临的不确定性级别与创新的重要性（比如，维尔福软件公司所处的市场环境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因此该公司认为能从以客户为中心的创新中创造公司的所有价值）。人们可能会花时间探索起初看似毫无意义的新想法，但你测试的新想法变化越多，就越有可能证明其价值所在。事实上，谷歌公司的“20%创新时间”项目（20 percent project）已诞生诸多热门产品，如谷歌邮箱（Gmail）、谷歌广告联盟（Google AdSense）和谷歌文档（Google Docs）。一名高级执行官曾预计谷歌公司近一半的新产品均会以这种方式产生。[2]公司超过25%的收益均源于这些项目。[3]悲哀的是，同其他成熟公司一样，谷歌公司最近对项目做出限制，许多观察员预测这一举动将减少谷歌公司的创新途径。然而，谷歌公司似乎正在向谷歌X试验室投入大量项目资源，其中包括谷歌眼镜（Google Glass）、谷歌快递（Google Express）、谷歌热气球（Google Loon），以及谷歌无人驾驶汽车项目（Google Self-Driving）。同谷歌公司建立谷歌X试验室一样，许多公司，如亚马逊公司，在应对不确定性的挑战时，都会识别机遇并组建团队来生成解决方案，其中明确包含创新时间。


  无论实现创新的方式如何，领导者必须确保给予员工创新的时间及期望来构想并测试新想法。假如领导者能亲自实践创新，则将帮助员工实现创新。社交网站脸谱网的马克·扎克伯格每天力争花五小时用于产品开发，财捷的斯科特·库克则试图每周花一天时间参加创新项目团队。Qualtrics是一家估值10亿美元的在线调查软件公司，其首席执行官瑞恩·史密斯告诉我们：“每个领导者都既是队员，也是教练。如果想创新，你必须冲锋陷阵。”[4]


  提供客户、专家和工具


  创业团队的另一个障碍是缺少工具。举例来说，假如团队希望发现待完成的工作并制定解决方案，则需要同潜在客户一道进行试验。为团队提供能简单且快速接触不同类型客户的渠道可帮助完成快速试验。


  亚马逊公司为员工提供客户（及商户）清单，他们可同清单上的客户一道测试新想法。财捷每周会选择一天邀请客户参观公司总部作为试验。它还会提供一份附近客户的清单，这些客户已经同意接受拜访。这些措施加强了团队同客户的面对面互动。[5]许多人都告诉我们直至财捷开始定期邀请客户参观总部，他们才意识到能够以如此简单的方法同客户一道测试解决方案的可行性。


  为帮助创业团队建立一份内容广泛的解决方案列表，财捷成立了技术集中营。集团挑选并聘用精于移动设备、社交媒体、用户互动、协同合作、数据等方面的技术专家。这些专家可为开拓方案搜索发挥巨大作用，帮助团队识别技术上可行的合适方案。


  谷歌公司的领导者同样会为快速原型设计提供工具，比如用于制作原型与实体模型的数字工具，以及用于快速原型设计软件的柔性代码结构。谷歌X试验室的“设计厨房”（design kitchen）项目旨在为大创意设计简单原型。设计厨房是一个大型制作车间，配有3D打印机、高端车床及其他复杂的原型设计机具，所在大楼毗邻谷歌X试验室的总部。这些工具可对创业团队的生产力带来巨大影响。


  清除组织障碍


  对于执行制度僵化的公司员工而言，试验意味着冒险、反常，甚至违反（未成文的）规则。鉴于工作与职责的划分，员工需要得到领导者的批准才能测试超出业务单位负责范围的想法。


  在维尔福软件公司，领导者给予员工自由的方式非常彻底：公司没有在软件工程师之间设立任何管理岗位或正式职称。[6]“每个人都是设计师，”员工手册如此描述，“每个人都能相互质疑工作。任何人都能聘用其他人来加入自己的项目。”[7]不足为奇的是，维尔福软件公司最大限度减少障碍的方法给予了员工自由，允许他们追求任何使之感兴趣的创业想法。


  大型公司同样试图保护品牌形象，并限制市场试验的责任。在这类公司中，领导者如何允许员工冒险并自由开展试验？财捷的法律团队已经整合一份指导规则列表，如遵循这些规则，员工就能自由开展试验且无须获批。比如，在下列情况下，你无须获批即可开展试验：


  · 测试者（客户）清楚他们正在参与试验研究；


  · 测试人员不超过3万人，且试验时长不超过两个月；


  · 试验标有“财捷试验室”的标识，提醒测试者这是一场试验；


  · 试验原型不会实际完成交易或收集用户数据；


  · 试验遵循财捷的数据管理原则；


  · 试验参与者通过同公众的交流（而非指定同政府雇员或机构的交流）来了解试验内容；


  · 如合适，可向测试者提供小奖励，以此感谢测试者花费时间；


  · 在公开分享试验结果前，财捷已针对专利问题开展完整的集体讨论。[8]


  这些指导原则意在告诉员工：“我们期待你们开展试验！不用征求许可，去试验吧！”


  
    [1]Ryan Smith, personal interview, May 10, 2013.

  


  
    [2]Hanson, 2013.

  


  
    [3]Kirschbaum, 2013.

  


  
    [4]“Valve Handbook,” 2012.

  


  
    [5]Intuit Legal Department, 2013.

  


  
    [6]For an excellent summary of the dangers of using f nancial tools, see “Innovation Killers: How Financial Tools Destroy Your Capacity to Do New T ings,”Harvard Business Review, January 2008.

  


  
    [7]Cook, 2013.

  


  
    [8]Stephen Remedios, “Project Bushfire: Focusing the MighThof an Entire Organization on the Consumer & Customer,” Management Innovation eXchange, January 1, 2013, http://www.managementexchange.com/story/ project- bushfire- focussing- might- entire- organization- consumer .

  


  创新学院的领导力课程


  如在商学院学习，学院会为你提供财务、会计、运营、组织行为学及相似科目的课程，所有这些课程都会着重传授弗雷德里克·泰勒引用的逻辑学。很少有学院会将产品开发或创新者的方法作为核心课程教授给你（许多颇具前瞻性的教授会在课上讲授其中一部分原理，大部分为选修课）。大多数商学院将领导力视为管理成熟企业所需的技能组合，这些技能多用于不确定性低的情况。


  但当你面对不确定性时，你需要运用一组不同的管理原理。以斯坦福大学设计学院为代表的设计学院会教授其中一部分原理。但除设计学院外，我们认为还需要一个创新学院（I-school），其课程应同商学院的课程相关联，告诉学生如何在企业的主要职能中实现创新领导。与商学院相比，创新学院将传授一门新兴科学——不确定性的管理。创业领导力将归入创新学院的教授范畴，其他企业职能的管理同样将归入其中。如面对不确定性，你必须根据涉及的职能领域来运用不同的创新管理原理。两者之间的差异参见图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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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3 创新学院与商学院的差异


  比如，当你在商学院学习市场营销时，你通常会学习建立与保护品牌的重要性，或通过定量分析来确定客户群并获得客户反馈的重要性。但在创新学院，我们认为你应该首先忽视品牌，通过与客户的直接互动、观察或面谈来获得所有客户反馈。此外，与其强调通过完善产品以期满足广大客户群来建立品牌，创新学院更重视利用小客户群来测试低保真原型，将错误视为学习的良机。


  在商学院学习财务时，你会了解边际成本逻辑学：投入固定成本前利用新方案实施杠杆作用的重要性。但这种方法会使你偏向实践渐进性创新，而创新学院可帮助你认识边际成本逻辑学及其他金融工具的风险。[1]通常情况下，在不确定的投资环境中杠杆化投资可能导致投资失败，因为这种操作可能着重制定变通方案，而不是针对待解决的问题来设定解决方案。


  我们并不是说一种方法很好，而另一种很烂。这两种方法都很好。成功管理的关键在于能认清何时应运用商学院方法以及何时应运用创新学院的思考方式——如何选择主要取决于不确定性的程度。如不确定性高，则应运用创新学院的方法。如不确定性已被消融，则可使用商学院的方法。毕竟，假如你做出错误决定的可能性很低，则没有理由将时间浪费在开展试验上。


  话虽如此，在与高管的讨论中，我们看见对创新学院管理方法的需求在快速增加。据财捷的库克观察：“我们需要在集团的核心业务中运用这些新的领导力实践方法，因为我们面对的不确定性如此之多，有必要继续彻底改造我们自己。”[2]对于已获得商业学位且正阅读本书的读者，我们有两个问题：在获得商业学位前，你在班上开展过多少A/B试验？你建过多少方案原型？你们中大部分人的答案会是：0。我们必须改变这一现状。


  “创新学院”意指用于管理不确定性的新兴管理实践方法，尤指在初创公司中的应用。但在未来，由于不确定性的持续升高，我们将目睹所有业务的组织与管理方式都会发生变化。随着不确定性管理科学的发展，商学院将需要同时教授传统管理原理以及创新学院管理方法。


  
    [1]Ibid.

  


  
    [2]Kala Vijayraghavan and Sagar Malviya, “Hindustan Unilever Ceo Nitin Paranjpe Targets to Work Towards Perfection in a Store,”Economic Times, August 10, 2011.

  


  第三章 洞见：珍视意外发现


  如果你想创新，那就享受意外发现。很多时候，我们都忽视了意外发现的价值。


  ——金姆·克拉克 哈佛商学院前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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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利华印度公司是一家全球日用消费品领导企业的子公司，在10年时间（2000—2010年）里，它经历了收益增长率下滑、股价持平、市场份额缩减。公司为加强执行力度与提高效率所做的努力成功增加了利润，然而创新并未为之增多，甚至开始减少。其间鲜有人提出新观点，仅有的提出者也在努力过后销声匿迹。公司首席执行官尼丁·帕兰杰佩及管理团队力图发现可扭转公司发展颓势的方法，他们猜测，产生新思路与洞见是拯救公司的唯一途径。但在维持现状十年后，它将如何产生新思路呢？


  幸运的是，帕兰杰佩意识到，当你陷入例行公事完成好当前工作的思维定式时，你不可能有所顿悟。因此，为了扭转颓势，管理团队认定公司需要对客户需求及公司面临的挑战有更深入的了解。帕兰杰佩于2010年启动了“燎原之火项目”（Project Bushfire），该项目分为三个阶段，旨在分派所有员工——公司仅在印度就拥有1.5万多名员工——去客户的办公室和家里进行拜访。


  在第一阶段，联合利华印度公司发起了一项内部活动来帮助员工具备创新意识，公司通过电邮和海报提出一个问题：“你最近一次真正聆听客户的想法是什么时候？”帕兰杰佩还向每位员工发送电邮说明发起这项活动的意义，请求员工畅抒己见，并补充说明他将亲自回复每个想法。但即便做出这样的请求，质疑之声仍不绝于耳。人们在大厅窃窃私语，认为这个项目不过是“一时的调剂”。[1]


  在第二阶段，管理团队为经理们在印度境内选择了数百个拜访区域，要求经理们通过联机系统记录拜访日期及时间。尽管高层管理团队在项目启动首日便演示了如何登录系统，但成百上千的借故推脱请求表明了员工的抵抗。一位工厂厂长辩称：“我的工作是每天将工厂的生产力最大化。我确信，同与客户会面所获得的观察或洞见相比，自己离开工厂一天将会为公司带来更大的损失，且不论我们的销售与品牌经理们经常与这些客户会面。”[2]不论出现何种反对意见，帕兰杰佩都坚持要求员工百分之百地参与到项目中（他配有助手负责致电反对参与项目的经理们，并为他们安排要拜访的地点）。


  为达到观察效果，经理们扮成一线销售员来到客户家中或其商店内，询问问题。每位经理都有一份问题清单：“哪些足以证明我已知的情况？”以及“哪些是完全出乎意料或令人吃惊的？”。设立这些问题的目的在于将观测到的信息存入中央数据库。


  随后，当经理们进行第三阶段的拜访时，他们原先从工作中获得的观察体会发生了变化：有些经理在此之前从未会见过客户，当看到客户苦恼的问题时，他们感到非常吃惊。其他经理在此之前则很少切实了解过客户的真实难题，意识到自己忽视了许多机遇。随着越来越多的故事不断呈现（“燎原之火”项目团队特别重视快速分享成功的故事），许多经理改变了原先反对参与项目的态度。同样重要的是，想法（或大或小）开始涌入。


  某些观察所得的洞见于细微处为团队带来启示。比如，当帕兰杰佩站在销售区同顾客讨论新款豆奶饮料（Soya drink）时，一名女士询问为什么一款“保健”饮品会含有糖分。那时，这位首席执行官才意识到自己的团队忽视了大部分顾客在衡量保健产品时重视的一个因素。其他的洞见则带来了更大的影响。比如，一名经理人惊奇地发现，负责在印度农村地区推销联合利华印度公司产品的妇女销售团体“萨克提阿玛”（Shakti Ammas）[3]只能售出具有竞争性的产品。根据这一观察结果，公司扩增了萨克提阿玛负责的销售品种，包括由其他供应商提供的电信与银行服务，以及联合利华印度公司的新产品，如Pureit，这是一款廉价的水净化系统。这些洞见为公司增加了5000个零售店，并促进采用零库存模型。


  其他变化则对联合利华印度公司的企业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比如，这个项目使得联合利华印度公司全体员工开始重新关注客户的想法。管理团队的每名成员每两周都会用至少两小时的时间同客户进行互动，经理们每月都会拜访至少五位客户。此外，联合利华印度公司采用了不同于过去的模式来捕捉洞见：当有人提出一个想法时，管理委员会的一名成员首先会向提出者致谢；当想法进入试验检测阶段时，想法的提出者将被予以感谢并受邀参与试验检测。


  这些努力的回报已经在联合利华印度公司的财务业绩上得以体现。持平十年后，联合利华印度公司的股价在2012年上升34%（为敏感指数的两倍），且销售额上涨了40个百分点。[4]此外，联合利华印度公司的创新溢价攀升至44%，使其成为一流的消费品公司，名列《福布斯》2012年度全球最富创新精神公司（排在第12位）。


  生成洞见是我们端对端创新过程的第一步。本章中，我们将说明洞见并非是魔法变出的奇迹或单纯凭借雇用“创意型”人才所能实现的。相反，洞见来自我们能够实现的行为或过程。你将了解成功公司如何生成、捕捉以及选择洞见。


  
    [1]Michael Dell, personal interview, June 25, 2004.

  


  
    [2]Scott Cook, personal interview, May 7, 2013.

  


  
    [3]Clayton M.Christensen,The Innovator’s Dilemma: When New Technologies Cause Great Firms to Fail（Bost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 2013）.

  


  
    [4]Remedios, 2013.

  


  生成洞见的四种关键行为


  只有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创新才有价值。因此，生成洞见的第一步是找到一个值得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是别人忽视的问题，也可以是一个可能拥有新解决方案的已知问题。我们已经发现，“惊奇”是促进生成洞见的催化剂。惊奇可能意味着你学到了新事物，而这个新事物可能衍生出一个洞见，因为假如它能让你感到惊奇，那么同样可以让其他人惊奇。比如，当财捷的移动集市团队在观察农民进行交易时，惊奇地发现农作物价格在一天之内可以产生50%的波动。这是农民在试图提升农作物交易价格时遇到问题的征兆。与此相似，当迈克尔·戴尔购买了所有部件，尝试在宿舍组装台式电脑时，他惊奇地发现自己组装的电脑仅需花费六七百美元，而IBM的台式电脑售价高达2500美元。戴尔告诉我们，这一惊奇发现让他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商店购买台式电脑的价格高达电脑零件总价的六倍？”[1]财捷创始人斯科特·库克教会员工要“享受意外发现”，他说：“在财捷，我们教会员工问两个问题——什么能让人惊奇？什么和你预想的不同？真正的学习与创新来自这两个问题。”[2]


  我们曾写过一本《创新者的基因》，它解释了杰出的创新者如何发现惊奇事物，并生成新的洞见。[3]书中描述了四种可引发联想的行为：能将看起来无关的信息或想法关联起来，并以新的方式将它们结合在一起，比如，见到皮艇上的冲浪板，就有了桨叶式冲浪板的创意。当大脑试图从发问、观察、交际和实验中综合信息并理解其含义时，联想由此产生。如图3–1所示，发问、观察、交际和实验即为从联系中激发新洞见的四种关键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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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1 创新者的基因行为


  第一，人们从发问中生成洞见，通过问“为什么……”“为什么不……”来不断挑战现状，颠覆局势。他们经常通过问“假如……”来设想一个不同的未来。发问可为我们发现新关联、生成洞见打开思路，增加助力。


  联合利华印度公司的“燎原之火”项目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联合利华印度公司的团队成员用一系列问题开始他们亲近市场的旅程，其中包括“什么令你惊奇？”，以及“什么是联合利华印度公司应该做而现在没做的事？”这些问题促成了创新的发展。一位在联合利华印度公司芒格洛尔工厂工作的经理质疑为什么不能在当地商店买到联合利华印度公司的产品。这一观察暗示了公司分销网络存在问题，经过研究，公司扩增了新的零售点。发问帮助我们以新的视角看待事物，从而开阔新视野，创造更多可能。


  第二，如同人类学家那样，经理们通过观察周遭环境来获取新想法。他们走出自己的格子间，近距离观察周围的世界——尤其是客户、产品、服务与流程——以期获得灵感，找到独特的行事方式。比如，联合利华印度公司的一名经理观察发现，尽管经销商的库存充足，但仍存在零售店主库存不足的情况。这一发现促使经理通过采用零售驱动模式来完善库存制度：店主的订单直接发至联合利华印度公司，由联合利华印度公司负责将所需的产品发送给经销商，这样可为零售商消除多余库存，提升订单履行效率。此外，请不要低估那些意料之外的小想法所蕴含的价值。比如，一名精于产品包装的经理曾看到一位客户重新设计了利乐四面体纸包装，这样可将包装悬挂在天花板上，方便经过的顾客看见它们，这种新奇的做法给这名经理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三，我们研究的成功创新者都擅长社交以及同人交谈，以期发现，或得到灵感，来用新方法解决令人困惑的难题。他们定期同与自己外貌、行事风格以及（最为重要的）想法不同的人交谈。这些创新者同多种多样的人互动，目的不是为了增加资源，而是获取新想法。尽管实地拜访项目是由联合利华印度公司首次发起的，但当经理们遇到不同领域的人时，他们会主动建立新的联系，帮助生成新的想法。


  比如，市场营销部的经理们意识到供应链经理同样可以解决一个销售难题。一名经理这样说道：“假如你认为，有机化学博士无法将任何价值附加在同平板电脑相关的销售流程上，那么你大错特错。”[4]另一名经理这样说道：“几年前，可能很难看到一名品牌经理询问财务经理对一条广告的看法。但在今天，这已成为普遍现象。”[5]


  第四，我们可以通过不断试验来生成洞见。无论走到哪里，创新者都会尝试体验新的事物。他们将产品或流程步骤分开，观察事物之间如何运作，并思考如何实现改进，第五章将详述这一部分。此外，他们会快速试验不同的解决办法，或做出方案原型，用以发现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比如，当联合利华印度公司的工厂经理拜访一位零售店主时，他吃惊地发现困扰店主的种种问题都可以通过拨打工厂公开的客服热线电话得到解决。于是，这名经理做了一个试验：他将客服热线的号码印在每个包装盒上。瞬间，拨打热线电话的人络绎不绝，而存在已久的老难题数量直线下降。


  我们研究了不同公司的创立者与领导者，他们都有着高创新溢价（均名列《福布斯》榜单）。我们发现他们将31%的时间花在这四种发现行为中，以期获得新洞见。与此相反，低创新溢价公司的领导者们仅将15%的时间用于这四种行为。


  领导者们该怎样促进创新呢？他们如何确保能够捕捉洞见，并且从中选取最适合创新者方法的想法呢？


  
    [1]Ibid.

  


  
    [2]Julia Kirby and Thomas A.Stewart, “The Institutional Yes: An Interview with Jef Bezos,”Harvard Business Review, October 2007.

  


  
    [3]Kirby and Stewart, 2007.

  


  
    [4]Larry Huston and Nabil Sakkab, “Connect and Develop,”Harvard Business Review , March 2006.

  


  
    [5]Jef Howe,Crowdsourcing: How the Power of the Crowd Is Driving the Future of Business（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8）.

  


  广泛搜索


  在进行这四种行为时，广泛搜索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跨国家、跨行业、跨公司、跨技术、跨功能等来寻求想法。爱因斯坦将这称为“组合式玩法”。广泛搜索可使你汲取的知识更具多样性，使想法经组合优化后变得更为适宜，进行更多试验，提高发现洞见的可能性。我们还发现善于广泛搜索的人更易产生顿悟，而从中生成的洞见好似凭空出现。


  创办亚马逊的杰夫·贝佐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决定在线销售图书之前，贝佐斯研究了排名前二十的邮购产品。他猜测人们更愿意通过互联网购买标准品（变动非常少的产品）。出乎他意料的是，图书（典型的标准品）并不在前二十之列。随后，他找到了原因：在版图书实在太多，没有哪一个书目可以将所有书籍收录其中。即便存在这样的书目，邮购其中囊括的书籍也是一项极为耗资的巨大工程。在贝佐斯看来，互联网是提供这种书目的理想工具。


  尽管扎根于图书市场且定位为领先的图书零售商，但亚马逊备有一份搜索记录，上面记载了为获得新商业想法而做的广泛搜索。现今，亚马逊已扩展业务范围，覆盖多种产品及服务：从电子阅读器、平板电脑到云计算服务（亚马逊EC2），通过亚马逊金牌服务实现的视频数据流服务以及日常食品杂货快递服务（亚马逊生鲜）。最近，亚马逊进入了商贷（亚马贷）领域。据报道，它正在考虑进入其他领域，如智能电话与电视机机顶盒。


  尽管有批评意见指责亚马逊不够专注，但贝佐斯仍鼓励员工广泛搜索新想法。“每当我们涵盖新的业务领域时，外部人一开始都会将它看成是一种分心，甚至内部人有时也会这么看，”贝佐斯说道，“他们会说，‘你为什么将业务扩展到传媒产品？你为什么要走国际路线？你为什么和第三方卖家开始业务往来？’如今，我们正在使用新的基础设施网络服务。又有人说，‘为什么要迎合这些新开发商客户呢？’”[1]贝佐斯补充说，大部分公司的错误在于无所作为，而非有所作为：“这和你一直皱眉反对变化是截然不同的。当你不应该执着于皱着眉头反对做出改变时，你却那么干了。”他还说：“创造一种人人都愿意接受飞跃、做出改变的文化是很有趣的。这同‘习惯性说不’相反。这种文化是‘习惯性说好’。在亚马逊工作的人会说：‘我们会想办法弄清楚该怎么完成这个’。”[2]


  大部分人自然会在小范围内完成搜索，因为他们接受的教导是要充分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尽管这一策略在向已知领域扩展时是奏效的，但它会限制你产生新洞见。广泛搜索可能包括将产品扩展到新的行业、剖析来自不同行业的产品，或是向自己提问并强迫自己拓宽视野（“假如法律禁止我们向现有客户出售现有产品，那么我们明年如何盈利？”）。广泛搜索新知识或新的发展潜力可极大提高发现突破性新洞见的可能性。


  
    [1]Howard Leventhal, Robert Singer, and Susan Jones, “Ef ects of Fear and Specif city ofirecommendation upon Attitudes and Behavior,”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 no.1（1965）: 20.

  


  
    [2]Jef Zias, personal interview, May 6, 2013.

  


  捕捉洞见


  在过去数十年间，许多公司已启动捕获新想法的流程，如建立想法资源库和知识数据库，但其中许多公司的建议箱形同虚设，仅是面子工程。成功捕获新想法是实现创新的重要环节，因此，经理们需要利用合适的工具，采用适用的流程。


  我们研究了一个广受大众欢迎的模式——美国偶像模式（American Idol model）。你可以挑战员工，鼓励他们提交想法，并设立一个评审小组从中进行筛选和挑选。比如，谷歌每年会举办四次创新者挑战赛。员工提交想法，由公司管理高层进行评审。提出获胜想法的员工将得到落实想法所需的资源（我们将在下一节讨论如何挑选想法）。玛丽莎·梅耶尔支持定期举办头脑风暴讨论会（brainstorming sessions），工程师在会上有十分钟的时间向梅耶尔和其他100人抛出自己的想法。举办这类讨论会的目的不仅在于捕捉洞见，而且是为了通过集体讨论，使提出的初步设想至少配有一个新的补充想法。


  第二种方法是利用数字协作平台，有时称为想法管理系统。谷歌公司将其协作平台视为想法库，财捷将其协作平台称为“头脑风暴”，而AT&T则将它的协作平台称为TIP。许多公司，如思科服务公司，均从如Brightidea的外部公司获取信息（Spigot和AHHHA是其他广为使用的工具）。这些工具允许员工（或外部人员）上传、浏览、分类并过滤想法；投票并提供反馈；还可使用其他社交网络功能，如关注和标记。这些工具利用众包（分派给个人或组织的外包任务）来鼓励、改善并推进想法，其方式是集中受控的静态建议箱无法实现的。


  话虽如此，但你必须克服挑战，成功鼓励员工参与创新活动。财捷使用的头脑风暴平台非常稳固，因为它已植入企业文化，但仍需要采取措施来促进创新，捕获具有潜力的想法，开发并支持这类想法的发展。其他公司，如思科和高通公司，则采用分批处理流程，在特定的时间将所有人的注意力集中在想法平台上。还有一部分公司，如联合利华印度公司，会指派团队来回应并开发每种想法。从中可得到的启示是，应利用经过培训的团队来对群体创新给予鼓励与培养。


  AT&T的TIP是我们见过的最大的想法资源平台，AT&T的20万名员工中有一半都参与其中。TIP帮助公司将典型的创新弱势——过于庞大的员工数量——转变为优势。这是一个人人平等的平台，一线员工参与初期环节，他们同高级经理一样具有发言权。在线平台使得分布在全世界的员工都能投票、评论，并基于想法实现协作。在指定时间段（又称为一“季”，如同《美国偶像》每期的叫法）即将结束时，排名前列的想法将接受“天使”的评估，“天使”由一群高级主管组成，他们将选出具有潜力的想法，并在现场陈述会上予以公布。被选中的想法将获得种子基金。每个被选中的项目将由提出获胜想法的创新者管理：这些员工将担任每个项目的“首席执行官”。他们在概念验证阶段指导开发被选中的想法，假如项目的营业单位能满足第二轮投资的要求，他们将会得到额外资助。


  举例来说，一名呼叫中心的员工因一场车祸失去了挚友，而车祸是因司机分心导致的，这名员工设想能发明一款防止司机在开车时发短信的产品。在她将想法提交至TIP后的一周内，同事们便开始提供能有效完善和实施这个想法的指导。最终，她受邀向AT&T的领导层展示她的想法，在场的领导包括首席执行官兰德尔·史蒂芬森。高管们为落实这个想法提供资金，并将它移至AT&T的铸造车间，这里是TIP的孵化室，它将开发出由想法衍生的产品原型，最终将产品投入市场。最后成型的Dubbed DriveMode应用获得了几十万的下载量，且成为AT&T“不需要那么着急”（It Can Wait）公共服务活动的奠基石。


  有些公司同样建有数据库来捕获新想法。比如，联合利华印度公司将燎原之火项目得到的所有实地拜访结果全部输入数据库。为保证想法的实时性，这个项目完成了两件事：它承诺会回复每一个想法；它安排经理研究数据库，发现好想法，然后同想法提出者一道推进想法的落实。


  为从公司外部捕捉洞见，有些公司会建立相应的流程。比如，宝洁公司已安排70名“科技型创业者”将所有时间全部用于搜索新想法，以期为宝洁公司带来改变。这些资深人士帮助确定重点客户的需求，并做出技术概要来明确公司需要解决的问题。他们会创造外部联系，比如同高校与产业研究员会面，并深入研究可为落实想法提供支持的科学文献、专利数据库以及其他数据来源，比如，他们会看遍罗马的商品陈列架，或参加产品与技术博览会。一名科技型创业者探索了日本的当地市场，最终将观察结果变成了日后的朗白先生神奇橡皮擦（Mr.Clean Magic Eraser）。宝洁公司的科技型创业者遍布中国、印度、日本、西欧、拉丁美洲以及美国的六个连接与开发中心。迄今为止，他们已经确定了超过一万种产品、产品创意和极具潜力的技术。[1]


  
    [1]Valve Sof ware, “Valve Handbook for New Employees,” 2012.

  


  选择洞见


  最近，供职于《预算旅行者》（Budget Traveler）杂志的编辑们有了一个绝妙的想法来生成新素材：为什么不利用大众外包的方式向读者收集一个完整的问题呢？他们邀请读者提出问题，并收到了2800份回复，其中超过500份回复都提到了一个问题——你热爱纽约的50个理由。尽管这次项目生成了新素材，但编辑们现在面临一个艰巨的任务：如何将近3000份回复进行分类，然后从中选出出现频率最高的问题，再进行修订、编辑，从而形成一篇完整的文章？最后，编辑埃里克·托克勒斯道出了这段苦乐参半的经历：“这让我们清楚认识到一点，绝不能让这个问题显得廉价或容易。”[1]


  大型公司的领导者面对相似的难题：在他们成功激励、捕捉洞见时，可能已经打破机制，使其无法筛选出最具潜力的创意。为解决这一难题，大多数公司会使用相似的方法，通常是举行一场类似于商业计划的比赛，由高级主管做评委。不幸的是，这一方法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回忆一下我们早前进行的讨论：领导者在高度不确定情景中做决定面临的难题。我们已经发现，对于领导者而言，更为可行的办法是选出有利于组织创新的洞见，然后利用“投票测试”或“验证测试”来进一步开发这些洞见。


  投票测试


  《预算旅行者》杂志是如何解决编辑问题的呢？假如编辑通过读者来完成材料的获取与评估，情况又将如何？如以众包的形式来选择洞见，我们又将这种形式称为“大众投票”，则无论是内部人还是外部人，都将对组织选择创意发挥作用。以无限T恤（Threadless）为例，它是一个艺术家在线社区，也是一个电子商务网站。无限T恤在会员社区中招募客户，邀请客户将自己有关T恤标语和设计的想法提交至网站，随后将这些想法转述给艺术家新人们，由他们进行T恤设计，而网站无须聘请专业设计师。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无限T恤利用大众投票（群众在此意指客户与设计师）来选择投入市场的设计。通过众包，无限T恤可以更好地预测会热卖的T恤。它已取得令人称羡的业绩记录：从未制造过一件滞销的T恤，所有T恤均全部售罄。


  当你利用群体来评估一个出售物或预测不确定事件时，大众投票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然而，假如你试图预测某个复杂的技术难题、根本问题或解决方案，请在使用大众投票时格外注意。在这些情况中，真正起作用的是专业知识，用手进行实际操作的方法可比理论观点带来更加可行的预测。


  作为备选方案，你可以创建一个选择系统，基于洞见的提出者是否能够动员其他人自发花费时间落实洞见方案来选择最具潜力的洞见，这是初创公司创始人必须做的一件事。与此相似，不同于其他公司，谷歌公司和维尔福软件公司向员工发出挑战，鼓励他们招募其他同事用自行安排的时间来完成自己的项目。公司从中选出引人注目的项目投入进一步开发，因为它们成功吸引到了同事的志愿资源（见“如何使创新时间发挥功效”专栏）。


  
    [1]Paul Kirschbaum, personal interview, October 17, 2013.

  


  如何使创新时间发挥功效


  研究人员要求耶鲁大学学生做一件使自己受益的事：注射破伤风针。研究人员告诉了其中一组学生准确的注射时间和地点，然后试图恐吓他们不要去注射。而在另一组，研究人员提供了同样的信息，但增加了一份列明建筑方位的地图。所有学生都对校园非常熟悉，但当他们收到地图后，他们的参与率从3%上升至28%。即便学生知道该怎么做，提供一个有用的工具仍可以提升参与率。[1]与此同理，假如你提供一份指导“地图”，那么在你给予团队成员足够的时间实现创新时，成功的可能性会更高。


  比如，当杰夫·兹亚斯在财捷负责松散时间规划时，他注意到极少有人会利用这些松散时间。为绘制出时间规划图，他鼓励人们在日历上标出自己会使用松散时间的日子。这个举动将员工参与率提升了20%。随后，兹亚斯招募了志愿者来分享利用松散时间的最佳范例，支持革新时间管理制度。


  即便如此，兹亚斯仍发现人们不知道如何利用松散时间。于是，他创造了一系列“搞定挑战赛”（hack-a-thons）：在24~48小时内，人们将其他所有事物隔离在外，仅关注创新。起初，员工们聚在一起参加“创意挑战赛”（idea jams），并利用头脑风暴的讨论形式来解决遇到的难题与产品问题。超过12种产品，包括iPad上的TurboTax，都来自早期的创意挑战赛。接着，兹亚斯又创造了更多具体的挑战赛：“疼痛挑战赛”（pain jams）旨在发现值得解决的难题，“方案挑战赛”（solution jams）旨在通过头脑风暴得出解决方案，而“编程挑战赛”（code jams）旨在开发原型或对已有产品做出改变。


  兹亚斯争论道，财捷在开发新产品上取得的相当一部分成功都可归功于松散时间整体利用率的提高，但其带来的更大好处则是终结了流言。六年前，财捷被视为一家“陈旧且迟钝的公司”，人们认为很难让它进行创新，使其灵活高效。创意挑战赛和编程挑战赛通过鼓励员工——“上去，搞定它”——用行动终结了这些流言。[2]


  维尔福软件公司的例子则更为彻底，它要求洞见提出者招募其他人一起落实洞见方案，从而创造了一个适用于初创公司的真实网络——为创意而生的内部市场。维尔福软件公司的员工手册这样写道：


  维尔福采用的是扁平化管理结构，员工不用因为命令要求而去参与项目。相反，你将有权自行决定工作的内容。员工可用脚（或工作桌的滚轮）来对项目进行投票。优秀项目意指能向人们证实其价值的项目，这样的项目很容易招到人。而这就意味着，公司内部将有许多招募计划。同事将邀请你参加自己的项目，他们也会努力让你答应加入，但最终的决定权在你手上……


  维尔福没有编撰任何规则手册来说明如何选择一个项目或一项任务。但回答这些问题会对你的抉择有所帮助：在所有进行中的项目里，我能致力于创造出最多价值的事情是什么？哪个项目将对客户带来最为直观的影响？[3]


  这个方法是非同寻常的。据供职于维尔福的保罗·基施鲍姆（亚马逊前员工）观察称：“维尔福的工作方式非常不同。你必须清楚知道如何安排自己的时间——你认为哪些项目能创造出最多的价值。假如你想要落实一个想法，你必须使其他人相信这个想法值得落实。没有哪位经理会告诉你做什么。假如其他人都觉得你的想法有亮点，那你就会得到落实想法的资源。”[4]这种自由选择权对于成功创新而言至关重要，因为研究表明，创意来自内在动力被激发且能够落实想法的人群。[5]


  这个方法还可创造出这样一个环境：人们乐于工作且充满动力，因为他们做的是自己在意的事。“我们想要创新者，而这意味着公司需要维持一个能让创新者活跃其中的环境，”维尔福的领导者在员工手册中这样写道，“这就是为什么维尔福采用扁平化管理。它能迅速表明我们没有任何管理层级制度，没有人需要向任何上级‘报告’。我们有一位创立者/总裁，但即便他也不是你的经理。这家公司由你掌舵……你有权力完成项目。”[6]这对于一家选择创意加以实践的公司而言，是一次强有力的投票测试。


  验证测试


  有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情况：个人（或团队）对某个想法满怀热情，却没有“投票”权。这种情况可能会产生重要影响。你怎样从因想法很糟糕而丧失投票权但同样热情的个人中分辨出上述情况中的这群人呢？向他们提供我们介绍的工具，让他们做一个快速测试。假如他们的洞见值得考虑，会产生相应的验证数据说明他们的想法值得进一步深挖。比如，当谷歌的工程师保罗·布赫海特想到一个主意，可以建立一个系统将谷歌邮箱信息中的关键词提炼出来，然后自动匹配一个相关的广告，并将广告陈列在信息旁边。玛丽莎·梅耶尔让他放弃这个想法。“我当时想的是，‘保罗，保罗，保罗——广告永远不会有什么效果’，”梅耶尔在斯坦福大学的播客中这样说道，“我们永远不会赚到钱，也不会将目标设为在电子邮件中插入广告，这样做简直太恐怖和怪异了。人们会认为谷歌的工作人员读过他们的邮件，并选出广告插入邮件，事情会变得相当糟糕。”[7]布赫海特是幸运的，在谷歌的企业文化中，实证结果胜于上层意见。因此，即使梅耶尔让他承诺不再建立原型，他依然彻夜通宵，设法做出了一个，打赌它将证明梅耶尔的想法是错误的。他在早上7点（梅耶尔上班前）发布了这个系统的原型，将它称为广告联盟（AdSense）。当梅耶尔首次看到这个原型时，她甚为恼火。但当她查看谷歌邮箱时，看到一封朋友邀请她远足的邮件，而邮件旁边附有一则徒步鞋的广告。另一封邮件是有关阿尔·戈尔参观斯坦福大学并做演讲的消息，邮件旁边则是有关阿尔·戈尔所著书的广告。梅耶尔极不情愿地承认广告联盟比她预想的要有用、有趣、有意义。[8]更为重要的是，来自系统原型的数据表明广告联盟大获成功（布赫海特的原型衍生出附加原型，广告联盟被用于通过关键词搜索、网站内容以及网页浏览来识别广告机会，从中产生的年收益高达100亿美元）。实际上，谷歌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经常建议谷歌人在将产品投入市场前，如能“在谷歌内部使100名用户高兴”，即可认为其产品通过概念验证，可投放市场。


  里杰内隆制药公司是一家新兴的生物科技明星公司，有着同谷歌相似的模式，它通过小筹码、广撒网的方式寻找创意，并利用试验来选出最佳创意，其创新溢价高达63%（在我们最新的《福布斯》最具创新精神公司的榜单上名列第四）。根据《福布斯》对公开上市交易公司过去十年获批的220种药物所做的分析，发明三种或更多种药物的公司在每种药物的研发上平均花费43亿美元。里杰内隆公司的平均制药成本是多少？仅为7.36亿美元。相比由高级经理人选出合适的洞见进行测试与开发，里杰内隆的模式要高效许多：设定成功的标准，然后通过快速、节俭的试验来确定选择研发的药物。据里杰内隆首席执行官伦纳德·施莱弗尔所说，让领导者选择公司应关注的想法实际是个糟糕的主意。“对于我们而言，‘关注’是个肮脏的字眼好吗？假如你认为自己能够选出最应关注的想法，并忽视其他所有想法，那么你犯了一个大错。”[9]这句话的意义在于：在高度不确定性中挑选胜出者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让试验来证明最应落实的洞见方案。


  
    [1]Teresa Amabile, “Motivating Creativity in Organizations,”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40, no.1（1997）: 39–58.

  


  
    [2]“Valve Handbook,” 2012.

  


  
    [3]Ryan Tate,Th e 20% Doctrin（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12）, 26.

  


  
    [4]Ibid, 28.

  


  
    [5]Matthew Herpen, “The Miracle Workers,”Forbes, September 2, 2013, 94.

  


  
    [6]Mike Maples, personal interview, May 13, 2009.

  


  
    [7]As recounted by Maples, 2009, and in Jefirey Rayport, Marco Iansiti, and Myra Hart, “Motive Communications,” Case 699- 157（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2001）.

  


  
    [8]Quoted in Clayton Christensen, Scott Cook, and Taddy Hall, “Marketing Malpractice: The Cause and the Cure,”Harvard Business Review, December 2005.

  


  
    [9]Anthony Ulwick, “Turning Customer Input into Innovation,”Harvard Business Review , January 2002.

  


  注意：创新者负责创新，客户负责验证


  多数情况下，你将从对客户与其他人的观察和互动中得到解决问题的新洞见，但不要有这样的想法——让你的客户为你创新。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会强调寻求反馈的重要性，但不要期望客户会告诉你应该创新的内容是什么。客户很难预见未来，也很难分析清楚矛盾需求。比如，当客户告诉金佰利克拉克公司（Kimberly-Clark）他们不希望学会使用厕所的孩子穿纸尿裤，但同样不希望孩子尿床时，他们无法想象有这样的解决方案：具有纸尿裤吸水特性的一次性内裤（又叫“拉拉裤”，它们形成的产业值高达数百万美元）。我们将在下一章讲述如何避免陷入这种两难境地：请将注意力集中在客户需要完成的任务上，提出各种各样建有原型的解决方案，然后使用创新者方法介绍的工具，依赖客户来验证解决方案的可行性。


  洞见业务


  你无法通过重复已经做过的事来捕获大量新洞见，但你可以通过改变正在做的事来生成许多新洞见。发问、观察、交际与实验将提高你了解新的意外发现的可能性。享受这些意外发现吧，它们可能是实现大飞跃的助推剂。


  让我们补充一点：你无法通过向人们砸钱来获得更多洞见。恰恰与这种直觉相反，我们的研究表明，某些最为成功的创新者几乎没有为创新投入金钱奖励。那么人们为什么会参与创新呢？这是因为一旦领略了创新的魅力，许多人都会将创新视为自己人生最有意义的事业。人们当然想得到认可，亲自参与推进自己的洞见方案，并使之成为实实在在的商业活动，这种参与包括抽出时间来落实想法（我们观察过的多家公司都会为最具潜力想法的提出者提供3~12个月的休假时间）。你不应忘记奖赏人们，利用参股来留住你最好的创新者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但是，给予人们足够的时间和机会来追逐他们的想法可能是你最应做的事，这很重要。另外，让自己变得平易近人、和善待人可帮助启发生成更多洞见，带来巨大改变。


  第四章 问题：厘清需要完成的工作


  没有问题，就没有机会。没人会掏钱让你解决不是问题的问题。


  ——维诺德·科斯拉 太阳微系统（Sun Microsystems）及科斯拉创投公司（Khosla Ventures）创始人


  [image: ]


  当电信业前资深高管小麦克·梅普尔斯决定与几位同事一起创立一家新的风投公司时，他们面临的问题是不知道该创立哪一类风投公司。因此，梅普尔斯及其团队达成一项不同寻常的协议：在发现值得解决的问题之前，不着手建立任何东西。他和朋友们开始每周约见几次，讨论他们发现的问题。接着，他们会在一周内与业内人士单独会面，对其创意进行测试。尽管生成了许多有趣的洞见，梅普尔斯及其团队依然执着向前，铭记他们要寻找大问题，其重要性应能同“你需要止血带，否则就会死”这样生死攸关的问题相提并论。[1]


  最终，该团队锁定了正快速扩张的服务台问题——一个榨干IT行业且值700亿美元的问题。研究表明，由于软件解决方案已变得愈加复杂，服务台需要越来越多的知识型员工来解决客户面对的技术挑战。当时，服务台的运行占用了微软80%的员工，且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增长。毫不意外的是，已有几家公司开发出解决方案，这些方案通常为回答常见问题的知识数据库。


  梅普尔斯的团队成员认为他们同样应开发一个知识数据库，但它需是一个优于竞争产品的解决方案。然而，由于已经承诺会首先深入了解问题，他们一致同意先留心观察服务台面对的挑战。


  因此，团队成员走进呼叫中心，观察技术人员，用秒表测算呼叫时间，并记录呼叫内容。他们也坐下来同技术人员、管理者以及高管讨论并了解问题。他们有了令人震惊的发现：实际上仅有25%的呼叫时间被用于解决问题，高达75%的时间被用来收集客户信息，确认客户是否有支持方案，诊断诸如操作系统等简单的问题，而问题中仅有25%的部分能从知识数据库得到解答。如果团队能使简单工作自动化，就能够解决一个耗费了价值700亿美元产业超过一半生产力的问题。利用对此问题的深入洞察，梅普尔斯和同事着手组建了Motive Communications——一家通过为实际问题提供更好解决方案而实现数十亿美元市值的公司。[2]


  梅普尔斯的经验印证了在试图解决问题之前应首先深刻了解问题的重要性。尽管事先观察问题似乎理所当然，但事实上，大多数管理者会在确认问题值得解决之前便着手研究解决方案。结果，尽管制定出高度创新的解决方案，但由于没人愿意购买，致使产品或服务以失败告终。因此，接下来在创新过程中，你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以深刻理解正在解决的问题（需要完成的工作）作为切入点。


  
    [1]Gianfranco Zaccai, “Why Focus Groups Kill Innovation, from the Designer Behind Swif er,’ 2012, http://www.fastcodesign.com/1671033/ why- focus- groups- kill- innovation- from- the- designer- behind- swif er .

  


  
    [2]See Jefirey Dyer, Hal Gregersen, and Clayton Christensen, The Innovator’s DNA（Bost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 2011）.

  


  深刻理解需要完成的工作


  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提出，客户（个人和公司）有着定期出现并需要完成的“工作”。当客户发觉出现需要完成的工作时，他们会四处寻找可用来帮助他们完成工作的产品或服务。著名的市场营销教授西奥多·莱维特曾观察道：“人们不是想买一个0.25英寸长的电钻，他们想要一个0.25英寸长的钻孔！”[1]


  比如，顾客可能会买熨斗和烫衣板来烫平衣物上的褶皱，但是他们实际上不想要熨斗和烫衣板，他们真正想要的是没有褶皱的衣服。了解工作实质所在，你就能够针对问题或解决方案生成不同的洞见。与其思考如何改进熨斗或烫衣板，不如考虑发明一种衣用除皱喷雾，或一款可嵌入烘干机的产品，使之能起到织物柔软剂片的效果。或者，你也可以开发出一款装在洗衣机或淋浴器上的产品，利用蒸汽抚平褶皱。我们已经发现，退一步以便深刻理解需要完成的工作是一种有用的方法，它不仅可促进激发创意，还能为解决实际问题、研发解决方案奠定基础。


  此外，认清每项工作都有其功能维度、社会维度和情绪维度，且这些维度的重要性因工作不同而不同非常重要。例如，“我需要有高级精英群体的归属感”是奢侈品牌产品（如古驰和范思哲）需完成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这项工作的功能维度远不如其社会维度和情绪维度重要。相反，如果你想租用一辆送货车，你可能关注的是卡车的功能维度，如载货量或装货的难易程度。但即使一项工作看似仅具备功能性，仍应注意其隐含的情绪维度或社会维度。例如，即使一辆哈雷戴维森摩托功能强大，许多人选择它却是因为社会因素：他们想加入哈雷车主会，成为这个组团骑摩托驰骋公路的俱乐部一分子。理解一项工作的功能、社会和情绪维度是帮助你真正解决问题并准备好成功实现创新的最关键因素，它将带领你找到可能从未考虑过但能取得更大成功的解决方案。


  另一个思考需完成工作的方法是问自己“客户想要的结果是什么”。安东尼·尤里维克介绍了步履维艰的医疗设备制造商Cordis公司为了使其血管成形术（一种心脏手术，手术期间医生将设备穿过动脉到达心脏，并在心脏处给气囊充气用以置入支架，从而减缓受损心脏动脉的堵塞）相关产品在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所做的努力。为增加机会，尤里维克帮助Cordis团队将注意力从功能转移到结果。采访人员以一组客户（外科医生和护士）作为参照样本，请他们将血管成形术从头至尾进行讨论。在客户讨论的过程中，Cordis团队问了一个问题：“抛开现有的解决方案，就理想情况而言，你们想要什么。”之后，他们将客户真正想要的解决方案转化为结果。


  比如，当外科医生说想要一个光滑的气囊时，采访人员询问其原因，医生回答希望避免意外切到血管。因此，团队将这一想法转化为结果（需要完成的工作）。他们对手术过程中需要完成的所有工作进行了对比，并建立假设得出未满足的最大需求（最为重要但满意度最低的结果）：将重要性评分可达9.5（满分10）但满意度仅为3.2的动脉堵塞复发率降至最低。他们接着重新设计支架，以便完成该项工作。一年内，Cordis将其市场份额从不足1%提高至超过10%。[2]


  在寻找需要完成的工作时，请牢记并非所有的工作同等重要。世界充满了机遇，真正的问题在于哪些工作值得解决。那么，你如何得知这个工作值得解决？你应寻找我们称之为可获利的工作：一大群有钱且乐意付钱让你解决问题的客户所遇到的重要需求或问题。太多创新者致力于完成极其有趣的工作，但仅有极少数客户愿意为此掏钱，或是有此需求的客户并没有钱或不愿为此付费。比如，虽然许多小学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但它们的预算时常受限，无力支付，除非你能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帮助它们解除预算限制。


  考虑不同的可获利工作时，同样应考虑到一个工作有时会涉及多种客户。针对任一具体工作，最多有三类客户：经济客户（解决方案付费者）、技术客户（解决方案安装者）和最终用户（解决方案使用者）。当然，你希望了解每类客户需要完成的工作，这样可避免在满足一类客户需求的同时为另一类客户制造麻烦。比如，你为一名客户（最终客户）解决了医疗问题，但保险公司或行政人员（经济客户）拒绝付款，那么你实际上无法完成这项工作。因此记住，你可能需要寻求创新型方法来为多种客户完成需要完成的工作。


  最后，我们建议你寻找能够形容为鲨鱼咬而非蚊子叮的可获利客户问题。许多人都受到蚊子叮的困扰，但我们很少为此购买止痒膏，只是忍受。但如果鲨鱼咬了你，你就会不惜一切代价来缓解疼痛，并且是立即采取行动。你的目标应该是寻找你能解决的“鲨鱼咬”——那些使客户日不能思夜不能寐、深陷其中耗费时间或徒增压力的问题或需求。


  讨论鲨鱼咬时，相比市场规模，我们更多是指客户情绪和参与度。当然，你会想要解决市场庞大的问题，但新创意的市场在起步之初通常很小。管理者易陷入的最大陷阱就是否决规模过小而无法满足大型企业快速增长需求的新项目。但种子在长成参天大树之前都很渺小，它们需要时间成熟。鉴于此，即使你可能会被建议以判断市场规模作为着手点，但我们依然鼓励你更多地关注客户情绪。强烈的情绪通常会产生极具吸引力的市场。因此，不要上当。看似蚊子叮的问题可能会是一个值得满足的重要客户需求（见“Instagram是鲨鱼咬，还是蚊子叮？”专栏）。


  
    [1]Juan Carlos, “DaviPlata: ‘ Self- Service’ Financial Inclusion,” Management Innovation eXchange, 2013, http://www.managementexchange.com/story/ daviplata- f nancial- inclusion- all- using- self- service- transactional- product- going- kyc- kyc- know- .

  


  
    [2]Ibid.

  


  Instagram是鲨鱼咬，还是蚊子叮？


  为找到可获利工作，你可以关注客户压力的来源，什么使他们夜不能眠，他们的时间花在哪儿，或是他们讨厌干什么：这些我们可将之归类为问题的事情。但简单的快乐呢？尽管我们在本章中使用了“问题”一词，许多重要的工作实际是客户所需满足的需求或希望找到的快乐。了解客户需求时，仔细思考“有也不错”和“必须要有”之间的区别。


  许多我们认为是简单快乐的事情实际上能够解决深层次的人类需求。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提出了人类需求层次理论，指出除对食物和住所的基本需求外，我们还对归属、爱、友谊和受重视感有着强烈渴望。这些需求一旦得到满足，我们便会出现对自我实现感的需求，其中包括创造并体验新事物的需求。如果你能够满足其中一种需求，那么看似简单的快乐实际上可能会满足一个未被满足的大需求。


  想一想Instagram（一款智能手机图片分享应用）带给我们的思考。Instagram解决了什么问题？可以从“有也不错”和“必须要有”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Instagram满足的是人类对自我表达、社交和优越感的深层次需求。但这并不是全部：关键在于相比之前的解决方案，它能更好地满足这些需求。例如，互联网博客之所以发展迅速，原因也在于它解决了人们自我表达和优越感的深层次社交需求。但它的问题在于写博客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而Twitter则将文本字数限制在140个字符内，使人们能快速省力地分享想法，实现社交优越感，从而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想想这句谚语：“一幅画能抵过千言万语。”在某些方面，Instagram允许用户仅靠几次点击便能分享千言万语，最为重要的是，他们可以收到社交反馈。


  广义来看，寻找工作时，提供简单的快乐有时可以解决重要的客户问题。为找到需求，你也可以探究客户的喜好、需求以及感到被迫要去做的事。只有客户才能揭示什么事情是重要的。乍眼看来微不足道的事，有时也能够举足轻重。如果蚊子携带疟疾病毒，即便是蚊子叮也能带来严重的问题。


  找到可获利工作的三个工具


  想要真正找到需要完成的工作，请勿指望传统的市场营销研究、分析报告、新闻消息、调查或是焦点小组。这听起来可能有点标新立异，但在我们一开始所举的例子中，假如梅普尔斯依赖分析报告或新闻消息，他将永远找不到需要完成的工作。即使他已经进行了调查，也不会提出正确的问题。显然，这些熟悉的工具在条件确定时确有价值，但在面临不确定条件时，则会失效。实际情况的确如此，以至于杰佛兰考·泽凯，这位宝洁价值达十亿美元的速易洁产品的设计师，曾这样表示：“在我40年的设计和创新生涯中，除业内一些最为超群的人才外，我从未见过哪项创新来自焦点小组。让我措辞再严厉点：焦点小组会扼杀创新。”[1]由于你不能足够深入地观察真实的客户问题，因此这些工具无法起效。基于此，我们采用一套不同的工具，用来找到需要完成的工作。


  痛点风暴


  第一章中，我们描述了财捷集团如何从利用“痛点风暴”入手，确保团队在贸然创建解决方案之前已抓住客户的最大痛点。痛点风暴的目的在于帮助你清晰理解问题所在，以便测试你的假设。我们发现有效的痛点风暴包括五个步骤：


  第一步：根据客户及其需完成的工作创建问题假设。


  第二步：为客户创建行程线，确定其痛点及情绪。


  第三步：选择最大的痛点，并进行根本原因分析。


  第四步：选择你认为引发客户问题的根本原因。


  第五步：列出同根本原因有关的问题，并与客户一起对其进行测试。


  让我们一步步来看。首先，根据客户及其需完成的工作创建问题假设，其中包括确定你认为对具体类型客户而言重要的问题。例如，Motive Communications公司的问题假设是减少服务台在大型软件公司（如微软公司）解决其客户技术问题的时间（和成本）。为确定项目的客户群，你可写下至少三个识别特征（例如：大型软件公司，有大量不挑剔的客户，有大额客户支持预算，想要建立优质服务口碑）。这些是对有着相同需完成工作的客户类型的描述语（见“针对细分客户建立客户档案”专栏）。从客户的角度填写以下模板可能会有所裨益。


  我是_____________（客户，至少三个特征）


  我正努力__________________（结果/正努力完成的工作）


  但是_________________（我面临的问题）


  因为____________________（引发问题的更深层次原因）


  
    [1]Mark Sandhill, personal interview, January 5, 2009.

  


  针对细分客户建立客户档案


  为有效解决问题，可为需完成工作有所不同的每位客户建立一份客户档案。根据共同的需求或问题对客户进行分类是一种名为客户细分的常见市场营销工具。但与常见的客户细分不同，建立客户档案的目的在于为客户及其努力攻克的工作进行生动翔实的描述。


  为建立客户档案，你可首先根据需要完成的工作，而非年龄或收入等更为人熟知的标准，来对客户进行细分。需要完成的工作是分析中的关键单位，客户档案应旨在描述你对因该项工作产生的情绪以及客户如今解决问题的方法所建立的最初假设。随后，通过观察客户来了解他们的动机（喜恶、愿望）、行为（他们消磨时间的方式和他们购买新产品或服务的方式）、人口统计学特征（收入、所在行业、年龄、教育及可用预算），以及最重要的，他们目前如何看待并解决需要完成的工作，由此对你的假设进行测试。


  进行上述观察之后，你将以全新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你需要根据观察结果来重建一套全新的客户档案。应根据需要完成的工作来对每份客户档案进行划分，并描述该工作包含的上述所有要素（情绪、现有解决方案等）。客户档案将为你呈现一幅示意图，告诉你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法。它也将使你的团队更加专注、积极进取，帮助避免跌入陷阱：试图解决所有问题，最终以无法解决任何问题收场。为阐明这种危险，举一个搞笑的例子：电视剧《辛普森一家》中的主角霍默·辛普森问客户最希望车有什么功能。霍默随后制造了一辆能满足所有客户需求的汽车，如“猩猩一般强劲的动力，碰碰球一般柔软的弹性”。然而，这款车的市场表现不佳，因为在试图解决所有客户问题时，这款车实则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其中的幽默帮助我们看清试图满足所有客户需求的荒诞性，但这种夸张的荒诞幽默实际源于真实事例。以失败收场的福特埃德塞尔轿车和庞蒂亚克Stinger跑车的设计不妥之处就在于希望满足的客户需求过多（见图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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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1 福特埃德塞尔轿车和庞蒂亚克Stinger跑车


  资料来源：Time.com and Carstyling.ru.


  第二步是创建客户行程线：意指构建一幅深度视觉画像，你在其中可确定痛点，以便了解客户完成工作的现行方式及其过程中的相关感受。运用可视化的方法向客户提供达成目标所需采取的步骤。这有助于将客户情绪同每个步骤结合，用以确定客户感受。例如，Motive Communications公司首先需了解服务操作人员采用的行程线，其中包括识别客户软件版本的烦琐过程。你可以选择在完成行程线后建立一个更简化的“情节串连图板”，以便之后与客户分享，获得他们的反馈。


  第三步是选择最大的痛点，并进行根本原因分析。应用“五个为什么”提问法（由丰田生产系统之父大野耐一开发）将有所帮助。我们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问三遍“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从第一级到第三级），就足够了。Motive Communications团队在观察服务台工作人员时，测量了每个步骤花费的时间。他们随后将服务客户所需的全部时间和成本分解到每个步骤中，并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发现了技术人员为什么需要收集客户信息，为什么需要验证支持方案，以及为什么需要搜索特定的知识数据库等。你可以在头脑风暴中得到这一信息，将其作为后期测试的假设，但你最终仍需通过观察来收集该信息（正如我们在下一节所述）。根本原因分析案例如图4–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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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2 根本原因分析


  第四步是选择你认为引发客户问题的根本原因，并对其进行深入探究。在根据不同问题绘制根本原因树形图（通过多次提问“为什么”而形成的根本原因示意图）时，你会发现一个特定的根本原因可能出现在多处。这说明该根本原因值得深入探究。如让客户参与痛点风暴讨论会，他们同样能够帮助你确定最重要的根本原因及其重要性的缘由。


  第五步是列出同根本原因（或隐藏其后的假设）有关的问题，即你需要通过客户试验回答的问题。你可以运用问题风暴法来挖掘关键问题，并开展可回答这些问题并对假设进行验证的客户活动或试验。[1]Motive Communications公司利用服务台观察所得，并通过计时测定来回答关键问题。


  财捷集团在运用痛点风暴方面表现卓越，我们也已发现其他公司采用我们上文所述流程的变化版流程。例如，亿滋国际（卡夫）设有专门场地操作此流程，并将其称为“放飞车库”（Fly Garage），参与者在这里根据问题生成洞见，随之同客户一道测试这些洞见。想要找到值得解决的问题，必须让客户参与进来。


  采用人种学调查探究愿景


  坐在开着空调的会议室内，俯瞰着波哥大这座不断扩张的城市，达维维恩达银行的高管们变得踌躇满志，他们认为已经发现了一个值得解决的大问题。尽管该银行主导着哥伦比亚的银行业市场，但国内近一半人口仍未开设银行账户。这些高管们意识到，如果能有办法涉足非用户市场，就有可能显著提升市场份额，并帮助处于收入金字塔底层的哥伦比亚人。


  他们组建了一支跨专业团队来开发能吸引非用户的产品——基于现有银行账户改进的易用版银行账户。经过几个月的辛苦努力，该银行发布了这款新产品，团队很乐观，并庆祝了产品的发布。然而，尽管推广强劲，接受新账户的客户依然寥寥无几。几个月后，团队发现该产品销量几无增长，他们在年底终于得出结论：这个项目失败了。


  团队成员对最初的失败进行了分析，他们意识到尽管进行了市场调研，并与几位客户进行了交谈，但他们并未了解无账户人群需要完成的工作。相反，他们让自己对现有客户和解决方案的了解扭曲了对该问题的理解。因此，该团队决定尝试一种不同的方式：亲自深入贫困社区，与目标客户交流，并创建目标客户档案。数周的时间内，他们住在不同的社区，并观察人们的日常活动。其中一位团队成员说道：“我们决定走出去了解人们想要什么，而不是直接问‘你们需要什么’，我们试图在没有任何偏见的情况下，了解人们在真实生活中是如何表现的。”[2]


  团队根据不同的目标客户与其需要完成的工作，以及客户动机、行为和其他特征，创建了客户档案。例如，该团队为“玛莎”创建了如下档案。


  玛莎是哥伦比亚国内300万低收入补贴受益人群中的一员。为了提取补贴款，她深夜两点醒来，准备三点在银行排队。排队等了五六个小时，才轮到她取钱。之后，她用取出的现金打了一笔国内汇款，支付了10%的服务费。为了支付公用设施账单，之后她要去“区收费大厅”，在那里再排两个小时队，才能完成付款。剩下的现金将压在“床垫下面”，因为居住的地方离银行距离较远，开立银行存款账户对她来说成本太高，因此她一直没有机会开立存款账户。[3]


  通过建立这些客户档案，达维维恩达银行的团队很快找到了迷你银行账户失败的根本原因：它不能直接解决玛莎面临的任何一个最大的问题。事实上，玛莎的主要需完成工作仅仅是收款和付款。既然团队深刻了解了玛莎的问题，他们就能够想到一个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案：一款允许玛莎直接通过手机账户与商户进行收付款的手机钱包。该账户省却了ATM（自动柜员机）卡所有不必要的功能，允许玛莎甚至无须前往银行网点，即可通过手机做任何事情（包括创建账户）。最终，该团队开发的“玛莎”解决方案被成千上万名用户采用。之后，该银行在其他几个国家面向和玛莎一样的客户发布了该产品。


  达维维恩达银行团队采用了最好的工具来测试并验证客户问题的根本原因——人种学调查。因其操作方式，我们可更加形象化地将这种手法称为“墙上的苍蝇”调查法，它要求观察客户在其自然居住地的行为来深入了解客户的生活。你所做的不是努力推销你的解决方案或推进进度，相反，你努力试图了解他们的活动、喜恶、愿望和面对的挑战等（见“作为墙上的一只苍蝇，应该寻找什么”专栏）。之后，利用获得的数据，你可建立原型客户综合档案，其中包括客户的需要完成的工作及其目前解决问题的方法。你可为每个客户细分群体建立档案，之后利用建好的档案将每个档案中可予以解决的最大问题具体化。


  你可以通过我们称之为角色扮演研究的途径来实际操作客户试图完成的工作，用以进一步运用墙上苍蝇法，而非仅依靠观察。这就要求，如财捷集团CEO布拉德·史密斯所建议的，你应当“成为客户”。无论是驾驶运货车，或是利用软件平衡资产，你都可以尝试运用这些现有的解决方案来完成工作，而不是依赖于观察。我们强烈建议采用这种强大的客户研究方法，因为通过亲自体验客户的生活，你常常能生成最为准确且最能带来惊喜的洞见。


  
    [1]Alistair Barr, “Amazon Lending: Company Of ering Loans to Its Online Sellers,”Reuters, September 28, 2012; Sarah Needleman, “What to Know Before Borrowing from Amazon,”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4, 2012.

  


  
    [2]Ibid.

  


  
    [3]Ibid.

  


  作为墙上的一只苍蝇，应该寻找什么


  在努力寻找可获利工作的过程中，你究竟在找什么？请从寻找妨碍客户完成工作的阻碍入手。寻找客户花费大量时间的地方（时间陷阱），即便他们没有意识到；寻找他们为解决问题所发掘的变通方法；或是寻找能激发客户情绪的事物。咒骂、哭喊、浪费的时间、放弃的活动，或客户刚使其生效的“胶带”（比喻义），都是客户正在努力完成工作的重要标志。你同样可越过这些障碍，将眼光放得更远，找到可帮助客户达成目的的推动因素。发现人们花费时间表达自我、同他人建立联系或创造捷径的方式。人们投入时间满足需求，你可能会找到更好的方法。最后，一定要仔细审查非用户和极端用户。尽管看似违背常理，但相较于主流用户，这些用户更能帮助你清楚了解问题，最重要的是去寻找惊喜。由于我们试图将眼睛所见同已建立的信仰相匹配，因此我们很容易忽视惊喜，但惊喜可以提供线索和“面包屑”，带领我们找到真正需要完成的工作。


  “咨询建议”采访


  制定初步问题假设的一种快速技巧是利用我们称为“咨询建议”采访的方式采访客户。从找到你认为有类似需完成工作的一批潜在客户入手（通过电子邮件或陌生电话拜访）要求进行采访时，总是请求客户就具体的客户问题提出建议。“建议”是一个拥有魔力的词语。事实上，你可能想说明自己并非在推销任何产品，这样可让潜在客户放松。之后，让他们知道你想得到他们对你正努力解决的问题的反馈。你的目标是倾听和了解。一旦安排好采访，我们建议你提出三个问题，然后认真倾听。这三个问题分别是：


  1.快速、清晰地描述你看到的问题。描述问题将会使客户深信你了解一些事情，这将会成为谈话的支撑点。不要拿着空白表格去找潜在客户，并且希望发生点什么。


  2.提问：“您也面对同样的挑战吗？或是有不同的挑战？请和我说说。”这就为你提供机会了解客户是否确实存在你所假设的问题。如果没有，则可调查他们面临的真正挑战是什么。


  3.提问：“类似这样的东西可以解决那个问题吗？”之后说明你的理论原型（见第五章）。在这一阶段，你不应太过于关注解决方案，但讨论潜在的解决方案将有助于你获得针对该问题的更好反馈。客户一般会对具体而非抽象的东西做出反应。因此，你可以考虑带一张图、情节串连图板或PPT幻灯片来帮助他们想象解决方案。这将有助于他们讨论解决方案能否解决他们的问题。


  经过五到十次采访后，模式和趋势就会开始显现，你进而可以对假设进行测试，并相应调整。


  你已经解决问题了吗？两项测试


  ZipDx公司在演示新电话会议解决方案时，观察者对电话会议扬声器传出的水晶般清晰的声音感到惊奇。这款被ZipDx称为“宽带音频”的全新解决方案能与适用的宝利通电话完美配合，几乎无须设置即可达到类似的通话质量。尽管反应积极，但ZipDx似乎无法完成任何交易。潜在客户似乎有兴趣，但没有强烈到会下订单。


  和大多数创新者一样，ZipDx团队对已经找到痛点——电话会议音频效果很糟糕，感到信心满满。但是他们真的解决客户问题了吗？在被邀请帮助完成交易时，我们的团队询问ZipDx团队成员，他们觉得其正在解决的客户问题是什么。大多数人的回答只对标准会议室内进行电话会议的糟糕音频质量做出了含糊回应。但在追问之下，ZipDx团队承认，他们确定问题的参考更多来自团队本身而非客户。这使我们相信，他们在创建客户档案并找到需完成的工作之前，就制定了解决方案。


  由于已经制定解决方案，与先调查客户问题相比，ZipDx公司面对更多的制约。因此，我们的团队与ZipDx公司携手，利用其现有的客户知识来运用痛点风暴法，针对问题对客户类型做出假设，这些客户类型面临的问题可能通过ZipDx的解决方案得到解决。ZipDx公司想出三个客户档案群：①宝利通电话经销商（原始假设客户）；②网际网络电话（VOIP）服务供应商；③试图获取网桥收益的公司。之后，该团队按名称找到了19位客户（每个档案群约六位客户），并对这些客户进行了陌生电话拜访，并留言语音信箱，说明ZipDx团队正在解决的问题。有时，他们也会再次留言。


  他们随后等待回电，仅有五位客户回了电话。但他们已经回过一个产品未知且无公司名的陌生电话拜访。这些究竟是什么人？他们为什么回电话？


  结果他们联系的五家VOIP服务供应商中的四家回了电话。ZipDx团队成员首先（利用寻求咨询建议采访的方式）描述问题和解决方案，随后倾听，结果使他们大为震惊。VOIP服务供应商实际上不太关心音频质量，而ZipDx认为这是关键功能。相反，他们努力想要得到的是可靠且简单易用的电话会议软件功能，以便其能从竞争对手当中脱颖而出。事实证明，与市场上大多数解决方案相比，ZipDx宽带音频自带的软件具有其他吸引人的功能，它能使用户更好地安排、加入和管理电话会议。这些功能为VOIP供应商完成了最重要的待完成工作。


  利用对特定目标客户具体问题的更深刻了解，该团队迅速改进了解决方案，并完善了向目标客户传达的信息。然后，ZipDx首席执行官利用该客户档案锁定了关键大客户，三天之内便完成了公司史上最大的一笔交易。ZipDx已步入正轨，开始真正解决客户问题。[1]


  如何判断已经找到值得解决的问题？我们建议进行两项测试：陌生电话拜访测试和冒烟测试。两项测试中，衡量是否已经发现需要完成的工作的标准是客户是否给你时间。


  陌生电话拜访测试


  测试是否已经发现可获利工作的最佳方法之一是观察接听陌生拜访电话（或接收邮件）的潜在客户是否愿意给你时间。首先确定假定的客户细分群体及其需要完成的工作，随后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此阶段可以利用你的联系人）来联系每个客户群，简要描述问题，并请客户就你的理论原型提出建议。


  之后观察谁回了电话，他们为什么回电话，以及他们说了些什么。刚开始的回复率一般比较低（不到10%），但我们已经发现一些公司在发现可获利工作之后，实现了高达50%的回电率。你的最终目标是在客户回电率上实现重大突破。客户不回复电话或电子邮件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你没能把问题说清楚，或你说的问题他们并不关心，也有可能是你选择了错误的客户档案或联系的目标群体不合适或时机不对。


  在一步步朝50%的客户回电率迈进时，你需要问自己：（与没回电话的人相比）谁回了电话，以及为什么？［如果你发送的是商对客（B2C）电子邮件，实现的客户回电率会更低，因此可把它当作该渠道的基准回复率］。就ZipDx来说，大多数假定客户群并未回电。对于这些群体，公司需要通过朋友与之取得联系，了解哪个环节出错了。但有一个客户群的回电率非常高——VOIP销售商——其回电率高达近75%。从这些客户获得的信息帮助公司了解了其正在解决的真正问题。


  自然地，你可能需要依据具体情况调整阈值。例如，B2C电邮的回复率一般很低（我们都会收到大量的电子邮件）。但问问自己，你是否在清晰、扼要地说明问题？给予回应的那些人有什么特征？记住，真正测试你是否发现值得解决的问题的指标是人们是否给你时间。若你已发现可获利工作，给你时间的人所占的比例将会提高。


  冒烟测试


  冒烟测试于19世纪由水管工人最先采用，他们将烟输入管道系统以便找到裂缝。冒烟测试的理念已被证实如此有效，以至于工程、仪器和信息技术等领域均采用这一方法作为测试重大缺陷的途径。我们也借用了这一概念，将其用于测试是否已发现值得解决的问题。相较于烟雾弹，我们使用了更多的“烟雾和镜子”来测试客户是否关心相关问题。


  为进行冒烟测试，你可以创建一个网站、做广告、公布电话号码或利用其他渠道来描述问题与理论解决方案，并提供“了解更多”“现在购买”“现在预订”或其他某个能推动客户采取行动的选项。你还可利用谷歌关键词广告、印刷品广告、展会海报，或是在你猜想客户能看到宣传的另一场所，来对客户进行冒烟测试。


  当客户（通过点击、回电等方式）有所回应时，他们实际并非准备购买产品，但确实已经发现自己对你正在调查的问题感兴趣。你随后便可跟进，加深对客户及其回应原因的了解。测试本身关注的是回应率（号召客户采取行动的转化率），高于5%的比例即意味着你已经发现了一个值得解决的真实问题（尽管你早期所做的努力几乎无法达到这一比例）。但人们愿意在你身上花时间，且他们普遍对潜在解决方案感到兴奋，这些都将是测试的关键指标。


  你可以轻松地将冒烟测试运用于软件或线上产品，你也可将其用于其他服务和产品。例如，我们的一个学生想经营移动餐饮行业最新的流行模式——流动餐车。在了解各种规章制度，包括需要一个检验合格的食堂后，他开始考虑是否存在商业机会来帮助想要创业的人跃过这一法律障碍。我们没有鼓励他制订商业计划或租赁一个食堂，而是鼓励他进行冒烟测试。因此，他在地方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广告：“想要经营流动餐车吗？我们可以提供帮助。发送邮件或致电……”就这样。一天之内，这位学生就接到了三个电话，到周末已经收到十几封邮件。或许更令人吃惊的是，在与这些客户交谈的过程中，他获知想要经营流动餐车的人并不需要他帮助找食堂或越过法律障碍。相反，他发现客户面临的主要障碍是找到可租赁且租金在承受范围内的餐车。对于发现这一问题与商业机遇而言，他所做的冒烟测试至关重要。


  
    [1]Isak Bukhman,TRIZ Technology for Innovation（Taiwan: Cubic Creativity Company, 2012）; Genrich Altshuller,And Suddenly the Innovator Appeared: TRIZ, the Theory of Inventive Problem Solving（Worcester, MA: Technical Innovation Center, Inc., 1996）.

  


  对即将解决的客户问题展开愿景


  最后，针对客户问题写一份清晰的愿景陈述，在寻求正确解决方案时它会起引导与定向的作用；还有助于团结员工和组织，使之齐心协力围绕你正在解决的大问题展开工作。愿景图模板可帮助你阐明愿景。要使用愿景图模板（见图4–3），可利用本章介绍的工具，汇总你已收集的数据，从左至右进行填写。


  首先，识别谁是客户，谁不是客户。利用你的客户档案为将要解决的大问题细分出一个小客户群。接着，利用有关该问题的支持数据和洞见，对你希望解决的大问题——最为关键的需完成工作——做出描述。最后，利用支持数据为你将要进行的工作创建一份简短且重点明确的愿景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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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3 愿景图模板


  想一想亚马贷（Amazon Lending）的发展历程。如第二章所述，杰夫·贝佐斯以亚马逊首席试验官自居，且已为此重大挑战发声。因此，亚马逊的每个人都认识到寻找并产生洞见的重要性。例如，公司每年春天会留出时间让每位员工提出新想法来解决客户问题。《华尔街日报》曾报道的一项新业务就是亚马贷。[1]亚马贷的最初创意来自一线：为小型商户提供帮助的客户服务代表发现了一个普遍现象——小型商户会抱怨因资金受限而导致库存提前缺货。有关这一潜在问题的讨论最后提交给了贝佐斯，他安排了一个小型团队对此一探究竟。


  该团队以审查客户反馈并随后与之交流作为着手点。虽然按照惯例，“我们通常会设身处地为客户着想”，但另一个观察者注意到“团队的目标是了解未得到满足的最大客户需求。一旦确定他们认为客户想要什么，他们就会考虑如何实施应对挑战的解决方案，使之为亚马逊带来效益”。为探索需求，团队组织了咨询采访，并将人种学调查运用其中：“他们会给小型商户致电并询问，‘您好，您愿意花一小时接受我们采访，为我们提出宝贵建议吗？’由于其中一部分人就在西雅图，团队成员会去拜访他们，看看他们在做什么，并与之交谈。”[2]


  利用采访与观察所得的数据，该团队随后建立了客户档案，并编制了挑战列表。团队成员注意到，许多小型商户由于缺乏资金而面临断货。传统商户通常可以其仓库作为抵押品借到购买存货的资金，但网上商户没有此类不动产，因而无法轻易获得传统的银行信贷额度。其他信贷方案一般都比较复杂，文书工作足以让人望而生畏。亚马逊团队将其中一部分商户称作“策品商”，他们输送的独特物品扩展了亚马逊网站的产品目录。


  与之相比，被团队称为“经销商”的其他商户则致力于找到低成本的通用商品来源，随后为亚马逊网站买家提供这些成本更低的方案。这些不同的商户群体有一些类似的需求，也有其他不同的需求。


  团队意识到亚马逊无法解决每个客户问题，转而希望将注意力集中于一个特定客户群。根据问题大小，该团队确定目标客户不是低交易量商户（包括策品商）和低交易量经销商。相反，目标客户应是反复断货的高交易量经销商。随着对客户的采访与观察，并对客户因断货而导致销售损失的频率进行数据检查，团队认识到这些客户的最大问题是短期存货质押融资资金有限（或难以获得）。做出清晰的问题陈述后，团队随后建立了需完成工作的愿景图：快速、轻松地获得存货质押融资（见图4–4）。


  凭借清晰、有力的愿景陈述，团队进入下一阶段：建立解决方案原型。该团队首先运用头脑风暴法来生成多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其中包括信贷额度、贷款、商户品牌卡等。在了解了每个解决方案面临的挑战和法律限制后，团队接着会向客户提供一系列解决方案原型。团队首先会介绍理论原型，以便快速获得客户的最初反应，随后会在亚马逊的网络实验室搭建虚拟原型，最终将同实际客户一道对最小的可行原型进行测试（我们将在第五章讨论这些工具）。在每种测试中，团队发现了有关客户最想要功能的诸多惊喜（例如：客户仅希望获得4~6个月的融资，而非数年；此外，大多数客户在最初了解融资项目和真实借贷成本时都较为吃力）。


  [image: ]


  图4–4 亚马贷愿景图模板


  最终，经迭代计算、测试与验证后，该团队建立了一个邀请式贷款方案。在该方案中，亚马逊可利用现有数据提前审批贷款，省却了一般贷款流程所需的冗长文书工作。商户在收到邀请后，仅需轻点几次鼠标，即可迅速接受贷款，资金将转至其账户。尽管我们不能泄露具体的业绩指标，但这项新业务的确已显著提升经销商的销售业绩（和亚马逊的交易费用），该团队已经找到解决方案并建立了商业模式（第六章将对此进行讨论），使这项新业务得以作为可盈利的独立事业单位在亚马逊内正常运作。


  确定原始客户群的问题和解决方案后，团队从愿景陈述入手，正努力为一个不同的客户群解决其最大的问题。“现在，团队正在探索另一个客户群，”另一位观察者说，“但我可以告诉你，在得到更多客户反馈以便确定研究方向正确前，他们都不会着手开始建立解决方案。”[3]这个团队深知在花费时间制定解决方案前，深入了解特定客户群的最大问题非常重要。


  
    [1]Juan Carlos, “DaviPlata: ‘ Self- Service’ Financial Inclusion,” Management Innovation eXchange, 2013, http://www.managementexchange.com/story/ daviplata- financial- inclusion- all- using- self- service- transactional- product- going- kyc- kyc- know- .

  


  
    [2]Andrew Hargadon,How Breakthroughs Happen: The Surprising Truth about How Companies Innovate（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2003）.

  


  
    [3]Wendy Castleman, personal interview, January 13, 2014.

  


  注意：数量递增的紧急问题所能创造的增长有限


  大公司在涉及寻找需要完成的工作时，容易跌入陷阱。它们的现有客户常常带着越来越多与其核心业务相关的问题来找它们。客户们希望产品缺陷更少、增加新功能、服务更快、价格更低等。客户总会有还想要的东西，且通常要得很急。因此，为实现快速响应，大公司努力倾听客户的想法，并最终解决他们不断增加的问题。这种现象造成了一个两难局面：你应重点解决现有客户的紧急问题，还是应当尽力解决非客户群体在未来可实现增长的问题。我们均倾向于选择紧急问题而非重要问题。


  这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这并不意味着现有客户的紧急问题不重要，而是相较于为新客户提供新解决方案（甚或是为现有客户提供新解决方案），解决这类紧急问题对你而言通常更不划算。这是件收益递减的事：在解决影响现有客户人数最多的最重要问题后，你才开始着手为较小群体客户解决问题。因此，你必须认真考虑选择问题时的标准。必须将颠覆性创新项目融入创新项目组合，而这意味着你应努力解决非客户群体的问题。不幸的是，潜在的未来客户很难主动告诉你他们的问题也很紧急。


  要事第一


  尽管从客户问题而非解决方案着手感觉会“更加缓慢”，但通过深入了解客户需要完成的工作，你可以节约时间。你能避免将资源浪费在寻求无法完成可获利工作的解决方案上。作为管理者的第一要务是深刻了解客户以及你正努力为他们解决的问题。你不能直接问客户们想要何种创新，或仅考虑他们对功能的要求。相反，你应该观察客户需要完成的工作，提出解决方案，然后观察他们的反应。正所谓，创新者负责创新，客户负责验证，两者不能颠倒。


  第五章 解决方案：最小化卓越产品


  若能将所尝试的实验数量从100增加至1000，你将显著地提高所产生的创新的数量。


  ——杰夫·贝佐斯 亚马逊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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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四章中，我们描述了达维维恩达银行是如何尝试（但最终以失败告终）通过设立收费更低、简单易用的银行账户，使其业务覆盖哥伦比亚大量的“无银行账户”人口的。在其最初以解决方案为根本的方法失败之后，该银行派团队深入贫困社区，通过人种学调查方法了解存在的问题。这种“墙上的苍蝇”的调查方法帮管理者们更好地了解需要完成的工作，以及明确解决方案应满足客户的何种需求，但他们实际上是如何制定解决方案的呢？


  为了突破既定束缚，达维维恩达银行团队尝试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做法。首先，该团队成员列出了银行账户的关键要素，比如网点、账户、借记卡、表格、签名、文件、费用等。之后，他们一次减去一项，并问：“我们能围绕这一项创业吗？”[1]起初，大多数团队成员都嗤之以鼻。怎么可能仅凭一个要素就制定解决方案呢？但当他们暂时将疑虑搁置一旁时，他们意识到，对于没有银行账户的人来说，解决具体问题的简单方法可能就是最好的方法。实地调查期间，该银行的团队注意到，几乎所有人（包括无银行账户的人群）都有手机。因此，该团队对无线网络服务供应商进行了调查，发现有些公司已经开发了无银行账户人员将会购买的产品，例如，通过病毒测试的游戏或每日笑话。同时，该团队也开始关注诸如互联网零售等其他行业，以了解他们如何通过移动电话为低收入客户细分群体提供解决方案。最后，该团队对亚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其他地区的金融机构进行了调研，以了解其他同行如何解决类似的问题。


  如之前所述，达维维恩达银行团队最终对一款顾客能够用来收款和付款的手机钱包进行了测试。这一新的解决方案剔除了申请表、借记卡等传统要素。客户无须前往银行网点在文件上签字或出示个人身份证件，每件事情均可通过移动平台得以完成。为了解决合规性和监管问题，达维维恩达银行引入了新兴的大数据技术，分析相似客户群体的典型行为，并监控或拒绝不正常使用。


  在遇到实实在在的障碍——如何在不添加昂贵而烦琐的ATM卡程序的情况下让客户可以提取现金时，该银行尝试了一件银行业内极其少见但互联网零售业界比较普遍的事情：一次性密码。在上述情况下，一次性密码可使客户从任何ATM机上提取现金。达维维恩达银行的这一解决方案产生了显著的效果——很快多个国家超过百万人成为其注册用户。[2]


  
    [1]Brad Stone, “Inside Google’s Secret Lab,”Bloomberg Businessweek, May 22,2013, http://www.businessweek.com/articles/ 2013- 05- 22/ inside- googles- secret- lab .

  


  
    [2]Austin Carr, “Google’s Project Glass: Inside the Problem Solving and Prototyping,”Fast Company, June 5, 2012, http://www.fastcodesign.com/1669937/ googles- project- glass- inside- the- problem- solving- and- prototyping .

  


  通过解决方案头脑风暴生成解决方案选项


  为了制定新奇的解决方案，达维维恩达银行的团队利用了一款名为“解决方案头脑风暴”的工具（以头脑风暴的方式制定多个解决方案选项），帮助其在利用客户测试将选项缩减为唯一的解决方案前，广泛地寻找解决方案。在寻找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博采众家之长是解决方案头脑风暴的基本原则，一般来说，对于创新也是如此。博采众长可以带来更多的选项和选项组合，从而带来新奇的解决方案。例如，大多数人把现代化生产线（一项使亨利·福特能够生产人们买得起的汽车的发明）的研发归功于亨利·福特。福特从根本上改变了汽车行业和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他是如何做到的呢？


  我们将生产线视为“解决方案”，但是福特实际上是通过广泛地寻找并借鉴可互换件（用于缝纫机、枪支和手表）、连续流生产（用于加工面粉和罐装食品以及生产香烟）和装配线技术（用于肉类加工厂和酿酒厂）等创意，从而研发了生产线。[1]同样，达维维恩达银行的团队首先通过广泛地寻找，部分通过调研其他行业和其他国家的实际做法，制定了解决方案选项。


  启动解决方案头脑风暴


  以类似第四章中所述的问题和客户愿景说明，启动解决方案头脑风暴。如同各种头脑风暴一样，成功的解决方案头脑风暴的关键原则是不过早地否定任何方案或流程。


  回想一下，达维维恩达银行当时对削减熟悉的解决方案的要素能否起作用持怀疑态度。我们则更胜一筹：在为多功能工具和折叠刀生产商莱泽曼进行的一场解决方案头脑风暴中，有一个参加者建议给活蹦乱跳的猴子配备每个工具组装产品。我们的确是费了好大劲才没有立即否定他的这个创意。但是，之后这个创意却成为帮助团队发现超级简单甚至猴子都能轻而易举使用的组合工具的关键。


  为了成功进行解决方案头脑风暴，我们建议你从技术菜单（见图5–1）中进行选择。不必一次使用所有这些技术，可以将它们作为选择或选项加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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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1 解决方案头脑风暴工具


  类似解决方案：近与远


  考虑将你可能获得的解决方案，根据与你所在行业的贴合程度，排列在一个谱系上。离你最近的，核实你的某位客户是否已经开发了一种变通方案。通常，这类代用解决方案是通过“胶带”（比喻）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的，但它们能够提供关于解决问题方法的洞见。例如，我们采访过的一个创业者，最初在发现一名潜在的客户已制定了解决问题的变通方案时，感到很沮丧。但是，之后他用一小笔版权费获得了这种方案，利用该方案开发了一种系统，并创建了一家市值远远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


  寻找现有解决方案的类似解决方案和补充解决方案（邻近行业可能有新奇的解决方案）能够启发替代性解决方案。举例来说，我们调研的一家燃料电池公司引入报纸印刷技术打印燃料电池膜。引进解决方案的例子展示了类似解决方案的力量。例如，T台租衣网借用了网飞和航空订票系统的类似解决方案，达维维恩达银行借用了互联网零售业和其他新兴市场金融机构的类似解决方案。


  要素：部分与整体


  下面我们从部分和整体的角度考虑解决方案。和达维维恩达银行一样，在谱系的一端，减去现有解决方案的一个要素，尝试以其为基本部件构建解决方案。或者考虑如何能够换入或换出解决方案的部分，就像iPod换入转盘式密码锁快速搜索歌曲一样。同时，也想一想你如何能够增加、分割或统一部分功能。举个经典的例子，吉列增加剃刀刀片以创建新的解决方案。你也可自问：“亚马逊（或苹果、迪士尼等）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从而考虑借用另一家公司的整套解决方案。


  可观察到的事物：可见的和不可见的


  考虑那些可能近在咫尺却难以看到的解决方案。举例来说，其他人可能已经尝试创建你寻求的解决方案，并以失败告终。通过调查之前失败的案例，你能够明白前车之鉴。接下来，考虑不相关的市场或原则，借用能够使你所在的行业转型的创意。举例来说，生物学概念（例如适度性景观或变异、选择和保留过程）已经改变了我们考虑战略和变化的方式。寻找打破你所在行业传统观念的途径。举例来说，宜家打破了家具到货必须组装好的行业传统，从而使家具行业发生了彻底的变革。最后，忽略你能够看到的现有技术局限，做一个关于未来的白日梦，想象完美的解决方案可能的样子。举例来说，完美的便携式音乐装置将是什么样子？iPod是一项伟大的解决方案，或许更好的解决方案将允许用户说出他们想听的歌曲，说“播放”之后就可以立体声聆听歌曲。你如何能使类似的方案成真？调查“卓越”的新产品可能为你构想新奇解决方案带来灵感。


  
    [1]Jessica Livingston,Founders at Work（New York: Apress, 2008）.

  


  选择构建原型的解决方案


  制定一系列解决方案选项之后，你就可以选择最优秀的创意在客户身上进行测试。回忆第一章中财捷的经验：团队投票选择“最佳”创意时，他们倾向于选择最容易理解和实施的那些创意。财捷创新催化社区主管温蒂·卡斯尔曼评论道：


  项目团队确实掌握了“博采众长”之术，他们善于构想很多创意……但是，由于我们的最佳创意选择标准整体来说漏洞百出，团队在挑选可以付诸实施的最佳创意方面表现不佳。问题出在团队投票选择创意——经典的设计思维方式上……获得最高投票的创意将得到进一步探究。但是，结果是人们经常投票支持他们易于执行且熟悉的东西，很少能够产生会让客户感到惊喜、愉悦的创意。[1]


  基于我们对财捷和其他公司的观察，我们建议将解决方案选项张贴在墙上，并采用以下流程。


  第一，考虑解决方案中不同的主题或特点，例如，“易用”或“高性能”。之后，为每个主题选择一个方面进行进一步探究，以便观察客户的响应方式。


  第二，沿着一个维度或谱系定义提出的解决方案。举例来说，一个谱系可能涉及根据维度由低到高对解决方案进行评级，例如，“改变游戏规则”“大胆/冒险”“最容易获得”“技术上有交付难度”。之后，选择解决方案，在该谱系的不同端进行测试。这一方法将会帮助你在测试解决方案时博采众长。


  第三，一旦选好了待测试的解决方案，请记下你天马行空的假设，或将它们列为待回答的问题。之后，按照你认为解决方案获得成功需验证的最重要的假设，对这些假设进行优先排序。举例来说，达维维恩达银行团队在为无银行账户人群解决方案进行头脑风暴时，他们希望测试客户是否会通过手机（无须上银行网点或找人）注册银行账户。对于没有时间或没有办法上银行网点的目标客户来说，对这一假设进行测试非常关键。一旦关键假设得到明确证明，团队即可设计测试这些关键假设的实验（利用原型）。


  
    [1]Doug Berger, “Interview on Extreme Innovation: With Alberto Savoia（Google）and Jeremy Clark（Fxx）,” The Innovators, 2011, http://www.innovate1st.com/newslet ter/january2011/eXtreme_Innovation.pdf .

  


  四种原型


  在一个半秘密的地点，谷歌X实验室仍然在探索会飞的风力涡轮机和Wi–Fi气球等疯狂的新技术。考虑到技术和需求风险等级，大多数公司都会考虑这类技术。该实验室的第一个产品——谷歌眼镜于2012年年初面市，当时顾客争向排队花1500美元尝试测试版。尽管对谷歌眼镜的成功毫无把握，其产品开发过程却提供了原型借鉴。


  谷歌眼镜团队源于华盛顿大学教授巴巴科·帕维兹主管的一个项目。[1]尽管最初是一项非常有意思的技术，但当该团队发现问题——在社交过程中，人们多久“溜号”一次查看手机时，这项技术变成了有趣的解决方案。


  谷歌X团队提问：“假使你能够利用这一技术与周围的世界保持接触，同时能够使用互联网，将会怎么样？”同时，你也可以想象一下将要面对的技术挑战之巨大：你怎样才能使某个人用轻便型、非接触式装置连接到互联网？考虑到技术风险，自问团队多久才能开发出第一台完全可操作的投射互联网实时图像的可穿戴原型？准备好了吗？这花了一天的时间。


  在最近的一次演示中，谷歌X实验室体验部门主管汤姆·齐介绍了其团队是如何创造并测试第一个原型的。他们是如何做的？请参阅图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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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2 谷歌眼镜第一个原型


  创造了一款可穿戴设备之后，汤姆·齐及其团队需要该装置的导航方法。如果你看过电影《少数派报告》，你可能还记得汤姆·克鲁斯用手指在空中滑动来操控电脑的画面。谷歌X团队也看了该电影，然后问：“为什么不试一试？”你是否猜测过花多长时间才能创建该运动监测系统原型？准备好了？大概花了45分钟。汤姆·齐及其团队通过将借来的发带（戴在手腕上）用一条紧绷的鱼线（绷在一块白板的背面）连接到一个点击装置（由一根铅笔、一个装订夹、一根筷子和一个鼠标组成）上，使使用者可以操控该装置，以便使用者的任何动作都会使鱼线绷得更紧，从而点击该装置（见图5–3）。


  [image: ]


  图5–3 谷歌眼镜导航系统原型


  该团队很快就意识到，尽管这个对汤姆·克鲁斯来说是有用的，但实际上看起来、感觉起来都很怪异，因此，他们用其他方式进行了实验。尽管刚开始似乎是一连串的失败，每个快速原型还是帮助该团队确定了最终的导航系统。眼镜本身又如何呢？尽管很容易被忽视，人们还是讨厌戴着厚重的眼镜压在他们的鼻子上。因此，重量应该如何处理呢？汤姆·齐及其团队开始利用黏土增加眼镜不同部分的重量来构建原型，发现把重量放在耳朵后面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见图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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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4 构建谷歌眼镜重量分配原型


  谷歌眼镜体验团队展示了一家公司能够在开发原型方面有多快的速度（不论是硬件、软件还是服务）。谷歌眼镜也不例外。Gmail和AdSense（谷歌内容定位广告产品，已为谷歌赚了几十亿美元）均在一天内构建了原型。[3]的确，我们已经发现，像谷歌、财捷和维尔福等公司，一般都会在24~28小时内建立原型。


  尽管许多人听说过这样那样的原型，但很少有人了解原型各种不同的类型，或知道如何恰当地对原型加以利用。管理者们经常搞错，忘记每个原型应该回答一个具体的问题，或仅仅因为感觉构建一些东西就是进步，而将过多的精力放在原型上。


  基于我们的研究和实践，我们推荐四种原型。由简（具有最短的学习周期）入繁（学习周期更长）依次顺序如下：


  · 理论原型


  · 虚拟原型


  · 最小化可行原型


  · 最小化卓越产品


  理论原型


  要想避免掉入发明客户不想要的产品的陷阱，第一要务就是不要建立任何东西。我们不是在鼓吹无为，我们宣扬的是理论原型，一种可以帮助你熬过前期创新模糊期，使你不至于掉入梦幻成真的陷阱（电影中描绘的“有付出就会有收获”的神话）的工具。理论原型将你的创意表现为结构良好的心理图像，你在这个图像中勾勒了解决方案的轮廓，但不涉及具体细节。理论原型的例子可以是问客户：“如果您能通过手机直观地查看您的房子，你想要看吗？”


  理论原型的优势在于其快速和代价低廉。你可以在一周内测试几十个理论原型。举例来说，AT&T最近举行了一系列研讨会，其管理层团队成员也必须参加，目的在于培养创新技能，并探讨改善客户服务的方式。与会人员花了15分钟进行解决方案头脑风暴试用或实验，以测试提供业内最高质量客户体验的新方式。其中一个简单的理论原型是测试客户进入AT&T网点，并在无须与人互动的情况下的购买方式。这些研讨会推动公司在接下来的12个月内对一些虚拟和最小化可行原型进行了测试。


  相比之下，我们多次对许多甚至还未测试是否有人关心解决方案，就单凭直觉贸然构建产品的团队进行了观察。事实上，对绝大多数公司来说，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建立原型的时候，他们过早不合时机地利用三维建模和其他技术，以复杂、高成本的方式建立原型。理论原型为你提供“测试”，并使解决方案概念适合客户的既经济又容易的需求。一般来讲，在告诉客户需要完成的工作时，你将利用理论原型（或超级快速虚拟原型）作为交谈的稻草人。当获得潜在客户对你的理论原型的积极热情的响应时，你就可以创建虚拟原型了。


  虚拟原型


  几十年前，IBM想测试一个普通客户问题不同寻常的解决方案：将语音转换为文字输入。一个由计算机科学家和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团队设想高度复杂的能将语音转化为文字的语音识别软件。除了核心软件以外，该解决方案还需要配备高质量的麦克风和自适应算法，解析方言和标准语中的不同之处。尽管技术风险似乎很高，但是该团队相信如果能够克服技术挑战，将会解决一个极大的客户问题。


  在进行大规模投资之前，IBM如何能够测试客户是否关心解决方案呢？最起码需要某个原始测试软件，测试该解决方案是否值得建立。然而，IBM团队却在一间房子里面挂了一条床单，客户讲话的时候，躲藏在床单另一边的打字员捕捉该客户所说的，并将其投射到电脑屏幕上，供客户查看。本质上来说，IBM“假装”找到了“客户关心吗”的问题的解决方案。[4]像IBM和谷歌眼镜团队一样，大多数成功的管理者利用虚拟原型（VP）——“假装原型”，在避免开发成本高、不受欢迎的解决方案的同时，解决关键问题。


  为了开发虚拟原型，问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我今天必须卖出解决方案，那么我如何以比较现实的方法伪造一个解决方案？答案对你的开发内容和速度均将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我们最中意的虚拟原型采用PPT、草图、成品部件或其他工具样机。比如PPT可通过创建不可见点击热点来模拟软件，以快速模拟可能需开发数月的原型。类似地，凯撒医疗集团（Kaiser Permanente）通过将情节串联图板和经过预演的服务模拟相结合，伪造各种不同的服务创新。一个观察者表示：“低保真度测试有其神奇之处，它自然而然地使人们感到触手可及。越经打磨，人们就越感到已完成。”[5]


  不论使用什么工具（包括诸如三维打印机、视频或flash动画演示等高级工具），记住，所有原型的设计初衷皆应该是解决具体的问题。你的虚拟原型可能针对产品的不完美表现，但目标是解决关于客户想要什么的关键问题或假设。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获得对你面对的最相关不确定性的反馈，你就会加快学习速度，保持灵活性。通过原型（尤其是虚拟原型）快速学习是你相对学习速度更慢的对手最重要的优势。用一个创新者的话来讲就是“如果每个回合都能下两遍，菜鸟也能战胜象棋大师”。[6]


  最小化可行原型


  若社交游戏巨头Zynga公司的某位员工想到一个新的游戏想法，他绝不会从创建游戏来着手。相反，团队成员会将该游戏想法提炼成五个单词，并进行冒烟测试（如第四章所述），以便了解是否有任何顾客感兴趣。举例来说，假设某人有一个经营一家医院的游戏创意。他会在高流量网页上打广告，广告语为：“想过经营一家医院吗？”点击链接的用户将收到理论原型简介，并被告知开发完成之后他们会收到一封电子邮件。


  如果广告产生足够的响应，之后Zynga设计师就会花一周或更短的时间创建最小化的精简版，并将其发送给电子邮件列表用户。之后，他们就能明白解决方案的详细信息：有多少用户注册，他们玩多久，他们喜欢哪些游戏功能，他们不喜欢什么等。[7]这种一周测试，或被称为最小化可行原型的东西，帮助他们获得有关客户实际想要什么的关键信息，并引导他们决定是否再进行一次重复，或开始探索不同的创意。


  最小化可行产品被定义为在能够解决“核心”问题的同时，能够作为独立产品起作用的最小功能集产品（与埃里克·赖斯在《精益创业》中采用“产品”一词不同，我们采用“原型”一词来强调目标是测试假设，而不是创建产品）。[8]你创建一个最小化可行产品，用来快速测试哪些功能最有可能吸引客户购买。这就像一项剑术运动：你的目标是击中吸引客户购买的靶心功能，并将其他功能搁在次要位置。为什么？因为能够增值的功能创意很容易使你杂乱无章。增加功能可能会增加客户喜欢产品的机会，但实际上却会降低客户识别解决方案如何解决问题的能力（见“勿忘缩小范围”专栏）。更糟的是，你是在浪费时间创建不能激发客户购买兴趣的功能。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不能完全识别靶心，因此利用虚拟原型和最小化可行原型来识别对客户最重要的那些功能。起先，这一过程可能感觉是偶然、随意的。但是记住，你可以尽可能快地利用众多最小化可行原型测试最小化功能集，获得目标客户的多视角有用反馈。


  
    [1]Jeanne Liedtka and Tim Ogilvie,Designing for Growth（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2]Mark Goldenson, “Ten Lessons from a Failed Startup,” VentureBeat, 2009,http://venturebeat.com/2009/04/29/ 10- lessons- from- a- failed- startup/ .

  


  
    [3]Marc Pincus and Bing Gordon, “A Serious Take on Internet Game Play,” video,Stanford Technology Ventures Program, October 28, 2009.

  


  
    [4]The termminimum viable product was first used by Frank Robinson and later popularized by Eric Ries.

  


  
    [5]Nathan Furr and Paul Ahlstrom,Nail It then Scale It（Lehi, UT: NISI Publishing,2011）.

  


  
    [6]Jared Allgood, personal interview, December 10, 2009.

  


  
    [7]Geofirey A.Moore,Crossing the Chasm（New York: Harper Paperbacks, 2002）.

  


  
    [8]Anonymous, personal interview, February 20, 2012.

  


  勿忘缩小范围


  当一家教育软件开发公司的联合创始人第一次遇到南加州大学首席技术官时，该首席技术官对该公司测试产品的反馈似乎相当积极。之前与该大学其他教员以及官员的谈话已证实，现有的学习管理软件存在重大问题。为了展示他们很好地解决了该问题，团队成员向该首席技术官展示了最小化可行原型：本质上是一个成本比较低的基于flash动画的软件版本，强调了他们认为对教育工作者来说最具价值的前20个功能。之后，他们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您愿意花多少钱购买这样的解决方案？”尽管该首席技术官一开始满怀热情，但他的回应——每年2500美元，也使该公司建立可持续发展业务的希望变得渺茫。


  在离开会议室之前，他们尝试了一种我们推荐的称为100美元研发游戏的工具。[1]要求客户为最想要的功能分配100美元的研发预算。当开发人员提出这个请求时，让他们感到很惊讶的是，该首席技术官居然为一个简单的拖放功能分配了80美元，之后在其他两个功能之间分配剩下的20美元，这是他们拜访其他大学时重复使用的模式。


  利用这一数据，该团队精心制作了一个新的flash动画原型，并带着一个仅包含三个功能（其中最突出的是拖放功能）的最小化可行原型，回访了那位首席技术官。直觉告诉你该首席技术官对这个精简原型的反应将会如何？事实上，他十分喜欢这个产品，提出以每年12500美元的价格获得该产品的许可权。通过关注最小化功能集，该团队以原预期五倍的价格售出了一款仅有1/10功能的未成熟产品。[2]我们在本书中强调要博采众长、发散，但是在开发最小化可行原型时，不要忘了收敛，以真正地确定解决方案的重要性。


  除了为单一原型增加许多功能之外，开发几个强调不同关键功能，以便了解客户如何反应（见“最小化可行原型不会伤害我的品牌吗”专栏）的原型是个好主意。即使是测试关键功能缺失的解决方案也有用。记住，目标是学习，测试单个最小化可行原型中更少的维度，将更容易学习。我们合作过的一个团队测试了一款缺乏他们认为增加价值的关键功能（同时也使FDA审批变慢）的医疗器材，发现了一个全新的实际上不需要该“关键功能”的市场。


  
    [1]Scott Cook, personal interview, May 7, 2013.

  


  
    [2]Amir Ef ekhari, personal interview, January 7, 2014.

  


  最小化可行原型不会伤害品牌吗


  一些人担心低保真度的最小化可行原型可能损坏公司的品牌。对于客户有成熟认知和明确预期（不确定性更低）的产品，由于客户会要求提供杰弗里·摩尔称为“整体产品解决方案”的东西，的确最小化可行原型可能比较危险。[1]但是，若公司发布未得到充分理解的新产品，这些产品通常被抱有更低期望值且更能包容最小化可行原型的创新者选择。因此，对抽样客户测试最小化可行原型时，你可能会侥幸成功。当然，对此你将会感到很尴尬。事实上，如埃里克·赖斯表明的，如果你并不感到尴尬，那么你的工作已经做得过多了，你其实不是在开发最小化可行原型。


  为了帮助打消这种疑虑，我们建议采取几种策略。


  首先，创建一个能明确传达该产品初始状态的单独品牌或附属品牌。举例来说，财捷用“财捷实验室”品牌发布所有最小化可行产品，而谷歌用的是“谷歌实验室”。


  其次，通过提供更高水平的服务，实现对最小化可行产品更高的测试满意度，将测试最小化可行原型的责任放在该单独品牌或附属品牌身上。举例来说，当三星在南加州发布一款尚处在实验阶段的冰箱时，向顾客开通热线，提供白手套服务（产品若有任何故障，三星公司承诺将在24小时内更换冰箱及冰箱内的所有物品）。确实有一位熟人参加了该实验，而且他的冰箱出了问题。他告诉我们：“他们对我的问题响应得如此之好，以至于从此以后我就只买三星的产品了。”[2]


  记住，你正在对抽样客户而不是全部人口进行最小化可行产品测试。你可考虑以有限的地理位置（特定的小镇）、顾客类型（早期采用者）或有限数量的顾客进行抽样。


  最小化卓越产品


  一旦有了最小化可行原型，并且已经验证过核心假设，下一步就是开发客户无法抗拒且喜爱的卓越产品了。我们是在花一个下午的时间观察财捷面向公司所有产品设计人员、开发人员和用户界面架构师的全球广播培训课程时，第一次听到最小化卓越产品（MAP）这个概念的。这个培训只关注一个问题：“卓越”是什么。


  财捷已经举办过精益创业培训，每个人都熟悉最小化可行产品的概念。但是，该公司创始人斯科特·库克却对该概念的一些方面不满意。“当你说‘最小化可行产品’的时候，工程师们自然将关注点放在了“产品”这个词上。因此，他们就想直接跳到创建产品上，”库克说，“新产品创意的早期阶段，我们希望工程师们仅是在做实验，解答他们突破性的假设。”[3]我们同意库克的观点，这也正是我们在使用最小化可行原型时，宁愿以“原型”代替“产品”的原因。但是，一旦最小化可行原型已经揭示哪些功能最有可能吸引客户购买，就是超越可行、实现卓越的时候了。


  最小化卓越产品的目标是提供一种解决方案，该解决方案在最重要的维度方面如此与众不同，以至于它可以激发客户的积极情绪。正如斯科特·库克所解释的：“在重要的维度方面你不会希望只是‘可行’，而是自始至终在保持窄得令人感到不舒服的关注的同时，在重要维度方面想要做到‘卓越’。”换句话说，你希望找到可能的最小化功能集，之后希望解决方案在这些维度实现卓越。但是，什么是“卓越”？你如何能够实现？


  当产品能够激发积极情绪（创造极大的满意度、平复焦虑或提高信心）时，客户就将其描述为“卓越”的产品。通常“卓越”的解决方案能够出乎意料地干一些能够激发积极情绪的事情。当一件产品或一种服务干了你意料之外的事情，甚至你认为不可能的事情，使你感到惊喜时，就能够激发积极的情绪，使你禁不住说：“太棒了！”


  苹果公司经常以这种方式实现卓越。当第一台iPod发布时，顾客惊呼：“哇！我真的可以走到哪儿就把歌曲库带到哪里了，太棒了！”当第一台iPhone发布时，许多顾客惊呼：“哇！我可以在手机上干这个（听音乐、拍照、上网等）了，太酷了！”史蒂夫·乔布斯有一句至理名言是——苹果的工作不是给顾客他们想要的，而是给顾客他们不知道他们想要（或需要）的。这就是为了激发积极情绪。


  当然，这样做障碍不小。如果产品仅仅完美地解决了需要完成的工作，但没有做到一鸣惊人，将会怎样？举例来说，戴森吸尘器宣称“具有两倍于任何其他吸尘器的吸力”。吸力更好真的能带来积极情绪吗？答案是：绝对能。但是，解决方案必须显著地优于替代解决方案（客户也必须关心吸力问题）。如果顾客对这一产品相比其他竞争产品好多少感到惊讶，那么该解决方案就激发了积极情绪。


  为了进行说明，财捷找到了其认为对一大群美国人来说都是问题的问题：普通纳税人填写复杂的纳税申报表很费劲。财捷从之前利用理论和虚拟原型所做的实验中了解到普通纳税人通常难以从W–2表中找到应该插入纳税申报表的信息（参见“如何进行成功的实验”专栏）。因此，财捷的设计师测试了一款最小化可行原型，该原型支持纳税人用手机或照相机拍W–2表，上传到电脑上，之后该软件从W–2表中提取数据插入纳税申报表的正确位置。测试表明，纳税人很喜欢这个创意，拍照之后数据就能神奇地出现在合适的位置。但是他们不喜欢接下来将数据上传到电脑的步骤，因为费时又麻烦。“为什么不能拍了照片就直接在手机上完成报税呢？”许多人问。


  财捷听取了这一建议，构建了一款原型，可以拍W–2的照片，把数据插入税务APP，快速在智能手机上完成报税（在用户回答几个基础问题之后）。这样就显著地为普通纳税人节省了时间，降低了报税的复杂程度。最初的测试表明该款名为SnapTax的APP支持普通纳税人拍照，在不到10分钟的时间内完成报税（财捷在广告中就是这样宣称的）。这的确是不可思议的。激起了用户强烈的积极情绪反应。SnapTax的一位早期用户给了五星评级，滔滔不绝地说太容易用了，毫不夸张地说，他就是在情人节约会的过程中完成了报税。夫妇两人对完成报税感到如此高兴，以至于说这是他们最棒的一次约会。你能够想象一款报税产品能够激发用户如此的反应吗？


  为了开发一款最小化卓越产品，财捷以普通纳税人（大约5900万人）为对象，找准关键痛点，之后坚持寻找一种解决方案，以意想不到的轻松方式解决该痛点。当然，最小化卓越产品一开始是令人满意的最小化可行产品。事实上，就第一款智能手机版SnapTax来说，90%的用户在手机上触摸了三下之后就放弃了这款APP。为什么？因为“一开始屏幕上就要求输入姓名、密码等创建账户，”SnapTax产品开发主管埃米尔·艾弗特克哈里说，“但是用户只想看看这款APP是如何工作的，他们不想创建账户。”[4]因此，财捷重新对该款APP进行了设计，以便用户触屏三次以内，就能看到完成报税并拍W–2表照片以启动程序的三个步骤。用户准备好申报之前，无须建立账户或进行付款（但这通常在10分钟之内即可完成）。重点是利用最小化可行产品快速改善那些能够激发情绪的功能，之后将最小化可行产品变为最小化卓越产品。


  当改进原型时，切记客户购买你的解决方案的目的是为他们完成一项工作，每项工作都有其功能、社会和情绪维度。你的解决方案可能在该项工作的这三个特征中的任何一个特征方面出乎意料，使客户感到卓越。但请记住：让每个人都感到卓越可能比较困难。构建最小化卓越产品时，请保持“狭窄地令人感到不舒服”。


  
    [1]Gary Rhoads, Michael Swenson, and David Whitlark,Boomstart（Dubuque,IA: Kendall- Hunt, 2009）.

  


  
    [2]Ryan Tate,Th e 20% Doctrin（New York: HarperCollins） pg.22.

  


  
    [3]Ben Blank, personal interview, May 6, 2013.

  


  
    [4]Massolution,The Crowdfunding Industry Report（Massolution, 2013）.

  


  如何进行成功的实验


  大多数人相信他们了解如何做实验，但当我们给高级管理人员和学生上课时，最初90%的时间他们都错了。他们错在哪里呢？


  · 无假设，无指标。在未建立清晰的假设，或未确定如何衡量所获得的东西的情况下，请勿进行实验。


  · 错误的工具。不要依赖焦点小组。他们很容易陷入群体思维。避免以调研开始。你尚不知道应该问什么问题。


  · 抽样有问题。确保跟相关的抽样客户讨论。实验人员经常选错人（为了贪图方便），或者跟每个人（全部人口）谈。而且在每次谈话之间不要修改解决方案，等到模式出现之后，再进行修改。


  相反，成功的实验在相关抽样客户身上快速测试最重要的假设，结果可靠，成本可负担。之后他们对结果进行评估。考虑财捷进行的以下一个简单的实验：财务经营团队想保留信用卡即将到期的小企业订购客户。该团队一直给这些客户发电子邮件，但大部分未回复，信用卡失效之后，通常会失去来自该客户的收入流。因此，为了找到更好的方式，该团队希望核实客户是否收到了电子邮件，电子邮件是否能够有效触发客户回复。“我们打算给客户打电话，了解他们是否已经收到邮件，使他们立即采取行动，而不是置之不理——小企业用户都很忙，经常忘了不是很紧急的事情。”财捷创新催化师温蒂·卡斯尔曼如此说。因此，该团队进行了一项实验，对很多客户并没有收到财捷发的电子邮件的假设进行测试。当团队成员给挑选的12个代表不同客户群体的客户打电话时，发现1/4的电子邮箱地址已被废弃，无法接收邮件。其他人则感觉没有紧急事情，没必要用电子邮件联系。该团队之后进行了另一项实验：他们聘用了一小组临时工，电话联系信用卡即将到期需续办的企业。新的沟通方式使其2013财年收入恢复超过800万美元。


  该实验以客户行为为数据，用明确的成功指标，测试明确的假设。尽管该实验成功了，财捷依然进行了几百次实验，在这些实验中，该团队快速了解哪些行不通，以及行不通的原因，从而探索其他创意。


  是否已确定解决方案？三种测试


  利用虚拟原型和最小化可行原型是个既具启发性又模糊的过程。当人们说“哇，他们真的确定了”时，你如何知道已经找到了正确的解决方案？我们推荐的几个测试可以帮助你“确定解决方案，并进行规模化”。


  惊喜测试


  如果你正处在理论或虚拟原型的早期阶段，那么我们建议进行惊喜测试，以衡量顾客对你的解决方案感到兴奋的程度。惊喜测试由两部分组成。


  首先，定性来说，在向客户展示原型时，你能看到他们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吗？或者他们只是礼貌而已？如果在客户的脸上看不到或从他们的声音里听不出极大的兴趣，那你可能需要进行改变。


  其次，定量来说，利用最高分为10分、最低分为1分的量表，询问顾客对于拥有该解决方案的兴奋度（10分为“非常兴奋”，准备购买该解决方案；1分为一点儿也不兴奋）。测试的目标应为不断改善惊喜分值，争取平均分值大于7。低于7分可能意味着客户仅仅是出于礼貌，你需要重新考虑你的解决方案。[1]


  净推荐值测试


  一旦有了顾客能够开始使用的最小化可行原型或最小化卓越原型，即可进行推荐值测试。推荐值测试有不同的版本，我们最喜欢用的是净推荐值（NPS）测试。回想一下，净推荐值基于这样一个问题：用最低分为1（一点儿也不可能）、最高分为10（非常可能）的量表打分，你有多大可能向同事或朋友推荐此产品或此服务？“推荐者”的答案是9或10，“被动者”为7或8，“贬损者”为1到6。一家公司（或一款产品）的净推荐值为推荐者所占百分比减去贬损者所占百分比之后的值（见图5–5）。


  [image: ]


  图5–5 净推荐值测试


  你的最终目标是核心客户群的打分为9分或更高，但是不可能一开始就能得到这么高的分，所以不要气馁。相反，利用我们讨论过的原型进行重复。80%或更多核心客户给解决方案打9分或10分，且平均净推荐值高于60%时，你不但确定了解决方案，而且创造了产品传播者。同时请注意，我们说的是“核心”客户群，而不是所有客户：你面对的最大挑战之一是仅关注一个客户群。10个客户就有可能要求你提供12个功能，导致你千头万绪。如之前提到的，如果你想取悦所有人，那么你将永远无法确定解决方案或将客户转变为传播者。获得关于原型的反馈之后，依据需完成的工作的功能、社会和情绪维度，寻找细分客户群的主题，之后将一些客户从你的关注中移除（告诉自己以后再为他们提供服务）。举例来说，谷歌工程师保罗·布赫海特在创建Gmail原型时，被告知要找到100个“幸福的”用户。“我当时就想：‘哦，这不很简单，谷歌有几千个这样的员工呢。’”布赫海特说。


  但结果是幸福的门槛的确很高，让人们说出他们很幸福实际上是一种挑战。我们实际上是一个一个问用户的。我们走近人群，问：“什么能够让您感到高兴？”有些情况下，他们的要求的确很苛刻，我们会这样回答：“好的，嗯，您很可能对Gmail不满意。”但对于其他人来说，结果是我们做得不多，但他们却感到满意。因此，我们应该干简单的事情，直至有100个人感到满意。虽然100个人听起来不是很多，但结果是人们彼此没有太大差异，如果你能够让100个人感到幸福，通常你就能让更多的人感到幸福。[2]


  因此，首先争取10个人对净推荐值打9分或10分，之后可以考虑扩展到100个人。[3]


  付款测试


  确定解决方案的最终测试方式是客户是否花钱购买。一些管理者可能害怕提一些有关客户（或终端用户）是否会付款的不易回答的问题，但是拖着不问就会使确定可行解决方案的日期延后。很多潜在客户一开始对原型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而到了要掏钱包付款的时候，他们却失去了热情。而另一些例子中，我们看到客户为尚不存在的产品提前付款。如Coin卡（可容纳多张信用卡）预售了几百万张，交付期却在一年之后。事实上，Coin的故事没什么特别之处：众筹（2013年度交易额即超过50亿美元，采用了一种投资人为商品预付款的付款测试形式）。[4]


  付款测试的核心是请求客户购买解决方案，不论是否能收到钱。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在最小化可行原型阶段或之后进行付款测试。测试期间，需要获得客户的可信承诺。


  只是询问客户是否会掏钱，效果不佳，只有实际的表现才算数。举例来说，财捷为其原型测试人员提供用信用卡重新下订单或购买的机会。测试人员在输入前四个数字之后，弹出一条信息，提示其联系方式已注册，将在产品完成最终测试之后再联系他们购买产品。


  这时，我们应该澄清关键的一点：我们没有要求你跑出去推销。听起来可能有点矛盾，推销常常强化单向沟通模式，这种模式抹杀了你对反馈的开放性。当然，在进行付款测试时，请牢记你实际上是在寻求客户反馈。如果客户提前付款，那太棒了。但如果客户犹豫或拖延，也请将其视为好的结果：这为你提供了一个可以直接询问客户解决方案尚有哪些不完善的机会。


  不要等太长时间再进行付款测试，因为这是决定解决方案是否成功的最后一项测试。管理者拖延付款测试，很久之后才意识到他们的解决方案既不可行也不卓越，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


  
    [1]“ChotuKool: An Innosight Impact Story,” video, Innosight, 2013.An abbreviated version is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innosight.com/ impact- stories/ chotokool- case- study.cfm .

  


  
    [2]Ibid.

  


  
    [3]Ibid.

  


  
    [4]Ibid.

  


  解决方案制定过程模板


  若要制定用于确定解决方案的过程，请考虑应用图5–6所示的解决方案制定过程模板。该模板反映了我们建议的方法——从解决方案头脑风暴入手，制定许多不同的解决方案。之后精选几个解决方案，利用理论原型针对客户进行快速测试。然后，利用惊喜测试，找到最能吸引客户注意力的解决方案。接下来，至少开发三个体现解决方案不同方面的虚拟原型，并针对客户进行测试。最终，你将利用上述测试方法，锁定一个你能将其开发成为最小化可行原型的虚拟原型。一旦到达最小化可行原型阶段，应利用净推荐值测试或付款测试，确定应重点突出哪些关键功能，并在不断重复以构建最小化卓越产品的过程中进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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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6 解决方案制定过程模板


  注意：切勿陷入能力陷阱


  大型公司致力于开发对取得成功至关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通常鼓励高级管理人员埋头苦干——应用使公司取得今天成绩的竞争能力。但是埋头苦干的大型公司面临重大的问题，应予以重视。一小部分公司偏离其核心竞争力，并以失败告终。大量公司在不确定时期埋头苦干，结果错失良机，或死于创新。


  超越目前的竞争力很重要：人们一般通过结合不同领域的技术和创意制定新的解决方案。这意味着在制定解决方案方面，广泛地搜索通常胜过小范围地搜索。如果你觉得在公司内部小范围内搜索更高效时，容易导致产生更多的不能使客户感到兴奋的解决方案。如果大公司希望解决新的问题，进入新的市场，则广泛地搜索技术和公司（可能通过联盟）十分关键。亚马逊是已在内部（也和其他公司合作）开发广泛技术的几家大公司之一，它利用这些技术制定了帮助其进入新业务领域的解决方案。


  打造卓越产品


  大约90%的初始方案不能确定重要的问题解。这就说明在发现其有哪些不足之前，就开始打造产品或服务有多愚蠢。也说明了为什么了解如何利用原型测试众多选项很重要。进行解决方案头脑风暴并构建原型将会使你的投资最小化，加速学习进程，并允许你对可能扼杀创意的假设进行测试。我们鼓励利用先广泛搜索然后创建理论、虚拟和最小化可行原型以及最小化卓越产品的流程，测试你的假设，回答重要的问题。记住一定要设计针对具体问题的原型，并利用明确的指标对原型进行评估。利用原型验证解决方案是在不确定条件下取得成功的关键。


  第六章 商业模式：验证市场进入策略


  创新商业模式正以空前的速度与规模改变着产业格局。


  ——亚历山大·奥斯特瓦德和伊夫·皮尼厄


  《商业模式新生代》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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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有115年历史的戈德瑞制造是一家在印度出售消费品的公司，主营家用电器，多年来在业内取得成功得益于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例如冷藏技术，以便为印度最富裕阶层服务。但随着亚洲其他地区的低成本竞争者进入印度市场，戈德瑞公司的市场份额开始快速缩减。在公司领导寻求应对方法时，他们发现一个惊喜——一个值得解决的问题：80%的印度家庭均缺乏冷藏设备。作为一家遵照最优秀商学院理念经营超过100年的公司，戈德瑞立即着手开发解决方案。特殊项目总监纳乌鲁兹·戈德瑞回忆道：“我们曾想当然地认为需要生产一款缩小版的冰箱，以求体积更小、价格更低。我们还有着先入为主的构想——如何通过大规模促销和花哨的广告来打造一个迎合这些用户的品牌。[1]”（见图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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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1 初始版冰箱


  资料来源：“ChotuKool: An Innosight Impact Story，” Innosight，2013.


  在创新视点（一家由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共同成立的创新咨询公司）的协助下，戈德瑞团队迅速了解到优先开发解决方案是错误的，并决定首先努力深入了解问题根源。作为行动的第一步，团队成员遍访印度，并为其初始的猜想谬误之深所震惊。据纳乌鲁兹·戈德瑞回忆称：“那是一次漫长而绝妙的旅程。有很多事情带给我们惊喜，也有很多事情使我们震惊。”[2]同顾客交谈时，他们意识到在印度农村操持家务的妇女面临诸多挑战，其中一项便是她们无法储存食物，因此不得不每天重复购买和准备食物，既耗时又费财。而且大部分潜在顾客仅享有间歇供电服务，因此同他们最初设想的一样，标准冰箱并非合适的解决方案。此外，鉴于当地的维修店或服务点非常少，农村地区尤甚，因此当冰箱发生故障时，这类顾客很可能无力承担维修费用。纳乌鲁兹·戈德瑞回忆道：“在了解所有这些信息后，我们意识到自己最初的假设相当错误。我们清楚，仅靠重新包装和重新配置现有的冰箱无法解决问题，因此这个方案被否。”[3]


  基于对亟待满足的客户需求的理解，戈德瑞团队决定解决低收入妇女面临的难题。在开发解决方案的过程中，他们测试了许多虚拟原型与最小的可行原型，并发现了所有解决方案都应具备的关键特性。比如，同传统冰箱的占地空间相比，团队目标客户群所需冰箱的占地空间应小得多，因其无法承担购买和储存大量食物的费用。团队还了解到，需要为冰箱配备一块电池，用以维持断电时的正常工作。鉴于印度某些地区的气温可达华氏90度甚至更高，在冰箱门敞开的状态下应将冷却损失降至最低。


  因此，团队反复试验，最终确定类似冷却器的解决方案：ChotuKool（北印地语中意为“小而凉）冰箱从顶部开启，可防止冷空气损失，它利用固态热电技术实现冷却，而非常见的冰箱冷却剂。此外，团队成员将冰箱所有部件（包括电池）都安置在冰箱盖子中，方便维修时拆卸（见图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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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2 ChotuKool冰箱原型


  资料来源：“ChotuKool: An Innosight Impact Story，” Innosight，2013; and G. Sunderraman，“ChotuKool:Innovating at the Bottom of the Pyramid，” 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2010.


  团队似乎已解决这一问题，且有了合适的产品方案，因此大多数公司会设想开发项目已获成功，并将产品整合进现有的商业模式——公司同客户沟通的方式及创造客户价值的方法。不幸的是，这种按既定模式得出的设想往往会破坏创新成果。比如，戈德瑞起初认为仅仅需要“同往常一样，利用声势浩大的广告宣传来推出产品”[4]，但当团队成员同客户交谈时，他们意识到女性客户、当地社区与支持群体在购买决策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如果想要成功说服女性客户购买产品，团队需要找到合适的沟通方式。


  团队开展一系列商业模式试验，在农村集市进行的一次测试中“推出”新ChotuKool冰箱，超过600名妇女和当地支持群体到场参加集市。集市上，团队发现了同这一客户群体沟通的最佳方式（应传达的信息，以及沟通渠道）。他们还发现，考虑到目标客户的家庭收入较低，ChotuKool冰箱的价格可能需要低于50美元。即便如此，仍有很大一部分客户需要筹措购买资金。


  这种定价约束意味着（已经使用50年的）传统家电供应链并不适用于向农村地区的客户推销一款低价低利润的产品。团队采用多个方法进行试验，尽可能多地同人们及专家交谈，以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最终，当戈德瑞副总裁兼ChotuKool项目负责人桑德雷曼在飞机上坐在一位大学副校长边上时，团队取得突破。桑德雷曼询问副校长如何替最小的儿子拿到申请表，副校长说所有邮局都能提供申请表。第二天，当桑德雷曼去邮局领取申请表时（邮局提供付费领表服务），热心的邮局办事员向他另外推荐了几所大学，且能提供相应的申请表，这让他十分惊喜。


  桑德雷曼意识到，遍布印度农村每个地区的邮局可能会是ChotuKool冰箱的理想销售渠道。进一步讨论后，戈德瑞团队还了解到邮递员在农村至关重要，农村居民视他们为知心朋友，甚至会邀请他们到家里喝茶。此时，团队意识到可以将邮递员纳入销售渠道，利用邮局搭建一条崭新的分销链。结合新的小额信贷方案，戈德瑞能够分配市场、销售ChotuKool冰箱并从中赢利。与此同时，还能改善当地村民的生活质量。[5]


  ChotuKool冰箱的故事告诉我们，即使明确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团队的任务仍没有完成。他们必须设计能够成功将解决方案应用于市场的商业模式。本章中，我们将重点放在如何验证适用于创新项目的独特的市场进入策略。


  
    [1]Additional sources for this story include G.Sunderraman, personal interview, February 14, 2013; and Eric Bellman, “Indian Firms Shif Focus to Poor,”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21, 2009.

  


  
    [2]Alexander Osterwalder and Yves Pigneur,Business Model Generation: A Handbook for Visionaries, Game Changers, and Challengers（New York: Wiley, 2010）.

  


  
    [3]Jefirey Dyer, Hal Gregersen, and Clayton Christensen, The Innovator’s DNA（Bost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 2011）.

  


  
    [4]Upsellsrefers to companies like Zynga or Skype of ering a free product and then trying to get customers to purchase a premium version.Among free business models this is of en referred to as “freemium.”

  


  
    [5]Suzanne E.Taylor,Inside Intuit: How the Makers of Quicken Beat Microsof and Revolutionized an Entire Industry（Boston: Harvard Business Press, 2003）.

  


  验证商业模式的每个组成部分


  商业模式意指公司的总体战略——公司如何为客户提供价值并获得客户为公司带来价值。衡量商业模式最重要的维度即公司为目标客户群提供的解决方案——价值主张。一旦你针对某一特定客户群体的重要问题制定出解决方案，你就需要准备测试并验证商业模式的其他关键组成部分，建立以数据为导向的、有效的市场进入策略。


  有多种工具可帮助你利用商业模式的维度进行思考，我们推荐其中的一种——由亚历山大·奥斯特瓦德与伊夫·皮尼厄制作的商业模式画布模板。以价值主张为首，该模板包含商业模式的九个组成部分。如想深入了解商业模式，我们强烈推荐阅读他们写的优秀图书——《商业模式新生代》。[1]基于已有的经验与研究，我们已经确定商业模式的六个组成部分，即画布模板的子模板。当你在市场中实施价值主张时，你需要验证这六个组成部分。我们将这个子模板视为商业模式简图（见图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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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3 商业模式简图


  商业模式的六个组成部分：


  1.价值主张（解决方案）。为目标客户群提供价值时，你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2.定价策略。为优化收益流并创造利润，你应该如何为自己的解决方案定价？客户愿意支付的金额是多少？他们倾向于哪种支付方式？


  3.客户获取：关系。你如何同目标客户沟通？你如何使他们确信自己需要你的解决方案？


  4.客户获取：渠道。你如何使自己的解决方案便于客户使用？你的目标客户最希望通过哪些渠道建立联系？


  5.成本结构：活动。你或者你的合作伙伴，需要开展哪些活动来顺利执行解决方案？


  6.成本结构：资源。执行解决方案时，哪些资源或资产最为关键？


  幸运的是，一旦你制定出优秀的解决方案，你就会清楚自己想要提供的价值主张。现在，你已经准备好探索并验证其他五个组成部分。我们建议从定价策略开始，这样你能弄清客户的付款意愿以及可能产生的收益流以便承担成本费用。


  下一步是制定客户获取与客户教育策略，并找到可以利用的渠道。成功实施这个步骤需要对客户消费链有深刻的理解（后文将做阐述）。接着，你需要弄清哪些活动最为关键。


  你可能会独自开展这些活动，或同合作伙伴一道开展。你还需要确定哪些是最重要的资源（资产，如品牌、专利、客户群、地理位置、工厂与设备等）以及如何有效利用或创建资源。


  设计团队画出的ChotuKool商业模式简图如图6–4所示。因其对应的是一个新目标客户群——低收入妇女——且其价值主张解决了一个重要问题，故ChotuKool产品需要一个不同的商业模式。这种新商业模式要求产品价格低廉，允许客户现付或通过小额信贷方案付款。它需要新的客户获取方式，将妇女作为客户沟通渠道，并将邮局打造为分销及沟通渠道。最后，它还需要新活动（低成本生产）与新资源（固态热电冷却技术与电池）。完整的商业模式简图说明ChotuKool如何创造与捕获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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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4 ChotuKool商业模式简图


  为强调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同客户一道验证你的每种假设非常重要，以ChotuKool为例，团队在推出ChotuKool冰箱时，实际上发现了一个新的客户群：在炎热季节售卖冰苏打水或巧克力等物品的商贩。许多销售员转而向这一新客户群推销。他们为这类客户服务所用的资源同部分用于其他客户群的相同，但需要新的客户获取方式。


  商业模式简图可用于捕捉你的假设：你认为的真实的商业模式。首先，就像在实践创新者的方法的其他任何阶段，写下你的假设，这将帮助你着重询问正确的问题、展开正确的测试并认识自己是否已经验证设想。你的目标应为画出一幅经验证的商业模式简图，就像ChotuKool的商业模式简图。


  
    [1]Ibid.

  


  制定定价策略


  我们最近为一个开发无线脉搏血氧测量袜的团队做咨询建议，其产品可帮助家长监测婴儿夜间的呼吸情况，用以防止婴儿猝死综合征等悲剧的发生。团队成员按照我们的流程来确定问题，首先，他们观察护士与母亲们的行为，并同她们交谈，了解她们面临的问题。随后，团队成员利用冒烟测试来衡量客户的兴趣点。出乎意外的是，冒烟测试引发全国媒体报道，超过500名家长发送电子邮件询问如何能立即买到该产品。在确信已经找到值得解决的问题后，团队成员开始制作方案原型，他们首先利用理论原型同专家及客户进行讨论，随后通过虚拟原型——产品简图——向家长展示将在宝贝反斗城（Babies’R Us）婴儿用品店出售的产品样式。接着，在同婴儿及家长测试后，他们会精心挑选出最可行的方案原型。


  当团队成员有信心自己整合解决方案时，他们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我们应坚持的售价应为多少？”作为定价的第一步，他们开展调查，询问潜在顾客愿意支付多少钱购买产品。调查并非制定产品定价策略的理想方式，因为买方通常不愿意透露真实的付款意愿。由于面临着不确定性，应及早观察消费者的行为。话虽如此，调查对象透露的支付金额可以作为定价假设的起始点，你能基于这个起始点更好地观察他们的行为。针对脉搏血氧测量袜，大多数调查对象回应说愿意支付约100美元。


  不幸的是，结合预计的生产成本及批发商与零售商所需的利润，以这一价格生产该产品并不能带来多少盈利。与其放弃，我们建议团队不如注意观察消费者的行为，而不是仅听他们说什么，应比较他们为相似产品支付的实际金额。


  于是，团队成员开车到最近的宝贝反斗城，查看婴儿监视器的价格，他们发现大多数产品的定价高于200美元。此外，当他们询问店员哪些产品的销量最高时，得到的回答是大多数家长会购买价格更贵的监视器。团队成员对此感到好奇，接着电话联系全国31家其他店面，结果得到相同的答案：大多数家长都会购买价格更贵的婴儿监视器。


  基于调查所得的信息以及对替代产品价格的比较，团队随后进行支付测试试验，在官网列出不同价位的婴儿监视器（价格从高至低排列），并配有一个“现在购买”选项按钮。当顾客点击购买按钮时，他们被告知已进入预订名单，产品上市后将收到通知。利用来自支付测试的数据，团队通过观察消费者行为——他们的实际购买行为——预估需求价格弹性（购买数量如何随着价格变化）。团队发现，200美元的定价能实现收益流最大化，并留有充足的盈利空间。


  价格敏感度测试工具


  团队大致采用了我们推荐的定价假设测试流程。第一步，观察当下最相近的解决方案如何定价。潜在顾客会将这类方案产品的定价作为价格参考点，你也可将这类价格作为自己初期定价假设的参考点。


  第二步，利用消费者调查来设定价格敏感度测试（price sensitivity meter,PSM），进一步完善你的初期定价假设。由荷兰经济学家彼得·范·韦斯滕多普开发的价格敏感度测试能帮助你通过调查目标客户来预估最优定价。我们建议使用传统价格敏感度测试方法的简化版，其中涉及两个价格问题：


  1.你认为过高以致不会考虑购买产品的售价是多少？（价格过高）


  2.你认为过低以致担心产品质量的售价是多少？（价格过低）


  在标准方法中，需用累积频率来描绘表明某具体价格“过高”或“过低”的调查对象百分比。图6–5所示为针对创新者的基因自我评估（innovator’s DNA self-assessment）所做的价格敏感度测试分析。创新者的基因自我评估是由杰夫·戴尔和赫尔·葛瑞格森针对个人的创新与执行技能制定的评估。[1]你可以通过描绘认为某特定价格过高的调查对象百分比来画出“价格过高”频率线。“价格过低”频率线从认为价格过低的调查对象100%比值开始，随着价格升高，频率线逐渐走低直至为零。“价格过高”频率线与“价格过低”频率线的交集点即为最优价格点（optimal price point,OPP）。当定价位于最优价格点（此例中为44美元）时，认为产品价格过高的消费者数量同认为产品价格过低的消费者数量相等。该价格即为消费者没有购买意愿与质疑产品质量两种情况之间的均衡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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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5 价格敏感度测试


  测试结果表明价格敏感度测试分析能够为你提供可用于支付测试的合理定价范围以及服务于最终目标的指示物：发现能获得最大收益与利润的需求曲线（demand curve）。在创新者的基因评估中，预计的最优定价为44美元。尽管范例中的定价以产品为导向，但是这种方法同样适用于认购定价、发牌定价、增销定价等。[2]


  一旦你拥有合理的价格范围，即可开展支付测试用以验证你的定价假设。脉搏血氧测量袜团队在公司网站上进行支付测试，它还通过安排人员站在玩具反斗城门店门口宣传产品图片来进行支付测试，询问顾客是否愿意预订产品。假如你设定三个价格点，并依此随机挑选三组目标客户来完成支付测试，每组100人，那么你将获得相应的数据来预计需求将如何随着价格点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并了解经济学家口中的需求价格弹性是什么。当你进行支付测试时，应考虑以高于最优价格点的价格为起始测试价格的优势，随后逐渐将测试价格降至最优价格点以下。


  当你运用定价工具时，记住你正试图找到的是适用于创建可重复商业模式的价格，而可重复商业模式需要能赢利的价格（且该价格应包含额外利润用以承担不可避免的误差）。因此，尝试了解你需要为不同层次的需求付出的成本是什么。定价工具的意义在于找到一种精确的方式来完善正确的定价假设，随后对其进行测试。


  
    [1]Ian C.MacMillan and Rita McGrath, “Discovering New Points of Dif erentiation,”Harvard Business Review, July 1997.

  


  
    [2]Ibid.

  


  确定客户获取策略


  当斯科特·库克坐在餐桌旁（这张餐桌至今仍保留在财捷总部，库克经常坐在旁边会见员工），他的妻子在抱怨手动记录财务多么麻烦时，他萌生开发财捷的首个产品Quicken的洞见。有了解决潜在问题的洞见，库克接下来花费数月时间同潜在用户讨论自己的假设，深入探索问题所在。


  在确信使缴付账单与个人理财变得轻松方便值得解决后，库克同汤姆·勒菲弗合作开发解决方案。这个二人组合同客户一道出色地完成了对多种原型的测试，以期获得正确的解决方案。比如库克闻名于世的壮举：他将一台电脑拖至在帕洛阿尔托举行的青少年联盟会议，让与会者在15分钟内利用他的原型软件开出一张支票。许多与会者从未用过电脑，有些不熟悉电脑操作的与会者甚至不知道输入键在哪儿。但当他们能够利用Quicken打印出支票时，库克意识到自己已能确定解决方案，并准备将Quicken推向市场。


  当时的消费者软件主要在大型零售店销售，如CompUSA。典型的客户获取策略是发起大型广告宣传活动。决定采用这一策略后，库克找到硅谷的风险投资家筹措资金。令他吃惊的是，风险投资家拒绝了他的筹款请求。尽管初始测试表明Quicken比其他财务软件方案要简单得多，但质疑者指出，在拥挤不堪的财务软件市场上，它只是第43个财务软件包。


  库克并未因挫败而中止Quicken项目，他直接找到零售店。库克至今仍能回忆起走到一家店门口时感受到的不祥预兆，他注意到店门外摆着一个装着软件产品的大箱子，上面标有“1折”的字样。当他请求零售商售卖Quicken时，店铺经理仅仅指了指折扣箱，说道：“这些就是我曾经决定要出售的软件产品。”[1]库克的绝望感愈发强烈，他尝试利用公共关系为这一新电脑版软件发起宣传攻势，并成功发布了一些公关文章，但销售业绩的涨幅甚微。最终，由于公司资金日渐减少，库克决定放手一搏来卖出一些软件，他找到在富国银行任职的朋友，请求他帮忙在富国银行集团的分行出售Quicken。尽管这一举措确实增加了一些销量，但不足以承担成本。很快，财捷的首席财务官找到库克，并告诉他一个坏消息：他们的银行存款已不足100美元。一切都结束了。


  库克退回所有租借的办公设备，将Quicken的拷贝堆成一堆，把夹板放在上面当作办公桌。当房东开始打听他们为什么没有办公设备时，库克用重新装修做托词回避这个问题。接着，库克尝试在更多的零售银行出售Quicken。与此同时，勒菲弗加快速度，编码制作出苹果版Quicken，希望能卖出更多拷贝。公司濒临倒闭。


  随之而来的是惊喜：在苹果版Quicken登陆富国银行分行后，库克开始接到客户的电话，他们想要购买这个软件。库克对此感到非常吃惊，他询问客户通过哪种途径发现了Quicken，致电者说是在以专题形式介绍新苹果软件产品的杂志上发现的。电话一个接着一个，库克总结出他和勒菲弗遗漏的重点：尽管他们非常努力地推销电脑版Quicken，但大多数电脑版软件客户通常只会在工作时使用电脑。与此相对，使用个人财务软件的用户会在家里使用苹果电脑。此外，这些用户获取新软件产品信息的渠道是一些重要的软件杂志，他们会依据杂志刊登的评价来决定是否购买。


  在对客户群体及其购买软件的优先方式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后，库克东拼西凑了12.5万美元，用这笔钱在目标客户经常阅读的苹果软件杂志上发起猛烈的宣传攻势。很快，电话开始响个不停，Quicken迅速成为美国排名第一的个人财务软件。[2]


  消费链工具


  财捷的经历并不是个案。同财捷一样，许多公司都会针对重大问题开发创新解决方案，但在向客户介绍并推销解决方案时，这些公司都会经历一段艰苦的历程。因为知名公司已经有熟悉的商业模式，他们通常无法意识到，在开发创新产品时，公司需要确立一个不同的商业模式，其中应包括同客户沟通的新方式。


  打造同客户沟通的渠道，并同客户建立联系，是非常重要的环节。要想获得成功，通常需要利用不同的渠道方案在消费链的不同点对大量信息进行测试。渠道方案包括直接面向客户的网站或销售队伍、经销商（如医药经销商麦克森公司）、重点零售企业（富国银行集团、百思买集团、美国卖鞋B2C[3]网站Zappos）、大卖场零售商（沃尔玛、亚马逊）、原始设备制造商（如通用汽车公司），或增值转销商（如系统集成商IBM与埃森哲咨询公司）。对财捷而言，幸运的是库克坚持对不同的渠道与客户获取策略进行试验。他最初猜想的最佳客户渠道是错误的，这个渠道策略几乎毁掉了公司。但随着对不同渠道方案进行测试，库克对客户如何发现个人财务软件以及如何决定使用并购买这类软件有了更深的了解。


  消费链可极大地帮助你了解目标客户并制定客户获取策略，这一概念由伊恩·麦克米伦和丽塔·麦克格兰斯推广开来。[4]消费链意指客户从最初意识到需要解决方案，到评估你的解决方案（与其他解决方案做比较），再到购买、使用你的方案甚至维持其间关系（见“消费链十问”专栏）的一系列行为。产品或服务的消费链可能有几分不同，有的消费链包含的行为更多或更少，[5]但总而言之，所有消费链都包含五种行为（意识、评估、购买、使用与关系）（见图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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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6 消费链


  
    [1]Jessica Livingston,Founders at Work（New York: Apress, 2008）.

  


  
    [2]Peter T iel, personal interview, March 16, 2004.

  


  
    [3]Livingston, 2008.

  


  
    [4]Ibid.

  


  
    [5]Phanish Puranam, Benjamin C.Powell, and Harbir Singh, “Due Diligence Failure as a Signal Detection Problem,”Strategic Organization4, no.4（2006）: 319–348.

  


  消费链十问


  为帮助你了解影响客户获取的因素，以下是你应该问的十个问题。


  意识


  1.客户如何意识到需要你的产品或服务？有没有办法能帮助他们更轻松或更方便地找到你的产品或服务？


  评估


  2.你的产品实际的用途是什么？客户会用你的产品来从事哪些工作？


  3.在做出最终产品选择时，客户认为最重要的产品功能有哪些？（假如他们用100分来衡量所有功能，将会如何分配这些分值？）


  4.在客户评估你的产品时，哪些因素最有可能产生影响（参考客户、评论家、专家、新闻、媒体、行业信息、直接推荐）？


  购买


  5.消费者如何订购和购买你的产品？你能否让购买方式变得更便捷？你的产品如何交付？你能否让产品交付更为便捷或有所创新？


  使用


  6.客户在尝试使用你的产品时遇到哪些挫折？他们是否会以你没有预期的方式来使用你的产品？


  7.在使用产品时，客户会需要哪些帮助？


  8.客户是否会做缩减产品寿命或有损其可靠性的事？


  9.如何修复、维护及处理你的产品？是否有机会让这些事情变得更加容易或方便（教客户如何使用产品以便降低维修概率，或是教客户如何自行维修）？


  关系


  10.客户可能同你的产品维系关系并对它进行宣传的方式是什么？你如何利用相互之间的客户关系来影响消费链中客户与非客户的环节？


  斯科特·库克在财捷所积累的客户获取经验表明：仅将Quicken融入多种渠道是不够的，了解目标客户如何知晓并评估新产品非常重要，这是你在创新时采用的独特市场进入策略中最为核心的部分。消费链会提醒你，首先要做的是在获得一位客户前，让他形成意识并做出有利评估（有关如何让影响者对你的产品形成意识并给出积极评价，参见“客户影响力金字塔”专栏）。


  客户影响力金字塔


  大多数有市场营销背景的经理人都知道我们很少能够直接影响客户，客户的购买决策受很多其他因素影响。客户影响力金字塔通过对不同影响力的描述补充消费链。


  图6–7中，距离公司最近的影响力代表你最能掌控的部分，而距离客户最近的影响力则代表最能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的部分。在距离你最近的影响力中，合作伙伴包括渠道合作伙伴、经销商以及与你在同一战线且致力于将产品推销给客户的互补品生产商。尽管你对这些合作伙伴的营销信息有着较大的影响力，但同其他影响力相比，这些营销信息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影响较小。比如，戈德瑞公司本可以同电器商店合作一道销售ChotuKool冰箱，他们可一同向客户宣传该产品的优点，但和拥有受人尊敬的妇女作为推销者相比，这一方法的有效性较小。


  接着，作为一家公司，你可以通过广告、促销与社交媒体轰炸式宣传来构建自己的营销信息，但通常情况下，它们不会对消费者购买决策产生较大影响。我们无法对优化这些营销手段的科学方法做详细描述，这可能同本文主旨无关。当你面对不确定性时，最关键的是了解客户关注的内容，以及他们希望完成的待完成工作所包含的要素（社会要素、情感要素、功能要素等）。利用这两点，你可以设计出有效的客户获取策略，因为你的目标是客户的待完成工作，且采用的是客户关注的渠道。


  [image: ]


  图6–7 客户影响力金字塔


  影响者能在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形成中起到显著作用。影响者可分为四类：专家，例如产品评审员、意见领袖或产品评估人；行业信息，例如博客、客户评论，以及论坛讨论；媒体与新闻，这类影响者的关注点能主导客户感知；参考客户，他们可向客户传达解决方案的合理性与舒适度。对戈德瑞公司而言，事实表明关键影响者是当地社区杰出的女性——她们是社交活动中的中心人物。对其他公司而言，这些影响者可以是线上产物，也可能存在于现实当中。比如，骷髅音响公司（Skull Candy）成功将耳机品牌化，随后赞助极限运动员来佩戴耳机，以此影响其他客户来购买耳机。了解并管理你的影响者是成功的关键。


  人人都知道，从认识并信任的朋友那里得到的口口相传的推荐会对个体消费者的购买决策产生最深刻的影响。开发令客户愉悦的解决方案是获得口碑效应的最佳途径。你应当运用我们已讨论的原理来探索不同的途径，以便创造客户间的口碑效应。举例来说，Dropbox（一种网络存储云盘）凭直觉采用客户获取策略，最终为获得早期客户花了很高的成本，其在AdWords（谷歌公司的一种广告服务）上支付近300美元来获得用户，而用户最终支付的年费仅为100美元。随着Dropbox的不断尝试，它发现了更为有效的客户获取方式：为现有用户提供免费存储空间，以此要求他们邀请新用户。这一推销模式花费甚少而回报巨大，同时可提升产品的扩散率。


  当你试图获得客户时，一定要注意你的客户获取成本。原则上，客户获取成本应低于客户终生价值的1/3，为在不确定的情况下难免做出的错误假设留下充足的弥补空间。随着创新方案日渐成熟，你可从简单的度量标准，如客户获取成本或产品扩散率，过渡到优化方法，测量客户获取漏斗模型，评估产品激活、产品保留、产品推荐以及收益。


  即使你拥有合适的渠道，创造客户意识、生成积极评估并催生购买行为仍可能是一种挑战。以默克公司为例，它发布一种新型选择性血清再吸收抑制剂（SSRI）[1]，这是一种抗抑郁剂。尽管这种新药同百忧解（Prozac）的化学机理相同，能产生同样的药效，但在拥挤不堪的市场上，SSRI的表现不佳，初始收益让人失望。默克公司转而重新规划，以开处方的医生及有抑郁、忧虑或焦灼感的消费者为切入点来探索客户需求。公司了解到，在决定开处方或购买前，医生与消费者都会将特定的产品同特定的标签联系起来。比如，百忧解和“抑郁”标签紧密相连。因此，当患者来到医生办公室抱怨深感抑郁时，医生通常会立即本能地开出百忧解的处方（部分情况是患者听从朋友与家人的建议，要求医生开具百忧解的处方）。


  在研究消费链时，公司还发现许多消费者希望医生能减缓自己的焦虑感，而非抑郁感。尽管选择性血清再吸收抑制剂同样能够帮助治疗焦虑，但研究表明，“焦虑”标签没有同任何一个特定的产品相关联。默克公司做出重新部署，将产品宣传紧紧围绕“焦虑”标签，发起了一场新的市场营销攻势，将产品突出描述为“新型”抗焦虑药物。尽管默克公司使用的渠道同以前相同，但和客户沟通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使得销售额从数百万美元疯涨至数十亿美元。


  此外，有时你无法使用现有的销售渠道。如同戈德瑞公司为销售ChotuKool冰箱所做的努力，你需要创造新的销售渠道。但请注意，戈德瑞公司并没有从零开始打造新的销售渠道，相反，它依靠的是印度邮局的行动力与资源。比如，当西麦斯发现其经销商没有有效满足最贫困客户的需求时，它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采取了相同的措施。在采用极端方式了解客户后（实际为同最贫困客户一同生活数月），西麦斯的团队意识到客户想要的并非团队一直努力推销的产品：成袋的水泥。相反，他们想要用水泥盖成的房子，而西麦斯的经销商们既无法提供也不想提供这样的房子（实际上，许多经销商有贪污行为，损害了产品质量）。西麦斯的团队开发出自己的销售渠道来交付水泥，并为客户提供建议与资助，其产品和服务能帮助客户实现盖水泥房的愿景。通过这种方式，西麦斯在这一看似并无吸引力的市场上取得斐然成绩。


  成本结构：关键活动与资源


  一旦确定价值主张（解决方案）、定价策略与客户获取策略，你就接近完成一个规模化的商业模式。最终的挑战是为交付解决方案确定合适的成本结构——关键活动与资源。关键活动意指公司或其合作伙伴必须参与的流程，用以成功运营：从软件设计到制造再到产品交付或服务。这些是传递价值主张最为关键的活动。关键资源意指对价值主张而言最为重要的资源。这类资源可以是实体资源（如土地、工厂、设备）、智力资源（品牌、专利、数据库）、人力资源（科学家、工程师、销售员），或财政资源。了解你的成本结构非常重要，如果你不清楚如何以低于客户支付意愿金额的成本交付解决方案，那这说明你并没有准备好推出并规模化你的产品。


  网络货车公司是一家网上杂货配送创业公司，它在互联网泡沫破裂后，于倒闭前“烧掉”近十亿美元，留下一个轰动的警世故事。网络货车公司的团队猜测市场确有杂货配送需求，于是其团队计划用配有集中配送中心的杂货送货上门服务来替代成本高昂的实体杂货零售商。公司花费十亿美元用于设立配送中心与开发配送网络，不料却发现它所做的关键假设并未经检验。比如，网络货车公司假定平均客户订单金额为100美元，则公司能够在开办三个月内，以全部力量生成足够的订单来运营其开销巨大的配送中心。然而，实际需求量比假设量少得多，且订单金额比假定金额低得多（平均为81美元），而导致网络货车公司破产的真正元凶是配送成本：每单配送成本约为27美元。最终，单纯执行计划却没对被忽视的不确定性进行试验导致网络货车公司破产。


  网络货车公司如何在不投入任何资金的情况下对客户需求与配送成本的不确定性进行试验？答案是：借用资源、延迟成本支出或模拟资源，而不是直接构建资源。网络货车公司本可同当地杂货店合作配送，弄清客户订单的实际规模（从而验证实际需求）。它本可通过多种途径进行试验，找到分拣与配送客户订单的最有效方式，从而了解在高峰期且温度高达华氏100度的情况下配送冰淇淋会遇到哪些挑战。至少，它本可了解实际的配送成本。利用其他公司的活动与资源来对成本结构进行试验，将所有成本定为可变成本而非固定成本，而网络货车公司本可在进行可观的固定成本投资前消除成本结构的关键不确定性。


  在斥巨资购买高成本资源后，网络货车才意识到其成本结构过高，导致客户需求与支付金额无法收回成本。有趣的是，亚马逊公司最近在西雅图地区试点亚马逊生鲜服务，进军杂货配送领域。此时此刻，这似乎是一个有限试验。但作为最大的网上零售商，亚马逊公司已有多年的实践经验：供应链管理、机器人技术的应用、拣配库存、产品包装及装运。亚马逊公司明白若想在杂货配送领域获得成功，必须实践这些网络货车欠缺的方法。


  此外，亚马逊公司拥有网络货车不具备的关键资源，包括大型运营配送设施、设备、信誉品牌，以及对高效执行任务所需关键技术有着深刻认识的员工。亚马逊公司甚至对无人机送货开展试验。即便已具备所有这些资源，亚马逊公司仍在全面推出杂货配送服务前，对其商业模式进行试验（尤其是高效完成杂货配送所需落实的活动与利用的资源）。我们期待亚马逊生鲜能在这个领域旗开得胜。


  保持成本可变，维持结构灵活


  解决成本结构问题的第一步是列出关键活动与关键资源，并预估每项成本。传统管理思维会鼓励你投资固定成本（如购买定制注塑模具、建立专有后端，或购买设备等投资）来降低单位成本。但固定成本需要更多预付资金，且对投资规模的敏感度高，如在具有不确定性的情况下进行固定投资，其危险性更高。我们已经目睹许多失败的投资者将宝贵的资金用于看似符合逻辑的固定成本投资，不料却发现实际需求大大低于预测需求。因此，我们强烈建议彻底改变传统金融逻辑：在试验中，将所有固定成本转变为可变成本。


  比如，一个人想要经营快餐业务，但他没有购买厨房设备，而是在非工作时间租用一家餐馆的厨房。当销量足够大时，他仅在出现有效的收益流后才用数百万美元建造一家工厂，以便在全国拓展业务。在测试商业模式时，假如你不得不在售出每单位产品时用一些资金来维持成本结构的灵活性，那么从短期来看，这些花费是值得的。这些就是对学习的投资。在判断何时可接受更高的可变成本时，记住一点：不确定性越高，灵活性的价值越高。


  作为一般原则，你应尽可能借用资源、延迟购买资源或模拟资源。如今，公司早前运营需要的大部分资本密集型设备或服务资源都可通过外包服务轻松获取。比如，需要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与服务器容量的公司可从亚马逊等公司购买处理器服务以及云存储服务，无须自行建立服务器。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务可小规模地外包给当地的灵活制造商，或大规模外包至亚洲。互联网技术与服务可外包至印度，如此可大幅缩减成本。


  诀窍是在延迟成本支出的同时消除不确定性，确定哪些活动与资源在向客户交付解决方案的过程中最为重要。与其因设施、设备、租赁、房屋租金、员工工资或其他任何开销花费投资，不如尽可能延迟成本支出。你可以利用各种能找到的免费工具（如谷歌文档、Skype网络电话和Quora问答网站），还可考虑外包、众包、开源、授权开发或替代解决方案中的某些组成部分，而非自行开发。


  
    [1]For more detail on dif erent kinds of pivots, see Eric Ries,The Lean Startup:How Today’s Entrepreneurs Use Continuous Innovation to Create Radically Successful Businesses（New York: Crown Business, 2011）.

  


  商业模式简图模板范例


  为说明如何捕捉有关商业模式的初期假设，并随后记录已经验证的假设模式，请参见验证前后的ChotuKool冰箱商业模式简图。图6–8为ChotuKool冰箱商业模式的初期假设，其中对价值主张（及生成的资源与活动）做出了明确定义，但定价要素与客户获取要素并不明确，需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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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8 ChotuKool冰箱商业模式假设简图


  由于ChotuKool团队完成了产品商业模式要素的测试与验证，他们最终可对市场进入策略进行验证。图6–9所示为通过试验与验证环节最终形成的商业模式。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在制定商业模式的最后阶段，ChotuKool团队仍可发现惊喜，随之必须调整模式。最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可用车用蓄电池充电从而延长冷却时间，ChotuKool冰箱成为可供小卖部商贩采用的完美解决方案。非政府组织合作伙伴，如达摩生活，同样在销售ChotuKool冰箱，这使得初出茅庐的创业者同样能够销售可改善印度农民生活质量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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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9 经验证的ChotuKool冰箱商业模式简图


  注意：别让你的商业模式扼杀创新


  大型公司喜欢利用已有的活动、能力与资源，通过相同的销售渠道，采用相同的营销信息及流程，并运用相同的定价策略，向相同的客户推销新的价值主张。换而言之，公司通常希望能高效完成任务。它们想要开发所有新的解决方案，但采用的是相同的商业模式，且会优先利用公司已有的业务单元。


  产生这种行为模式的根源在于大型公司的宗旨是执行，而非寻求新的机遇。这对创新而言是个大问题：


  第一，这意味着公司经常拒绝考虑开发不适用于现有商业模式的解决方案，而这则意味着它们错失许多新的成长机会。


  第二，大部分商业模式的要素之间具有相关性，因此，假如你改变其中一两个要素，通常情况下，你必须改变其他要素。比如，在首次通过邮件向客户发送DVD时，网飞公司反复研究并优化其商业模式。尤为特别的是，网飞公司获得包括配送仓库与专业分拣装置在内的资源，并培养出高效补充与分配DVD库存的能力。当视频点播（video on demard,VOD）首度出现时，网飞公司将其作为一种附件组件进行试验，很快发现这种技术有着比最初预期更强的能力与更多的需求。但这一新解决方案同样需要不同的资源：在VOD领域，配送仓库毫无用武之地，其原有的许多功能无法发挥作用。值得称赞的是，网飞公司的高管们意识到了这一点，并试图将邮购DVD业务从Qwikster网站的业务中分拆出来，以便为创造新的商业模式预留空间。因为尝试将这两种商业模式有组织地划分为独立的业务，网飞公司最初使很多客户感到困惑与失望。尽管网飞公司本可以将原有模式的业务部门管理得更好（网飞公司股价从超过300美元降至50美元），但从长远来看，划分出的独立业务确实带来了好处，可帮助公司重视并调整商业模式，使其适用于不同的客户属性。今天，网飞公司超过75%的业务均为VOD业务，其股价已涨至超过300美元。相反，因邮购DVD业务与VOD业务同其商业模式相冲突而长期忽视这两项业务的百视达公司最终破产。


  大型公司倾向于利用现有商业模式，而非制定新的模式，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同戈德瑞公司、财捷、西麦斯及其他公司发现的一样，适用于创新解决方案的商业模式可能同你预期的大不相同，且同你已有的商业模式也不尽相同。试图将破坏性创新解决方案强行嵌入已有的商业模式只会摧毁这些方案。可以通过创造新的业务单位，或拆分甚至创造一个包括新商业模式的独立业务单元来为设定新的商业模式创造空间，不要害怕这种改变。


  获得回报


  在准备全面规模化生产之前，确定商业模式简图中的六个组成部分非常重要。在创新者的方法描述的每个阶段，制定最优价格策略、客户获取策略（客户关系与渠道）以及成本结构（活动与资源）时，都应做出明确假设，之后根据假设确定商业模式，接着同客户开展试验来验证这些假设。将解决方案投放到市场的方法有许多种，应利用对商业模式的探究来测试不同的方法组合。我们提供更多的技巧、模板和工具帮你完成创新流程，请访问www.theinnovatorsmethod.com。


  第七章 发现问题后，果断调整方向


  对于你犯的这个错误，我感到很高兴。因为我希望我们经营的是一家行动迅速且时时处于忙碌状态的公司，而不是处处小心……如果我们没有犯过这样的错误，那说明我们还没有承担足够的风险。


  ——谷歌首席执行官拉里·佩奇对一名损失数百万美元的公司高管说


  贝宝联合创始人马克斯·列夫琴上大学时主修计算机科学，读书期间就对安全和加密技术产生了浓厚兴趣。不久以后，列夫琴编写了PalmPilot软件包，用以取代信息技术管理员必须随身携带的密码生成设备（每台安全计算机或每个安全系统都需配备一个密码生成设备）。在软件包的下载量成百上千且获得资助用于开发更多支付功能后，列夫琴搬到硅谷追逐梦想：创办一家提供轻巧安全软件的公司。


  到达硅谷后不久，列夫琴顺道参加了在斯坦福大学举办的一场加密技术讲座。在场的只有六人，因此同对冲基金经理彼得·蒂尔展开对话并非难事。彼得·蒂尔对运用加密技术来保障金融交易安全非常感兴趣，二人一拍即合，很快创办一家为手持设备（如PalmPilot）提供安全软件的公司。


  当列夫琴同蒂尔讨论哪种安全产品将带来最大影响时，他们决定开发可帮助企业安全进入信息技术系统的安全软件。但他们没有选择自己开发程序，转而开始开发待由软件开发商授权的安全软件库，而软件开发商即将形成热潮。列夫琴回忆当时的想法：“随时都有可能出现上百万人希冀自己手持设备的安全性能得到保障，然而这种现象并未出现。”[1]因此，团队做出重大调整：一次关键转向。在公司第二次转型后，他们自行为企业客户开发安全软件。不幸的是，尽管客户在初期热情高涨，但没有出现付费客户。于是，列夫琴和蒂尔再次改变公司战略。他们尝试通过提供可存储信用卡号及密码的电子钱包来吸引客户。然而，电子钱包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因为与其使用电子钱包，人们使用实体钱包也很简单（且经常必须这么做）。


  这使得公司第四次改变战略，团队尝试用不同的解决方案来解决不同的问题：提供允许利用PalmPilot储存钱款的软件，且可实现从一台PalmPilot电子转账至另一台。这一商业创意吸引了硅谷的顶级风险投资家，贝宝软件获得首轮融资。在获得许多风险投资家青睐的Buck’s餐厅，贝宝软件的投资商在一台PalmPilot上预存450万美元，然后转账到列夫琴和泰勒的PalmPilot。贝宝软件似乎开始走上正轨。


  贝宝软件起初增长迅猛，每天的下载量高达300，由于美国有大约300万人使用手持掌上电脑（PDA），受此人数的限制，贝宝软件的下载量很快趋于平稳，增幅锐减。因此，列夫琴和泰勒考虑扩大客户群，他们通过观察发现许多客户想要实现PalmPilot和计算机之间的同步，希望可通过互联网向其他拥有计算机或PalmPilot的人转账。“我们有了在电子邮件中附加转账功能的想法，”泰勒回忆道，“美国有1.2亿人使用电子邮件，这就能让贝宝软件的扩散范围大幅增加。你不用见面就能转账。”[2]为验证这一想法，团队开发出网站版贝宝，其中附有一个演示，告诉用户如何在电子邮件中附上钱款。尽管团队建立网站版贝宝的目的是为了增加技术已经成熟的PalmPilot版的下载量，但在2000年年初，他们发现一个出乎意料的用户来源给网站带来惊人的流量：一家叫作亿贝（eBay）的网站有大量用户要求使用贝宝付款。


  贝宝团队最初认为亿贝卖家过于分散且声名狼藉，因此没有在亿贝网推出贝宝支付功能。据列夫琴回忆：“有那么一阵子，我们一直在奋斗，拼尽全力，对疯狂的亿贝人说：‘走开，我们不需要你们’。”[3]但随着网站流量持续增加，团队开始自问：“假如这些疯子才是我们真正的用户呢？”


  于是，团队开始做出第五次重大改变：在接下来的一年主力开发网站，疯狂进行迭代来完善网站功能。用户数量呈爆炸式增长。由此，团队做出第六次重大改变：尽管PalmPilot版贝宝已吸引1.2万用户，但网站版吸引了150万用户，于是团队关闭PalmPilot版，随后成为我们现在熟知的贝宝公司，并于数年后被亿贝公司以1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


  回首过往经历，列夫琴回忆称：“最初成立公司的目的根本同支付无关。”[4]尽管列夫琴可能已经成为全球最著名且富有的企业家之一，但他的创新却源于一个错误的猜想：实际上，至少是四个重大的失准猜想。但他并不是唯一一个，其他一些当代经济的支柱人物同样犯过这类错误。微软公司以出售程序编译器而非操作系统起家。赛门铁克公司（Symantec）最初开发的是人工智能产品，而不是杀毒软件。除技术产业外，在最终于漱口水领域大获成功前，李施德林（Listerine）的制造商销售的是医院消毒液、地板清洁剂、洗发水和须后水。在成为有史以来最广为人知的玩具商之前，培乐多公司（Play-Doh）出售的是墙纸清洁剂。


  遗憾的是，大部分公司和经理人都极力避免自己犯错。公司内外时常将犯错视为创新者能力不足的表现，因为他们没能预见问题，但这实在是一个错误的态度。面对不确定性时，没有人能够预见问题。所有想法都是猜想，而市场是验证猜想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然而，因为我们的错误态度，大部分经理人认为应避免犯错，于是他们不去创新或从不验证最初的想法，但你现在应明白，几乎没有人能避免犯错。事实上，最近的研究证实，由于许多经理人害怕犯错，导致已经成立的公司经常延迟创新而无法抓住机遇，最终错失良机并发现自己的想法是错误的。[5]


  我们对成功创新者的研究表明：在面对不确定性时，你应时常准备犯错。犯错是成功创新的基本环节，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唯一的失败不是失败本身，而是无法及时明白自己犯了错。


  发现自己犯错时，你需要做出改变，进行关键转向。很多人都知道改变的基本理念，但所有创新者都会面对一大挑战：知道何时应进行关键转向或何时应继续坚持原有策略。


  
    [1]The research project consisted of two parts: first, a formally structured, multicase inductive study following ten innovators for a year, observing how innovators managed the change process, and second, a convenience sample of established corporations pivoting during innovation.

  


  
    [2]For more detail about Aardvark’s evolution, see Thomas Eisenmann et al.,“Aardvark,” Case 811064（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2001）.

  


  
    [3]For example, see Noam Wasserman, “ Founder- CEO Succession and the Paradox of Entrepreneurial Success,”Organization Science 14, no.2（2003）: 149–172; Warren Boeker and Rushi Karichalil, “Entrepreneurial Transitions: Factors Inf uencing Founder Departure,”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5（2002）: 818–826.

  


  
    [4]Ryan Smith, personal interview, May 9, 2013.

  


  
    [5]Nathan Furr and Paul Ahlstrom,Nail It then Scale It（Salt Lake City, UT: NISI Institute, 2011）.

  


  什么是关键转向


  最近，创业者们在精益创业活动中经常会用“关键转向”一词来形容一种特定变化：篮球中的“关键转向”意指球员在保持一只脚踏地的同时调整或改变方向。[1]该术语能帮助你提醒自己在面对不确定性时，接受需要做出改变的现实；但当你做出改变时，应利用积累的经验与知识，以它们为改变的基点，而不要丢弃它们。在进行关键转向的过程中，你会改变想法中的一个维度。这样做旨在发现新洞见，假如你一下子改变多种维度，则将无法获取这些新洞见。


  这就是说，对于我们而言，关键转向并不代表优化解决方案或完善销售策略，这些属于迭代的范畴。当数据表明你已能完全确定问题、解决方案或商业模式后，你才会采取迭代措施。相比之下，假如你不能确定问题、解决方案或商业模式，还可尝试采用更有希望成功的新方法，这种尝试称为关键转向。


  在某些情况下，你可能因为试验数据与原型数据表明现有问题并不值得解决或超出你的能力范围而进行关键转向，尝试解决一个新的问题。贝宝公司早期的转变——从安全软件到电子钱包，再到最终转为金融交易——就是为解决新问题进行的关键转向。从早期的模型中，列夫琴和泰勒发现客户的痛点并不重要，且市场实在太小。


  你还可能为制定出合适的解决方案而进行关键转向。贝宝公司将金融交易的载体从PalmPilot变为电子邮件就是一次针对解决方案进行的关键转向。公司解决的仍是同一个客户难题，却采用不同的解决方式。然而，同PalmPilot的用户相比，这一利用计算机实现的解决方案带来了更多的客户，因为使用计算机的人更多。解决方案的变化同样改变了商业模式，尤为明显的是目标客户与销售渠道的变化。基于PalmPilot的解决方案将目标客户确定为收入较高的经商个体，通过PalmPilot搭建销售渠道——优先预装软件。与之相比，基于计算机的解决方案将目标客户确定为在线卖家与买家，如亿贝网用户。这一变化需要采用不同的销售策略，其关注焦点为在线买卖网站。


  你可能还会想要进行关键转向来解决一个新问题、制定一项新解决方案（与新客户细分策略），或是改变商业模式中某一关键要素：定价策略、客户获取策略（客户关系与渠道）或成本结构（活动或资源）。鉴于创新者的方法中所有这些步骤之间都具有相关性，为解决新问题而进行的关键转向还会导致解决方案及商业模式发生变化（当你尝试解决一个问题，但发现采用的解决方案实则解决了另一个问题时，这是一种例外）。为制定新解决方案而进行的关键转向时常会导致商业模式中的不同组成部分发生变化。最后，由于商业模式的要素之间具有相关性，为改变商业模式某一要素而进行的关键转向经常会引发商业模式的其他要素发生变化。


  不要畏惧这些变化。相反，你应当意识到，在对问题、解决方案与商业模式的不同构造因素展开检验时，进行关键转向的目的在于实现系统搜索与试验，而这些搜索与试验可能极具价值。


  了解关键转向的时间与方式


  关键转向是一个强大且自由的概念。它解放人们的思想禁锢，承认没人能在面对不确定性时做出准确猜想，进行改变以适应这些不可避免的错误是完成关键转向这一过程的一部分。但除去其概念中的自由解放意蕴，确认何时应进行关键转向及其方式是一项关键能力。


  话虽如此，资料表明人们对如何有效利用这一工具的认识非常有限。为了更好地填补这一空白，我们开展了分为两部分的研究项目。[2]研究表明，经理人可通过变化来调整被证实失准的假设，并从中受益。同时，进行关键转向同样有风险，比如，有时人们因“转向过度”而无法注意到宝贵机遇的重要线索。在其他情况下，公司会“转向不足”，为发现同样的重要线索而执着于一个想法太久；而创新者可能不停地自问是否应做出改变，最终以这种奇怪的反常理方式失去创新的勇气。


  关键转向周期


  我们的研究项目对十家公司进行跟踪调查，观察它们的创新过程。在其中一项调查中，我们和一个创新团队的领导者丹（化名）进行交谈，他的团队致力于开发新软件来帮助公司团队改进任务协调机制。在我们两个月一次的采访中，丹对团队项目的方向感到非常苦恼。他明白进行关键转向的重要性，每个月都会对客户问题、解决方案或商业模式的某个维度做出一点改变。但每个月的客户参与度指标没有任何提升或提升幅度有限。丹对每次改变都纠结万分，他问我们：“我这样做对吗？还是应该尝试一些从未做过的事？”


  从局外人的清晰角度看，丹犯了几个错误。首先，他不清楚自己测试的是哪种猜想。如果没有假设，则很难辨别想法最终会走向成功还是失败。他没有建立任何清晰的假设，因此丹倾向于在真正了解自己的猜想是否正确前就停止活动，做出改变。相比之下，大部分没能建立清晰假设的经理人面临一个相反的问题：由于始终无法真正意识到自己的假设已被证实是错误的，他们会一直坚持自己的假设。这就是财捷的执行官布拉德·史密斯和库克坚持不做任何试验，直至他们能给出一个数值型假设的原因。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能辨别假设是否正确。


  其次，丹改变的内容过多，且改变速度过快，因此无法确定他是否学到任何东西。完成关键转向与迭代的感觉很棒，因为丹认为自己在采取行动，且在某些情况下，他能看到许多改进。然而由于他没有对进行关键转向的时间与方式深思熟虑，结果在有机会了解客户真正想表达的意思前，丹对每条客户反馈都反应过度。


  最后，更糟糕的是丹经常自问：“我是否应该开始关键转向？”从而耗费大量心力。如同任何被过分解读的决策一样，假如公司总在质疑“我们是否应该做出改变”，那么改变决策同样能耗尽公司的创新勇气。陷入这种模式的公司浪费了许多宝贵时间。此外，这种优柔寡断的行为更容易使公司因一点点负面客户反馈（任何情况都会出现一些负面反馈）反应过度而过早地放弃想法，或是因为无法下定决心做出改变（设计最初阶段的经典挑战）而导致反应不足。


  那么，在避免改变过早或过晚的同时，如何克服导致关键转向停顿的障碍？答案是：利用规定时间限定的最后期限来回答你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从贝宝公司总结的经验是设置关键转向周期的必要性：通常情况下，可设置两三个月的周期来开展试验，回答有关问题、解决方案或商业模式的关键因素。这个周期应能提供足够的时间用于测试与深入研究，但同样应有时间限制来推动快速发展。在周期结束时，你可对关键问题的答案进行评估，然后决定是否做出改变。


  一般说来，设置两三个月或者更短时限的关键转向周期的效果最好（有时甚至更短）。尽管关键转向周期可能同其他类型的最后期限相似，如企业产品开发最后期限，但关键转向周期更简洁且更紧凑。大部分产品开发流程时长从一年到三年不等，但我们认为你应当将整个流程的大部分环节嵌入一个为期两个月的框架，以在此期间的发现来回答特定问题。这意味着作为一个团队，你们将具备如同创业公司般的工作节奏与重心，且做的任何事情都不会完美（你将不得不使用虚拟原型或其他快速试验）。但紧凑的时间线能让你集中注意力紧张地工作，不会陷入犹豫不决的泥潭中。


  列夫琴和泰勒发布贝宝软件的经验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在两年时间里，他们至少做出五次重大改变。这意味着，每两到四个月，列夫琴和泰勒便在测试一个不同的解决方案，观察它是否能获得客户青睐。然而，在近三个月都没能吸引客户后，二人并没有继续完善产品。相反，他们转而解决另一个问题或研究另一个解决方案。这些改变仍涉及软件安全性，但他们将注意力集中于不同的问题或不同的解决方案。


  与贝宝公司类似，精于有效做出改变的知名公司同样使用关键转向周期。比如，亿滋国际（原卡夫食品公司）给予每个创新项目两三个月的开发期，随后会要求项目团队在为期30天的“继续或停止”决策期做出决定。在对决策进行关键转向或维持决策前，AT&T的创新试验室采用为期12周的项目周期对想法进行检验。亚马逊公司通常使用为期六个月的时间表，但要求在此期间对问题与解决方案做出重大改变（用于决定进行关键转向或维持原有决策的时长平均为3个月）。财捷的大部分项目都设有3个月的最后期限，项目团队在期满后必须做出进行关键转向或维持决策的决定。


  关键转向测试


  你如何在关键转向周期中决定是否应该做出改变？回想一下丹的故事，他负责协调产品团队，时常在没有洞察客户的真正需求之前便进行小规模迭代改进。丹还陷入另一种陷阱，我们发现其他许多经理人同样面临这种陷阱：仅使用一种测试方法来尝试了解核心问题。


  基于不确定条件下的测试模式有三种：推断逻辑、归纳逻辑与演绎逻辑。推断逻辑是做出猜想的过程，大部分情况下，它源于你的直觉，比如，你对客户想得到的产品或服务建立猜想，然后通过构建产品来发展猜测的想法，而不是对客户是否需要产品进行测试。归纳逻辑是发展理论的过程，通常建立在你的猜想之上，常用定性方法，如“做墙上的苍蝇”（指在不被注意的情况下随意观察局势的一种状态）或访谈。举例来说，你可以同客户进行面对面的访谈以便了解他们遇到的问题。演绎逻辑是测试理论的过程，通常采用定量方法来验证理论是否正确，比如，你认为改进网站可能增加销量，那么你可对两种网站版本进行平行测试（又称A/B测试），用以证明哪种网站版本可增加销量。


  通过观察，我们发现许多经理人错误地仅使用一种方法完成测试。比如，丹青睐使用演绎法，利用定量工具来测量改变进程，如用户调查和A/B测试。因其能定量测试假设并获得统计测量数据，故这类推断法工具引人注目。丹使用这些测试来决定是否应做出改变。在做出改变后，丹看到任务协调情况得到小幅改善，于是重复这种模式。但有关问题、解决方案及商业模式的理论最初源自哪里？我们如何知道丹运用的是正确理论——正确假设？尽管丹有效地利用了定量工具，但他仅使用一种方法来检验自己的猜想。


  在我们的研究中，表现欠佳的经理人倾向于仅使用一种方法来检验想法，尤其依赖定量工具，如问卷调查。知名公司的经理人尤为如此，因为与定性观察相比，他们比较重视实际数据与数字。但这些演绎工具仅适用于测试理论或假设，而不能用于从确立一个理论。对于经营现有业务的经理人而言，坚持使用定量工具的确有意义，因为已经有相关理论，经理人只需在确定条件下进行改进即可。但对不确定性高的项目而言，仅使用一种方法存在一定的缺陷，其中最严重的是：你无法深刻了解自己正在检验的理论，或不清楚应问哪些正确的问题。


  相比之下，卓有成效的经理人会循环使用合适的方法。首先，他们会做出猜想（推断法），对猜想进行定性测试用以确立理论（利用包括做“墙上的苍蝇”、访谈等方式，属归纳学习）；然后对理论进行更多的定量测试（利用问卷调查、A/B测试等方式，属演绎法）。假如他们在任何一个步骤中发现出错了，则会返回上一个步骤。尽管道理很简单，但相当一部分经理人执着于仅采用一种学习方法，并经常使用演绎法或推断法。同仅使用一种方法的经理人相比，参与完整周期而非局限于单一方法的创新者能提前数月验证自己的猜想是否正确。


  进入关键转向周期后，你要观察正在进行的步骤同解决问题、制定解决方案或建立商业模式的关联。不要一开始就进入调查阶段，你应确保了解自己提出的猜想，接着对做出的假设进行定性测试，用以建立你自己的理论来解释正在发生的一切，然后利用定量工具同客户一道参与后续周期环节。


  广域关键转向与窄域关键转向


  经理人经常这样问我们：“我们应该尽早集中资源关注有限领域还是广泛关注？”回想一下丹的故事，他的团队经常做出改变，但这些改变都属于有限的窄域关键转向（或迭代），而对象则是早前已经确定的问题与解决方案，他们没有采取网罗各种问题与解决方案的广域关键转向（见“循序渐进关键转向与平行关键转向”专栏）。


  
    [1]Everett Rogers,Dif usion of Innovations,5th ed.（New York: Free Press, 2003）.

  


  
    [2]Geofirey Moore,Crossing the Chasm: Marketing and Selling Disruptive Products to Mainstream Customers, revised ed.（New York: HarperBusiness, 2006）.

  


  循序渐进关键转向与平行关键转向


  关注力蕴含巨大的力量，它在创新者的方法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你需要关注精确的客户问题，关注能引导消费者产生购买行为的最小产品特点，并关注正确的商业模式。但有几分违背常理的是，开始每个阶段，你需要在关注某一特定范围前进行广泛观察。我们将在本章告诉读者，在从测试一个想法转到测试另一个想法时，广域关键转向会循序渐进地出现。但你可以平行开展探索与关键转向活动，也许应该在不确定性与复杂性都很高的情况下这么做。


  比如，当索尼公司希望开发出高功率充电电池时，它用非常特殊的方法来管理技术不确定性。当时，同其他高能密度的化学物相比，如遇水会爆炸的锂元素，镍似乎是唯一的安全材料。为先于其他公司开发出电池解决方案，日本三洋和松下电器仅着重开发安全性较高但低能密度的镍基充电电池。


  索尼公司决定挑战不确定性，同时开发锂电池。索尼公司没有局限于开发单个锂电池解决方案，而是资助六个独立项目，每个项目都致力于研究锂电池方案衍生出的不同解决方案。此外，索尼公司通常会设定较长的开发期限，但经理人没有静待项目结束，而是每月同项目团队会面，评估项目进程，做出改变（进行关键转向），并快速应对阻碍因素。每个项目都在循序渐进地完成关键转向，不同项目进行着平行关键转向。最后，其中一个项目团队发现锂基材料组合，随后开发出世界标准锂离子电池。


  索尼公司的特殊方法帮助它早于竞争对手消除技术不确定性，使得其竞争对手不得不遵循索尼公司的模式，但仍比索尼公司晚了四年，且许多有价值的专利均为索尼公司所有。同样，在创新者的方法每个时期的开始阶段，你可能还需要在为单个焦点问题进行关键转向前，运用平行探索寻找更多痛点、解决方案或商业模式。


  在解决高度不确定的问题时，你在初始阶段需要先探索广域，后探索窄域。在广域关键转向中，你会改变正在尝试解决的问题或痛点，改变正用于解决问题的技术或方法，或在进入商业模式阶段，彻底改变销售渠道或定价策略——也许从单位定价转为认购定价。丹的团队着重运用一种特别方法（一个特别的软件工具）来解决团队任务协调中的问题。每项“关键转向”实际都源自原始方法的小型迭代。假如每两三个月便做出更广泛的改变，随后在关键转向周期中缩窄改变范围，寻找我们称之为关键转向突破点的位置，那么团队就可取得斐然的成绩。下一节，我们将详述“关键转向突破点”。


  关键转向突破点


  是否应无休止地继续关键转向周期？你何时能知道自己已经进入关键转向周期？你该如何开始？答案是：寻找关键转向突破点。假如你在做出改变后看见客户兴趣轨迹线出现重大变化（见图7–1），则出现了关键转向突破点。比如，回想贝宝公司的故事，它做出了几次重大调整，但在第四次调整为PalmPilot转账解决方案前，均收效甚微。这一解决方案大幅提高了客户参与度指标，意味着潜在客户非常可能给予公司时间（时间测试）与资金（支付测试），并很可能将产品推荐给朋友（推广测试）。同早前的解决方案相比，PalmPilot转账解决方案大大加快产品在用户间的使用率与接受率。此外，当贝宝公司做出第五次改变，推出可实现电子邮件转款功能的网站版贝宝时，其客户兴趣指标与产品接受率有了飞跃式的提高，这说明团队已为大众制定出正确的解决方案。


  [image: ]


  图7–1 关键转向突破点


  尽管我们鼓励你实施关键转向，但最终你寻找的是关键转向突破点，它表明你已经发现值得解决的问题（客户兴趣度大幅提升），或你正测试的解决方案至少在解决问题（客户承诺度或付款意愿强度大幅提升）。有关测量结果的更多内容参见“使用多种稳健指标来寻找关键转向突破点”专栏。一般说来，关键转向突破点通常出现在大多数创新过程中的第三次至第七次关键转向之间，更具突破性的项目则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相比之下，假如你的关键转向仅带来小幅改进，或减少了改变措施的回报，那么你正采用的方法所能生成的效果可能已达极限。每种情况都不尽相同，因此，你需要运用自己的判断力。假如你在花费12~18个月完成六七次重大关键转向后仍无法找到关键转向突破点，那么你可能需要放弃正在研究的问题与解决方案，转而尝试完全不同的方向。


  使用多种稳健指标来寻找关键转向突破点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创新者，麦克·卡西迪已成功开发出价值超10亿美元的产品与服务，他在寻找关键转向突破点方面有着诸多经验。麦克的新项目——终极竞技场插件（Ultimate Arena）可让电子游戏玩家为了一个钱罐酣战，项目似乎成效不错。随着广告宣传与公关工作的落实，用户被项目服务吸引，注册用户的数量持续上升。基于项目使用率与接受率的提高，卡西迪的团队似乎已获得关键转向突破点。


  但在查看客户参与度的其他指标时，卡西迪有些困惑。查看用户参与度的长期指数后，卡西迪发现大部分用户在玩过几次游戏后便不再回归游戏。为找到个中原因，卡西迪亲自打电话联系这些用户，并发现一个问题：尽管人们通常认为钱可以输给朋友，比如玩扑克牌，但他们不愿把钱输给线上的陌生人。在潜意识中，他们认为自己比线上的陌生人聪明。尽管用户数量仍呈上升趋势，但卡西迪清楚，假如没有回归游戏的用户，项目服务最终不能吸引任何新用户。


  卡西迪首先尝试进行一些小幅关键转向，如改变组队玩家竞赛时的排名系统，并调整收费金额，以便观察这两种改变是否能赢得一些用户重返游戏，但最终数据显示收效甚微。在宣传攻势的作用下，项目服务仍在吸引新用户，但其他关键转向突破点指标——回归用户与净推荐值——并不能说明关键转向起到了良好作用，必须进行更大强度的关键转向。


  在对离开游戏的客户展开更多观察，并同他们进行更多对话后，卡西迪发现大部分用户真正想要的是能在线上联系朋友，和朋友一道玩游戏。因此，卡西迪将产品转为即时消息服务，玩家可在线联系朋友，随后一同进入喜爱游戏的端口。这一新解决方案不仅提升了注册用户的数量，回归用户、净推荐值以及最终收益，该方案已找到关键转向突破点。实际上，这一新解决方案开始爆炸式增长，最终成为威望迪集团产品组合中的一大新计划。假如卡西迪仅关注注册用户的增长数量，仅利用这个指标来衡量关键转向突破点，则他可能无法取得这样的成功。


  采用多种类型的关键转向突破点指标能帮助你决定是否需要做出改变。我们建议重点关注用户、试验、净推荐值或是已通过支付测试的用户数量增长情况。但注意，数据应适用于关键转向，它可以是X次访谈得到Y条消极评论，或是不再使用解决方案的用户百分比。尽管我们已经提供多种客户参与度指标来说明关键转向突破点，但你必须知道哪些指标能提供稳健（可靠）的衡量结果，帮助你看清自己是否已经为目标客户解决问题、制定解决方案和建立商业模式。


  山脉与丘陵：持续关键转向


  一旦获得关键转向突破点，你就应重点关注如何将它最大化。毕竟，推动项目进展的助力源自正在生效的解决方案。然而，突破点并不意味着你应当全盘放弃其他关键转向。相反，你应继续进行范围更窄的关键转向以及迭代，以期将客户兴趣度及产品接受度提升至一个新高度。记住，指标的首次上涨可能仅是关键转折突破的开始，贝宝公司的PalmPilot应用方案足以说明这一点。当你集中关注某项关键转折时，注意定期向前展望，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还能做出哪些改变来提升指标？”永远不要害怕运用已掌握的工具来探索之前没有发现的新机遇。


  以Aardvark公司为例，其社交搜索引擎允许用户在社交网络上提问，而不仅仅是进行互联网搜索。公司创始人认为，同一般请网友回答相比，朋友可能提供更好的答案，如请朋友推荐合适的搬家公司。起初，公司创始人出色地利用我们介绍的工具对多种解决方案进行测试，寻找关键转向突破点。比如，大多数人可能会以开发软件作为创办公司的起点，但Aardvark团队创造了一个依赖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Amazon’s Mechanical Turk，一种线上外包服务项目）的最小可行原型，利用人们手动输入问题的答案来“伪造”软件的功能性，而不使用软件算法来提供答案。


  尽管方案并不完美，但Aardvark足以通过这种“伪造”行为对方案的多个方面进行测试，并很快（基于客户满意度与产品使用率的提升）找到关键转向突破点，将其迭代更新为全功能完善型解决方案。当Aardvark的社交搜索方案吸引了10万用户时，客户接受度指标仍在提升，细化的方案迭代则在不断提升客户参与度。


  一切似乎走上正轨，除了一件不断出现的麻烦事：用户不断要求增加Aardvark没有开发的两项功能——针对已回答问题的可检索数据库，以及用户能够回答的问题列表。尽管开发这两项功能并不难，甚至能够“伪造”，但因团队愿景为开发社交搜索，故Aardvark团队坚持不开发这两项功能。实际上，团队认为这两项功能会将Aardvark转变成另一个版本的雅虎！用户得到的始终是一个答案或某个相似的服务。由于客户参与度持续提升，Aardvark团队决定继续集中关注现有解决方案与愿景。[1]


  Aardvark的故事有一个快乐结局，至少对于创始人与团队而言是快乐的。谷歌公司于2010年以500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Aardvark公司。然而，也许结局还能更加美好。尽管Aardvark搜索引擎基于自有解决方案仍持续进行迭代更新，但另一家公司Quora，则精确关注Aardvark用户要求的大部分功能，并设计出这样一款产品：可检索的已回答问题。据报道，在谷歌公司收购Aardvark公司的第二年，Quora公司的估值便超过10亿美元（结局并不完美，因为谷歌公司在此后一年内便关闭了Aardvark服务）。


  尽管Aardvark公司在快速测试假设方面能力超群，本可轻松测试出令Quora公司声名大噪的产品，但它并没有要求对新方案及现有方案进行快速平行测试，其中的新方案并非已有产品的迭代产物。相反，索尼公司则在寻找解决电池问题的方案时，对多种解决方案进行测试。对Aardvark公司而言，它本可进行一次平行关键转向，变动幅度也不会太大。当然，Aardvark公司究竟是否能成功推出Quora公司的这种产品只能是一种猜测。但比较Aardvark公司与贝宝公司在获得关键转向突破点后所采取的不同方法，则启发良多。


  我们在其他许多团队中也注意到Aardvark公司陷入的这种陷阱，我们将这种陷阱称为“当关键转向能领你走向周围山脉的顶峰时，你却选择围着丘陵进行迭代”。如将机遇的分布比喻为一幅风景画，那么平原或山谷代表没有机遇，丘陵代表小机遇，而山脉则代表巨大的机遇。经过长期观察，研究人员发现公司经常拘泥于小丘陵而无法看见周围蕴藏着山脉般的巨大机遇。


  研究中，我们发现某些团队在找到关键转向突破点时过于兴奋，以至于认为自己已发现解决方案。毕竟，当你身处山谷时，如能发现一座丘陵，那种感觉会很棒。通过小型迭代完成的改进则会将你引入丘陵，感觉似乎大有进展。然而，真正的挑战是记住周遭总会山脉群起，它们也许就在身边。对Aardvark公司而言，这条山脉叫作Quora。对贝宝公司而言，这条山脉是用电子邮件取代PalmPilot来完成金融交易。


  当然，当你获得关键转向突破点时，你无须舍弃丘陵或已经发现的山脉（见“以名气为导向的关键转向与以客户为导向的关键转向”专栏）。贝宝公司没有在推出电脑版PayPal软件时就舍弃PalmPilot版。相反，你应利用我们在此已经描述的工具来测试新的机遇。你最初的关键转向突破点可能会是一个更大机遇的敲门砖。


  
    [1]Ibid.; and Geofirey Moore, Inside the Tornado: Strategies for Developing, Leveraging, and Surviving Hypergrowth Markets（New York: HarperBusiness, 2004）.

  


  以名气为导向的关键转向与以客户为导向的关键转向


  当某位手握重权、影响力巨大或天赋异禀的人士告诉你需要改变方向，但数据结果却建议你维持原有方向时，你应该怎么做？我们研究的一家瑞典公司在开发解决方案时便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该方案研发的工具类似微软办公软件，其目标客户为广告公司，它可帮助广告公司发展即将引领热潮的动态广告。在同几家全球机构合作数月确定问题与解决方案后，这家瑞典公司受邀参加TechCrunch50会议，该会议为年度最具创新力公司大会。


  但当团队向评委组展示自己的方案时，一位创业精神堪比比尔·盖茨的成功人士开始批判这个方法，认为公司不应将目标客户定为广告公司，这纯属浪费时间。瑞典团队成员对此进行了认真讨论：应继续进行这项关键转向，还是应当转到其他方向？最终，他们仍将从客户方面取得的数据作为依据，坚持原有决策。最终，事实证明以数据为依据的方法是正确的，团队逐渐因其在广告分析上的强大实力而闻名全球。


  我们都很容易受到身居高位人士的影响：执行官、企业家、导师，或因专业、智力、过往成功经历而成名的投资家。有时，这群人的建议是正确的，你应当倾听他们的想法。但你需要弄清他们的想法是否适用于你的客户类别，以及他们是否真的了解你的客户。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不是你的目标客户，因此，因判断错误而进行以名人的建议为关键转向前，你都应利用数据来衡量他们说的是否正确。假如你需要收集新的数据，那么就去收集，但不要因为名人的建议而盲目进行关键转向。如前文所述，创新者的创新，唯有客户才能对创新成功与否进行验证。


  犯错的权利


  关键转向是创新者的方法各阶段不可或缺的部分。你应该期待犯错，并集中精力尽快学习，然后在发现猜想有误的情况下做出改变。关键转向赋予你改变错误假设的自由，这是你的创新工具箱中的得力工具。


  同其他所有创新工具一样，需运用正确的使用方法来完成关键转向。首先，设置时长较短的关键转向周期，为探索你的关键假设制造紧迫性。其次，将这些周期视为关键决策点，不要陷入是否应做出改变的无休止辩论中。利用关键转向周期确定关键主题，促使利用决策来修正你的方法，别将精力浪费在随机数据点上。再次，借用多种方法对假设进行测试检验，包括推断法、归纳法以及演绎法。最后，在进行关键转向的初期（该阶段的不确定性较高）尝试同时搜索不同的问题或解决方案，确保在缩小范围以便深入研究之前进行广泛探索。


  一旦找到关键转向突破点，你可能会埋头致力于持续改变及改进，但不要忘了间或抬头放眼看看四周，确定自己没有错过周围蕴藏的巨大机遇。知道改变的时间与方法更像是一门艺术而非科学，但我们提供的指导原则能帮助你科学地掌握关键转向。


  第八章 创新者的难题：规模化


  一旦进入规模化阶段，一切都会发生变化。


  ——赖安·史密斯 Qualtrics公司首席执行官


  通过运用创新者的方法，你确定了问题，找到了解决方案和商业模式，并开始产生收益，想象一下你会多么兴奋。你身边的人也会跟着兴奋，因为他们看到你的项目开始走向成功。但现在，你将面临一个新的挑战：对尚处于起步阶段的创新成果进行规模化推广。这里存在一种颇为奇怪的矛盾：如果你特别擅长运用创新者的方法，那么在规模化推广方面你可能会面临巨大困难。在第二章中，我们说过，一名优秀的经理人可能会成为糟糕的创新者。在规模化推广方面，反之亦然：一名优秀的创新者可能会成为糟糕的经理人。


  以卢·希尔内创建的、旨在自动检测软件缺陷的威利科技（Wily Technologies）为例，希尔内获得这个洞见是在行车途中。那是在加利福尼亚，当时他正沿着17号公路从帕罗奥多开车到圣克鲁兹，期间想到了日趋复杂的软件项目的管理问题，深感挫折。早前他与潜在客户的会谈，证实其他软件开发商也面临类似问题。


  在设计最小化卓越产品，确定合适的商业模式，组建团队，以及为新业务而果断放弃现有业务方面，希尔内表现出色。通过本书描述的方法，希尔内成功关停早前可产生数百万美元收入流的客户销售业务，并筹集到近4000万美元的风险资本。所有一切看起来都顺风顺水，而作为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希尔内也认为自己的表现是出色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当董事会决定解除他的职务时，他是多么吃惊。


  希尔内取得了如此大的成绩，为什么董事会还要罢免他呢？他承认近来所做的事，并不是每一件都完美无缺。比如，当团队人数超过25人时，交流就开始变得困难起来，而且这方面也的确存在很多问题。决策速度也慢了下来，问题开始凸显：早前希尔内支持的、为各方所接受的决策流程阻碍了行动流程。另外，在客户拜访方面，希尔内也会时不时地被迫帮销售人员拿主意。为此，希尔内的投资者要求引入高管作为运营顾问，以加快业务增长速度。当投资者最终要求希尔内离职时，他还在想怎样才能表明自己能够管理好这家正在成长的公司。


  其实，希尔内的故事是很常见的。多项研究证实，大多数创始人都会被踢出他们一手创建的公司，而且经常是在公司收入大幅增长的时候。[1]为什么？


  虽然看起来有违直觉，但创始人被解职通常只有一个简单原因：在从发现商业模式到推广商业模式的过程中，他们没有做好转型。这种转型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管理问题，因为当你运用创新者的方法迅速解决项目背后的不确定性问题时，假设就会成为现实，未知事件就会变成已知事件，不确定事件就会变成确定事件。随着不确定性因素的减少，就无法运用创业管理方法了。在随后进入的领域，专注于价值优化和价值获取的传统管理原则会更适用。


  从创新转向执行，说明你的项目已进入过渡阶段，而在这个时候，单纯依赖创业管理或传统管理，都不是十分合适的（见图8–1）。在朝着成熟的成长型企业迈进时，你需要将这两种管理实务有效地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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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1 过渡阶段


  把一家基于创新的初创公司打造成一家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企业，这个过程就好比是人的生命周期：儿童期、青春期和成人期。在中世纪，人们把儿童当小成年人看，但现在，我们认为儿童和成人是不同的：与成人相比，儿童需要不同的培训，需要不同的预期，甚至需要不同的药物。某种意义上，初创公司和儿童颇为相似，无论是从公司内部还是外部看：与成熟企业相比，它们需要一套不同的管理技巧（我们这里所说的初创公司，既可指公司内部的创新项目，也可指独立于公司之外的创新项目）。但就像儿童不会迅速成长为成人一样，在创新项目启动并进入规模化推广阶段之后，它也不会迅速发展成为可以用传统方法管理的成熟企业。相反，新产品会经历一系列所谓的“青春期”阶段。就好比十几岁的青少年，他们既不属于儿童，也不属于成人，但融合了两者的特性，成长中的初创公司也需要把创业管理和传统管理结合起来。


  你应该在何时以何种方式推进转型？首先，我们会帮你确定一些扩大规模的关键转向点。其次，我们从市场、流程和团队方面讨论如何实现转变。我们强调应如何管理以下关键变化：


  · 市场规模化。确定何时从最小化卓越产品转向完整产品解决方案，以及如何创造合理性，让早期的采用者转变为主流客户。


  · 流程规模化。理解如何有效地实现从流程发现到流程执行的转变，以便高效交付完整的产品解决方案，但同时又不会过早地破坏创新能力。


  · 团队规模化。确定如何找到拥有所需技能的合适人选；他们的职责是，推动公司发展，并为那些不能或不愿意改变的人安排新的职位。


  最后，我们会向你介绍一个规模化工具，这也是很多最成功的经理人使用的一个工具，而基于这一工具，建立在创意之上的小团队最终会发展成为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企业。


  
    [1]Filipe M.Santos and Kathleen Eisenhardt, “Constructing Markets and Shaping Boundaries: Entrepreneurial Power and Agency in Nascent Fields,”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2, no.4（2009）: 643–671.

  


  确定规模化推广的时间


  作为一家一夜成名的企业，在线调查公司Qualtrics最近登上各大媒体的头条：在拒绝了5亿美元的收购要约后，它筹得1亿美元的资金，因为成长速度飞快，据称估值已经超过10亿美元。在回顾过去的经历时，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赖安·史密斯说，这家公司“一夜成名，但背后是10年的努力”。[1]史密斯以我们早前出版的一本书的书名——《有的放矢》（Nail It Then Scale It），作为公司的信条。[2]


  史密斯强调说，Qualtrics用10年的时间确定了问题、解决方案和商业模式，然后才筹集数百万美元风险资本用于业务推广。他表示，虽然最初的进展看起来很慢，你需要深刻理解需要完成的工作，需要设计众多原型解决方案，然后确定商业模式，而在此之后，你才能进行规模化投资。这也让公司避过了很多次失败。不过，史密斯也承认，一旦进入规模化阶段，“所有一切都会发生变化”。在被问及如何确定Qualtrics的转型时间时，他的答案在成长型公司经理人中很具有代表性：当你感到痛苦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遇到了一个转折点，是该做出改变的时候了。但究竟该如何转变呢？


  一般来说，当同一类型的问题不断出现时，你就遇到了一个转折点。在这种情况下，解决同一问题所用的时间与常规化解决该问题所用的成本呈严重失衡状态。流程不畅导致的痛苦实际上是一种征兆，这时就需要你从创业管理转向传统管理。


  以一家公司整个生命周期中的销售流程为例：在创立初期，创始团队负责大多数销售任务，而且由于产品和商业模式仍处于不断变动状态，制定常规化的销售模板意义不大。但随着销售人员的增加，问题就会暴露出来：他们纠结于如何销售、销售什么（对定制客户做出不一致的承诺），以及如何完成销售（请求创始人帮忙实现交易）等。随着问题的成倍增加，消耗的时间也越来越多，这传递出一个明确信号：创新已经达到一个转折点。你需要按照标准的成套产品制定标准的销售流程模板，并给出标准的客户承诺，建立涵盖所有销售员的可追踪系统。


  当然，你仍需要为创业管理留出灵活空间，因为在早期阶段，你可能还会发现新的不确定性，而这也是在规模化推广阶段需要平衡创业管理和传统管理的原因所在。


  我们还注意到另外两个表明你已经遇到转折点的指标，而这也是该开展规模化推广的时候：解决方案标准化和团队成长。在运用创新者的方法时，你需要不断做出关键转向，但最终你要实现“关键转向突破点”。团队的工作重点将会从发现客户需求，到改进产品或服务的功能，再到按照客户需求对产品或服务的功能加以标准化。那些遇到转折点的公司经常说，“临时性的”或“多功能的”解决方案总让它们感到崩溃。这样一来，它们就觉得有必要“重新设计”或“重新改造”产品，使其更有效或更具可靠性。比如，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Qualtrics曾三次改写核心软件代码。解决方案的标准化是一个关键转向点，因为在这个时候，经理人问的不是客户的需求是什么，而是“我们怎样才能一次又一次地以低成本方式提供可靠的解决方案”。


  通常情况下，为确定这种转向的有效性，经理人必须改变他们的产品研发流程和资源。产品研发流程涵盖从寻找（功能的关键转向）到执行（功能的标准化）的全部阶段，资源包括弹性资源（可变成本、灵活雇员、多用途工具等）和固定资源（各事业部的固定成本、可提供更优解决方案的专家等）。


  第二个转折点发生在团队成长之时。研究显示，就早期团队而言，4~8个人最为有效，10~12个人就会变得难以控制。据我们观察，当一家初创公司的雇员超过25人时，它可能就会遇到规模化上的转折点。之前，团队成员彼此都很了解，沟通顺畅，但现在沟通开始出现问题，而协调也成为一件令人头疼的事，牢骚和抱怨随之而来。为应对这个转折点，经理人必须建立正式的沟通流程和协调工具（本章后面部分会做进一步论述）。而公司也必须变得更加正规，并设立相关的规章制度，比如会议次数、可追踪的信息系统和标准汇报流程等。


  
    [1]Ryan Smith, personal interview, May 9, 2013.

  


  
    [2]Corey Wride, personal interview, October 13, 2013.

  


  市场规模化


  在开始规模化扩张时，初创公司通常会经历一个初始的增长阶段，然后陷入让创始团队感到困惑的停滞状态。为什么销量会在团队开始改善产品时出现停滞？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美国艾奥瓦州的玉米地中寻找答案。20世纪30年代，还是一个孩子的埃弗雷特·罗杰斯看到干旱导致玉米颗粒无收，其中也包括他父亲种植的玉米。并不是所有的玉米都绝收了，几年前，抗旱玉米种子已经进入市场，而且这种种子的产量也较传统种子高出20%~25%。部分农场主很快就购买了新种子，而其他人则在观望，直到1936年大旱之后，大多数农场主才最终改种这种抗干旱玉米。


  自己家所种玉米枯萎死去的事实，让罗杰斯想到了一些关于采用创新成果的重要问题。为什么有的农场主会用这么长时间接纳新的种子？为什么人们不是同步采用创新成果？在后来所著的《创新的扩散》（Diffusion of Innovations）中，罗杰斯综合分析了数百份研究报告，其中也包括杂交玉米种子采用研究报告，进而得出结论：在创新成果采用问题上，人们可以划归为不同的类别，他们有着不同的需求和偏好，而这种需求和偏好会影响他们采用创新成果的时间和方式。[1]


  罗杰斯认为，无论是什么样的创新成果，他所称的“创新者”（innovators）或“早期采用者”（early adopters）都会率先采用，因为这个群体有着更高的风险容忍度，而且喜欢尝试新事物，确保走在前沿。也就是说，在追求一种优势时，这些客户愿意忽略潜在创新成果的缺点。相对应地，他所说的“前期大多数”（early majority）和“后期大多数”（late majority）则有着不同的偏好。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比如他们不希望自己因为尝试一个未经测试的想法而被解雇），因而对创新成果采取观望和等待态度（见图8–2）。


  基于这种差别，后来的一位作家——杰弗里·摩尔表示，在早期客户群体和后期客户群体之间，公司面临着“跨越鸿沟式”的重大挑战，因为创新者难以在短时间内满足后期客户群体的需求（见图8–3）。[2]早期采用者愿意尝试可能存在缺陷的全新事物，但“早期大多数”和“后期大多数”想要的并不是最小化可行产品：他们想要的是“完整产品解决方案”，即功能齐全、能够发挥效用、没有缺陷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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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2 技术采用生命周期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Geoffrey Moore,Crossing the Chasm（New York: Harper- Business，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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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3 创新采用生命周期中的鸿沟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Geoffrey Moore,Crossing the Chasm（New York: Harper- Business，2006）.


  团队之所以经常出错，是因为它们不了解创新采用生命周期。正如我们讨论的，大多数人都有这样一种直觉：为取得成功，我们需要打造具有广泛吸引力、无缺陷的完整产品。虽然这种直觉有一定道理——它适用于“前期大多数”和“后期大多数”，但在项目初期，试图按照未测试的假设打造完美产品，这会让你浪费大量的时间和资源。要用虚拟原型或最小化可行产品对基于目标客户的关键假设进行测试，我们之所以强调它的重要性，原因就在这里。一开始，你可能会拒绝这种建议，因为它听起来有违直觉，但这是有事实根据的，因为早期采用者对产品缺点更具包容性。这样，你就可以将他们作为被征询人群，用以测试你的关键假设。然后，在开发完整产品解决方案——可有效满足广大客户需求的无缺陷解决方案——的道路上，借助最小化卓越产品跨越鸿沟，获取“前期大多数”客户群体（见图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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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4 最小化可行产品和完整产品解决方案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Geoffrey Moore,Crossing the Chasm（New York: Harper- Business，2006）.


  在进行规模化扩张时，你也必须采用这种策略，以跨越鸿沟。[3]就此而言，摩尔认为，你需要深刻理解为何某一特定客户群体会被你的解决方案吸引，然后再把资源集中到这个单一细分客户群上。你的目标是有效传递信息，并让“前期大多数”中的少数客户感受到足够的合理性，这样他们就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去采用你的产品。“前期大多数”中的这些客户可以作为“接触点”，用以说服其他有类似意向的、愿意尝试你的产品的客户。在赢得第一个细分客户群后，你就可以转向第二个细分群体，然后再转向第三个。


  除了创建高度可靠的完整产品解决方案之外，你还可以运用多种策略建立必要的合理性，以进军主流市场。这些策略包括：采用可类比物或其他行业的模板，提升市场对你的解决方案的熟悉程度；围绕公司定义所在行业；通过讲故事或做广告的方式强化客户观念，即你的公司是该产品类别的领导者。


  举例来说，在验证了最初的洞见即在线销售图书的商业模式之后，亚马逊面临一个重大挑战：虽然早期采用者和创新者愿意从亚马逊购货，但大多数人对网上购物并不了解，其中也包括“前期大多数”。为提升合理性，亚马逊采用了多种策略。首先，它使用了线下零售的可类比物，比如购物车和结算中心，营造一种熟悉、安全的氛围。


  其次，亚马逊还通过开发少量远程客户，着力突出自己的领导地位，宣称送货范围覆盖美国的50个州和世界上45个国家。同样，这家在线零售商也把自己定义为行业领导者，宣称是“世界上最大的书店”。从地理范畴或产品广度来讲，这的确没错，但它的实际收入却少之又少。最后，亚马逊还通过讲故事的方式，积极宣传自己所提供的非凡客户服务（比如，首席执行官杰夫·贝佐斯或其他亚马逊雇员为满足客户需求而不懈努力的故事）。


  合在一起，这些策略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让“前期大多数”感受到了使用亚马逊的充分合理性，然后他们又把自己的经验传递出去。[4]就这样，在赢得图书类产品的胜利后，亚马逊开始进军其他产品。


  流程规模化


  产品推广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制定流程，并使其标准化，以便为市场提供完整的产品解决方案。这意味着我们要采取弗雷德里克·泰勒提倡的一个关键原则，而这个原则又是我们在制定流程时排斥的：任务标准化和人员专业化。我们发现，在将可扩展的标准化流程引入组织时，成功的初创公司的经理人会遵循如下一种简单模式。


  1.列出所有需要处理的工作任务，有效地执行商业模式，并将相关任务落实到个人。


  2.让团队中的每一名成员都按各自的任务写一份工作计划书，然后综合评述，确保在如何完成这些工作上达成一致。这也有助于各成员了解彼此的职责。


  3.制作一张包含所有关键流程的视觉图，并标注出相关的节点和关系，这将有助于明确每个人在关键流程中的权责事项。如果不落实到书面上，如果不以可视化的方式将流程明确呈现出来，那么团队获得的大多数宝贵的隐性知识就会丢失。


  4.最后一点，把工作任务和流程同绩效指标联系起来，按照所分配的责任对个人业绩进行考核。


  上述步骤将会帮助你创建标准化、可重复的流程。


  转型中的透明化沟通


  我们发现，在转型过程中，最好的管理方式就是沟通——有明确目标、透明的沟通。在项目初期，沟通是自然发生、非正式的，因为这时团队的规模通常很小，而且各成员间的接触也很频繁。随着项目规模扩大，团队领导者经常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认识到建立正式、透明的沟通机制的重要性。这种机制会对以下三个关键事项提供支持：


  · 就新的执行流程和活动进行沟通；


  · 就新流程中的一些常见错误进行讨论，让团队成员改变旧习惯，并养成新习惯；


  · 对试验和规划衔接过程中存在的不协调因素进行确认，让团队成员明白何时使用创业管理方式，何时使用传统管理方式。


  Qualtrics创始人赖安·史密斯说，在公司成立初期，管理相对要容易一些：雇员少，客户少，指标少（主要是关爱指标）。但随着Qualtrics的规模开始扩大，越来越难以掌握情况。创始人在如何管理公司的问题上遇到严峻挑战。一方面，Qualtrics面临商学院给出的经典问题：它需要确保列车按时行驶，并对运营进行优化。另一方面，作为一家仍面临一些不确定性的年轻公司，创始人意识到，如果过于专注执行，那么后果将会非常危险。


  在跨越公司的“青少年时代”的艰难道路上，他们采用了一种透明文化。正如史密斯所观察到的，“你无法改变人们的思考方式，你只能塑造一个可以影响他们决策的环境。这必然是同辈群体驱动的，而在此过程中，我们采取了完全透明的方式，百分之百透明”。[5]Qualtrics采用多种会议方式，比如全员会议、跨职级会议和日常站立会议等，就新流程、常见错误，以及如何平衡发现与执行之间的紧张关系等问题进行交流（见“用沟通塑造流程和文化”专栏）。举例来说，Qualtrics每个周五都会举行全员会议。这样，关键的事件就明确了：在规定公布后，他们强调销售，并把重点放到支付测试上。他们还讨论了新的执行流程，并解释如何实施才能达到最佳效果。他们公开点评错误，对发现最大错误的人给予奖励，然后想方设法解决问题，以便为后续工作提供参考。最后，他们还经常讨论发现模式下的情况（比如在冰岛新设立了办公室或采取了新的360度反馈工具等），以及从发现模式转向执行模式时的情况。这种透明性有助于组织成员了解并适应快速发生的变化。


  
    [1]Meg Whitman, personal interview, November 5, 2004.

  


  
    [2]T.R.Weiss, “Q&A; Craig Newmark,”Computer World, February, 2007, http://www.computerworld.com/s/article/print/9053838/Q_A_Craig_Newmark_of_Craigslist_fame_looks_back_and_ahead .

  


  
    [3]Ibid.

  


  
    [4]Marc Beniof , “How to Create Alignment within Your Company in Order to Succeed,” Salesforce Blog, April 9, 2013, http://blogs.salesforce.com/company/2013/04/ how- to- create- alignment- within- your- company.html; also discussed in Marc Beniof ,Behind the Cloud: The Untold Story of How Salesforce.com Went from Idea to Billion- Dollar Company and Revolutionized an Industry（New York: Jossey- Bass, 2009）.

  


  
    [5]Ibid.

  


  用沟通塑造流程和文化


  在我们所观察的创新型企业中，沟通在公司的生存和繁荣发展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样，透明性加快了学习和转型的速度。据我们观察，以下四种类型的会议可以帮助公司成功实现扩张。


  （1）全员会议。这种我们很熟悉的会议形式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最好的全员会议由三部分组成：领导者强调关键优先事项，小团队汇报工作进展，以及全体人员讨论面临的重要挑战和新的解决方案。


  （2）日常站立会议。团队或领导层每天上午召开站立会议，确定关键优先事项，时间控制在15分钟之内，在一天结束时，再召开一个简短会议，了解工作进展状况。


  （3）跨职级会议。一线雇员通常最了解公司面临的挑战，相比于“二手”的工作汇报，跨职级会议可以让经理人更深入地了解一线团队的情况。在财捷，斯科特·库克经常下访创新团队，与之进行面对面交流。


  （4）外部会议。在一个处于扩张阶段的企业，你不可能知道所有的事情。要善于向外部人士学习，并尽可能地多向他们学习。与他们单独会面或以公司的名义举行集体会议，然后理解他们的建议，用以解决自身的问题。


  衡量进展


  通过改变衡量标准，成长型公司强调和鼓励在运营活动中做出改变。回顾一下财捷对创新项目的命名：H1、H2、H3。这种命名方法背后隐含着创新程度的提高。与H1项目（旨在提升现有核心业务的渐进式创新）相比，H3项目的关键衡量标准是关爱指标（客户激活率、客户使用率、净推荐值），衡量你是否解决了一个重大问题。在我们的类比中，H2项目就像是一个人的青少年时期，而衡量指标也开始发生变化。除净推荐值之外，该类创新的衡量指标还包括市场增长率或利润增长率，因为在这一时期，团队正着力打造新的商业模式。


  基于我们对其他公司的观察，三种类别的衡量指标适用于三个不同的成长阶段。关爱指标［包括对时间、热情、推荐（净推荐值）和报酬的衡量］适用于初创阶段。成长指标适于初始扩张阶段，这时你需要确定你交付的解决方案是否可靠，以及能否达到规模经济的效果。成长指标包括具体的用户衡量指标（比如客户获取、客户激活、客户支持、客户保留和客户转介等）和收入指标。此外，你还可以增加流程效率指标，比如缺陷率和成功交付率等。


  市场势力指标适用于企业的成熟阶段，这时你需要把重点放到市场支配力上，比如市场份额、资产或投入资本的回报率，以及其他我们熟悉的、用以衡量成熟企业的会计指标等。


  团队规模化


  在初创阶段，团队成员的构成应以擅长利用五种发现技能——发问、观察、交际、实验和联系——产生洞见的人为主（见第三章）。他们通常为“T型”技能人才，也就是说他们对某一特定领域有着深入研究，比如软件工程、人类学、市场营销或生物学等，同时，对其他很多领域的知识也有广泛涉猎。这种知识背景有助于他们产生新的洞见，因为他们可以从很多角度看待问题和解决方案。不过，在开始规模化扩张时，你需要更多的“I型”知识背景的人才，即具有特定领域技能且善于利用这种技能解决所在领域常见问题的专业人士。


  在成长阶段打造团队时，成员构成要平衡创新者（“T型”人才）和专家（“I型”人才）的比例，这一点很重要。在达到需要上升到执行层面的扩张转折点后，你应该增加更多的“I型”人才，也有可能取代早前的一些“T型”人才。比如，利用《美国偶像》模式、从创新者那里获取新产品创意的妙策集团，在管理“T型”人才和“I型”人才方面就颇有心得。在酝酿新产品的初始阶段，该公司采用了“80/20”团队组合模式，即团队中的创新者占80%的比例，执行者占20%的比例。而一旦确定了有发展前途的创意之后，团队成员的比例就变成了“50/50”组合模式，并一直延续到原型测试阶段。最后，当产品得到验证，并开始进行推广时，妙策集团便把团队组合比例调整到“20/80”，以适应执行阶段的需求。


  我们的经验表明，随着客户群的不断扩大，你会越来越渴望有执行力的人加入团队。优秀的语言教学软件工具开发商Movie Mouth的创始人科里·怀德就告诉我们，“我现在只希望公司的人能像自动贩卖机一样，你投入一个硬币，他们就会按照指令实现你的需求。我最需要的是优秀的执行力”。[1]


  一般来说，只有大约一半的原始创新团队能够成功实现从成长到扩张和执行的转型。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会失去你不想失去的人。在亿贝以15亿美元收购贝宝之后，亿贝首席执行官梅格·惠特曼前往贝宝联合创始人彼得·蒂尔的办公室，与他讨论亿贝未来的发展计划。“我注意到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些机票，”惠特曼回忆说，“他说他要去沙特阿拉伯。他已经做好了开创新事业的准备，对于贝宝的扩张不感兴趣。有些创业者根本就不喜欢待在雇员人数超过三四十人的公司。”[2]利用自己的创业管理技能，蒂尔与人联合创建了帕兰提尔技术公司（Palantir Technologies），并成为脸谱网的第一位外部投资者。值得一提的是，帕兰提尔技术公司所基于的正是蒂尔在贝宝期间开发的用以识别欺诈活动的技术。如果蒂尔继续留在亿贝，他会做出什么样的贡献我们不得而知，但要记住一点，在扩张期间，你需要留住很多人才，尤其是那些帮你确定商业模式的人才。这就意味着，你必须为他们提供新的机会。


  举例来说，通过广泛的客户互动，克雷格·纽马克创建的克雷格列表（Craigslist）一跃成为世界上领先的分类网站之一。“我们的大多数工作都是依据社区建议开展的……用户向我们提出建议，我们设计相关功能，然后再寻求更多的反馈。”纽马克说。[3]比如，当克雷格列表被雇主或代理商的垃圾广告淹没时，社区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向这些用户收取费用。


  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纽马克发现管理层越来越难以驾驭。幸运的是，他有先见之明，在意识到自己无法管理大型组织后，他引入了另外一位管理人才。“吉姆·巴克马斯特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首席执行官，而我的技能并不属于管理技能，”纽马克说，“不过，我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客服代表。”[4]让一个有着大型组织管理经验的人担任首席执行官，对克雷格列表来说是好事，对纽马克来说也是好事。重要的是，纽马克转到了一个仍能发挥价值的岗位上，而不是离职去了另外一家公司。


  
    [1]Ibid.

  


  
    [2]Jim Cavalieri, personal interview, September 24, 2013.

  


  
    [3]Everett Rogers,Dif usion of Innovations5th ed.（New York: Free Press, 2003）.

  


  
    [4]Kate O’Keef e, John Marsland, Carlos Pignataro, and Lisa Voss, “Unleashing Inclusive Innovation at Cisco,” Management Innovation eXchange, January 7, 2013, http://www.managementexchange.com/story/ unleashing- inclusive- innovation .

  


  规模化工具：V2MOM


  我们研究的每一家公司在成长期都曾面临管理问题。事实上，我们研究的每一位成功推动创新项目发展的经理人都使用过某种工具。我们最喜欢的一种工具是由Salesforce.com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克·贝尼奥夫开发的。由于这种工具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以至于领导团队仍在用它应对快速变化的环境。[1]


  这个规模化工具最早源于贝尼奥夫在甲骨文的管理经历。当时甲骨文还是一家成长型公司，担任经理人的贝尼奥夫在团队管理中深感挫折。他回忆说：“我缺少一种分配任务的工具，也缺少一种简单的沟通流程。而随着所管理团队规模的不断扩大，问题也变得越来越严重。”[2]后来，贝尼奥夫在当时尚处于成长期的Salesforce.com也遇到了类似的挑战，并对现有的方法和工具感到失望，比如传统的基于预算的规划、关键绩效指标和关键成功因素等。贝尼奥夫向领导力大师、个人发展规划师和精神导师寻求建议，最终开发了Salesforce.com所称的V2MOM工具。“这个工具被用来指导Salesforce.com的每一个决策。从1999年到现在，公司已经发展成为旧金山规模最大的高科技公司，这期间每一个决策都是基于这一工具做出的，”贝尼奥夫说，“这是我们在运营中使用的核心工具。我们用它来定义我们的工作目标，并制定执行原则。”[3]


  V2MOM代表的是愿景（vision，你想去哪里）、价值（value，对你来说什么是重要的）、方法（method，你怎样做才能实现目标）、障碍（obstacle，什么事情会阻碍你成功），以及衡量标准（measure，你如何判定你是否成功了）。“V2MOM不仅是公司的战略规划，它还可以作为一个部门的战略规划，作为个人职业生涯的战略规划，甚至作为一个项目的战略规划，它就是一个让思想落地的框架，”Salesforce.com负责V2MOM流程的高级副总裁吉姆·卡瓦列里说，“它可以为公司未来12个月的发展确定方向。”[4]


  每年8月，贝尼奥夫都会列出未来一年的愿景和优先事项，并与管理团队的高管分享（见表8–1）。然后，管理团队确定三种支撑愿景的价值，以及三四种支撑每种价值的优先方法。举例来说，如果Salesforce.com确定了一个“增长”价值，那么它需要大约三种优先方法，以支持和推动增长，比如围绕云服务制订具体的产品计划等。此外，团队还会确定每种方法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障碍，并确定标准，衡量该方法在实现价值和愿景方面是否取得了效果。


  表8–1 Salesforce.com制定第一个V2MOM


  [image: ]


  资料来源：Marc Benioff，“How to Create Alignment within Your Company in Order to Succeed，”


  Salesforce.com blog,April 9，2013.


  接下来，公司管理团队会召集各部门、各地区的高级管理团队成员（目前约有700人）开会，后者就公司提交的V2MOM举行小组评议，并通过内部社交网络工具Chatter进行反馈。对于当前的V2MOM，领导者需要列出5个最重要的优点，以及5个最大的缺点。然后，综合反馈意见，对V2MOM进行改进，承担运营责任的高级管理人员需要提交实现目标的方法以及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准。最后，在每年2月新财年开始时，管理团队在Salesforce.com内部公布新的V2MOM，而每一个小团队也都依据公司的V2MOM，制定符合自身实际的V2MOM。


  抛开Salesforce.com创建V2MOM的具体细节，我们可以从更抽象的角度考虑该流程的各个步骤。在初始阶段，确定所要取得的目标以及实现该目标的方法，然后是多轮的反馈，首先是高级经理人，然后是其他经理人。通过这种反馈，Salesforce.com改进V2MOM，并将责任落实到个人。接下来，公司公布V2MOM，并要求每个小组提交实现目标的方法。最后，公司对工作进展进行衡量，并评估是否已经实现目标。贝尼奥夫认为，V2MOM流程“尤其适用于快速变化的环境。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任何一家公司都很难维持一个方向，但V2MOM是一种黏胶，可以把我们黏合在一起”。


  亚马逊网站采用了类似的战略规划流程，但另配有独立的环形流程，用以识别那些可以在项目上重启创新者的方法的想法。在每年春天开展的这个活动中，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写在一页纸上，标注未来日期，描述未来愿景，并辅之以虚拟客户评论。随后，在公司内部传播这些想法；如果某个想法引起了足够的关注，亚马逊就会组建小型团队，利用类似于创新者的方法的流程验证该想法。这个环形流程为亚马逊在拓展现有业务之余，提供了开展新项目的空间。


  在制定V2MOM策略时，表8–2中所标示的问题至关重要。


  表8–2 建立你自己的V2MOM


  [image: ]


  
    [1]Kate O’Keef e, personal interview, October 24, 2013.

  


  
    [2]Kate O’Keef e, personal interview, March 11,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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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方依然有鸿沟


  对于本章内容，最重要的是记住以下两点：第一，用于确定洞见、问题、解决方案和商业模式的流程并不会帮助你拓展业务，你需要引入传统管理原则。第二，你不能简单地在创业管理和传统管理之间转换。在拓展市场、扩展流程和扩大团队时，你需要缓慢地把传统管理和创业管理结合起来。因为在前进的道路上，你总会遇到一些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运用我们讨论的原则和工具，迅速解决你面临的新的不确定性问题。最后，即便你的业务扩大了，也不要停止与客户交流。这种交流可能会让你发现你先前忽视的不确定性或机会。


  注意：时机至关重要


  创业者通常会面临困境，这是因为他们过于依赖创业管理，未能及时引入传统管理技巧，无法满足不断扩大的客户群的新需求。结果就是：沟通不畅，决策失误，流程崩溃。相反，对于成熟公司的经理人，他们在运用创新者的方法时一般会遇到困难，一旦发现了合适的商业模式，他们会过快地转向传统管理，过早地放弃创业管理。母公司有时会扼杀有前途的新项目（通常以并购方式获得），导致创新破产，创新者出走。


  在规模化问题上，单纯依靠创业管理或传统管理都不能取得好的效果。相反，在一个项目从初始阶段走向成长阶段时，要把这两种管理结合起来，一同运用。


  第九章 让创新者的方法为你所用


  在第一章中，我们介绍了财捷是如何自上而下引入创新者的方法的：首席执行官给予支持，并开展规模庞大、涵盖整个公司的雇员培训计划。我们中很少有人会如此幸运。如果你所在公司的高管团队不支持或不了解创新者的方法的理念，你应该怎么做？你怎样才能让这些理念为你、你的团队或你的组织所用？


  答案是让这个方法适应你所处的环境，尤其是当你独自行动、带领团队或试图在组织内开展创新时。如果你追求的是更激进的创新——相对于渐进式创新而言，你也需要对它做出适应性调整。


  个人运用创新者的方法


  如果你所处的工作环境不利于甚至抗拒创新者的方法的使用，那会怎样？即便公司宣称会把新想法推向市场，它们奖励的也可能只是执行，创新空间小之又小。再比如，即便周围的世界快速变化，但领导者不愿意犯错，或者没有看到创新的必要性，那会怎样？在这样的环境中，你会不会运用在本书中学到的方法？


  即便你是唯一看过和相信创新者的方法的人，你也可以运用这些原则，改变自己的事业和生活。记住，关键原则是确定与洞见相关的不确定性，并以一种低成本、可靠的方式，尽快了解这些不确定性。目标是将不确定性——“信念飞跃”假设——转变为现实性。不过，你也有一个有利条件，那就是大多数经理人都厌恶不确定性，他们喜欢现实性，就像他们喜欢省时省钱一样。你可以利用他们的这种倾向，以提问的方式建议他们对关键假设进行快速测试，但在语言表达上要强调传统管理方式。


  比如，作为一名团队成员，如果有人提出一个建议，而你注意到了与之相关的不确定性，那么你可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不过，要让这个想法为我们创造价值，需要什么样的关键假设？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一种试验，快速获取一些数据，对这些假设进行验证。”如果你想得到帮助和支持，那么你可以使用市场测试等术语或推荐科学验证方法。大多数经理人都熟悉和认可这种话语表达方式，尽管现在你已经有了新的和不同的理解。或者，你也可以用知名的创新公司作为例证，比如亚马逊，然后讲述这家公司是如何测试新想法的。


  如何以“隐秘方式”将创新者的方法引入你的组织，我们提供了一个包含三个步骤的基本公式。为便于记忆，我们称之为“VIP”公式（“VIP”代表的是尊重、调查和建议）。


  1.尊重。我们总是为自己的想法辩护。要让人们感到放松，你首先要表现出一种尊重他们想法的态度。


  2.调查。通过提问，调查想法背后的“信念飞跃”假设。要想实现价值，哪些假设必须是正确的？


  3.建议。建议采用某种试验，对关键假设进行快速验证；在可能的情况下，使用彼此都熟悉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以省时省钱为诉求出发点，避免出现尴尬。


  在我们的毕业生中，有一些在成熟公司担任经理人或高管，他们在运用创新者的方法时就采用了“隐秘方式”。举例来说，我们的毕业生安妮（化名），当时刚到美国运通（American Express）工作。在她参加的一次会议上，有个小组提出了一个新的产品建议，即基于客户的社交网络信息，为他们提供推荐建议，帮助他们更好地管理财务，更好地做消费选择。会议室中有很多热情的支持者，他们提议立即着手产品开发；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足够的信息，认为这个创新项目是客户急需的，也是公司必须要做的。


  但安妮知道，只靠一种猜测就启动产品开发项目是行不通的。不过，她也不想给自己招惹麻烦，尤其是作为一名新人。于是，她采用我们讨论的方法，先是表示看好这个项目，然后再小心翼翼地抛出问题。她回忆自己当时的话说：“这个想法真的让人感到兴奋，可能会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我很高兴能有机会参加这种关于新想法的讨论。”然后，她进入第二步，在这个被我们称为调查的环节，她本着支持创新项目的精神，说：“我知道社交网络是一个新的、有着无限可能的巨大空间，很多事情还有待进一步挖掘。我在想，我们怎样才能把这个项目打造成一个真正伟大的项目，比如怎样才能迅速确定客户的真正需求。我觉得想法很好，如果能够迅速验证那些假设，就可以打造出数十亿美元的业务。”


  接下来，她用一家知名公司作为例证，进一步表达自己的想法：“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展一些快速的实地试验，真正搞清楚客户的需求是什么，然后按照这种需求打造我们的产品。这样做，既节省了时间，也节省了成本。在开发财务软件QuickBooks Simple Start时，财捷就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同客户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而且他们自己也试用了原型产品（课堂案例）。利用实地研究所获得的数据，财捷打造出了一款重磅产品。”需要注意的是，她没有批评这个项目；相反，她以委婉的方式，建议对关键的不确定性进行快速测试。她要做的，就是让实地数据决定项目的生死。


  在安妮发言结束后，会议室内一片安静，她开始变得紧张起来。在经历了看似漫长的停顿之后，一名高级经理人打破沉默，对安妮提出表扬，说她的建议很好，可以为新项目节省时间和成本。其他人也开始加入讨论。一名同事后来告诉她说，她的这番话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安妮也赢得了公司的尊重，有的同事还专门就自己的想法寻求她的建议。


  安妮的经历表明，即便是在一个并不是广泛了解或明确支持创新者的方法的组织，你也可以运用相关原则。别人并不总会接受你的建议，但如果你以一种积极的态度，提议对关键假设进行测试，那么久而久之，你就会成为一个受人尊重的认真思考者。


  此外，你还可以把这些思想用到生活中，设计试验，对自己所采取行动的关键假设进行测试。比如，不要急着辞职，然后匆忙奔向新的职业生涯；相反，你要拿出一年的时间来，每个月都思考几个小时，看看你对这份新工作到底有多么喜欢。在我们自己的职业生涯决策中，我们也这样做过，然后才从咨询业转到学术界。如果你觉得你有必要改变与某个家庭成员或朋友的关系，写下与关系问题有关的关键假设，然后设计一个试验，对提升关系的方法进行测试。在生活中，无论你什么时候遇到不确定性问题，都要展开深入调查，然后考虑各种不同的试验，对解决方案进行测试。


  在团队中运用创新者的方法


  1983年，同东芝研发团队出访美国时，沟口哲也产生了开发便携式电脑的想法。在日本，人们的生活和工作空间通常都很狭小，而这也限制了大型台式电脑的使用。发现这个问题后，沟口认为能在办公室和家中使用的小型便携式电脑会取得巨大成功。


  早前，东芝曾试图进军电脑主机市场，但败于IBM。它的个人电脑业务也陷入困顿，主要是因为它的产品与IBM和日本电气（NEC）最终推出的标准不兼容。所以，当沟口把开发便携式电脑的想法告诉管理团队时，他很快就被拒绝了。公司高管告诉他说，他们正考虑全面退出电脑市场，所以也不准备在新项目上投资。不过，沟口并未就此放弃，他说他可以找到资金，但高管们表示公司工程师团队人员短缺，这也就是说他们不会让任何工程师参与高风险项目。尽管如此，觉察到机会的沟口还是在距离总部25英里之外的青梅工厂，秘密组建了一个由10名工程师组成的便携式电脑研发团队。


  当时沟口还没有听说创新者的方法这一概念，但他运用了很多与之相关的原则，管理新产品项目固有的诸多风险。比如，他设计了一个包含五个步骤的开发流程，这与我们给出的方法颇为相似，那就是首先通过观察电脑用户和经销商，了解问题所在，然后通过一系列原型确定解决方案。此外，沟口还采用了快速迭代方法，追求精益求精，致力于打造一款卓越产品。举例来说，在经过了多轮迭代更新之后，工程师认为便携式电脑外壳的设计已经达到极限，不再具有改进空间。沟口把外壳拆下来，冲着原型机泼了一杯水，然后把这个毁坏的原型机倒着拎了起来。看着滴到桌子上的几滴水，沟口大吼道：“看，这里还有空间！”[1]


  当沟口把研发团队完成的原型机提交给管理层时，后者拒绝了他在日本销售的请求。幸运的是，东芝欧洲公司高级副总裁西田厚聪为他提供了机会，同意在自己负责的市场销售该产品。很快，这款便携式电脑的销量就达到了数千台。有鉴于此，总部管理层迅速改变主意，同意在全球范围内发售东芝便携式电脑。到1988年，东芝便携式电脑产品在欧洲和日本分别取得了38%和44%的市场份额。沟口的故事表明，即便缺少高层支持，在团队中运用快速试验法对新想法进行测试也是可行的。但前提是，你必须要取得小的胜利，并能获得支持数据。


  以自下而上方式运用创新者的方法，有时候是需要保密的，尤其是在大型项目或存在争议的项目上，沟口的故事就是例子。在这种情况下，秘密开展一个项目需要有一名能够提供足够资源且愿意承担风险（比如因此而失去工作）的坚定支持者。在便携式电脑项目上，沟口获得了计算机事业部总经理古贺正一的支持。后来，沟口在被公司总部否决的笔记本电脑研发项目上又采取了这一策略，不过这次是他自己亲自提供掩护和支持。此外，这些项目的开展要快，开支要少，且只有在确保公司其他人会接受的情况下才能公开。就东芝项目而言，研发团队是在开发了可靠的原型机之后才公开的，但时机可能还是早了一些，因为管理团队是在销量上去之后才最终认可这一项目的。


  另外，这些项目的研发地最好远离总部，以免受到现有营销方式的影响。同上述东芝项目一样，很多公司的秘密项目也都是在公司总部之外开展的，比如IBM颇为成功的个人电脑项目，研发地就设在远离纽约总部的佛罗里达。


  对于任何创新项目，你都可以运用创新者的方法解决团队面临的问题。关键在于团队教育，要让他们了解相关流程，对于他们提出的潜在的创新洞见，挑选一两个进行测试（见“借鉴敏捷开发经验”专栏）。把它当成一项试验，看看能够从中获得什么。如果你正处在问题解决流程或产品开发流程中，问问自己是否已经找到了问题，然后利用快速的、低成本的和建立在客户基础上的试验，对各种解决方案进行测试。要尽可能地简化程序，降低成本，把重点放在对事物的了解和行动上。


  
    [1]See http://en.wikipedia.org/wiki/Google _Glass; Jared Newman, “Google’s ‘Project Glass’ Teases Augmented Reality Glasses,”PC World, April 4, 2012; Nick Bilton, “Behind the Google Goggles, Virtual Reality,”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3, 2012.

  


  借鉴敏捷开发经验


  在团队如何运用创新者的方法的问题上，软件界提供了一些很好的经验。由于软件开发团队经常面临高度不确定性，很多从业者（杰夫·萨瑟兰、肯·施瓦伯和肯尼思·鲁宾等）提出了敏捷开发（Scrum）概念，并认为这是组建创新和开发团队更好的方法。Scrum的概念源于英式橄榄球运动，意为并列争球，即在停止后重新启动比赛。对团队领导者来说，Scrum的一些思想是很有用的。


  首先，在软件开发中，每个敏捷开发团队都由三个部分组成：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敏捷开发教练（scrum master）和开发团队（development team）。产品负责人确立产品愿景和需求，敏捷开发教练负责指导开发团队，而开发团队则通过自我组织攻克任务。在帮助团队运用创新者的方法方面，敏捷开发教练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他扮演的多重角色中，每一种都至关重要：教练——帮助团队成员学习创新者的方法；流程主管——帮助团队运用创新者的方法；变革管理顾问——帮助团队成员适应新的流程；捍卫者——保护团队成员免受外界干扰，并负责清除障碍。同样，作为团队成员，你需要知道你在自我组织过程中及流程工作中扮演的角色。


  其次，每一个敏捷开发团队都遵循一个包含定义产品待办事项（product backlog）、执行冲刺和评估冲刺的内部流程。产品待办事项是一个按优先顺序排列的待办事项清单，那些对成功最重要的事项会排在最前面。冲刺涉及如何在短时间内完成一项工作（试验），而冲刺评估重点是对产品（可交付产品的完成情况）和流程（冲刺的执行情况）进行评估。


  敏捷开发流程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宝贵经验。对项目发起者来说，你可以把团队的产品待办事项视为一个按假设重要性排列次序的清单。至于冲刺，则是确定任务，对这些至关重要的假设进行测试，给出时间节点，并在发现事实后迅速推进项目进展。敏捷开发团队要参加每日例行的长为15分钟的评估会议，对为实现冲刺结果而开展的活动进行评估。冲刺之后，团队成员还要对各自的工作进行评估，并提出改进建议。


  敏捷开发流程可以运用到创新者的方法的任何一个阶段。作为指导团队的敏捷开发教练，你可以通过确定一系列冲刺，迅速、有效地应对待办事项，同时学习如何改进这一流程。要想了解更多内容，我们推荐肯尼思·鲁宾的《Scrum精髓：敏捷转型指南》。


  在组织中运用创新者的方法


  如果你所在的组织重视执行，同时又愿意在内部开展创新，那会怎样？我们推荐运用创新者的方法，打造组织的创新能力。现在，你已经看到了发展创新能力的必要性，下面是我们提供的流程：组建小型团队；接触早期采用者，并了解他们面临的问题；利用原型测试解决方案，尽可能地提升速度并压缩成本；为组织内部的创新寻找合适的商业模式。


  让我们看看思科服务部的凯特·奥基夫是如何运用创新者的方法来打造创新能力的。思科服务部是思科的一个主要事业部，雇员人数超过1.3万人，为思科贡献了近1/4的营收。虽然思科服务部在鼓励创新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大多数时候，这种努力是在一个规模庞大、多元化、分裂型的组织内进行的。所以，当思科技术服务部高级副总裁乔·平托鼓励奥基夫提升思科的创新能力时，她觉得无论从哪一方面讲，这都是一个难以完成的任务。此外，在预算、可信性和基础设施方面，她也面临诸多限制。在这种挑战下，奥基夫说：“我需要从小团队开始，展示证据，进而赢得组织的有机支持。”[1]


  奥基夫从组建小型团队着手，团队成员均为“T型”人才（有多学科知识背景，并对一些学科有深入研究），他们对创新充满热情，而且也愿意帮助她测试创新假设。具体而言，团队中包括一名富有经验的促进者、一名连续创业者、一名组织行为专家和一名六西格玛及产品管理专家。这个团队自称“服务创新中心”，旨在为创新项目提供早期合理性证据，并负责联络组织内有影响力的部门或个人，比如思科高管、杰出工程师、创新团队管理层负责人卡洛斯·皮格纳塔罗。


  创新团队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寻找需要完成的工作，这与我们描述的步骤差不多。为此，他们与早期采用者（公司内部希望开展更多创新项目的人）建立联系，了解他们正尝试解决的问题。对于这个过程，奥基夫描述说：“我们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模式。这个模式叫客户模式，意味着我们要围绕客户（经理人和高管）需求开展创新活动。”[2]作为流程的一部分，服务创新中心发现不同的客户有着不同的需求：有的要求帮助产生新的洞见，有的要求帮助评估和提升他们的创新能力，还有的要求帮助提供与创新有关的试验工具和操作指南。


  在清楚掌握了待办事项之后，奥基夫及其团队开始为已确定客户开发原型解决方案。为避免资源浪费，奥基夫团队并未针对所发现问题开发全功能解决方案，而是首先打造原型解决方案。比如，在早期的努力中，服务创新中心开发了快速原型解决方案——“创意日”和“创意茶歇”活动，后在全公司范围内大规模推广。


  再比如，公司多名高管希望为现有技术（职能性工作）探索新的商业模式和市场，同时也希望能够激发雇员的创新热情（情绪性工作）。鉴于这些“工作”，服务创新中心推出了一个潜在的原型解决方案——“发射台计划”（LaunchPad），并获得了思科高级服务部高级副总裁帕维什·塞斯的首肯。在内部客户（类似于付费测试的外部客户）身上获得验证之后，服务创新中心从思科服务部抽调人员，组成六人一组的团队，在九个全球地区开展工作。每个团队都致力于提出洞见，围绕客户寻求需要完成的工作，然后开发快速原型解决方案。之后，各团队聚在一起，向在场的和通过远程方式参加会议的高管们描述问题，并给出最有前景的原型解决方案。尽管只是一种快速试验，但“发射台计划”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它为公司创造了900万美元的影响，同时也激起了高管们寻求的那种兴奋情绪。用参与者罗塞特·阮的话说：“这是一段难以置信的经历——我们从流程中学到的知识，我们搭建的网络，以及暴露出来的问题，都让人难以置信。我已经做好了在未来开展更大规模创新的准备。”[3]同样重要的是，这也带来了创新，比如一个获胜团队就开发了一款深受客户追捧的产品——医疗保健仪表板。


  针对公司内部客户问题，服务创新中心通过快速推出迭代解决方案，为它能够解决内部关键创新问题提供佐证。随着时间的推移，快速原型转变为功能更齐全的解决方案，比如创新能力评估和创意捕捉及创意开发工具等。在另外一个例子中，缺乏创意捕捉工具的服务创新中心，借鉴创新管理软件Brightidea的做法，迅速开发了一个涵盖整个服务部门的创意收集工具。团队把这个平台称为“智慧区”（Smartzone），用于创意的捕捉、筛选、培育和开发。


  奥基夫举例说，一个服务工程师团队讨论他们在日常工作中遇到的挑战，即如何更快地解决客户的技术问题。这里的关键是要找到代码块，即所谓的脚本，从而确保客户问题得到解决。但找到这些脚本费时费力，客户问题很难得到及时解决。服务工程师有了一个想法，那就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类似于应用商店的产品。与之相对应的解决方案是，建立一个可以让服务工程师迅速找到所需脚本的社交网络平台，从而改变他们的工作方式。技术服务部高级经理萨姆·格里姆带领的团队立即向“智慧区”提交了申请，并获得积极反馈。按照创新者的方法的各个步骤，创新成果最终交付给服务工程师。格里姆回忆说：“‘智慧区’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平台，可以帮助我们测试相关想法是否对潜在客户有效，而且还可以帮助我们确定和建立利益相关方网络，为以后的合作建立基础。暴露出来的问题以及我们收到的反馈，对于今后各类计划的制订和解决方案的开发具有重要意义。”在打造最小化可行产品或原型方面，他们有足够的热情和资金，确保了内部创新的成功。比如，思科服务公司打造的内部社交媒体平台，其所提供的并不仅仅是6000多个脚本，更重要的是，它节省了宝贵的工程时间。


  在服务创新中心构建和部署解决方案时，它也会通过试验对商业模式进行验证。比如，每发起一项创新行动，奥基夫团队在传递价值主张、获取客户和管理成本等方面都会下很多功夫。以获取客户为例，这需要了解客户的动机（需要完成的工作）、他们的决策方式（消费链），以及如何通过影响渠道与他们进行交流（影响金字塔）等。首先，团队要了解不同客户的不同需求；比如，初级工程师追求的是时间和认可，而高管人员寻求的则是可以通过员工创造价值的好创意。其次，团队还会考察消费链，即什么样的创新信息可以影响他们的客户，比如公司通讯、年度评估、高规格活动和奖励等。最后，团队还要解决客户影响金字塔问题。比如，通讯简报或电子邮件会产生一些影响，但团队发现，创新峰会（针对倡导者而举办）和创新领导力论坛（邀请嘉宾演讲）等活动及奖励（比如1500美元的催化师奖）等措施会带来更好的效果。同样，在成本问题上，团队会有效利用思科的已有资源，通过与内部和外部伙伴合作，开发并提交解决方案。


  通过运用创新者的方法，奥基夫及其团队在思科服务部成功掀起了一股创新热潮。仅在最后一个季度，他们就给出了数十个洞见，创造了超过1200万美元的商业影响，雇员的创新投入分数同步提升了8%以上。[4]此外，人们也觉得比以往更有精力和激情，比如他们会说，“我从未像现在一样感觉自己是思科的一分子”，或者“那些最初持怀疑态度的人现在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兴奋”。[5]在确定了问题、解决方案和商业模式之后，团队将面临我们在第八章中描述的众多挑战：开发完整产品解决方案并加以标准化，进而寻找可规模化交付的方式。


  
    [1]Clayton M.Christensen,The Innovator’s Dilemma: When New Technologies Cause Great Firms to Fail（Bost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 2013）.

  


  
    [2]Ibid.

  


  
    [3]Ibid.

  


  
    [4]Rogers, 2003.

  


  
    [5]History of the Swiss watch industry adapted from Amy Glasmeier, “Technological Discontinuities and Flexible Production Networks: The Case of Switzerland and the World Watch Industry,”Research Policy20, no.5（1991）: 469–485.

  


  调整颠覆性创新和渐进式创新


  想象一下，你在谷歌工作，被要求制定一个新的市场解决方案。现在，你有两个项目选择：一是谷歌优惠券（Google Offers）——与谷歌钱包（Google Wallet，支付服务）和谷歌地图（Google Maps，确定提供优惠服务的公司的位置）结合在一起的、为用户提供折扣及优惠券服务的平台；二是谷歌眼镜——配有光学头戴式显示器的可穿戴计算设备，以类似于智能手机的免提模式响应语音指令和显示信息。[1]两个项目都需要推出一些新的市场解决方案，但很明显，谷歌眼镜项目涉及更激进的创新，不确定性更大，风险也更高。面对渐进式创新和更激进的颠覆性创新，在运用创新者的方法时会有哪些不同呢？（见“什么是颠覆性创新”专栏）


  
    [1]Ron Adner,The Wide Lens: What Successful Innovators See T aThothers Miss（New York: Penguin/Portfolio, 2012）.

  


  什么是颠覆性创新


  创新可以分为两大类：渐进式创新和颠覆性创新（激进式创新）。


  渐进式创新是建立在公司已有的知识基础之上的，或是提升产品品质或是延伸产品线，比如以5层刀片取代4层刀片的吉列剃须刀，用3D影像取代2D影像的三星电视机，以及能让公司以更快的速度、更好的效果或更少的资源完成任务的内部运营的改进等。


  相反，颠覆性创新源于不同的知识库、技术或方法，需要以独一无二的方式交付价值。数字手表（相对于机械手表而言）、个人计算机（相对于打字机和手工流程而言）、手机（相对于固定电话而言）和MP3播放器（相对于CD播放器而言）都属于颠覆性产品创新。


  流程也会以颠覆的方式被改变。比如，丰田工程师大野耐一推出的弹性生产技术，即通常所说的精益制造，原本是为了加快产品转化，同时取得了最大限度减少库存和浪费的效果。商业模式也可以建立在激进式创新之上。比如，在影像租赁市场，网飞利用互联网、软件和仓库，以邮寄和视频流媒体两种方式开展业务，相比于百视达——曾经的市场领导者——开办实体商店的做法，这就是建立在激进式创新之上的商业模式。而影像租赁商红盒子（Redbox）则通过自动贩卖机租赁影像产品，这需要不同的技术和不同的分发系统，既不同于百视达，也不同于网飞的模式。


  建立在激进式创新之上的策略有时也是“颠覆性的”（克莱顿·克里斯坦森语，后被广泛使用），因为现有的市场主导者已经无法像过去一样开展业务。[1]比如，网飞和红盒子就颠覆了百视达的策略。颠覆性创新通常源于某种进入低端市场——对价格最敏感的细分市场——的新技术，而随着颠覆性公司不断改进其流程，这种新技术会逐步进入高端市场。


  谷歌眼镜项目看起来更酷，因为它更具颠覆性，但这种类型的创新会面临更大的挑战。《创新者的困境》认为，在应对颠覆性创新方面，没有接受过训练的经理人往往会以失败告终，因为他们会使用熟悉的渐进式创新管理工具。[2]在创新者的方法的语境中，我们认为渐进式创新和颠覆性创新的区别在于不确定性的程度不同。颠覆性创新涉及更大程度的不确定性——这种程度之大，有时是以数量级计算的。这也就意味着，几乎做任何事情你都需要运用创新者的方法。但在颠覆性创新上，你还必须从四个关键维度调整你的预期：目标客户、反馈预期、时间线和结构。


  在描述这些维度之前，我们必须指出，渐进式创新也会带来重大好处。据一些估计数据显示，它们为公司创造的价值并不亚于颠覆性创新。比如，联合利华印度发现并实施了很多小型的渐进式创新，一年之内就将营收提升了40%。在渐进式创新模式下，你面临较低的不确定性；你可能已经拥有了很多所需的资源，而且也更容易将这种变革融入现有的商业模式中。不过，我们也要认识到，颠覆性创新会为公司今后的发展创造成长型市场，是公司创新组合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调整反馈预期


  大多数颠覆性创新的最初采用者都是非用户，也就是那些对现有解决方案不满意的人。因此，这里的第一法则就是，如果你追求的是颠覆性创新，那么就必须深度发掘非用户的需求。也就是说，无论你针对用户还是非用户需求开展颠覆性创新，你都得了解创新采用过程中的一些特性。


  首先，就颠覆性创新而言，客户可能没有完全认识到问题所在，或者对解决方案不熟悉。因此，在最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会收到负面反馈。此外，对于很多颠覆性创新，人们在真正尝试之前无法想象产品的样子。比如，在锐步引入充气鞋（一款运动鞋，可通过按钮为脚踝部位的气囊充气）时，篮球运动员和教练员起初都持怀疑态度，但在试穿之后，他们就喜欢上了这款产品。《创新者的困境》把这种现象称为“不可知营销”（agnostic marketing），也就是说，对于颠覆性创新，没有人能告诉你客户需要什么，也没有人能告诉你会不会成功，专家、传统市场调研乃至客户本身，他们都不知道问题的答案。只有在试用之后，客户才会给出全面的评价。[3]


  更复杂的是，一些社会规范或动机会歪曲你所收到的反馈。某创业者开发了一种高清晰度便携式X光机，借助该机器，任何医疗保健服务人员都可以看到骨裂或组织肿块，而且成本较现有技术低10%，但放射科医师和医疗器械公司并不感兴趣。为什么？因为这款新机器与现有的财务激励机制存在冲突（放射科医师“解读”模糊不清的光片，而医疗器械公司则销售价格高昂的机器）。最后这家公司倒闭了，因为它未能在资金花光之前消除这些长期存在的障碍。


  同样，如果一个解决方案看上去缺乏合理性，即便它能够很好地解决问题，客户也可能会拒绝。举一个比较有名的例子，在秘鲁的洛斯莫利诺斯地区，村民喝的是不干净的生水，但教他们喝开水的努力却以失败而告终，这是因为在当地传统中，热水是为病人准备的。由于这种创新只会被缺乏传统认知的人（社会局外人）采用，所以最终失败了。[4]因此，如果一项创新面临潜在的合理性挑战，那么你就得需要认真考虑如何创造合理性的问题了。


  调整时间线


  关于颠覆性创新，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就是，现有的市场主导者会受到意外打击，而且反应过于迟缓，最终导致失败。举例来说，瑞士制表商多年来一直是机械手表行业的主导者，但后来随着数字手表——主要由日本公司制造——进入市场，这一局面被打破。在瑞士人看来，这些新的手表是低质量和低利润的计时器；珠宝商店不愿意销售这种产品，而瑞士制表商也满怀信心地认为自身优势会继续保持下去。但随着性能的提升，数字手表很快就在低端市场取代了瑞士手表，然后又占据主流市场，并朝着高端市场迈进。当瑞士制表商反应过来时，为时已晚。瑞士每生产10万只手表，同期日本就会生产出数百万只手表。仅仅用了10年，瑞士手表业就被击垮，大多数制表商都走向破产，而其所占市场份额也降到10%以下。[5]


  表面上看，瑞士手表这个例子似乎是颠覆性创新的经典案例，现有的市场主导者遭到新技术出其不意地打击。但仔细分析，同其他颠覆性创新案例一样，在该案例中，现有的市场主导者实际上很早就已经投资数字技术，但它们最终认为这种技术的成本过高，无法对抗以优雅著称的瑞士手表，结果放弃了投资。


  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时机和感知。就颠覆性创新而言，其早期表现出来的特征往往“不够好”。


  此外，相比于渐进式创新，颠覆性创新需要更长的时间才会被市场接纳。在一些案例中，颠覆性产品可能需要数十年的改进才会最终被客户接受。这意味着，如果你选择的是谷歌眼镜项目而非谷歌优惠券项目，你必须要保持耐心；对于产品何时会被市场接纳，以及用户何时会认识到产品的价值，你要调整好预期。此外，你可能还需要改进一些特定的新技术——也可能是与合作伙伴共同改进，确保颠覆性产品可以解决相关问题。通常，它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被市场接纳，因为对于解决方案，客户需要一个熟悉过程，客户教育也很重要。如果你采用的是我们主张的基于试验的低成本方法，而不是很多乐观创新者采用的高规格、高成本的方法，那么你更有可能维持组织的耐心，以便执行你的创意。


  调整结构


  为颠覆性项目创新团队提供合适的结构以及合适的技能组合，这一点至关重要。很多组织之所以会在创新项目尤其是颠覆性创新项目上失败，是因为它们未能掌握一个基本的组织原则：想法越激进，项目团队就越需要自主权。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条原则。在一家公司中，那些最不激进的项目通常涉及的都是对现有产品的渐进式改进。举例来说，在索尼公司，PS4游戏机的下一代产品（我们暂且称之为PS5）将很可能由索尼公司内部的设计师和工程师开发，他们十分熟悉PS4的组件及架构。由此，这种创新可能是对现有组件（图像、存储和在线游戏的便利性等）的更改或改进，也可能是增加新的功能（比如增加如同数字视频录像机DVR或数字录像机TiVo那样的数字录像功能，用以录制电视节目等）。对于该项目，理想的团队应由熟悉各类型组件的专业工程师组成，并在组件层面通力协作。作为另外一种解决方案，索尼也可能组建一个轻量级团队——团队成员主要来自游戏机部门，但同时也包括少量来自职能部门的工程师。


  但设想一下，索尼希望开发一种类似于谷歌眼镜的设备（我们暂且称之为索尼眼镜），但功能要超过谷歌眼镜，而且还可以作为先进的游戏平台。如果索尼让PS4工程团队来开发该项目，那么这个新的索尼眼镜设备很可能会反映索尼游戏机的知识和技术。同样，如果将项目交给索尼计算机工程团队或索尼电视团队，反映的也是各自部门的知识和技术。要想让产品更激进一些，索尼最好是从这些部门（也可能包括其他部门）抽调人手，组建跨部门的、具有自主权的项目团队。该团队要独立于公司其他部门之外，这样才能保护创新，并全面应用这些原则。


  如果一个项目过于激进，与公司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存在较大差异，那么它可能就需要一种不同的商业模式（比如用不同的技术服务不同的客户）。在这种情况下，就该建立完全自主的业务部门了。举例来说，当亚马逊决定从事并发起云计算服务业务（AWS）时，它就创建了一个独立的业务部门，因为该业务的商业模式与亚马逊在线零售业务的商业模式是不同的。


  创建独立的团队或业务部门至关重要，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当现有的商业模式与颠覆性商业模式存在冲突时，坚持现有商业模式会让颠覆性想法胎死腹中。现有的商业模式会扼杀创意来源，瑞士手表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有时还会直接扼杀创新，比如宝丽来放弃了市场领先的数字技术能力，原因就在于这种技术与基于胶卷的商业模式存在冲突。


  第二，对大公司来说，颠覆性创新在最开始时无法带来它们所需的增长。一家估值10亿美元的公司，若致力于追求10%的年增长率，那么在它看来，颠覆性创新在起始阶段带来的5万美元收入是微不足道的。这样一来，它就会放弃投资或通过其他方式迅速获得收入（一般来说，颠覆性创新演变为维持性创新后，也会随之错过市场机会）。对独立的颠覆性创新团队来说，即便该项创新只产生了很少的收入，团队成员也会感到兴奋，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就有可能打造出10亿美元的业务。


  第三，为颠覆性想法建立独立的部门，可以让团队开发公司之外的创新资源。举例来说，当IBM把一个团队派到佛罗里达开发IMB个人电脑时，该团队开发出了新的功能，并采用了英特尔和微软等新的合作伙伴的资源。这一策略为团队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成本和费用成本，而经济性也被证明是IBM个人电脑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1]George Yancopoulos, personal interview, December 10, 2013.

  


  
    [2]Ibid.

  


  
    [3]Ibid.

  


  
    [4]Ibid.

  


  
    [5]Ibid.

  


  注意：你是否依赖于其他人


  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诺基亚是如何从20世纪90年代的一线手机制造商沦为智能手机时代的看客的？你可能会想，这家公司缺乏创新或没有预见到3G革命的到来以及移动互联网和便携式数字生活方式爆发的潜力。但原因并非如此。正如罗恩·安德纳在《广角镜》（The Wide Lens）一书中所述，诺基亚在3G时代是一家狂热的先锋公司。[1]据它预测，到2002年3G用户将会突破3亿人。由此，它也曾大力推动第一部3G手机——诺基亚6650的开发，而从技术上讲，这也是当时最先进的手机。尽管诺基亚成功推出了第一部3G手机，而且成本也在合理区间，但在2002年，它却遭遇了重大技术失败。当时的市场规模，连它预测的1%都未达到。


  虽然诺基亚交付了一个解决方案，但它忽略了2G和3G过渡期间的一个变革情况：它发起的这项创新行动需要多方协同才能最终取得成功。诺基亚可以掌握先前的独立创新，但在转为多方协同后，它基本就对创新活动失去了控制。从2G转向3G需要外部创新，比如播放移动视频的视频转换软件、应对流量增加的路由器技术的变革、允许移动运营商识别用户数据访问的数据库工具，以及确保内容提供商权益的数字版权管理等。也就是说，在诺基亚交付手机时，这个生态系统的其他链条仍是缺失的。诺基亚没有认识到它的成功还需要依赖其他公司，而且也没有解决好或管理好这些相互依存的关系。


  目前，从独立创新到协作创新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各方参与者必须动用它们的资源乃至改变它们的行动，确保创新成果能被市场广泛接受。有些合作方处于行业的上游或下游，而这些领域可能是你容易忽略的。


  首先，在协作创新中运用创新者的方法时要给出产品的生态系统图。在考察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时，上游要看所需部件的不确定性，下游要看市场采用的不确定性，其次，还要全面了解合作方所需的生态系统。在影响创新成果成功采用方面，合作方拥有哪些互补性资产或资源？一旦确定了这些资产或资源，就要尽快争取。否则，你花费大量时间和资源开发的创新成果，可能就会因为没有得到拥有这些关键性互补资产实体的支持而失败。


  
    [1]William Bains, “Failure Rates in Drug Discovery and Development: Will We Ever Get Any Better?”Drug Discovery World, Fall 2004, http://www.ddw- online.com/business/ p148365- failure- rates- in- drug- discovery- and- development:- will- we- ever- get- any- better- fall- 04.html .

  


  创新者的方法的适用性


  就个人而言，运用创新者的方法的能力取决于其所处的环境。如果你是一名普通团队成员，那么你的路径将不同于那些试图在整个组织内创造影响的团队领导者或组织领导者。我们考察过数百名成功运用该方法的个人以及数十家大大小小的公司。在大多数案例中，经理人和创业者会对这一方法进行适应性改变，以使其符合他们所处的环境。要记住，“包治百病”的处方是不存在的。


  在运用创新者的方法时，尽管需要进行适应性改变，但基本原则还是必须坚持的：确定问题所在，确定解决问题的必要假设，构建测试假设的低成本试验，以及加快学习和吸收。我们相信，你会依照所处环境对创新者的方法进行适应性改变。


  最后，我们还要重申一点，创新流程原本就是混乱的和递归的。为便于理解，我们试图在这里简化这一流程，但事实上，各个阶段相互重叠，有些步骤可以跳过，而且流程中还经常出现令人困惑或模棱两可的情况。在这种时候，你要知道自己并没有做错，你是在应对不确定性，而这种混乱是流程的一部分。不要试图扼杀不确定性，而是要尊重和拥抱不确定性，因为很多伟大的事物都源于不确定性，比如创造性和创新。


  结语


  把不确定性变为机会


  在美国生物技术行业开始发展的最初几十年里，大多数生物技术公司都采取了相同的运营规则：确定一种具有前景的候选药物（通常源于学术界的某种洞见），然后集中所有资源，将这种药物推向市场。新药的发现与研发成本高昂，且存在很大的技术不确定性，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新成立的生物技术公司既没有扩大研究基础和药物管线的资本，也没有与之相关的专门知识。而且，如果它们在这方面分散精力，那么失败几乎可以说是注定的。虽然很多年轻公司在单一药品开发上筹集了数亿美元的资金，但一个悲哀的事实是，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最终都走向了失败，未能将开发的新药推向市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类基因组测序计划激起了人们的期望，认为事情将会发生改变：数以千计的治疗癌症和其他疾病的方法会很快问世，而发明新药的速率也会成倍增长。不幸的是，这些都没有发生。尽管数百家生物技术公司投入研发力量，其中还包括数十家大型跨国制药公司，但每年在美国批准的新药数量只有20种左右，真正具有创新意义的新药更是屈指可数。


  所以，当新成立的名为再生元的生物技术公司——公司领导者是医学科学家伦纳德·施莱弗尔和乔治·雅克波罗斯——召开第一次董事会时，团队成员颇为兴奋地向在座的资深科学顾问分享了他们的宏大愿景，即通过更好的流程开发新的疗法。雅克波罗斯说，他们不会将重点放在单一解决方案上，而是首先了解为什么有些疗法无法取得效果，然后再利用更好的试验方法，同时开发多种解决方案。这需要在研发新疗法的过程中开发处理限速因素的工具，以保证试验的准确性和速度。


  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前教授，雅克波罗斯的发言引来了激烈的批评声：施莱弗尔和雅克波罗斯在想什么？为什么他们不能像其他人一样，把研究努力和资源用在最有可能取得成功的单一疗法上呢？他们这样分散资源和精力，同时测试多种不同的解决方案，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


  雅克波罗斯回忆说，当时的情况让他震惊不已。最终施莱弗尔介入，表示尽管顾问们持反对意见，但再生元会坚持自身的试验流程。施莱弗尔的表态虽然让雅克波罗斯松了一口气，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他们当时的感受：一些世界上最著名的专家表示他们这样做是完全错误的。事实果真如此吗？


  25年之后，再生元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具创新力的公司之一。基于其在突破性创新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再生元登上《福布斯》最具创新力企业榜第四的位置，创新溢价高达63%。回望过去，雅克波罗斯有足够的理由为之得意，但同时他也表示，作为公司创始人，他们是幸运的。大多数遵循顾问建议的公司，最终也未能将单一单品推向市场，结果就是倒闭。回过头来看，再生元早期的很多猜测，看起来似乎建立在强有力的科学基础之上，但最终也都陷入死胡同。如果再生元当时关注的领域过窄，那么它可能已经成了一个被遗忘的失败案例。


  从根本上讲，将再生元与同时代行业公司区分开来的，就是一个洞见：在以高度不确定性为特征的环境中，你需要通过简单试验快速解决问题。尽管很多同时代的公司都借用了成熟制药公司的传统管理策略（成熟公司面临相对较大的稳定性），但再生元还是采用了这一假设，即它面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雅克波罗斯表示，虽然很多公司对同行评议科学持正向尊重的态度，但他自一开始就给出了一种正向不尊重的态度。“在我看来，生物学领域60%~90%的发现，要么是错的，要么是不相关的，”他说，“你可以看一下《纽约时报》科学版：在100项突破性发现中，有多少能够成功落地？我记得1998年《纽约时报》的一篇封面文章说，癌症将会在两年内被人类攻克……问题是，我们大多数人认为的事实却从未发生。”[1]


  由于认识到了这种根本上的不确定性，再生元团队设计了一个不同的流程，用以应对这种不确定性。雅克波罗斯后来回忆说：“我们的核心信念是，如果你对一件事情没有十足的把握，那么你就会走很多弯路，浪费很多资源。我们认为可以把遗传学作为最强有力的武器，对各种想法进行严格测试。在创新方面，我们采取了与很多公司完全不同的做法。”[2]


  虽然他们两人以比较科学的方式描述了这一流程，但从根本上讲，再生元团队发现并运用了创新者的方法（见图C–1）。


  [image: ]


  图C–1 创新者的方法


  具体来看一下。在第一步，也就是洞见这一步，我们推荐集思广益，而不是将重点放在一组狭义的想法上。不同于大多数生物技术公司，在确定需要解决的问题之前，再生元是广泛寻求各种洞见的。很多生物技术公司都建立在单一洞见基础之上，而这个洞见则来自科学家的试验室。再生元团队的成员不仅仅局限于试验室，他们查阅更广义的学术文献，寻找基因与疾病之间的潜在关联关系或关系线索。然后，当发现一个关联关系时，他们就会利用转基因小鼠开展测试试验。这些转基因小鼠是由再生元自身的VelociGene平台技术创造的。通过这种方式，再生元在实际数据基础上得出洞见，并加以验证，比很多同行公司都快。雅克波罗斯声称：“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重新创造上报的关联关系，并对它们进行迅速测试。我们追踪的不是文献，而是关联关系，比如从1000种关联关系中找出最有可能的10到50种。”[3]


  举例来说，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期，再生元团队了解到得克萨斯大学的研究院在部分人体内发现了一种特定的基因突变：这些人的“坏”胆固醇（LDL[4]）水平比其他人高20%，因而罹患心脏病的可能性也就更高。基于VelociGene平台技术，再生元的科学家在小鼠体内创造了这种突变，并对结果进行了观察。很快，他们就发现并验证了一个洞见：一种特定基因即一种生物化学标记（低“坏”胆固醇）与心脏病之间存在关联关系。现在，再生元和大型制药公司赛诺菲（Sanofi）联手，已经完成了所开发药物的三期试验，而其他制药巨头还正忙于研发下一代的降胆固醇药物。


  创新者的方法的第二步是要深刻理解问题。或许是因为生命科学类公司面临的技术不确定性（这能行吗）高于需求不确定性（客户会买吗），所以它们中的大多数自一开始就把重点放在解决方案上。但正如雅克波罗斯所指出的：“如果你过于强调解决方案，那么情况不会好；你总是想保证一切正常，你根本不知道失败的原因……相反，我们没有把解决方案放在第一位，而是试图真正理解问题，这是我们的第一步。”[5]


  再生元并没有去采访客户，因为大多数客户关心的是能不能治愈他们的癌症、他们的血压能不能降低等问题（需求不确定性）。但在寻求解决方案之前，再生元还是在生理学和生物学问题上下足了功夫。比如，疾病相关基因会指示体内蛋白质相互结合，为开发一个可阻断这种结合的解决方案，再生元研究人员首先了解了相关蛋白质的结合方式，以便开发出更好的解决方案。雅克波罗斯说：“由于再生元自一开始就把重点放在问题上，所以我们能够拿出一个比其他任何解决方案都好的解决方案……其实，对于某个特定目标，大多数公司只会开发一种药物；但再生元不同，由于第一步做得特别好，我们最终开发出了三种药物，可治疗五种疾病。”[6]


  创新者的方法的第三步是通过一系列原型实现解决方案与问题的迭代匹配，避免将资源浪费在无意义的解决方案上。当然，所有的生命科学公司都会对它们的解决方案进行测试，确保能够达到目的。但它们通常采用一个周期长、花费高的测试流程，即首先在动物身上试验，然后再在人身上进行三期临床试验。到头来，成本会达到数亿美元，但失败率也极高，为97%。[7]为避免这种不利状况，很多公司都试图通过临床试验管道开发尽可能多的解决方案，以提高成功率，但最终却使开发新疗法的成本急剧飙升。


  我们推荐的一些原型，比如PPT演示的虚拟原型，在这里显然是行不通的。但我们可以看一下再生元是如何运用这一原则的。再生元的高管并没有急着将解决方案推入临床阶段，而是基于尽早、尽快的理念，在最开始的动物试验阶段，开发了一种可迅速产生并能更准确测试诸多解决方案的技术。大多数公司都是通过小白鼠测试一种或几种解决方案。小白鼠的试验成本虽然不高，但对人类疾病来说，小白鼠模型是有缺陷的。再生元认为，与其安于现状，依赖不完美的试验方法对少数解决方案进行测试，不如重新设计试验程序，开发一种技术，用人类免疫基因替代小白鼠免疫基因——其替代规模是先前基因置换技术的百万倍以上。然后，这些“人化小白鼠”被用于开发大批量“原型解决方案”，而且这些方案也更适于治疗人类疾病，因为它们是用人类抗体而非小鼠抗体治疗疾病。接下来，再用另外一种“人化小白鼠”，对这些原型解决方案进行快速测试，看它们是否能够治疗某种疾病，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基于人体模型的原型。同领域的竞争对手可以测试一两种小鼠抗体解决方案（对人类抗体来说，这些模型是存在缺陷的），而再生元则可以测试数百种人类抗体解决方案。这不仅是因为再生元自一开始就致力于寻求最佳解决方案，而且也是因为它开发了一种可实现更佳效果的快速试验法，比其他公司快100倍。


  回过头来看，再生元之所以能取得成功，部分原因就在于它运用了创新者的方法，可以比竞争对手更快、更好地测试未知事物。它犯过错，但通过快速试验法，它可以对多种解决方案进行迅速测试，解决了在治疗研发阶段面临的一些巨大的不确定性。通过运用这种方法，再生元在过去几年里成功推出了三种药物。对几乎所有大型制药公司来说，这都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阿柏西普注射剂（EYLEA）是迄今为止治疗成人视力减退——湿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最成功的药物。在上市后的第一个完整年度，该产品实现了近10亿美元的销售额，在一个很少有突破性疗法的领域，这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再生元以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的成本实现了这些突破：据最近的一项分析，在拥有三种及以上获批药品的公司中，在每种药品上的平均开支约为43亿美元，而一些大型公司的开支更是高达100亿美元。相比之下，再生元在新药上的平均开支为7.36亿美元，其中既包括开发成本，也包括试验工具的额外投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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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者的方法亦需创新


  在一个以复杂科学和高度技术不确定性为特征的行业，再生元出色地运用了创新者的方法，同时它的经验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好的启示。这家公司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功，就在于它对创新者的方法进行了创新。它找到了有碍于锁定问题和开发解决方案的限速因素，然后通过创新，极大地提高了公司在这方面的能力。正如雅克波罗斯描述的：“我们通过包括技术在内的各种手段，开发可让我们在第一时间做出更好选择的工具。”[1]


  这些工具包括用于测试洞见的数据集、置换基因的技术（VelociGene）、在小鼠体内创造人类抗体的工具（VelocImmune），以及其他各类工具等。基于这些流程改进，再生元能以比竞争对手速度更快、成本更低和准确性更高的方式测试相关问题和解决方案。“事实证明，我们的方法更胜一筹，”雅克波罗斯说，“在一些关键决策上，我们能以更快、更好的方式做出决定，比如如何找到真正的问题，以及如何确定你的解决方案是否真正有效等。”[2]


  
    [1]1英里≈1609.34米。

  


  
    [2]为了进入农村市场，联合利华印度公司开创了全新的分销体系。这是一项面向当地农村妇女的直接教育和分销工作，选出来的领导者被任命为“萨克提阿玛”，意思是有能力的女性。她们成为当地农村的营养教育者和产品分销商，工作就是向其所在的村庄推销产品。——译者注

  


  赢得竞争优势


  随着不确定性程度的增加，公司将不得不重新组织创新活动；这时，它们就需要运用新的方式，以有效创造新产品、新服务和新解决方案。对领导者来说，与其将这种变化视为威胁，不如视为机会，通过设计更好、可加快创新步伐的试验工具赢得优势。


  我们在本书一开始就表示，在确定找到了值得解决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案之前，你应该忽略竞争优势或先驱优势等策略问题。作为专注于策略和创新研究的学者，我们的这个建议的确有些另类（当然，在进入探求解决方案阶段后，策略还是很重要的）。但问问自己，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什么样的竞争优势会一直持续下去？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讲的，竞争优势的丧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我们认为，在高度不确定性环境中，唯一持久的优势就是管理不确定性的能力：要以比竞争对手更快的速度抓住机会，要以比竞争对手更有效的方式学习，并将这些创新推向市场。虽然开发和练习这种能力需要时间，但这是一种难以模仿的能力，而也正是因为难以模仿，所以更为持久。


  在运用创新者的方法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再生元通过加快试验速度和提高试验效力，创造了一种竞争优势。批评人士认为，该公司不应该将研发重点放在竞争对手众多的药物上，但雅克波罗斯和施莱弗尔仍我行我素，他们之所以做出这些看似有违直觉的选择，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比其他人学得更快，也能比其他人更早开发出有效解决方案。通过快速试验法，再生元在很多时候可以同时测试自己和竞争对手的解决方案，因而比竞争对手更容易找到机会。未来，它能否继续开发这种能力，能否继续保持领先一步的优势，仍有待观察。但它极高的命中率和较低的开发成本表明，再生元已经通过创新能力获得了一种持久优势。


  职业生活和个人生活


  我们在本书开篇表示，在从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转变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着急剧增加的不稳定性，而这种不稳定性要求我们采用新的管理方式。对成熟公司来说，要想保持创新或生存能力，仅仅依赖传统管理已经行不通了。相反，无论是经理人还是创业者，在应对不确定性时，都需要运用新的创新管理学（我们所说的创新学院），通过创新实现新的增长。


  在面临不确定性时，每个主要学科都有管理这种不确定性问题的解答。每一种观点都会为解决这类问题提供宝贵洞见，都会做出深刻的思想贡献。但持有这些观点的人，彼此之间很少交流；他们也很少会想到，如果把这些方法合在一起，创新需求问题将会得到更好的解决。


  在本书中，我们试图将这些观点结合在一起，进而确立一个单一方法：你、你的团队或你的公司可以用来产生颠覆性洞见，并将这些洞见推向市场的端对端的流程。在我们研究的样本公司中，我们发现运用创新者的方法与提升公司创新溢价和市值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关系。我们的事实证明，运用创新者的方法平均可以提升50%以上的创新溢价，这相当于增加了数十亿美元的市值。同样，采用这些理念的公司，即便它们使用的是其他创新方法，也都通过新产品实现了收入的大幅增加。比如，财捷和思科服务公司都增加了1亿美元以上的收入，印度联合利华也取得了40%的收入增长。


  但比短期收入和市值更重要的是，这些公司发现了新机会，并以比竞争对手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成功率实现了商业化运作。“我们能够以更快、更好的方式做出这些关键决定。”[1]再生元的雅克波罗斯说。这家公司并不是唯一的例子。亚马逊的杰夫·贝佐斯也表示，基于这种方法，公司开展的试验数量大幅增加，因为单项试验的成本降低了。[2]财捷创始人斯科特·库克说，这种方法“完全改变”了公司的运用方式。我们的一手研究资料显示，财捷的每一名领导者、经理人、设计师和工程负责人都在利用这样一个流程：提出假设，构建试验，然后利用数据进行决策。


  创新者的方法可以让各行各业——从软件到水泥，从制药到食品加工——找到持续创新的工具。这种方法的运用，也都带来了相应的回报。“我们的创新计划进一步指明了雇员的努力重点和公司生态系统的推进方向，”AT&T负责技术与网络运营的约翰·多诺万说，“同时，它也为我们带来了丰厚的资本回报，这就是它真正的价值所在。”[3]


  不管你是一名领导者、经理人、创业者，还是普通雇员，我们认为你都可以运用创新者的方法解决不确定性问题——不论何地，也不管是在内部流程还是在外部创新中，它会降低成本，也会提高成功率。创新者的方法将会帮助你创造性地解决你在职业和个人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你可以利用这些工具，加快学习速度。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学习速度就是新的竞争优势。我们希望的是，通过利用这些工具，你在任何地方都能够最先冲过终点线。


  
    [1]商对客。——编者注

  


  
    [2]Sel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编者注

  


  
    [3]低密度脂蛋白。——编者注

  


  附录


  创新者的方法概述


  在图A–1中，我们总结了创新者的方法的各个步骤以及所有工具。该图给出了各步骤中的关键活动、工具，以及测试方法，确保你完全解决了各要素中的关键不确定性。更多工具和测试方法，请登录www.theinnovatorsmethod.com。


  [image: ]


  图A–1 创新者的方法一览表


  致谢


  内森·弗尔


  在将近10年的时间里，我一直认为我们并没有真正了解如何管理创新中的不确定性问题。我发现商学院传授的所有知识都与价值获取的相对确定性高度相关，这也让我产生了一个想法，那就是基于价值创造的相对不确定性，传统管理方式或许并不是那么有效。在斯坦福大学期间，我见证了设计学院的组建，而同一时间，在那些运用商学院方法创业失败的人中，精益创业受到了近乎宗教式的狂热追捧，这也进一步加深了我的怀疑。我惊讶地发现，大多数创业教材讲述的都是创业的先例及其结果（比如IPO和并购等），但创业的过程，即如何在不确定环境中创造价值，基本是一片空白。由此，我认为，我们或许并没有真正了解创造新价值的方法，并在《有的放矢》一书中进行了描述，以免创业者掉入这样一个陷阱，即过早推广未经证实的创新。无论是撰写此书的动机，还是书中阐述的方法，都与我和同事埃里克·莱斯所著的《精益创业》有关。


  然而，在对第一本书进行反思，并对管理学历史进行研究之后，我发现管理这个领域面临着更深层次的严峻挑战。仔细考察管理学历史（以及其他大多数领域，人文学科或可排除在外），你会发现它是为应对某一特定问题而建立的：如何管理和优化工业革命建立的大公司。换句话说，管理是为了让列车按时运行。创新和创业等课题，也只是近几十年才开始被研究的，而即便最终走入商学院，我们也只是将很多现有的、旨在解决相对确定性问题的管理理论照搬到创新领域。直到现在我们才认识到，由于这些理论是建立在相对确定性的假设之上，且有着不同目的（获取价值），它们在指导管理不确定性问题及价值创造方面，表现较差。其他面临不确定性问题的领域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工程领域的设计思维、创业领域的精益创业、计算机科学领域的敏捷开发，以及物理学中的主动学习，都是为了管理所在领域的根本上的不确定性问题。


  虽然我认为我们需要一套新的理论和策略，用于管理这种根本上的不确定性问题，但我也承认我缺乏弄潮儿的勇气。当我和杰夫·戴尔谈起我的想法时，他认为我应该继续推进，鼓励我撰写本书，并开展更广泛的研究。我并不是说其他人在创新领域没有找对方向，没有做出重大贡献（我特别欣赏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凯瑟琳·艾森哈特、维杰伊·戈文达拉扬、伊安·麦克米兰、罗杰·马丁、丽塔·麦克格兰斯、蒂娜·西利格和鲍勃·萨顿的学术工作）。然而，我们必须要有勇气指出，这个领域的基本假设可能是错误的。尽管我们的发现在很多情况下都会产生巨大价值，但我们需要的是一套不同的理论，或者至少是一套经过重大修正的理论，以指导管理这种根本上的不确定性问题。


  我要感谢杰夫·戴尔，他是一个愿意为朋友提供支持的人，是一个坚定的思考者，也是一个很棒的合著者，是他让我有了分享这一信息的勇气。他是我此生遇到的最好的人之一。感谢斯坦福大学的导师、同事和朋友，是他们让我踏上了这一征程，特别是我的顾问凯瑟琳·艾森哈特，以及史蒂夫·巴利、汤姆·拜尔斯、蒂娜·西利格和鲍勃·萨顿。感谢史蒂夫·布兰克的关注和指导；感谢我的早期合作者埃里克·莱斯；感谢为我提供严谨思考的汤姆·艾森曼；感谢我的朋友、善于思考的合作伙伴亚历克斯·奥斯特瓦德。感谢杨百翰大学的朋友，感谢他们为我提供的帮助，特别是尼尔·哈奇教授、汤姆·彼得森和加里·科尔尼亚；作为万豪管理学院的院长，科尔尼亚为我撰写本书腾出了时间。感谢加里·克罗克提供的深远洞见和支持；感谢保罗·阿尔斯特罗姆，在他的鼓励下，我写了第一本书；感谢斯科特·彼得森和史蒂夫·里德尔领导的创业和技术中心的团队，感谢他们投入的热情和财务支持。感谢学术界的同事克里斯·宾汉姆、本·哈伦、拉胡尔·卡普尔、罗里·麦克唐纳、杰克逊·尼克森、罗布·伍布克尔，以及英士国际商学院，感谢他们在我撰写本书过程中给予的鼓励和帮助。特别感谢我的研究助理团队，感谢团队负责人萨瓦尔·奥尔特加，以及团队成员亚伦·鲍斯韦尔、肖恩·布朗、斯宾塞·卡尔弗特、肯顿·尼科尔斯、詹姆斯·奥克斯、简·托马斯、梅森·伍利和帕维尔·尤列维奇。此外，我还要感谢那些抽出宝贵时间，为我的研究提供支持的很多公司高管——有的已在书中提到，有的没有提到；正是因为他们的参与，这项研究才得以开展，而也正是因为他们，这个世界才变得更加美好。


  最后，我在这里向我的妻子苏珊娜表示深深的感谢，感谢她一直以来对我以及我的工作的支持和信任。我还要感谢我的父母以及我的四个孩子，感谢他们对我的容忍。当然，这里所有的感谢都不足以表达我内心对你们的感激之情。


  未来，我希望进一步发展这种基于不确定性的管理学，即我所说的“创新学院”，以对应我们更熟悉的商学院。在这方面，我的很多同事都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我希望通过设定基本假设的边界，在管理不确定性和创新方面共同创建新的、更丰富的理论体系。


  杰夫·戴尔


  大约三年前，当内森·弗尔和我开始讨论这个项目时，我还没有完全搞清楚这样的研究会给我们带来什么。而今，《创新者的方法》让我认识到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我们需要一种权变管理观：高度不确定性环境中的管理与低度不确定性环境中的管理是截然不同的。它还让我认识到，“创新者的基因”只是创新的起点，在把我们的想法推向市场之前，我们还要对它们进行测试和验证，确保其切实有效。所以，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内森，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合著者。在我们的合作过程中，我感到非常愉快。我们的研究之所以能够做好，也是内森的功劳。能和这样一个有能力的人合作，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本书的数据收集工作非常繁重，感谢研究助理在书稿撰写过程中投入的无数时间。我要特别感谢梅森·伍利、查德·霍兰、塞缪尔·斯塔普、凯尔·纳尔逊、泰勒·柯尔纳比和扎克·罗杰斯。此外，我还要感谢创新机构——“创新者的基因”的主管、负责培训和产品开发事务的副总裁柯蒂斯·勒夫兰特，感谢他在书稿中所做的有益评注，以及他和本·特雷斯在感谢他在书稿中所做的有益评注，以及他和本·特雷斯在《创新者的方法》中所做的视觉设计；本·特雷斯的视觉设计非常出色，而梅森·伍利在这方面也做了非常大的辅助工作。感谢瑞士信贷HOLT事业部的顾问迈克尔·麦康纳，我们在本书中所列公司的创新溢价，都是由他负责分析的。我和内森所做的录音采访，是由尼娜·怀特黑德及其团队成员一手整理的，她们总能在第一时间给出成稿。感谢杨百翰大学所有为我提供支持的团队成员，尤其是我的助手霍利·詹金斯、斯蒂芬妮·格雷厄姆、斯蒂芬·鲍威尔·古斯廷、玛丽萨·坦尼和普雷斯顿·阿尔德。衷心感谢杨百翰大学万豪管理学院前院长加里·科尔尼亚与创业中心的两位主任史蒂夫·里德尔和斯科特·彼得森，感谢他们在过去三年里为该项目提供的财务支持。


  此外，我还要感谢在本书研究阶段为我们贡献具有深远意义洞见的人们。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来自财捷，特别感谢斯科特·库克、布拉德·史密斯和卡伦·汉森，以及乔希·沃克、埃米尔·艾弗特克哈里、本·布兰克、艾伦·迪福特、杰夫·齐亚斯、温迪·卡斯特曼、乔·赫尔南德兹和雷切尔·埃文斯。感谢约迪·马罗尼，为我们会见和采访财捷的高管提供便利。感谢Salesforce.com的马克·贝尼夫和吉姆·卡瓦列里，AT&T的约翰·多诺万和罗布·利斯特，亚马逊的杰夫·贝佐斯，维尔福软件的保罗·基施鲍姆，感谢他们在采访中为我们提供的宝贵洞见。最后，我要感谢我的朋友、为本书撰写推荐的克莱顿·克里斯坦森，以及我们的代言人马克·贝尼夫、约翰·多诺万、布拉德·史密斯、鲍勃·萨顿和史蒂夫·布兰克，感谢他们对书稿的评论和思想分享。


  我真希望能在不占用个人时间的情况下写出一本书。一如既往地，感谢我的妻子罗娜莉，感谢她一直以来对我工作的支持，感谢她不厌其烦地听我唠叨工作中的琐事。特别感谢她对我们家人的照顾以及对我写书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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